
33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新一冲

历 部 锋
史队

纳粹党打开权力大门的暴力钥匙，
民众动员与街头政治的独特标本。

一部全面回顾冲锋队/褐衫军历史、组织、文化与心理，
完整深入讲述其历史的开创性著作。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mwra Dovelopment Pos

别拿“现在的时代出了问题”来安慰自己，时代出了错并
不意味着我们是正确的；它的野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不
和它同流合污，就表现出了人性。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著择一 德】丹尼尔·西门子
姚

军



[德]丹尼尔·西门子 Daiclsimc

历史学家、纽卡斯尔大学欧洲史教授，主

攻现代欧洲(中欧)史，研究涉及大众传媒和

新闻史、德裔犹太人史等方面。

2006年获得柏林洪堡大学近代史博士学

位，留校担任助教。2006年秋，在比勒费尔德

大学担任近代史讲师。2011年至2014年，在

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和东欧历史学院(UCL-

SSEES)担任DAAD Francis L. Carsten近

代德国史讲师。2017年10月，加入纽卡斯尔

大学，担任欧洲史教授。

姚军，福建厦门人，曾在知名外企及国内

券商供职，2006年起开始从事IT书籍翻译，

并逐步涉猎科普、军事、文史等领域，译著甚丰，

已出版军事历史类译著有《二战精锐系列》、《决

胜诺曼底：登陆战中的科学、工程与特种装备》、

《秘密武器：影响深远的二战军事科技》、《第

二次世界大战：战略与战术的历史》、《阿登

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军服、徽标与武器

图解百科》、《红色方案：法国的崩溃》等。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Daniel Siemens



stormtroopers

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新 一 冲

历 部 锋
史 队 著者-[德]丹尼尔·西门子

译者1姚军

oueatput文化发展出嚴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德)丹尼尔·西门子著;姚军译.一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142-2896-0

I.①冲⋯Ⅱ.①丹⋯②姚⋯Ⅲ.①德意志第三帝国一史料IV.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284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5886

STORMTROOPERS:A NEW HISTORY OF HITLER'S BROWNSHIRTS BY Daniel Siemens
Copyright O2017by Daniel Siemen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O2019 by Culural Development Press Co.,La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RIGHTS RESERVED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著 者：(德)丹尼尔·西门子

译 者：姚 军

出版人：武 赫
责任编辑：尚 蕾

责任校对：岳智勇

责任印制：杨 骏

装帧设计：郭阳 赵 菲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印匠彩色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412千字

印 张：35

印 次：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ISBN:978-7-5142-2896-0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别拿“现在的时代出了问题”来安慰自

己，时代出了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正确的；

它的野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要不和它同

流合污，就表现出了人性。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经历暴力的侵犯，人民才能团结起来。

——沃尔夫冈·索夫斯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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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虽然本书的封面上只有一个署名，但如果没有许多同事、团体和朋

友的慷慨相助和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始于2012年4月18日

希瑟·麦卡勒姆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当时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普通图书发行

人。当时，我作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弗朗西斯·L.卡斯滕讲师，在伦

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院(UCL-SSEES)教授现代德国史。希瑟

邀请我用英文写作冲锋队的“新权威历史”,但当时我对此没有理睬。我的

自然反应是：“褐衫军?不想再来一次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

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很快就埋头于档案资料和旧报纸里。在许多摆放

民族社会主义史书籍的书架上寻找某一本书成为我的锻炼方式。

过去五年里，我很幸运地在两家很优秀的大学里工作——伦敦大学

学院和比勒菲尔德大学，它们都为思想辩论和个人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机

会。我特别感激西蒙·迪克森、阿克塞尔·科纳、迈克尔·伯科威茨和安

德烈亚斯·格斯特里希在英国给我的支持，回到德国后，则要感谢我的任

教资格委员会成员——托马斯·维尔斯科普、英格丽德·基尔舍尔-霍尔

泰、米夏埃尔·维尔特、维利巴尔德·斯泰因梅茨和彼得·舒斯特——他

们于2016年阅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接受它作为一篇任职资格论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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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要感谢托马斯·维尔斯科普，他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和真正的朋友，

在过去几年里给了我极大的支持。2013年到2016年，我在不同的大学、会

议和研讨会上有机会讨论本项目的各个方面，为此我要感谢阿恩德·鲍

尔坎珀、弗兰克·博施、胡贝图斯·布赫施泰因、诺贝特·弗雷、乌尔

丽克·冯·希尔施豪森、西尔维娅·克斯佩尔-比尔曼、加布里尔·梅茨

勒、马库斯·M.派克、吉姆·C.普里梅尔、黑德维希·里赫特、马丁·萨

布罗、德西蕾·邵茨、迪尔克·舒曼、西比尔·施泰因巴赫尔、尼古劳

斯·瓦克斯曼、安妮特·魏因克、理查德·F.维策尔、米夏埃尔·维尔特

和格哈德·沃尔夫。

伦敦大学学院、比勒菲尔德大学、弗里茨-蒂森基金会、墨卡托基金

会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人性和艺术学会慷慨地支持本项目的档案

研究。我非常感谢历史学同行塞巴斯蒂安·潘维茨和珍妮·菲克曼，他们

提供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时间和支持，组织俄罗斯和美国鲜为人知的重要

信息来源。在本项目开始的关键阶段中，豪克·延森和来自汉堡明镜出版

社档案部的团队提供了极好的工作环境。项目后期某段时间，来自路德维

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个团体在主任安妮特·迈尔的带

领下，对慕尼黑时期的档案和图书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我在本书中的一些想法也在其他书籍和刊物中出现过。第10章的几个

部分基于我题为“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书写冲锋队的历史：法律战略和编史

学上的长期后果”的文章，刊登于2016年的《现代欧洲史》杂志上。第7章

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在2017年的《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刊登。我要感谢

这两家杂志准许在书中使用修改后的这些文本。

许多朋友、同事和前冲锋队队员的家族成员分享了他们有关纳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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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知识和想法，从很多方面帮助完成本书，在此无法一一列出。我要感

谢：格莱布·阿尔伯特、博扬·阿列克索夫、约尔格·巴贝罗夫斯基、吕

迪格·博吉恩、罗伯特·比尔施耐德、斯蒂芬妮·博德、基尔斯滕·本

克尔、克里斯蒂娜·布劳纳、理查德·布特维克-帕夫利科夫斯基、布鲁

斯·坎贝尔、扬·达尼鲁克、赫塔·道布勒-格梅林、斯特凡·多林、齐

格林德·埃因格尔、克里斯蒂亚娜·埃森贝格、伊沃娜·法布里斯、胡

安·路易斯·费尔南德兹、安德烈亚斯·弗雷塔格、杰拉尔丁·冯·弗

里塔格·德拉贝·金策尔、马里奥拉·菲尔斯特、维托·吉龙达、芭芭

拉·哈赫曼、沃尔夫冈·哈尔特维希、梅拉妮·哈特劳布、伊丽莎白·哈

维、丹尼尔·赫丁格、苏珊·海姆、拉拉·亨施、本杰明·C.赫特、汤

姆·希尔、斯特凡·霍德勒、约亨·洪格、戈兰·胡蒂内茨、梅尔文·英

格尔比、黑宁·冯·雅戈、玛蒂尔德·雅明、福尔克尔·卡舍、约翰·凯

恩、埃格伯特·克劳特克、约纳斯·克莱因豪斯、尼可拉斯·克拉温克

尔、亚历山大·克兰茨、克里斯托弗·克罗伊茨米勒、安雅·克鲁克、斯

特凡·拉芬、斯特凡·伦施泰特、马尔特·卢丁、克里斯托弗·路德、

卡尔·卢策、斯特凡·马林诺夫斯基、卡罗琳·梅茨格尔、德克·A.摩

西、伊夫·米勒、松克·奈策尔、爱德华·尼兹南斯基、阿明·诺尔岑、

赖纳·奥尔特、鲁道夫·帕克萨、温弗里德·佩措尔德、苏珊娜·平齐科

娃、扬-菲利普·蓬普隆、斯文·赖夏特、亚娜·雷米、托马斯·雷乌斯、

克里斯蒂亚娜·罗特兰德、克里斯蒂安·舍默特、马库斯·施马尔茨、麦

克·施梅茨纳、扎比内·斯赫罗延斯、埃克哈德·施泰因梅茨、延斯·蒂

尔、尤塔·维格曼、托比亚斯·温斯特尔、安德烈亚斯·维尔申、亚历山

大·扎廖诺夫和本杰明·齐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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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希瑟·麦卡勒姆、梅丽莎·邦德和玛丽卡·利

桑德罗以极大的热情，为本书的创作过程提供指导。两位匿名的审稿人提

供了认真、令人鼓舞的反馈，帮助我形成了本书中的关键论点。我同样非

常感激莎拉·福格尔松和理查德·梅森，他们在不同时刻认真编辑我的手

稿，确保作者不会掉进非母语者容易遇到的陷阱里。最后，尽管冲锋队歌

曲的歌词令人毛骨悚然，马塞尔·克鲁格仍然毫不退缩地改进了我的翻

译。书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当然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为本书带来最大益处的是生活中与历史无关的

各个方面。目睹我的孩子走出他们的第一步，养成自己的个性，总令我更

努力进步。扬、埃米莉亚和玛格达莱娜——我的“同谋犯”——近距离见

证了本书的创作。尽管我很多时间不在家，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和支持

的态度。我亏欠你们太多，无法言说。

丹尼尔·西门子

比勒菲尔德，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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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暴之夜

无数圣徒的形象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的黑暗；变成活灵活现

的漫画将他包围：一半是敌意，一半是荒谬。

——奥古斯特·朔尔蒂斯，1931年

在德国东部的上西里西亚省，1932年8月9日是一个凉爽的夏日，晚上

的空气异乎寻常的清新。这是康拉德·彼得楚赫(Konrad Pietrzuch)2最后

的几个小时，这位35岁的失业工人来自波滕帕——距离波兰边境仅3公里、

人口不到1000人的隐秘小村，属于托斯特-格莱维茨地区。彼得楚赫和弟弟

阿尔方斯以及68岁的母亲玛丽亚一起，住在村子里一座破旧的小屋内。他

们家里的墙上以圣像作为装饰，没有任何窗户。3

8月10日凌晨，一家三口还在睡梦之中，一群人包围了他们的房子。

这些人来自周围的村庄，是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en,SA)当地分

部成员。Sturmabteilungen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暴风特遣队”或者“突击

队”,但是“冲锋队”或者“褐衫军”的称谓更令人熟知。他们在彼得楚赫

家门前停下，打开没有上锁的房门喊道：“起床，你们这些该诅咒的波兰共

产党人!举起手来!”接着，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进入房间，把玛丽亚推

出屋外，将康拉德拖下床残暴地殴打，之后其中一人在附近的小屋里向他

开枪。与此同时，阿尔方斯被迫面朝墙壁站着，遭到了同样野蛮的殴打，

按照他的说法，冲锋队员们使用了台球棍或者警棍。阿尔方斯头部受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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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血流不止，暂时失去了知觉。根据他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痛苦的折

磨持续了半个小时。将近凌晨2时，袭击者最终开车离开，前往附近的布

罗斯拉维茨村(今波兰兹布罗斯瓦维采)。此时，康拉德·彼得楚赫已经

死亡。4

法医魏曼博士的验尸报告揭示了这场攻击的野蛮程度，他发现康拉

德·彼得楚赫尸体的伤情：

共有29处受伤，其中两处相对不重要。尸体的脖子周围有极

其严重的擦伤。外颈动脉完全被切断。后部有一个大洞。死亡原

因是外颈动脉的血经过喉部涌入肺部造成窒息。彼得楚赫所受的

致命伤肯定是他倒在地上时受到的。此外，颈部皮肤的擦痕显

示，这绝对是脚踢所致。除了这些伤处之外，彼得楚赫全身都受

到了打击。他的头部遭受钝刃短斧或者棍子的重击。脸上的其他

伤痕看起来是台球棍造成的。5

考虑到伤害的程度，当局担心彼得楚赫饱受虐待的尸体将立刻成为政

治攻击的目标。因此在这一罪行揭露之后，他们没收了尸体，以便“避开

共产党人的眼睛”,避免他们拍摄尸体的照片用作宣传。6

虽然这一罪行特别野蛮，但绝不是孤立事件。实际上，只要对1932

年夏季的德国报纸匆匆一瞥，就可以发现每天都有关于纳粹攻击的报道，

主要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但是也有针对犹太人的攻

击。’据犹太自由主义报纸《中央联盟报》报道，仅在1932年8月6—9日，

上西里西亚城市兴登堡(今扎布热)、格莱维茨(格利维采)和博伊滕(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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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姆)就都发生了炸弹和手榴弹袭击。8历史学家将1932年夏季纳粹冲锋

队在西里西亚的所作所为描述为名副其实的“恐怖活动”,这些事件发生在

7月31日的德国国会选举之后，此次选举确立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NSDAP,即纳粹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产生一个由希特勒掌

权的政府。9

波滕帕杀人案很快成为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这主要归功于一项新的

“反政治恐怖主义”紧急法令，该法令在攻击实施前的午夜生效。1以弗朗

茨·冯·帕彭为总理的政府凭借这项反恐怖立法，要求对带有政治动机的

杀人犯处以极刑，以竭力阻止每天出现、正在迅速变得难以控制的政治暴

力活动。根据新法案，犯下政治死罪者将由新建立的特殊法庭尽快宣判。

已经变得脆弱不堪的德国企图依靠这项立法，保持对动用武力的垄断，但

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基本无人理睬，成为了几个月后魏玛共和国最终垮台之

前的最后一次此类尝试。"从1926年起成为纳粹党柏林和勃兰登堡大区领

袖的约瑟夫·戈培尔正确地预测，这一最后努力将是徒劳的。1932年8月10

日，在明显还不知道波滕帕杀人案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写道：“柏林打来

电话：新的紧急法案和戒严令⋯⋯但是这些都将无济于事。”12

8月11日，谋杀案发生后仅过了一天，警察就逮捕了9名嫌疑犯：矿

工、冲锋队小队长奥古斯特·格劳普纳(生于1899年);矿上的镐手、纳粹

党员鲁芬·沃尔尼查(生于1907年);电工赖因霍尔德·科蒂施(生于1906

年);冲锋队中队长、计时员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勒(1898年出生);前警

员路德维希·诺瓦克(1891年出生);矿工希波利特·哈达米克(1903年出

生)及卡尔·查亚(1894年出生)。他们还逮捕了两名在罪案中起到关键作

用的客栈老板：冲锋队队员保罗·拉赫曼(1893年出生),他还兼任波滕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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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长；格奥尔格·霍佩(1889年出生)在附近的特沃洛格村经营一家冲

锋队酒馆。13其他四名参与者已经逃走，包括当地肉贩、主要嫌疑人之一保

罗·戈隆贝克。1?从这些人的出生日期和职业可以看出，攻击者是25—43岁

上西里西亚男子的典型代表。历史学家理查德·贝塞尔是研究纳粹崛起对

西里西亚重要影响的专家，根据他的说法，这次攻击的领导者至少“拥有

稳定的中层职位”,说明了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领会、实施

暴力攻击甚至政治谋杀，认为此类行径是合情合理的。”

1932年8月19日—22日，所有被拘捕的嫌疑犯在博伊滕特别法庭接受

审判。历史学家亨宁·格伦瓦尔德将波滕帕审判中发生的内讧描述为一次

“名副其实的选美比赛”:争斗的一方是汉斯·弗兰克(后来成为了克拉科

夫的“总督”)控制下的民族社会主义律师联盟；另一方则是新成立的冲锋

队“法律咨询局”,由冲锋队首席律师瓦尔特·吕特格布鲁内领导。6考虑到案

件的重要性，弗兰克和吕特格布鲁内都为取胜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

括威胁他们的对手和当地纳粹律师，向被告赠送礼物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这场内讧最终给被告造成了损害，因为纳粹法学家之间的竞争“使顺畅、

高效的法律援助实际上无法进行”17。由于证人和被告提供的详细证词，以

及被告广为人知的政治态度，法官确认了看上去很可信的犯罪事实。从时

间顺序看来，1932年8月9日晚上，布罗斯拉维茨的冲锋队第26突击队队长

诺瓦克安排一队冲锋队员实施“令这一地区恐慌”的政治暴力行动。?此

后，这队人马乘车前往附近特沃洛格村霍佩家的小酒馆，那是另一个臭名

昭著的纳粹聚会地点。霍佩是驻特沃洛格的冲锋队第27突击队队长，他为

这些人提供了额外的武器，指示他们前往波滕帕。那里的客栈老板拉赫曼

用大量烈酒和香烟招待了冲锋队员，很显然，拉赫曼和他的朋友、当地肉

5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贩戈隆贝克一起，提供了当晚要袭击的4个人的姓名。1?彼得楚赫就在袭击

名单上，只有他在袭击中丧生，这纯属巧合。在这一晚上，酩酊大醉的纳

粹分子还接近了其他两所房子，但是未能成功实施进一步的袭击。

拉赫曼后来声称，谋杀名声在外但无害的麻烦制造者彼得楚赫，“政

治”只是一部分原因，个人动机也起到了作用。拉赫曼的旅馆是纳粹的巢

穴，彼得楚赫不仅多次辱骂酒馆的客人，还在前几年里支持波兰叛乱分子2°,

而且，这位客栈老板害怕彼得楚赫公开揭露他经常在附近森林里非法狩

猎。21一份共产党人的传单声称，拉赫曼作为村长，曾经拒绝向失业的彼得

楚赫兄弟发放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和魏玛共和国末期的许多暴力事

件一样，“政治”和“个人”动机相互纠缠。

1932年8月22日，博伊滕特别法庭宣判5名攻击者死刑：拉赫曼的罪名

是“煽动政治谋杀”,科蒂施、沃尔尼查、格劳普纳和米勒的罪名是“出于

政治动机杀人”。霍佩因“煽动危险的身体伤害行为”而被判两年徒刑。其

余3名罪犯(哈达米克、查亚和诺瓦克)获释。2被告人的反应是高喊“希特

勒万岁!"和“打倒司法体制!”。24审判期间，正如媒体强调的那样，他们在

法庭上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冷淡和几乎称得上活泼的幽默”。他们以法西

斯礼问候参加审判的多名纳粹官员，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西里西亚冲锋队

首脑埃德蒙·海内斯，对死刑的威胁也似乎没有过多的烦恼。当地的一份

纳粹报纸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支持，扬言如果法庭“敢于做出死刑判决”,

全国将会出现抗议的浪潮。25事实证明这一预言，至少在当地和社会的特定

阶层是如此：判决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当地纳粹支持者举行了一些抗议活

动，他们聚集在法院周围的街道上，对法官施加压力。伦敦《泰晤士报》

记者报道：“法院周围的骚乱非常严重，不得不出动头戴钢盔、手持卡宾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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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动手枪的警察。”随着冲锋队的支援部队从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赶

来，纳粹至少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统治了博伊滕的大街小巷——不仅在法

院附近，也包括更偏远的城区，多家商店和一家社会主义报社大楼的窗户

被砸碎。犹太店主们关门闭户，拉上了百叶窗。26

判决之后，西里西亚冲锋队领袖、从1930年起兼任纳粹党国会议员的

海内斯大胆预测“德国人民很快将做出不同的判决”。他补充道，博伊滕审

判将成为德国觉醒的希望之光。2几个小时以后，他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的阳

台上向大批追随者重复了这一信息。28海内斯陶醉于自称的法官身份。十二

年前(1920年),当他成为“自由军团”下属单位“罗斯巴赫旅”成员，

在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国家战斗时，就曾经“判决”并处决了一名所谓的

“叛徒”。虽然德国法院于1929年5月最终因为他的罪行判处其入狱5年，但

海内斯很快支付5000马克保释金而重获自由，并很快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

一次纳粹党集会上骄傲地自称“袋鼠法庭①的法官”。29

1932年7月31日的全国选举之后，纳粹党成为了德国国会第一大党，

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将上西里西亚的局部事件转化为对国家政府的政治

攻击。博伊滕的宣判公之于众后几个小时，希特勒发出一份电报，宣称他

“毫无保留地忠于”这些攻击者，谴责死刑判决是“最粗暴血腥的判决”。

他正式为5名死刑犯辩护，尖锐批评冯·帕彭的保守派政府，宣称改变判决

是民族的需要，目标是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纳粹追随者：“从现在开始，你们

的自由关系到我们全体的荣誉，与做出这种判决的政府斗争，是我们的职

①即私设的非法法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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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30赫尔曼·戈林同样向这些罪犯发出了一封鼓励的电报，并向其家人

提供了1000马克。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甚至前往博伊滕，探望了狱

中的冲锋队员。3

尽管波滕帕杀人犯的罪行在德国和国际媒体上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但

纳粹领导人仍然为他们公开辩护，如果看了1932年8月24日希特勒以其名义

在纳粹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家》上发表的长篇“宣言”,就很容易理解了。

他以比平时更夸张的语调说道：

在我们的殉道者中，有300名遭到屠杀的党员同志——其中

有一位简直可以称得上被大卸八块了。此外还有数万甚至数十万

人受伤⋯⋯只有一切都走到极端，对赤色力量有组织屠杀和罪行

的恐惧无法忍受，才能让冯·帕彭的“国民政府”警醒，采取行

动⋯⋯任何一位心中藏有为民族荣誉和自由而战情绪的人，都会

理解我为什么拒绝加入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府⋯⋯我们应该将“民

族”一词从理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的真正精髓是博伊滕做出

的反德意志民族判决所点燃的火焰。冯·帕彭先生用民族战士的

鲜血，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德国历史上。32

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因为对政治对手的诽谤而臭名远扬，他为波滕

帕案件的纳粹宣传添上了又一个典型的音符：反犹太主义。戈培尔于1927

年创立、此后担任总编的柏林纳粹报纸《攻击日报》的社论，以粗体字印

着“犹太人是罪魁祸首”。33他一再重复这个口号，但并没有确定罪行和他

的指控之间有何逻辑联系。戈培尔的策略在纳粹追随者中简单而有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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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对判决的愤怒和失望，以及对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局势的相同感

觉，都转移到常见的替罪羊(犹太人)身上。戈培尔甚至对犹太人发出

了暴力的威胁：“总有一天，国家行政当局应该承担其他的职责，而不是

保护那些背叛人民的人逃避人民的愤怒。”34面对这种造谣中伤以及种族迫

害的号召，当局的反应是命令《攻击日报》停刊一周，但没有造成持续的

影响。

通过歪曲事实、利用它们构成明确的政治威胁，希特勒和他的扈从们

吸引了数百万追随者，特别是冲锋队，该组织在1932年夏季期望可以立即

夺取政权，而不是继续袖手旁观。“众望所归”之下，纳粹领导层猜测，在

根本意识形态冲突和种族仇视的政治气候下，没有太多人会关心一名普通

工人的命运，尤其他还可能是前波兰叛乱分子。希特勒可以依靠冲锋队每

天制造新的流血事件。36在这种情况下，波滕帕杀人案的细节很快就会被人

遗忘，只有他们的政治解读会存活下来。纳粹党及其宣传机器尽一切努力

将波滕帕杀人案的罪责转移到受害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更普遍的“犹太-

马克思主义体系”上。37下面的诗歌据说是一名普通冲锋队员写的，发表于

1932年9月初的一份西里西亚纳粹报纸上，充分说明了这种角色转换：

博伊滕!

博伊滕!它矗立在地平线上。

依然闪耀着鲜红色的光芒。

博伊滕!五位同志受到指控，

死神在他们背后潜伏。

德意志!难道你没有听到他们的危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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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听到千百万人的呼喊?

这呼声穿过大街小巷，响彻大地：

我们要让同志们获得自由!

这是一支鲜血凝成、为自由而战的军队。

我们只有一位领袖、一个信念和一杆旗帜，

永远忠诚，不畏牺牲。

我们的信仰就是人民和祖国。

对领袖的忠诚是立身之本。

我们将勇敢地战斗到死

倒在城镇和大地上。38

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彻底的转换：罪案中真正的受害者、遭到谋杀的彼

得楚赫又一次被“消灭”了，只不过这一次用的是巧妙的言辞；而5名被判

死刑的杀人犯成了英雄，被颂扬为忠于纳粹事业的勇士，得到了数百万同

胞的支持。纳粹领导人提出的借口，正说明了英国记者F.A.沃伊特1932年所

称的“可怕的德国政治生活野蛮化”。3°根据纳粹报刊的一篇文章，被谋杀的

彼得楚赫是一名“波兰恶棍”,是“很久以前就被剥夺在德国土地上生活权

利”的“亚人类”。4°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纳粹思想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在更广为人知的《20世纪的神话》(1930年出版于德国)一书中，他以类

似的措辞证明，杀死彼得楚赫这种私刑行为是正当的——他将这种做法描

述为“对不近人情的法律唯一可能的纠正措施”。罗森贝格解释道，在美国

“白人和黑人之间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中待遇不同”。日耳曼民族被

号召起来，在“雅利安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之间做出类似且可能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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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4

但是，纳粹党领导在1932年秋季遇到了严重的麻烦。戈培尔在日记中

写道，如果这些冲锋队员被处决，形势将变得“无法忍受”。42他担心，那会

导致失去耐心的纳粹分子施加极大压力，与希特勒所称的“断头台政府”

之间的直接对抗将难以避免。43不管这种对抗的结局如何，都将终结纳粹

夺取政权的所谓“合法特性”。他们很幸运，在各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下，

1932年7月20日政变(“普鲁士政变”)之后落入天主教保守派冯·帕彭手中

的普鲁士州政府做出了让步，将死刑判决为终身监禁，刑期从1932年9月2

日开始。4这样，纳粹党保住了致力于法制的伪装。

边境心态

波滕帕杀人案是那一时期相当典型的案例，将一战后的困苦生活

与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的暴力行为联系起来。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

先前的怨恨情绪，在德国民族主义派系内部和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形成

了后来的暴力模式。45至于实际的罪行，冲锋队与该地区其他民族主义

组织之间的紧密协作是关键。被判处死刑的两名年轻袭击者(赖因霍尔

德·科蒂施和鲁芬·沃尔尼查)实际上还不是冲锋队的正式成员，而

是上西里西亚自卫团的成员。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个组织严重重叠，

这至少可以从沃尔尼查也是纳粹党员的事实中看出来。46入狱之前，

两人都住在布罗斯拉维茨的“冲锋队之家”,在那里参加准军事训练，

主要内容是占领街道和森林边缘、准备枪战并为突击部队的袭击积蓄

力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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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西里西亚自卫团是一个官方容许的准军事组织，创立于一战之后，

目的是对抗波兰人，保卫德意志帝国和重建的波兰之间竞争激烈的边境地

区。481918年秋季，波兰人开始要求将上西里西亚地区纳入新波兰，由于煤

矿储量丰富，从19世纪开始，该地区已经发展成德意志帝国的工业中心之

一。德国主要政治家和公众都强烈反对这一想法，坚持民族自决，并提出

论据称，虽然该地区波兰族人势力很强，但德国人仍占主导地位。他们进

一步声明，对于因最近的军事失败而遭受重创的国家经济，这些领土是不

可或缺的。41919年到1921年之间，出于“再波兰化”该地区多样化人口的

宗教式热忱，波兰人发动了三次暴动，这无助于平息上西里西亚城乡高涨

的民族情绪。50

德国“自由军团”的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对立的态势，这个民兵组织由

彼得·冯·海德布雷克、维尔弗里德·冯·勒文费尔德和霍斯特·冯·彼

得斯多夫等人指挥，不仅参与和波兰人的战斗，还迫害所谓的德国“叛

徒”,从而说明不仅在语言和种族上，政治边界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1上

西里西亚自卫团所谓“特殊警察”的创立者海因茨·奥斯卡·豪恩施泰因

(后成为柏林冲锋队首批成员之一)在1928年的一次审判中声称，他的组

织为200起“袋鼠法庭杀人案”负责。①“袋鼠法庭”一词取自中世纪日耳

曼人的一种惩罚方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代表着极右翼行凶者对“叛

徒”发动的政治谋杀。2德国“自由军团”还仓促地处决了多名所谓的波兰

①关于“袋鼠法庭”一词的起源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来自司法程序上的“跳跃”,
即故意忽略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有的认为来自袋鼠的袋子，指法庭在某些人的袋子
(掌握)之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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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后来嘲讽地宣称：“杀死这些流氓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没有用子弹。”54但是，在1922年对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成

员的起诉书中，就连莱比锡的检察官都将德国民兵组织有组织的反犹太行

动描述为合理的自卫。他认为波兰人的攻击是“在外国势力帮助下”进行

的，意在“摧毁德国国家及经济秩序”,这些行动是击退他们的必要举措。

在这些文件中，德国检察官暗指盟国管制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一战后，德

国上下普遍批评该委员会同情波兰。5

这些潮流虽然是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出现，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

初，仍然可以从上西里西亚冲锋队的民族主义和强烈反波兰情绪中得到反

映。该组织坚定的反民主思想与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紧密相连。

魏玛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德国东部边境的防御)采取宽容的态

度，许多德意志族人对此非常失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西里西亚冲锋队

成功地变身为前“自由军团”部队的合法继承者。5?它的宣传言论很大程度

上依赖这种对比，得到了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等极右翼人士的传播，这

位前“自由军团”领导人后来也加入了冲锋队。8特别是，在靠近德国边境

的地区，冲锋队以名副其实的边防军自居，号召捍卫国家统一，对抗东面

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以及西面的法国人。?从后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

边境心态的影响不仅限于冲锋队。纳粹夺取政权之后，西里西亚民族社会

主义教师联盟多次组织其成员的“训练营”。这些为时两周的课程是为提升

德国教师“边境意识”而设计的，“边境意识”的定义是对西里西亚在“泛

德意志东部地区”特殊作用的种族与历史认知。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许

多教师对波兰及其保护国法国有很深的敌意。现在，他们骄傲地吹嘘所谓

的“德国边境视角”,将这些态度和思路传授给他们的学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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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取向尚未在冲锋队的现有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2但它确实

是将冲锋队的身份维持到1945年的首要意识形态推动力。特别是，20世纪

30年代中期开始的德国扩张主义政策与冲锋队在“长刀之夜”(1934年6月

30日至7月2日)之后遭遇的严重危机恰好同时出现，冲锋队通过准军事训

练、体育锻炼、意识形态教育和后来在二战中积极作战，树立了该组织提

升“德国民族性”的形象，这也成为了其继续存在的关键。最晚从20世纪

30年代末起，在第三帝国边境之外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1937—1939年，

苏台德和梅默尔地区的许多德意志族人参加了冲锋队，证明了该组织至少

在融入第三帝国的地区拥有持久的吸引力。3

1933年1月底纳粹接管政权之后，冲锋队的历史仍然充斥着暴力、仇视

和斗争。至于波滕帕案件，当第一批政治犯于3月23日进入在奥拉宁堡、达

豪和其他地方新建的集中营时，希特勒释放了早已定罪的冲锋队杀人犯。64

这些原来的犯人现在面对上西里西亚媒体的“欢呼”,上西里西亚“波兰人

联盟”在1933年10月递交给国联的一份请愿书中对此提出了申诉。波兰人

联盟宣称，由于这些杀人犯现在已经被官方当成英雄，人数处于劣势的波

兰人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安全感。接下来的几年确认了他们的忧虑，发生的

情况甚至超出了最悲观者的意料。作家奥古斯特·朔尔蒂斯出生于博拉提

兹(今捷克博拉蒂采),是土生土长的上西里西亚人，在1959年的自传中，

他反思了上西里西亚充满暴力和流血冲突的历史，阴郁地写道：“中欧的

这个地区似乎仍处在中世纪。一代又一代，每个人都在普鲁士和波兰国界

上被撕裂。人民的自由意志被敌对双方剥夺了；他们受到欺凌、追捕、洗

劫，甚至在路边遭到屠杀。”6

1932年波滕帕谋杀案后的二十年里这种模式也一直延续。与之相对应

14



前言：狂暴之夜

的是，纳粹夺取了政权，该党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实施高压强制服从政策，

尤其是在下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地区。多年以后，德波边境和向东的领

土都成为了集体屠杀和民族灭绝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染之地”。

6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冲锋队是应为这种民族与政治仇视极端化负责的组

织之一。借用伊安·克肖的结论，纳粹德国的残暴是“体制的一部分”,68人

们也同样可以说，冲锋队的残暴是该组织的一部分——不仅是实际行动的

一种手段，也是其宣传、成员间交往以及最终确认其民族社会主义身份的

核心要素。

恶棍、杀手、政治流氓

尽管波滕帕杀人案骇人听闻，但它只是1927年到1932年之间令德国震

惊的数百件政治动机犯罪中的一件，作为一个序曲，它预示了1933—1934

年第三帝国建立之后对政治对手及其他所谓的“敌人”发动的系统性迫

害。每一件罪行都有助于动摇公众对魏玛共和国的信心，让人们感觉到它

无法成功地抵挡日益高涨的政治恐怖浪潮。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脆弱的民主

国家，但绝不是从1919年成立之后就注定失败的。9虽然纳粹冲锋队不是参

与暴力冲突的唯一一个准军事组织，但从数量和质量上说，它都对政治暴

力的兴起发挥了显著作用。70在1932年7月31日全国选举的前夜，紧张局势

升级了。仅在1932年6月和7月，德国与政治相关的街头暴乱、枪击、斗殴

和暗杀就造成三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在濒临内战的政治气候中，

如果不是兴登堡总统关于政治恐怖活动的紧急法令生效后发生的第一起严

重政治罪案，波滕帕杀人案可能只不过是地方性报纸的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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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滕帕杀人案包含了许多我在下面的章节中要加以详述的元素：冲锋

队政治暴力的形式与动机，民主国家对民族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威胁做

出的反应，以及它们对德国与邻国从19世纪起的边境冲突的利用。1933年

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之后，冲锋队仍是纳粹党的“禁卫军”,至少根据官方

的宣传，是其价值观、态度和战斗准备的象征。该党期望，每位冲锋队成

员都代表着“最理想的民族社会主义者”72,并且成为德国(男)青年的行

为榜样，这部分建立在“自由军团”神话的基础上，但也加入了常与20世

纪30年代德国出现的“强身派基督教”和“保守革命”相关的新趋势。”3不

过，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之间，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和数十位追

随者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中被杀，严重阻碍了冲锋队塑造第三帝国

政治形象的野心。根据史学家们达成的共识，这些事件使冲锋队在第三帝

国剩下的十一年中沦为“运动中的二线宣传组织”。74

在这种人所共知的背景下，对冲锋队的新研究不一定需要理由，但似

乎有必要解释其意图、范围和方法学。本书将阐述，上面对冲锋队崛起与

衰亡的叙述不仅不完整，而且掩盖了“褐衫军”对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大批

德国人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纳粹统治之后。按照美国社

会学家刘易斯·A.科泽的说法，冲锋队是一个“贪婪的机构”,一个以对

其成员“包罗万象”的要求为特性的组织，但其基础是自愿服从、忠诚和

献身。这样的组织试图“在其圈子中包含完整的人格”。75整个第三帝国存

续期间，冲锋队都是根据政权需要及希望打造德国男人的重要组织，但它

也使普通的冲锋队员能够参与纳粹的项目。76从这个意义上看，在1945年

之前冲锋队与政治是高度相关的——这与冲锋队的主流历史研究结论相

悖，主流的观点强调，从1934年“长刀之夜”后，冲锋队完全失去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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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认为冲锋队晚期人数仍然可观，但与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

汉斯·莫姆森有一段著名的诠释，称纳粹政治是一个“日益极端化”的过

程，特别是在根绝犹太人的态度上，”按照他的说法，现存文献对晚期冲锋

队的结论是，该组织“日益粗俗化”了。

这种评估是误导性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印象：1934年后的冲锋队只热

衷于某种怀旧的“酒友关系”——这种论调是战后许多冲锋队积极分子最

先提出的。这种看法无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发动战争之前的重要活动，包

括在1935年夏季达到高潮、1938年6月和11月再度兴起的反犹太暴力活动；

无视冲锋队对二战的贡献；也无视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周之前，冲锋队在德

国国内及占领区纳粹政权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下面的研究将涵盖

从1921年纳粹首次在慕尼黑组织冲锋队开始，到1945年冲锋队因德国战局

最终崩溃而停止运作为止的整个时期。78而且，我们还将探索盟军占领德国

的过渡阶段，以及1949年两个德国建立后各自管辖区内对冲锋队及其罪行

的处理。我将提出理由说明，这些法庭对二战后十年内冲锋队历史的编纂

方式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最后，我们将以一部全面的纳粹主义社会史为

背景，重新评估冲锋队的重要性。

考虑到关于民族社会主义、第三帝国、二战及大屠杀的历史研究文献

汗牛充栋——任何一位研究人员都不敢声称熟悉这些领域的所有细节7?——

以冲锋队为中心的著作数量之有限令人吃惊。除了对冲锋队社会诉求及其

人员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存在争论之外，现有研究著作

对该组织的诠释相当统一。80绝大多数的著作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

1934年之间，明显将重点放在冲锋队激进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后果。81恩斯

特·尼基施在他《卑贱恶魔的帝国》(1953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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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对冲锋队的评估就是早期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尼基施写道：

冲锋队是一个反精英组织；它吸引的都是一些内心堕落脆

弱的人。在冲锋队中，所有犯罪倾向都得到纵容。冲锋队营房是

恶习的巢穴；那里充斥着不愿劳动的人、酒鬼、失败者、同性恋

者、恶棍和杀人犯，他们策划着自己的恶毒攻击，试图用这些罪

行“唤醒”德国。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儿子们在褐衫军中经过了黑

社会的训练，其人员素质反映了德国中产阶级人性的堕落。82

尼基施原来是一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937年曾遭受纳粹

监禁，后来被任命为东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学教授。他个人对纳粹的愤恨

与同时代的政治学说相符，至少在冲锋队问题上是如此。受过教育的西

德人和东德的社会主义政权都认为，冲锋队的暴力倾向和缺乏道德是法

西斯统治的基石，但理由稍有不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里，冲锋队的

暴力活动常常被用于说明民族社会主义是不合理、不正当的政治意识形

态，是“暴民统治”。这种说法的弦外之音是明显的辩护，因为这种形

象与所谓中产阶级试图“缓和”纳粹过度行为的说法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有人可能会说，冲锋队被描绘成“狂热的纳粹分子”,与之相比，

即使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和正常的纳粹党员也可以得到正面的形象。在

最好的情况下，后一个群体可以认为自己是“有策略”或者“正直”的

纳粹分子。在共产党当政的东德，人们的看法更矛盾一些：战争刚结束

的时候，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初犯下的暴力罪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有时候会出现在公审中，特别是那些对共产党人实施的暴行。但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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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50年代起，说服原褐衫军成员为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利益工作占据了

上风，对罪行的控诉相应减少。在两个德国里，对冲锋队的蔑视态度一

直占据上风，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有影响的记者和作家约阿

希姆·费斯特看来，援引一位受人尊敬的西德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说法，

冲锋队不过是伪装的暴民，是“有政治偏见的犯罪团伙”。83历史学家汉

斯·布赫海姆在1965年同样认为，“冲锋队暴徒”是“古怪军人传统最邪

恶的形式”8?,美国历史学家威廉·L.夏勒甚至声称，许多冲锋队领导人

是“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85。

但是，这种言语刻薄的评估告诉我们的更多是战后历史学家们的偏

好，而不是冲锋队的社会现实。与这些评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1年警

察部门内部的一份《关于激进组织作战原则》的备忘录中强调，在冲锋队

员里“毫无疑问有许多宝贵的人才”,领导他们的是“高素质的领导”。86卡

尔·奥托·佩特尔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一位“民族革命者”,他在第三帝

国时代流亡，后来成为了将美国“垮掉的一代”诗歌引入西德的媒介。他

早在1965年就正确地强调，撰写关于冲锋队的文章，难点在于不能满足于

重现冲锋队的“管理方案”和命令。相反，佩特尔认为最重要是有说服力

地解释在这种“复杂行政框架”下，两类冲锋队成员是如何共存的：一类

是“理想主义者，另一类则是拥有‘虐待狂恶棍的丛林心态’的人。”87这

对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冲锋队的“理想主义

者”和“虐待狂”——这里坚持使用佩特尔的术语——难以区分，有时甚

至完全无法辨识。

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关于冲锋队的重要研究著作直面这一挑战。

前述的早期文献通常强调冲锋队的“罪犯特性”——应当承认，鉴于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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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世纪50年代末，许多德国人仍然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不幸走入歧途的

“好思路”88,这是该国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新研究著作的作者们更仔

细地观察了冲锋队的社会构成、心态和政治组织。彼得·默克尔关于冲锋

队员自我形象，马蒂尔德·雅明关于冲锋队领导层以及所谓“罗姆清洗”

之后存在的问题，以及理查德·贝塞尔关于1933年之前冲锋队在西里西亚

的崛起及政治暴力的著作都是开创性的，它们成为了最新研究的基础。彼

得·隆格里希极具创意的冲锋队政治史出版于1989年，标志着20世纪70年

代和80年代这一领域重新出现的兴趣告一段落。89

20世纪90年代起，关于冲锋队的研究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首先，

是将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与更新的尝试相结合，编写暴行历史的一系列著

作，它们往往从行为学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出发，有时甚至出现了故意的

对比设计。这些研究强调，冲锋队构成了“暴力团体”,这些团体鼓吹过

度行为与纪律性相辅相成的特殊“生活方式”。9°斯文·赖夏特从2002年

起撰写的专题论文令人印象深刻，对比了德国冲锋队和意大利的“黑衫

军”,成为这一思想学派有影响力的著作。9其次，在许多关于纳粹夺取

政权的局部研究，关于德国警察、司法及早期集中营的历史研究中，同

时分析了冲锋队历史的重要方面。2此外，还出现了家庭成员探索拥有

“冲锋队生涯”的亲属过去经历的书籍。这些书籍大体上以本人的记录

为基础，往往包含与个人投身冲锋队动机有关的信息——此类信息在国

家档案中鲜少记录。93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著作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启

发。这些研究文献的作者对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的“躯体形象”很感兴

趣，分析了纳粹主义者的仪式和象征，特别是具有浓厚法西斯意识形态

特征的死亡崇拜。?其他一些著作则探索两次大战之间准军事组织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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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详细研究“纳粹同性恋者”的旧观念或者重新审视纳粹积极分子与

各教会之间的关系。95

新视角

虽然不能将冲锋队说成是尚待研究的主题，但目前为止对其历史和发

展还没有任何全面的叙述。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不仅将多条松散的线

索联系起来，而且通过对来自多个国家十余个国家及地方档案馆研究信息

的介绍，产生比以往的著作中更多层次、更平衡的观点。6这个研究项目旨

在提供第一部全面的冲锋队历史，结合广泛的档案研究和对现有研究成果

的彻底分析，重新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评估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历史和西方现

代史上的重要性。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强调。首先，如上所述，冲锋队的

历史经过全面研究的部分仅到1934年夏季之前。尽管布鲁斯·坎贝尔在

二十年前就发表了开创性的文章，敦促学者们不要忽视后期冲锋队的作

用，但是只有少数历史学家响应他的号召。”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将

提出理由说明，历史学家将研究工作集中在魏玛共和国(纳粹曾蔑称其为

"Systemzeit",意为“体制时期”)后期冲锋队实施的暴力活动上，造成两

个问题模糊不清：(1)冲锋队不仅在“长刀之夜”中存活下来甚至在20世纪

30年代末局部地卷土重来这一事实；(2)该组织帮助纳粹渗透到德国社会的

程度。1939年，冲锋队仍然有130万之众——大约相当于1932年时的3倍。98直

到1945年，冲锋队的暴力动员和训练整合都是纳粹“民族共同体”的特征。

在过去的十年里，德国现代史研究人员对这一术语的适当性和它所特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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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至少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族共同体”是很

受欢迎的政治承诺，但从来都不是社会现实。然而，这一辩论的参与者并

没有给予冲锋队足够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当前的研究不仅对辩论有实

证上的贡献，而且对其讨论模式和初步结果提出了批评意见。99

其次，总括冲锋队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所形成的全面

观点，使我们可以在对比和跨越国界的情况下，比以前更清晰地看待冲锋

队。100我们不仅仅以一战之后中欧大部分地区的“白色恐怖”和墨索里尼

1922年成功夺取政权为背景，去看待冲锋队早年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承

认，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越来越具有跨国特性——包括所谓“奥地利军

团”(冲锋队的一个分支，由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之前在德国避难的奥地

利纳粹分子组成)°的出现，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冲锋队从地理上扩充到纳

粹帝国兼并领土。到1942年，冲锋队不仅存在于前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而

且出现在阿尔萨斯、斯洛文尼亚、瓦尔特高和波兰“总督府辖区”。这些地

区冲锋队的历史实际上不为人所知，使我们可以得出“德国化”问题的重

要见解，这一问题的定义是，将这些地区的人转变为纳粹文化和种族标准

承认的“正派”德国人。因此，对于关注党卫队、德国外交部以及德意志

族人定居问题所涉机构的优秀研究实体来说，我的分析也是一种补充。02至

于“冲锋队外交官”——20世纪40年代初派驻东南欧附庸国的冲锋队最高

层人物，本书将阐述这些冲锋队将领们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是暴

力活动的专家，与大屠杀的实施直接相关。

再次，虽然冲锋队涉及的身体暴力程度很高，特别是在狂暴的1933

年，但是从国际社会看来并不突出——至少和20世纪的极端群体暴力事件

相比是这样。103不过，在审视特殊环境和时机下暴力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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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是一个特别有用的例子。暴力活动不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而且具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常常被以“目的理性”的方式运用。104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不仅产生了经济上的赢家和输家，而且阻止个人体验兴奋感和归

属感，面对这种情况，正如德国哲学家、学者扬·菲利普·雷姆茨马最近

指出的那样，运用暴力能够提供关键的好处。105这是一种退出策略，中产阶

级基于谨慎规划、服从于普遍道德观念的考虑方法被自由(摧毁)、个体自

主的感觉和重大物质及精神收获取代。因此，暴力可以实现特定形式的愉

悦感，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无法找到替代品，那么它就具有特别的吸引

力。16因此，许多思想家不相信资本主义改革，而信奉暴力革命是“历史的

催化剂”,是摧毁僵化政治体制的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合理“手段”。7人们可

以由此推断出：如果通过暴力实现暂时的个人自主可以看成服务于更高目

标的合理手段——例如服务于国家或者神的意志(理想状况下可能两者兼

有)——这种几乎不受限制、但自证合法的暴力活动也将通过相对稳定的

群体认同而给行动者带来好处，这种认同并不一定弱于他们所对抗的业已

确立的道德秩序。108

暴力的两面

正如本书将要阐述的，从许多方面来看，冲锋队动用暴力是一种目的

理性和自主的选择。然而，拥有危险的武器不仅能够吓阻对手，而且还能

将其使用者提升到与主流社会及其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的地位，一个精心

建立、具有高度技巧的宣传系统能够鼓励狂暴的个人，使他们感觉自己是

为国家和上帝而战的“现代十字军”,能够合法地向异教徒开战，甚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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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代表——这一切都不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冲锋队队员们独有

的。显然，本书是在特定时间框架内介绍一个特殊组织及其成员的历史书

籍，而不是系统比较今天之前暴力形式及制度的长期研究著作。但是，尽

管有所保留，冲锋队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仍是20世纪政治、媒体报道、暴力

和草根激进主义相互交织的例证。

聚焦于如此广泛的话题需要严格的方法，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对方法论

做一些额外的解释。本书的焦点是暴力活动及对个人、战略及文化的影

响，但也涉及冲锋队这样的组织能够整合的力量。我将特别关注暴力动员

及训练整合的过程。对于冲锋队员来说，这两种现象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

起。纳粹运动不仅将暴力活动作为动员其支持者与敌人斗争的手段，还用它

来训练全体人民，特别是其积极分子。暴力活动的第一种作用在1933—1934

年之前起主导作用，而在第三帝国后期占上风的是第二种作用。不过，即使

到后期，通过暴力活动进行训练整合的过程也总是包含着动员的因素——反

之，早期的动员同时也对冲锋队员起到了训练的效果。109

暴力活动史这一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了很大的拓展。1914—1945

年有时被称为“欧洲内战时期”,是对暴力活动研究感兴趣的历史学家特别

关注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它们造成的极大破坏和

伤亡，还因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它们对以政

治自由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发起了挑战。"民族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德

国变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右翼独裁主义”的变种，它已经在一个广泛

的跨国对比性研究领域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那就是对两次大战之间欧

洲出现的、替代旧极权主义思想的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

义运动及政权的研究。"2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在跨国对比的框架中，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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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审视这些运动采取的政治暴力形式。"3实际上，民族社会主义的历史(至

少在其初期)现在已经日益被当作欧洲现象的一个变种，而不再被解释成

德国现代史“特殊道路”的基石(“特殊道路”是有影响的比勒菲尔德社会

史学派特别推崇的一个框架，将德国现代史与想象中的其他欧洲国家发展

史做负面的比较)。14随着第三帝国的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变得过于暴力，

在二战期间进一步激进化，纳粹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实施了一项毁灭和大屠

杀计划，奴役和杀害了该政权认为“不受欢迎”的数百万民众，其中最突

出的是欧洲犹太人。”s

当前的研究遵循这一跨国史学趋势，但并没有忽略冲锋队的民族特

性，分析了冲锋队暴力活动模式的改变及其影响，从该组织早年作为真正

的准军事自卫联盟，到全盛时期成为一项暴力社会运动，再到纳粹政权时

代，冲锋队转化成为一个起到辅警作用的群众组织，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

力减弱。6为清晰起见，我有时候将这些不同的阶段称为第一(1920/21—

1923年)、第二(1925/26—1933/34年)和第三冲锋队(1933/34—1945年)。

为了充分介绍不同的时期，以及政治活动形式的改变，我遵循斯文·赖夏

特的开创性著作，依靠暴力行动的行为学分析。赖夏特运用两次大战之间

法西斯主义的例子，成功地说明用行为学研究社会互动，能够协调组织结

构与行动、意识形态和日常习惯。通过分析纳粹激进分子的日常活动，他

们共有的世界观和他们(对自己所采取行动)的“主观归因”,有可能重现

冲锋队中特殊的“共同体”模式。不过，我还将重新评估赖夏特的主要论

点——在冲锋队中，实施暴力和共同体的感觉是相互交织的。18这一点更为

重要，因为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这段较短的时期

内。我将探讨赖夏特的论点与第三冲锋队现实的契合程度，从而努力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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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的历史是断裂还是延续的。

在审视冲锋队实施的暴力活动时，我分析了其中包含的生理、心理、

文化和结构因素。"9前两种形式不言自明——身体暴力是直接袭击某人的身

体，而心理暴力是有意识地企图损害他人的健康——而文化和结构暴力以

及象征性的暴力形式很难定义，也更难在回顾中加以评估。除了人际关系

上可能有害的意图之外，这种暴力也是更大规模社会与政治进程的结果。120

因而，后几种暴力形式模糊了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因为他们最终

都向对方施加了力量，责任更难以认定。

无须理会这些实际问题，用两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为什么这种研究

需要对暴力活动有广泛的理解。首先，1930年前后，冲锋队在一个工人阶

级居住的社区举行了一次公开游行，尽管没有人受伤，但此举对参与者和

政治对手来说都意味着暴力挑衅。其次，几年后纳粹独裁统治确立时，一

群身穿制服出场的冲锋队员就足以恐吓潜在的异议者和旁观者。21这不仅仅

是占领公共空间的一种华丽姿态，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看上去很平静的

一群冲锋队员，也可能很快地诉诸身体暴力，许多人同样知道，向警察或

者司法机关求助通常是无用的，甚至可能直接招致麻烦。'22最新研究证明，

冲锋队暴力活动的这种结构因素——其成员的“行动力”123——在整个第三

帝国时期都保持着。托马斯·屈内最近强调，在第三帝国里，即使“同志

关系”这样看起来无害的概念也包含着好斗和最终灭绝的倾向'24,遵循他的

方向，当前的研究不仅涵盖冲锋队有形的暴力活动(像媒体、法庭文件和

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还将注意力放在不那么“壮观”的冲锋队社交及社

区组织形式上，研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归属与排斥相辅相成的

社会气氛，正是这种氛围将中欧变成一个“暴力之地”,使构成和平时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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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交往的安全形式不再有效。'2?纳粹于1934年完成政权接管之后，冲锋队

身体暴力活动仍然相对有限，但由于上述理由，我们可以认为，涉及冲锋

队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比第三帝国法庭和警察记录所表现的更为频繁，“褐衫

军”心理和文化暴力产生的永久性威胁与其他纳粹机构相结合，是他们持

续拥有权力并产生社会影响的原因。

但是，将历史分析集中在作恶者和他们所在的结构框架上仍然是不全

面的。关于冲锋队的书籍实际上也要谈及他们实施暴力的受害者。接下来

我将探究冲锋队员们的意图、行动和心态，但我也希望公平地对待20世纪

20年代初到1945年遭遇冲锋队暴力冲击的所有人。对历史上的暴力活动进

行分析不是为其寻找借口，但势必导致某种和解——这是研究和撰写本书

时我牢记的一个事实。126

论证的方针

下面的10个章节根据年代和主题排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

1—3章)概述了早期的冲锋队，从1920/21年诞生于慕尼黑到十年后转变为

一种受控的社会运动。我将以魏玛共和国日益对立与仇视的政治文化为背

景，分析冲锋队的组织和政治史。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20

世纪20年代议会各党的文化背景，20世纪20年代末冲锋队的崛起是不可能

发生的，但仅从这种环境并不足以解释1926—1933年该组织的“成名史”。

因此，本书的任务是将冲锋队的制度与政治史融入对其日常暴力活动的研

究之中——既有容易察觉的暴力活动，也有语言上浮夸的暴力活动。暴力

活动的这两种形式是紧密相关的。我的研究更详细地剖析了从20世纪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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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开始不断增加的(政治)冲突，以便阐述一种政治策略的机理，这种

政治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暴力与恐怖的传导特性为基础建立的。同样，

我也重新评估了冲锋队的重要性，它是纳粹在民意测验中不断取得成功的

关键，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冲锋队内部对纳粹党虚伪的“合法道路”产

生了越来越大的不满。最后，本书的这一部分将探索冲锋队内部对立集团

的政治动机和自我理解，一般认为，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格雷戈尔和奥

托·施特拉塞尔兄弟，以及1931年被驱逐之前的柏林冲锋队指挥官瓦尔

特·施泰内斯。我将阐明，认真审视冲锋队历史可以证明，这段历史并不

是纳粹党宣传中企图描绘的那样，是简单地“迈向权力”,而是更为复杂的

发展道路，其间充满了冲突和内部的争吵。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研究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初期的

关键作用。在纳粹政权建立的前两年(到1934年夏季为止),冲锋队是负

责监禁和杀害政治对手的最重要组织。虽然过去三十年关于冲锋队恐怖活

动的局部与地区性研究书籍相当多，但我们仍然缺乏超越特定罪行的简单

重述和人物传记，综合考虑冲锋队准警察暴力行为的形式与目标的专业概

述。'27因此，本书深入分析了冲锋队的暴力行为如何深植于德国从民主国家

向独裁国家转变的进程中。我们用案例研究说明，冲锋队如何与纳粹党领

导层、警察、司法机构互动，阐述更大的趋势。可以证明，冲锋队在这一

关键时期的暴力行为难以控制，甚至威胁到前些年为暴力政治文化兴起做

出贡献的人。而且，我研究了作为个体的冲锋队员对这些暴力行动(自身

和同伙的行为)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如何融入纳粹主义者对时代的更

广泛理解。通过仔细研究个人观点和冲锋队暴力行动的系统化影响，本书

不仅能够提供冲锋队的更完整面貌，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纳粹独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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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确立。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介绍了1934年7月初发生、今天被称为“长

刀之夜”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罗姆、数十名冲锋队高级官员以及纳粹

主义其他著名对手被杀。我将重新评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文献，全面研

究这些事件，特别关注它们的中长期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第6—9章)分析了相当一部分领导集团成员被杀之

后，冲锋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幸存，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社会的军事

化做出贡献，并且参与了二战的准备工作。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德国及奥

地利的反犹太暴力活动之外，关于这一时期冲锋队活动的著作并不是很

多。为了全面描述1934—1939年的冲锋队，我将在第6章中证明，不应该仅

仅将焦点放在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上，还应该考虑冲锋队的结构特

性，它转变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中。从20世纪

30年代中期开始，“褐衫军”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并吞奥地利和梅梅尔地区、

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相关的准军事任务。第7章将阐述，冲锋队领导人甚至制

定了东欧殖民计划，这一任务最终被迫移交给与之竞争的党卫队。在第8章

分析的战争时期，冲锋队的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国防军。不过，一些战斗部

队——特别是冲锋队“统帅堂”旗队——完全由冲锋队员组成。纳粹主义

早期的“政治战士”概念以升级的形式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不是在德国

的街头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而是战斗在俄罗斯平原上。第9章将首次全面分

析派驻东南欧国家充当德国“使者”的冲锋队高级将领们的任务与行动。

我将论证，任命他们不仅是将德国外交置于纳粹党控制之下的一次尝试，

还试图将在这些国家屠杀当地犹太人的外交准备委托给忠诚的纳粹积极分

子和狂热的反犹太分子。尽管冲锋队不再是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纳粹组

织，但这些例子说明，它仍然是一个由“坚定的”纳粹积极分子组成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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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这些人对战争和大屠杀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包括第10章和结语)所关注的是

1945年之后冲锋队遗留的影响。我将首先阐述，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

第三冲锋队在第三帝国中无足轻重的理解方法很受欢迎，它成为了一种司

法辩护手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次，我将说明这种偏袒的观点很快被

早期编写的冲锋队历史接纳，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对冲锋队的理解。

在这种背景下，我将最终重新评估冲锋队在整个纳粹主义历史中的作用，

目的是抛砖引玉，推动超越狭隘时间及空间界限的进一步研究。

从上面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很重视纳粹的“情感文化政治

学”以及指导其积极分子的自我形象。128因此，我的目标是说明冲锋队真正

的影响力——它不仅是在1934年之前的德国街头针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

党人以及犹太人的民兵组织，还是一个在纳粹政权后期保持活跃的组织。

冲锋队员自诩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承诺的化身，也是以种族构成的“民族共

同体”的捍卫者。大部分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都有各种充分的理由轻视褐

衫军，但是无法贬损这一信念的力量。当时平等社会的理念大行其道，对

这种社会的定义是每个人都要承担同样的基本社会责任，在这种背景下，

那件褐色制服对社会团结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视。整个20世纪，平等主义思

想在德国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承诺更

为其增添了力量，将人们的期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民族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利用了这些期望，但是将它认为具有合法社会权利的人和因为基本意

识形态、种族或社会原因而被排除在外者截然分开。纳粹党的“民族共同

体”概念建立在民主政党同样珍视的民族与阶级团结基础上，但是该党歪

曲了这一思想，按照种族和意识形态路线为其设置条件，同时培育独裁统治

30



前言：狂暴之夜

和弥赛亚式的领袖迷信，这与民主参与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129

民族社会主义者将具有超凡魅力的终极独裁统治与大众对民族归属感

的渴求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不仅对被边缘化者具有吸引力，对贵族阶

层来讲同样如此。当末代德皇之子、绰号“奥威”的奥古斯特·威廉皇太

子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公众场合穿上冲锋队制服，甚至代表纳粹党发表政

治演说时，许多人都将他看成傻瓜。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象征性的

姿态似乎证明，纳粹正在实现着某种有相当价值的目标：一个真正而非

想象的共同体，可以将德国爱国者团结起来，不管这些人是街头的普通

民众，还是出身最高贵家庭、住在城堡中的贵族。政治领袖、君主和民众

中的“神圣同盟”思想已经确立，正如19世纪初的政治神话——对抗拿破

仑·波拿巴所率领的法国军队的“自由之战”,纳粹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不过，纳粹党是一个现代政党，它不会主张以高贵出身为基础的王朝，而

是倡导建立在个人美德之上的“元首之国”。130希特勒经常在纳粹党集会

和公开演讲中穿着冲锋队制服，似乎是为了确认纳粹党的承诺：在他们的

国家里，每个德国人不管社会背景如何，都可以因为拥有必要的领袖特质

和正确的意识形态信念而登上巅峰——即便如此，他仍将是同辈中的佼

佼者。131

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之后成为一片废墟，纳粹关于种族架构下平等的承

诺并没有被人们遗忘，这可以从德军士兵被美军俘虏时仍公开为冲锋队辩

护的事例中得到证明。前德军中校赫尔穆特·里希特曾说，他仍然相信民

族社会主义的“理念”,将自己称作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等纳粹组织的

“坚定支持者",并宣称他认为后者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石：“在冲锋队里，工

厂经理和工人是平等的，中队长的地位甚至在工厂经理之上(如果后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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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队长的话)⋯⋯我们需要的只是与人民的亲近感；这就是一种新生事

物。”132一位前国防军军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是在知道这对自己没有

好处的时候，这就强烈地说明尽管冲锋队的直接政治影响有限，但战争期

间它的形象已经铭刻在德国人的心中。对于坚定的纳粹主义者而言，直到

1945年，冲锋队仍然是纳粹意识形态及统治的核心元素之一，尽管有着各

种局限性，它仍然代表着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承诺：“种族概念上”的纯粹

德国人的社会参与感和民族归属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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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战后德国的动乱和纳粹冲锋队的起源

枪支和手榴弹不允许带进剧院。

——《慕尼黑市政府令》,1919年5月8日1

纳粹冲锋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出现的“跨国准军事暴力区”的

典型产物，因此本书首先分析该组织及多个其他右翼准军事联盟产生的环

境。2本章聚焦的地区是巴伐利亚州，此外还要附带地提到邻近的符腾堡州

和奥地利，因为冲锋队在那里创立并运作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法西斯

主义而言，一战的影响难以估量。这场战争为一种新的心态做出了决定性

的贡献，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接下来二十年里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冲突。3早

在19世纪初，普鲁士军事改革家们就将军队定义为“国家的学校”。战争年

代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军队对社会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第一次

世界大战并没有向这个国家的青年贵族们灌输受人尊敬的美德和军人的纪

律性，而是借由前线的大规模杀戮和德国内部的严重食物短缺，最终摧毁

了这些美德赖以存在的旧秩序，并为解放之前被排除在政治和军事领导阶

层的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女性)做出了贡献。?正如历史学家约恩·莱

昂哈德最近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提升期望值的革命”,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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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形成了欧洲人对政治及社会的观念。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普通士

兵从1916年就开始日益轻视现有的政治和军事当局，发明了新的敌对性词

汇，以及描述归属与排斥的新语言。?在战争期间的军人报纸、信件和日记

中，可以找到特殊形式的辛辣讽刺，它们在停战之后都转化为一种更为狂

暴、对立的政治语言，促成了两次大战之间尖锐对抗的政治气候。?

秩序之战

1918年11月的革命导致德皇退位，为德意志帝国转变为一个议会民主

制国家铺平了道路，在此后的几年中，一大批新的准军事组织在德国政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证明了国家对合法动用武力的垄断局面被打破，

而且证明了一个事实：千百万普通民众此时觉得有必要将政治抓在自己的

手中。1919年春夏，临时性的国防军建立，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规

定，它的规模限制在10万名士兵和6000名军官，至少从官方数字上是如

此。7这意味着，大部分曾在帝国军队中作战的士兵现在成了冗员。虽然许

多人解甲归田，但是相对重要的少数人加入了新的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

补充了新国防军的部队，尽管在政治上和财政上依附于年轻的民主制度，

但只表现出了部分的忠诚。到1921年，大约有40万人参加了德国的准军事

活动。在这段时期，“自由军团”部队和其他半官方“政府部队”共有70至

400支。8某些部队完全从原帝国军队中招募，其他则是短命的乌合之众，人

数不满五百。初期，这些半合法部队有助于保证德国边境安全，特别是东

部和东南部边境。可是，他们返回德国心脏地带之后，在相当程度上引起

了日益严重的政治暴力，这也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早期特征。9他们并不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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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队的直接先驱；根据对德国“自由军团”的最新研究，这些准军事化部

队的成员中只有1??5?来加入了冲锋队。1°

上述情况在巴伐利亚最为极端，1919年的政治动乱——慕尼黑苏维埃

共和国成立，后来又在国防军和国家承认的准军事组织(如“埃尔哈特

旅”““埃普自由军团”'2和“奥伯兰自由军团”3)联合干预下解散——为

所谓的巴伐利亚“秩序的单元”打下了基础。这是一次区域性的发展，其

特征是德国人非常小心翼翼地接受了新的民主秩序，并且在政治上、法律

上和财政上越来越愿意支持各类民族主义组织。?在共和国初期，巴伐利亚

政坛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民团”:这是由格奥尔格·埃舍里希领导的爱国自

卫组织。在当局眼中，“民团”支持政府实施法律与秩序的努力，但是他们

最终促成了保守政治的激进化，帮助温和的爱国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形成

持久联盟。尽管德国政府建立了所谓“防务专员公署”——一个由国防军军

官组成的网络，旨在监督“民团”运动，但埃舍里希及其副手鲁道夫·坎

茨勒在巴伐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坚持其组织自主权，并且操纵一项政治进

程，为将巴伐利亚及其首府慕尼黑转化成“大规模反革命联合体总部”助

力。1?

1920年春季，“民团”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拥有35万名成员。虽然许

多成员在政治上温和，他们的意图是捍卫巴伐利亚王朝的传统、上帝和祖

国，反对“革命的罪恶”和令人厌恶的“普鲁士人”的政治影响，但是这

项运动也为未能融入国防军正规部队的军人和“自由军团”成员提供了家

园。在“民团”保护下，“蔑视其守旧的狭隘思想以及‘巴伐利亚式尚武精

神’”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加入被称为“地区旗队”或者“帝国旗队”的

机动旅，这些部队兵力最多时达到3万人。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这里建立持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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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描绘的是1919年慕尼黑市中心的一条街道，背景是圣母教堂的双塔。左边是全

副武装的士兵，他们坐在一辆装饰着骷髅图的汽车里。左上角原文意为“政府军用机
枪粉碎一小群德国共产党”。然而，更贴近一点看，观众会发现一个大个子女人，就
在最右边的士兵身旁，她的形象已经被消去了。同样消失的还有走在她前面的一个人。
因此，被拍摄的真实街景相当平静。修饰照片是为了夸张地表现战后巴伐利亚的政治局
势，同时证明针对极左势力的暴力——有时十分极端——具有正当性。

性的关系网，与巴伐利亚政府和军队代表建立正式的秘密联系，接受训练

和武器，最重要的是，他们凭借一些活动赢得了公众的承认，这些活动越

来越无助于稳定民主秩序，其目标是在下一次合适的运动到来时挣脱这种

秩序的羁绊。16

巴伐利亚政府(最初由社会民主党【SPD】的约翰内斯·霍夫曼领导，

从1920年起由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BVP】独立候选人古斯塔夫·利特

尔·冯·卡尔领导)对这些发展持宽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很快引起了协约

国的怀疑，它们反复要求解散德国准军事部队。但是直到1921年6月，当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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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伐利亚“强人”冯·卡尔才在保留个人意见的前提下，同意解散巴伐

利亚“民团”以及与之对应的全国性组织“埃舍里希组织”。?尽管这些措

施对1919—1921年的巴伐利亚地区起到了稳定的作用，但同时造成巴伐利

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德国此时控制在第一大州普鲁士的手

中，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前一直把持着该州的大权，将其打造为“不可思

议的民主基石”。18然而，在整个德国，许多民众仍然质疑这种新政治秩序的

合法性，甚至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与之和平相处的人，都对其他选择保持

开放态度。

巴伐利亚“民团”运动的崛起与衰落构成了纳粹冲锋队建立的背

景，特别是在三个因素上。首先，新建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NSDAP,在1920年2月24日之前称为DAP——“德国工人党”)组建准军

事部队时，恰逢巴伐利亚政治风向右转。但是至少在初期，与“民团”组

织和其他“爱国组织”中的数十万人相比，纳粹运动在德国无足轻重。其

次，由于“民团”运动，秘密筹资和武装、不回避政治谋杀的准军事集团

在巴伐利亚成为了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元素。9最后，“民团”培养了这样的思

想：一战之后，参与德国政治需要个人的奉献——既是一个普通的人，也

是一个战士。因此，即使是最激进的组织——纳粹冲锋队很快就成为其中

一员——也可以在公众面前扮演法律和秩序的合法捍卫者。

冲锋队的建立

民族社会主义者编纂的历史声称，纳粹党的“体育运动部”(冲锋队原

来的名称)是在手表制造商埃米尔·莫里斯领导下，于1920年11月12日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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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20这一天，一群纳粹纠察队员保护在慕尼黑皇家啤酒馆举办的党员集

会，对抗来自“共和保卫联盟”的抗议者。21尽管这个随意选择的日子为冲

锋队的建立提供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却浓缩了一段更长的过程。实际上，

冲锋队的组织是从1919—1920年开始逐步发展的，与NSDAP/DAP的政治组

织及日益壮大的“民团”运动并行，最终于1921—1922年清晰地确定了其

政治准军事组织的特性。"从技术上说，冲锋队及其母党NSDAP是名为“民

族社会主义工人协会”的注册社团组织。除了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政变

后的一段时期，NSDAP和冲锋队被宣布为非法之外，这种法律地位都是有

效的，直到1935年，纳粹党最终成为一个公共机构。23

但是，建立专门的保卫部队支持党的工作并不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

专利。民族社会主义者甚至没有声称这一名称以及冲锋队的“品牌”是他

们的创意，1919年，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党魁埃哈德·奥尔就开始为自

己、社会民主党会议以及党举办的集会组建保卫部队，这些部队最初称

为“奥尔卫队”或者“皮策卫队”(得名于第一任指挥官弗朗茨·克萨韦

尔·皮策)。24组建这些卫队，是对1919年2月21日库尔特·埃斯纳遇刺事件

的直接反应，埃斯纳是战前的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领袖，死

前任该州总理，刺杀他的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安东·格拉夫·阿尔科·奥

夫·瓦利。2从1920年11月10日起，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还正式组建了会场

纠察队。次月，这些部队常常被称为“SA”,意为“突击队”或者“会场纠

察队”。慕尼黑的社会民主党突击队总部由预备役中尉威廉·布伊松26领导，

根据警察的数字，包括在附近城市弗赖辛、因戈尔施塔特和罗森海姆的人

员，该部队有2000—5000人。27巴伐利亚当局1923年10月取缔社会主义准军

事组织，之后几个月，左翼分子的“突击队”并入新的“帝国战旗德国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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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军人与共和支持者同盟”,这是社会民主党1924年2月22日在马格德堡创立

的全国性准军事防务组织。28

最初的纳粹冲锋队与奥尔卫队类似，被称作“希特勒卫队”,2°因此，严

格来说，它即使不是完全效仿社会民主党，创建由该党指挥的自卫部队，

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但是，不久以后，两个组织之间的重要差异开始显

现。社会民主党突击队存在的理由是国家不愿意为该党的会议提供充分的

保护，而且事实证明，当局没有能力保证左翼政治领袖的人身安全。然

而，纳粹党的“体育运动部”几乎无法自称为防御性组织。早在1920年，

纳粹分子就组建了突击队，在此前未曾遭受过攻击的巴伐利亚州城市大街上

侮辱和伤害政治对手。30该党的暴徒们还打断宗教会议、高喊反犹太口号，

并在剧院上演以遭谋杀的库尔特·埃斯纳事迹改编的戏剧时攻击观众。31

他们还骚扰慕尼黑旅馆中的协约国委员会代表，并闯入慕尼黑艺术厅的餐

厅，辱骂在场者“生活糜烂”。32冲锋队标榜其目标为“摧毁”所有允许犹太

人发表讲话的政治会议。33当局对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有严重分歧。早在1921

年2月，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就在给警察的一封急件中表达了对纵容民族社会

主义者的“坚决反对”3?,但警方认为，与社会主义者相比，纳粹冲锋队只

是一个小问题，至少在1923年之前是这样。35

历史学家通常将1921年8月21日视为纳粹冲锋队的正式创建日期。36这

一天，纳粹党报《民族观察家报》发表宣言，敦促“德国青年”加入新的

“体育运动部”,准备必要的反犹太“恶战”。纳粹声称，这个“外族”将继

续阻止德国人民认识由国耻和外国控制形成的痛苦现实。这一宣言包含了

接下来数年间纳粹宣传中不断重申的一些成分。纳粹党这个新部分的目标

是“团结年轻党员”,为该党提供“攻城锤”。至于意识形态作用，纳粹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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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是创建一个组织，保持德国人民的国防意识。很显然，冲锋队既是党的

保卫力量、又是意识形态教育工具，这种自始至终令敌我双方都十分困惑

的双重特性，在第一篇宣言中就已经根深蒂固。纳粹党宣言的华丽辞藻与

这些部队非常低调的早期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未来的冲锋队直接视

为精锐团队，号召他们塑造德国的命运：“未来需要你们的服务!”37

这一公开宣言发表之前两周，1921年7月29日，希特勒和赫尔曼·埃尔

哈特上尉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埃尔哈特是战后德国极右派系的领导人物

之一，刚刚在慕尼黑设立了总部。他委派前海军陆战队中尉尤利乌斯·汉

斯·乌尔里希·克林奇组织纳粹党的“自卫”部队，后者时年22岁，是原

“自由军团埃尔哈特旅”成员，来自下卢萨蒂亚吕伯瑙，是新教资深牧师

约翰内斯·保罗·克林奇和妻子乔安娜·多罗特娅的长子。38克林奇之前是

卡普政变①的积极参与者，1921年夏初迁移到慕尼黑。他抵达后几周，埃尔

哈特交给他一项任务，“渗透”到竞争的极右组织中。纳粹自卫部队是克林

奇在巴伐利亚首府的第一个目标。39

参与希特勒与埃尔哈特之间交易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希特勒将进一步接近巴伐利亚军人与保守派政治领袖的圈子，他年轻的自

卫部队将得益于克林奇等人的军事专业技能。另外，被朋友和拥护者昵称

为“老板”的埃尔哈特希望通过希特勒获得公众的支持，并在纳粹党中建

立一个由自己支配的新政党。40和被对手称为“与字旗下的大蜘蛛”、在20世

①卡普政变(全称卡普-吕特维兹政变),1920年3月，魏玛政府根据《凡
尔赛条约》下令解散志愿民兵组织，引起国防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兹和来自
东普鲁士的国会议员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政变，政变迅速遭到失败。——编者注

9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纪20年代初处于民族主义组织中心地位的前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一

样，埃尔哈特也是极右势力中的关键人物，在全德国享有同一信念的年轻

积极分子中，他有着神一般的声誉。他住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是出于政治原

因，并借此发展了与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和

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紧密纽带。42他利用由训练有素的军人转变而来的恐怖

分子，将他们组成被称作“执政官组织”的秘密恐怖网络。最终，他不仅向

早期的冲锋队提供后勤服务，还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支持。43相反，希特勒当

时只不过是一位有前途的、在地区内有知名度的政治演说家，仍然需要仰

赖那些更容易接近武器和巴伐利亚上流社会的人。44

因此，早期的冲锋队接受埃尔哈特的军事指挥(通过克林奇),据说只

接受希特勒的“政治指挥”。45此时，巴伐利亚首府的冲锋队员至少有241名

男人和男孩，组成21个小组，根据当局掌握的成员名单，他们的年龄大多

数在17—24岁。4因此，选择23岁的克林奇作为指挥官似乎很符合逻辑。

除了从军的经历之外，他是一个成年人——当时的法定年龄为21岁——而

且体现了“年轻人领导年轻人”的要求，这正是德国青年运动的要素。47

但是，由于其涉嫌卷入一个月前德国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被谋

杀一案?8,克林奇于1921年9月14日被拘捕，他的指挥中断了。在接下来的

几个月里，迪特里希·冯·雅戈可能代表他行使指挥权，直到1921年12月

初克林奇获释返回岗位，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留任到1923年3月，才被赫尔

曼·戈林取代。4?从早期冲锋队领袖的名单上可以看出，冲锋队在那几年里保

持着一致的特征：虽然大多数普通成员是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人，但他们的

领袖是从在一战德军担任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社会主义者中选出的。0

10



第1章 战后德国的动乱和纳粹冲锋队的起源

妨害公共安全

早期的纳粹积极分子大部分来源于中下层和工人阶级，但贵族出身的

前军队领导人很快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新闻简报和警察文件中找到的普

通冲锋队队员姓名中，可以初步了解早期冲锋队的社会构成，特别是在没

有更可靠统计数字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职业有面包师、锁匠和店主，但

也有一些学生、一个农民、一名中尉、一名烟囱清扫工和至少两名警官。52

这些年轻人不一定受过深刻的政治教育，但是他们经历了战后政治不

稳定和全社会困苦的时期，并从近距离感受了革命者和准军事部队的过度暴

力。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和年轻男人成长于战争年代，因德国的强大和文化上的

优势而自豪，他们还没有像某些历史著作上所说的那样被“野蛮化”,但是他

们确实缺乏战前的经历，无法用这种经历引导自己度过战后的动乱时期。

从任何标准看来，第一批冲锋队在最初一段时间都非常温和。他们没

有与政敌交战或者在街上游行，小队长们都首先忙于组织自己的队伍，这

些队伍通常不超过10个人。1921年8月26日，加入冲锋队的号召刚刚发出两

周，指挥官们就注意到“缺乏纪律性”的现象，两个月后，他们强调“守

时”应该是最重要的美德，也是加入“严密组织”的基本先决条件——这

也就说明，在第一批冲锋队员中，为政治目标献身的思想存在波动。?在

1921年和1922年冲锋队于慕尼黑举行的“控制之夜”活动中，解密的警方

报告清楚地表明，尽管希特勒常常参加这些会议，但在奉命执勤的冲锋队

员中，只有一半人员到场的情况屡见不鲜。纳粹党的活动最初在一些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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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如靠近伊萨尔门、之前是纳粹党首个办公地点的施特内克勃劳

酒店，或者距离市中心玛丽亚广场仅一箭之地的赫格勃劳酒店。据警察描

述，这些会议的气氛“活跃”“幽默”“振奋人心”,人们演奏钢琴，载歌载

舞，在四周蹦蹦跳跳。希特勒通常到得很晚，但是他的演讲“激励”了年

轻的纳粹追随者。从警察报告中可以判断，即使是最乏味、最常规的冲锋

队聚会，都会因希特勒的演讲转变为成功的夜晚，最后通常以响亮的喝彩

声告终，然后，醉醺醺的年轻人们摇摇晃晃地回家。

希特勒的讲话最多持续两个半小时。有时候他会讲述自己一战期间在李

斯特团的故事，但通常会转到“犹太人问题”和纳粹党未来的崛起。3?“我

们要掀起对所有事、所有人的仇恨”,他在1922年4月6日的一次集会上高

呼，引用了16世纪宗教革命的历史性范例。他认为，信仰是民族坚强意志

的先决条件，也是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正如马丁·路德利用时代的热情

推动宗教改革，民族社会主义者应该传播并利用当前的反犹太情绪。57如果

批评者谴责希特勒的党为“毫无顾忌、粗俗、野蛮的暴民”,他只会更高

兴，他高声叫嚷：那种苛责只会有利于他的党，使其更令人生畏、更广为

人知。58

我们如何解释，成百上千的慕尼黑工人、学生和推销员会受到这种政

治煽动的鼓舞?由于旧秩序没有任何稳定、合适的替代品，简单的答案在

战后的巴伐利亚越来越受欢迎。早在1919年，慕尼黑的一份煽动性传单上

就曾经声称：“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含义就是由犹太人组织和领导的罪恶暴

政。”“这些宣言为接下来的几年定了基调，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战争年代出

现的反犹主义思想风行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将“犹太人”和“布尔什维

克”定义为叛国者，将各种缺陷和经济政治问题都归罪于所谓的“犹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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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阴谋集团”的影响。尽管纳粹的仇恨宣传令许多信徒甚至右翼极

端分子都感到厌恶，但其基本原理得到了广泛的接受。20世纪20年代的巴

伐利亚舆论相当程度上建立在清晰的敌我之分上(巴伐利亚对德国、爱国

的德国基督徒对以国际为导向的犹太人及布尔什维克)。不管纳粹冲锋队做

什么,他们往往都从一个事实中获益：巴伐利亚的许多德国人将他们归入

爱国者的范畴，因而认为他们的动机值得尊敬。“法律专家和广大民众一度

认为，青少年犯罪活动比例高企是文化变革和社会退步的可怕信号2,年轻纳

粹分子的激进政治思想虽然有些过度，但可以看成是更美好未来的模糊承

诺，只有坚定无畏的政治斗士才能实现它。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警察以及有影响的中上阶层将冲锋队的激进思想和暴力活动仅仅视为防御

性行动，是对所谓“11月罪行”的合理反应，以及社会混乱的结果。相当

一部分德国民众对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掌权的解释也与此类似。保守

的《巴伐利亚州报》评论道：“总的来说，法西斯分子从战后时期大部分民

众的失望中汲取力量，因为后者没有得到承诺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他们

还得益于民族主义与民族意识、国际压制与命运共同体的对立。”63

纳粹冲锋队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发生在1921年11月4日，希特勒当时在慕

尼黑皇家啤酒馆一次纳粹党集会上讲话。当晚，在一场持续20分钟的争斗

中，46名冲锋队员可能将“近400名犹太-马克思主义暗杀小组人员”(希特

勒的说法是“犹太-马克思主义战士”)赶出了大厅。在后来的报道中，这

一数字被夸大为“800名马克思主义者”。4这些数字当然高估了，但是这一

故事成为了第二个有力的“创始神话”,为冲锋队接下来数年里的自吹自擂

定下了基调：纳粹报纸和书籍一次又一次绘声绘色地叙述着，勇敢的冲锋

队成功挫败了远强于自身的对手，证明了该党思想的优越性，这种思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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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他们的积极分子表现出超人的力量和不凡的勇气，反过来也就证明了

它的合法性。

纳粹将冲锋队奉为带领德国摆脱犹太人“证券交易所恐怖”的解放运

动先锋，但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不过是“心态幼稚的粗暴之徒”。政治上

的左派很早就认定纳粹是即将到来的政治威胁，尤其是在发现巴伐利亚警

察、魏玛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的紧密关系之后。人们很快就知道，魏玛国

防军向冲锋队提供使用武器的特权，警察和检察官经常对这些好斗分子的

罪行表示同情。67然而，将早期的冲锋队看成装备齐整、纪律严明、强干

有力的组织，是具有误导性的。冲锋队拥有武器，但基本上是街头武器：

警棍(昵称“橡胶”)、铜指环、刀子、棍子和鞭子。有些队员拥有轻武器

(称作“打火机”),然而很少使用。68慕尼黑有流言称，纳粹分子至少在某

个场合下向冲锋队员分发手榴弹，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成疑。6在任何

情况下，早期冲锋队发动的真正战斗很少——如果确实发生了这种事件，

通常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啤酒馆冲突的特性，造成的破坏不过是横飞的啤酒

杯和打断的桌腿。在巴伐利亚的许多“爱国主义组织”中，冲锋队那些相

对年轻、缺乏经验的男孩只是局部的麻烦制造者，而不是重要的政治因

素——至少在1923年春季之前是如此。

而且，第一批冲锋队也没有给大众留下具有一致特性或者决心的印

象。他们甚至缺乏合适的制服，褐衫1924年才推出，1926年底才成为强制

要求。70起初，冲锋队员穿着便服参加会议，只以“与”字臂章作为标志。

1922年11月，纳粹党推出该组织的第一种制服，包括灰色马裤、带有红色

臂章的风衣以及滑雪帽。”同年的7月或者8月，该党组织了一个“冲锋队自

行车部队”",这是走向十年后冲锋队复杂组织子网络的第一步；其中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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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Motor-SA,1934年转入NSKK——民族社会主义汽车军团)、海上

冲锋队(Marine-SA)、骑兵冲锋队(Reiter-SA)以及先锋(Pioneer-SA)

和信使冲锋队(Messenger-SA)最为重要。”不过，这些下属单位早期只存

在于纸面上。到1923年夏季，纳粹党只拥有两辆摩托车和两辆适合于运输

人员的卡车，而且他们的驾驶员(其中包括埃米尔·莫里斯)常常无法来

报到。74

关于冲锋队自行车队在巴伐利亚首府以南五十多英里的温泉小镇巴特

特尔茨活动的一份警察报告，清楚地说明了冲锋队早期活动的特性。1922

年8月15日(星期日)正午前后，18名二十多岁的纳粹党员在克林奇率领下

抵达巴特特尔茨。自行车手们停在市中心朱姆·奥斯瓦尔德勃劳饭店，在

这家旅馆门前立起一面上有硕大“斤”字的红旗，象征性地占领了它。这

一挑衅行为导致当地治安官被召到现场。他预料到将会发生暴力行为，于

是警告冲锋队员们不得骚扰任何人，但没有进行其他干预。下午1时许，

可能是因为喝了一些啤酒，这个冲锋队自行车小队在纳粹旗帜后面排成队

列，一边高唱“民族歌曲”,一边在街上游行。他们穿过伊萨尔河，来到

靠近温泉公园、更高级别的公园旅馆。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巴特特尔茨少有

的犹太居民之一尤利乌斯·黑尔曼，他是中上层犹太人中受欢迎的人物，

纳粹也深知这一点。经过酒店前时，年轻人们高唱臭名昭著的埃尔哈特之

歌，这首歌最后重复着“赶走犹太人!”的歌词。不出所料，犹太旅馆的

一些客人出来与骚扰者对抗，称他们为“无赖”,并用当时流行的手杖击打

他们。此时，当地警察介入，让大多数纳粹分子表明自己的身份。领头的

克林奇要求那些暴力对抗冲锋队员的宾客也必须亮明身份，但根据警察的

说法，由于旅馆宾客和主人都拒绝出卖自己的同胞，这一企图失败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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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当地警察将纳粹分子送回家，把这一事件的相关卷宗移交给慕尼黑的

同事。攻击者是否因为自己的行动得到惩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们并

不害怕惩罚。克林奇甚至在受到盘问时威胁警察：“我们会回来的，你将看

到，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是警察局的常客，不害怕它的惩罚。那不会改变

我们，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狂热。”75

据克林奇说，1922年夏季，冲锋队自行车小队几乎在每个周日和公共

假期都前往慕尼黑附近的不同地点。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巴特特尔茨事件

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不只体现在所表达的反犹太情绪上。7?冲锋队在巴

特特尔茨的所作所为还包含了社会学研究称为“表达性暴力行为”的多种

特性，这种暴力行为的定义就是“为暴力而暴力”。当然，这种场合并非完

全不存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思想，但它主要是挑起暴力对抗的手

段。冲锋队的短途旅行始于几个小时的锻炼(例如骑自行车),接着是象征

性占领城市中的某个核心公共场所(旅馆),在那里上演男性社交的仪式，

高潮则是成功地激怒旅馆中富有的犹太宾客。这种旅行给男青年们带来了

关键的好处：增强对身体及其力量的体会，通过展示力量感受男子气概的

机会，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享受集体的“乐趣”。”

尽管这种流氓行为在法律上是对公共秩序的妨害，但巴伐利亚警察没

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冲锋队的行为与其他爱国团体没有差别。1922年8

月，警察没收了纳粹为庆祝冲锋队在慕尼黑存在一周年而公开展示的大幅

反犹太海报——海报上包含了措辞强烈的反犹太口号，犹太组织称之为名

副其实的“种族迫害召集令”78——但他们通常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所作所

为描述为“远足”,只是以聚餐和体育活动延续着战前的德国青少年运动。

如果当局承认纳粹党的活动存在某种“军事元素”,官方文件就会强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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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单位“始终没有武装”。79即使巴伐利亚警察蓄意淡化冲锋队对公共秩序的

威胁，也无法否认，纳粹激进分子的“战斗价值”确实有限。20世纪20年

代，恩斯特·罗姆是魏玛国防军和多个极右翼准军事联盟之间具有影响力

的中间人，他在1928年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到早期的冲锋队：“毫无疑问，

这几百名队员训练有素，他们在任务中倾注热情和意志，忠诚于希特勒本

人。他们的训练当然很困难，也无法体现出全面的军事价值。在战斗中，

他们不能与经过训练的部队相提并论。”80

关键的1923年

尽管军事力量有限，在公众面前出现也往往是临时的决定，但冲锋

队——以及少数高调的公众演说家(如希特勒或者在巴伐利亚广受关注的

《民族观察家报》记者赫尔曼·埃塞尔)——逐渐成为公众眼中民族社会

主义者的代表，尤其是在纳粹党未能在德国国会或者任何地区议会获得席

位的情况下。8在这个阶段，纳粹党没有参加选举是因为希特勒认为，虽然

成为议会内部“有原则的反对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无法操

作。他承认纳粹缺乏强有力的媒体，因此声称不能期望该党接触到更广泛

的选民，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竞选活动。而且，希特勒公开承认，他的党只

有少数几名合格的公众演说家，大部分骨干只能制造“空谈和幻梦”。82在这

一背景下，对于该党的反犹太宣传，部署冲锋队员是更可靠的选择，特别

是因为在这种局势下，有秩序的行为和强大的体力比语言天赋更为重要。

1922年底到1923年11月之间，魏玛共和国经历了1919年在动荡中成立

之后的第二个“危机年”,纳粹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地参与同政治对手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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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慢慢地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与此同时，这些事件也巩固了纳粹在民族

主义阵营的声誉，它被看成一个由特别坚定的年轻人构成的组织。墨索里

尼率领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于1922年10月“进军罗马”,夺取政权，进一步鼓

励民族社会主义者公开活动。83由于早期的冲锋队仍然只是一个传统的“自

卫联盟”而非党指挥的军队，以推翻德国政府为终极目标、在巴伐利亚发

动一场准军事政变的计划不仅受到冲锋队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也受到了进

入其“百人队”的年轻人的欢迎。因此，1923年11月之前该组织在巴伐利亚

的活动特征是街头暴力，这不仅证明了早期冲锋队的高度攻击性，还证明

了纳粹党所采用的策略：逐步破坏公共秩序的稳定，终极目标是造成一种

局面，使极端民族主义者夺取政权的企图为公众所接受，被视为对祖国的

拯救。

当时的剪报可以证明，在巴伐利亚和邻近的奥地利(奥地利冲锋队是

汉斯·莱希纳于1922年创立的),冲锋队的暴力行动与日俱增。1922年6月19

日，维也纳发生了“大规模斗殴”,在希特勒的一次演讲之后，纳粹冲锋队

与多达400名共产党人冲突，多人受伤，15名参与者被拘捕。84此次事件中

冲锋队至少受到了共产党质问者的挑衅，而后来的事件清楚地说明，在大

部分情况下，他们积极地为暴力活动打下基础。1922年8月29日，慕尼黑店

主戴维·海斯和19岁的儿子路德维希在打算清除商店窗户上的反犹太宣传

册时遭到袭击，被一群在附近等待受害者出现的冲锋队员痛打。虽然当地

警察逮捕了在场的多名冲锋队员，但其中只有一人被起诉，量刑也很轻，

仅入狱一周。851922年9月，在一场当局禁止的大规模聚会之后，慕尼黑街

头第一次回荡着“打倒犹太人!”的喊声。86几周后，1922年10月14日和15

日，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巴伐利亚州北部科堡县的法兰克尼亚市举行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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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民族主义活动。到场的大约500名冲锋队员中，大部分是从慕尼黑乘

坐火车前来。到达后，他们立刻多次在街头和啤酒馆与政治对手冲突。不

过，他们在享有盛誉的新教爱伦堡宫教堂参加祈祷，这一象征性姿态深受

科堡中产阶级的欢迎。87与将冲锋队员描述成虔诚献身的民族战士的媒体不

同，同情政治左派的报纸报道了“赤裸裸的街头恐怖”和科堡“最为野蛮的

暴政”。同时代的人都很清楚，这些街头暴力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了预先

的安排，因为许多纳粹攻击都是随着一阵口哨声开始的，几秒钟以后，冲

锋队员就开始袭击对手和普通路人，这往往出乎后者的意料。8

从科堡归来仅仅几天，30—40名纳粹激进分子袭击了巴伐利亚首府德

国剧场的咖啡厅，据说是在一名犹太客人抵达之后。他们投掷啤酒瓶，至

少砸毁了10扇窗户，但是也遇到抵抗，咖啡厅的客人们奋起反击，至少打

伤了一名攻击者。81922年12月21日，10名手持橡皮警棍的冲锋队员进入慕

尼黑克伦泽大街一家犹太人经营的公共食堂，质问女服务员“你是不是犹

太女人?”,企图偷走犹太全国基金会的募捐箱，并反复喊叫：“犹太吃货们

什么时候到?”警察抵达时，这些麻烦制造者早已离开。0在这几周和几

个月中，冲锋队在商店、咖啡厅前面以及餐厅内屡屡挑衅，试图激起言语

上的抗议，然后实施身体暴力，这成为了巴伐利亚公共生活中不受欢迎的

“常规”事件。9

反犹太暴力活动的增加伴随着冲锋队的进一步扩张，1923年春季，冲

锋队在巴伐利亚“爱国主义联盟联合部队”中获得了领导地位。仅在首府

慕尼黑，这些部队就有大约3万人之众。此时冲锋队内部领导的变更表明，

该组织正在从好斗但能力有限的“自卫部队”网络转变为小规模准军事部

队，是真正能够得到相当数量武器、以干预巴伐利亚州政治为目标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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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联盟”。结果是，1923年3月，赫尔曼·戈林取代克林奇，成为冲锋队的

领袖。后者越来越难以阻止数量快速增加的冲锋队员，但是这一领导变更

的主要原因是希特勒和埃尔哈特之间逐渐疏远。从此之后，克林奇成为戈

林的参谋长，不过两个月之后就辞职了。2到这个时候，巴伐利亚首府的冲

锋队包括3个分部，每个分部有300人，组织成3个“百人队”,下面再分为4

个突击队(人数最多为25人)。9预备役上尉威廉·布鲁克纳(20世纪30年

代被提升为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希特勒的首席副官)从1923年初开始管

辖慕尼黑的3个突击队，它们分别由卡尔·贝格尔、鲁道夫·赫斯和约瑟

夫·贝希托尔德指挥，贝希托尔德很快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阿道夫·希特

勒护卫队”的指挥官，这支部队是后来的党卫队的核心。94此时，整个巴伐

利亚州的冲锋队员数量已经达到约3000人，组成了40个“百人队”。大约三

分之二的百人队驻扎在慕尼黑城内或者周围，这不仅是因为冲锋队招募数

量越来越多，还因为有些部队(如“罗斯巴赫工作组”和某些“前线士兵

团体”)全体转投纳粹党。除了这些冲锋队核心部队之外，1923年初，邻近

的符腾堡和图林根州，以及萨克森州、鲁尔地区、汉堡市、汉诺威市和哥

廷根市也有冲锋队存在。奥地利还有数千名冲锋队员，准备在需要的时候

越境支援。95

公开集会、招募新党员以及宣传活动并不总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这从1922年12月11日发生在符腾堡州格平根镇的所谓“鲸窖之战”中可以

看出。当地的纳粹党分部规模很小，他们计划以“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

未来”为口号召开一次公开集会，但是地方当局立刻援引纳粹前几天在附

近斯图加特和盖斯林根实施的暴力事件，禁止这次集会。尽管如此，12月

11日晚上，60—90名武装冲锋队员从慕尼黑乘坐火车抵达格平根，随同前

20



第1章 战后德国的动乱和纳粹冲锋队的起源

往的有臭名昭著的“皮亚护士”(埃莱奥诺雷·鲍尔)①和行动指挥官、退役

中尉和奥伯兰自由军团战士恩斯特·冯·威斯滕哈根。96希特勒亲自指示他

的慕尼黑追随者，不惜一切代价召开这次会议。然而，从他们抵达时起，

就遭到了当地工人的强烈抵制。纳粹分子在小镇街头高唱“爱国主义”歌

曲，数百名工人以“工人的马赛曲”应和，谴责他们的对手是“谋杀拉特

瑙的罪犯”——指的是1922年6月24日右翼恐怖分子刺杀德国外交部长瓦

尔特·拉特瑙的事件。在某一时刻，对抗升级了。双方开了数十枪，各有

四五人受伤。当地警察最终设法将慕尼黑冲锋队员押回火车站，他们从那

里离开。深夜，愤怒的格平根工人袭击了从蒂宾根前来参加纳粹集会的学

生，造成20人重伤。”

虽然纳粹宣传中将这次相当不成功的“远足”称作党史上的一段传

奇，巴伐利亚仍然是冲锋队的主要活动场所。因此，1923年5月1日——工

人阶级运动的传统节日上，民族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破坏公共秩

序，以便证明建立一个独裁军政府是自卫的需要。冲锋队出动了“爱国主

义联盟”人员(总数2000—2500人)中的将近半数，决心以拯救巴伐利亚

免遭共产党人政变之害为名，扰乱社会主义者的节日游行。8大部分冲锋

队员是慕尼黑当地人，但有一些来自附近的兰茨胡特、弗赖辛和巴特特尔

茨，他们收到了冲锋队指挥部一封几乎没有伪装的电报，奉命参加行动：

“立刻寄出所有帽子!”9慕尼黑警察5月3日在一份政府通稿中的报告与其

①埃莱奥诺雷·鲍尔(1885—1981),唯一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的女性，
纳粹政权宣传中理想的纳粹妇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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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声明形成鲜明对照，没有再强调这些部队对德国青少年准军事训练的

重要性，也不再强调其预防共产党人暴动的作用，而是指称这些部队的领

导人物明显正在将其手下驱赶到“极右翼民族主义”阵营。1现在，冲锋队

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巴伐利亚警察局长承认“多年以来，警察与这些

组织紧密合作，以防止政治左派的暴乱”。而且，这些组织越来越多地携带

武器，包括火炮和迫击炮，其中一部分是从附近魏玛国防军兵营中同情他

们的士兵那里得到的。11尽管这种合作有明显的风险，但警察局长仍然相

信，任何对抗极右翼联盟以保证公共秩序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这间接承

认了一个事实，当局前几年对极右翼分子的容忍以及和他们的秘密合作已

经失败。这些举措并没有加强政治稳定，反而削弱了它。102

社会民主党报纸《慕尼黑邮报》与警察的观点截然相反，称1923年5月1

日的事件表明，纳粹冲锋队的真正特性是“纯军事战斗部队”。根据这家消息

灵通的报纸所言，“冲锋队官员”已经表达了坚定的战斗精神，反复宣称在与

左翼派系发生大规模冲突时，魏玛国防军将站在他们一边。《慕尼黑邮报》

还提供了冲锋队武器的详细图解：

每名突击队队员都有一支现代化军用步枪、一个子弹袋和一

条编织腰带。手榴弹分队拥有整箱的杀人武器；每人的腰带上插

着三枚手榴弹，而且还配备一支勃朗宁手枪⋯⋯树丛后面驻扎着

一个120毫米野战炮连，炮口对着特勒辛费尔德工人的方向⋯⋯担

任军事指挥的戈林上尉大摇大摆地展示他的勋章。103

慕尼黑魏玛国防军指挥官奥托·冯·洛索明显同情纳粹党，104他后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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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国防军向冲锋队提供了加农炮，但确认发放了轻武器。不过，他坚称爱

国主义联盟在5月1日下午返还了所有武器，并且抱怨道，媒体对这一话题

的报道耸人听闻，只会帮助法国当局找出隐藏的武器库。105

5月1日集中在机场阅兵场的普通冲锋队员中有许多青少年。有流言

称，连慕尼黑的高中学生都参与了这次行动，如果人们注意到从1919年革

命起，大学和高中学生频繁加入正规军，充当“临时志愿者”106,对此现

象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打内战比在学校里从书本上学习更加有趣，至少看

上去是这样。这一发展证明了越来越流行的一个观点：政治不仅对人们的

生活很重要，还需要每个人的全身心投入。这种观点绝不仅限于德国。意

大利“法西斯学生先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澄清了这种实

用主义逻辑：“拳头是许多事物的综合体⋯⋯由于它以短暂干脆的方式直接

触及对手的身体，因此不能忽视。”107一本德国拳击杂志在1923年同样为这

种特殊态度杜撰出朗朗上口的格言：“思想保护不了自己，你必须抓起拳击

手套。”108

现实中，大部分冲锋队员似乎更依赖武器而非拳头，他们通常攻击较

大群体中的单个对手。来自巴伐利亚人民党(BVP)的保守派人士、巴伐

利亚内政部长弗朗茨·施魏尔对纳粹持批判态度，他在1923年6月8日的州

议会上说道，民族社会主义者为人熟知的策略就是，派出两三名身着制服

的人员经过慕尼黑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后面尾随着五六十名便装的同伙，

向政治左派挑衅，激怒对方发动进攻。如果少数身着制服的冲锋队员遭到

袭击，他们的同伙就会“报复”。这位部长宣称，参与这种活动的人绝大多

数都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他向公众保证，警察已经采取有效措施，打击

首府年轻人中日益增多的暴力行为。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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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魏尔的评论与社会学家兰道尔·柯林斯的新发现一致，后者关于暴

力行为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可，在他的理论中强调，即便是我

们认为特别暴力的人——早期冲锋队员就是例子——也只有在特定情况下

才做出暴力反应，这些情况能够产生特殊的“情绪动力”。1冲锋队领袖的

任务就是创造这种条件，这对单个冲锋队员与政治运动的纽带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他们又要避免真正的暴力活动升级。在这种背景下，施魏尔乐观

地声称这支部队不成熟，只是表面上正确。他强调，只要武装部队忠诚于政

府，冲锋队的小伙子们不会对国家造成任何实质性威胁，这一点是正确的，

但是他没有领会警察的双重作用：既是国家的一个工具；又是保证一个隔离

空间，让高度仪式化的冲锋队暴力行为以可控方式反复发生的力量。

正如上文所述，冲锋队在巴特特尔茨实施的暴力行为说明了警察的这

种双重特性：虽然治安官的报告强调，他的行为避免了这场政治暴力升级

为严重的身体对抗，但是却罔顾一个事实：占据公共空间，使民族社会主

义者有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宣传(开始在旅馆，然后在街头),更遑论

以很低的风险利用与警察象征性对抗产生的“兴奋”,对具有暴力倾向的年

轻冲锋队队员们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从其他一些例子甚至可以看出

警察的直接共谋行为：1921年10月19日晚上，数十名冲锋队队员自发决定

游行到慕尼黑主火车站，决心“打击路上遇见的每一个犹太人”。尽管警察

在场，他们仍然至少在车站大厅里殴打了一名男子，直到一名巡警将这位

早期纳粹暴力受害者护送到袭击者的打击范围之外。冲锋队员们继续在不

受干扰的情况下威胁公众，高唱反犹太歌曲，例如以著名的《博尔库姆之

歌》改编的如下歌曲：“扁平足、鹰钩鼻和卷头发的犹太佬，本不应享受德

意志的生活：把他们扔出去!把他们扔出去!”"然而，前述格平根事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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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纳粹策略的局限性。纳粹党实际上需要警察的保护，其挑衅才能获

得成功，否则公开的暴力行动爆发之后，结果将难以预料。

1923年5月，民族社会主义者推翻政府的动员一无所获，此后纳粹党

及冲锋队的声望遭到了一定损失，不管是在较广泛的巴伐利亚民族主义阵

营，还是在普通党员中都是如此。愤怒的冲锋队员们要求清除冲锋队军事

领导层中不够格的人员，哀叹武器上的损失，抱怨纳粹党总部是“妇女之

家”,敦促实施适当的档案管理。"2正如秘密线人向巴伐利亚当局报告的那

样，纳粹党和冲锋队在1923年夏初还经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一部分原

因是希特勒与埃尔哈特分道扬镳，另一个原因是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在纳

粹党活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此时的冲锋队领导人更愿意接受以外币支付

的薪水。据首批纳粹历史学家之一康拉德·海登说，官员们每个月能得到

80—90瑞士法郎的可观收入。"3直到希特勒周游整个德国，得到前海军中

尉、纳粹党员赫尔穆特·冯·米克捐赠的500美元(在这一高通胀时期，相

当于大约4亿“纸马克”),该党和冲锋队的经济危机才暂时结束。114

正是这种政治与军事领域半地下合作的气候，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

造就了一些最为引人注目的职业生涯。恩斯特·罗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此前曾是巴伐利亚军队中的一名职业军人，于1919年的动乱时期首次参

加了“埃普自由军团”,从5月起负责组织慕尼黑的保安部队。在这一任期

中，他帮助“清理”了警察中的自由主义和左倾官员，从而实现了包括冲

锋队在内的准军事联盟、魏玛国防军及警察之间的友好关系。5直到人生的

最后关头，罗姆的信念和思想不仅是由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还

深受一战军官经历的影响。同时代的康拉德·海登将其描述为“充满激情

的政客，但却不理解政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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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被夸大的“战时经历”背景，成为了大相径庭的个人的共同特

质，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德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都较为普遍。例

如，传记作家奈杰尔·琼斯对罗姆同时代的英国法西斯主义领袖、花花公

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罗姆——尽管两人

在民族、社会和教育上有着根本的差别。两人都有着“对民主制度和平民

生活的蔑视；对混乱和拖延缺乏耐心；几乎不计代价地渴望行动和效率；

享受暴力和军队生活”。"?与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其他极右翼领导人物(如

匈牙利的米克洛什·霍尔蒂或者魅力不凡的罗马尼亚军团运动领袖科尔内

留·科德雷亚努)类似，罗姆和许多早期冲锋队领袖的理想和意图是创造

一个军事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对领袖毫无保留地忠诚、为民族献身是

最高尚的美德。历史学家通常将罗姆描绘为“军事暴徒”,但除了是一位失

去根基的职业军人之外，他还是一名巴伐利亚民族主义者，对维特尔斯巴

赫王朝①有着深深的怀旧情绪。18

关于罗姆的文献很多，特别是埃莉诺·汉考克于2008年出版的详细传

记，但他对1923年啤酒馆暴动之前的纳粹冲锋队有何影响仍然很难评估。

毫无疑问，他在1919—1923年的巴伐利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与中产阶

级和民族主义极端组织交好的关键人物，这些组织也日益成为巴伐利亚州

反马克思主义联合力量的非正式成员。然而，汉考克关于罗姆是“纳粹党

守护神”,“在1923年5月1日之前纳粹党所有重要事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①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建立的王朝，1180—1918年统治巴伐利亚，该家族中还
出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意志国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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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罗姆的这张照片描绘了他的不同世界。它拍摄于1928年至1930年间，地点是他
的玻利维亚临时居所。罗姆穿着玻利维亚军队的全套制服，但也佩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获得的勋章。在他身后，人们可以看到玻利维亚的旗帜，以及上面的德意志帝国战
旗。左边桌子上镜框里可能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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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似乎有些夸大其词。119在这本“二次文献”中，大部分关于罗姆的信息

取自他1928年发表的自传，书名充满了自信——《叛国者的历史》。120自传

的作者不久后离开德国到玻利维亚任军事顾问，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20

年代末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进入冲锋队的领导层，但是他对以调查记者

的身份登上舞台也毫无兴趣。在自传出版之前的岁月中，罗姆的活动通常

远离公众视线，只是偶尔出现在当局的文件和报纸专栏中。他更多的是一

名权力掮客，而不是耀眼的政治化军人，他关注的是利用已经证明的组织

才能和与魏玛国防军及“自由军团”的良好关系，向右翼准军事武装提供

武器(并帮助其躲避德国政府和盟国的注意)。

到1923年，罗姆已经成为了巴伐利亚政治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有时

因为其采购和藏匿武器的能力而被称为“巴伐利亚机枪之王”12。作为自封

的“爱国主义联盟之父”,他在11月政变之前的几个月里确实是反革命右派

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家。'22其他相关著作已经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发

展，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和越来越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是这些发展的最

大推动力。'23正如之前的分析，冲锋队早在1923年4月就已经做好了行动的

准备，但是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不足以直接影响接下来几个月的政治变

化进程。当希特勒最终决定发动政变时，激励他的是德国对法国占领鲁尔

区的抵制瓦解所产生的公愤，以及巴伐利亚准独裁者古斯塔夫·冯·卡尔

类似计划的发展——卡尔威胁要绕过他。'24希特勒此时在两个方面需要仰

仗冲锋队。首先，冲锋队应该作为他的“近卫军”实施他的命令，对政敌发

动身体攻击。其次，他们将在慕尼黑街头象征性地展示新领袖的威权，就

像1919年5月“自由军团”所起的作用那样。冲锋队在第一项任务上取得了

成功，特别是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逮捕巴伐利亚政府领导人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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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无法保证在州保安部队中的领导地位。11月9日早上，巴伐利亚警

察和慕尼黑的魏玛国防军部队明显都没有参与政变。当纳粹党激进分子孤

注一掷地企图挽救他们的“革命”,在慕尼黑街头对抗装备和训练都要强得

多的政府军时，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在统帅堂前短暂交火之后，14名“叛

乱分子”倒毙，其中包括一名来自附近咖啡屋的侍者，4名警察丧生。125希

特勒肩上受伤后逃脱，但是几天之后在密友、商人恩斯特·“普奇”·汉

夫施滕格尔的乌芬别墅里被捕，以叛国罪起诉，被判从1924年1月起在兰茨

贝格监狱服刑两年。126

纳粹分子后来对1923年11月9日被射杀以及接下来数日因伤死去“殉道

者”的崇拜，比冲锋队参与“11月政变”叛乱活动的事实更为重要。'27纳粹

每年都在慕尼黑中央公园举行仪式，缅怀这16名亡者，1930年之后，又补

充了偶像化的霍斯特·韦塞尔，他是一名有魅力的柏林冲锋队首领，被一

个共产党小组所杀，对他的崇拜成为了一个更加难忘的象征。128从1926年5

月在魏玛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开始，希特勒都要和追随者一起，面向纳

粹党的新纪念物(1923年冲锋队携带经过统帅堂的“血旗”)宣誓。这一失

败的象征此时成为了光辉的旗帜。在信徒的眼中，冲锋队于1923年和接下

来数年许多其他场合的“神圣牺牲”,证明了他们对民族领导地位和社会参

与的要求是合理的。29

政变余波

德国当局于1923年11月23日取缔纳粹党和参与11月政变的其他组织，冲

锋队因此正式解散。许多队员暂时与处于静止状态的“运动”失去联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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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纳粹党的领导人物从未考虑过让前几年建立起来的组织消亡。还在兰

茨贝格监狱服刑时，希特勒就于1924年4月“委托”罗姆“重建”冲锋队，

后者曾在自传中提及此事。罗姆同样坚称，他与流亡因斯布鲁克的戈林以

及前“自由军团”领导人格哈德·罗斯巴赫举行了秘密会谈，后者曾参

与11月政变，此时在萨尔兹堡躲避德国当局的追捕。因此，据说戈林“任

命”罗姆(和戈林不同，他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更自由地行动)为自己的

副手，对冲锋队有“无限的权威”。130

1924年5月17日和18日，关于被取缔冲锋队命运的首次会议于萨尔兹

堡举行，在罗姆的帮助下，与会的有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但明

显没有戈林，1923年11月9日所受的枪伤使他无法回到冲锋队的领导岗位

上。罗姆后来回忆，这次会议表现出了“许多不团结、不和谐、分歧和不

确定性”。31不过，他可能是有意地描绘这种情况，以便更好地炫耀自己后

来所做的组织工作，接下来几个月——直到罗姆和希特勒在1925年4月第一

次断绝关系——冲锋队的复兴进展不大，它慢慢地从1923年11月的打击中

恢复。阻止冲锋队复兴(至少回复到之前的形式)的一个事实显而易见：

巴伐利亚民族主义煽动者和领袖希特勒不在场，最初是因为被囚于兰茨贝

格，1924年圣诞节之前获释之后，他又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讲。我们已经看

到，早在1921年，希特勒已经成为了最具魅力的巴伐利亚极右翼领导人之

一，他的影响力可能还没有波及慕尼黑之外的大众，但是他在巴伐利亚首

府定期举行的啤酒馆演说是冲锋队凝聚力的来源之一。

罗姆无法步希特勒的后尘，那也不太可能是他向往的做法。相反，他

坚持自己更有经验的一套：建立新的联合组织“前线联盟”,统一爱国主义

联盟的参与势力，包括遭到取缔的冲锋队。32与11月政变之前的冲锋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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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线联盟在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取得了部分成功。事实证明，对于向往

新组织的人们来说，该联盟最初的名称“民族主义阵线联盟”有着更为广泛

的吸引力，这与巴伐利亚州政府资助的“紧急联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

者是一个短命的组织，企图团结和控制温和的自卫联盟，成为特殊的警察

预备队。133虽然前线联盟最终失败，但它首次联合了德国北部和南部的极

右翼政治激进分子，从而成为建立全国范围民族社会主义关系网的重要阶

段。这个新组织的正式成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按照罗姆1924年夏季对巴伐

利亚当局的解释，其目的是“通过体育锻炼和养成服从的习惯，帮助年轻

人为加入军队做好准备”。3?由于前一年和这些组织打交道的经历，当局疑

虑重重，不愿意正式承认这个新组织——尽管罗姆已于1924年5月4日代表

“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党”当选德国国会议员。即使仍在德国享有盛誉的鲁登

道夫强力支持，都没办法帮助他。3但是，罗姆碰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巴伐

利亚政府的怀疑，而是希特勒并不认可他野心勃勃的新组织。1924年5月一

8月，两人在兰茨贝格监狱多次会面，但是无法就联合策略达成一致。

尽管希特勒持续反对，但罗姆认为，一旦前线联盟能够成为民族社会主

义者手中的强大组织，就可以争取到希特勒的支持。因此，他在1925年初之

前仍然继续着自己的计划。不过，两人之间的异议一直延续，因为他们对民

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罗姆的计划本质上是团结极右

翼准军事力量的更完善方法，终极目标是通过暴力手段推翻魏玛共和国；而

希特勒的结论是，这类联盟组织都难以保持一致，因为其中每个集团通常都

坚持其自主权。1923年11月政变失败后，维京联盟、巴伐利亚与德国联盟以

及布吕歇尔联盟等相互竞争的组织都试图引诱冲锋队员加入，因此希特勒对

这些组织缺乏信任。136而且，他已经从失败的政变中吸取了教训：只要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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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和警察仍然忠诚于合法政府，不管他们的成员中有多少人对民族主义

极端分子的目标公开表达同情，准军事政变都不太可能取得成功。137

希特勒1924年12月20日因政治犯大赦从兰茨贝格监狱获释之后，他放

弃了通过对国家发动暴力夺取权力的短期行为，而宣布将严格地遵循合法

途径。观察家们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方法纯粹是策略性的——特别是在希

特勒于1925年2月26日公开呼吁重建纳粹党和冲锋队之后。138此时，他声称

新的冲锋队不再携带武器，而且应该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充当纳粹党的宣

传工具，成为年轻党员的训练学校。3?冲锋队成员应该在公众场合穿着制

服，以便让街上的每个人认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支“突

击队”决不能沦落为一个自卫组织或者秘密帮会，特别是因为“真正的战

士不是靠每周一两个小时的训练造就的”。140他的决定还有战略上的原因：

除非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否则就不可能实施大规模的志愿军事训练计划。141

希特勒也许认为，相互竞争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使他不可能得到“绝对指

挥权”。

最初，希特勒为重建的冲锋队构想的新任务和特性，令民族社会主义

者自身也难以理解。对于许多追随者来说，当他们的政治对手以类似的指

导方针进行组织时，放弃武力打击是违反常规的。1924年初，与社会民主

党紧密相关的“帝国战旗”组织在马格德堡建立，几个月以后，共产党的

“红色阵线战士联盟”建立。142希特勒最终放弃了对所有追随者的说服工

作，1926年9月28日，他直接禁止“所有民族社会主义报刊”报道冲锋队存

在的理由及其任务、基本原则和组织结构。143这是相当绝望的做法，是暂时

受挫的迹象，而不是保持民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解释权的巧妙策略。无论

如何，希特勒的命令基本无人理会——特别是政治右派的报纸和杂志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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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忙于为冲锋队辩解，反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手们的调查性报道。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般公众对冲锋队的看法主要是，该组织是德国

战后动荡岁月的残余，而不是一个足以挑战公共秩序的强力组织。不过，与

这一观点相反的是，1926年10月，被任命为冲锋队最高领袖的弗朗茨·普费

弗·冯·萨洛蒙赞颂该组织为民族社会主义的骨干，当时，冲锋队仍然是民

族社会主义民兵的不完善网络，在全德国的成员不到4万人。尽管法西斯领导

人夸大其词地强调其“运动”的历史使命，直接或者间接地自称是某种“宗

教十字军”是常见的现象1??,但普费弗对冲锋队未来角色的预测仍然值得全

文引用，因为这些文字为许多冲锋队未来的自我认识定下了基调：

只有具有巨大内部力量的(政治)运动能够创立像我们冲锋

队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冲锋队首先使我们不同于国会中的普通

政党。冲锋队将在议会体制及其“手段”瓦解的时候保证我们的胜

利。我将冲锋队视为我们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头顶的“皇冠”。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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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宣传是打击灵魂的暴力行动。宣传不是暴力的替代品，而是它

的一个特征。两者有着完全相同的目的——使人们服从上天的控制。

——弗朗茨·诺伊曼，《巨兽》

1925—1926年是“第二冲锋队”的起点，和上一章分析的前任不同，

它很快转变为一个高度集中、遍及全国的组织，最终向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发起挑战。1923年未遂政变中幸存下来或者此后1925年和1926年在德国多

地组建的冲锋队组织——往往以体育组织为名运作——最初享有相当的区

域自主权。2与1921—1923年的慕尼黑冲锋队一样，它们常常是一种由纳粹

党地区头目(称为“大区领袖”)指挥的私有民兵，“领袖”们利用冲锋队

的实力抵挡纳粹党的潜在对手。这段时期内，不管希特勒身处兰茨贝格监

狱还是在获释后的第一年里，对冲锋队的控制都很有限，他的首要任务明

显是在整个德国重组纳粹党。不过，在1926年夏季实现了上述目标之后，

他将注意力转向冲锋队，设立了“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由一名“冲锋队最

高领袖”(OSAF)担任长官，其任命从1926年11月1日起生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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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改革

希特勒选择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执掌冲锋队中心领导机构，

这位退役军人通常自称弗朗茨·冯·普费弗，而忽略有犹太意味的“萨洛

蒙”。普费弗·冯·萨洛蒙出生于1888年，是下莱茵地区一个贵族家庭中七

个孩子里的老小，在选择职业军人道路之前曾学习法律，一战中晋升上尉

军衔，停战之后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准军事人员，1919—1921年在波罗的海

国家和上西里西亚指挥自己的“自由军团”。他很快就被誉为一名卓越的组

织者、无情而狂暴的领导人以及极度自觉的人。1923年1月起，法国占领鲁

尔区，激起了德国人的消极抵抗，在此期间，他投身破坏活动，被法国当

局缺席宣判死刑。1925年3月，普费弗·冯·萨洛蒙自封为威斯特法利亚大

区纳粹党及冲锋队领袖，成为本书第1章中讨论的20世纪20年代地区党魁之

一。希特勒选择他作为首任冲锋队全国领袖，目标是强化他在重要的德国

西北地区的地位，同时遏制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卡尔·考夫曼等党内

对手的野心；此时，考夫曼是纳粹党北莱茵兰大区领袖，不久以后还将成

为汉堡大区领袖和地方行政长官，他在这个位置上盘踞多年。希特勒发出

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冲锋队将在德国的各个角落起到领导作用。

事实证明，普费弗·冯·萨洛蒙是冲锋队成长与成功的决定性人物。

通过与希特勒紧密合作——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在1927年2月出版的

《我的奋斗》第二卷中公开了他改组冲锋队的思路?——野心勃勃的普费

弗·冯·萨洛蒙开始了他的新工作，发布一系列命令，目标是巩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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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地位，并创建统一、等级森严的冲锋队。他引入了自上而下的指挥链

条，目标是削弱之前相对独立的地区党魁们对“自有”冲锋队的直接控

制。冲锋队的最终权威转移到慕尼黑的OSAF,1926年7月在魏玛的纳粹集

会上创立的党卫队(SS)和希特勒青年团(HJ)也归OSAF管辖。8这些安

排使普费弗·冯·萨洛蒙成为了纳粹领导层的关键人物，直到1930年8月他

辞职。他的改革塑造了冲锋队接下来几年里的形象——尽管恩斯特·罗姆

于1931年1月1日代替他执掌冲锋队，获得“参谋长”的新职务后，对他的

许多方针和命令进行了修订。必须强调的是，此后党卫队独立并崛起，成

为第三帝国最臭名昭著、最典型的恐怖组织，但这并不能掩盖如下历史事

实：在1934年之前，党卫队是在冲锋队的管辖之下。在两个兄弟组织的初

期，人员分布和影响力上有着悬殊的差别，其原因是罗姆在1931年初下达

命令，党卫队成员数量应该仅为冲锋队的10??事实上，当时全国的党卫队

只有4000人，而冲锋队达到88000人。至于他们的活动，“第二冲锋队”和党

卫队在魏玛时代的运作形式非常类似，但是关于策略、能力和人力分配的

内部冲突从一开始就很明显。9

普费弗·冯·萨洛蒙的冲锋队新结构效仿了德国陆军。冲锋队的最小

单位为“小队”,由6—12人组成'°。5—6个小队组成“中队”,代替以前的

“连”。3—4个中队组成“突击队”,3—5个突击队组成一个“旗队”(原称

为“团”)。最后，来自同一地区的多个旗队组成一个“区队”。1927年底已

经有了18个“区队”,它们于1931年重新编排为“地区总队”(也称为“集

团”)和“次级地区总队”。"按照德国军队的传统，冲锋队“突击队”通常

得到一个编号，与之前帝国陆军中标识所述地区团级部队的编号相同。”2

为了进一步提高冲锋队与魏玛国防军等正规军的相似度，普费弗·冯·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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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蒙还制作了标准的领章。每个领章的颜色代表冲锋队员所属地区，上面

的编号提供了有关旗队和突击队的信息。队员的衔级由穗带、星标和橡树

叶表示，后者为从旗队长(相当于上校)起的最高级官员专用。3在书面

文件中，领导岗位常常以缩写形式表示：除了OSAF(冲锋队最高领袖)之

外，还有Gaustufs、Stafs、Stufs、Trufs和Grufs——分别是“区队长”“旗队

长”“突击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的缩写。1?随着普费弗·冯·萨洛

蒙的改革，冲锋队还获得了相对的财政自主权。此时，它第一次可以管理

自己的会费，不再完全依赖于纳粹党的拨款。不过，接下来几年内经费仍

然不足，迫使冲锋队寻找其他途径增加资金，包括集中销售制服与装备、

推出自有香烟品牌和接触德国工业界的同情者。15

然而，1926年底普费弗·冯·萨洛蒙建立最高指挥部时，这些改革与

其说是对冲锋队人数增加的反应，不如说是看到冲锋队在未来数年的快速

成长，对冲锋队专业性提高的一种宣示。普费弗·冯·萨洛蒙不希望自己

的组织仅仅被看作另一个自卫组织，最终仰赖于当局的善意及武器、充满

争议的魏玛国防军“继子”。他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牢牢掌握在纳粹党及其超

凡领袖手中的“民族武装”,其首要作用是宣传，而不寻求与合法部队的军

事对抗。新结构进一步因应冲锋队更大的活动空间。1925—1930年，在整

个德国出现的许多纳粹党及冲锋队基层组织补充了该党之前在南部和西部

的据点。虽然党内人士强调，重组的冲锋队不再参与准军事暴力活动，但

冲锋队保险计划的推出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根据该计划，1928年底，所有

冲锋队员每月都必须缴纳20芬尼的保险金。纳粹领导层完全知道，他们积

极挑动与对手公开对抗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会升级为身体暴力，给党员们

造成伤害，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造成死亡。仅在1928年的最后三个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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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保险合同的办公室就处理了163起纳粹积极分子“执勤中”受伤的案

例，赔付金额超过了9000马克?——接下来的几年这一数字显著增加，1929

年报告了881起此类伤害事件；1930年为2506起；1931年，6307起；1932年

达到14005起。7

从小集团到群众运动

下面，我将分析和讨论冲锋队在1925—1932年显著成长的原因。上一

小节概述的内部结构变化有利于这些发展，但只是全面历史分析需要考虑

的许多因素之一。首先，我将重点放在典型的大中城市，那里的冲锋队与

其他准军事组织合作，为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军事化(换言之，是“日常生

活的政治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我将对德国最大的两个城市——

柏林和汉堡——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有可供参考的大量关

于民族社会主义崛起及冲锋队作用的研究资料，还因为这些城市曾经发生

过强大的工人运动。1?冲锋队将这些大城市视为危险和敌对的战区，用军

事术语来描述它们，将街道和社区转变为壕沟和战场。2°因此，纳粹企图

在这些城市宣示，他们能够在落入政治左派之手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有所作

为。2'除了概述空间上的这一扩张之外，我们还将仔细审视冲锋队激进行

为和日常实践的形式。是什么让20世纪30年代的冲锋队生活如此具有吸引

力，以至于有30万人不仅加入其中，还以不同寻常的形式为其献身?尽管

招募人数不断上升，这些年的冲锋队仍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组织，反复受

到丑闻和领导层斗争的打击，而这往往有悖于该党关于团结和道德优越性

的说辞，对冲锋队的公众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到1930年9月纳粹庆祝全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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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穴

一张结婚照，拍摄地点在施瓦本阿尔卑斯山南麓马林根附近因齐格科芬的王储饭店前，
拍摄时间在1933年至1938年间。这对新婚夫妇站在一幅用花装饰的希特勒画像后面。新
郎穿着褐衫军制服，许多中年客人也是如此，而老一辈的成员则穿着传统的周日盛装。
坐在前面的小男孩穿着儿童冲锋队制服。这张照片展示了褐衫军对自己的制服以及融入
当地社区的自豪感。

选胜利之前，受过教育的公众普遍认为，冲锋队是该党支持的流氓及暴力

行为的化身，是社会越来越“野蛮化”的标志。22尽管毁誉参半，但褐衫军

不仅在城市中有了超常的发展，还渗透到了德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这种乡

村“纳粹化”现象发生得较晚，但是比大城市更快、更彻底，大城市的居

民在这方面更具抵抗力——尽管没有达到此前史学著作宣称的那种程度。

纳粹在这些地区取得的成功更为重要，因为近四分之三的德国选民居住在

人口不到10万人的小城市中，其中大部分住在人口不到1万人的乡村和小

镇上。历史学家鲁迪·科萨恰当地总结了魏玛时代这次历史性选举的结果：

“中小型社区是纳粹成功的关键。”23考虑到这一主题的区域性研究很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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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不对这一已经很宽泛的领域做更多详细的介绍，而是综合这一领域中与

冲锋队有关的发现，为未来关心的主题提供一些素材。24

那么,首先从国家的角度看，冲锋队在1925年到1930年之间的情况如

何呢?由于民族主义阵营在1924年的两次国会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纳粹主义者没有在11月政变之后销声匿迹，但此时身着褐衫的积极分子仍

然只是一种边缘现象。除了慕尼黑这个据点之外，即便在柏林和汉堡，冲

锋队成员地方分支机构的人数也没有超过500人。2就连巴伐利亚首府，冲

锋队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也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当地纳粹党出现危机，

1927年秋季甚至出现了暂时性的减少。2?在许多较小的城市里，20世纪20年

代中期之前早期纳粹同情者只不过在当地的酒馆里聚会，组织各种政治阅

读俱乐部。271930年之前，全德国的冲锋队人数不得而知——但考虑到1926

年7月参加魏玛纳粹党集会的冲锋队员只有6000人，我们可以估计出1928—

1929年的人数肯定不超过3万人。28无论如何，1930年底，当纳粹党在前几

个月取得惊人进展，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该党的兴趣以及该党党员数量时，

冲锋队人数也没有超过6万人。2°

有一些例子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冲锋队在许多地区和城镇的

边缘化地位限制了积极分子们与竞争对手公开对抗的潜力：根据一位早期

纳粹激进分子的说法，帝国自由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有大约50万居民，

但1925年那里的褐衫军人数只有50人。两年以后，这一数量只增加了3—4

倍，当局报告称，法兰克福冲锋队中有一部分人是“最为声名狼藉的暴

民”。30尽管所有宣传资料都坚持其他的说法，但在1929年之前，他们根本不

敢与对手“公开对抗”。3'同样，整个萨尔盆地有超过75万人口，1929年那

里的冲锋队人数也只有30人。32与此同时，人口稠密的鲁尔区只有几百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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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队员，符腾堡也只有600人左右。3最后，在德国的许多小城市和行政区

里，当地冲锋队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仅限于几名积极分子，1933年纳粹

夺取政权之前，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定时组织非正式聚会。3?即使在冲锋队

盘踞的地区，它的游行和其他活动形式也表现出“暴力的有限使用，因为

事实证明，大规模使用暴力只会给该组织试图表现的形象及合法存续带来

反作用”。35

虽然无法概述冲锋队扩张的一般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1925年到

1926年7月3日至4日，在魏玛中央市场广场举行的纳粹党党集会上，后来成为柏林冲锋
队第二区队的“博陬区小组”留下一张集体照片。著名的海王星喷泉前的所字旗象征着
纳粹对市中心的占领。前两排的五个女孩值得加以特别关注。她们中至少有三个人穿着
褐衫，还佩戴着党徽。这样的照片极其罕见，但却非常重要。尽管年轻的纳粹男性积极
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提及与女孩和年轻女性更为密切的接触，但与褐衫同伴一起周
游全国是接触异性的方式之一。第三排左四的年轻人是后来的纳粹“烈士”霍斯特·韦
塞尔，左二是他的哥哥沃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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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冲锋队总体上缓慢而稳定地成长，整合来自竞争关系的准军事组

织(如埃尔哈特的“维京联盟”和罗姆的“前线联盟”)的人员是一个重要

的原因。3前“自由军团”组织“兴登堡自卫团”的一个小派系于1927年加

入之后，汉堡的冲锋队规模扩大了一倍，可直到1929年4月，它的人数仍少

于300人。3?这几年里，加入柏林冲锋队组织的许多积极分子此前属于准军

事组织“奥林匹亚民族主义体育俱乐部”,一战之后，该组织成为了右翼极

端分子的人员储备，普鲁士当局于1926年5月12日宣布其非法。38

在德国首都，约瑟夫·戈培尔被任命为新的地区党部领导人，早在

1926年11月，涉及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暴力冲突已经成为这个城市街头政治

的共同特征。戈培尔倡导的激进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20世纪30年代

起被全党所采用。这种方法承认冲锋队初期的弱点，但推测正因如此，冲

锋队必须寻求与对手正面对抗，理想的场所是后者的地盘。3冲突应该在光

天化日之下发生于首都的街头，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因很

简单，民族社会主义者必须在一个超过400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里增加曝

光度，而这里的时间有限，作为巴伐利亚平民守护神的希特勒也只是一个

遥远而模糊的形象。在这种背景下，以可能升级为暴力行动的公开游行吸

引注意力，是既可靠又经济的手段，也是引起邻近地区“轰动”的一种途

径。4哈默尔恩县纳粹党魁曾写道：“骚乱是主要的工作，不管它是如何发生

的。”这证明了柏林冲锋队策略的成功推广。4其次，戈培尔在这些场合里巧

妙地利用了必然到场的警察。根据法律，警察必须避免街头暴力失控，事

与愿违的是，在纳粹的宣传游行中，警察却成了保护他们的力量。42最后，

这种看似大胆的挑衅行为(重申这一点很重要)之所以成为现实，正是因

为升级的风险得到了控制，令参与者们兴奋不已，从而吸引了新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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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调到柏林仅仅两周，戈培尔在日记中就兴高采烈地描述了冲锋队建立

在暴力基础上的“团队精神”:“今天，我出席了冲锋队全体大会，一切都

很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大干一场了。攻击，还是攻击!我们热血沸腾。

这是新团队的黏合剂!我认为这是一场革命。”43柏林冲锋队当时的成员绝

大多数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因为戈培尔专注于暴力而崇敬他。21岁的

突击队长霍斯特·韦塞尔在1930年死去后被提升到纳粹偶像的地位，他在

1929年夏季起的自传中狂热地写道：“他从不畏缩，总是让我们释放积累起

来的全部能量。在这一点上，冲锋队要特别感谢他。”4?汉堡的纳粹激进分子

们以类似的口吻强调“代沟”的存在，声称在对父辈们失去信心之后，他

们现在知道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一个人大言不惭地说道：“战

斗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和目标。”45

尽管有这些尚武的口号，但必须记住一点，冲锋队的激进主义思想在

1925—1929年尚未成为群体现象。在所有较大的城市中，与规模大得多的

右翼自卫组织和左翼准军事组织相比，冲锋队仍然是弱小的少数派。因

此，冲锋队首先考虑的是捍卫自己有限的领地，这往往不过是几间酒吧、

当地党部及周围。46为了使作为纳粹巢穴的酒吧容易辨认，老板可以从冲锋

队的“国家物资管理局”购买带有冲锋队徽标的11×11英寸搪瓷标牌。很

明显，直到1930年，纳粹仍强调使用相对中性的标志，声称只有内部人员

能够辨认，不希望政治对手摧毁它们——这当然只是一种希望。47一旦据点

得以确立，冲锋队就可能冒险进行探索，暂时占据城市的其他部分，引起

人们对纳粹党及其准军事机构的注意。这种渗透和扩张策略对冲锋队员的

心态有重要的影响：当他们认为周围充满敌意时，相互之间的信任成为了

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积极性，忍耐下去并取得政治上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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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此同时，阶级和财富上的差别在冲锋队的半合法活动中作用有限，

因此不是很重要。从1927年起，纳粹积极分子的内部教育显著增加，并在

接下来的数年里促使纳粹党转变为“真正现代化的激进主义政党”,即便如

此，冲锋队“德国式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是紧密团结和共同行动

的必要性，而不是希特勒或者其他纳粹领导人关于该党经济政策的纲领性

声明。48

在这种背景下，普费弗·冯·萨洛蒙的改革保持了冲锋队最初期的核

心元素：组织划分为仅包含少数积极分子的“基层机构”。这些冲锋队小

组中的成员相互熟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展出了紧密的纽带，因为共同

的意识形态和党务活动经历团结在一起。戈培尔坦承，这种由政治积极分

子组成的基层机构体系效仿了政治上的对手——共产党人，但是冲锋队的

这种组织特征可以追溯到慕尼黑的初期。因此，有理由假定，民族社会主

义者和共产党人最终都从一战的军事部队里得到启发，特别是存在于战后

“自由军团”各小组内部的“袍泽之谊”。左翼激进党派还以有组织、偶有

暴力的劳工行动作为其组织基础，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悠久传统，可以上溯

到19世纪。?无论如何，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使这种基层框架适应冲锋队

的新现实，以这些小组组成了“地方暴力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往往合

伙行动，为自己争夺地盘，尤其是在较大的城市里。50

这种方法给冲锋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好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几年

里。较大城市中的许多冲锋队“突击队”此时像街头帮派一样活动——在

这里，不应该将其理解为青年暴力(往往犯罪)组织，而应该是“社会安

排的特殊形式",这种特殊形式为成员们提供基本需求，包括较为可靠的伙

伴关系、食品和住所，以及某种归属感。1年轻的恩斯特·哈夫纳1932年著

44



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的“现实小说”《柏林公路上的年轻人》在德国轰动一时，正如书中的描

述，魏玛共和国后期日益增加的青年帮派暴力现象，是德国城市中工人阶

级居住区普遍穷困的生活条件的直接后果。这些年轻人连薪水微薄的工作

都无法找到，而且他们往往出身于不正常的家庭，没有支撑生活的手段，

因此他们自己组成了团结的“小帮派”。这些组织通常采用层次结构(领

头者称为Cliquenbullen,意为“帮派领头羊”),代替成员们的家庭。52冲锋

队的理想组织是围绕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当地冲锋队领袖，不仅在组织形

式上与这些地方帮派类似，承担(至少是有承诺)的工作也类似。按照20

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术语，冲锋队越来越成为“自发的群众组织”:采用

层次化的基本组织结构，适用严格的领导原则，但建立在较小的单位基础

上，这些单位有着惊人的自主性。33

纳粹制服与当局

不管早期冲锋队地方组织的人员有多么不起眼，仅从他们的制服上公

众就可以看出，他们属于某个更大的相关实体。褐衫于1926年在全国范围

内推出，很快成为了“乐”字之后最臭名昭著的纳粹主义者标志。这件制

服对朋友和敌人同样显眼，容易为警察辨识，展现了穿着者的勇气与决

心——尤其是它们被正式禁止的时候。尽管威廉·沃伊特(更为人熟知的

是他的绰号“科佩尼克上尉”)大约20年前就宣传过军服的心理效应，这

种效应后来又成了海因里希·曼恩的畅销小说《臣仆》(Der Untertan,

1921年英文版第一次出版，名为The Patrioteer,意为“牟取私利的所谓爱国

者”)的嘲笑对象，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制服仍然很受欢迎。?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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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制服首先代表着国家的权威，20世纪20年代，制服“大众化”,越

来越多的组织推出了自己的版本。这种服装此时已经成为了自主愿望的一

种宣示，不仅表明归属和信念，还表明个人愿意服从对自由的某些限制。

因此，冲锋队的制服也是我之前所定义的“训练整合”的一种工具。而

且，它成为了一种蓄意挑衅的手段，尤其是因为，与警察和军队相关的法

律与秩序形象常常与冲锋队的公共形象完全相悖。这种制服最终也作为团

体编成的一个要素，通过确认穿戴者为更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赋予他们

力量，并在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之间设定清晰的边界，终极目标就是为冲

锋队队员提供一种力量感。”

希特勒在1926年底写给普费弗·冯·萨洛蒙的一封信中声称，一旦穿

上制服，冲锋队员就“上岗”了，他还要求，在这些场合里，冲锋队员不

允许喝酒或者抽烟。在公众场合，游行中的冲锋队员禁止喝彩和起哄，甚

至不允许分发纳粹党的传单。“政治活动只能由党来进行”,希特勒坚持

道，要求激进分子们安静地接受他的命令，剥夺他们的所有创造力。?1931

年1月罗姆被任命为冲锋队参谋长之后，这些规则进一步加强了。从这时

起，所有冲锋队队员，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国会议员和执行党的特殊任

务的人们除外——禁止参加公开讨论、与记者交谈或者发表关于政治问题

的文章。7褐衫军应该成为德国街头上持续的视觉印象，但不是纳粹党政治

路线的解释者。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有两方面的好处：普通冲锋队队员不

需要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连许多纳粹分子也承认，这是难以完成的

任务——而且，这也使少数经过挑选的纳粹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显得更有意

义。

纳粹绝不是唯一为其忠诚分子置备制服的政党或者联盟，因此，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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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并不能使其与众不同。老兵组织“钢盔团”、“前线士兵联盟”在1925年

有超过25万名成员，远胜于冲锋队，他们身穿与德国陆军颜色相同的灰色

制服。5支持共和制的“帝国战旗”组织在游行时身穿绿衫、头戴蓝帽，就

连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战士联盟”也穿着一种集合传统工作帽和军队徽

标的无产者制服。但是，这四支准军事“部队”并没有引发内战。°他们

在街头游行，越来越频繁地举行群众集会，但很少与其他组织或者民众直

接冲突，主要原因是警察在场。不过，他们的公开示威为暴力攻击提供了

机会，这些攻击通常发生在政治事件前后。此类冲突实际上是魏玛共和国

准军国主义思想的关键因素，至少，纳粹党和共产党人在其策略中都考虑

了这种暴力行为。1930年初，共产党重要人物海因茨·诺伊曼在该党机关

报《红旗》上写下了“无论在哪里遇到法西斯分子，痛打他们!”的话语，

而纳粹分子则呼吁完全消灭“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劣等人”。1与这种直截

了当、杀气腾腾的行动号召不同，“帝国战旗”和“钢盔团”满足于象征性

的公开游行和集会。62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组织也同样激进化了，

只是更多地在语言上而非行动上，因此，美国记者休伯特·R.尼克博克将

1931-1932年的德国比作“有四支消防队的镇子，每支队伍都做好准备，

一听到锣响就跳下铜杆，奔向目标。这是一个有四个帮派的村子，每个都

做好准备，看到帽子落下就出发，对其他帮派大肆屠杀”。年轻的法国作家

雅克·德库尔1930年秋季在马格德堡的一所高中任代课教师，他也注意到

“每个角落都有反叛的思想。这是共和国的英雄主义时代。到处都是信仰

和狂热”。63

德国当局理所当然地试图阻止街头暴力升级，各个地区采用的策略各

不相同，时机、强度和意图也都有差异。巴伐利亚仍然是纳粹主义者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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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j

埃里希·席林的漫画《德国的自给自足》于1932年8月首次发表在讽刺周刊《傻大
哥》上，讽刺了魏玛共和国末期德国街道上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和血腥冲突。在
这幅漫画中，左边是两个全副武装的“帝国战旗”成员，右边是两个全副武装的
褐衫军队员，彼此剑拔弩张。副标题写道“1914年以来的进步!谈到战争，德国
人终于不需要外国人了”。

48



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难所，但社会民主党把持的普鲁士政府反复推进打击纳粹党的行动，特别

是在1922年6月24日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遭到谋杀，以及1923年

11月政变之后。与通常的陈述相反，这些行动并不成功，下面举例说明。

1928年，柏林警察局长禁止为冲锋队员汉斯-格奥尔格·屈特迈尔举行葬

礼游行。官方报告称，人们于1928年11月17日早上在运河里找到了屈特迈

尔的尸体，他卷入了前一晚上与建筑工人的争斗之中，在急性中毒的状态

下跌落运河溺死。64相反，纳粹分子声称政治对手谋杀了他，从而提高了

屈特迈尔的地位，将其当成该党柏林和勃兰登堡的运动中最早的“血的见

证”之一?。纳粹主义者们打算为这位所谓的“殉道者”举办一场盛大的

葬礼游行，此举很快成为了一种惯例。这样的葬礼不仅是政治示威，还证

明了纳粹意识形态涵盖一切的野心——它能够提供结婚典礼和葬礼等基础

服务，或者至少为其做出重要的贡献。普鲁士警察清楚地了解即将到来的

游行所具备的政治特性。他们声称，纳粹党不负责任地强化了其追随者的

政治情绪，因此担心这种情绪在游行中释放而影响公共秩序。警察还宣

布，他们不会回应戈培尔的正式抗议信，将来也不会理睬，“因为这封信

傲慢无礼”。这些细节说明，尽管有与之斗争的强烈政治意愿，对于象征

性政治活动如何在大众媒体及意识形态世界观相互对抗的时代发挥起作用

也有基本的理解，但当局对早期纳粹决定“游戏规则”的企图几乎无能

为力。

当局曾多次取缔“第二冲锋队”。该组织在普鲁士两次被禁止，第一次

是在首都柏林，从1927年4月6日到1928年4月5日。7这一禁令当然使纳粹更

难在这个德国最大的州中招募人员，1925年到1928年之间冲锋队成长缓慢

也与此有很大关系。不过，禁令不影响德国的其他地区，当然也没有对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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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黑的冲锋队核心区形成打击。几年以后，1932年，冲锋队再次被禁止，

这一次是在全国范围内。该禁令于4月13日生效，但新总理弗朗茨·冯·帕

彭在6月14日就将其解除。两周以后，巴伐利亚至少在该州辖区内延长禁

令有效期的倡议遭到了失败。°总体来说，这些临时禁令对冲锋队的影响

有限。当纳粹分子被禁止穿着褐色制服时，他们穿着便服参加活动。冲锋

队以化名参加游行、高声歌唱，队员们穿着的白色衬衫或者其他替代“制

服”仍然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有些时候，即使在中等规模的城市里，此类

活动据说也有千人参加。70在这段“白衫时期””中，纳粹与当局玩的“猫抓

老鼠”游戏并没有阻止人们加入冲锋队，反而增加了组织内部的兴奋情绪

和乐趣，更不用说，它还进一步破坏了合法政府的权威。1931年柏林高等法

院的裁决在这一方面有启发意义，题为“关于禁止公开展示纳粹制服”的判

决书也适用于著名的“替代”制服。法官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其中一个原因

是公众不可能理解纳粹的着装规范，因此有可能成为警察的攻击目标。”

年复一年，司法机构和警察队伍中越来越多人对纳粹运动持同情态

度，德国政府对纳粹党和冲锋队施压的举措受到了阻碍。这两个群体更亲

近右翼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声称为法律、秩序和民族而战，他们的极

左翼对手则更支持革命——对社会和公共秩序的彻底改变。”仔细观察极

端主义政党的不同政治策略是非常有益的：纳粹宣传强调了警察独有的不

平，以积极的态度与其取得联系——按照纳粹的说法，警察遭到了政府的

“虐待”,被迫在主张民主制度的党派导致混乱后为其收拾残局，而共产党

人指责官员们是“制度”的党羽，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欺骗，背叛了自己

的阶级。?在萨克森自由州里，纳粹党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得到了越来越

多当地组织的支持，在高失业率的工业地区尤为成功，7?纳粹党声称，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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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统计，对常规警察部队的渗透非常得力，1932年，官员中有40??

纳粹党员。萨克森地区议会中的一名纳粹代表吹嘘，在工人阶级占多数的

开姆尼茨，“纳粹警察”的数量超过了90??76这些数字当然是夸大其词，但

仍然代表了一种趋势，即使在那些当局出动警察严厉打击冲锋队暴力活动

的州和地区，警官们也不一定持相同的观点。”萨克森州的社会民主党人经

常抱怨警察过于仁慈：他们没有充分地阻止政治犯罪，对于具体罪行的补

救措施也没有表现出热情和献身精神。结果是，开姆尼茨等城市的工人觉

得，在“法西斯暴民的恐怖行为面前”,他们不再有安全，“甚至在自己的公

寓里也是如此”。78

对冲锋队的嘲笑

到1930年，冲锋队已经成为德国街头常见、引人注目但也非常具有争

议的元素。当地方社团表现出阻止纳粹获得立足点的决心时——例如奥登

森林里的小城米歇尔施塔特——数百名来自该地区的冲锋队员“予以回

击”。1930年4月6日，他们驱车进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窗户和当地行人投

掷石块，打伤多名成年人和至少一名儿童。??冲锋队不仅引发了强烈的恐

惧、钦佩和抗拒感，还成为了讽刺和嘲笑的目标。1930年12月，很受尊敬

的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增刊《恶作剧》以讽刺的口吻告诉其读者一个

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最近，3名冲锋队队员在(柏林市中心的)莱比锡大

街上安静地走着，陷入沉思之中，这已经造成了轰动。”8描述法西斯暴民

在街头上边唱歌边游行，并在路边实施暴力活动时，记者、作家齐格弗里

德·克拉考尔简洁地称那些事件“以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方式进行”——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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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事件快速增加带来的政治危险轻描淡写。8埃里希·克斯特纳1931年的小

说《法比安：一位道德家的故事》也嘲笑了冲锋队，但同时也讽刺了它的

对手共产党人。在其中一个章节里，科斯特纳描写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一

名纳粹分子和一名共产党人之间发生枪战，两败俱伤。当两人抵达当地医

院时，值班的医生对那一幕做了如下的评论：

“你给我带来了两位政治家?”他笑着说，“我们今天晚上已

经遇到了9个类似的病例，其中一个腹部受了严重的枪伤。他们都

是工人和职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来自郊区的人通常互相认

识?这些政治争斗无异于舞厅里的群架，两者都代表着德国社会

生活的堕落。看起来，他们是想射杀对方，以减少失业人数，这

真是奇怪的自助方式。”82

这些形式的讽刺只是为了掩盖对道德和政治的绝望，这种情绪在20世

纪30年代初德国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尤其是1930年9月14

日的国会大选之后，在此次大选中，纳粹党赢得了18.3??选票。该党的支

持率达到了1928年的6倍，已经成为新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不可否认的是，

纳粹已经成为一支可观的政治力量，以至于一年之后的1931年12月，在柏

林举行的一次德国共产党(KPD)宣传人员秘密会议上，一份报告抱怨，

共产党人完全低估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威胁：“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接受

了希特勒早晚将会掌权的事实，也接受了我们的时代将出现在纳粹失败之

后的想法。”83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引人注目是否因为褐衫军倾向于使用暴力

仍有争议。84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必须考虑该党的地方特性，以及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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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共领域碎片化的总体后果。正如历史学家斯特凡·马林诺夫斯基所

言，“越来越严重的意识分裂”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他对这种“分

裂”的定义不仅是显著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倾向，还是一种不假思

索地构成某人观念的基本操作。8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成功地创造

了独特的公共领域，对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是有血有肉、引人入胜的，

但没有相同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的人无法进入其中。两个运动都鼓励信徒抵

制不受欢迎的事实和世界观，以利于形成该党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理想化

理解(所谓“正确”理解)。86前冲锋队旅队长弗朗茨·博克1946年在国际

军事法庭接受审问时总结了这种态度：“每一种自我保护的渴望都需要一

场战斗。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目标是夺取政权)需要政治斗争和战

斗。但是，我们的武器是精神上的——宣传、演讲和群众示威。”87虽然因

为策略的需要，这一陈述的后半部分对冲锋队身体暴力的核心作用轻描淡

写，但它证明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基本观念——政治首先是多种世界观

相互敌对、排斥的问题。

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于1932年为“普鲁士政变”案

(非法推翻社会主义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政府)辩护，后来很快就成为

第三帝国的首席法学家，他将这种敌友之分上升为一种政治哲学。在冲

锋队内部，施米特复杂的学术推论显然不如通过拳头和战斗得到的更具

体论据重要。不过，在知识界的两极都有类似的趋势，那就是将政治分

歧夸大为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纳粹的宣传不断地提醒冲锋队

普通队员，他们是大形势的一部分，将要亲眼见证自己塑造的关键历史

时期。这种乐观的判断绝不是德国独有的，而是两次大战之间欧洲所有

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特征，正如罗杰·格里芬的有力论断：极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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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致认为“西方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有可能在社会崩溃与战争之

中走向最终的野蛮和无政府状态，或者超越当前的混沌与堕落时代，

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88我们对德国首都的两种纳粹报纸——戈培尔的

《攻击报》和施特拉塞尔的《柏林工人报》——做了抽样调查，足以确

认这种极端的末世观点。在两种报纸上，记者们的目标不是事实的准确

性，而是创造另一种公共领域，极端党派的观点可以在其中表达，他们

的积极分子可以得到重视和帮助。戈培尔推测，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

纳粹的文章至少提供了一种“轰动效应”,可以让除了无聊之外什么都能

容忍的柏林人感到兴奋，对于这座“智慧与柏油之城”,他始终觉得难以

捉摸。89因此，公众对冲锋队存在与行为的反应不能从更高的“客观”角

度进行评估，而必须深入根植于对不同情景的认真重现之中，不能忽略

历史文件中表达的强烈的党派观点。

对冲锋队的分析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对魏玛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的总

体分析。我们拥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大体上很可靠，能够说明1928年到1932

年政治犯罪行为猛增的现象，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告诉我们同时代人的看

法。90所有卷入暴力之中的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消防队员”,而其他组织则

是犯罪“团伙”——让人一下子想起休伯特·尼克博克生动的比喻。冲锋

队员将在街头遭到袭击的风险解释为严重民族危机的又一个标志。这种风

险确实很高，特别是冲锋队决心“征服”的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如安东

尼·麦克利戈特所述，1933年之前，在阿尔托纳市(1938年成为汉堡的一

部分)里，早期纳粹积极分子不仅会在街头上听到“纳粹必亡!”或者“莫

斯科万岁!”的喊声，有很多人还不得不在家中被闯入破坏之后迁居。共产

党人和“帝国战旗”组织成员经常在纳粹分子单独离开著名的巢穴时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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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袭击，因为他们的制服容易辨认，或者与攻击者相互认识。这种攻击

有时就像真正的“追捕”,往往是一大群武装袭击者对付单个或者少数受害

者，用带有钉子的篱笆桩打击他们的脸部和头部，使用利器刺伤受害人或

者对其拳打脚踢，直到他们重伤或者死亡。°如果对比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

初的暴力行为，纳粹、共产党人、“帝国战旗”组织和“钢盔团”的发动者

实际上难以区分，环境因素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事后为了证明

合理性而提出的借口。

暴力活动的升级

根据1931年全国范围的官方统计数字，政治暴力事件造成8248人死

伤。民族社会主义者是最大的受害群体(4699人),紧随其后的是“帝国战

旗”组织(1696人)、共产党(1228人)和钢盔团(625人)成员。2各地区

的数据总体上也确认了这一模式：汉诺威行政区1931年的官方统计数字表

明，受伤的有71名纳粹分子、47名“帝国战旗”成员、7名共产党人和6名

“钢盔团”成员。此外，该地区有一名“帝国战旗”组织成员被杀。”在萨

克森州，同年的政治暴力事件造成683人受伤，14人死亡。死者中有6名民

族社会主义者、两名共产党人和4名“其他党派信徒”。9?莱比锡在1929年到

1933年3月之间有6人死于政治原因，其中3人为民族社会主义者，1人为共

产党人，1人为“帝国战旗”组织成员。9?不过，左翼自由主义周刊《世界

早报》公布的另一份德国统计报告称，1929年到1931年7月之间，政治活动

造成155人死亡、426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死者属于政治左派(108人),只

有31名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死亡。根据纳粹党自己的数据，1930年到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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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全国范围内有143名冲锋队员被杀，仅1932年就有84人死亡。”从这

些统计数字判断，民族社会主义者似乎是最常遭到攻击和伤害的群体，而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虽然面临最明显的死亡风险，但遭到攻击的

频度较低。而且，如果考虑1929年到1931年之间冲锋队员和共产党准军事组

织成员明显少于“帝国战旗”和“钢盔团”成员这一因素，可以有把握地推

测，前两个组织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比后两个组织更为明显。

为了证明合理性，同时进一步加强敌意，纳粹宣传声称，冲锋队员和

整个民族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他们面对的个人风险和伤害可以视为对民

族的直接攻击。确立个人经历和民族命运的这种联系——最终是一种自我

激励的浮夸姿态——是这一段关键时期里褐衫军影响力扩大的关键因素。

虽然该组织的领导人在公开演讲中如同念咒一般反复强调，不允许冲锋队

队员携带武器，只在合理的自卫范围内诉诸身体暴力，但人们都知道，真

相并非如此。即便许多服务于边防部队、曾受过魏玛国防军正式训练的冲

锋队队员基本上(还)没有卷入暴力对抗，这一说法对较大城市里的冲锋

队“团伙”也不成立，在这些城市里，持有枪支意味着地位的提升。必须

承认，慕尼黑冲锋队可以全军进入魏玛国防军营房、用重型火炮和机枪进

行准军事训练的时代已结束。但德国境内有大量轻型武器流通，不仅弥补

了不能取得军用装备的损失，而且这些武器更加频繁地使用，既用于训练

目的，也用于攻击。在这几年里，警察经常没收冲锋队的铜指环和橡胶警

棍等武器，而且越来越多地发现手枪、匕首、步枪和炸药。98如果人们相信

前普鲁士内政部长、警察局长阿尔伯特·格热辛斯基的回忆录，柏林警察

在1932年初甚至没收了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和格热辛斯基本人的

“真人尺寸雕像”,“雕像头上有整齐的弹孔。”格热辛斯基淡淡地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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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都是“第三帝国年轻战士易于打击的目标”。"

1931年和1932年，当局最终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者武力推翻合法政

府，建立独裁政权的计划。1931年初，他们公布了“博克斯海姆文件”,其

中包含了纳粹为应对共产党人可能发动的起义而制订的夺权计划。计划制

订者中最有名的是28岁的黑森州达姆斯塔特实习法官维尔纳·贝斯特，他

后来成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一处处长、德占

法国南部地区政府负责人，最终于1942年成为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这份

战略文件描述了如何宣布紧急状态，然后由冲锋队和其他右翼准军事“自

卫”组织维持这一状态。任何试图干预法西斯夺权行动的人都将被当场处

决。100半年以后的1932年3月，巴拉丁奈特警察发现，从前一年开始在该

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炸弹袭击不是最初认定的共产党人实施的，而是民族社

会主义者的罪行。这些恐怖袭击背后的领导人物是党卫队地区领袖特奥多

尔·艾克(1933年夏季成为达豪集中营指挥官),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负

责路德维希堡法尔本工厂的保安工作，利用职务之便，他采购了大约可以

制作80枚炸弹的炸药。101

在这两个案例中，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领导人都迅速说服当局，必须

将此类事件视为对迫在眉睫的共产党威胁做出的反应，虽有些过度但最终

是合理的。他们声称野心过大的纳粹党地方官员已经拟定计划，准备违抗

党总部的明确命令，投掷炸弹。与此同时，纳粹党领导层利用了这些威胁

给政府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他们辩称，德国的公共秩序现在只能在

纳粹党及冲锋队的帮助下维持，而不能转而打击他们。德国总理海因里

希·布吕宁亲自要求司法部长谨慎处理博克斯海姆丑闻，避免采取激烈的

司法行动——特别是要安抚决心揭露纳粹欺人之谈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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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1932年10月，对贝斯特的叛国罪指控未能成立，这一点也不奇怪。102

从1930年起，政治犯罪、“有组织”犯罪和轻罪之间的界限比以往更加模

糊。在那个普遍贫穷甚至饥饿的年代，简单地偷窃食物也可能被直接看成

最终政治行为——例如，可以解释成共产主义者反对资本家剥削的自助行

为。03柏林的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士组织(已被正式取缔)和纳粹冲锋队偶

尔会组建政治团伙，与黑社会发展密切的关系。104许多冲锋队员明显将政治

活动与犯罪活动结合起来，以致当地人将在柏林新克尔恩工人阶级聚居区活

动的第25突击队称为“皮条客突击队”——多年以后，冲锋队的历史将其吹

嘘成某种荣誉称号。105盘踞于柏林西部夏洛滕堡区的第33突击队臭名远扬，

由于它的成员多次卷入致人死亡的枪战而在当地被称为“杀人突击队”。106这

些犯罪行为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冲锋队的看法，有时候还使他们的资产缩水：

1931年的警察报告称，一贫如洗的冲锋队队员们反复发动政治袭击，以便索

要冲锋队的保险金，这正是反法西斯出版物热心利用的话题。107

宣传游行越来越多地升级为暴力活动，1929年柏林的“血腥五月”和

1932年阿尔托纳的“血腥星期天”是最为严重的遭遇战。这些事件中的大

部分遇难者死于警察企图恢复秩序时射出的子弹。共产党引发的柏林“血

腥五月”造成31人死亡，而纳粹党引发的阿尔托纳事件则有17人丧生。这

两个事件中都有超过100人受伤。108除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之外，在更多

德国城市里，以涉及竞争党派成员群殴、直接袭击和枪战告终的党派集会

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前几年这些城镇“暴力团体”的“伪和解”特性一

去不复返了。109格热辛斯基回顾了这种变化：“常规的争吵让位于反复的攻

击。刀子、棍棒和左轮手枪代替了政治争论。恐怖活动猖獗。”0戈培尔也

以类似的话语描述这种局面，在他的眼中，“动用椅子腿和左轮枪的血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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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是必要的”。"

这种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最初基本限于贫困的工人阶级居住区，但很

快就突破了非正式的社会界限，正如以下发生在科隆的例子：1931年3月6

日(星期五)晚上，科隆-布劳恩斯费尔德的天主教中央党地方分会举办晚

会，讨论“苏维埃红星与与字”的时髦话题。大约有70人出席，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不请自来的当地纳粹分子，他们乘坐自行车和摩托车抵达。这些

人没有熄火，以便在必要时快速离开。最初，纳粹分子们在大厅里安静地

聆听主讲人赫茨博士的演讲，但很快就开始质问和羞辱他。25岁的科隆大

学法律系学生托尼·温克尔恩肯普此时已经成为纳粹党莱茵兰地区党部头

子，至少在这一晚上充当到场的冲锋队突击队指挥官。他最后将主讲人斥

为“懦夫”,这似乎是预先安排的暗号，纳粹分子开始向组织者就座的方向

投掷椅子。后来，公诉人在法庭记录中做了如下生动的描述：

被告温克尔恩肯普向牧师弗林斯博士的方向扔了一个沉重的

烟灰缸。与此同时，另一个人(无法确定)袭击了主讲人赫茨博

士。属于中央党的参会者只能保护与会的妇女，躲避被用作投掷

物的烟灰缸和椅子腿。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5分钟。在此期间，

有58张椅子损坏或者完全被砸毁；屋子里的一些其他设施(玻璃

门、玻璃吊灯、饰板)也遭受破坏。损失共计400马克。112

多名中央党成员受伤需要就医。弗林斯牧师(他于1942年当选为科隆

大主教，二战后升任枢机主教)的前额受伤，不得不缝合。"3温克尔恩肯普

最初被判处6个月监禁，但在上诉后改判缓刑。1可以公开自由活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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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袭击政治对手。"纳粹掌权后，温克尔恩肯普飞黄腾达：1933年，戈

培尔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驻莱茵兰地区负责人，他还成为

普鲁士议会和(名存实亡的)国会成员。1937年，此时已获得博士头衔的

温克尔恩肯普成为科隆国家广播电台台长，后任德国广播协会会长。1939

年，他晋升党卫队旗队长。他的兄弟彼得于1941年成为科隆市长，取代了

担任该职多年的康拉德·阿登纳——未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

这一短暂的插曲不仅说明了狂暴的“街头政治”、犯罪行为和冲锋队

学生激进活动日益相互联系，还说明这些活动不仅限于那些自诩为“恶

棍”的年轻人，或者不在纳粹党控制之下的贫困青年。相反，这些事件

1932年，柏林施潘道街头冲锋队游行的宣传照片。两名普鲁士警察监视着这次政治示
威。那时游行和队伍在德国首都司空见惯，因此，街上人群中只有一部分人仔细观看游
行的褐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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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世纪30年代初官方认可的纳粹党街头政治的重要元素。正如纳粹领

导人反复重申的，那些“统治街头”的人迟早将得到政治权力。16相应

地，这种政治策略意味着，每一种公开暴力行为现在都可以升级为一种

政治行为，被颂扬为对废除共和制的最终目标做出的又一贡献。1931年

9月12日的所谓“选帝侯大街骚乱”就是一个特殊而极端的例子。这一天

是犹太教的新年，数百名冲锋队员走过柏林著名的选帝侯林荫大道，117

高喊反犹太口号，野蛮殴打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的路人。该事件看上去似

乎是自发的暴力行动，但实际上是戈培尔和柏林冲锋队领袖沃尔夫-海

因里希·冯·赫尔多夫精心安排和准备的袭击。由于冲锋队有策略地分

成多个小组，措手不及的警察难以维持秩序。最终有30名袭击者被确认

出来，受到指控并判处监禁及罚金。18纳粹党在审判中否认冲锋队是根

据此前的命令采取行动的，致使柏林的许多纳粹积极分子觉得遭到了出

卖。因此，到1941年底，400名心怀不满的首都冲锋队员组建了“伙伴

关系社会救助组织",这个自助组织倡议从希特勒领导的运动中分裂出

来，据说甚至愿意支持“帝国战旗”组织，防止首都的政治暴力激化。

19尽管有这种内部的不满，以及“选帝侯大街”案审判中相对严厉的判

决，但从纳粹领导层的角度看，这场暴乱取得了象征性的成功：冲锋队

已经表明，它对犹太人和民主制度的仇恨已经不再局限于啤酒馆和其他

地位有限的场所，纳粹党已经足够强大，甚至能“统治”首都最有名望

的大街——哪怕只有一个小时。这样，在纳粹忠实信徒眼中，冲锋队所

起的作用与宣传相符，是一支由意识形态推动、始终做好行动准备的攻

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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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和社会动荡在冲锋队中的影响

但是，仅仅从表面去看待纳粹党领导人的主张容易产生误导。1931年

和1932年，当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600万以上时，人们加入冲锋队既有现实

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120在那几年里，每两名冲锋队队员就有一人暂

时甚至永久地失去工作，某些“突击队”里失业人数高达80??1931年，柏

林的纳粹激进分子有60??80??失业者。'2汉堡的情况也类似，1942年，

4500名冲锋队员中，有2600人(略高于56???有工作。122每月的队员流动

率有时超过了20很多加入冲锋队的人留在组织中的时间不超过几周或者

几个月。而且，尽管从1927年起党员资格已经正式成为强制性条件，但有

数十万新成员只加入冲锋队，并没有加入纳粹党。123在这些加盟决定中，财

政考虑确实起了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事实的支持：享有成员资格的人甚

至不一定缴纳会费。对于德国男人来说，参加冲锋队的社会生活和准军事

训练，比以往更多地“提供了替代工作的全日制活动”,最终，加入冲锋队

不依赖于手续，只要上级认为某人对运动的贡献令人满意就行了。124

群体互动、职业发展前景，简而言之是在这段时期生存的需求，往往

是人们加入冲锋队时比意识形态归属更有说服力的诱因。案例研究也表现

出相同的走向，在靠近哈茨山脉、人口为9000人的工业小城奥斯特罗德

(现称奥斯特鲁达),1933年前加入冲锋队的71人中，只有48人是纳粹党

员。'2?而在东普鲁士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1931年当地的一个冲锋队突击队

有118名队员，没有一位是正规的党员。'26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魏玛共

和国的最后两三年，德国全境加入冲锋队的人中，许多都是试图避免即将

到来的裁员或者已经失业的工人，他们推测该地区不断壮大的纳粹网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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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供重新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127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将时间

花在所谓的“突击队”酒馆和酒吧里，这些酒吧以亲近纳粹党的受众为目

标，希望在德国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酒精消费锐减环境中生存下去。128经

济危机达到高潮时，冲锋队建立了自己的工作机构，试图说服党员雇佣冲

锋队的同事。冲锋队甚至创立了“工作突击队”,让没有工作、身无分文的

激进分子在私人就业市场上提供劳务。12?基督教总工会于1932年强调了德

国年轻人日益增长的政治种族主义思想与毁灭性经济局势之间的紧密联系：

“社会和经济体系如果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工作和谋生的任何希望，就会促

使他们加入冒险家的行列，颠覆政权不会使他们失去任何东西，但可能赢

得全部。1931年的政治选举非常清楚地说明，流离失所的人们跟随自认为

行动经过深思熟虑的党派，即使这些行动是纯粹消极和毁灭性的。”130

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问题，尽管冲锋队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事大量

社会活动，但仍然越来越难以运作。不过，该组织成员在1930年底到1932

年夏季之间不断增加——从1931年的77000人增加到同年11月的221000人，

1932年8月更达到445000人。31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关系网和个人忠诚

度往往比纸面的命令更为重要，这在多年以后成为第三帝国中更为普遍的

特性。内部争吵与个人对立(特别是在党务官员和现在指挥数千甚至数万

手下的地区冲锋队领袖之间)司空见惯，甚至令纳粹同情者都感到厌恶。

退役中尉，早期纳粹党支持者赫尔穆特·冯·米克早在1929年8月就坦率

地说：“这个党完全堕落腐化了，不管从组织还是从战略及意识形态领域

来看都是如此。该党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宣传⋯⋯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

猪圈。”132

但是，不仅个人，意识形态的实质性差异也威胁着冲锋队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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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团结、强大政治运动的形象。特别是在德国北

部的工业中心，许多冲锋队员亲近纳粹左翼的“社会主义者”,20世纪20年

代末，领导这一派系的是奥托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兄弟、戈培尔和柏

林冲锋队领袖瓦尔特·施滕内斯。133这些人认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是硬币

的两面，两者的选择只是出于策略原因，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年轻的无产阶

级和部分贫困化的中产阶级。纳粹党通常将其社会承诺包装在流行的口号

中，如“打破利益的奴役”“工作和面包”,而“纳粹左派”要求更彻底的变

革，比如大银行国有化、“打击奸商”、引入资本税，当然还有立即结束根据

1930年5月最终被采纳的“杨格计划”缴纳的赔款。①134虽然这些要求只不

过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流行、左倾版本，加上纳粹抨击犹太人的反资本

主义辞藻，但在这些立场中，有些与共产党人的看法有明显的重叠。和纳

粹中的希特勒派系不同，施滕内斯的追随者们倡导与苏联结成密切的联盟

(主要是策略原因，专注于反对西方，特别是英国),支持印度和埃及的民

族独立运动。他们反对德国的联邦制(认为要有一个集权化的强大德国),

反对天主教会(使用19世纪末“文化斗争”中提出的相同论据),反对私有

财产的不可侵犯性。135

在这种派系斗争中，意识形态倾向与实际考虑纠缠不清：随着冲锋队

从1930年起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群众组织，北方的领导人对向纳粹党申请更

多财政支持失去耐心，声称推进纳粹目标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冲锋队而非

①1929—1930年，美国银行家杨格主持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
的新赔款计划，旨在取代1923年制订的道威斯计划。——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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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的官僚完成的。而且，许多冲锋队领导人仍然支持暴力政变，而不

是合法夺权的现行策略——他们认为这种缓慢而不确定的策略可以吸引

选民和新党员，但除此之外改变不了什么。这一根本冲突不仅导致普费

弗·冯·萨洛蒙于1930年8月29日辞去冲锋队最高领袖一职，1931年1月代

之以卷土重来的恩斯特·罗姆，13而且成为了纳粹运动内部一系列暴力冲

突的核心因素，其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1930年8月底和1931年3月底的两次

“施滕内斯叛乱”。

失望的柏林冲锋队员在施滕内斯领导下，于1930年8月30日袭击首都的

纳粹党部，之后希特勒出手干预，亲自赶往首都，“流着泪”同意了冲锋队

的多项要求，承诺给该党左翼更高的工资待遇和更多的影响力。由于两周

后的9月14日就要举行重要的国会选举，纳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平息内部争

吵。137然而，希特勒和慕尼黑的纳粹党领导人从这时开始就下定决心，遏制

施滕内斯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不断煽动“革命”行动将使该党

偏离“合法”道路。1931年3月28日，打击的机会来了。德国总统通过一项

避免政治动乱的紧急法令，要求纳粹党严密控制冲锋队，否则将有被宣布

为非法的危险。作为反应，希特勒罢免了施滕内斯和他的得力助手、“参谋

长”瓦尔特·雅恩。从技术上说，这一免职决定是新任冲锋队参谋长罗姆

1931年3月31日颁布命令完成的。138为了报复，施滕内斯和追随者选择发动

又一次哗变，次日再度占领柏林党部和戈培尔发行量达8万份的《攻击报》

编辑部。139但是，这一次他们发现党内对手严阵以待。为消除反对意见，罗

姆承诺到1931年5月1日，所有冲锋队“地区总队”都将得到固定的预算。

大部分柏林冲锋队员很快保证效忠于“元首”,身在柏林的希特勒依靠库尔

特·达鲁格、戈林和戈培尔诱骗或者直接收买了他们。这并不是戈培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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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次倒戈，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及时选边站队，而施滕内斯的命运已成

定局。140

尽管如此，约500名冲锋队队员——大约是当时柏林全部冲锋队队员的

三分之一——追随施滕内斯，创立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战斗组织”,该组

织1931年6月3日与前一年夏季创立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战斗运动”组织合

并。4根据批评者们的说法，常规的冲锋队员接受了基本的准军事训练，但

是政治上仍然没有得到教育，而这些持异议者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自己

是真正的“革命战士”,自称代表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原来面貌”——

军事运动，与该党现行领导层的“布尔乔亚”特性形成鲜明对照，而主宰

纳粹党的是“追逐官位的人”“市侩”和平庸的公务人员。142这群新的“革

命战士”仍然互称“冲锋队队员”,施滕内斯甚至自称“冲锋队最高领袖”

或者“反希特勒”,他原来的副手瓦尔特·雅恩自称为“参谋长”,复制了罗

姆的职务。143这些另类的冲锋队员不再身着褐衫，而是穿上黑色衬衫、戴蓝

色帽子——往往是重染了原来的冲锋队制服。144

施滕内斯最初声称，他的“黑色阵线”和另一支冲锋队(也被称为

“黑色卫队”)从全德国不满纳粹的积极分子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除了

他在德国北部的据点之外，莱比锡、科隆、杜塞尔多夫、汉诺威和多个其

他城市也有异议者组织。不过，纳粹运动左翼的声势很快就衰落了。早在

1931年9月，这支另类冲锋队的领导人就与赫尔曼·埃尔哈特在柏林会晤，

探索结盟的可能性。考虑到埃尔哈特于1926年春季加入“钢盔团”后在冲

锋队队员里留下的恶名，这似乎是相当绝望的举动。145希特勒就任总理之

前的几个月，施滕内斯领导的另类冲锋队(很快改名为“革命战士运动”,

1932年又改名为“战斗队”)已经边缘化。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于1933年1月

66



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夺权之后，“民族社会主义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们发现自身的生命处于危险

之中。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于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被杀；他的兄弟

奥托和瓦尔特·施滕内斯逃亡。施滕内斯后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军事顾问、

蒋介石的卫队长，直到1949年。146

1930年到1932年之间，德国北部的许多工业城市也爆发了类似的冲

突，但规模没有那么大。例如，在蓝领之城不来梅港，当地冲锋队于1931

年8月打断了纳粹威悉-埃姆斯大区领袖召开的一次会议。煽动者被开除

出党和冲锋队之后，他们发表了一封致希特勒的公开信，指责他为了个人

和策略的目的，利用近年来普通冲锋队队员做出的政治“牺牲”;他们声

称，他在“慕尼黑建造了价值百万马克的宫殿”(指的是号称“褐宫”的纳

粹党新总部),而此时冲锋队队员中的失业者数量达到了可怕的顶峰。他们

还写道，纳粹党领导层只关心自己的政治野心，反复令冲锋队队员失望。

这些纳粹持异议者的结论是，“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意指冲锋队)而不是通

过“国会党派”拯救德国。147

这些指责通常以纯粹主义的辞藻表达，要求清除当前的乱象，结束腐

败和社会不公平现象。148在这些冲突中，党派之间的分歧更多的不在于政

治目标，而在于实现目标的方法，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煽动与协商、狂热

与深思熟虑之间的根本差异。1?9这种普遍的紧张关系实际上困扰着纳粹党

与部分半独立冲锋队之间的关系，直到残暴的“长刀之夜”后，后者才趋

于顺从。即使在建立竞争派系的企图最终失败后，冲锋队内部的不满情绪

仍然高涨。当纳粹党通过与海因里希·布吕宁和其他保守党右派领导人达

成妥协，与德国工业界建立紧密关系而成功地合法夺权，许多冲锋队积极

分子——特别是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人——缓慢而坚定地对该党及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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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信心。正如我们在波滕帕谋杀案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局面在1932年

夏季和秋季变得特别严重，戈培尔也意识到，当时大部分冲锋队队员遭遇

“(经济)萧条”。150慕尼黑警察在1932年10月20日的一份详细报告中同样

注意到冲锋队“集体意志消沉”,预测如果该党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加入下

届政府，冲锋队员将大批离去。1?多年以来，冲锋队队员首度减少。1s2不过

总体来说，希特勒不仅设法遏制了冲锋队里普遍存在的不安定现象，还成

功地通过对政治对手的积极和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疏导了追随者的不满。

农村地区的褐衫军

本章到目前为止提供的大部分例子都与冲锋队的成长及其在德国城市

的活动有关。虽然这反映了大部分研究的普遍重点，但如果认为冲锋队只

是城市现象，那就是严重的误导。该组织在德国农村的出现，至少在解释

纳粹党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民意调查中取得惊人成就，以及对冲锋队

活动的全面分析上都是很重要的。从多个德国省份留存的成员名单上可以

看出，从1930年起，冲锋队在农村招募成员比城市里更为成功。据德特勒

夫·米尔贝格尔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的冲锋队员中，有将近70??活在

不超过5000居民的小村落里，只有17.6??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33大城

市由官方规定的8小时工作日使年轻人(特别是没有家庭义务的人)可以协

调工作和党务的关系，与此相反，冲锋队在农村的招募更为困难。在这些

地区，人们通常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传统的权威不像城市地区那么快地

受到侵蚀。154

农业产品跌价是德国农村地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特别是与税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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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出现时。结果是，德国出现了新的“农村人口外流”浪潮，农民的思

想也趋于极端化，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在勃兰登堡的农村地区，年轻农

民——尤其是那些不可能接管父母农场的人——占据了所在“突击队”的

绝大多数。15?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不满情绪高涨，导致1928年发

生了严重的抗议活动，即所谓的“农村人民运动”。虽然这次运动没有正式

地与特定的计划或者党派关联，但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高

度不满，采用农民的革命口号，推介自身为必要的替代品。农民反抗者的

暴力抗议以及他们普遍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情绪，为包括纳粹党在内的

鼓动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纳粹党很快利用了整个德国北方多地发生的暴

动。相比之下，纳粹过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既有的农场主吸引力不大，这

些人首先考虑的是相对狭窄的生活圈和实际问题，而非抽象的祖国概念和

国际政治。15不过，随着经济局势恶化，他们同样越来越容易接受纳粹的口

号，特别是他们高度象征性的行动。例如，1930年在波美拉尼亚西部，冲

锋队员在年轻且极具魅力的律师威廉·卡彭施泰因率领下，介入了该县一

块土地的强制拍卖，殴打第一位出价者，从而表现自己是当地传统秩序的

捍卫者，反对他们所称的“冷血的物质主义”。1S?

冲锋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得以成长的关键人物是农业劳动

者、后来成为商店主的海因里希·舍内，他于1925年8月加入纳粹党。舍

内最初是洛克施泰特营地纳粹地方小组的党、冲锋队及希特勒青年团领导

人，1929年6月被任命为冲锋队诺德马克地区总队领导人。158这一任命下达

之前的几周，他已经对自己作为纳粹鼓动者的经验做了如下的总结：“在自

由土壤上的德国农民比遭到马克思主义者骚扰的城镇人口更容易接受民族

社会主义。”S?早期的纳粹煽动集中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西部地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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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农民运动特别猛烈。例如，1929年5月，舍内命令他的冲锋队员在“圣

灵降临节”期间乘坐自行车发动宣传攻势，集中于纳粹党仍处在萌芽状态

的地区。60到农民运动开始衰退的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已经确立了该地

区农村主要政党的地位，代替了之前强势的保守党和碎片化的“基督教国

家农民与农场主党”(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的分支)。16在这个地区，以及

其他新教主导的德国乡村地区，如东普鲁士、西波美拉尼亚，或者符腾堡

或北黑森农村地区，纳粹党都成为了社会背景的主要组成部分，地位类似

于大部分天主教省份的天主教中央党。16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农村人民运动已经使农民激进化，达到

了参与非暴力反抗、攻击法院甚至投掷炸弹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冲锋

队的暴力手法不需要特别的理由。但在其他地方，情况明显不同。事实证

明，不像大城市里采用的手法那么具有对抗性，而是积极强调未来的第三

帝国对农民的好处，往往给纳粹党带来益处。63在大部分乡村地区，冲锋队

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频繁地与竞争的准军事组织发生身体冲突，而

是利用关系、忠诚度和习惯，不断渗透农村环境。6为了站住脚，尽管人力

和经济手段有限，纳粹分子仍然试图争取那些传统上决定德国农村议事秩

序的权力掮客——小学教师、牧师、大农场主以及易北河以东省份的地方

贵族——利用他们作为“环境开辟者”。16因此，这些地区的冲锋队较少招

募低阶层人员，而是更倾向于村庄中广受尊重、融入环境的年轻农场主和

工匠。166该党自诩为“保守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政党”,167代表着传统的德国

价值观，但由于魏玛动乱时期的环境所迫，不得不采取比迄今为止统治农

村地区的组织更为强硬的立场。

对于任何党派来说，在本地新闻通过口口相传而不是依靠报纸传播的

70



第2章 冲锋队的街头政治——危机时刻的动员

地区，强大的视觉和实体存在都是成功赢得追随者的关键。正如历史学家

沃尔弗拉姆·皮塔令人信服的阐述：在德国农村的小型社区里，纳粹实现

“民族共同体”的承诺不如实际的支持或者未来的个人所得重要。该党提

供此类支持的方法之一是从附近城市雇佣成群的冲锋队员作为季节性工

人，通常以实物或者很少的钱支付工资。果不其然，对这种互惠行动感到

高兴的农民更有可能对该党提出的食物需求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做出善意的

反应。不过，随着冲锋队领导人越来越频繁地将免费得到的食物出售，他们

帮助贫穷纳粹激进分子的意愿受到严峻的考验。忙于田间的农民们也对穿

着制服的冲锋队在工作日外出感到奇怪，这反映了人们的普遍观念——积

极的政治活动应该限于周末，不能打扰社区的日常生活。168最终，当1932

年德国失业人数达到高峰时，整个冲锋队像一群乌鸦席卷乡村，以攻击性

的方式乞讨和盗窃，连当地纳粹党领导人都将他们的行径称作“雇佣兵

所为”。169

因为冲锋队在许多地方的成员数量开始时并不多，它在小型社区的活

动往往限于特定日期和活动。在这些场合下，冲锋队使用轿车、卡车、摩

托车和自行车将队员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造成了该地区冲锋队远

强于实际情况的印象。两个新组织对这种宣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从20世纪

20年代末开始，冲锋队组建下级单位，储备拥有摩托车和私人轿车的激进

分子。从1930年4月1日起，这些单位被称为汽车冲锋队(Motor-SA)。他

们的主要任务是将冲锋队领导人送到党和选举会议上，也可能应召协助培

训冲锋队队员驾驶汽车或者摩托车，帮助这些队员通过官方的驾驶考试，

而无须支付昂贵的驾校课程费用。除了汽车冲锋队之外，还存在民族社会

主义汽车军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s Automobil-Korps,NSAK),这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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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31年4月改名为Nationalsozialistisches Kraftfahr-korps(NSKK,译名同

上),储备愿意承担“运动”临时工作的“摩托化”纳粹党同情者。参加这

些组织不要求正式加入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相反，正如纳粹宣传中所鼓

噪的，“人与机动车生死与共，将机动车辆变成政治斗争的武器”是“冲锋

队精神”。170汽车冲锋队和常规冲锋队一起迅速成长，从1931年10月的100个

“突击队”扩充到1932年8月的680个，有成员26105人。同样，NSKK的成

员也从前一年底的300人剧增到1931年12月的1万人。这两个组织不仅为纳

粹党执行重要的后勤任务，还为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的“现代化”形象

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且，它们使中产阶级同情者可以服务于冲锋队，而

无须参与长时间的游行或者准军事训练。”

1930年到1932年之间，支持纳粹党的投票者成倍增加，特别是新教人

口占主导地位的乡村和农业地区。172在这些地方，人们通常相互知晓政治倾

向，为纳粹党投票的人数增加不应看成个人推动的群体现象，而是“整个

社区改变效忠对象”的过程。173这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冲锋队和汽车冲锋

队的存在增强了效果，尽管并不频繁，但他们往来于乡村，参加利用传统

民族荣誉感的示威游行，并借助当地领导人的影响。不过必须理解，纳粹

高强度的选举活动不仅是外向的、以赢得选民和吓阻对手为目标，同时在

两个方面也是内向的。首先，选举前几周的高强度活动为冲锋队队员们提

供了一系列机会，他们可以做出个人贡献，以此证明自己是一名“政治战

士”。其次，这些活动还是控制和训练迅速增长的冲锋队队员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30年代招募的冲锋队队员不仅来自致力于民族主义

的群体，也有许多遭遇经济困境、缺乏坚定政治立场的德国人。174

1932年4月，为了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活动，在臭名昭著的冲锋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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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队长埃德蒙·海内斯指挥下草拟的有关所谓“宣传风暴”的规定就是这

种两面性策略的典范。这些指导方针要求编成5个单位，每个90人，配备自

行车和一支军乐队。选举前的一周(1932年4月3—10日),每个宣传单位奉

命每天行进30-40公里，至少访问6个村庄。他们在每个村庄停下，分发传

单，举行一次小型音乐会，其中传统的爱国歌曲优先于纳粹战歌。在两首

歌之间，当地纳粹官员发表简短的演讲。不过，这次农村宣传活动的规定

中，大部分都涉及内部纪律。部署之前，每个宣传“突击队”都必须在冲

锋队旗队长汉斯·金特·冯·奥伯尼茨(1933年成为纽伦堡-富尔特警察

局长)“最严格的控制下”进行为期四天的学习。17各单位部署之后，每个

突击队每天至少一次接受冯·奥伯尼茨和其他乘坐轿车行进于乡间的冲锋

队旗队长的评估。夜间的宿营地专门设在同情纳粹的西里西亚贵族名下房

产里，但绝不奢华：农舍和谷仓里略加覆盖的地板上睡着8—10个人。176明

令禁止在当地旅馆过夜，也禁止消费酒精饮料。就寝时间定在晚上9时，以

“避免冲锋队队员携带女伴或者自行在外闲逛”。地方冲锋队领导层甚至禁

止唱“挑衅性歌曲”。17

宣传“突击队”的实际表现似乎不太可能遵守如此严格的纪律。不

过，普鲁士当局很快取缔了这些自行车巡游宣传，当纳粹不顾一切地启动

时，当局立即阻止了他们。接下来的几天里，根据加速推进的法律程序，

至少有110名“宣传突击队”的冲锋队队员被处以罚款和短期监禁。178虽

然这些纳粹宣传工作实际上失败了，但计划本身表明，冲锋队领导层以严

格的服从和纪律约束普通队员。对美学的考虑优先于实际政治氛围，特别

是冲锋队队员行进中发出的声音。正如普费弗·冯·萨洛蒙和后来的罗姆

所要求的，这些年轻人应该以纪律性和决心打动公众，代表着辉煌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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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这张拍摄于1928年的集体照片展示了勃兰登堡普伦茨劳附近一个农场里身穿制服的冲锋
队队员，该农场位于柏林以北大约100公里处。一些站在左边的人穿着便服，其中有一
名年轻女子。冲锋队手里拿着扫帚、手推车和干草叉，暗示他们正在农场帮忙。然而，
保持干净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就像放在最显眼位置上的水盆和两条毛巾显示的那样。
两个穿制服的褐衫队员在马背上摆姿势。去农村“工作旅行”,时间通常在周末，让冲
锋队在德国农村地区受到欢迎，但这种活动也有其他目的，如准军事训练和宣传游行。
特别是在德国东部各省，一些大型庄园主主动邀请冲锋队单位临时入住。

“卷土重来”,同时作为民族重生的象征，但要求他们和当地居民保持一定

的距离。冲锋队员的妻儿禁止加入丈夫和父亲的游行行列，以限制任何形

式的亲密行为，或者可能因男人忠诚度发生的冲突。179他们应该是“党的战

士”,一旦披上褐衫，自己的事迹和看法就变得不值一提。这种世界观在加

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学院阿贝尔收藏品中的纳粹自传里反映得淋漓尽致。作

为纳粹理想的化身、行走和骑车的纳粹广告牌，冲锋队员必须放弃自己的

个性。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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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27日，柏林冲锋队第一区队成员站在波茨坦附近小镇凯钦附近的水果种植

园前。根据这张照片复制时相册中的原始标题，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宣传——“农村宣
传”。车上的横幅意为“道威斯计划见鬼去吧”(指1924年制定的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
计划)、“先面包，后赔偿”和“阅读《攻击日报》”(戈培尔担任总编的柏林纳粹报
纸)。最右边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份《攻击日报》。穿灰色外套的男人是霍斯特·韦塞

尔。年轻纳粹积极分子的姿态显示出对自己宣传“成就”的决心和自豪，与周围田园诗
般的白雪覆盖的空旷风景形成鲜明对比。

换言之，行进中的纳粹激进分子首先是一种“大众装饰”,社会学家

和记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这是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现代生活

的主要特性。这种趋势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确实很常见，因为，正是

“大众本身——不稳定、流动、易变",“是提出所有核心政治问题的合适

媒体”。181对于克拉考尔来说，这些“大众装饰”最终是理性崇拜的空洞形

式，更全面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手法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人类交流的

领域中。不过，他声称人类是可以从这个严密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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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塑造一个人的身体去损害个人表达(比如他所举的例子——“蒂勒女

孩”,以同时如机器般移动身体而蜚声国际的女子滑稽舞剧团),而是通过知

识分子的努力，悟出这些标准化的尝试与资本主义需求之间的关联。182

克拉考尔最初的分析没有包括对政治大众装饰形式的讨论。不过，他

对蒂勒女孩的描述明显和行进在德国街头的纳粹冲锋队有相似之处。至少

从美学角度看，积极分子们的靴子行进时与“工厂中的手”保持一致的程

度并不亚于蒂勒女孩的腿。同样按照克拉考尔的解释，身穿制服的“无性

身体”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能够形成大众装饰，可以互换而缺乏个

性。183五十多年前，克劳斯·特韦雷特对法西斯精神的诠释得出了有些不

同的结论。对他来说，行进中的冲锋队队员身体及坚定的表情并不是“无

性”的，而是一种特殊男子气概的象征。特韦雷特声称，这是应对男性统

治、战斗的暴力幻想以及性侵犯快感的“护甲”。18?尽管有这些差异，这两

位学者都认为，纳粹的“身体政治学”是建立在压制自然本能和中产阶级

性观念基础上的。185

1929年起的冲锋队内部教育材料支持这种看法：这些材料声称，要求

冲锋队队员生活在更高的层面上，而不是只会从女性身上寻找性快感。相

反，冲锋队队员应该“尊敬”德国妇女和女孩、她们的双亲甚至教会。两

性之间的吸引力最终服从于正统标准：“任何冲锋队队员都不允许与不穿

德国标准服装的女孩来往”,这条规定最有可能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

时髦的“新女性”——她们穿着长裤和紧身衣。186当然，这种人际关系指

导方针描述的是理想而非社会现实。但是，它们证明冲锋队领导层试图控

制普通队员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性生活。外国观察家(如1933年前往初

建的第三帝国旅行的记者费迪兰德·图伊)的评论确实说明，冲锋队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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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关系至少在公众面前是克制的：“似乎缺少一种元素——女性。我

只看到一名穿制服的纳粹分子和女友在一起，从他手臂僵硬的程度判断，

他多次注视未婚妻。请注意，纳粹运动是非常男性化的，在这方面纯属

苦行。”187

纪律严明的冲锋队一路上似乎不受女性诱惑的影响，或者说与之有足

够的隔离，从上述意义来说，这是理想的“大众装饰”,但将分析仅止于此

还为时过早。正如克拉考尔注意到的那样，同时代的许多人对流行的生活

改革运动特别是韵律操冷嘲热讽，试图将自己从现代生活的要求中解脱出

来，放弃理性以重新实现自然与灵魂的统一。188冲锋队队员们同样不会将

自己仅仅看成法西斯政治的装饰品。他们当然因为行军和游行时一同创立

的编队感到喜悦和自豪，但并不认为这会降低能动性。从他们的角度看，

这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总动员，使个体可以参与民族的集体意志。他们相

信，只有通过民族，现代人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冲锋队队员

将这种现代化与经济剥削和社会边缘化联系在一起。因此，法西斯的美学

不仅试图利用新型群体编队，还声称为个人提供了在越来越缺乏个性、竞

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的某种方案。在人们普遍感觉个性受到威胁的时代，

民族社会主义承诺协调逐渐消失的现代自我和所谓“永恒”民族，并提供

从过去到光明未来的联系，而“永恒”民族代表的，是以民间传统和种族

起源表达的人类过往成就。这最终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同样认

为自己生活在过渡时期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但它既不是反现代化的，也

不是科技恐惧症。正是戈培尔在1939年初的宣示，最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混

合着浪漫渴望和对科技进步及社会工程信仰的态度：“我们生活在一个既有

机又如同钢铁般的时代，它并没有失去情感的深度。相反，它已经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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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和科技成果中发现了新的浪漫主义精神。”189直到1943年，他仍坚持这

一想法，公开向听众保证，就连战争中的岁月也是一个特殊的浪漫主义时

期——面临贫困的浪漫主义，比过去更艰难、更残酷，但“仍然浪漫。我

们这一时代中钢铁般的浪漫主义体现在为伟大民族目标服务的行动和事迹

中，体现在我们当成不可违背原则的责任感中。在德国的新氛围中，我们

或多或少都是浪漫主义者”。190

冲锋队暴力的危险

然而，冲锋队所有这些特征——城市里的宣传游行和村庄里的鼓

动——都不能完全解释纳粹党整体的成功。1930年左右，民族社会主义对

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具有吸引力，但如果不是许多与他们不一定有相同观点

的人在共和制濒临崩溃时同样没有伸出援手，纳粹也绝不可能攫取权力。

实际上，面对迅速衰退的经济局势，以及国会虽未被废除但从1930年起经

常被总理布吕宁及其后任绕开的情况，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对纳粹及

其政治风格的反对明显减弱了。在数百万人面临生存危机的时代，流行的

德国谚语“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怎么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政治

不再是品味和深思熟虑的问题，而是“街头信誉”、胆魄与直接效果的问

题。因此，连纳粹过度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此时也常常被忽视。9大学教师玛

格丽特·亚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拥有汉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著

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雷尔的门生。亚当自诩为“闪米特哲人”,在20世纪

30年代末声称“1930年9月14日投票给纳粹党的人中，99??怀的兴趣和希

望”——包括她本人——与“该党过度的反犹太意图”没有关联。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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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反犹太思想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自然结果，但没有感受到其中任何

真正的危险——甚至是对犹太人的危险。亚当推断，每个党的计划都比实

际上能够实施的更极端，纳粹也不例外。因此，她认为犹太人的生命和财

产即便在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统治下也是安全的。192

最初对纳粹党表示怀疑的商界领袖此时也对该党怀有同情，特别是该

党与右翼保守党派在所谓“哈尔茨堡阵线”(1931年10月11日在温泉胜地巴

特哈尔茨堡举行的极右翼组织联合集会)上重新聚首之后。193下面摘录的一

封恩斯特·布兰迪私人信件表明了德国重工业领袖的典型想法。布兰迪是矿

业协会主席，该协会是在鲁尔采矿业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这封信是写给他

住在纽约的一个儿子的，日期是1932年3月初——哈尔茨堡集会前几个月，德

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几天，在这次选举中，兴登堡、希特勒和共产党领

导人恩斯特·台尔曼竞争总统职位，布兰迪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描述是：

最为重要的一项运动。它首先是对从战争中期、战争结束

和革命直到当前的政治发展普遍不满的表达。这是一场决心发挥

德国人优良传统品质、技能水平、责任感和道德廉洁的运动，所

有这一切都纯粹是在民族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他们(纳粹)正确

地⋯⋯将民族、祖国看作是最强大的道德驱动力。194

到这个时候，布兰迪和多名同事已经以可观的捐款支持纳粹党及其地

方党魁，最重要的捐赠对象是纳粹埃森大区领袖约瑟夫·特博文。195他们

中的许多人希望从冲锋队得到“对抗工人阶级政党的保护”,使他们从对左

派的让步中解脱出来，在行动上独立于不稳定的国会多数派。196褐衫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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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决心和力量。巴特哈尔茨堡集会后仅仅一周，

来自德国中部的冲锋队在人口将近15万的不伦瑞克城附近举行大会。在这

一场合下，6万名冲锋队几乎“占领”了这座城市，除了在希特勒到场的

情况下举行长达6个小时的游行之外，还参与对当地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惩

罚性袭击”。19对布兰迪来说，纳粹党的立场也与他自己的德国“精英经

济”概念相适应。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培养德国荣誉感，还有民族军

事传统”,他向儿子解释道。“它已经做好准备，摧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

源和分支，决心代之以私营企业、纪律和精英领导层为基础的全民高福利

体系。”198

1932年春季对政治与经济局势的这一评估是目光短浅的，但清楚地表

明纳粹党与相当一部分德国大企业之间的临时联盟不仅是策略性的。99纳粹

在以野心勃勃的道德与社会复兴计划表明自己是另一股政治势力方面取得

了惊人的成功。即使在一封不太可能受到策略考虑影响的私信中，布兰迪

也没有掺杂关于纳粹反犹太主义宣传的关键词。他似乎已经接受了纳粹的

街头暴力，将其视为合理或者至少受欢迎的手段，可以弱化(理想情况下

可以摧毁)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显而易见，这封信反映了布兰

迪的个人观点，但在本书的研究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在政治危机的不断

威胁下，布兰迪、亚当和许多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放弃了最初对纳

粹及冲锋队的保留意见。冲锋队丑陋的宣传口号和咄咄逼人的暴力行为并

没有从街头消失，但德国人已经习以为常。据说，汉堡的小学生发明了一

种新游戏：用棍棒和石块重现共产党人和纳粹冲锋队之间的冲突。至少在

一个案例中，警察介入是阻止这种游戏失控的唯一手段。200许多德国精英人

士认为街头暴力频发是敌对政治气氛的可悲特征，甚至是“政治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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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之一，2°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风潮、经济危机的

暂时性症状，不会带来持久的影响，或者只是士气低落的成年人玩的一场

“小孩把戏”。

相比之下，纳粹领导人以真正的军事术语描述这一时期冲锋队的积极

活动。据冲锋队智囊恩斯特·尤雷克·冯·恩格尔布雷希滕所言，1929年

“秋季攻势”是1930年“突破之战”的先声，此后则是1931年的“推进”。202

尽管使用了这些军事术语，但许多学者警告，不要将政治演说与历史事实

混为一谈。他们声称，1932年的德国远没有陷入混乱和内战之中。历史学

家弗里德里希·伦格最近援引理查德·贝塞尔、德克·舒曼和伯纳德·富

尔达先前的研究，在他关于现代欧洲大都市的专著中总结了这一观点，论

据有三：首先，他声称即使在1932年，德国各州对暴力的垄断并没有遭到

严重威胁。其次，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水平低于一战刚结束

的时期——这暗示着，由于共和派当时并没有屈服，因此在1933年暴力也

不是它最终失败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坚称与其他欧洲城市相比，德国首

都的暴力程度并不是特别高。203

然而，经过仔细的研究，这三点都不能支持伦格的主要论点。对于第

一点，关于魏玛时期警察、军队和德国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环境的区域研究

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1930—1932年是一个内部侵蚀的时期，国家成功地

捍卫了对暴力的垄断这一说法是肤浅的。20420世纪30年代初，离普鲁士及

其首都越远，如下的现象就更明显：政府采取任何措施来表明对政治极端

分子的强硬立场，尤其是动用警察和军队粉碎其示威活动，都越来越可能

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是民主派对1932年非法的“普鲁士政变”和次年第三

帝国建立没有系统性抵制的主要原因之一。20s至于伦格的第二点论据，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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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1930—1932年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与1919—1923年有根本的不同。没

有任何绝对的暴力容限能够决定一个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相反，政治暴

力与暴力犯罪的程度只是需要一同分析的多个因素之一。在国家政府依靠

紧急法令，似乎无法应对大量失业和空前贫困化趋势的时期，街头暴乱和

政治攻击比20世纪20年代初更为重要——特别是在规模庞大、组织得当的

纳粹草根运动利用这一因素的时候。26最后谈一谈伦格的第三条论据，对比

柏林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深入分析确实有益，但不足以作为国家层面结

论的基础。戈培尔的“为柏林而战”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有很重要的象征

意义，但实际上只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夺权的事件之一。尽管魏玛共和国是

在首都走向其坟墓的，但它的瓦解并不是因为那里发生的事情。

魏玛德国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非常了解几年前战争刚结束时出现的危

险，即便对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这种高度象征性的威胁，他们对其危险

性的理解也远比一些后来的历史学家更深。后者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出

发，对发生的所谓“大规模的媒体恐慌——由媒体诱发的、在政治上有灾

难性影响的过度反应”大惑不解，指责“过分偏颇的新闻报道”造成了

“无法控制的暴力活动”的虚假印象，从而暗示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暴力采

用更克制的处理方法，可能避免事件升级。207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观点沿袭

了将魏玛共和国的最终失败归咎于社会和政治精英的传统，这是战后几十

年里盛行的论调。208然而，应该记住的是，历史进程证明，同时代各界(从

右翼革新派到左翼的共产党人)日益强烈的警告并没有错，他们当中许多

人都将1930—1933年的政治局势视为潜在或者初期内战，这些人很快就遭

到监禁、拷打、放逐或者杀害。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的德国总理，冲锋队自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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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痛恨”的共和国之间的战斗戛然而止。纳粹党度过了前几个月发生

的严重内部危机，但也失去了一些最为忠诚的支持者。该党领导人知道，

他们此时面临着兑现承诺的巨大压力，迫不及待地利用了首都壮观的菩提

树下林荫大道——德国皇帝及皇室的正式检阅场——宣示其政治野心。1月

30日晚上，15000名褐衫军列队通过勃兰登堡门，向希特勒致敬，后者则从

靠近帝国总理府的一扇窗户向他们示意。20因为这次游行是在一个灰暗寒冷

的冬日里匆匆组织的，这一活动留下的印象没有预期的那么壮观，促使纳

粹党在几周后重新举行了游行活动。真正的支持者无疑为新总理的登场欢

呼，但一位细心的柏林居民也亲眼看到，冲锋队员以重击背部的方式强迫

好奇的城市居民向希特勒致意。210不过，正如保存下来的1933年1月30日晚

上德国科隆广播电台解说稿所表现的，广播听众没有机会感受到纳粹胜利

游行的这种矛盾特性。电台播音员就像第一个小时出场的激进分子一样吟

诵道："10万支火炬在威廉大街上挥舞⋯⋯他们列队经过勃兰登堡门，那是

冲锋队的褐色队列——一场损失巨大的漫长战役的胜利者。他们举着如鲜

血一般火红的旗帜，上面有白色背景的与字——象征着初升的太阳!多么

不可思议的辉煌景象!”2未来几个月的官方基调就这样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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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青少年的“褐色崇拜”和魏玛共和国的暴力活动

法西斯主义要求人们保持积极，以全部的精力投入行动。

——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吉奥瓦尼·秦梯利

《法西斯主义》(1932年)

“不应该低估希特勒在年轻人中的支持度，我们不应该低估对手，而

应该意识到这么多人的心理力量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在激励着他们。”德国

犹太裔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既尖锐批判民族社会主义，又认真地观察他

所在的时代，早在1924年4月的知识分子周刊《日记》上就发表了上述警

告。2近距离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慕尼黑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动乱之后，布

洛赫对早期纳粹党、该党的宣传及与日俱增的吸引力都非常熟悉。这一特

殊的批判性言论是对1924年4月1日所谓“希特勒审判”结果的直接反应，

他警告读者们，不要以为这位巴伐利亚当地极端民族主义领袖的故事已经

画上句号。布洛赫认为，仅靠讽刺和厌恶不足以和民族社会主义做斗争，

因为“除了可憎的旁观者和共犯，新一代青少年在核心里闪耀着光芒，这

是精力充沛的一代人。17岁的孩子们满怀热情地响应希特勒。再也没人能

够认出那些苍老、沉闷、沉湎于裤子上的褶皱、时常喝得烂醉的学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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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心怦怦地跳动着”。3

布洛赫的评论道出了一个根本问题的核心，每部关于早期纳粹运动的

历史著作都必须讨论这个问题：一种政治形式的基本情感吸引力，这种政

治形式以暴力作为团体组成的核心要素，在纳粹的“民族共同体”内部及

外部人员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正如前文所述，暴力的使用——不管是

真实还是象征性的——尽管在其使用上还有各种实际的限制，但从20世纪

20年代初起就是富于侵略性的纳粹政治学的核心要素。在本章中我将论

证，结合一些从理论上说明暴力活动历史的最新发现，形成更为广泛的

观点，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我的观点不仅仅聚焦于纳粹运

动，还以两战之间的政治文化为背景，考虑了我称为冲锋队“青春与暴力

崇拜”的影响。

战时的经历——个人经历、各种老兵协会的回忆以及文学和电影中的

文化升华——形成了两代欧洲男性的看法。4除了真正参加过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人之外，年轻一些的人也深受兄长和父辈命运及故事的影响。德国

在这方面与意大利没有任何不同——在意大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效仿长

辈，信奉法西斯主义。他们迫切地“渴望行动”,“伴随着家庭纽带的深刻危

机”,也伴随着成人权威特别是男性权威的危机。?冲锋队越来越重要，既是

德国政治日益军事化的结果，也是其先决条件。这一进程有多个维度，其

中许多都超出了纳粹党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国界。换言之，本章的目标是

阐述冲锋队逐步增强的吸引力，这一发展与数百个与之竞争的民族主义准

军事组织命运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者通常只存活短短几年，政治影响力也

十分有限。除了有助于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流行的几个得到确认的因素之

外，我还将论证，正是“青春与暴力崇拜”——这并不是冲锋队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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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他们成功制度化的——对该组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成功做出了贡

献。?冲锋队在1928—1932年发展成为享有社会运动特征的组织。除了美学

上的吸引力之外，这些特征是它对公众吸引力的要素。8这两个要素都有助

于整个纳粹运动的“年轻形象”。在这几年里，冲锋队还成长为德国军队的

合适伙伴，与其一同努力克服《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褐衫军狂暴的激进

主义思想甚至为试图反击时代“邪魔”的年轻基督徒们提供了榜样，与这

些“邪魔”关联的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

等流行词。

每位传记作者都应该意识到不自觉地以主观印象作为基准诠释其他所

有社会现象的危险。同样的风险也适用于集团的历史，特别是冲锋队这种

世界观极端自我参照的组织。因此，本章为纳粹的内部视角提供空间，但

谨慎地以区分如下两点为目标：一方面是思路与情感，另一方面是该党对

当时“实际”政治发展常常相对有限的影响。而且，我尽可能地整合对照

的观点，比较纳粹激进分子和其他准军事党组织。虽然这种具有法西斯运

动特征(但并不仅限于这种运动)的“新激进主义政治风格”是欧洲两次

大战之间的常见现象，9但从跨国视角出发针对德国冲锋队独特之处的研究

相对比较少。这里选择的多层面方法有助于确定冲锋队“成功”的原因——

这种成功不仅促进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使个人的努力——“行动”——成

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要素，而且为1933年建立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

好斗的男子汉气质

虽然从1926年起，纳粹军队中的最高领导职位交给了退役军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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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战老兵和之前的德国军队职业军人——但事实证明，冲锋队对尚未

经历战争的年轻人最有吸引力。°这一年龄段往往被称为“战争中的青年

一代”,由1900—1910年出生的年轻男子组成。这个词因右翼知识分子恩斯

特·金特·格林德尔1932年的著作《年轻一代的使命》而流行，后来从一

个政治斗争名词变成历史分析的一个类别，但是这种转变的问题本质和包含

的性别偏见很少得到承认。"此年龄段的男子曾经在学生时代接触无所不在

且往往情绪激烈的德国战争宣传，深受德国英雄主义和战场牺牲故事的影

响。'2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冲锋队积极分子。但是，考虑到魏玛

德国准军事和右翼青年组织的数量，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男

性青少年认为20世纪20年代各种“自由军团”和民族主义联盟是一个受人

欢迎的机会，可以“生活在对浪漫勇士的狂暴幻想之中”或者履行为民族

大业而战的职责。3这些年轻狂热者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将接受召唤、继

续父辈1918年未竟的事业——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父辈是被后方不忠诚的

德国人“背后捅刀”,才被盟国军队解除武装的。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决心

阻止更多的民族耻辱，或者更糟糕的情况——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他们形成

了“极端好斗的男子汉次文化群体”1?,推动着冲锋队1934年之前的发展。

慕尼黑的案例仍然具有启发性：正如第2章所述，1919—1920年巴伐利

亚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与严重的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造成民族主义者和巴

伐利亚排他主义者将对军事失败和后续民族“耻辱”的愤怒和羞耻感发泄

到他们认为的“内部敌人”身上。对“布尔什维克”、普鲁士人、巴伐利亚

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憎恨形成了一种背景，年轻人狂热的激

进思想可以据此解读为“捍卫祖国”。这种观点早在1919年就已确立，当时

巴伐利亚的新国防军宣布，慕尼黑学生对维持公共秩序的任务是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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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认为，所谓的“学生连”——慕尼黑、维尔茨堡和埃朗根由学生

组成的军事部队——特别忠于逝去的德意志帝国思想及价值观。1919年夏

季，全国的此类学生军有大约5万人。在军队的眼中，这些年轻人仍然没

有受到所谓平民化道德的“腐败影响”,但真正战斗经历的恐怖与苦难已经

唤醒了他们的幻梦。因此，他们的理想主义思想很容易转化成对“内部敌

人”的反对。1919年2月21日，巴伐利亚州总理库尔特·埃斯纳遭到刺杀，

一群慕尼黑学生报之以欢呼，说明连政治谋杀都没有被看成完全不合法的

现象，上述策略似乎更有前途了。16

准军事激进主义是魏玛共和国初期慕尼黑学生生活的关键元素，这和

中欧其他大城市类似，最显著的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7但即使在政治较

为稳定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准法西斯党派“法兰西行动”的青年组织“保

皇队”在20世纪20年代也招募了巴黎拉丁区的许多学生。8停战之后很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仍继续在中欧年轻人中形成反响。

他们中的许多人感觉，个人和集体生活都是由不断的战斗组成的。这带来

了危险，但也包含着个人提升和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德国公共机构支持这

种战后的青年理想主义。慕尼黑大学理事会于1919年5月正式宣布，服务于

国家是每个学生首要也是最高尚的职责，学习只能排在第二位。1919年夏

季开学时间延迟，这是对相当一部分学生服兵役的尊重。与魏玛国防军协

商之后，大学理事会同意只在周一到周四上午授课，这样学生们就可以在

此后的三天半里参加军事训练和演习。9即使在战争时期没有接受军事训练

的男学生，现在也需要熟悉军队的精神世界，学习基本的作战技能。

事实证明，大学为1920—1923年第一批纳粹冲锋队的组建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对一些冲锋队早期成员来说，第一批冲锋队单位的活动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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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1919年准军事学生经历的延续。随着德国社会活动慢慢“正常化”,巴

伐利亚本土防卫组织吸收了上述准军事组织的重要部分，这样的军事化生

活方式很快就只存在于最极端的政党，如德国工人党(DAP,即不久之后

的纳粹党)。2?当然，学生在早期的冲锋队只占少数，但他们是冲锋队成员

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影响力超出了在统计学上的比例。警察截获的早期冲

锋队登记资料中列出了144个与职业有关系的名字，其中11个登记为“学

生”(出生于1897—1905年),另有多人为“未成年学生”。2法兰克尼亚第一

支当地冲锋队的领导人古斯塔夫·施泰因贝克是一名24岁的学生、前海军士官。

22慕尼黑冲锋队第11“百人队”从1923年起由鲁道夫·赫斯(后来成为希特

勒的副手)指挥，据说当时完全由学生组成。23

但是，仔细观察会促使我们在从这些例子中得出结论时更加谨慎。至

少在截获的名单上，“学生”似乎是自愿接受的头衔，更多地与个人社会与

教育背景有关，而不是真正的职业。241921年9月，刚刚被任命为冲锋队负

责人几周的“法律学生”克林奇接受了巴登当局的审问，他解释道，从海

军退役之后(表面日期为1921年6月2日),他在博尔库姆的东弗里西亚岛度

过了学习开始前的假期。该岛位于德意志帝国的西北端，从19世纪起就以

反犹太海滩度假胜地而闻名2?——克林奇深知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告诉当

局的是，作为一名海军中尉，他曾在1918年企图阻止该岛的军官食堂上升

起代表革命的红旗，并因此被后来的新国防军海军拒之门外。1919年初，

他返回柏林以北滕普林市享有盛名的新教高中——约阿希姆斯塔尔高中，

在那里参加了所谓的“战士课程”——为退役军人准备“战时高中毕业

证”考试的课程，这种毕业考试相对不那么正规和严格。克林奇在学校里

继续他的保守主义鼓动，是1919年1月26日组织非正式“皇帝生日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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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手之一。26

根据1921年9月的证词，克林奇在几个月前搬到慕尼黑，目标是学习法

律和社会科学。但是，新学期在10月前尚未开始。夏季的几个月里，克林奇

参加了纳粹党的会议，他将这一活动当成另一个学习课程：“那里倡导的思

想令我着迷，以至于我把学习都限制在那里涉及的问题上。我全身心地投

入对付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问题上。”27克林奇只在1921/1922年的冬季学期和

1922年的夏季学期就读于慕尼黑理工大学，此后就退学了。28他在这几年的

主要活动是担任纳粹青年组织的全职教员和准军事组织中的参谋。

对于其他曾在不同大学就读的早期冲锋队领导人，学习的严肃性同样

值得怀疑。迪特里希·冯·雅戈在1921年秋季顶替克林奇担任冲锋队临时

头目，于1922年1月底搬到蒂宾根，不久以后登记成为埃伯哈德·卡尔斯大

学的客座讲师。到1922年2月，冯·雅戈还成为了城里历史悠久的奥西安德

尔书店的实习生，该书店此时属于两名退役海军军官，他们也同样曾是埃

尔哈特旅的成员。29但是，冯·雅戈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与藏书无关。希特

勒派他到蒂宾根任符腾堡冲锋队参谋长，以便帮助发展该地区萌芽状态的冲

锋队并加以监督。1923年4月，蒂宾根的纳粹分子以“非政治远足俱乐部”

的化名行动。30

事实证明，传统的大学城蒂宾根是符腾堡纳粹运动成长的有利场所。

退役军人、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许青格升任萨克森州警察局长，后来成

为“帝国战旗”领导人之一，他早在1926年就指出，在蒂宾根，“顽固的

小镇教授们”正用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德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许青格抱怨

道，当地书店的橱窗里，鲁登道夫的回忆录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摆在

“各种被大都市唾弃的拙劣的德国反犹太主义书籍旁边”。31在1925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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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与“帝国战旗”组织发生冲突，就已经标志着蒂宾根民族主义情绪

的高涨，发生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帝国战旗”组织企图保护与演说家埃米

尔·尤利乌斯·贡贝尔的会晤，贡贝尔是一位研究魏玛政治暴力的统计学

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32当地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基层组织在1926年

就已经在埃伯哈德·卡尔斯大学建立；接着是1929年，成立了一支真正的

冲锋队学生“突击队”。33

20世纪20年代，相当一部分属于“战争中的年青一代”的纳粹与冲锋

队领导人摇摆于党政工作和课堂之间。34他们不仅促使更多德国大学学生在

政治上极端化，还将传统的学生领导权力转移到由更广泛德国男性群体组

成的冲锋队。克林奇等年轻中产阶级冲锋队领导人，以及冯·雅戈这样具

有贵族背景的人，都自视为即将出现的“民族共同体”的先驱。他们认为

自己是真正的精英，不信任准军事规则，而是“民众中最有能力的人”的

领导，他们还声称已经得到了(仍然沉默的)大多数民众的支持。3这些信

念使他们自诩的德国男性青少年教育者角色变得合理，他们试图使青少年

远离“酒馆、纸牌游戏、饮酒和街头的危险，以及不道德的非德国化文学

及艺术”。3?尽管这种纲领性声明与许多冲锋队“突击队”的社会现实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但冲锋队的意识形态是以1914年前青年运动的主张为基础

的。两者都强调“纯粹”是人类与社会进步的前提，但追求的目标有根本

的不同：德国青年运动与德国“文化资产阶级”的理想一致，认为进步可以

通过让青年男女成长为身心“健康”的个体来实现。3相反，冲锋队员认为

这首先是成功地重新武装德国男青年的前提。年轻男子参与拳击和柔道训

练；学习军事条令、作战技巧和武器使用；以及纳粹深化其对“故土”和

德国特性的“爱意”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的：在新一代德国人的心中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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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思想。38纳粹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冲锋队领导下的新一代将掌握民族命

运，“反击”国内外敌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法国人及英

国人。39

自称为“战争中青年一代”的这些人和1914年之前的青年运动成员都

有共同的信念——一种新的“精神”和“理想”必将战胜现代资本主义思

想。这种思想在极右翼分子中很常见，甚至和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形成了

共鸣。41930年前后，政治青年之中产生了一种跨越党派的信念——以政治

自由化和国会制度为支柱的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我

们必须从心理上对其进行清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卡尔洛·米伦

多夫在1932年发出了有力的呼喊。4真正的民主——代表人民真正意愿而非

敌对阶级利益的民主，将依靠不同的手段实现。米伦多夫与志同道合的政

治家、政治作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制”,这种制度不是

通过正规程序合法化的，而是来自“真正的政治领袖”与其追随者们想象

中的有机纽带。42“今天，没有人愿意翻越议会体制设置的障碍，年轻人当

然更是如此”,与米伦多夫同党派的奥古斯特·拉特曼如是说，他有些荒谬

地强调，民主只能依靠“不同的代表和政府体系”拯救。43

魏玛共和国晚期，流行的战斗口号“让路吧，你们这些老人!”就这

样得到了强有力的新鲜内涵。纳粹“加剧了现有(从世纪之交就盛行于德

国)的代际紧张关系”,并将其转到有利于自己的一边。他们实际上利用了

年轻反叛者最初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的政治渴望，先将其转化为该党的一

种宣传手段，接着从1933年开始，将其变成所谓“年轻人支持第三帝国”

的信号。?从1929年底开始介绍冲锋队组织及价值观的一本综合小册子甚至

声称，冲锋队领袖的任务是根据民族社会主义理念，为队员们提供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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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意识。4所有在实践中接受这些理念的人都被要求将自己看成新的德国

精英阶层成员，他们团结在一起依靠的不是社会同质性，而是信仰与归属

感。因此，从慕尼黑的初期开始，冲锋队领袖就要求队员们“视彼此为兄

弟和真正的同志，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和贫富”。46

女性纳粹激进主义

上述的“兄弟情谊”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女性，是冲锋队员中引起

激烈辩论的问题。最近，安德鲁·瓦克尔富斯强调女性“在冲锋队里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但遭到忽视”,她们帮助男性“穿衣吃饭”,并在他们生病时

加以安抚。但是，他也提到女性只能在纳粹运动中得到“有限的地位”,因

为她们往往被阻止体验“战斗”,从而无法要求与男性伙伴相同的待遇。4?在

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虽然女性没有被正式排除在冲锋队之外，但很明显

这是一个由男性创立、也是为男性而创立的机构。纳粹冲锋队条令(1926

年9月17日生效，1927年5月31日略作修改)第6条定义了“女冲锋队员”的

职责，将女性纳粹积极分子的活动限制在为冲锋队员提供支持，更常见的

工作是维护他们的社会福利。帮助贫困的党员、为出差的纳粹同僚提供给

养以及在圣诞节分发礼物都是职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制作旗帜、衬衫、

帽子和党员徽章。48与民族主义组织“钢盔团”在1931年直截了当地说明

“我们的妇女不应该积极投身政治”49不同，民族社会主义者只是简单地宣

布，传统的女性工作形式都是政治。纳粹党意识到，它必须将触手伸向女

性，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创立纳粹党的“聪明人”在早期对合

格的女性纳粹社会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则毫无头绪。50

93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这些“女性”任务对妇女的吸引力有限，不仅与对男性同事更加积极

的要求相比是如此，与该党其他过分华丽的辞藻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

如社会学家特奥多尔·阿贝尔1934年收集的一些女性民族社会主义狂热分

子的自述所示，她们实际上和男性同事有着类似的价值观，以完成与其相

同的任务而自豪。51女性纳粹分子不反对该党提出的正式要求，愿意投入福

利活动、为男性同志提供后勤支援，为“运动”做出贡献，但她们带着最

大的热忱描述的，却是带有“男子气概”的活动。例如，来自柏林的希尔

德·伯姆-施托尔茨自称“追求种族真实、纯洁灵魂的战士”,她声称自己

不再有任何业余时间了，但觉得加入民族社会主义“战士”的行列是一种

褒奖，按照她的说法，这是“完全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运动。

5孀居的赫塔·冯·罗伊斯同样强调，当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巴伐利

亚各省纳粹组织早期成员参加“战斗”时，经历了许多幸福时刻。在几年

后写下的文字中，她提到自己因为在其“政治右翼的家庭成员中得不到理

解”而孤独地成长。迁居到柏林的冯·罗伊斯深情地忆起在“蚂蚁”“黄

蜂”和“熊窝”等著名纳粹巢穴度过的夜晚。她曾在那些地方准备和分发

用于面对面传播纳粹思想的传单。”最后，比她年轻得多的马莱娜·赫德以

类似的口吻描述了自己在纳粹活动中遇到的“危险”时刻，这位来自北黑

森克莱嫩格里斯村的姑娘1929年15岁时就接触了纳粹运动。尽管朋友和家

人一直不能理解，她仍然声称，自己不仅对纳粹事业保持着忠诚，甚至参

加了在卡塞尔城举行的危险的“红色会议”(实际上是“德国和平协会”组

织的一次会议)。作为著名的纳粹支持者，赫德自称在村里“从未安全过”,

每晚都受到骑自行车尾随她的对手们的骚扰。她还声称，曾险些被从邻居

窗户扔出来的原木砸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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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叙述的真实性成疑，是为了证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献身”

而制作的，因而充满了宣传性的陈词滥调，但这些自述都表明，虽然女

性纳粹积极分子履行的是该党分配的从属任务，在她们的感情上引起最强

烈反应的却是那些与男性同事一起参加的活动和经历，比如暴露在身体伤

害、殴打和唾骂的危险之下。这一评估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史学观点——纳

粹街头政治首先是男人的事情，女性仅限于辅助角色——并不冲突，不

过，它确实改变了关于女性在街头政治中处于被动的长期观念，这一观念

在共产党身上已经成功地受到了挑战，但却没有同样地扩展到民族社会主

义者。?女性纳粹积极分子向往参与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不过采取的是适

合女性的道路。571940年，冲锋队宣传者汉斯·施尼克斯的妻子洛蕾·施尼

克斯断言：“我们在伙伴和自己身上体验到了冲锋队的精神。”8在某些情况

下，“冲锋队母亲”(纳粹的一种爱称，指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些成熟女性，

她们照顾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冲锋队男青年)和受到她们照料的人之间的紧

密纽带持续到了死亡之后。马格德堡一座纪念该城“老战士”的纪念碑表

达了这种期望：1931年庆祝60岁生日的“冲锋队母亲”贝尔塔·魏因霍贝

尔将长眠于她的“孩子们”左右。?

不管政治偏好如何，魏玛共和国的女性(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女

性)绝大多数都持有这样的观点：19世纪“伪善的小资产阶级道德观”将

妇女禁闭在家庭环境中，不是她们未来生活的现实选择——至少不能被迫

承担这一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回归”家庭守护者和母亲的角色对女性

不再具有吸引力。中低阶层者特别同意上述观点，她们受到魏玛时代晚期

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影响最为强烈，在那个时候，阶级归属比任何其他因素

都更明显地决定了男女角色的观念。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初，女性只有

95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在自主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认为这种“回归”是可以接受的。20世纪30年

代末女学生数量的显著上升表明，人们普遍认为第三帝国强迫妇女回归家

庭，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既低估了女性的“自我意志”,也低估了纳粹政

权对性别的矛盾看法。0

情感需求的满足

冲锋队领袖极其大胆的自我认知很自然地招来了政治对手和知识界的

蔑视和反感。1925年，弗朗茨·施魏尔冷淡地写道，纳粹对持异议者的恐

怖活动造成了普遍的厌恶——尤其是，“新公众情绪指导方针的实施者大部

分不属于经验上进行这种工作的年龄段”。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只

有纳粹思想家才过度信任男青年从根本上改变所处社会的能力。前文所述

的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许青格在1925年同样强调，德国青年是“新的种

族”,“在世界大战的熔炉中成形，焕发着革命精神，由我们的新国家锻造成

男人”。许青格坚持认为，这些年轻人具有理想主义思想和充沛精力，是为

新国家而战的“突击队”,不应该将其留给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应该引导其

参与民主制度的复兴。他想象，这种复兴不是通过改革而是通过革命和战

争实现的，他表达这一信念的口号有时与纳粹的辞藻难分轩轻：“让我们为

这个国家的战斗做好准备!”62

20世纪20年代的冲锋队最初只是参加这一“战斗”的许多组织之一。

他们得益于早期纳粹运动与魏玛共和国的根本对立，因为他们无须像当时

的其他青年政治组织一样，为了策略目的而妥协。3普费弗·冯·萨洛蒙和

后来的罗姆实施的内部改革造就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准军事组织，该组织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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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利用了对草根阶层的动员。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关注相对新颖的

“情感历史”研究的人6?——将“情感”“魅力”和“信心”作为分析大众

政治学的关键词。这种分析角度确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相当一部分两次大

战之间的德国年轻人受到第二冲锋队吸引的动机，特别是与20世纪70年代

起的一条研究道路结合起来，这条道路首先全面分析法西斯主义，然后将

民族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两次大战之

间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并非来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来源于参与和刺激。

1932年，24岁的里夏德·F.贝伦特是第一个倡导此类观点的学者。在

前一年获得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贝伦特返回柏林，那是他成长的地

方，现在他可以近距离见证魏玛民主制度下的最后几次动乱。“贝伦特的成

果是关于同时代政治激进主义形式和起源的一本原创书籍，从社会学和心

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67受到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如罗伯特·米歇尔斯、

赫尔曼·施马伦巴赫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影响，贝伦特有力地指出，

这个现代国家(德国)发生的危机是各个机构无法满足人民情感需求的结

果。因此，他声称这一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已经提高，并将继续提高。贝伦

特以弗洛伊德学说的语言说道，政治甚至将成为一个“固着的对象”。只有

参与政治，才能使觉得自己无家可归的个人避免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68

集体(政治)行动能够吸收个人的“自由性冲动”,从而满足他(或她)。只

要现代社会不允许个人确立与某个整体(或者想象的整体)的纽带，由集

体活动定义和维系的特定组织将参与到相互对抗的斗争中。9

贝伦特认为，允许这些组织实施攻击性行为，不管这些活动涉及何种

意识形态，都将使它们的成员得到“情感实现”。7°他认为意识形态不过是策

略性的政治理由，或者个人层面上事后的合理化解释。通过集体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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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纽带的理想框架是由魅力型领导人指挥的“联盟”。不过，这样的联盟

可能只需在有限的时间内存活：它始终是(亲密的)社团组织和(无明显

个性的)社会之间的过渡形式。"因此，联盟的成员不可避免地自视为“新

势力”或者“精英阶层”的成员，与现有社会及政治秩序分道扬镳，赞美

一种未来秩序的建立。他们必然渴望冲突，因为个人的成功与成就只能通

过行动实现。然而，贝伦特称政治“行动”不一定能转化为传统标准上的

政治“成功”。按照他的看法，魏玛德国的政治暴力——街头、酒馆和厅

堂里的斗殴和暴乱——就是终极目的。这是允许表达最强烈情感的政治领

域，类似于当时群众体育活动爆发出的“体育狂热”。据贝伦特说，两次大

战之间的军队以类似于街头恶棍的方式处理政治事件，利用大众体育竞技

的情感来实现个人目的：测试他们的体力，作为刺激、赋权和最终自我提

升的手段。"2

只要人们意识到这一观点阐明了冲锋队的某种(而非所有)社交形

式，那么以此方式分析纳粹冲锋队的活动就是有益的。例如，贝伦特的书

中遗漏了对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形式如何影响和帮助塑造同时代政治组

织的反思。他的方法论最为重要的优势在于使学者们没有必要解释，1930

年前后粗糙的纳粹意识形态是如何一夜之间吸引数十万德国男性的。即使

警惕的犹太自由主义周刊《中央联盟报》也提到，不应该将纳粹在1930年9

月选举中取得大胜解读为对该党反犹太主义信条的普遍支持，而是数百万

选民陷入“最深的绝望”的一种迹象。”长期的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当然接

受纳粹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包括狂热的反犹太主义，但对于许多冲锋队

普通队员来说，这一运动起到的组成“情感共同体”的作用更为重要。这

些共同体可以表达绝望、仇恨等情感，并鼓励使用暴力。74正如上一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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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随着经济状况恶化，这种共同体建设方式对“普通”德国男性和女

性越来越重要。

贝伦特的书于1932年底出版，距离纳粹掌权只有几周的时间。今天，

这本书已经被完全遗忘了。采用类似解释模型的较新研究强调，20世纪20

年代末、30年代初的冲锋队已经转变为一种真正的社会运动；因此，它成

为了此类草根激进主义运动的范例。然而这种分类方法是有问题的。20世

纪80年代有影响的社会学家约阿希姆·拉施克将“社会运动”定义为“动

员起来的集体行动者，以高度象征性的整合和简单的角色规范为基础，应

用灵活的组织及行动方式，追求根本社会变化的目标”。7很明显，冲锋队至

少在1934年之前满足上述标准中的大部分。首先，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

在1929—1934年，它成功地动员了群众支持纳粹运动。其次，尽管不断进

行内部重构和领导层更迭，且有短期被宣布为非法，但它是持续运作的。

最后，冲锋队明显是一个促进根本社会变化的组织。冲锋队的主要目标不

仅是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秩序，代之以“能够更好地处理德国内外部问

题”的独裁政府，而且还鼓动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真正社会包容的

“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模糊现有的阶级差异。

如果按照上面定义的标准衡量冲锋队，有疑问的元素是“低角色特异

性”,或者在社会运动中只存在模糊定义的角色。冲锋队的组织与纳粹党类

似，根据的是“领袖原则”,不同的职务很灵活。显然，有些冲锋队员在短

期内就有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其他一些人则在几周后就退出了。不过，冲

锋队作为具有等级制度的组织，定义了不同的角色——普通队员无权修改

这些规则。冲锋队中层领导本应是队员的楷模，在履行职责时当然拥有权

威，但即便他们最终在改变冲锋队等级制度及组织方面权力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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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同时领导和服从，而且没有明确地受邀参与塑造冲锋队组织的过

程。这就是拉施克难以确定冲锋队是不是典型社会运动的原因。有时候，他

将冲锋队描述为“极权主义运动”,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在这种

运动中，大批狂暴群众的自发活动嵌入一个稳定的组织框架中。76

历史学家斯文·赖夏特后来采纳了拉施克的定义。他毫无疑问地将冲

锋队定义为一个社会运动，特别强调社会运动和法西斯运动共有的四个要

素：首先，形式松散但仍有效的组织结构；其次，内在的活力；再次，政

治共同体的某种“紧密性”;最后，对流行政治制度的激进立场。”虽然

赖夏特也告诉读者，拉施克定义的各个部分并不都适用于冲锋队，但没有

明确地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解决方案。相反，他重复了拉施克的主

张——“社会运动不拥有常规的成员结构，也不提供解决内部问题的制度

方案”,尽管这两个条件也不适合于冲锋队，因为它有常规的成员名单和

仲裁权。78当然，纳粹党和较高级冲锋队指挥官的优势在控制手下时会遇

到困难，特别是在1931年和1932年，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冲锋队最高领袖

(OSAF)和慕尼黑党总部施加的决定性影响。

在这个时候，重新阅读贝伦特1932年的著作最为有益，因为他广泛地

论述了社会运动中的领导问题。将他的思路与更新社会学文献中的发现融

合起来，我建议将魏玛时代末期的冲锋队定义为一个像社会运动那样动员

追随者的政治组织，但与此同时，它在地方层面上采用和“联盟”相同的

层次结构。79大部分此类联盟在全国层面上形成自顶向下紧密配合的准军事

指挥体系，确保党的最终控制，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普通冲锋队员

的草根激进主义思想。

确保每个“联盟”凝聚力的决定性人物是具有魅力的领导人。很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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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魅力是用于描述20世纪民粹主义政治领袖(从右翼的希特勒和墨索里

尼到左翼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影响力及成功的概念。8然而，魅力被理解

为领导人及追随者之间的“纯情感纽带”,绝不限于这些标志性的政治领导

人，还包括贝伦特定义为“超凡魅力集团联盟”的社会运动现象。8虽然

我们习惯于将现代的魅力(以及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术语“超凡魅力型统

治”)看成宣传的效果以及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但它首先必然是“根植于

社交微观层面”的现象。8在日常运作中，冲锋队——正如贝伦特早就认定

的——招募其追随者不是过多地通过抽象的政治方案和特定的军事美学，

而是通过形成于地方冲锋队领导人以及特定冲锋队单位中普通队员之间的

魅力关系。

具有魅力的冲锋队领袖在行动上和理论上都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关

键角色之一。这一角色从1922年5月16日起就在题为“冲锋队单位组建方

针”的文件中详细描述。地方纳粹党领导人任命特定冲锋队领导人仅以后

者的“勇敢及军事技能”作为根据。不过，一旦任命，即使低级别的冲锋

队领导人也享有相当的自主权。他们从慕尼黑冲锋队总部接受一般性指

令，后来也接受直接命令，但在将这些相当技术性的原则转化为实效时相

对自由。而且，根据1922年的指令，每个冲锋队领导人只负责确保队员承

认自己的权威。3换言之，较大的冲锋队组织试图确保，只有具备魅力权

威的人才被任命为领导人。多年以后的1931年，当冲锋队成长为超过10万

人的群众组织时，罗姆的第2号命令将“突击队长”定义为冲锋队里最重要

的角色，明确要求他负责冲锋队同仁的命运，根据新的规章，突击队员的

数量在70—200人。突击队长应该熟悉手下所有队员的生活，分担他们的痛

苦，在必要时提供帮助。8?毋庸赘言，这种关系的社会现实往往不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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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据报告，1932年在安哈尔特小镇弗洛泽里，一名突击队长为了将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下辖的队员，用拳头和刀子袭击了其中一些人。85

事实证明，最终确立的大规模职责和互信体系对上级和下级都是有利

的。一方面，成功指挥一群志同道合追随者的人往往很普通、也很年轻，

他们会以自己的领导素质而自豪，而冲锋队员同时受益于榜样和“关键先

生”的存在。有魅力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紧密个人纽带的发展也是面对冲突

时促进相互团结的一种手段。6魏玛时代冲锋队员撰写的许多个人文件证

明，冲锋队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情感“避难所”,让他们远离自己感觉冷

酷、敌对的外部世界。特别是对于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以及没有妻子儿女

或近亲的人们，冲锋队的“突击队”代替了家庭的地位。一位前冲锋队员

后来回忆道：“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觉得完全被人们接受。”87当冲锋队

员因为就医或者入狱而暂时离开“家庭”时，他的伙伴们就被号召起来，

在能想到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定期探视他、寄给他“有趣、有益”的阅

读材料、从情感和财政上支持他的亲友。为此，柏林纳粹党部于1930年5月

组建了“冲锋队入狱者及伤员协助会”。88最初，这个援助组织没有得到慕

尼黑总部的财政支持，仅依靠党员的捐赠。6个月以后，柏林警察注意到该

机构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几名被拘押的冲锋队员收到了少量实物捐

赠。不过，警察正确地预测，这个援助中心的重要性将会很快提高。89

前冲锋队东部地区总队长瓦尔特·施滕内斯于1931年4月被逐出纳粹党

之后，照顾伤员或入狱冲锋队员的职责转给民族社会主义自卫队和慕尼黑

的纳粹党援助基金会。90在它们的领导下，用冲锋队保险计划的强制性收费

代替了之前的自愿捐献；1931年，这些费用每月为30芬尼。然而，正如纳

粹党莱比锡地方小组的布告所述，地方组织的倡议在个别冲锋队成员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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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上仍很重要。这项命令敦促党员们在必要时为纳粹伙伴提供一切物资和

道义支持，包括法律和医疗援助、在他们遭到监禁时通知近亲和雇主。而

且，出狱的冲锋队员将在纳粹党或者冲锋队运营的娱乐场所得到新工作和

临时住处。'冲锋队员还被带到富裕的人家，直到恢复健康为止。2确保所

有遭到拘禁的队员们得到所在单位的照顾，是“每个冲锋队领导人的光荣

职责”,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庄严宣示：“他们(冲锋队员)没有一分钟会体

验到失望的感觉。”他深知，不管从冲锋队员个人需求上还是从造成的宣传

效果看，直接的亲身帮助往往都比从慕尼黑的纳粹党保险机构支付费用更

有效。93

总而言之，虽然冲锋队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依靠的是清晰

的等级制度和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但“褐衫军”成功的秘密正在于他们

鼓励地方和区域层面上的魅力纽带，这种纽带建立在已经存在的邻居、工

作伙伴和校友关系之上。9?冲锋队没有为普通成员提供财政补偿——实际

上，队员们不得不在冲锋队制服和其他装备上花费可观的钱——也不提供

工作或者社会福利，至少在短期里没有。相反，它给予成员的是刺激、“赋

权”和对社会有意义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在大部分冲锋队员认为

怀有敌意的政治及社会环境中，实施强有力的行动。不是只有冲锋队领袖

才能体验到这种感觉。就连冲锋队“行动共同体”(20世纪20年代冲锋队出

版物反复使用的生动词语)中最为谦逊的人，也得益于这种德国男人间的

友爱关系，他们不仅自视为忠诚民族“战士”的强力团体，甚至将自己想

象为纳粹意识形态终极目标——“民族共同体”——的先驱。

民主社会主义的批评者承认这种自我赋权感的力量，正确地领会到它

的政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就是其中之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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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预言性地警告，情感刺激决不能代替理智：“认为一种新的理想主

义将战胜腐败时代的唯物主义精神，是纳粹最为可怕的自欺欺人。事实正

相反：一种以‘血液里的浪漫主义'为基础，可怕、原始的自然主义思想

已经向我们袭来，并从根本上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活。”95

冲锋队的经营

成为冲锋队员不仅是政治信仰的证明，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早在1927

年，该组织的领导层就开始致力于通过建设一个真正的产业来产生额外收

入，很快，这个产业不仅能为纳粹积极分子提供“原版”的褐衫、长裤和

帽子，还为他们供应宣传书籍、各类户外装备和香烟。为了将资金注入右

翼势力的金库，民族社会主义者创建了所谓的“帝国军需官办公室”,这是

纳粹商品的集中供应商，1928年底完全移交给冲锋队。96从此时起，冲锋

队员不仅必须购买官方的冲锋队衬衫，还要补充细条纹马裤、褐色防风夹

克、绑腿、冲锋队皮带以及对应的腰带、党员徽章，这些都只能从上述供

应商的地区分部购买。从1929年起，冲锋队制作了一种可以脱离制服使用

的冲锋队成员徽章，徽章上有闪电形状的字母“S”和“A”,表示纳粹运动

具有的力量，让佩戴者可以在任何场合展示自己的政治倾向。按照冲锋队

领导办公室颁布的命令，之前使用的褐衫(不管是手工制作还是在当地商

店买的)从此时起只能用于徒步旅行或者工作。”

不过，这种命令落实起来没有那么容易。许多冲锋队员年轻、缺乏资

金，特别是在1930年之后，大萧条的效果显现，德国总理布吕宁此后的紧

缩政策更是雪上加霜，整个冲锋队的统一性几乎无法实现。在但泽，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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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1933年纳粹接管政权后，许多德国生产商试图推出相关产品吸引国家社会主义消费者，从
政治巨变中获益。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12月，一名在柏林市中心舍恩豪泽大街木偶厂工
作的年轻女售货员在展示一个身穿冲锋队制服的木偶行希特勒式敬礼。这幅照片表明德国
男孩和女孩在圣诞节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穿着冲锋队和德意志少女联盟制服的木偶。

的希特勒青年团副领袖甚至在1929年夏季企图由地方工厂生产自己的褐

衫——据他本人说，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重税。98与此同时，因为冲

锋队官方版衬衫昂贵，有时超出了队员们的承受能力，它成为了渴望的对

象——类似于今天在全球成功销售的“官方版”球衣。一旦购得，冲锋队

员们往往满怀自豪地穿着“他们”的褐衫——更重要的是，冲锋队多次命

令禁止公开展示纳粹党制服，增加了其象征意义。与当时的资本家逻辑相

符，像纳粹褐衫这样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不仅在1933年之前成为该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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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也是个人归属和献身的象征，这种献身不再需要用个人行动去证

明，可以用钱买到。

纳粹党和冲锋队在20世纪20年代末迅速发展，同时增加了制服的需

求，拯救了一个地区服装制造商，使其从此转变成国际时装公司，这就是

胡戈·博斯公司。1924年，来自施瓦比亚小镇梅青根、时年39岁的胡戈·F.博

斯将多年前从父母手中继承的服装店改成一个小的服装厂。这家小企业在

整个20世纪20年代雇员都不超过30人，为不同组织生产制服。战后，博斯

声称他起初并不知道这些制服(包括冲锋队的褐衫)是“党派的制服”。

1929年大萧条开始时，这家公司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两年后(1931年),

它申请破产但继续运作。在生死关头，博斯加入纳粹党1并在大约同一时

期开始从该党接收大批订单。从此刻起直到1945年，博斯为冲锋队、党卫

队、希特勒青年团生产多种制服，二战期间还为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生产

军服。0其他非犹太人拥有的德国纺织公司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复

苏、导致更多制服需求的社会军事化趋势以及犹太纺织厂的“雅利安化”

和停业中得益。°2但是，尽管“纳粹时尚”服装3在梅青根生产，设计却不

在那里进行。当时，胡戈·博斯只是按照指定款式生产服装和制服。

胡戈·博斯的例子很典型，说明了更为普遍的趋势：在民族社会主义

者掌权之后，他们偏向那些在1933年之前支持自己的公司。作为回报，这

些公司在广告中利用了与该党的亲密关系。以博斯的公司为例，它骄傲地

通知客户，该公司从1924年起就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工作了。1?这一趋势的

另一个例子是绍恩多夫的皮革制造商布鲁宁格。与博斯类似，布鲁宁格在

1933年从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几个大订单中得益。但是，正如商业历史学家

彼得拉·布劳蒂加姆所阐述的，获得这些订单的首要原因并不是布鲁宁格

106



第3章 青少年的“褐色崇拜”和魏玛共和国的暴力活动

的产品质量，而是该公司与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前几年的关系。当所有符

腾堡皮革厂的工人于1931年11月举行罢工时，布鲁宁格公司请求冲锋队帮

助，28名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扮演了罢工破坏者的角色，此后该公司雇

用他们代替罢工的工人。105

这些例子说明，反资本主义态度在某些冲锋队单位中很普遍，但不能

视为冲锋队的一般特性。冲锋队的普通队员是否被鼓励参与政治和经常性

的反犹太抵制行动，或者奉命为了当地商人的利益以暴力破坏罢工行动，

换取后者对纳粹党及所辖组织的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当地的

环境，以及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当地的社会关系。

吸烟政治

香烟工业提供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逻辑和政治身份成功相互作用的另

一个例子。吸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了大众现象。虽然不再与东

方的奢侈品和财富相关联，但吸烟仍然保留了表示差异的功能——所处

地区、社会阶层的差异，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期政治倾向的差异。61929

年，盒装香烟成功地进入德国，通常每盒10根。这种创新不仅造成销售额

的猛增，还形成了新的营销形式，因为事实证明，长方形的烟盒对印刷图

案很理想，从而帮助客户识别特定的香烟品牌。107随着香烟越来越多地使

用机器，而不是由工人(大部分为女性)手工制造，其外观看上去几乎一

模一样，德国的香烟制造商开始采用特定的形象销售数百种不同品牌的香

烟。许多成功的品牌非常依赖表现社会地位的能力，使用传统上与烟草

进口关联的东方形象。不过，即使是久负盛名的品牌，如利是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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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Ova”和“Emte23”香烟，其营销也很快就因应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

的变化。1081930—1932年，由于失业人数迅速攀升，这两个牌子的香烟广

告开始使用了大胆的“紧急情况”形象，如交通事故和海难。这些形象暗

示，使用这些特定品牌的吸烟者面对此类局面时反应更加冷静沉着——这

让人想起数百万德国人面对个人经济崩溃(往往伴随着家庭破裂)时拼命

寻求的冷静。109

20世纪20年代是“香烟市场的激战年代”——“激战年代”并不是直

接使用纳粹的术语，而是当时市场营销人员的用语。科技创新和魏玛德国

现代化营销技巧上的突破，迫使香烟公司激烈竞争，创造了多种让吸烟者

通过消费大众产品表达“个性”的品牌。1就在这一时期，1929年，阿图

尔·德雷斯勒与纳粹党及冲锋队接触，提出了在德累斯顿建立新香烟厂的

计划，从19世纪末起，这座城市就已经是德国香烟工业和东部烟草交易的

中心之一。111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此时进入这一几乎饱和的行业是不同寻常之举，

更重要的是，德雷斯勒缺乏这一投资所需的手段。但是身为纳粹党员的德

雷斯勒有一个有趣的想法：他建议纳粹党生产一种冲锋队自有品牌的香

烟。如果冲锋队愿意要求成员只消费他的新品牌，他承诺每售出1000支香

烟向这个民兵组织支付15—20芬尼的报酬。'2慕尼黑冲锋队领导层批准了这

个计划。"3在成功的德累斯顿商人雅克·贝滕豪森帮助下(他向该项目提

供了50万马克的可观借款),德雷斯勒香烟制造有限合伙公司成立，人们更

为熟知的是该公司的主品牌“施图尔姆”(Sturm,有“突击队”之意)。4

奥托·瓦格纳曾在1930年的几个月里担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地位显赫的他

于1931年成为了该公司有限合伙人之一。?这种联系不仅说明了施图尔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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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冲锋队之间的紧密关系，还揭露了在20世纪30年代初该组织的迅速成

长中，至少有一些冲锋队高层领导从中获得了财政上的好处。这与坚称“穷

困”的冲锋队仅在绝对最低水平上运作的常见说法正相反。

冲锋队的吸烟习惯确实带来了收益。早在1930年，德雷斯勒就能

每个月向罗姆、德累斯顿冲锋队领袖曼弗雷德·冯·基林格和格奥尔

格·冯·德滕，以及他们的西里西亚同级别人员埃德蒙·海内斯捐款。11成

功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年续写，年轻的德累斯顿历史学家托马斯·格罗舍

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这一事实：根据1932年的资产负债表，施图尔姆公司的

利润超过了3600万马克。大部分盈利都再投资于新大楼和工厂，相当一部

分(128325马克)花在宣传上，手段有报纸和杂志广告、公司自有广告宣

传车，甚至租用飞机拖带广告。公司的主人和冲锋队都从1932年的投机中

获得可观的利润，而1933年的收益更加丰厚。当年，该公司的净利润达到

429970马克的高点，冲锋队享有其中很大一部分。1932年，该组织从施图

尔姆公司得到78080马克，冲锋队领导层还另外得到了13951马克的报酬。

已经证实，次年冲锋队也得到了相同数目的报酬，其中有较小的一部分支

付给冲锋队和民族社会主义者汽车军团(NSKK)。此外还有一笔260069马

克的储备金在当年晚些时候支付给冲锋队和党卫队，这清楚地说明，1933

年的利润远高于前一年。7

这种财务成功的故事之所以实现，不仅是因为巧妙的商业模式，还因

为对常规冲锋队队员和商业对手实施的暴力，这在冲锋队中是常事。施图

尔姆工厂创立后，纳粹媒体不仅鼓励冲锋队队员只购买新品牌香烟，冲锋

队领导人甚至正式禁止队员购买不同的品牌。为了确保队员们遵守命令，

冲锋队领导人实施搜查，对不服从者处以罚金。18施图尔姆公司1932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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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观察家》上的广告活动中试图用如下论据说服冲锋队普通队员购买

其产品，这些论据引用了纳粹党的官方论调，但明显没有意识到所选措辞

的滑稽可笑：“只抽你自己的品牌，别把钱花在其他圈子里。成为一名民族

社会主义者，意味着战斗和鼓动，直到最后一息。”对于更倾向于实用性的

人，该公司在施图尔姆烟盒中放入了冲锋队装备的抵用券。"9可是，正如

冲锋队地方组织1932年秋季的多份内部报告所述，普通冲锋队队员(也就

是消费者)甚至无法决定将这些抵用券用在什么地方。例如，黑森州的冲

锋队队员于1932年9月得到命令，在三周内每天至少向冲锋队上交一张抵用

券。这些抵用券被用于负担一次冲锋队空中表演的费用，其本意是作为该

地区的一次重要宣传活动。

尽管面临这些压力，1932年，施图尔姆香烟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大受欢

迎。正如地方冲锋队领导人一致报告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冲锋队员因为

“质量可与其对手媲美”而消费这种香烟，并热心地收集烟盒中的抵用券

和收藏卡。每个月，冲锋队单位可以收到他们的分红，这些钱用来建设地

区冲锋队领导学校、支付医疗费用或者直接惠及冲锋队单位及其成员。120当

时的多份报告表明，这些佣金成为当地冲锋队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也是有些单位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12施图尔姆公司在民族社会主义者中受

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它主要雇佣冲锋队领导人作为流动推销员，后者在

有些情况下可以这一活动为生。'2东普鲁士的全部13个冲锋队旗队长在1932

年都是这样“流动”的。'23这种商业模式非常成功，很快就得以复制：图林

根州格拉市的“友谊香烟与运输公司”很快也声称只雇佣纳粹党员，并通知

分销商其旗下品牌将以“其他纳粹香烟”的身份销售。12?党卫队和民族社会

主义工厂基层组织(NSBO)据说也支持这家公司。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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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为“鼓手”香烟做广告的海报，“鼓手”是德累斯顿施图尔姆公司的一
个品牌，瞄准快速增长的褐衫军队员。公司利润的一部分被移交给冲锋队；作
为回报，该组织要求他们的人只抽“施图尔姆”香烟。海报宣称，他们这样做
是在“对抗托拉斯和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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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冲锋队正式批准的唯一选择是施图尔姆公司提供的不同品牌：

富裕的冲锋队员可以购买相对昂贵的“新阵线”香烟(每包6芬尼)、“施图

尔姆”或者“圣斯特凡大教堂”(得名于维也纳的著名教堂),后两种品牌每

包售价5芬尼。而大部分冲锋队队员更偏爱便宜一些的“消费者价位段”品

牌：4芬尼的“警报”和“先锋队”,或者3.5芬尼的“鼓手”。后一个品牌最

为成功：1932年，“鼓手”的销售量占该公司总销售量的80次年更达到

95??126这些数字与德国经济和社会危机产生的趋势相符。

施图尔姆公司使用的另一些手段是对竞争公司及其分销商的身体暴

力。德雷斯勒推测，通过骚扰竞争对手，可以降低广告费用——这通常在

香烟工业预算中占据很大比重。'27当纳粹于1933年掌权时，阿方斯·米哈

尔卡率领的冲锋队员组织了对另一家香烟制造商——德累斯顿的保加利亚

公司——的抵制活动，米哈尔卡是冲锋队员和施图尔姆公司的商务主管，

1933年成为了德累斯顿商会主席。128这个竞争对手被定位为“犹太公司”,

因为据说其老板是犹太人。1933年3月31日，冲锋队封锁了保加利亚公司

的入口，对该公司董事哈利·卡尔·施努尔的住宅实施非法搜查。但是，

施努尔已经事先得到位于汉堡的德国最大香烟企业负责人菲利普·F.雷姆

茨马的警告，施努尔实际上是雷姆茨马的雇员，因为后者已经在1928年从

犹太人萨洛蒙·克伦特纳手中收购了保加利亚公司。129不过，这笔交易没

有公开。尽管这一特殊抵制行动本意不是为了打击雷姆茨马，但其他冲锋

队“行动”却意在于此。冲锋队员再三袭击销售雷姆茨马产品的香烟代理

商，砸毁他们的商店橱窗，甚至对在那里工作的人实施身体攻击，使“香

烟市场的激战年代”这个词更具字面含义。

不过，这些暴力活动很快就事与愿违。雷姆茨马尽管个人同情自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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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但并不愿意让褐衫军毁掉他的生意。130纳粹党以涉嫌腐败为由起诉

他，进一步要求其立即采取行动，可是，1932年他获准与希特勒私下会

晤，稍微缓解了这种紧张局面。31933年8月到1934年1月，雷姆茨马与赫尔

曼·戈林多次讨论了他和公司的问题，兼任帝国航空部部长和普鲁士州总

理的戈林处于对冲锋队行使权力的理想位置。戈林释放的“善意”是有代

价的：雷姆茨马不得不向国家捐赠了300万马克的巨款，正式理由是为了保

护德国森林及野生动物以及修建国家大剧院。作为回报，戈林确保停止对

雷姆茨马的犯罪调查、纳粹刊物的反雷姆茨马宣传和冲锋队的抵制。132

然而，与冲锋队的最终协议未能在1934年夏季其领袖们遭到处决之前

达成。罗姆的继任者维克托·卢策与雷姆茨马达成了协议，内容与戈林的

版本类似：雷姆茨马将向冲锋队的账户支付年费，以及15万马克的一次性

“临时津贴”,以换取对方的保护。后者的意图是补偿施图尔姆公司的预

期损失。133根据其他信息来源，雷姆茨马的一次性补贴(“冲锋队费用”)

高达25万马克。即使如此，这笔钱也是很好的投资，冲锋队最高领袖关于

冲锋队队员只能购买施图尔姆香烟的命令于1934年夏季解除，此后德雷

斯勒的公司很快遭遇财务问题，最终于1935年宣布破产。接下来的几年

里，雷姆茨马的公司一直是纳粹德国香烟工业无可争议的王者。不过，德

雷斯勒的投机活动结束之后，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引用仍然是香烟工业的常

见元素，这从“褐衫军”和“劳工服务”(Arbeitsdienst,可能指的是民族

社会主义者的“帝国劳动军团”——Reichsarbeitsdienst)等品牌上可以看

出来。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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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十字军

许多早期冲锋队员认为自己献身于纳粹事业完全符合其宗教信仰，这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也许是违反直觉的。有些冲锋队员甚至认为自己是与

“无神论者”和异教徒的“犹太共和国”斗争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信奉

新教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特别提倡这种观点，从他们的角度看，魏玛共和国

摧毁了过去王权与圣坛之间的紧密联系。根据有影响的亲普鲁士历史学派

的说法，这种联盟是德国在19世纪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主要支柱之一，因

此，恢复这种纽带就有希望实现民族复兴。新教教会代表人物和民族社会

主义积极分子不仅对民主制度有由来已久的憎恨，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

认为两个群体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前景的——至少在纳粹党宣称有兴趣建

立基于互敬的协作关系情况下。这些牧师希望，即将来临的“第三帝国”

将是强大的基督教帝国，冲锋队员将成为这些理想的传播者。135

马克斯·米哈利克牧师是这种信念的一个典型而又极端的例子，他来

自施图姆地区的阿尔特马克，20世纪30年代，那里是德国东普鲁士省的一

部分。根据普鲁士内政部的说法，这位牧师不仅是该地区纳粹党的副领

袖，还“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参与纳粹党的活动。据称，他定期身着褐

衫，参加当地旅馆里举行的“冲锋队之夜”活动，还委任一位失业的冲锋

队队员挨家挨户地分发由另一位纳粹牧师编写的宣传书籍。米哈利克为纳

粹巡回演说家提供住处，将受伤的激进分子待如上宾，把自己的住宅变成

了冲锋队的娱乐场所。1930年，阿尔特马克的褐衫军与他们的牧师在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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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冯·马洛特基创作的海报，来自但泽-朗佛尔(今天的波兰格但斯克),由但
泽的A.W.考夫曼出版社在1933年左右印刷。一条多头蛇，上面标有两颗大卫之星，以
及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红色阵线的缩写SPD、KPD和RF,正在攻击右侧行进的
冲锋队队员。背景是港口的船坞和远处的但泽市，在上方一个冲锋队队员的影子十分
醒目，那是圣乔治的白色身影，被尊为“基督战士”。同时代的观众，熟悉德国在东欧

“民族斗争”的设想，一定会明白：纳粹正在与现存的邪恶对抗，进行一场宗教和意识

形态战争，类似13世纪以来日耳曼骑士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和波罗的海的大部分地区
“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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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字标志的圣诞树下唱着纳粹战歌，度过了平安夜。136米哈利克认为，自己

的激进主义行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他的眼中，他所生活的地方处于

德国和波兰天主教徒组成的联盟统治之下，这些人尽一切可能阻止新教的

影响。他抱怨道，在德国选民中保守派的DNVP和天主教中央党占据主导地

位，而纳粹党到1932年仍是一个小党派。137

只有一小部分新教教士参与纳粹党的这种极端政治活动，但重要的

是，大部分牧师，特别是来自教会中有影响的“民族新教”派别的那些

人，并不认为冲锋队的暴力活动是不爱国或者对上帝不敬的。138冲锋队的暴

力活动至多被看成是一个实际问题，而非根本问题。新教教会领导人通常

摒弃粗暴的个人行为以及带有激烈情绪的政治狂热，但他们倾向于为纳粹

有策略地采取的暴力活动辩护，将其视为对抗不断强化的布尔什维克威胁

的合理自卫手段。在一个某些信徒将政治局面视为“新宗教战争”的时代

里，1932年春季冲锋队暂时遭到取缔，明显可与古典时代晚期基督徒遭到

的迫害相提并论。就连新教青年组织此时也号召拿起刀剑，有时候，他们

甚至打着“基督教意味着火、神圣的力量和战斗”的标语，集合在国防军

训练场上参加军事体育运动。39

因此，许多牧师愿意容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出现在周日的礼拜仪

式或者葬礼场合，甚至有意邀请他们——这与大部分天主教同行形成了对

比。140梅克伦堡地区主教海因里希·伦托夫说道：“今天，许多新教教会成

员将他们的心和灵魂献给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他警告纳粹不要将“民

族”和种族抬高为虚假的神灵，但赞颂他们“兄弟会”式的理想，承认他们

促进“积极基督教”的共同意志——那正是1920年纳粹党纲领第24条所规

定的。虽然主教并没有表示同意民族社会主义的所有方面，但他认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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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巨大努力”至关重要，他希望这能引导人民走上基督教的道路。41

同年，符腾堡地区主教特奥菲尔·乌尔姆谈到，德国基督徒有一个显而易

见的职责，就是至少在道义上支持“德国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他有

意地运用了当代人都能理解的纳粹词汇。142

与伦托夫和乌尔姆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相当一部分新教教士将纳粹

的崛起视为他们所在教会接近民众的机会，特别是在大城市里。143年轻的神

学家库尔特·胡滕1932年就任符腾堡福音会执行理事，他将民族社会主义

比为“等待福音播种的耕地”。14?同年，来自吕贝克的牧师、从1929年就成

为纳粹党及冲锋队成员的格哈德·迈尔将冲锋队队员称为追随耶稣脚步的

现代殉道者。145著名的马格德堡大教堂牧师恩斯特·马丁在1924年到1928年

之间是德国国家人民党国会议员，1932年10月，他在这所宏伟的教堂里为

当地冲锋队举办了一场专门的礼拜仪式，那里从1631年“马格德堡洗劫”

之后就成为了一个纪念场所。①根据纳粹的说法，这场礼拜仪式对“运动”

的象征价值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在市政厅的演讲。146整个20世纪20年代，马丁

已经为“钢盔团”举办了多次年度礼拜活动，但到了30年代，对他和许多

其他信徒来说，冲锋队已经取代前者，成为捍卫民族、对抗罪恶的物质主

义文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的主要组织。果不其然，1933年3月，马丁加

入纳粹党，成为新教教会中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派”的有力支持者。

可是，早在1934年，他就公开反对袭击犹太教会堂和犹太商店，并很快对

①新教城市马格德堡在1630年冬天到1631年遭到天主教军队围攻，城破之后，
城市遭到彻底的洗劫和破坏，被认为是三十年战争中最严重的屠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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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将基督教价值观和对上帝的畏惧作为第三帝国核心元素的意愿失去

了信心。147

马丁的同行、受人欢迎的汉堡路德派牧师弗朗茨·图格尔对纳粹党的

支持更热心、更持久，他在1932年称该党为“真正神圣的大众运动”,是由

“牺牲精神、严格的纪律和即将取得胜利的信心”铸就的。48图格尔成为汉

堡冲锋队的“首席精神导师”,在纳粹掌权之后甚至身着褐衫。他公开证明

冲锋队街头暴力的合理性，称这是对民族和基督教信仰的必要保护。149

不过，在相邻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福音路德教会的管理层对纳

粹运动持怀疑态度。1931年底，该教会发布了关于“牧师政治活动”的详

细指南，禁止他们在教堂里为政治党派和组织举行特殊仪式，禁止供奉这

些组织的旗帜和标语，禁止积极参与政治集会，也禁止公开佩戴政治党派

的徽章。150德国越来越多的地区觉得有必要发布这种指南，正表明牧师频繁

地参与此类活动。5整个德国的政治倾向和宗教活动越来越难分离。

冲锋队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这是因为教士对中央党的传

统支持，以及他们在心理上和纲领上对民族社会主义所持的保留态度。但

是，到1929—1930年，纳粹党在天主教选民中越来越受欢迎，给天主教高

层神职人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何在不疏远相当一部分忠实、虔诚教徒

的情况下，与这一大众运动保持距离?1?21931年2月，主教们企图澄清天主

教会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发表声明谴责“民族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将

种族置于宗教之上，并正式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纳粹运动，但对该运动的反

犹太主义思想和对魏玛共和国的公开敌视保持沉默。133最迫切的问题——虔

诚的普通天主教徒是否可以参加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留给地方的神

父去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部分天主教教士对纳粹党保持着相当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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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和疏远的态度。但是，纳粹党声称如果没有冲锋队的保护，“消灭教会”

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就已经席卷德国，这种宣传给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留

下深刻印象。1??除此之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很小但十分活跃

的教士群体公开表示对纳粹党的支持。他们倡导“恢复天主教对纳粹党的

支持”,这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初双方短暂的友好关系之上。55

身穿制服的冲锋队员在精心选择的周日礼拜中现身，是20世纪20年代

末开始经常出现在德国新教地区的情景，这当然有助于公众对纳粹“基督

徒可敬地位”的认知。在天主教地区，这种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初才变得

较为常见。在一个很具象征性的场合上，大约400名褐衫军携带旗帜和标

语，参加了1930年5月在雷根斯堡大教堂举行的大弥撒，无视天主教会与纳

粹之间不可靠的关系。1??三年以后，这种情景已经变得司空见惯。1933年

4月28日(星期五),慕尼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身穿制服，在慕尼黑大主教

米夏埃尔·冯·福尔哈贝尔主持的“隆重且来宾甚众”的弥撒上组成仪仗

队，此事之后，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弥撒中出现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男子虽仍

有些古怪，但人们已经非常熟悉。1??1934年，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汉斯·格

奥尔格·霍夫曼按照路德《小教理问答》的模式，编辑了一本冲锋队原则

小册子《冲锋队原则问答》,明确表示纳粹运动承诺保护两种基督教信仰：

新教和天主教。158同年，德意志福音教徒工作组织编辑了一本类似的小册

子，名为《为褐衫军编写的马丁·路德博士小教义问答》,专门针对冲锋

队中的新教徒。它声称“我们需要准备为信仰而战的男人”。激励人们参加

这场战斗的是“战士和同志的最伟大楷模”:作为非凡男子(而不是救世

主)的耶稣。159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最早、最活跃的冲锋队领导人与教会有着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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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似乎不仅仅是巧合：例如，慕尼黑的汉斯·乌尔里希·克林奇和柏林

的霍斯特·韦塞尔都是新教牧师之子。他们的父亲在儿子积极参与早期

纳粹运动时已经死去。160二战之后，克林奇据说曾向往成为一名牧师。从

1949年到1952年，他在斯图加特附近的绍恩多夫传道，向小学生介绍新

教教义。6就连钟表匠埃米尔·莫里斯——在希特勒面前总是表现得像一

个淳朴、具有暴力倾向的仆从——也和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牧

师保持着联系。在1924年的一封私信中，莫里斯对着这位牧师，为自己和

纳粹的过度暴力辩护，明显渴望得到神职人员的认同。162要理解克林奇、

莫里斯和韦塞尔这样的人，就有必要知道，他们将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

斗争看成末世之战，而他们自己则是为国家、德意志民族，最终为上帝而

战的现代十字军。163希特勒早期支持这种观点。1922年12月17日，在拥挤

的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纳粹圣诞节聚会上，他独独赞颂耶稣基督是民族

社会主义者的楷模。希特勒声称，出身卑微的耶稣有着崇高的理想，蔑视

财富与名望，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犹太人后来才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164他含蓄地按照自创版本的耶稣故事创作传记——自诩为新的“理想主

义者”,他的追随者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受到了犹太人和外国占领势力

(新的“罗马人”)的威胁。身处此次纳粹聚会现场的警察在报告中没

有提及这一公然亵渎神明的案例，但注意到了狂热的气氛，“简而言之，

是一场愉快而又不失庄严的庆典”。16?多年之后，当冲锋队即将成为一场

群众社会运动时，他的积极分子仍然以宗教色彩的语言描述政治使命。例

如，1928年返回冲锋队的首任党卫队领袖约瑟夫·贝希托尔德预言了民族

社会主义运动将来的胜利，声称褐衫军是“报告德国的春天、民族复兴消

息的使者”。166

120



第3章 青少年的“褐色崇拜”和魏玛共和国的暴力活动

但是可以想象，这种辞藻只是在表面上与普通队员产生了共鸣。因

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宗教教育和基督教价值观及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影

响冲锋队成员行为的，以及这种影响的程度。最近的历史研究已经令人信

服地阐明，至少有一些年轻的冲锋队队员的理解是，投身于纳粹运动与其

宗教身份一致。当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似乎统治了德国许多地区

以及最大州(普鲁士)的政治舞台，在这样的时代里，这些人觉得自己有

责任高举基督教的旗帜。毕竟，纳粹的与字就代表着十字架。不过，这种

常规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练。事实证明，冲锋队(以及纳粹党)对德国新

教地区的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在这些地区里，兴起了一种可称为“基督

教民族社会主义”的现象。167据说，希特勒本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追随者中

的教派差异，但是他对这些差异的理解相当简单。1930年与弗朗茨·普费

弗·冯·萨洛蒙及其参谋长奥托·瓦格纳的一次会谈中，希特勒解释了冲

锋队和党卫队在德国各地区招募人数相差悬殊的原因，援引了由来已久的

一条文化边界——“日耳曼长城”,这是过去罗马帝国与条顿部落领地之间

的边境线，公元2世纪时深沟高垒，将现代的德国领土分为南北两部分，其

中北部较大。希特勒称，在这条过去的边境线以北，大部分人是新教徒，

更倾向于加入冲锋队，而在天主教徒占据主导的德国南部，年轻人多数更

偏爱党卫队。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种差异不是巧合：“冲锋队吸引的是德

意志民族的好战天性，这些人有着民主思想，只依靠共同的忠诚团结在一

起。聚集到党卫队的是更倾向于独裁国家的人，他们希望服务和服从，响

应的是某个人而非某种思想。”168

历史学家里夏德·施泰格曼-加尔将希特勒的区分诠释为：民族社会

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吸引了许多冲锋队队员，而党卫队支持“独裁体

121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制”。69希特勒古怪的史学解释反映了对“男子气概”、一贯坚强的日耳曼部

落不加批评的崇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柔弱”而堕落的罗马人——

这是从19世纪开始流行的一种历史神话，雄伟的赫尔曼纪念碑①(位于条顿

堡林山，1875年由德皇威廉一世亲自揭幕)就是它的一种表达。170尽管如

此，希特勒的陈述包含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元素，特别是民族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与被称为“强身派基督教”的福音派新教在基本思路上有多少共同

之处的问题。本书的分析只触及这种相互关系的表面，只有通过进一步的

实证研究才能加以全面探索。1”

对比冲锋队和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其他法西斯运动，许多冲锋队主要

成员想象自己是基督教战士也就不足为奇了。1”2西班牙和法国法西斯分子

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人熟知。73但在欧洲东南部，最明显的

是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者法西斯激进分子

也将自己的政治激进主义思想理解为某种“十字军”。罗马尼亚“铁卫团”、

斯洛伐克“赫林卡卫队”和克罗地亚“乌斯塔沙”都是“极富神秘主义色

彩的运动”,它们诉诸过度暴力，这并非不顾其宗教倾向，反而源于后者。

正如罗里·约曼斯评论克罗地亚时所指出的，“许多乌斯塔沙领导人曾受教

于神学院，从建立之时开始，这个运动在神学院学生和低层神职人员中就

很有影响。”1?4对于具有魅力的罗马尼亚法西斯领袖科尔内留·科德雷亚努

来说，“教会的精神遗产”组成了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元素，“因为

①纪念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赫尔曼的领导下于条顿堡森林战役全歼瓦卢斯率
领的三个罗马军团，从此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大致以莱茵河为边界。屋大维听到战败
的消息后大叫：“瓦卢斯，还我军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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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它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的法西斯思想是基督教教义在政治领域的变

形。科德雷亚努不仅对个人的复活深信不疑，也相信民族的复兴，并声称

他的政治活动最终遵从的是上帝的意志，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命运”是神

授的。1?从跨越国界的角度看，冲锋队激进主义和基督教复兴思想之间有

时非常紧密的关系就不像之前那么令人吃惊了。如果没有先验的上层建筑，

民族社会主义就无法释放其致命的能量。《冲锋队原则问答》中的规条以

简单的语言说明了这种关联：“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宗教的敌人，恰恰相

反，我们相信民族和个人必定需要宗教，以控制在生死之战中必需的精神

力量⋯⋯我们也相信，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整个德国文化已经和基督教联系

在一起，无法想象没有它的情况。”176

但是，两年以后(1936年),纳粹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显著恶化，以

至于该党禁止在教堂礼拜时穿着制服。”7尽管如此，杜塞尔多夫艺术学会

成员、艺术家里夏德·施瓦茨科普夫的一系列木刻画继续用艺术的手法，

表达民族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融合。178施瓦茨科普夫的木刻非常生动地展

现了纳粹在街头与“布尔什维克劣等人”战斗的情景，在这些画作中，共

产党人似乎决定大开杀戒，并受到了“骑马的骷髅”形象的煽动——那正

是死神的化身。相比之下，冲锋队员则被描绘为典型的丈夫和父亲形象，

捍卫德意志的土地，并在仿效《圣母怜子》的情境中哀悼一位“阵亡”的

同志。179这一系列画作1937年在慕尼黑的大德意志艺术展上陈列，广泛用

于冲锋队的宣传中。从艺术角度看，它是在售“冲锋队艺术品”中的极品

之一。

施瓦茨科普夫的6幅木刻画受到了《死之舞》悠久传统的影响，这是

关于死神无坚不摧全能力量的隐喻，最早的绘画表现可以追溯到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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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36年，来自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家里夏德·施瓦茨科普夫创作了六幅系列木刻作
品，题为“冲锋队的战斗：德国的激情”。这是其中两幅。这些作品以令人毛骨悚
然的形式描绘了冲锋队的战斗。《信仰的胜利》表现传统主题前进的褐衫军，《红
魔鬼肆虐》的特色在于将冲锋队队员描绘为农民和父亲，暗示了冲锋队1934年之后
的目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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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直接模板是浪漫派画家阿尔弗雷德·雷特尔创作的一套6幅木刻画，

雷特尔在1849年初将当时的社会革命者描绘为受到一种只会给人民带来死

亡和毁灭的政治意识形态诱惑。180这套画作在1849年5月印刷出版后极其

成功，主要是因为保守派同盟购买印刷品在学校和兵营中免费分发。接下

来的数十年里，他的木刻画在中高阶层中仍大受欢迎。181施瓦茨科普夫将

雷特尔画中1848年的革命者改换成两战之间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同时表

现了可能的“救世主”: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如同身披华丽甲胄的新“骑

士”。1937年的媒体欢呼道，在德国艺术史上第一次有位艺术家创作的

《死之舞》中，生代替死成为了胜利者——这预示着所谓向“我们时代肯

定生命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82这样，冲锋队的斗争被拔高为永恒的善

恶之争，是一个生机勃勃、决心捍卫自己的民族与沉闷、最终必将死亡

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决战。画作的标题为《德意志受难记》,让人

一下子想到了基督和他的遭遇。183与基督教教义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

正如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信徒而献出生命一样，纳粹冲锋队员为了民族而

牺牲生命。正如最后一幅木刻画的标题所示，他们最终将获得“信仰的

胜利”。

与魏玛国防军的关系

这些年轻“十字军战士”的自我意象与其行动的阴郁现实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导致爱挑剔的观察家们鄙弃纳粹的自我

意象，认为那只是一小群误入歧途者的幻想，他们根本不适合现代生活。

德国学者约阿希姆·C.费斯特是最早将民族社会主义者称为“真正迷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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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人之一。在他看来，纳粹党成员是由他们在“自由军团”及其他

民族主义准军事部队中的长久经历塑造的，在这些部队里，他们通过实施

“极度狂暴的冒险主义”和隐藏在爱国主义外表下的犯罪行为，“表达了缺

乏以文明方式生活的能力的事实”。184因此，费斯特将这种“普通成员中的

无政府主义”当作纳粹冲锋队的核心特征之一。他认为，欧洲大陆上第一次

现代战争带来的个人和文化体验令人深感不安，正是它们培养了这种无政

府主义。费斯特承认，应该将冲锋队理解为战争中年青一代的活力与某种

“有目的的革命意志”结合的产物，上述两点使其“几乎无法抗拒”。他对

冲锋队没有任何同情。185

但是，这种说法很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到20世纪20年代末，冲锋队的

“冒险家们”越来越引起正规军的兴趣。特别是，较为年轻的魏玛国防军

军官更多地将纳粹准军事组织看成潜在盟友，而非危险的对手。在德国

局势越发紧张、民主制度表现出更多弱点的背景下，魏玛国防军从1929

年起开始研究取而代之的政治力量。众所周知，军队与战后最大的民主

政党——社会民主党(SPD)——之间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不是永恒的“婚

约",而是一种临时的“私通”。虽然社会民主党人不止一次依靠国防军镇压

共产党人的起义，但事实证明，军队愿意支持民主政治，只是因为这被看

作是“最糟糕的结果中唯一可行的”——否则就要面对外敌的入侵或者共

产党成功当权。1918年11月革命之后，德国军队总在抱怨自己的权威“随

着战败和君主制的倒台”而受到侵蚀。18620世纪20年代全德国最多产的

军事作家之一霍斯特·冯·梅奇的如下陈述十分典型。他写道，与被其

蔑称为“大众煽动者”的当代民主政治家相比，德国过往一代又一代的

军事英雄“为德国人民提供了更好的预言、更无私的朋友和更有创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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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187

正因为这种“有创见教育法”的感觉，导致一些年轻的魏玛国防军军

官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崛起的纳粹党接触。188虽然魏玛国防军领导层与纳

粹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但不顾盟国既有限制、强化德国青年军事教育

的共同目标将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1929年3月15日，希特勒在一次公开演

讲中提议，将现有的魏玛国防军转化为一支合格的“人民军队”,在接下来

的几个月里，类似的陈述一再出现。189大约同一时期，来自驻扎在乌尔姆

的第5炮兵团的三名年轻少尉(里夏德·舍林格尔、汉斯·弗里德里希和汉

斯·埃拉德·卢丁)开始讨论他们所认为的“国防军最急迫问题”和主要

道德冲突的解决方案：保持对一个“和平主义”政府的忠诚是个难题，该

政府使国防军无法恢复过去的荣耀，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虽然许多年

轻的职业军官已经对纳粹产生了同情，但这三名少尉是最早与冲锋队会谈

的人之一，这一举动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叛国。1930年3月，三人都被拘押并

起诉，10月4日，莱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判处他们一年半的监禁。190

今天，所谓的“乌尔姆国防军审判”被人们所铭记，是因为正是在这

个场合，希特勒在证人席上公开宣布，他的党将力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权

力，不再通过暴力颠覆政府。但是，这次审判也是一个增进怀有革新思想

的军官与纳粹运动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事件，因为同情民族社会主义的军

官觉得审判的结果是个耻辱，他们甚至都完全不应该受审。冲锋队的暴力

行为并没有阻止这种联系的发展，因为当时的“军队思潮”同样“相信政

治上的失败或者背叛可以通过暴力修正”。19

这次审判使其中的关键人物走向极端，但是道路不同。里夏德·舍林

格尔在这段时间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信徒，而汉斯·卢丁在获释后加入了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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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党。卢丁是弗赖堡一位中学校长的儿子，他从1932年7月起成为纳粹党在

国会的代表，1933年4月1日被任命为冲锋队西南地区总队领导人。1?2尽管政

治倾向不同，上述两人在余生中都保持着友谊，他们认为自己是“彻底的

激进一代”的成员。他们希望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面对将职业军人的誓

言与德国爱国主义者的责任协调一致的艰难任务，不得不选择后者。193恩

斯特·尼基施回忆，按照他在1932年的一次私人会晤和后来的流言判断，

当时举止端庄得体、有美学倾向的卢丁直到后来才适应了冲锋队的粗野行

为。1??相反，激进的年轻历史学家埃卡特·凯尔在1930年尖锐而又具有预见

性地提出批评，称较年轻的国防军军官缺乏勇气：“国防军军官总是在寻找

一位伟大的‘元首';他们渴望得到成为‘禁卫军'的命令，但不愿意探

究这一命令的理由。”I?5

卢丁等年轻军官在公众中留下的恶名，更提升了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

队在德国中高阶层中的地位，公众认为他们成功地结合了德国军事传统、

教育、爱国主义自豪感以及战斗精神。就连对消除社会差异毫无兴趣的贵

族都对30年代初的冲锋队有复杂的看法，尤其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196克劳

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是德国军队后期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运

动领袖，他生于1907年，因此——和卢丁及舍林格尔一样——属于“战争

中的年青一代”,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几年里，他是一名国防军少尉，自由活

动于年轻精英的秘密圈子里，这些人聚集在著名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周

围，每天晚上参加施陶芬贝格为冲锋队组织的非法训练课程。197正如对他怀

有同情的传记作者彼得·霍夫曼所言，以民兵为基础建立军队的想法包含

在1920年纳粹党纲的第22条中，30年代初由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大

力倡导，得到了施陶芬贝格这样有抱负的年轻军官的普遍同情。198一名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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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后来回忆道，20世纪30年代初的魏玛国防军“几乎在所有防区”为冲锋

队提供训练课程。199军队希望争取冲锋队，将其转变为某种“辅助警察”,

可以在国内剧变或者外敌进攻时召集。200反过来，罗姆在1931年2月也根据

军队的需要改组冲锋队。201

从许多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出发，能够争取像施陶芬贝格这样的

人、动员各社会阶层德国人的政治运动，一定值得认真考虑。尽管冲锋队

的做法至少和竞争对手一样狂暴和激进，许多来自同时代中高阶层的观察

家对其看法却不相同。这些群体将左派的政治暴力视为对法律和秩序的严

重威胁，却将纳粹的暴力活动看作“令人遗憾但必要的”,因而最终是民族

自卫的合理手段。1932年初，纳粹估计在国防军中有90??人同情或者忠诚

于该党。202虽然这个数字似乎过于乐观，但说明了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层中

的强烈信心。而且，不管这些估计的准确性是否有问题，接下来的几年无

疑证明，该党“德国军队不会对纳粹政策实施造成太大阻力”的判断是正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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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恐怖、刺激和失望

“平静与秩序”是退休者的战斗口号，但人们最终不可能让

一个国家仅仅满足退休者的需求。

——恩斯特·罗姆，1928年1

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两天，有影响的柏林自由主义

报纸《福斯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人”的社论，作者是自由

主义政党德国民主党(DDP)前领导人、1928—1929年任德国司法部长的

埃里希·科赫-韦泽。报社的编辑对一万多名冲锋队队员穿越勃兰登堡门的

胜利游行十分着迷，认为科赫-韦泽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实际上摘自他

即将出版的Und dennoch aufwarts一书，书名的字面意思是“不顾一切地向

上!”)是对新政府的中肯评论。文章的第一部分，科赫-韦泽以相当传统的

风格哀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但在第二部分中以很有启发性的方式剖析

了纳粹运动取得的最新成功。作为德国前司法部长，他对冲锋队前几年犯

下的罪行有第一手的认识。科赫-韦泽表示，纳粹的吸引力应该首先理解为

普遍失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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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意识到无法推进自己的事业，突然间屈从于外来的

野蛮意志。他们感觉到内部的不和与周围民众的分裂，呼唤着自

己愿意盲目服从的强人与强大的国家。他们拒绝向自己和其他人

证明忠诚⋯⋯,如果被看成一钱不值，至少在所属的群体中应该

有自己的价值。他们摆脱无法应付的辩论，转而采取行动。思想

政治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与人的政治。民族社会主义及其

表面上的喧闹、群众集会以及军事力量的展示，应该理解为一种

对各种思想和个性的抗议。当然，身着引以为豪的制服在街上游

行，你仍然能感觉到自己的个性。将帝国时代的陈词滥调和社会

主义者的流行语结合起来，你也仍可以相信自己是为了某些思想

挺身而出。跟在“元首”后面奔跑，你当然也可以认为自己是积

极地追求一种个人崇拜。但在现实中，吸引人们的是力量和大

众，诱惑力来自原始性。2

诚然，从古斯塔夫·勒庞于1895年发表极具影响力的《乌合之众》之

后，对大众的批判立场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3然而，科赫-韦泽的

评论超越了流行的文化悲观主义。它们抓住了1933年纳粹精神的核心，为

许多冲锋队队员在所谓“凯旋时刻”中突如其来、近乎荒谬的憎恨感和侵

略性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4

冲锋队普遍实施的恐怖行动——最重要的是打击政治左派和犹太人?—

是希特勒独裁制度建立的核心因素之一，本章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索：首

先，是威胁、伤害和杀死成千上万德国民众的直接身体暴力；其次，是向

所有人(朋友和敌人都不例外)传达新的纳粹行为准则的一种信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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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冲锋队队员在过去数年里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号召力做出决定性的贡

献，这是他们长期压抑情感的一种表达。不过，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这种合

力。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名作《群体与权力》中将群体的“释放”定义为

所有成员“摆脱差异，感觉到平等”的决定性时刻?,与他相反，我的目

标是阐明，纳粹在1933年的恐怖与暴力活动除了实现战略目的之外，充其

量只能给越来越扩大、但内部充满裂痕的民族社会主义阵营带来暂时的缓

和，而不可能带来和谐。

复杂的情绪与新机遇

随着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1932年秋季冲锋队队员中普遍的悲观情绪

让位给一段时期的兴奋和希望。从许多积极分子的角度看，第三帝国(被

想象成一个德国人的种族社会共同体，冲锋队队员的政治奉献将在其中得

到象征性和物质上的奖赏)的愿景此时似乎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只差

最后的努力。1933年2月3月，德国政府和联邦各州政府不仅开始取缔左派

组织，也清理了许多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帝国战

旗”和“钢铁阵线”于1933年3月10日被禁止，两周后，右翼的“德国青年

骑士团”“奥伯兰联盟”“巴伐利亚卫队”和施滕内斯的“黑色卫队”也遭到

相同的命运。'大约同一个时期，冲锋队得到远离德波边境的命令，这是因

为他们中一些野心过大的成员渴望挑衅波兰军队，目标是恢复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就曾爆发的冲突。8令许多冲锋队队员失望的是，在20世纪30年

代下半叶之前，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巩固优先于领土问题。

推翻魏玛共和国、将其转变为一个现代独裁国家，不仅伴随着打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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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所认定对手的恐怖浪潮，往往还伴随着矛盾情绪的爆发：报复、仇恨、

愤怒和兴奋。45岁的格哈德·里特尔是弗赖堡大学教授，后来成为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初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1933年2月中旬声称，德国的新气氛

让他想起了“民族社会主义者酒后的狂欢”。9无独有偶，精神病学家亚历

山大·米切利希在1980年的自传《精神分析学家的生活》中回忆，统治那

一段时期的是“举国上下的普遍共识，那确实是一种令人痴迷的大团结景

象”。米切利希还说道，他在1933年春季就知道早期的集中营，但只觉得它

们是“潜在的威胁”。10一丝不苟地记录生活轨迹的普通柏林人弗朗茨·戈尔

永远也无法忘记“群众的欣喜心情”,将1933年的感觉描述为“陷入谵妄之

中”——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

不管是出于兴奋还是谨慎，大部分德国人都顺应新的形势。冲锋队的

成员资格比以往更吸引人。各个射击协会和健身俱乐部都请求全体加入冲

锋队，最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一个特殊单位。2纳粹党员渴望抓住这些机会，

以至于老牌纳粹分子表达了党内“淘金热”情绪导致追逐私利的忧虑。莱

昂纳多·孔蒂是一名冲锋队队员，从1928年起成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大

区的首席医生，后来被提升为帝国卫生部门领导人和内政部国务秘书，他

的妻子埃尔弗丽德·孔蒂早在1933年3月3日就说过：“无私的人在德国似乎

已经濒临灭绝!无论是在黑暗中或者光天化日之下，依靠强者还是弱者，

追求权位的经历首先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对人类的蔑视。”131933年春季，

"Marzgefallene"(字面意思是“三月的死者”,实际意义是“三月的横财”)

一词意外地卷土重来。这个词最初用于指代1848年革命初期遭到杀害的

人，现在则被讽刺性地用于指称170万在1933年1月到4月底之间加入纳粹党

的德国人。

135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冲锋队队员也从新机遇中获益。按照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领

导人卡尔·恩斯特的话说：“冲锋队战士当然不应该被排除在新国家所能提

供、也有义务提供的多方面好处之外。”4为纳粹党徒提供工作机会，是该

党议事日程上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在纳粹政权的官方语汇中，将这项任

务美化为“为工作而战”。早在1933年6月，德国资方联合会、帝国就业机构

和冲锋队及钢盔团的代表就协商同意了关于一项“特殊行动”的整套原则，

这一行动将为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成员提供优先就业机会——条件是

所涉人员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加入了这几个组织，有资格被称为“老战

士”。5为了确保向真正的冲锋队队员(而不是最近才发现的“朋友”和“亲

戚”)优先提供市政工作和公共合同，各级市政当局和州政府建立了所谓的

“冲锋队联络办公室”。一些地方的联络办公室只起到收集失业冲锋队队员

的资料，并将其传递给常规就业机构的作用。而在其他地方(如利珀的代

特莫尔德),冲锋队成功地控制了就业市场。在这个城镇里，冲锋队在当地

就业机构里组建了强大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为新雇佣的冲锋队队员，他们

无所顾忌地追逐自己的利益。6

到1933年秋季，冲锋队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半私营和私营部门。在首

都，冲锋队柏林中心区旅队任命了一名“就业顾问”,负责以排除到公共合

同之外或者以破坏罪指控作为威胁，迫使本地公司雇佣大量失业的激进分

子。?此前失业的冲锋队队员还在地方医疗保险协会(AOK)和私营保险公

司及银行找到了“避难所”,他们填补了那里的一些低薪酬职位，有时候这

种职位是为该组织新设的。8对于雇主来说，这种招聘似乎是时代的趋势，

是展示民族责任感和政治服从的合适方式。对于普通人(特别是犹太人)

来说，这种表现促进了德国公共环境的快速纳粹化，从而尽可能地培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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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式的亲密感。'°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作之战”中获益的德国人数量无从

得知，但考虑到1933—1935年失业冲锋队队员人数显著下降，可以肯定地

说，他们中大部分都以某种方式得益于冲锋队的援助，不管这种援助是超

越法律框架之外，还是通过官方的就业计划实施。20

尽管有这些优先待遇，并不是所有冲锋队队员都能成功地得到工

作——原因不仅如纽伦堡就业中心1934年7月的讽刺性评论那样，剩下的一

小部分主要是有过前科、生理上有缺陷或者是超过60岁的人。21当然，在

“长刀之夜”之后，民众对冲锋队专横举动的不满以这种蔑视性的描述表

达出来。但是，许多“老战士”的自我意象与他们的专业资格之间无疑存

在差异，这往往使他们无法胜任最基本的职位。而且，许多冲锋队队员不

喜欢现有的工作(通常是建筑或者农场工作),而更喜欢“干净”的办公室

工作。然而，在后一个领域，“老战士”被迫与新近才加入纳粹党及所属组

织、受过更好教育的人竞争。

因此，层次较低、教育背景有限的早期纳粹积极分子很快就开始表达

对之前未参与纳粹运动的德国人的蔑视。从冲锋队的角度，有经验的“街

头战士”曾经冒着失去健康和生命的危险，为纳粹事业而战斗，现在却无

法享受此前奋斗得到的胜利果实，而不得不与迅速增长的机会主义者做斗

争，简直是一种耻辱。"全国有超过60所冲锋队“福利营",这些营地在1933

年容纳了多达2万人，1934年发展成当地动乱和不满情绪的中心，但是与大

部分德国人当时遭受的经济困境相比，营地里的冲锋队领导人得到的薪酬

已经堪称慷慨了。23不过，与上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住在营地里的普通冲

锋队队员每周只能得到很少的津贴。市政当局给予冲锋队的小规模福利，

如降低公共游泳池门票费用、将市政建筑分配给冲锋队使用、豁免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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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犬的税费，不足以安抚纳粹党激进分子。24在酒吧和小酒馆中与当地居

民发生的暴力冲突使冲锋队福利营在公众当中很不受欢迎。这些事件往往

是来自这些营地的纳粹分子酒后挑衅引起的，他们实施破坏行为，威胁逮

捕当地显耀人物，或者使用枪支“捕鳟鱼”。25

评估第三帝国早期的冲锋队暴力行为时，必须将经济和社会背景考虑

在内。毋庸赘言，这些暴力活动首先指向纳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真正

对手(以及他们认为的对手):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和犹太

人。除此之外，这种暴力还越来越多地成为纳粹阵营中某些需要传递的信

息，他们要求尊重冲锋队野心，履行对他们的社会承诺。许多冲锋队领导

人很快爬上权位，得到可观收入，他们并没有努力平息党内的动荡。这些

变化为领导人们提供了支持下属的财政资本(有时还有社会资本),但也很

快扩大了纳粹党机构与追随者之间的鸿沟。

科布伦茨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冲锋队领导层日益增长的期望，以及公众

对其更加专横的习惯的不满。1934年4月17日，一名“较高层的冲锋队领导

人”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求租一套“有5—6个房间的现代化公寓，带全

套现代化便利设施”,并要求最好是靠近莱茵河的好地段。26虽然利用职业

身份使房东相信某人的社会地位过去是、当时也仍是德国常见的现象，但

这则广告引起了批评。一位自称“老党员”的人写匿名信给鲁道夫·赫斯

投诉，后者在1933年被任命为阿道夫·希特勒之下的“副元首”。写信人认

为，这则广告的措辞已经在该城民众中造成了负面情绪。他补充道，每个

人都认为，一名高级冲锋队官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显“缺乏民族社会主

义者的精神与信念”。27冲锋队高级领导层与普通战士之间的社会落差从普

费弗·冯·萨洛蒙时起就已经成为该组织的特征，与纳粹党的所有宣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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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解决。28

追捕并羞辱敌人

随着希特勒就任德国民族主义新政府的总理，共产党(KPD)预计将

被正式取缔，成为非法政党。但是，纳粹选择用几乎不加伪装的恐怖主义

行为来代替对司法程序的尊重。1933年2月27日深夜到28日凌晨的“国会纵

火案”被纳粹当成高度象征性的事件，以及迫害政敌的借口。国会大厦还

在大火之中，警察部队就在冲锋队和党卫队支援下开始袭击共产党办事机

构及该党积极分子和支持者的住宅，按照事先编制的黑名单逮捕他们。由

于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许多同时代人认为纳粹直接卷入了这一纵火事件。

相比之下，1945年后的史学界普遍接受了所谓的“单一罪犯论点”,确定荷

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为唯一罪犯，属于“独狼行动”。29

不过，历史学家本杰明·赫特和其他人最近的研究已经成功挑战了长期以

来的这一观点。赫特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据，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确实

是根据卡尔·恩斯特和戈林的命令，由一个深谙爆破原理的冲锋队特殊小

组对大楼实施纵火。30

这一事件的起因仍有争论，但对结果没有分歧。1933年2月28日下午，

兴登堡紧急签署了“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令”,暂停了魏玛宪法保

证的重要公民权利。随后的几周，纳粹利用这一法令，作为无情追捕所有

“挡道者”的理由。仅在柏林就有1500名共产党人因为“国会纵火案”被

拘押，这些人中既有普通党员，也有高级领导人甚至国会议员，很明显打

破了后者的豁免权。最终，纳粹的突袭实际上摧毁了该党的大部分地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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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莱比锡，纳粹于1933年3月对476人实施“保护性拘留”。到4月，鲁

尔和莱茵兰地区的冲锋队和正规警察部队已经逮捕了多达8000名共产党官

员。巴伐利亚的被捕人数达到3000人，而哈雷地区达1400人，西南部的巴

登有900人。31第二大的受害群体当然是犹太人，这一波迫害浪潮中，意识

形态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纳粹于1933年3月和4月发动的联合抵

制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几个月里，冲锋队队员不仅在犹太商店前面站

岗，在它们的墙上涂抹反犹太标语，还侮辱犹太商人及其家属，这往往令

受害者的商业竞争对手感到高兴。32

这一时期纳粹的受害者人数无法确定。1933年4月8日的纽约《星期日

FUR EINHEITSPREISE Shape A.G.
FUR EINHEITSPREISE

1933年4月1日，冲锋队队员封锁了科隆巴赫霍夫大街的Ehape商店的入口。Ehape商贸有
限公司是百货财团莱昂哈德·蒂茨股份公司的一部分，从1933年7月起(蒂茨家族被迫
出售其股份后),该财团被称为西德意志考夫霍夫股份公司。这张照片显示了对抵制的
至少三种不同反应。女人们迅速经过冲锋队队员，表面上没有产生关注，而两个男人正
在和褐衫军成员交谈。骑自行车的人和在场的冲锋队领导人的聊天似乎很轻松，而戴帽

子的人的肢体语言表明他的态度更倾向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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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报道，希特勒本人曾估计“德国的重生”付出了330条生命的代价，

此外有4万人受伤，10万人被赶出商业生活。3但是，希特勒提出这些数字

时，想到的是在过去“数年的战斗中”纳粹党本身的“受害者”,而不是他

的追随者们在他就任总理后数周内追捕、拘禁和杀害的人。在今天看来，

即便保守估计，纳粹在1933年间也拘押了超过8万人。超过500人(甚至有

可能超出这一数字的两倍)被纳粹分子直接杀害，或者在此后因为殴打和

折磨而死去。34

纳粹掌权的前几周里，大部分被捕者都被带到德国大城市里迅速增长

的冲锋队非法监狱中。冲锋队酒馆地下室、体育设施、青年旅社、兵营和

废弃的工厂都用作临时监狱。这些场所往往只存在几天或者几周，就被一

系列由国家或者党卫队及冲锋队管理的大型集中营代替。3仅在柏林，最新

的历史研究就已经确定，纳粹分子在多达240个场所实施了拷问，还有11处

早期的集中营。1933年，这些中心分布在城市各处，由邻近的冲锋队单位

相对自主地管理。36这些临时监狱和拷问室位置集中，使这种早期冲锋队的

恐怖活动成为纳粹统治非常显眼(有时也很刺耳)的元素。住在这些监狱

附近的柏林市民听到囚犯们被看守毒打时发出的惨叫声，无不心生惊骇。

城中医院的医生面对很多遭到折磨而几乎无法辨认的人，其中多人无法救

助或者已经死亡。37

这一时期，冲锋队暴力活动本质上首先是身体暴力，但往往结合了很

强的象征意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羞辱并打垮其对手，有时造成受害人在

被拘押或者获释后自杀。38在许多情况下，被拘留者遭到了多种无耻的对

待。毒打往往持续几个小时，处决的威胁也很常见。柏林的一位“帝国战

旗”成员被迫为冲锋队看守擦皮鞋、喝他们的尿，甚至舔一名冲锋队队员

141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的屁股。3?埃尔富特一所早期集中营的囚犯被迫高喊反犹太口号，同时被用

铁棍、肩带和橡皮警棍殴打。4早期集中营囚犯不断被要求进行单调、羞

辱性的体力劳动，例如用牙刷刷洗地面，或者徒手清洁营地的洗手间。身

体虚弱、遍体鳞伤的囚犯被迫在面带讥讽的冲锋队看守面前，进行所谓的

“体育锻炼”,其目的也类似。4科隆-波尔茨的一所冲锋队监狱中，看守给

囚犯上“游泳课”:用绳子套住受害者的颈部，然后将其拖到几乎无法站

立的高度，囚犯只能拼命地挥舞手臂。42萨克森州前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

人赫尔曼·利布曼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作为冲锋队霍恩

施泰因集中营的囚犯，利布曼被迫重复几年前在萨克森州议会上发表的政

治演讲，然后被看守用刀子猛刺。利布曼失去了一只眼睛，1935年因为伤

处引发的并发症死去。43

冲锋队在1933年的这些暴力行动明显带有性别特征。这种暴力行动由

男人实施，以压倒性的力量打击其他男人，不仅加强了那些经历多年经济

困难和社会边缘化之后终于能够向其他人发挥力量的冲锋队队员的“超男

性”身份，还可以使冲锋队暴力的男性受害者“女性化”或者“失去男子

气”。?莱比锡的冲锋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抓捕共产党人，逼迫他们进入“清

洁队”,洗掉反纳粹标语。4?而且，许多冲锋队拷问过程中的性别特征也很

能说明问题。这种恐怖元素不应归因于所谓的冲锋队“虐待狂”的个人缺

陷，而需要根据其政治与社会功能加以分析。1933年的纳粹恐怖活动目标

是摧毁左派政治组织，而且还企图确保这些组织的政治积极分子不敢返回

政界。因此，虐待的形式直接针对受害者作为男人的尊严。46即使政治犯

从“保护性拘留”中获释后，他们实际上也无法寻求正义，不仅是因为没

有一个国家机构愿意卷入其中，还因为他们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才能提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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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这些障碍难以跨越、非常有效，这从前囚犯的报告在德国流亡者中广

为传播，而在德国国内影响有限就可以看出。道德上的正确并没能帮助许

多德国人，他们将无力保护自己对抗虐待视为男性气概上的可耻污点。47

1933年冲锋队恐怖活动中臭名昭著的场所有柏林-舍嫩贝格的冲锋队

宪兵营房，以及坐落在首都以北不远处的一座废弃酿酒厂的奥拉宁堡集中

营。从1933年3月21日起，当地的冲锋队第208旗队在那里拘禁两千多名囚

犯长达12个月。在奥拉宁堡的囚犯中，最出名的是普鲁士州议会社会民主

党领袖恩斯特·海尔曼、著名作家库尔特·希勒和埃里希·米萨姆、国会

议员小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格哈特·塞格尔，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台记者

阿尔弗雷德·布劳恩。除了许多备受瞩目的左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个

集中营还囚禁着40名来自勃兰登堡沃尔齐希一个犹太福利机构的青少年。

囚犯的这种构成，以及犹太囚犯受到的特别恶劣的待遇，证明了历史研究

的坚定结论：自始至终，纳粹恐怖行动都不仅有政治动机，还有种族主义

的动机。48

塞格尔于1933年12月设法从奥拉宁堡逃脱，流亡捷克斯洛伐克，并于

1934年发表了有关德国集中营情况的第一份详细报告。49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是他的报告中题为“营地里的冲锋队”的章节。塞格尔为读者提供了冲锋

队组织心态的简短分析，考虑到他的背景和个人遭遇，这一分析的公正客

观令人吃惊。塞格尔称，任何时候营地里都有80—100名冲锋队队员看守，

其中大多数只接受过非常有限的教育，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总体受教育

水平更是无法相比。与1934年的读者想法大相径庭的是，塞格尔强调“认

为普通冲锋队队员对政治有哪怕最简单的了解，都是完全错误的”。看守们

讨论即将来到的11月12日国会选举时，就像谈到一场马克斯·施梅林的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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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赛，或者一场重要的足球赛——塞格尔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对政治的无知：

“在与我们这些政治犯接触之前，许多冲锋队队员几乎完全不知道，世界

上除了98式步枪、08式军用左轮枪、警棍、纸牌、啤酒和性，还有什么东

西!”50

但是，塞格尔解释道，尽管无知，但并不是所有冲锋队看守都积极参

与虐待活动。有些人不仅在这些情况下袖手旁观，甚至尽可能地对囚犯表

现出宽容。塞格尔意识到，囚犯和冲锋队看守都经受着持续的压力。”与之

类似，年轻的犹太人彼得·布拉赫施泰因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成员，

于1934年初到当年8月被囚禁于霍恩施泰因城堡的萨克森冲锋队集中营，他

记得捉拿自己的人既表现出极端的野蛮，也有着暂时的克制，后一种情况

特别出现在冲锋队看守意识到可以利用囚犯的专业技能时。2不过，两位见

证人都坦率地说明了这种行为的比例：“在冲锋队队员中，野蛮远比友爱普

遍。”奥拉宁堡的3000名囚犯中至少有16人死亡；霍恩施泰因的5600名囚

犯中，正式宣布的死亡人数为40人，但估计未登记的死亡人数高达140人。

54与这些营地存在的时间和囚犯人数相比，有些短命的早期集中营死亡率甚

至高于奥拉宁堡和霍恩施泰因。冲锋队在柏林附近伯尼克管理的集中营仅

从1933年5月存续到7月，据报告，有10名囚犯被杀害。这个营地的囚犯被

迫在没有足够休息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搬运铁路轨道。他们不得不睡在

裸露的地板上，只能得到质量低劣、数量极少的食物。”

新政权的恐怖战役不仅是摧毁反对组织、网络和个人的手段，还是威

胁态度不明的旁观者的方法。极端的身体暴力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之

一。在海德堡大学，三名学生身穿冲锋队制服，打断了医学教授格奥尔

格·布莱辛的课，带着他前往警察局。这些冲锋队队员声称，天主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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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党员布莱辛挪用大学诊所的款项，并以不正当的方式接近女学生。?罗斯

托克同样有一群加入冲锋队的学生在1933年5月将原大学校长鲁道夫·黑尔

姆“押送”到警察局，后者被指控挪用公共基金，并娶了一位犹太妻子。

根据黑尔姆的回忆，他认为拘留时的情形比保护性拘留本身更耻辱。该大

学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恢复前校长的名誉，而且没有对参与的学生做任

何形式的处罚。”更极端的是“种族亵渎”的案例，其中一个发生在1933

年7月的库克斯港。当地海上冲锋队成员强迫一对德国犹太人夫妇在城里游

街。男性受害者被迫携带一条诽谤性的横幅，上书“作为一名犹太男孩，

我只将德国女孩带到房间里!”女性受害者则被迫带上一个标志，上面有

“我是城里最卑贱的猪，只跟着犹太人走!”的标语。一名号手伴随游行队

伍，引起人们对此情此景的格外关注。当地报纸《汉堡日报》将这一事件

诠释为“恢复健康的民族敏感性”。58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冲锋队反复上演这

种把戏。”

然而，1933年的暴力事件并不都发生在集中营或者光天化日下的德国

街头。如下面的例子所述，许多暴力事件发生在私密或者半私密的环境

下，从未进入正式记录中。50岁的朱莉·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是受过高等

教育的德国犹太妇女，孀居于柏林附近克莱因马赫诺的别墅里。20世纪20

年代，她因为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莉莉和海因里希·布劳恩及其儿子奥托

的著作担任编辑而小有名气。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的住宅和花园由多名仆

人打理，她埋头于对古希腊历史及其艺术的研究之中。一名仆人于1933年

加入冲锋队，开始勒索其雇主。沃格尔施泰因拒绝付给这名仆人保护费，

此后来自当地冲锋队的一群人多次在晚间闯入其住宅花园，毁坏花卉并威

胁她。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于1935年离开德国，两年后移民美国。°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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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宁堡冲锋队集中营的囚犯被强制进行体育锻炼，即所谓的冲锋队体育运动。中间的
一名冲锋队男子发出命令并做示范，而站在囚犯后面的其他褐衫队员监督练习得到正确
执行。这张照片可能是集中营地管理人员在1933年春天或夏天拍摄的，当时在德国国内
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此类照片，同时分发给外国新闻机构，用来反击对早期集中营中酷刑
的报道。这种纳粹宣传通常侧重于囚徒的身体通过体育和艰苦劳动得到“教育”和“训
练”,于是，在理想情况下，囚犯有一天可以作为有价值的成员重返纳粹“民族共同

体”。这种宣传照片出色地展示了健康的囚徒。带红十字臂章的冲锋队男子十分醒目，
表明囚犯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照片还显示，集中营位于家庭住宅附近。

萨克森霍恩斯坦城堡早期集中营的冲锋队看守和他们的囚犯。这一场景大概是为冲锋队
制作的，作为某种战利品。精心书写的公告板显示“霍恩斯坦城堡预防性拘留营劳工
队，1933年4月28日”。两名囚犯在照片上被标上数字“1”和“2”,但他们的身份无
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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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纳粹骚扰布劳恩-沃格尔施泰因，正是在攻击一位德国民族主义英

雄事迹的支持者，她投入了可观的时间和精力赞美奥托·布劳恩，将这位

1918年死于西线、年仅20岁的年轻人奉为过早逝去的民族领袖。61不过，这

个例子说明了纳粹掌权时的社会动态。尽管冲锋队队员确立新精英阶层成

员地位的野心未能实现，但所参与的政治变革鼓励他们推翻传统的社会阶

层结构，他们常常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利用新的政治形势。在这个特殊的例

子中，阶级和种族都是攻击者证明自己行为有理的因素。

在此类案子中，德国司法机关起不了多大作用。勇敢的德国犹太律师

(如柏林的汉斯·利滕，“帝国战旗”组织法律顾问、鲁尔区万讷-埃克尔

会堂社团主席瓦尔特·克龙海姆)很快成为了民族社会主义者威胁、身体

攻击和拘禁的目标，检察官和法官也是如此，但程度较轻。621933年3月

初，纳粹启动追捕政敌的《国会纵火案法令》生效之后仅仅几天，冲锋队

就开始侵入德国法院，“清除”犹太律师和法官。德国犹太人律师路德维

希·弗德就是受害者之一，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是德国犹太信仰公民中

央联盟(CV-Verein)的坚定成员，曾坦率地批判德国司法界的反犹太主

义思想。3弗德后来回忆，冲锋队在布雷斯劳的袭击始于“像野兽一般的吼

叫”。片刻之后，二十多名冲锋队队员出现，高喊“犹太人，滚出去!”,弗

德没有服从，此时其中一名冲锋队队员用金属武器击打他的头部。?类似的

事件在许多其他德国城市里发生。虽然有时非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抗议冲锋

队袭击其犹太同事，但总的来说这种抗议很温和，没有任何影响。除了纳

粹于1933年3月底到4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对犹太商店和犹太商人发动联合抵

制这一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事件之外，排除犹太司法人员有助于纳粹所谓的

德国司法体系“德国化”或者种族净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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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对德国司法机关施加的压力不仅干扰了司法进程，还直接惠及

冲锋队队员，这些人在1933年和1934年因为政治、财政或者个人原因而犯

下了数千宗罪行。更糟糕的是，德国警察最高层改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

民族社会主义者或者愿意按照新强人意志行事的保守分子。“老战士”、冲

锋队旗队长阿尔弗雷德·里希特于1933年3月初被任命为汉堡内务参议院和

警察局长。接下来的几周，里希特有系统地“清理”了地方管理机构中的

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犹太人、工会主义者，以及纳粹根据“种族原

因”认定为不受欢迎的人。7在德国其他许多城市和州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

况。1933年3月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慕尼黑警察局长，而在图林根

州首府埃尔富特，冲锋队地区总队长维尔纳·冯·菲希特在几周后就任警

察局副局长。81933年2月，内政部长戈林在普鲁士解除了14位主要城镇警

察局长的职务，代替他们的多数是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候选人。9

这种策略性的举措仅仅是为了掩盖民族社会主义者在1933年春季的真

实目标，在某些领域，他们根本没有试图掩盖自己的野心。例如，在石勒

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巴伐利亚、黑森和符腾堡，纳粹党将忠诚的老党员、

特别是已经证明“为行动做好准备”的冲锋队领导人提升到地方管理机构

的关键职务上。这些纳粹“领袖人物”往往缺乏正式的资格认定，此前这是

就任关键职务必需的条件。在汉堡和基尔之间的中型城镇新明斯特，弗里

德里希-格奥尔格·布林克曼于1933年4月1日控制了当地的警察部队，他曾

任该地区冲锋队旗队长，原来是一名销售代理人和失业的化学工作者。70坐

在伍珀塔尔同一位置上的，是冲锋队区队长威利·费勒，他是臭名昭著的

恶棍，至少曾14次被判有罪。”没落贵族沃尔夫-海因里希·冯·黑尔多夫

曾在声名狼藉的1931年“选帝侯大街骚乱”中起到主要作用，他于1933年3

148



第4章 恐怖、刺激和失望

月被任命为警察局长，主要是戈林施加影响的结果。1935年7月18日，黑尔

多夫被选到柏林附近地区担任同一职务，成为1938年反犹太袭击的主要推

手之一。"

这段时间里，不仅警察部队的领导职务重新分配，还设置了一类新的

官员。戈林在普鲁士州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招募和武装了5万

人，作为“辅助警察”。3实施这一举措时，他跟随纳粹州长卡尔·勒韦尔

的脚步，后者于1932年夏季在奥尔登堡自由州征召了230—250名冲锋队队

员，以有利于纳粹的方式应对政治暴力事件的兴起。”4这在1932年曾是令

人不安的区域性信号，但在一年之后就变成纳粹的官方政策，引发了意义

深远的后果。现在，德国警察部队中既有长期任职的军官，也有当地的匪

徒，两者在街上并肩巡逻。戈林明确表示，普鲁士州将以最为宽容的态度

对待这些警官过度使用暴力的行为。为了镇压政治左派，一切手段都是合

理的——“如果有必要，可以无条件使用武器。””5

许多其他州也从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中招募辅警，这些人很快占

据了常规警察部队的40??100实际上使其力量加倍。在鲁尔区较大的

城市(如多特蒙德和波鸿),这意味着配备常规警用武器的当地辅警部队很

快达到1000人以上。76只要有可能，冲锋队内建立的同袍之谊保持不变。整

个冲锋队“突击队”改建为警察部队。"1933年春季和夏季，这些新警察部

队参与了对纳粹政敌的拘押行动；特别是1933年5月，常规冲锋队和辅警帮

助占领独立工会的大楼、没收其资产、关闭出版社并抓捕其官员，使这些

组织瓦解。78作为回报，当地商界领袖出资赞助辅警。7°根据巴伐利亚财政

部长的估算，巴伐利亚州1933年至少在辅警和“保护性拘留”上花费100万

马克，后者大部分与达豪集中营有关。80不过，到1933年秋末，辅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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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没有那么大了。左翼组织和党派已经解散，并从法律上禁止了它们的重

建。潜在的新对手实际上已经受到震慑。因此，从1933年8月起，德国各州

开始解散辅警部队，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月。8最后一个废除冲锋队辅警的州

是巴伐利亚，该州于1933年12月21日通过了这项措施。然而，在整个德国，

直到1934年秋季，仍能在新招募的警察部队中看到身着冲锋队制服者。82

尽管常规警察部队和纳粹党准军事组织紧紧纠缠在一起，但两者的关

系仍然很紧张。实际上，整个1933年，冲锋队主要在警察控制范围之外行

动，并且常常相互竞争。对于许多冲锋队“老战士”,为魏玛政府服务的警

官们在“皈依”民族社会主义之前仍是敌人。83而且，冲锋队领导人(如驻

纽伦堡特派员、冲锋队次级地区总队长汉斯·金特·冯·奥伯尼茨)认为

常规警察尽管总体上服从纳粹党，但首先仍是个障碍。奥伯尼茨更愿意在

他的冲锋队队员帮助下清算纳粹的敌人，这些人对法律规范和约束毫不在

意。在1933年7月20日写给巴伐利亚内政部长的一封信中，冯·奥伯尼茨写

道，他“完全知道”命令法兰克尼亚冲锋队和党卫队单位搜查犹太人的房

产，找寻所谓的反纳粹宣传品、护照、出境签证和现金，是超越了法律的

界限。8?在这样的情况下，冲锋队队员拘留了大约100名犹太人，将其带到

当地体育场，从那里移交给纽伦堡的常规警察。作为反应，纽伦堡警察局

长本诺·马丁博士(后来成为武装党卫军将军)?S在写给巴伐利亚州总理的

信中投诉了冲锋队的霸道行径。他认为，冲锋队的任意妄为使法兰克尼亚

警察涉及犹太人的长期行动无法实施。马丁还说，一些冲锋队队员甚至威

胁要抓捕加以干预的常规警察。86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冲锋队三番五次地对警官动用暴力，特别

是那些以忠诚于共和制著称的警察。87例如，戈斯拉尔当地冲锋队突击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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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向一名警察发出威胁信，通知他如果继续出勤，将不再保证他的

“生命安全”。几周后，同一座城市的冲锋队队员突然传讯前治安警察负责

人、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奥斯特伦。尽管奥斯特伦从1933年4月8日

起就被停职，但激怒的纳粹激进分子将他推下市政厅的台阶，猛击他的脸

部，并用脚猛踢他。奥斯特伦于几个月后死去。1934年8月31日，公诉人结

束了对涉案冲锋队队员的诉讼，称这项罪行是因为行凶者“过分热心于为

民族社会主义理想而战”而犯下的，因而可以归入8月7日大赦(“有罪不

罚法案”)之列。88这几年中，戈斯拉尔市民私下里将当地冲锋队核心集团称

为“海盗团伙”——这既表达了对这种违法暴力行动的痴迷，也表达了道

义上的愤慨。89

1933年几乎不受约束的冲锋队暴力活动走向极端，以至于从中获利的

新政权最终也觉得必须加以干预。为了控制四处破坏、毫无纪律性的冲锋

队队员，同时保护他们免遭常规警察部队和司法部门的起诉，罗姆于1933

年8月下令，在普鲁士建立冲锋队“宪兵”。9两个月以后，1933年10月7日，

这支冲锋队旗队长瓦尔特·弗里奇率领的特殊警察部队命名为“战地猎兵

军团”。9这支新部队只招募最可靠、最威风的人员，其任务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麻烦。大约有200人在“战地猎兵军团”中服役，接受冲锋队最高领袖的

直接指挥。罗姆的目标是进一步集中权力，同时压制地方冲锋队领导人的

野心。"巴伐利亚也于1934年2月27日建立了类似的冲锋队警察部队，称作

“巴伐利亚战地猎兵军团”,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约翰·巴普蒂斯特·福

克斯指挥。”但是，到当年夏季，对政治对手实施残酷迫害的风潮明显减

弱，冲锋队宪兵失去了之前的重要地位。例如，在1935年3月，汉堡的冲锋

队宪兵负责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务，例如抓捕官方宵禁时间(午夜)之后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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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醺走回家的冲锋队队员。94

仅仅几周之后，1935年4月1日，普鲁士内政部正式解散冲锋队宪兵。

合格的冲锋队官员此时整合到常规的普鲁士治安警察中，这支部队越来

越受到了希姆莱和党卫队的影响。但是，按照1935年5月新任参谋长维克

托·卢策的命令，普通冲锋队队员仍将参与常规的冲锋队巡逻任务。有趣

的是，卢策对这些任务必要性的解释不是基于政治不稳定(1933年和1934

年的理由),而是认为这样的巡逻对“保持冲锋队内部勤务”至关重要。”这

说明，尽管纳粹已经掌权，但冲锋队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建立的社交机制在

第三帝国中并没有根本变化。冲锋队需要可以猛烈对抗的敌人，即便这些

敌人只是虚构的。1934年夏季之后，冲锋队的暴力行动——该组织公众吸

引力和内部凝聚力的根本要素——缺乏政治意义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变

成了自发行动。1935年到1938年之间，纳粹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野心

使冲锋队在局部卷土重来，冲锋队队员的反犹太袭击为他们提供了体验力

量、建立真正归属感的罕见机会。

反应

冲锋队恐怖活动的强度威胁和震慑了许多德国人，但并没有激起大规

模的抵抗。1933年初，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号召总罢工，这种政治武器在

1930年“卡普政变”中成功地打击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但此时人们认为它

不太可能起作用。共产党人呼吁大规模抵抗，但基本上无人呼应。造成这

种消极态度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在许多德国人看来，魏玛共和国的老

牌政党已经因为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的问题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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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些党派和他们的准军事组织过于弱小，无法阻止民族主义者

掌权。左派政党没有能力保护追随者免遭冲锋队的暴力袭击，甚至在自己

的工人阶级“据点”中都无所作为，是最具象征性的耻辱，在很大程度上

是它们丧失威望的原因。°现在，它们怎么有可能开发出成功的自卫策略?

再次，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相互憎恨，实际上使工人阶级政党无

法完全调动其仍很可观的力量。正如约阿希姆·黑伯伦对莱比锡所阐述的

那样，20世纪20年代起，政治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这并没有使不同的

工人阶级运动团结起来，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933年，党派积极

分子和支持者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及仇恨同样常见。这种情绪无法为协作和

联合行动提供基础。”最后，政治左派将大部分保守党派与纳粹确立协作关

系视为他们在不远的将来重返政坛的跳板。相信希特勒政府不可能履行承

诺，左派迟早会取得胜利吗?类似的想法也激励着冯·帕彭和他的新保守

派追随者努力支持纳粹掌权。和德国中等阶层的许多非纳粹成员一样，这

些组织不同意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极端暴力行动，但他们同情一劳永逸地在

德国消灭“布尔什维克危险”的目标。冯·帕彭和他的顾问们甚至认定，

一旦“粗俗的”纳粹分子燃烧完了自己，旧精英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他

们将响应号召，建立一个牢牢掌握在传统体制手中的独裁政权。"

其他党派没有同样的政治“白日梦”,但企图从内部缓和纳粹暴力行

动。阿尔布雷希特·伯梅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在1933年是开姆尼茨刑事

调查办公室主任，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加，这座有35万

居民的萨克森州工人阶级城市政治热情高涨。伯梅是一位政治保守的法学

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着相当成功的职业经历。尽管如此，他同情民族

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他们的犯罪预防计划——从科学角度看，伯梅也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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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应用政治学领域感兴趣。1°1不过，1933年上半年，冲锋队在这座城市实施

的恐怖行动越来越使伯梅惊骇和厌恶。2月18日，冲锋队队员用利器刺死了

一位共产党官员。次日，一名“帝国战旗”组织成员被杀害。3月31日，一

名犹太商人据说在开姆尼茨冲锋队威胁拘留他时自杀。最终，不到两周之

后，著名犹太律师阿图尔·魏纳的尸体在该城外围的一个沙坑中被找到。102

根据伯梅在战后的证词，魏纳是根据冲锋队区队长库尔特·拉施的命令被

处决的，后者的儿子埃伯哈德据说是行凶者之一。1031933年9月，伦敦出版

的《希特勒恐怖褐皮书》记录了纳粹在开姆尼茨及周边地区的不少于10宗

杀人案，这些罪行是在1933年3月3日到8月1日之间犯下的。104

伯梅调查了上述罪行以及一些其他案件，详细描述了冲锋队队员的残

忍程度和虐待行径。在1933年7月16日提交给萨克森州内政部的报告中，他

倡议对自己所称的纳粹党组织非法“单独行动”实施“果断制裁”。伯梅报

告，最初因为民族社会主义掌权而引起的兴奋情绪很快就让位给开姆尼茨

的“极端紧张局势”。他确认，这些恐怖行动的主犯是当地的冲锋队第2/104

突击队，并指称指挥官、电工马克斯·舒尔特在该城建立了“真正的恐怖

政权”。某些情况下，冲锋队的受害者被“捆绑、脱去衣服并殴打到神志不

清”。冲锋队拷问者用烧红的铁棍刺囚犯，强迫一些人整晚上“像蛇一样”

蜷缩在箱子里。有时候，虐待到了极致地步，“受害者已经体无完肤”。105

伯梅认为，这些罪行令人无法接受，责任人应该受到拘禁，并强调“民族

崛起”不能因此受损：“新时代决不能容忍对没有抵抗能力的囚犯施以系统

性的虐待暴行⋯⋯不能通过掩盖罪行去实现民族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也不

能允许元首的意志有什么例外。”106很难确定伯梅的这种推理是不是出于策

略目的，是否反映他的真实信念。1938年，他被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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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1日提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尽管如此，直到生命的尽

头，他的观点仍然强硬、顽固。107

伯梅决心“从官僚机构内部”阻止冲锋队1933年和1934年的过度行为，

这一努力在当时是个例外。德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大部分私下谴责纳

粹滥用暴力，但都没有公开致力于阻止这一现象。更常见的是有意地视而不

见，努力地避开“火线”。然而，普遍的恐惧只是纳粹恐怖行动持续占据主

导地位的因素之一。公众当中也有对这些暴力行动持赞成态度的人——他们

的观点是，纳粹的暴力活动很过分，但这是解决前几年各种问题的必要过渡

时期。这种论证的典型是小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文格牧师的陈述，他

从1910年起就担任比勒菲尔德新教伯特利慈善基金会主席，该组织在帮助残

疾人方面享有国际声誉。在写给一名询问基金会工作的犹太医生的私信中，

冯·博德尔施文格为纳粹1933年春季的暴力活动辩护，指责受害者，特别是

犹太人：“堕落的犹太精神在前20年里已经污染了公众生活，特别是大城市，

从由此引发的下流事、耻辱和谎言判断，人们肯定会理解，对其做出强有力

的反应是历史的必然。在变革的时代里，从来无法完全压制暴乱。”108

博德尔施文格的评论符合德国新教徒对纳粹“革命”的常见反应。1在

官方出版物中，教会赞颂新政权的“钢铁力量”和“坚定意志”是政治重

构所必需的元素，并将这种重构美化为“伟大英雄时代”的产物。1933年

春季的复活节贺卡将希特勒就任总理比作耶稣重生，是这种情绪的极端表

达。1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新教发言人轻描淡写地称过度暴力为“新时代

的阵痛”,将纳粹野蛮的反犹太行径当成“治愈犹太人的猛药”。"1933年的

德国人大部分被新政府的决心和巧妙的象征性决策打动，尽管他们也担心

1933年3月23日国会通过的《授权法案》,该法案以极端暴力解决问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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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治一致性并废止公民权。112

外国观察家同样经常以肯定的口吻评论他们感受到的“纳粹运动的活

力与意志力”。"3但是，其中一些人也因1933年冲锋队和党卫队力量的迅猛

增长而惊恐。9月，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安德鲁·索恩报告，这些“准军

事联盟”明显企图成为“德国防卫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真正的军事

训练落后于他们的野心，索恩坚称“在热情和纪律方面”,这些部队已经胜

过英国地方自卫队。114多名英国军官于1933年夏季访问德国，研究冲锋队和

钢盔团的发展，注意到这些部队参加军事演习。"此时，配备步枪和机枪的

冲锋队部队在巴伐利亚南部很常见。116

纳粹官员从1933年夏季起明显对冲锋队的能力和军事技能不那么热心

了。在评论可能整合到冲锋队的前共产党人时，冲锋队柏林-勃兰登堡地

区总队的一名官员于1933年10月宣称，前德国共产党积极分子是“模范政

治战士",在政治技能和意识形态坚定性上远强于普通冲锋队队员。尽管如

此，他宣称，即便前共产党人怀着最良好的意图前来，“冲锋队中的堕落分

子”也不会让这种整合取得成功，“很不幸，这样的人很常见”。1从组织的

角度看，冲锋队的大规模扩张和成员们引发的恐惧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

种负担。罗姆不惜一切代价扩张冲锋队，以便进一步巩固其在初生的第三

帝国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野心威胁到该组织已经显得脆弱的意识形态凝聚

力，也削弱了上层对其施加控制的能力。

凌驾于法律之上

1933年的冲锋队自视为不再受德国刑法典束缚的法外机构，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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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罗姆于1933年7月31日秘密发布的“纪律法令”最能说明这一点。对于

每个被政敌杀死的冲锋队队员，罗姆授权地区冲锋队领导人，负责处决实

施攻击的敌方组织的最多12名成员。118这一命令说明，内战的逻辑在多大

程度上决定着冲锋队领导层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袋鼠法

庭”传统仍然存在。纳粹政权于1933年1月到1934年6月间发动了多次政治

谋杀，目标是据称泄露了内部机密的民族社会主义“叛徒”,或者在纳粹阵

营中有强大、无情敌手的人。根据罗姆的7月31日法令，只要还没有确立对

应的冲锋队管辖权，这些处决行动就是一种合理的“补偿”。9

毫无疑问，对纳粹组织成员所犯罪行的法律处理一直搁置到1934年年

中，这进一步鼓励冲锋队队员犯下此类罪行。除了长于10年的刑期之外，

纳粹掌权之前犯下的大部分罪行的诉讼已经因为1932年12月20日的大赦而

搁置。120罗姆和慕尼黑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坚持，涉及冲锋队队员的事件应

该在专设的冲锋队纪律法庭处理，而不是由常规的法庭判决。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冲锋队推行“惩戒法”,为完全豁免常规刑事法庭对冲锋队和党卫

队成员的惩罚提供法律基础。121罗姆将建立冲锋队“军事司法体系”作为其

野心——将冲锋队打造成“民族武装”——的一部分。尽管纳粹党及其成

员组织、司法部门和民政当局从未对这种“惩戒法”达成共识，冲锋队地

方领导人在1934年6月之前多次威胁敢于对个别冲锋队队员提起诉讼的公诉

人。其中一位地方领导人是“诺德马克”的冲锋队领袖海因里希·舍内。

1221933年夏季，在组织所谓“游街示众”的该地区冲锋队队员是否应该为破

坏秩序、袭击和非法拘禁而受审的问题上，他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民政和司法当局发生了激烈的争吵。123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长官

的会晤以意见不合而告终之后，舍内于7月10日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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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州高等法院院长，另一封写给普鲁士司法部长汉斯·科尔。舍内声称，

只要不通过新的“惩戒法”,他将禁止手下的冲锋队队员出庭。他不接受对

其手下的任何惩罚，因为“即便法庭在形式上是正确的，最终是冲锋队成

功地完成了民族革命，就算在此期间和之后做了坏事，这些行为也应该得

到原谅。”124他甚至在写给科尔的信中说道：“如果我们按照法律条文办事，

就会走向一种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那可能带来最严重的后果。”在舍内看

来，对冲锋队的任何法律约束最终都是脆弱的，因此可有可无：“对待猪猬

或者流氓，最好用鞭子来伺候和教育。”125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冲锋队企图以有力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

于德国司法机关，即便如此，这一努力只是某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

划的目标是完全控制国家官僚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姆任命了所谓

的特别代表，在纳粹夺取政权期间“对发生的摩擦采取及时、紧急的改正

措施”。126冲锋队领导人受到鼓励，监督公共管理机构政治与社会转变的所

有方面，这是罗姆企图巩固冲锋队在“夺权”过程中重要作用的一个显著

事例。罗姆的主张清晰而专横，全然蔑视法律：“特别代表必须无情地推动

他们的利益。我要求他们保持充沛的精力、以目标为导向。”127

德国各州中，大部分都任命了这种特别代表，包括普鲁士、巴伐利亚

和符腾堡。在德国的某些地区，他们的权力只持续了几个月，因为常规的

州政府机构很快就被这些精力充沛且没有官僚作风的新主人搞得狼狈不

堪。例如，符腾堡的特别代表任期早在1933年5月就结束了。128不过，普鲁

士和巴伐利亚的冲锋队特别代表在1934年7月1日罗姆死去之前一直在位。129

特别代表甚至驻扎在大学里，但是民政部门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做事风

格”有损于教育机构的学术声誉，因而不久便阻止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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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令人不快的“联姻”。130然而，直到1934年3月9日，罗姆仍然宣称民政部

门和冲锋队特别代表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那就是“为了民族

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革命的利益建设国家”。他还特别敦促所有部门，在做出

有关于冲锋队的决策之前与特别代表联络。这种请求不像前一年那么野心

勃勃，表明传统的国家官僚机构重新夺回了权力，它们通常鄙视粗野、几

乎缺乏资格的冲锋队队员。不过，如果罗姆的要求得到满足，就会导致冲

锋队继续对国家管理机关行使某种政治控制，将罗姆提升到仅次于“帝国

专员”弗朗茨·冯·埃普的巴伐利亚“第二统治者”地位。131

实际上，罗姆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然而，仔细观察巴伐利亚的特别

代表，就可以发现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罗姆确保权力及影响。1933年

3月12日到9月之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在巴伐利亚任命了133名特别代表

和特使，每人每月的薪资为125—300马克(从10月1日起，他们的工资分别

升到200—400马克)。32根据巴伐利亚财政部的说法，加上相关的费用，他

们在1933年里给国家造成了至少371520马克的支出。可是，实际的成本要

高出很多，因为冲锋队领导层还向巴伐利亚州要求至少10万马克的额外费

用，用于其自由裁量权。各地当局在1933年秋季指出，冲锋队特别代表的

所有款项都是非法支付的，因为这些款项的法律依据不存在。3不过，在罗

姆与巴伐利亚州总理路德维希·西伯特于1933年10月20日举行的一次会晤

中，后者同意每月支付给罗姆25000马克(包括追溯到9月1日的款项),主要

用于特别代表。134这为罗姆提供了接下来几个月维持对巴伐利亚冲锋队独裁

统治的财政手段。1934年7月1日罗姆被处决之后，他的银行通知当局，除

了一个将近4万马克存款的私人银行账户之外，他还有一个以“慕尼黑冲锋

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经费”为名的支票账户，价值56000马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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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盔团”的整合

希特勒出任总理的前十二个月中，冲锋队显著成长。1932年底全德国

冲锋队队员不到43万人，到1934年4月已经攀升到400万人。36这一惊人增长

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罗姆成功地将此前与之竞争的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

整合到冲锋队里。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是“钢盔团”——在德国中产阶级

和贵族中很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1932年仍号称有50万成员，比

冲锋队多出数万人。137

1933年之前，冲锋队与钢盔团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拒绝自由民主制

度上的普遍共识，但两者的阶级归属和战斗策略有明显差异。1923年到1933

年之间，钢盔团从一个真正的老兵组织转变为“魏玛国防军替代者”。38在这

种背景下，尽管两个组织继续合作举办“爱国”集会，向政敌表示抗议，

但崛起的冲锋队无疑成了钢盔团的眼中钉。39然而，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

的冲锋队青年激进主义思想加深了与钢盔团的裂缝，后者的成员继续以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前线经历”作为领导的核心标准。因此，不管平日做出

多大贡献，太年轻、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年轻钢盔团成员都必须接受组织里

的从属角色。不出所料，越来越多的“青年钢盔团”成员开始以纳粹冲锋队

作为追随的榜样，这个年轻组织不仅允许成员在与意识形态敌人的战斗中

证明自己，而且对此大加鼓励。他们将敌人描绘得至少与一战中的协约国

军队一样危险，尽管这些战斗暂时只发生在德国的街头。140

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应，钢盔团领导人越来越疏远“粗俗”而“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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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的冲锋队。后来成为武装党卫军上将的戈特洛布·贝格尔的一番陈

述，表现出了两个组织领导人之间对抗的典型风格。1932年，贝格尔仍是

冲锋队符腾堡次级地区总队成员，他这样描述所在地区的局势：“我们相

互争斗。被宠坏的贵族子弟和僵化的现役军官定下了钢盔团的基调。我们

现在已经开始在乡间组织骑兵突击队，因而极大地伤害了钢盔团。”141另一

方面，钢盔团两位全国领导人之一特奥多尔·迪斯特贝格(另一位是弗朗

茨·塞尔特)从不掩盖对冲锋队的轻蔑。1933年2月初，在对首都钢盔团成员

的一次讲话中，他表达了自己的难堪：“羽翼丰满的逃兵、一战期间仍在襁褓

之中或者上小学的少年”现在竟敢公开指责钢盔团缺乏爱国主义精神。142

迪斯特贝格曾在1932年4月竞选总统，赢得了超过250万张选票，他在

1933年春季坚持钢盔团独立于纳粹运动。而塞尔特更灵活地顺应政治变

化，很快地在谋略上胜过了另一位领导人。从1933年1月30日起，他出任德

国劳工部长，在内阁中得到一席之地。1933年4月27日，塞尔特加入纳粹

党，此后数周和几个月里都参加了将钢盔团逐步并入冲锋队的谈判。143心怀

疑虑的钢盔团成员担心，他们的组织将变成“二级冲锋队”,但这种情绪被

打消了。144早在1933年6月，“青年钢盔团”转入冲锋队，而钢盔团青年组织

“沙恩霍斯特联盟”并入希特勒青年团。145次月，所有35岁以下的钢盔团成

员组成“武装钢盔团”与钢盔团分裂。武装钢盔团领导人埃尔哈德·冯·莫

洛佐维茨成为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成员，任务是“将武装钢盔团带入冲锋

队”。1461933年11月6日，罗姆最终为显著扩张的冲锋队采用了新的结构。现

在，冲锋队里存在3个不同的团体。首先是“现役”冲锋队队员，包括全部

18—35岁的常规冲锋队及党卫队成员，30万名在7月前融入该组织的前武装

钢盔团成员。其次是“冲锋队第1预备队”(SA-RI),包括所有36—45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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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钢盔团成员。147此外，还建立了第三个团体“冲锋队第2预备队”(SA-R

Ⅱ)并置于罗姆及其冲锋队的控制之下，包括45岁以上的成员(即“屈夫霍

伊泽联盟”、其他老兵组织和殖民地游说组织成员)。148到1934年3月28日，

其余钢盔团成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前线战士联盟”(NSDFB)。这

个新名称标志着，独立钢盔团的时代过去了。149

德国学术界的纳粹化

到1933年底，纳粹已经在政治和象征意义上完全控制了德国。“时间

旅人”帕特里克·利·弗莫尔对小城戈赫(位于靠近荷兰边境的下莱茵

州)的第一印象相当有代表性。当时18岁的弗莫尔说：“这座城市悬挂着民

族社会主义的旗帜，隔壁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纳粹党的装备：乐字臂章、

希特勒青年团的匕首、希特勒少女队的衬衫以及成年冲锋队队员的褐衫；

与字形的钮孔排列成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字样，一个不男不女的

蜡像身着全套冲锋队队员制服，露出灿烂的微笑。”150弗莫尔1933年和1934

年徒步游历康斯坦丁诺波尔的回忆录在几十年后令其名满天下，他在书中

回忆了走过寒冷的德国西部和北部时与冲锋队队员的多次邂逅。他以带有

后见之明的笔调，评论了真实记忆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差异。也是在戈赫镇

里，年轻的利·弗莫尔在一家当地客栈里遇到了一群冲锋队队员，他们

“没有戴那种可怕的帽子，看上去没有那么凶猛。其中一两个戴着眼镜，

可能曾是职员或者学生”。这些冲锋队队员开始哼唱流行的民歌。利·弗

莫尔记得，那场景“很迷人”,并称“此时此刻，那种迷人的魅力让人无法

将歌者与有组织欺凌、砸毁犹太店铺及夜间焚烧书籍的人联系起来”。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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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评论让我们想起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前一年半中的复杂表现。当

时的冲锋队队员并非人人参加身体暴力、焚烧书籍或者早期集中营的守卫

及拷问。短命的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及其地方分支说明了这种多样性。1331933

年9月9日，希特勒下令建立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该机构位于柏林威廉大

街，由冲锋队旅队长海因里希·贝内克领导，他是一名早期纳粹积极分

子，曾获得莱比锡大学历史博士学位。??冲锋队大学办公室的任务是从身心

上教育每一名德国大学学生，“遵从德国革命先驱的精神”,这意味着频繁的

意识形态教化和不断的体育锻炼。1??这一新动向是德国大学强制一体化工作

的重要方面。在这一时期，智力训练和思考远远不如体力和坚定的思想重

要，因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理解的领导者首先要具备推行某种意志的韧劲，

不管这种意志采用的是何种性质的论据。新一代学术领袖考虑的是个性和

魅力，而非其推理能力。阿道夫·希特勒早在1922年就表达了这种观点，

他在敦促慕尼黑男青年加入初创的冲锋队时说：“那些还没有发现民族命运

走向的小伙子，现在应该为一条好的道路而战斗，在这个紧要关头宁可学

习哲学、埋头书本或者留在家里的人，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德国小伙子!”156

虽然希特勒在1922年的反知识声明表达的是极少数德国人的意见，但

在1933年和1934年的一小段时间里，这些观点很受欢迎。例如，1933年入

学的罗斯托克大学学生中，有71?入了冲锋队。1?7不过，即便考虑从20世

纪20年代起，男性青年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接受民族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事实，新建立的冲锋队大学办公室也是极具野心的，这从慕尼黑的例

子中就可以看出。该地区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分部副长官是23岁的法学学生

卡尔·根恩巴赫，他在1934年1月24日写给部长赫尔曼·埃塞尔的一封信中

概述了一组计划，这些举措将完全改变德国学生的生活面貌。158他敦促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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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前三个学期接受教育与训练，最终目标是说服每名学生支持冲锋队。

新生在第一学期中只需要进行政治教化，而接下来的两个学期里，男生的

大部分时间将奉献给冲锋队。除了每周三个小时的“理论课程”之外，学

生必须参加四个小时的实习训练，包括射击训练、行军和定义模糊的“按

照冲锋队标准进行的政治教育”。另外，在附近冲锋队营地里举行的为期数

周的军事训练和野外演习，将占用学生的大部分假期。不过，慕尼黑的冲

锋队大学办公室缺乏必要的设施，无法应付每年在该市大学里就学的2000

名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因此，根恩巴赫制订计划，在阿尔高阿尔卑斯山

脉旅游胜地奥伯斯多夫建设一个可容纳800名学生的大型冲锋队训练及体育

营地。由于“罗姆叛乱”之后不久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被关闭，这些计划不

可能实现，但从保存下来的根恩巴赫与巴伐利亚当局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

出，建设这所学校所需的25万马克资金大部分已经到位，此后巴伐利亚文

化部和奥伯斯多夫市政当局也对此做出了承诺，后者将该计划看成促进地

区旅游业的大好机会。159

1934年，另一所德国名校海德堡大学已经全面开展冲锋队准军事训练

课程。和慕尼黑一样，从1934年夏季学期开始，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男生必

须参与冲锋队野外演习。费利克斯·哈特劳布是1934年春季课程的参与者

之一，他当时正在学习浪漫主义哲学与历史，后来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和

40年代初最具天赋的年轻作家。60在写给父亲——博物馆馆长古斯塔夫·弗

里德里希·哈特劳布的一封信中，年轻的费利克斯详细描述了冲锋队训练

的气氛。参加了几周的训练之后，他形成了不同的印象。一方面，他对大

部分同学感到不满，这些人没有表现出同志般的友谊，而是过于野心和自

私，没有任何“正派军人气质”。他们的社交方法主要是军校学生的“酒肉

164



第4章 恐怖、刺激和失望

HEUTE

Mic0 PFT
HosiC
FRoNTEM

1934年春天，德国学生兼作家费利克斯·哈特劳布在海德堡参加冲锋队准军事学生
营时画的一幅画。背景中的横幅写着“提供新鲜屠宰肉类的乡村盛宴”。拉工文意
为“朋友放在心里，敌人摆在面前”,暗指德国学生兄弟会的传统，此处混合了冲
锋队的新气质：有军人气概，同时也是“醉醺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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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情谊”。在他们之中，完全看不到“具有男子气概的团队精神”。另一

方面，哈特劳布对组织训练课程的冲锋队领导集团印象深刻，觉得其中的

许多人都是“了不起的伙伴”。哈特劳布写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那种

“令人不快的军士”,这暗指一战以来声誉不佳的低层军事指挥官。相反，

这位年轻学生赞扬纳粹党最为敬业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认为他们“非常得

体”地结合了军事与意识形态信念和技能。161

哈特劳布的描述与后来对这些冲锋队课程的大部分评判相左，后者通

常强调课程的乏味无趣。62他的观点当然没有代表性，但说明意识形态训练

和体育锻炼的特定组合对受过良好教育、接受冲锋队“现代化”态度的中

等阶层青年很有吸引力。不过，其他学生和教师明显被1933—1934年大学

生活中的政治元素吓坏了，特别是遇到最极端的形式之时。在这方面，加

入冲锋队的学生1934年春季演唱的一首《血之歌》及其引发的争议，最能

给人以启发：

在路牙上磨快长刀!

将它们插进犹太人的骨头里!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

我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杀戮。

在霍芬索伦城堡高高的灯柱上!

让那些狗吊在上面摇摆!

直到晃掉它们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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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在犹太教会堂里吊上一头黑猪!

将手榴弹扔进国会!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

将情妇拖下王子的卧榻，

用犹太人身上的肥膘涂抹断头台。

鲜血必定成河，

我们蔑视犹太共和国的自由⋯⋯163

这首歌是对《被迫害者之歌》或者《阿布萨隆之歌》的拙劣模仿，后

者在1848年革命期间以“黑克尔之歌”为名风靡一时，直到19世纪下半叶

仍在整个德国传唱，加上更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歌词之后，成了世纪之交的

一首大学歌曲。原词赞颂对德国民主的不竭渴望，巧妙地利用动词“吊起

来”,对比了“吊死某人”和“坚持德国共和梦想”的不同含义。与之相

反，纳粹版本的歌词极端粗野，沿用了原词的零星片段和反保皇主义元

素，但表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冲锋队加进了从20世纪20年代起极右

翼党派为人熟知的反议会制论调、反天主教的侮辱性语言(“黑猪”)、更

重要的是对犹太人的威胁，炮制了一首德国街头有史以来最具仇视态度的

歌曲。164

1934年5月，慕尼黑和附近魏恩斯特凡的冲锋队学生组织多次在梅明

根、弗赖辛等城镇演唱这首歌曲之后，慕尼黑及弗赖辛教区主教和路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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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校董会联合向巴伐利亚教育与文化部正式投诉。主

教不仅敦促当局阻止传唱这首“粗俗、残忍且下流的歌曲”,还指出许多梅

明根居民甚至该镇冲锋队组织成员都已经被它惹怒。这一投诉表明，教官

们实际上可能违背自己的道德和政治信念，强迫许多学生唱这首歌。?5上

述事件并不是偶然、孤立的。早在1929年，汉堡附近万德斯贝克的一名冲

锋队领导人向其上级投诉，他所在城市的冲锋队队员唱“无礼、粗俗的歌

曲”。这位冲锋队领导人声称，此类歌曲从衣冠不整、行为失当的冲锋队队

员口中传出，不仅吓跑了广大民众，还令正直的纳粹积极分子不愿参与活

动，他还说，已经禁止手下的队员唱这些歌曲。66慕尼黑冲锋队大学办公

室在1934年同样禁止唱《血之歌》,但为此前的行为辩护，理由是这首歌在

德国领导学校中很流行，“在向年轻学生传授老冲锋队队员精神时并非不适

合”。1934年1月19日写给巴伐利亚教育与文化部的另一封信中，冲锋队解释

道，正式禁唱这首歌的理由并不是其内容，而是因为“所教育学生的内在

斗志还无法与老冲锋队队员的革命精神相提并论”。167

不到两周之后，罗姆和许多冲锋队高级领导人被枪杀或者监禁，冲锋

队大学办公室野心勃勃的计划因此无法实现。为此，在1934年8月底写的一

封关于《血之歌》的信件中，大学办公室此前的自信态度几乎荡然无存。

慕尼黑的冲锋队官员此时承认，这首歌在班贝格和施派尔等城市也曾传

唱，但这些城市并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他们声称，在慕尼黑冲锋队大

学办公室登记的2200名学生中，只有40人从未唱过《血之歌》,无论如何，

整个事件都应该看成天主教会败坏民族社会主义声誉的蓄意行为，这种攻

击令人想起了“过去最为邪恶的报刊论战”。168

尽管冲锋队大学办公室关闭，身着褐衫的学生和老师仍是德国大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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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景象。?9纳粹的“科学政策”明显有利于与纳粹运动有意识形态纽带

的年青一代学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也愿意取代那些被迫辞职的人。170相

反，资深教授们很快就开始抱怨学术界不得不接受强加的政治观点。1934

年4月，弗赖堡的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哀叹，大学当局只接受“冲锋队

性质”的新生——也就是“对科学最不感兴趣”的人。17其他人较为乐观，

深受尊敬的哥廷根大学新教神学教授曼努埃尔·希尔施也承认，1934年的

“冲锋队学生”不如前一代成熟、深刻，后者的人格是在一战的堑壕中塑

造的。不过，希尔施热情地赞扬新一代，认为他们给协调新教神学与民族

主义政治学带来了最受欢迎的机遇。他愿意屈就于德国大学的新环境：“我

们的学生正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所属的战士团体曾经保护、也仍然在保

护我们教师的脑力劳动，避免我们的影响力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

德国的民族性也是如此，当今的德国思想只能存在于由‘元首'及其冲锋

队建立和维持的新集体意志之中。”172

希尔施绝不是一个特例，在许多大学里，冲锋队最初都得到了德国教

师与学生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新教神学院系里。罗斯托克的神学学生加

入冲锋队的比例高于法学和医学学生，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两位新教神学教

授积极协助组建“波美拉尼亚教会战斗队”,这是一个以冲锋队方式参与

“政教斗争”的学生积极分子组织。173明斯特不仅有许多学生在1932—1934

年加入褐衫军，多名新教神学讲师与教授也参与其中(但不一定加入纳粹

党)。1946年，其中一个人解释了自己的行为：“自信、积极的基督徒加入冲

锋队，是为了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这一陈述表达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年轻

新教神学学者的希望，他们通过与纳粹运动的紧密结盟，试图复兴基督教

信仰，并将该运动视为一项新“民族使命”的启动信号。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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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事实证明这种希望只是幻想。但即便到了1937年初，冲锋

队影响力已经锐减，明斯特的许多学校利用这一机会将其学生从冲锋队撤

出，新教神学院系仍然没有这么做。75几个月前，纳粹政权颁布正式禁令，

宣布冲锋队及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适合从事神学研究，对于意识形态上坚

定的神学学生来说，这无异于一次令人痛苦的打击，特别是这一禁令不区分

新教教会的不同派系，也就是亲纳粹的“德国基督教徒派”和更持怀疑态度

的“认信教会”教徒。176由于1937年9月教士和神学学生被明确禁止加入纳粹

党，当该党再次开始接收新成员时，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屏障。177

到1938年，冲锋队在德国大学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及几年之前，部分原

因是具有军事野心的年轻人此时无法直接进入国防军。仍为冲锋队队员的

德国大学生必须执行其冲锋队任务。178例如，科隆大学中在冲锋队登记的学

生，大多数都不再加入大学的冲锋队组织，宁愿留在原来的单位中——而且

往往不在任何一处执勤。从科隆大学档案中留下的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驻

大学的冲锋队代表对登记人数下降采取了两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他们定

期给准备期末考试的学生放假；其次，他们强令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参加冲

锋队会议。17不过，这些会议很少进行，也绝不像1933年和1934年那样要求

大批学生到场。180以政治和仕途为导向的学生此时得到建议加入党卫队的行

列，理由是冲锋队能提供的不过是政治上忠于纳粹政权的官方证明。

洗劫国家

1933年和1934年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冲锋队与国家及警察部队的关

系，还显著改善了其财政状况。1933年之前，冲锋队通常囊中羞涩，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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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普通冲锋队队员的政治激进活动往往伴随着痛苦的财务牺牲。纳粹成功

接管国家，使冲锋队有权动用德国的财政资源，此外还使队员们能够从非

法勒索阴谋中得益，有些时候，这些行动发展成专门敲诈“保护费”的组

织。例如，1933年6月21日起，柏林-勃兰登堡的“冲锋队自助工作组”以

“年费”形式向“雅利安”企业出售标有“德国公司”的标志牌。18伍珀塔

尔的冲锋队勒索分子为收到的“保护费”出具收据，对于最受影响的小食杂

店来说，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182

但是，与褐衫军从德意志帝国得到的钱相比，上述行为所得微不足

道。从1933年5月19日起，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定期从内政部得到经费，有时

每个月支付两次。头期款10万马克相对适度，但金额很快成倍增加，1934

年1月和3月都达到800万马克。1933年5月到1934年4月之间，德国纳税人用

于支持褐衫军的款项达到将近4500万马克，其中4200万马克立即就挥霍一

空。内政部将所有款项转到巴伐利亚抵押与承兑银行英戈尔施塔特分行，

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在该行有至少7个不同的账户。只有两个账户用于来自国

家的存款，一个用于上述的内政部拨款，另一个用于财政部，该部向冲锋

队最高指挥部提供了2800万马克。18德国在1933—1934财政年度用于冲锋队

的总预算超过了7200万马克，这还不包括队员缴纳的费用，也不包括相对

少的富裕冲锋队队员及大企业的自愿捐款。184

冲锋队用这些钱实现装备的现代化，支持此时在全德国建立的冲锋队

训练营，以及组织和分支机构的常规预算。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超过3300万

马克的人员费用。训练营支出排名第二，用掉了将近500万马克，接着是一

次性投资，如15万名“穷困冲锋队队员”的制服、皮靴和内裤购置费用。

德国审计法院1934年6月8日的一份详细报告称，冲锋队表达了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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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使用这些资金的意图，但仔细跟踪大部分支出是不可能的。只有严格、

详尽地审查不同省份冲锋队组织的财务状况，才可能实现这种透明度。185

1934年夏季的纳粹党对国家控制其财务活动毫无兴趣，特别是在审计

法院对其活动的地区性调查已经揭露非法行为的情况下。例如，冲锋队柏

林-布兰登堡地区总队在1933年将所有常规薪资标记为“费用津贴”,结果

是，冲锋队组织与队员个人全年都未缴所得税或者社会保险。这个地区总

队还向某些成员预支工资，没有要求偿还。最后，首都的冲锋队仅在1933

年4月就为“政治目的”花费了超过1万马克，这笔钱的真实用途无人知

晓。186冲锋队奥地利地区总队随着1933年6月19日该国政府取缔当地纳粹党

而成为非法组织，德国在1933—1934年为该组织提供了1326000马克的个人

费用补贴，以及300万马克的冬装购置费。187

“长刀之夜”对于纳粹党来说，是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审计法院问题

的好机会。在1934年7月23日的一封信中，刚被任命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

的纳粹党财政局长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通知审计法院院长，冲锋队

的所有财政事务从此由纳粹党全权负责。作为希特勒的特使，施瓦茨将亲

自监督此后国家给冲锋队的进一步拨款。188两周以后，施瓦茨通知德国财政

部，国家拨给冲锋队的所有资金立即转入纳粹党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银

行设立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账户。更重要的是，此后的所有财务监督不由

德国审计法院进行，而由纳粹党自行处理。89这一新制度实际上阻止国家

在此后数年内控制和监督冲锋队预算。此后，德国审计法院写给纳粹党的

信件(最后一封写于1935年6月21日)都没有下文。与此同时，纳粹党宣布

自身为“公共机构”,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不受限制地动用德国

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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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934年之后缺乏对冲锋队的独立财务审核，想要提供之后数年的

准确预算数值是徒劳之举。冲锋队队员使用的大部分资金继续来自国家，

由确立财务事务监督权的纳粹党经手，后者实际上控制了之前半自主的冲

锋队。在这个框架下，冲锋队参谋长继续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他对此的

利用方式似乎类似于清洗之前的冲锋队。例如，1938年11月4日，冲锋队

参谋长卢策命令，所有冲锋队地区总队及总部领导人只要有另外的来源产

生额外收入，就可以在专职冲锋队领袖的固定收入之外，每月得到200马

克的费用津贴。90卢策本人和许多其他纳粹官员一样，在担任冲锋队参谋

长的9年里成为了非常富有的人。19根据他于1932年向柏林中区税务局提

供的信息，1931年他没有任何资产，1932年也只赚到12194马克的中等收

入。92可是，卢策于1943年5月2日去世之后，遗嘱执行人发现他积累了超

过20万马克的财富，此外还有可观数量的应收款，来自一家以汉诺威为基

地的公司、两所乡间住宅和一个种马场。193他的房产总价值达到396000马

克。卢策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除了冲锋队参谋长的月薪和与职务有关的

多项费用津贴之外，还从家乡贝弗根提供的10英亩空地得益，他于1936—

1937年在这块地上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扎尔滕霍夫庄园”。卢策还至少接

受了希特勒的一次馈赠，后者在他50岁生日(1940年12月28日)亲自写

了一张10万马克的支票给他。9?尽管资产可观，卢策在1939—1943年完全

没有纳税，他谎称希特勒的赠款是一笔债务，德国总理可以随时收回。不

过，由于希特勒不希望开展对漏税的正式调查，卢策的妻子和儿子们持有

大部分资金和资产，直到二战之后。1957年，卢策在世的最后一个儿子阿

道夫去世，28岁的他和父亲一样死于保时捷跑车事故，此后继承人于1958

年以28万马克的价格售出扎尔滕霍夫庄园。尽管这份遗产由12个受益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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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初年仍是可观的收入。19?冲锋队宣传的“民族共

同体”内部社会平等从未实现，但至少该组织的一些宣传者及其家人得到

了真正的红利。

团结与不满

1933年间，希特勒的领导地位得以稳固，纳粹党也成为了唯一合法政

党，冲锋队中的不满情绪随之增长。虽然罗姆1933年6月18日在奥得河畔法

兰克福的讲话中继续赞扬冲锋队是“新帝国的开拓者”,要求他的队员“像

以前一样精神抖擞”,但希特勒、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和当时的其他民

族社会主义领导人都宣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结束。196前几个月

主要由冲锋队犯下的过度暴力行为，再也不能用面临“坚定而强大的政

治敌人”带来的危险作为“正当理由”了。因此，虽然冲锋队继续通过

吸收过去的对手而壮大，财务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至少可以保持与纳

粹党的相对独立，但它的地位还是弱化了。许多冲锋队队员越来越感觉

自己被党冷落甚至背叛，他们渴望提升社会地位，包括对政治激进行动

的物质“补偿”,可这些只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实现了——而且基本是较为

高层的冲锋队领导人。普通队员中对进行“第二次革命”,或者至少推进

建立“民族共同体”下一步措施的呼吁得到了响应。这些冲锋队队员希

望，新“革命”的支持者不会向制度妥协，履行全新社会秩序的承诺，

使冲锋队爬上社会阶层的顶端。对希特勒来说，这种党内反对是很危险

的，尤其因为这是一种草根现象，是由那些只想通过一份永久的“文

职”工作(重新)获得中产阶级地位和稳定性的人推动的。由于激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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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藻和对稳定社会地位的渴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些历史学家曾讽刺

冲锋队队员是“寻求养老金的亡命之徒”。197这种批评充满理性、切中要

害，但忽略了大部分冲锋队队员在持续困苦、工资零增长和创纪录失业

率的时代中面临的现实压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纳粹党机关与准

军事部队底层人员之间疏远的某些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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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罗姆清洗”与纳粹同性恋者的神话

小资产阶级群体有可能(看上去似乎很有可能)重拾为其量

身定做、以肮脏心理为基础的某种道德；他们又一次将希特勒视

为救世主。

——托马斯·曼日记，1934年7月4日1

1933年底，纳粹对其独裁政权的真正和臆想对手发动的第一波暴力活

动减弱了，但1934年初的几个月里，德国的紧张局势有增无减。这场愈演

愈烈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发生在纳粹党内部，一部分人坚持按照民族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推进德国社会根本转变、完成“革命”,而与之对立的派系则更

愿意与传统精英集团达成妥协，以便进一步巩固纳粹党刚刚获得的权位。

人们常常将这两种立场和罗姆及与之对立的希特勒、戈林及希姆莱联系在

一起，不仅是意识形态之争，还代表着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的根本差异。

本章将首先跟踪这一重点冲突，重新审视冲锋队在1934年上半年的政治野

心。然后，我们将详细分析6月30日到7月2日发生的事件，讨论它们的直接

政治后果。最后，我们将“长刀之夜”放到第三帝国法律及政治发展这一

更广泛的背景下，同时还将介绍冲锋队“同性恋”这一陈词滥调的起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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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牌

正如上一章所述，虽然纳粹取得了政权，冲锋队队员们也提升了社会

地位，在就业市场上有了更多机会，但从1933年夏季起，他们中的不满情

绪却在增长。相当一部分具有更好教育背景、但资历较浅的纳粹党员已经

由于政治归属而开始崭新的职业生涯。按照坊间的说法，这些人是所谓的

“3月幸运儿”或者“3月受害者”——暗指1848年3月在柏林和维也纳死去

的二百多名革命者。相比之下，许多长期积极分子仍然经济困顿、持续失

业，就业前景黯淡。这些人很快将罪责归咎于通常的嫌疑人——犹太人和

工业界、经济界的“权贵”,但是，他们也越来越怀疑纳粹党领导层是否有

雄心和能力，履行前几年做出的、影响深远的承诺。

而且，数千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此时穿上了褐衫，这也导致了

越来越多的不满，特别是给长期服役的普通冲锋队队员造成了困扰。从20

世纪30年代初起，这些前竞争对手在多大程度上潜入冲锋队中，就成了争

论的焦点。3即使在纳粹掌权之前，德国共产党也曾声称它已经成功地渗透

到冲锋队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到1932年底，柏林有不少于164名“亲

信”,萨克森州的茨维考有18名、开姆尼茨有42名。4此后两年里，明显有更

多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冲锋队，其中一些是自愿的，另一些则

是成批整合的。以不可信赖著称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任负责人

鲁道夫·迪尔斯后来声称，1933年首都冲锋队的所有新成员中，70??是前

共产党员。?这一数字当然有些夸张，还应该注意，这些“牛排”(这么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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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因为他们外穿褐衫，里面却有一颗“红心”)中，有些人加入纳粹

准军事组织是出于策略原因，而不是热情或者政治“觉醒”。在冲锋队恐怖

活动几乎不受限制的时期，许多人合理地认为，加入冲锋队行列是明智之

举，特别是有敌对组织背景的人。1933年春夏出于策略原因加入“钢盔团”

(唯一合法的非纳粹准军事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很快发现，

自己被整合进扩张中的冲锋队。因此，这些人的忠诚度极其难以判断，如

果让他们回忆1933年之前归属的准军事组织，许多情况下都没有可靠的答

案，各个党派经常煞费苦心地确定改换门庭的行为到底是“真诚”的，还

是“形式上”的。但是，同时代的观察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出

于策略原因加入冲锋队的人数众多，对于第三帝国早期冲锋队队员中愈演

愈烈的反资本主义和反保守潮流，他们应该负有一部分责任。6

1933年12月，希特勒任命罗姆和赫斯为德国不管部部长。野心勃勃的

罗姆将此看成对其远大目标——保证冲锋队在第三帝国特别是军事上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的背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冲锋队应该提升为德国最

重要的“武士扈从",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吸收相对较小的国防军及其“保

守的”将军们。据说，罗姆曾说过，国防军的“灰岩”将被淹没在“褐色

洪流”之中。'不过，罗姆是否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推行这些计划，是很值得

怀疑的。按照他的传记作者埃莉诺·汉考克的看法，如果他的计划不能得

到希特勒的支持，就很有可能像1925年那样退缩。8

1934年初，冲锋队的人数超过了300万，而魏玛国防军仍然正式限制

在10万名职业军人。接下来的几个月，冲锋队与国防军之间的对抗升级，

成为争取“元首”支持的“选美”。希特勒最初的态度是不偏不倚，尽管他

早期因为军事原因更倾向于支持国防军，但试图从冲锋队对正规军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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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益，认为这将使军队领导人更愿意接受纳粹政权的政治特权。可是，

在1934年2月28日对军队领导人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希特勒首次公开拒绝

了罗姆将冲锋队转为“民族武装”的计划，而是确认国防军仍将是德意志

帝国的正规武装力量。出于现实的原因，他敦促国防军与冲锋队暂时在边

防和德国青少年从军前训练领域紧密合作，但从更长的时期看，他无疑不

会让冲锋队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重申了1925—1926

年重组冲锋队时期的立场。然而，罗姆也忠诚于自己从20世纪20年代起的

想法。就这样，此前罗姆的“前线联盟”政治理念与希特勒“党控制冲锋

队”思想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不过，1934年的冲突不再仅仅限于一个边

缘党派与其准军事分支之间，而是占据了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因此，卷

入者比以往更多，而且所有人都在玩一场高风险的游戏。1

从1930年底自玻利维亚回归时起，罗姆就是纳粹党中饱受争议的人

物，1932年3月，前纳粹分子赫尔穆特·克洛茨公开了罗姆写给卡尔-京

特·海姆塞特医生的私信，这对罗姆的地位毫无益处，因为海姆赛特是一

位心理学家，和冲锋队最高领袖同样满怀对军事的热情，而且对男同性恋

有强烈的兴趣。"这些私密信件让人们对罗姆是同性恋者的事实不再有任何

怀疑。由于这个原因，罗姆在纳粹党内的敌人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了一次

未遂刺杀阴谋的目标。'21934年春季，他不仅面对多名纳粹领导人(包括戈

林和希姆莱)的敌视，还受到了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及其忠诚助手瓦尔

特·冯·赖歇瑙的压力。布隆贝格因为效忠希特勒而被军人们称为“橡皮

狮子”,他在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几个月里有意地大肆宣传冲锋队带来的风

险，将国防军称作政权唯一可靠的保卫者。有些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是约

翰·惠勒-本内特)声称，布隆贝格成功地迫使希特勒发动了对冲锋队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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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镇压。现有的证据无法证实这些指控。3不过，布隆贝格及其密友们无疑

打算挫败与之竞争的冲锋队，也愿意为这一成功付出很高的代价。14

1934年春季，德国政坛的另一个群体试图打击冲锋队，并以此发动以

纳粹政权为目标的全面攻势。这些人就是政府内部的反对派，其核心是

为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效力的人。在巴伐利亚律师、政治作家埃德

加·J.容和冯·帕彭的首席新闻发言人赫伯特·冯·博斯领导下，他们归

属于所谓的“新保守派”,该派系最初倡导以一个独裁国家解决魏玛共和国

的问题，但很快对纳粹政权蔑视人权和公民自由的做法产生了反感。他们

厌恶冲锋队的极端主义言论，将纳粹的“社会”革命视为“卑贱者统治”

的最终胜利，因此是恐怖、野蛮和无法无天的。'?冯·帕彭总是口称“更

高价值与道德”,却能接受最亲密的合作者遭到政治谋杀，而新保守派成

员则不同，他们表现出了真正的勇气和决心，准备推翻纳粹政权，最理想

的情况是代之以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及国防军支持的右翼保守派新

政府。16

作为活动的启动信号，这个组织的成员认真草拟了一份谴责性的演讲

稿，由冯·帕彭于1934年6月17日在中黑森州马尔堡发表，希望对纳粹政

权的严厉批判能够激起政治上的巨变。这一批判既有实质，又十分尖锐，

代表了对纳粹统治性质及其意识形态的正面攻击，冯·帕彭在演讲中说道：

“任何民族想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就无法承受自下而上的长期动乱。这场

运动总有一天要停止；在某个时候，必然出现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由公

正的司法和无可争议的国家权威来维护。”果不其然，这一演讲并没有驳斥

1933年的“民族革命”以及最后一年半的“成果”,但明显谴责已经发生的

“过度行为”。这些“反叛者”的结论无异于口头宣战：“解放社会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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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更高阶层的时代过去了。”'?当冯·帕彭讲出这些话时，令大部分听众感

到高兴的是，两名身着制服的当地冲锋队领导人据报已经离开了会堂。18

演讲所在地是德国最受推崇的一所大学的旧礼堂，是为了攻击第三帝

国野心家而精心挑选的。高雅端庄的学术氛围与街头的血腥现实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然而，这也说明了反叛者们的孤立。纳粹党可以轻而易举地在

集市广场和体育馆里聚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而他们只能选择一个虽受尊

敬、但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的场所来发表谴责。演讲过后仅几个小时，戈

培尔的宣传部就禁止报纸报道此事，并阻止电台广播，使讲话的影响更为

有限。尽管如此，帕彭的讲话仍然在德国和海外广为人知，因为反叛者们

预见到纳粹的审查，已经向朋友和外国记者分发了数百份演讲稿副本，使

其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但是，他们计划中的政治觉醒呼吁没有取得成果，

因为国防军和年老的兴登堡总统没有任何反应。这次演讲并没有造成政府

的变更；相反，它加速了纳粹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的爆发。

1934年6月19日，就在冯·帕彭的马尔堡讲话之后两天，德国各省长

官于柏林内政部开会。在这次秘密会议的开幕致辞中，德国内政部长威

廉·弗里克不仅宣布权力进一步集中，还哀叹愈演愈烈的内部摩擦正在削

弱国家的权威。此外，他还报告道，近几天破坏活动有所增加，也许是将

矛头直指冯·帕彭的讲话。弗里克说道，1933年春季的快乐不可能持续太

久，很有必要对各种“失败主义者”采取强硬立场。他的讲话过后，多名

地方行政长官报告了对纳粹党及所在地区代表的广泛批评。他们指出，地

方纳粹领导人的许多“性格缺陷”已经成为该党公共形象中的严重问题。

来自科布伦茨的威斯特伐利亚州总理费迪南德·冯·吕林克声称，德国民

众无法理解纳粹党及下辖组织高官相对较高的工资，特别是因为现在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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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此类领导人公开炫耀自己的新头衔和财富。他的同僚、来自杜塞尔多夫

的卡尔·克里斯蒂安·施密特直接将冲锋队引为所在省份不满情绪的源

头，要求冲锋队宪兵提供更多支持，处理四处劫掠却几乎总是免予起诉的

冲锋队队员。19

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不得而知，但会上讨论的话题，以及发生的相对

坦率的辩论，都说明冯·帕彭的讲话激励了保守派，他们对纳粹党及其政

策的批判已经公开化。与这一转变的同时，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E.多德

在1934年6月20日报告了德国政府内部存在的紧张局面。他说，有流言称，

“国防军已经用新招募的士兵补充了力量，他们将与冲锋队所嫉恨的、由

保守分子组成的党卫队协作，也可能会同普鲁士警察，迫使总理解雇其激

进派顾问、解散冲锋队，谨慎执政。有些人似乎确信，这一圆满结局将很

快达成。”然而，大使继续说道，一场“向右转的变革”不太可能发生，因

为希特勒不会“支持任何此类运动”,主要的理由是他“不愿意破坏与老牌

追随者之间的联系”。20

多德的报告证明，观察家们在1934年夏初预计，“革命”的冲锋队与相

对“保守”的国防军及日益强大的党卫队之间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冲突。虽

然大使显然过分强调了希特勒对罗姆和其他“老战士”的忠诚，但他对这

种对抗的时机判断是正确的，仅过了几天，这些政治紧张局势就爆发为一

场名副其实的纳粹党内政变。从1934年7月初的致命事件以来，政治观察家

们就在猜测这场杀戮的背景，以及幕后的指挥者。2据许多当时直接涉及政

治的人士报告，希特勒不是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因为直到1934年6月底，

他似乎都很不愿意做出艰难的决定。不过，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将要看到

的，正是希特勒做出了发动打击的最终决策，一旦心意已定，他就会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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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情、绝不后悔地推行下去。

与此同时，1934年6月30日之前的几个月间对罗姆及冲锋队最高指挥部

发动致命攻击的推手已经证实，这些人是戈林、希姆莱、希姆莱的副手、

党卫队情报机关“帝国保安部”负责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国防军将

军、1934年任国防部部长的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和他控制的国防部办公

室主任瓦尔特·冯·赖歇瑙。按照历史学家库尔特·戈斯魏勒和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倡导的唯物主义史观，清算罗姆冲锋队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最

重要的)是“大财团”,因为罗姆的目标据说是“废除重工业和大农场的优

越地位”。”戈培尔及时倒戈以保住官位，但当时的大部分评论家都注意到，

他在清洗之后的地位似乎明显削弱。相比之下，战后有些报告断言，冲锋

队精心策划了推翻政府以便强力推进纳粹“革命”的计划，并制定了“由

最高指挥部下发的”杀戮名单，对这些说法应该极端谨慎对待。2我们不应

该将许多冲锋队领导人的异议和不满与可持续的政治策略混同。针对希特

勒、日益强大的党卫队和国防军发动暴力行动的计划并不存在。24

“帝国杀人周”

对于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展开的行动，并不缺乏生动的描述。2?本

节的目标不是提供又一篇详细的叙述，而是从中挑选出一些特征，说明冲

锋队在这一致命打击期间以及之后做出的反应。要探究这一方面的情况，

最好的档案是维克托·卢策的详细记录，他于1934年7月1日被希特勒任命

为罗姆的继任者。就任之后几周，卢策开始定期以书面形式记录自己的政治

思想，并将这一习惯延续到1943年5月2日因车祸身亡为止。他长达312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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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日记”至今没有出版，只有他对“罗姆清洗”的说明以三篇系列文

章的形式，发表在1957年5月14—16日的自由主义报纸《法兰克福论坛报》

上。与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类似，卢策的说明既是为自己写的，也是为

后代写的。“罗姆清洗”之后，这位新任冲锋队参谋长觉得特别有必要为

自己辩护，对抗有关他出卖冲锋队同志的指责，因为他是从这次杀戮事件

中受益的少数几位冲锋队领导人之一。这种自证的渴望是开始写日记的重

要初衷之一。后来的几年，尤其是1941—1943年，卢策的日记采取了一种

心理治疗式的风格，因为他发现越来越难找到政治受众，更遑论对政治进

程的影响了，这令他沮丧，最终陷入消沉。26

尽管卢策在纳粹运动的漫长生涯中取得了成功，包括1933—1941年间

任普鲁士汉诺威省省长，但从未引起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的浓厚兴

趣。27在大部分情况下，卢策被当成一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的人，28一

名“苍白无力的希特勒臣属”,29希特勒“平凡的宠物”之一。3°这种刻薄

的描绘部分反映了对1934年后冲锋队的成见，但也说明人们觉得卢策不太

重要，至少比不上前任。不过，冲锋队正是在卢策管理下完成了复杂的转

变，在接下来的9年(直到1943年5月)里仍然是最大的民族社会主义群众

组织之一。

1890年12月28日，卢策出生于泰克伦堡贝弗根，他是一战中的职业军

人，从1922年起成为纳粹党和冲锋队早期成员，1926年任冲锋队“鲁尔区

队”指挥官，两年以后晋升为冲锋队鲁尔区队长。1930年9月选举之后，

他成为纳粹党国会议员，尽管1934年7月1日之前在纳粹运动中起到重要作

用，但他被任命为冲锋队负责人仍然出人意料。这说明他在公众面前十分

低调，1932年1月到1934年6月，他的名字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在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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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锋队队员》周刊上。31从罗姆对手的角度出发，将卢策提升为冲锋队

参谋长意在永久性地削弱褐衫军的影响力。由于卢策在冲锋队内仍无可以

借重的权力基础，只能完全依赖希特勒的善意。他在日记中坦承，自己无

条件地尊敬“元首”,从不批评希特勒。与其他冲锋队指挥官相比，卢策更

愿意执行主子的意志，小心翼翼地保证不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

卢策在日记中写道，1934年6月22日，他从希特勒那里第一次得知解除

罗姆冲锋队领导权的计划。当天，总理要求卢策来到柏林，与其面对面交

谈，并向他介绍应该是罗姆制订的所谓“叛乱”计划。32当卢策回答，他从

未听说这些想法时，希特勒引用了盖世太保提供的证据，命令卢策不要再

接受来自慕尼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命令。33如果我们相信卢策的版本是

“真实的”——也就是说，他本人相信自己写的东西——那么他在7月1日

之前还没有得到罗姆的地位。但是，从1934年6月22日起，他意识到冲锋队

高层即将出现变动。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设，卢策希望自己在这场冲突中

成为赢家。34

卢策假装并未卷入这一事件，直到1934年6月28日，他在埃森参加了纳

粹党大区领袖约瑟夫·特博文的婚礼，希特勒和戈林都是后者的宾相。席

间，希特勒迅速离开婚庆台，接了几个盖世太保和戈林的得力助手、普鲁

士国务部长保罗·科尔纳打来的电话。卢策后来评论道：“我有一种印象，

某些人对元首不在柏林时局势恶化很感兴趣，这样，元首就不能得到书面

通知，只能从电话里得知每一件事。”他坚持这样的观点：罗姆从来没有计

划要于1934年6月30日发动反对希特勒的叛乱。卢策相信，如果罗姆曾经策

划过什么,那就是限制或者废除“保守的非社会主义军队(原文如此)”。35

希特勒提早离开特博文的婚礼派对，在凯撒霍夫酒店附近与戈林及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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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一起度过了当夜余下的时间。晚上，科尔纳从柏林抵达此地，带来了消

息，根据卢策的报告，这令希特勒喊叫道：“我无法忍受了，我要杀一儆

百!”此后，希特勒致电罗姆，召集他和其他冲锋队领导人到慕尼黑南面不

远处的上巴伐利亚温泉小镇巴特维塞，在当地的汉泽尔鲍尔旅馆开会。会

议于冲锋队全国性假日的第一天(6月30日)早上10时举行。6月29日凌晨1

时许，戈林离开埃森前往柏林，负责首都行动计划的实施。3?柏林成为了巴

伐利亚之后的第二个杀戮行动中心。

6月29日(星期四),希特勒和卢策待在波恩附近的巴特哥德斯堡，戈

培尔于当天晚间抵达。根据卢策的描述，气氛非常放松，直到午夜过后不

久，希特勒接到了柏林打来的另一个电话，命令戈培尔和卢策和他一起乘

车前往附近的汉格拉尔机场。飞机大约在凌晨1时45分起飞，卢策还记得

“晴朗、美丽的天空”以及法兰克福闪烁的灯光。机上的人们没有讲多少

话。卢策声称，他走近希特勒，要求后者“改变即将实施的逮捕行动的方

法”,但恐怕没有得到回应。他们的飞机最终在日出时降落在上维森费尔德

机场。党卫队队员立刻簇拥着希特勒，向他传递最新消息，令其又爆发出

狂怒和兴奋的情绪。此后，希特勒叫醒了两名当地冲锋队领导人——冲锋

队副总指挥奥古斯特·施耐德胡贝尔和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威廉·施密德，

并将其召到机场。当他们抵达时，希特勒称其为“叛徒”,扯掉他们的肩章

并宣布：“你们被逮捕了，将被枪决!”然后，党卫队携带拟拘押者的“黑

名单”蜂拥入城。接着，在希特勒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威廉·布鲁克纳

及多名党卫队队员和警察陪同下，希特勒、戈培尔和卢策驱车向南。37他

们在巴特维塞逮捕了罗姆和多名在场的冲锋队领导人，将其带往慕尼黑的

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些人要么在当天晚间，要么和罗姆一样在次日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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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决。38

6月30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慕尼黑处决第一批犯人之前，纳粹主要

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纳粹党官员在该市的“褐宫”举行会

议。多名冲锋队副总指挥也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卢策、他后来的继任者

马克斯·于特纳以及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施赖尔。施赖尔在1949年回

忆道，希特勒“像疯子一样”冲进会堂，“口沫横飞”。他指控罗姆叛国，并

称这场所谓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背叛。3?然后，希特勒任命卢策

为罗姆的继任者。卢策写道：“在那一刻，我宁愿拒绝”,此后他做了冗长的

解释，说明接下来的几天自己是如何尽力团结和帮助其他冲锋队领导人，

但无法阻止预先计划好的处决行动。4局面非常紧张，以至于新任冲锋队参

谋长都不敢前往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而是在慕尼黑豪华的四季旅馆里开了

个房间，据称他在那里设立了一间临时办公室。4

柏林的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同样无情。他们为任务做了很好的

准备，预先要求盖世太保和帝国保安部编制逮捕名单。421934年6月30日早

上10时左右，戈培尔致电柏林的戈林。交换了预先安排的代号“蜂鸟”之

后，戈林知道要做什么了。他与希姆莱及海德里希紧密协作，下令逮捕并处

决了多名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以及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和其他有影响

的纳粹批评者及内部竞争对手。6月30日到7月2日，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

警卫旗队”在柏林-里希特费尔德至少执行了16次立即处决行动。其他9人被

射杀于家中或办公室、盖世太保总部地下室，或者被“诱杀”。43

为了向公众证明处决和逮捕是合理的，纳粹政权声称罗姆和冲锋队里

的合谋者计划以暴力颠覆政府，因此希特勒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6月

30日傍晚，戈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将这次行动称作“一次净化处理”,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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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7月24日，新任冲锋队参谋长维克托·卢策离开位于柏林威廉大街6号的冲锋队办

事处，受到希特勒式敬礼。当时，在所谓的罗姆清洗中遭到逮捕的一千多名男子仍被关
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卢茨在1934年后多次试图恢复该组织的声誉，他领导冲锋队直至在
1943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诺其最终目标将是“更干净、更团结的国家”。希特勒同日向卢策颁布了

一项详细的法令，其中使用了相同的辞藻。这项法令包括12点，命令冲锋

队领导人“帮助维持和强化冲锋队，使之成为干净的组织”。希特勒要求所

有冲锋队队员“盲从”和“绝对遵守纪律”——换言之，就是无限制地服

从。按照希特勒的敕令，花天酒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对冲锋队来说最

为耻辱的是，法令中的一个段落描述该组织充斥着道德败坏的同性恋者。

希特勒宣布，从此时起，“冲锋队队员应该是领导者，而不是令人憎恨的猿

猴!”45希特勒的语气很粗鲁，而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在7月1日对军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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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令则完全是一种嘲讽式的举动。他不仅向纳粹当局保证，军队感谢该

党的“自我牺牲和忠诚”,还假惺惺地向已经“净化”的冲锋队示好：“军队

了解与新冲锋队的共同理想，将愉快地与之培养元首所要求的良好关系。”46

两天以后(7月3日),杀人者们用《国家自卫措施法》赦免了自己，该法案

对纳粹政权在6月30日到7月2日犯下的所有罪行免予起诉。47

尽管这里日子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暴力，但德国公众对消息的反应显得

平静、镇定。各地的冲锋队在确认这些逮捕行动和罗姆被清除的消息之后

也没有任何反击。卢策在日记中苦涩地抱怨党卫队采取傲慢和羞辱的方

法，但解除个人和整个冲锋队武装的工作并没有遇到反抗。4美国驻德武

官雅各布·维斯特于1934年7月2日从柏林报告：“麻烦在几个小时里就过去

了，到周六晚间，一切都再次归于平静，街上的民众几乎没有意识到发生

了什么事。值得注意的是，袭击期间和事后，街头都没有出现什么令人兴

奋的事情。”他还观察到，当袭击开始时，“所有褐色制服实际上都从街上消

失了”,但他承认，这可能不是对暴力行动的直接反应，而是计划已久的冲

锋队7月假期开始的原因。4巴伐利亚当局同样报告，该州所有城市都保持

平静，慕尼黑是个例外，有些人在7月1日夜间到次日凌晨被逮捕，因为他

们散播有关最近事件的“不当”流言。s?

这些流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继续传播，尤其是因为有数百人消失，他

们的亲友对其行踪毫无头绪。有时，某人被处决的消息在几周或者几个月

后才传到了受害者家中，例如托尔高的冲锋队旗队长库尔特·莫泽特。他

的父母直到1934年10月才知道儿子已经被枪决，而在3个月之前曾“试图逃

离”利希滕堡集中营。1与此同时，一些直接卷入杀戮的人夸耀自己的作

为。根据战后的证词，慕尼黑体育俱乐部球场管理员马克斯·米勒和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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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人。1934年夏季，这父子二人都是党卫队队员，据说，

他们向熟人公开展示被处决冲锋队领导人的徽章。5

纳粹政权试图在幕后与这些受害者的亲属们达成妥协，特别是那些具

有影响力或者显赫地位的人。在罗姆被杀后的第四天(7月5日),巴伐利亚

州总理路德维希·西伯特声称，希特勒已经下令，罗姆的母亲索菲亚·埃

米莉应该继承儿子的私产，他的公寓从此不再受到进一步的搜查。据西伯

特说，这位76岁的老妪听说儿子被处决之后曾自杀未遂。”多名6月30日到7

月2日遇害者的家人后来得到了每月支付的赔偿金。按照维克托·卢策的说

法，至少有一名遗孀厌恶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称一个号称以“理想主义”立

国的国家，却诉诸表现“金钱统治”的财政补偿。她质问道：“正派的民族社

会主义者哪里去了?”?纳粹政权禁止发表讣告，从未澄清被处决者的名字。

6月30日到7月2日的受害者总数将近100人。赖纳·奥尔特既是学识渊

博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丝不苟的侦探，迄今为止，他已经确定了90位被杀

者的姓名。”尽管区域研究显示，其他一些杀戮成功地躲过了后来的审查，

事后已经不可能再确认这些受害者，但“未决”案例的数量可能不多于5

个。6最新数字(100人)与1934年夏季的官方统计数字惊人地相似。警察

提供了一份以字母顺序排列的“死亡名单”,并经希特勒批准，其中包含了

83个人的名字以及处决地点和日期。从名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慕尼黑、

柏林和布雷斯劳是处决中心，分别有24人、22人和9人遇害。杀戮还在德累

斯顿、什切青和利希滕堡集中营附近，以及斯图加特、普劳恩、格洛高①、

①现波兰格洛古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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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西特①、兰茨胡特等城市和其他几个地点进行。”

除了柏林和慕尼黑，谋杀的地理分布说明，行动集中在上西里西亚

和萨克森州，这些地区的冲锋队在前几年里特别“不守规矩”。58但是，被

处决的冲锋队领导人——包括柏林冲锋队领导人卡尔·恩斯特、西里西

亚与他地位相似的埃德蒙·海内斯以及冲锋队驻普鲁士特别代表格奥尔

格·冯·德滕——只是许多受害者中的一个群体。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如

作家托马斯·曼)推测，许多杀戮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事实，针对的是直接

卷入“国会纵火案”或者知情太多的人。其他一些受害者直言反对纳粹

政权，被杀纯粹出于这个原因，库尔特·冯·施莱歇、埃德加·容和赫伯

特·冯·博斯就属于这种情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群体是运气不

佳、被错杀的人，包括音乐评论家威廉·施密德，杀手将他与同名的冲锋

队地区总队长混淆了。60

在清洗之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反纳粹作家常常推断，屠杀的数量远远

高于公布的数字。过高的数字有时是蓄意夸大的结果，如库尔特·吕德克

所称的“超过500名冲锋队队员被杀害”。但是，这也源自“帝国杀人周”

之后的不确定性和普遍恐惧。621934年7月初，有超过1000人遭逮捕，更多

的人暂时躲藏起来。来自被监禁柏林冲锋队领导人的两份匿名报告证实，

这些囚犯在拘押期间遭到了虐待，最先是臭名昭著的柏林-滕珀尔霍夫哥

伦比亚豪斯监狱，然后是利希滕堡集中营。对他们的逮捕最初并没有任何

解释，监禁在利希滕堡的六十多名冲锋队领导人中，也没有人被起诉。3德

①现俄罗斯苏维埃茨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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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没有被枪决的冲锋队领导人在悬而未决

的状态下度过了数天甚至数周，当局甚至没有佯装调查罗姆及其追随者计

划的暴力政变的准备工作。据1934年8月德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纳粹政权在

“罗姆叛乱”期间对不少于1124人实施“保护性拘留”。政府声称到8月中旬

已经释放了1079人，其他45人留在狱中“接受进一步调查”。尽管这些被捕

者悬而未决，政府仍于8月发表声明宣布“1934年6月30日的行动”已经结

束。6?对于许多冲锋队高级人员来说，这一声明发布得太早了。除了被盖世

太保和党卫队拘留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被暂时停职，甚至永久驱离冲锋

队。1934年8月2日，卢策与纳粹党最高法院院长瓦尔特·布赫联手，组成

一个由2—3名冲锋队领导人与布赫本人组成的冲锋队纪律法庭，着手冲锋

队领导层的内部清理，这是根据希特勒7月1日的要求进行的。5

西里西亚冲锋队编制了一份1934年7月底被暂时清除出队伍的该地区冲

锋队领导人名单，其中包含了后来在这个法庭上受到指控的详细信息。有

些罪名具备司法性质，包括参与过度暴力、挪用公款或者男同性恋。其他

罪名则很主观，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过是基于个人观察或者流言的道德评

判。例如，一名冲锋队领导人被指控于1932年加入冲锋队之前“曾加入过

几乎所有政党”,而另一名领导人的罪名则是与此时被视为间谍的捷克斯洛

伐克女子结婚。其他冲锋队领导人因为“完全不正当的私生活”“犯错”或

者“过于年轻、傲慢，在罗姆叛乱期间有不明确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从

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控罪部分反映了希特勒之前提出的批评，但也说明了

“清理行动”的人际关系特性。就连那些“激战年代”被视为冲锋队领导

人积极品质的性格特征——例如大胆和准备以暴力推动个人利益——现在

也成了打击目标的武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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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锋队的直接镇压结束之后很久，这种“价值重估”仍给许多被定

罪的冲锋队队员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就连留在组织、甚至爬上冲锋队高位

的人也无法忘记1934年夏季的耻辱。即使在希特勒于1934年7月13日发表了

为杀戮正名的无耻讲话、预言“几周之内，褐衫将再度统治德国街头”之

后，这些伤疤仍然留在冲锋队队员心头。8卢策在余生中一直是希姆莱的

死敌，私下咒骂这位党卫队帝国领袖是杀人犯和伪君子。9就算冲锋队领

导人能在日常工作中放下这些痛苦的记忆，也仍存有一丝不安。齐格弗里

德·卡舍的例子就反映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影响。卡舍曾执掌奥得河畔法兰

克福的冲锋队奥斯特马克地区总队，在1934年7月惊险地躲过一死。7年以

后的1942年11月，他作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在柏林的希特勒新总理府

出席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丹麦和芬兰加入《反共

产国际条约》的仪式，其间与希姆莱相遇。两人对党卫队在东欧的影响争

执不下，此时希姆莱满怀敌意地对卡舍说：“他显然还没有忘记6月30日。”

卡舍在笔记本上写下：“我理解他的言语中隐含的警告。”他明显因为与党

卫队帝国领袖的这次冲突而惴惴不安，以至于在笔记本上两次记录了此

事——在他言简意赅的笔记上，这是唯一的重复。7°

纳粹积极分子的同性恋神话

“爸爸，同性恋是什么意思?”希特勒青年团员克纳克斯问他

的父亲。

“那就是你成了叛徒之后的样子。”他的父亲怒吼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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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笑话发表于1934年7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报纸《新前进

报》上，以简洁、讽刺的形式总结了杀人者在“罗姆清洗”之后利用同性

恋污点为其政治谋杀寻找合理借口的行径。帝国新闻办公室在1934年6月30

日提供了一份关于同日事件的摘要，上面就出现了为证明这些行动合理而

营造的典型形象：“(在巴特维塞对罗姆和其他冲锋队领导人)实施的拘留

表明，道德形象如此败坏，以至于连一丝同情都消失了。在场的许多冲锋

队领导人带着男宠，其中一人甚至是在最可耻的状况下被叫醒逮捕的。元

首命令毫不留情地根绝这种引发瘟疫的‘炎症’。””

对“长刀之夜”的许多叙述中，都有希特勒在1934年6月30日冲进汉译尔

鲍尔旅馆，发现冲锋队与其他男子在床上共眠的生动描绘。”从历史学家的谨

慎观点出发，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能够为这些逮捕行动提供第一手

资料的少数目击者的偏袒态度，这些证词的真伪无法确定。即使有人认定这

种描述基于事实，他们自命正直的道德说教也是虚伪的，因为某些冲锋队高

级领导人(最著名的是罗姆和海内斯)是同性恋的事实在1934年6月之前就已

经是全德国公开的秘密了。”?希特勒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长刀之夜”

之前一直为罗姆辩护，声称冲锋队“不是教育大家闺秀的学校，而是粗豪战

士的组织””。道德说教长期以来都从属于动员。作为党的领袖，希特勒也容

忍冲锋队上层存在的其他同性恋现象，这令党内许多人感到厌恶。

《慕尼黑邮报》早在1931年6月就曾攻击罗姆和冲锋队的同性恋活动。

但是，1932年3月发表的罗姆私信对引发“道德”辩论起到的影响最大。这

些信件于1931年被柏林警察没收，此后泄露给了倒戈的前纳粹激进分子赫

尔穆特·克洛茨。从1929年起，克洛茨与社会民主党紧密协作，为其编辑

了多份反纳粹宣传册。76罗姆信件的副本发行了30万份，几周之后就在国会

194



第5章 “罗姆清洗”与纳粹同性恋者的神话

引发了一场暴力事件。"1932年5月12日，海内斯在国会咖啡馆认出了克洛

茨，并伙同其他几名纳粹代表当场痛殴他。这次袭击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

闻，确证了民族社会主义和男同性恋的联系。带有嘲笑意味的绰号“男妓”和

“第175条(指德国刑法典中关于同性恋非法的条款)卫队”变得很常见。纳

粹的反对者公开向冲锋队队员高喊“色情狂罗姆!”或者“同性恋万岁!”。78

然而，如果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反对纳粹的人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普

遍利用这些指控，那就错了。除了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呼声之外，

对此事的评论总体都较为克制。79库尔特·图霍尔斯基于1932年4月在左派

自由主义刊物《世界舞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为不误用私

密信息影响国家政治所做出的努力。这位著名的作家、记者不费吹灰之力

就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虚伪，指出他们公开攻击“罪恶”的共和国，

与此同时却容忍领导层内部的同性恋行为。但是，图霍尔斯基解释道，

对罗姆本人讳莫如深的同性恋行为进行攻击，是不合理的——这不是为

了维护他的尊严，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我们不应该去看床上的对

手。”80“罗姆丑闻”发生后的两年，冲锋队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性恋

这个事实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最终却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自己促成了它的持

续影响。此前的流言和披露为纳粹政权能在1934年指控冲锋队是一群同性

恋“堕落者”奠定了基础，这一概念风行一时，以至于“纳粹同性恋者”

的刻板印象仍然深深铭刻在纳粹运动的文化想象中。

但是，正如劳里·马霍费尔、亚历山大·齐恩、约恩·梅韦和安德烈

亚斯·普雷策尔所强调的那样，“纳粹同性恋军团的神话没有任何历史根

据”;相反，它是“德国左派创造的宣传工具”,并持续到战后的数十年。8

这不是说冲锋队里不存在同性恋者，而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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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冲锋队中同性恋的比例高于一般男性群体。82即便如安德鲁·瓦克胡斯最

近在关于“激战年代”汉堡冲锋队的论述中所言，地方部队中存在友谊和

相互的感情83,这一论断也仍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男同性恋者故意选

择冲锋队作为其性生活的环境，那才是令人吃惊的。纳粹党官方宣称，为

了保证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所有企图合法化和宣传男同性恋的举动都必须

禁止。早在1933年2月，希特勒领导的新政府就开始关闭同性恋者的约会场

所，如同性恋酒吧和浴室。这只是次年暴力镇压男同性恋者的开始，镇压

行动导致数万人被定罪和监禁，包括数百例强制去势。84

在民族社会主义者中，将同性恋“战士”当成一种特殊男性身份的想

法——按照汉斯·布吕厄的“男性同盟”理想——仍然是少数。5与罗姆不

同，大部分激进分子不相信“同性恋战士-积极分子”的形象，而是照例

将男同性恋与“女性特征”和软弱联系起来，小心地对照自身的形象。8因

此，冲锋队自由选择“出柜”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冲锋队

领导层中的同性恋者有时会建立保护或者主动提拔同性恋同僚的关系网，

如海内斯在西里西亚冲锋队、卡尔·恩斯特在冲锋队领导层内部建立的网

络，但这最终是纳粹党仇视同性恋的结果，而不是起因。87不过，1945年之

后，就连研究冲锋队历史的严肃学者中也流行着冲锋队同性恋的神话。谈

到性政治，从来不存在什么“决战时刻”;相反，对同性恋的憎恨一直持

续着，从党卫队自命的“道德十字军”延续到后来的主流史学。此时，恐同

性恋态度与反法西斯信念合而为一，这是一种不幸的联姻，在几十年里造

成了对第三帝国迫害男同性恋者行为的贬抑。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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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

细心的观察家了解1934年夏季所发生事件造成的根本后果，一位美国

外交官称1934年6月30日发生的事“在欧洲文明史上没有先例”。8?十年以

后，当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的消息传出，“长刀之夜”在德国

仍是一个参照物。一位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评论道，比起他预计将对叛乱

者发动的镇压，“1934年的屠杀”不值一提。9°即便在二战结束之后很久，

1957年，自由主义日报《法兰克福论坛报》仍将1934年夏季引为“我们民

族史上最残暴的篇章之一”。9

与后来这些评判不同，“长刀之夜”后的几天和几周里，德国舆论存在

分歧。逮捕行动尽人皆知后，社会民主党人观察到，1934年6月30日下午，

首都街道上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微笑和得意扬扬的表情。其他人则注意到了

怀疑和冷漠，特别是从普通冲锋队队员的脸上。2因为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已

经留下了堕落和下流的坏名声，许多德国人将此事归功于希特勒，认为是

他果断地干预了此事。有些人甚至看到了“道德复兴”的前景。93

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国会临时办公场所克罗尔歌剧院发表长篇演

讲，试图证明自己在前几周的行动方针是合理的。这次演讲进行了现场直

播，许多人翘首以盼，但反应却各种各样。一位持批评态度的听众描述希

特勒“处于极度兴奋和近乎病态的抑郁中”。希特勒甚至大叫，如果国家和

党组织不能保持团结，他将用一颗子弹射穿自己的头颅。?托马斯·曼在日

记中写道，希特勒发表了“狗吠一般的演讲”,将谋杀提升到拯救行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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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演说频繁被掌声打断。这位作家的评论很简短：“犹如噩梦。”9但总的

来说，希特勒不同寻常的情感表达确实打动了公众。例如，下萨克森州策

勒市市长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保守派人士，他在一年一度的“神枪手节”

上发表公开演讲时称，自己为希特勒的表白所感动，甚至高喊道：“仅从一

个人的角度看，他值得我们报以深深的同情和最真诚的崇拜。”他将这名

冷血杀手说成了一位敏感而负责任的政治领袖，虽然是一种怪诞的反应，

但并不反常。希特勒(表演)的苦难带来了直接的政治红利——这似乎使

他与据说头脑简单、野蛮“鲁莽”的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国

防军内部，1934年6月30日的事件确认了军队作为国家唯一“武士扈从”的

地位，被当成一场“对冲锋队及纳粹党的决定性胜利”来庆祝——尽管这

一政治成功沾满了鲜血，但它使正规军指挥官们成为了共犯。97

策勒市长的赞美之词来自对希特勒情感戏剧表面价值的理解，而第三

帝国初期的首席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则将政治谋杀视为更高级的司法形

式。1934年8月1日，施密特发表一篇题为“领袖守护法律”的文章，文中

不仅证明这些杀戮是合理的，甚至将“元首的行动”提升到“真正司法行

动”的高度。他引用希特勒对所谓一战期间社会主义者“背叛行为”的

评论，坚称真正的政治领袖也应该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官，因而“在危急

时刻，他捍卫法律免遭最致命的滥用，创造了直接的正义。”98在这场争论

中，施米特不仅放弃了既有的分权原则，还将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比作所

谓的“自由、积极的强制法律规范网络”。”即使对于施米特来说，这也是引

人注目的立场，在不到五个月前，他还坚持认为德国法学家有能力区分政

治驱使下的“空洞意见”和“法律意见”。100施米特曾辩称，民族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应该适用于手头有笼统条款的案件，而在其他所有案件里，必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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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律规范。但是，即便在这些早期的文章中，施密特接受正式法律显要

地位也是有条件的。他认为，政治领袖最终拥有在任何时候改变法律框架

的裁量权，因为只有超越人类判断的更高正义才能限制他。因此，施米特

将国家全面贬低为“(纳粹)运动领导人任意处置的实体”。0

施米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法律著作，促使恩斯特·弗伦克尔在1940年

描述了共存的“特权国家”和“规范国家”。虽然德国法学界在整个第三帝

国正式适用法律规范，但政府得到准许，可以“行使不受限制的专断和暴

力”(弗伦克尔语)。1°2在这个方面，“长刀之夜”是一个关键的事件，不仅结

束了纳粹运动社会革命派长久的野心，而且标志着从此时起，只要纳粹领

导人确认对避免危及国家发展和扩张有必要，就可以合法地实施哪怕最为

严重的罪行。基于这样的推理，从技术上说，希特勒1941年6月下达的要求

在东线立即处决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政委命令”,或者纳粹在东欧的种族清

洗及大屠杀，都可以证明是合法的。因此，“长刀之夜”决定性地推动了纳

粹道德标准的发展，这种道德不接受任何不可逾越的限制。

这些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所说的“权力决定

性上移”。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政治局势不同，不仅独立的工人运动遭到

破坏，“右派的自主准军事潜力”也受到严格的限制。103冲锋队特别代表于

1934年7月10日被正式召回，标志着野心勃勃且有一定“自主性”的冲锋队

政治活动在短暂的辉煌后结束了。104大约同一时期，柏林附近由冲锋队管

理、臭名昭著的奥拉宁堡集中营关闭。1934年7月19日，纳粹慕尼黑大区领

袖、巴伐利亚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颁布法令，从此时起，由民政部门

全面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10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党严格管理冲锋

队，只允许短暂爆发的暴力活动。大部分时候，冲锋队队员得到的任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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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935年的宣传照片是在“波茨坦日”(1933年3月21日)两周年之际拍摄的，国家
社会主义政府与保守精英支持者举行象征性聚会。“汽车冲锋队”M28的成员在蒂沃利
为孩子们提供热巧克力和蛋糕，那是柏林-莫比特工人阶级社区的俱乐部和电影院。

质更为“文明”,证明该组织已经转变为德国社会的一个常规特征。例如，

在冲锋队北部学校接受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在当地社区服务，为儿童集会上

的军乐团提供装备，成立冲锋队艺术组织，上演业余戏剧，与环境问题做

斗争，并组织仲夏节庆。106

虽然在杀戮刚结束时，1934年6月30日事件的政治后果尚不明确，但所

有观察家都明显看出，冲锋队“毫无疑问将缩小规模”,可能沦为“非武装

政治组织”。107不过，这些政治谋杀不仅标志着纳粹夺取和巩固权力的结束08,

还标志着相对稳定的五个年头的开始，这几年见证了德国人越来越认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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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的国内国际政策。1935年1月13日公投之后萨尔区回归德国，1936年莱

茵兰地区重整军备以及1938年兼并奥地利，都为德国恢复中欧霸权做出了

贡献，并使希特勒在第三帝国中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对于冲锋队来说，这并不是稳定的五年。该组织不管内部还是

政治目标，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相对独立于纳粹党的时期一去不复返，

在德意志帝国的街头与意识形态对手展开较量也已成过去。冲锋队的新角

色相对不那么具有冒险性：他们的责任是向德国男青年传授纳粹意识形

态，为他们在国防军服役做准备。这个使命初看之下与该组织前几年的雄

心壮志相去甚远。但是，仔细的研究将会证明，这一新角色对德国的政治

形势和民众心理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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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冲锋队在1934—1939年的改革

我们有一种印象，在冲锋队内，仍然可以找到最正统的纳粹

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激进。

——一名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告，1935年1

1934年夏季对冲锋队领导层的血腥镇压，使许多该组织普通成员感到

震惊，在此之前，冲锋队一直吹嘘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核心地位，他们对此

深信不疑。突然之间，冲锋队在前几年的“成就”以及成员们对未来的远

大目标面临严峻的挑战。1934年11月，冲锋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41岁的

威廉·布莱辛写信给他的上级，表达了这一多事之秋中，冲锋队队员内部

普遍存在的恐惧和不安。虽然在信的开头，布莱辛表示自己避免思考冲锋

队的一般特性，因为这些想法令他十分烦恼，以至于无法在信中表达，但

在草草几行之后，他就将自己在物质和情感上遇到的问题与对冲锋队及其

成就缺乏尊重联系起来。布莱辛的字里行间充满着讽刺和无助的愤怒：

请不要仅因为我对未来的看法，就认为我已经加入了物质

主义的阵营。近来，人们被迫根据那种观点行动，而且，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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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无法忽视的家庭义务。我的第一次婚姻因为自己不够关心而

破裂——我不希望让这一切再发生在第二次婚姻上。事情就是这

样：现在，善于出人头地、拍上级马屁的人取得了进步，很快摆

脱了财务上的忧虑。不适应这种状况的人只能发牢骚。

布莱辛说，大部分德国人都应该能够在第三帝国得到稳定的地位，而

冲锋队领导人却“悬而未决，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记得，是

我们参与了夺取政权的斗争”。2

这一陈述揭示了一种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布莱辛的不平证明冲锋队

内部中产阶级情绪日益增长。与冲锋队队员以不需要物质或者社会安慰为

荣的“激战年代”相反，1934年秋季的布莱辛强调自己的私人生活确实很

重要，不管是他的新婚姻，还是(仍然有限的)摆脱自身财务困扰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用“纳粹道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前提就是，决定

个人在“民族共同体”成功与否的应该是努力和对政治事业的贡献，而不

是资格证书或者职业上的关系网。3

1934年夏季对数十名冲锋队领导人的清算，使人们对如此之高的期望

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许多激进分子对“长刀之夜”的反应先是怀疑，此后

几个月里则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据盖世太保在1934年下半年和1935年的报

告，队员内部弥漫着绝望的情绪。1934年秋季，许多冲锋队队员离开了岗

位。那些到岗的队员宣称，他们不是“体育生”,而是需要手持真正的武

器、参加军事训练的士兵。41935年5月的一份报告坦承，“普通队员完全不

知道自己为什么参加冲锋队的活动”。盖世太保还发现，队员们一直忙于专

门设计的“冲锋队职业治疗”项目，其中包含的是频繁进行的乏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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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冲锋队全国体育比赛等活动，目的只是为了掩盖褐衫军缺乏远见和

“坚定目标”的事实。相应地，逃亡中的社会民主党得出结论，冲锋队越

来越像“同志关系原始形式的容器”。冲锋队的意识形态就像容器表面的尘

土——无法渗透到冲锋队队员的头脑和内心。?

这种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但即便如此，所有证据都表

明，冲锋队的动员能力在“长刀之夜”后急剧下降，其成员深受不安及脆

弱感的困扰。直到1936年4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对数千名褐衫军发表

讲话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听众们极其感谢他的鼓励，这种鼓励“不幸仍

然很有必要”。8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在1934年底草拟了一份关于冲锋队未来的

报告，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形势，概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希特勒提出的教

育工作能否令人满意地代替过去的兴奋与希望尚待观察。如果该组织的士

气和威望无法维持，它的重要性将会下降，或者成为日益增长的党内不满

情绪的焦点。”9

追寻新任务

“长刀之夜”后的三年，冲锋队经历了一个衰退、不确定和重新定

位的时期。它失去了财政自主权，需要依靠纳粹党及该党财政局长弗朗

茨·克萨韦尔·施瓦茨。冲锋队地区总队(集团)可以自主决定开除所有

由于意识形态或个人原因不适合该组织的普通队员，冲锋队领导层(指突

击队长及以上级别的人员)需要由新建立的冲锋队法院经过全面调查决定

任免。"不无讽刺的是，罗姆建立冲锋队特别法院的宏愿实现了，但并没有

保护他的手下免遭当局的指控，反而用来控告他们、支持对他们的纪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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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17日，在拥挤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冲锋队全国体育比赛”。来自
冲锋队北海小队的几对冲锋队队员手牵着手，在他们的同志的背上保持平衡。这项运动
象征着冲锋队体育运动的总体目标。与个人创纪录的表现无关，它注重的是能加强参与
者之间联系的集体努力。

分。1934—1939年，所有高级冲锋队领导人中，有15?900人)接受了纪

律处罚，主要是因为酗酒、挪用公款或者非法暴力行为。12

对冲锋队实施的大量处罚，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开羞辱，使他们看起来

不像是纳粹的精英部队，而更像一群自负的傻瓜。这种发展在该组织中激

起了各不相同的反应。从1934年夏季到1938年4月不断下降的总人数可以

看出，这一期间有半数冲锋队队员永久性地离开了，其中大部分出于自愿。3

然而，考虑到冲锋队传统的高流动率、从1935年起德国的失业率下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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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黯淡的现状与“将冲锋队在激战年代的‘使命’延伸到巩固后的第三帝

国”这一官方新论述之间的反差，其成员人数的下降只能算适度，令人十

分惊讶。尽管维克托·卢策和OSAF宣传机构将冲锋队美化为“德意志民族

共同体的摇篮”,称冲锋队队员们从纳粹主义的先驱转变成新国家的卫士，

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冲锋队的日常活动不仅缺乏目的性，有时候甚至无法

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只不过是在当地的树林里伐木，或者在车祸后提供

援助。1?在这个时期，德国大城市里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不再有匕首出鞘

的共产党人，大自然中的恶魔、贫穷和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成为了新的敌

人。早早起床参加冲锋队活动，仅凭这个理由就足以提升到为“民族共同

体”而牺牲的模范地位。因此，西里西亚冲锋队队员在新安置房建设中的

贡献被赞颂为“我们时代同志友谊的象征”。至少在宣传中，激进分子确保

“雅利安”德国人凝聚力和团结的职责此时已经代替了过去与政治对手巷

战的任务。不过，这种宣传仍然保持了相同的军事化语言。冲锋队为“冬季

援助”筹款的工作被称为“和平远征”,每年圣诞节庆祝活动上的冲锋队则身

处“最前线”。15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种公式化的宣传偶尔会令人捧腹，即

便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时候，它们的吸引力也十分有限。但是，即便有这

些不足，1938年的冲锋队规模仍然是1932年经济萧条最严重时的3倍。

许多资深冲锋队队员留在了遭受羞辱和“清理”的冲锋队中，因为他

们缺乏其他选择，担忧离开可能给职业生涯造成不利影响。尽管1934年夏

季之后，对冲锋队在第三帝国新社会秩序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过高期望已经

不现实，但事实证明，在该组织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是许多人与更有

资格、更年轻、出身更好或者更有野心的对手竞争工作和影响力时唯一的

优势。?而且，20世纪20年代加入冲锋队行列的人采取了激进的做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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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往往与老朋友和曾有的社会关系产生裂痕。作为回报，新的“冲锋队家

庭”为他们提供了纽带和情感的避风港，使他们更加依赖组织。这些人写

下的文字常常揭示出脆弱的自尊心；按照历史学家彼得·默克尔的说法，

他们甚至展示出一种“心理边缘化”的特性。1?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只能

依靠粗野的举止勉强掩盖，且因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和许多积极分子一直

面对的财务问题而加重。这一切因素使冲锋队队员没有勇气走向独立，更

不用说做出勇敢的决定了。

仍有一些人献身于纳粹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原因而忠诚于冲锋队。奥

地利冲锋队队员赫尔曼·施图林格就是这样的人，他是1930年民族社会主

义德国医生联盟的共同创始人，直到1938年7月仍声称：“只有一支队伍能

够代表民族共同体，只有一支队伍能传递理想和牺牲的意愿，那就是冲锋

队!”8不管这样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都不应该认为它是无足

轻重的，因为这表现了冲锋队自我理解的惊人持续性，该组织始终自视为

纳粹核心价值观的卫士，是保证第三帝国社会凝聚力的组织。冲锋队高级

将领在1940年仍然相互安慰：“冲锋队不仅有自己的教育使命，它本身还负

有民族社会主义政治教育的责任。”?正如欧根·科贡在1946年的著名论述，

直到二战开始之后很久，德国仍然不是一个“党卫队的国家”,而是一个冲

锋队的国家。20在战争岁月中，党卫队统治着被占领土和海外，而在旧帝国

内部，仍是冲锋队队员的天下。

在“老战士”中，对纳粹夺权期间不温不火的“社会革命”的失望之

情特别普遍，“罗姆清洗”造成的耻辱和创伤也最为严重，导致他们的激进

态度加剧。1935年德国北部流行的歌曲《向冲锋队致敬!》的第一段是这种

情绪的特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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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了赤色分子，

征服了所有的权贵，

可是，无耻、肥胖的布尔乔亚站了起来，

他们从未流血，也没有战斗过。

所有的权贵和布尔乔亚听着，我们还在岗位上!

尽管时光流转，我们还是过去的我们。

我们流血、战斗，我们辛苦劳作，

这是为了德意志，而绝不是为了你们。

前进，前进，清扫街道!

打倒布尔乔亚!

打倒布尔乔亚!

我们将打断你们的每一根骨头，

一边看着你们的神殿冒起浓烟!21

听到如此咄咄逼人的歌曲，1934年之前和此后的很久，在德国人眼

中，冲锋队意味着危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布雷斯劳的德国犹太人、后来

的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回忆了1931年夏季在北海边的一个度假胜地首

次看到冲锋队队员的情景。当时他只有5岁，不可能完全意识到冲锋队所能

实施的暴力行为，但在这位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

被描绘成与日后死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22深藏在政治活动家赖因哈德·施

特雷克尔心中最久远的记忆之一，就是1938年11月9日晚上冲锋队闯入柏

林-夏洛滕堡区公寓时发出的声音，当时11岁的他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施特

雷克尔回忆道：“带钉靴子的踩踏声、冲上楼梯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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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声音。”23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都知道冲锋队的宣传游行很容易

演变成猛烈的争斗。对于科隆的年轻母亲海伦妮·富斯赫勒来说，一群冲

锋队队员踏过街头的特有声音甚至比二战中航空炸弹发出的巨响更可怕。24

这些例子强调，“百万褐衫军”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外表

特征。这种印象不再是通过魏玛时代末期挑衅性游行及争斗产生的，而是

利用了数十万冲锋队队员的阵势，这些人不断受到鼓励，即便在社会最为

偏僻的角落，也要建立和捍卫“民族共同体”。靠近阿尔卑斯山麓商业城市

泰森多夫的小村魏尔多夫就是这样一个偏僻角落，并不是为人熟知的反纳

一名记者弯腰用麦克风捕捉行进中的冲锋队的噪声。这张照片是1937年8月15日在柏林
举行的冲锋队节日游行上拍摄的。那时，冲锋队靴子的践踏是该政权众所周知和标志性
的符号——故意记录下来供大众媒体使用，虽然作为纳粹暴力的象征令许多普通德国人
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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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活动据点。但在1936—1937年的冬季，那里发生了一件暴力事件，在许

多方面，这个事件都是冲锋队在传统乡村环境所造成问题和骚乱的一个典

型。虽然事件的起因尚不明确，但在名誉村长、当地农民约翰·黑尔明格

由于政治原因被迫辞职之后，魏尔多夫成了一场局部革命的发生地。经过

几个月的过渡期，黑尔明格最终在同年11月被邻村赫尔芬农民、25岁的约

翰·特拉克斯尔取代。作为上任后的首批举措之一，这名年轻的纳粹村长

发动了一场“惩罚远征”,目的是增强其权威，训诫当地农民。为此，他命

令30—40名冲锋队队员在1936年12月6日(星期日)来到魏尔多夫。抵达之

后，冲锋队队员在教堂周围游行、歌唱，打扰定期的天主教午后弥撒。不

久以后，他们进入当地的旅馆，混杂在农民当中并宣布将在当地学校教室

旁边展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臭名昭著的《冲锋队队员》周刊。对虔诚

天主教徒的挑衅立刻产生了效果，多名农民反对公开展示《冲锋队队员》

的宣传文章。有趣的是，其中一名农民说，他曾经定期阅读这一刊物，但

现在认为让小学生面对“不道德对待犹太人”的生动细节是不负责任的。

这种说法并不表示对纳粹政权的根本反对，但在场的冲锋队队员利用如此

温和的批评，将这名农民关押了数天。另一名魏尔多夫农民解释道，虽然

他原则上不反对参加要求的准军事训练，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更多的

时间在家管理农场，照顾大家庭。仅仅因为这句话，他就遭到羞辱和痛

殴，最终被“保护性拘留”。更有甚者，褐衫军将旅馆的多名宾客斥为“杂

种”“混蛋”和“叛国者”。一份官方报告得出结论，平和、谦逊、辛勤工

作的魏尔多夫农民不应得到冲锋队的这种对待。“这不是争取支持的方

法，只能使善意的人变得固执。”2?尽管如此，应为这次暴力事件负责的年

轻纳粹村长仍然在位，直到第三帝国终结，这一事实说明了局部抵抗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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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们的理解是，那更多的是不满，而不是彻底的政治对抗。26

正如魏尔多夫事件说明的那样，1934年之后，冲锋队的作用不能简单

地归结为“回收箱子的人”、片区领导人或者防空督察员。27他们还作为某种

半官方的纳粹党警察，威胁、骚扰并常常逮捕那些政权认为有必要惩处的

人，理由可能是种族、政治或者像魏尔多夫那样是宗教，有些时候甚至是

非常个人化的理由。尽管表现多种多样，冲锋队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暴力

组织，特别是在地方上。从国家和国际的层面上看，冲锋队奉命更直接地

实施政治任务，这些任务与冲锋队的准军事出身紧密相关。接下来我将分

析1934—1939年冲锋队仍然极大地影响着数百万德国人生活的三个领域。

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反复的反犹太抵制行动、街头暴乱和无缘无故的身体

暴力行动施加的；第二种方式是成功地接管德国射击联合会和马术俱乐

部；第三种方式则是在1938—1939年吞并奥地利、重夺梅梅尔、破坏捷克

斯洛伐克稳定并使之解体的行动中，以准军事打击力量的形式复兴。

定义“民族共同体”的范围：反犹太暴力活动

褐衫军最为人熟知的行动领域是反犹太煽动和对犹太人的身体攻击，

这随着纳粹党得势而加强，在1938年12月10日的“水晶之夜”达到高潮。正

如历史学家艾伦·E.施泰因魏斯所言，虽然这是“二战之前德国国内针对

犹太人的唯一大规模、公开和有组织身体暴力事件”,但它是建立在此前对

犹太人一系列袭击的基础上的，这些袭击中有许多例都是冲锋队所为。28正

是冲锋队长期反犹太活动的记录，以及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使11月9日的大

爆发成为可能。而且，普通德国人在这段时期往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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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活动，或者对犹太人财物的掠夺，甚至在很多时候参与其中，要理解

这种表现，关键是分析1933—1938年冲锋队反犹太暴力的号召力和范围。29

对犹太人的身体攻击是1933—1934年确立纳粹恐怖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在第4章中已经做了解释。因此，下文的焦点是从1934年下半年起到1939

年春季这一时期。

“罗姆清洗”并没有停止冲锋队的反犹太袭击。相反，正因为激进分

子们从1934年起常常缺乏机会参加身体暴力，而那是“激战年代”成功维

系冲锋队的因素，他们欢迎袭击犹太人的机会。参与人际暴力使冲锋队队

员动摇的信心得以稳定，特别是因为冲锋队队员的自我意象很大程度上基

于他们向别人强加身体暴力的能力。就这样，1934年夏季的处决事件在冲

锋队普通成员中造成的普遍失望情绪不止一次地转换成对犹太人的攻击，

后者成了纳粹政权的替罪羊；这种暴力活动既打开了褐衫军受压抑侵略性

的阀门，也是他们意识形态信念的结果。

在当局于1935年命令冲锋队放弃布雷斯劳市的反犹太“羞辱行动”时，

冲锋队正式请求穿着便衣继续这些行动。接下来的几周，由年轻男女组成

的纳粹暴徒(其中有许多褐衫军)在下西里西亚首府街头袭击犹太人和有

着“犹太长相”的路人。他们殴打犹太人、对其吐唾沫及辱骂，连孩子也

不放过。一家犹太咖啡屋遭到攻击，目的是“拖出”并殴打里面的客人。

当接警的警官抵达现场时，遭到了“犹太人的走狗”之类的辱骂，并受到保

护政权敌人的指责。30

除了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之外，冲锋队的袭击事件确实是自发

的，是意识形态、个人失望情绪和酒精这一危险组合的结果。例如，1935

年10月10日夜里，一名醉醺醺的冲锋队队员穿着制服按响了柏林犹太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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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塞·迈尔的门铃，威胁要侵入她的公寓，“碾碎她的腰背”。31全德国发生

了多次类似事件，使德国民众清楚地知道，虽然纳粹政权反复呼吁克制，

褐衫军仍然持续地给误入其“火线”的人带来巨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柏林袭击事件的罪犯当晚就从警局的拘留中获释，受害人没有正式起

诉。和布雷斯劳一样，首都警方抱怨冲锋队反复对警官进行言语和身体攻

击，特别是在后者试图阻止选帝侯大街一带的“反犹太示威”时。32

此类反犹太攻击还有另一个更具政治性的特征。纳粹政权从1933年起

就通过法律手段，系统地边缘化犹太人，但冲锋队使这种种族排斥变得十

分显眼。他们在1933—1938年实施的暴力行动常常在当地民众眼前公然进

行。辱骂、吐唾沫和殴打犹太人不仅使受害人感到耻辱和惊恐，还表现了

德国社会中严重的力量失衡。许多德国非犹太人和犹太人都很快接受了这

个“教训”。他们可能加入这种行动，或者至少在有不同意见时知道最好

不与之对抗。褐衫军“冲锋队是德国大众的教师”这一信念由此得到了支

持。从这个角度看，冲锋队反犹太暴力活动是政权建立政治忠诚的“民族

共同体”图谋中的一个关键策略。它不仅可以威胁认定的“外来者”,还可

以澄清整合与排斥过程的标准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种族作为依据的。3到1936

年初，这一过程已经大大推进，冲锋队参谋长卢策在帝国首都对外交使节

们发表正式讲话时称德国犹太人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已经“对德国

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他们现在面临的是冲锋队的合理惩罚。34

这些官方声明清楚地告诉德国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无法

期望冲锋队的任何善行。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领土的扩张更是雪上加

霜。特别是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这对奥地利和旧帝国犹太人来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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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分水岭。3在成为第三帝国“奥斯特马克”①省的奥地利，社会关

系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即便在七十五年之后，最后一批幸存的见证者

仍然铭记着表明这种转换的事件。据退休的维也纳犹太人维尔玛·诺伊维

尔特说，当地冲锋队在这一事件后变得特别粗野。1938年，这位当地理发

师的女儿年仅10岁，她记得，父亲的一位常客在兼并次日来访。这个男人

定期前来剪发，但此时他穿着定制的冲锋队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鞋。他大

胆地宣称，从现在起，他将统治这一带。理发完毕，他没有付钱就一走了

之——而且还在理发师面前的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这是为了羞辱后者，也

是为了说明城市里的新力量对比。36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许多奥地利

犹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结果是，到1939年春季，生活在奥地利的19万犹太人

中有半数离开了祖国——包括数千名被党卫队和冲锋队非法驱逐的人。37

在旧帝国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德奥合并之后的几个月，德国各

地的反犹太暴力活动明显增多。这种暴力活动的目标是从事实和象征意义

上将犹太人排除出当地社区，迫使他们移民。从1938年6月13日起，警察

部队根据海德里希签发的帝国刑事警察总局命令，逮捕了数千名男性犹太

人。各地区的警察总局都至少将200名“适合工作”的男性犹太人投入“保

护性拘留”。同时，所有此前曾被判至少一个月刑期的男性犹太人也遭到逮

捕。38此后的几周，纳粹当局抓捕大约12000名犹太男性，将其中的大部分

人送到集中营里。39

这些突袭和监禁行动不仅仅是由正规警察部队实施的。据当局称，仅

①原意为“东部边境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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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6月17日到21日之间，当地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就逮捕了柏

林市区的大约1000名犹太人。4法国报纸报道，在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柏

林舍嫩贝格区，几乎所有犹太店铺的窗户都被“粉饰”以反犹太涂鸦。柏

林东部居民以工人阶级居多，那里的冲锋队逐个店铺向“雅利安”顾客行

礼，辱骂犹太商人。4冲锋队队员甚至封锁电影院，逮捕犹太观众，命令电

影院经营者以后不准让任何犹太人观影。42犹太自由主义组织“中央联盟”

资深理事、律师汉斯·赖希曼在回忆录中写道，逮捕行动之后，德国犹太

人不断听到流言，称有10万名激进分子奉命占据德国的所有犹太人住宅，

他们为此惊恐万状。43即便后来证明这些流言是虚假的，也可以清楚地看

出，德国犹太人对冲锋队的恐惧不亚于对政治警察或者党卫队。

在纳粹所称的“犹太政治”与日俱增之际，巴伐利亚代理内政部长阿道

夫·瓦格纳于1938年10月31日通知该州的5名纳粹大区领袖——弗里茨·瓦

赫特勒、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奥托·赫尔穆特、卡尔·瓦尔和约瑟

夫·比克尔——这些攻击有损纳粹党和国家的声誉。然而，他的理由清楚

地说明，他的批评不是来自对行动目标的非议：

我们不再有必要为了达到目标而诉诸暴力行为，特别是对于

犹太人，因为我们的国家及其机构不仅足够强大，而且绝对有决

心实施达成目标所必需的一切行动，保证公众的平静与秩序。如果

某个犹太人犯下严重罪行、令人厌烦或者必须清除，警察随时可以

采取合适、合法的措施，将这个人投入保护性拘留，或者以其他方

法将其迁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容忍采取暴力措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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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声明表示，1938年的德国犹太人已经毫无防备能力——即便在法

律意义上不是如此，从政治意义上说已经确定无疑。这份报告不值得见诸

纸面。

仅仅十天之后，1938年11月9日—10日，全德国的数千名犹太公民遭

到猛烈袭击、被监禁、受伤或者遭到杀害，他们的商店被摧毁，犹太教会

堂付之一炬。根据最新的估计，这天晚上被逮捕的犹太人总数为3万—6万

人。1938年11月12日，纳粹领导人声明被毁的犹太教会堂略多于100座，但

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提供的数字较为合理——520座。至少有91名犹太人

被杀。45

同时代的人立即理解了“水晶之夜”的象征意义。纳粹政权不需要用

语言表达这一信息：很明显，它希望犹太人在德国几个世纪的生活能够在

暴力中永久结束。参与“水晶之夜”的暴徒社会构成在每个城镇、每个地

区都有所不同。大部分作恶者是成年男性，但女性甚至儿童也参与其中，

而且参与程度往往相当可观。46虽然对这一事件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叙述都

同意冲锋队是实施罪行最积极的群体，不过，并非所有目击者都立刻意识

到这一点，因为官方禁止冲锋队队员当晚穿着制服。

“水晶之夜”四周之后，1938年11月初，冲锋队诺德马克地区总队提

供了一份报告，比绝大多数报道更好地解释了冲锋队在这次种族迫害事件

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事件的总体特性。这份长度为4页的报告由冲锋队地区

总队长约阿希姆·迈尔-夸德起草，罕见地澄清了指挥系统和在基尔市采取

的行动。11月9日晚上，迈尔-夸德身在慕尼黑的朔滕汉默尔酒店，参加纳

粹党一年一度纪念15年前未遂政变的活动。晚上10时左右，戈培尔通知在

场的纳粹党领导人，为了报复犹太人赫舍尔·格林斯潘在巴黎刺杀德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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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恩斯特·冯·拉特，有必要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一次协调行动。迈尔-夸

德立刻向诺德马克大区领袖海因里希·洛泽提供人手。11时20分左右，迈

尔-夸德打电话给他在基尔的参谋长，命令他在这个大区的较大城市里摧毁

犹太商户和会堂。根据他的报告，他明确禁止任何虐待犹太人的行为。但

是，在夜里他下达的其他命令——“不许碰外国犹太人”和“遇到抵抗就

动用武器”——说明身体暴力(至少针对德国犹太人)不仅可以容忍，而

且很受鼓励。午夜，地区警察局长和州警察局已经得到了与即将开始的种

族迫害相关的通知。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基尔的冲锋队领导人与党卫队

和纳粹党其他代表人物在该市“褐宫”会面，讨论即将开始的行动。基尔

警察向他们递交了城内犹太人住宅和企业的清单，为冲锋队暴徒实施的破

坏提供了依据。根据迈尔-夸德的报告，所有在场的纳粹领导人都同意，

必须将基尔的犹太人拘押起来，送往市警察总局。他们还一致同意“以血

还血”,从“政治上最危险的犹太人”黑名单上选择“至少两名犹太人”处

决。纳粹分子甚至安排了两支名副其实的行刑队，队中包括冲锋队队员、

党卫队队员和一名州警察局的警官。

袭击定于凌晨3时45分开始。此前不久，冲锋队队员在市中心的阿道

夫·希特勒广场集合。许多人整晚都在酒吧和小酒馆里，纪念希特勒的叛

乱。仍穿着褐衫的队员此时收到了来自附近市政厅的便服。他们从那里开

始破坏和逮捕活动，警员与他们相伴，并在破坏场所外站岗。就在警察

们的注视之下，有组织的暴徒肆意毁坏当地犹太教会堂和至少11间犹太店

铺，以及数目不详的私人住宅。基尔的58名犹太人遭到监禁。不过，“行

刑队”只取得部分成功，因为两名作为目标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店主保

罗·莱文和古斯塔夫·拉斯克——中枪受重伤，但是在袭击中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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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移民美国。47

德国的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场景。48一名目击者这样描述下

莱茵州博霍尔特市发生的事件：“冲锋队手持火把，高唱民族主义歌曲，吼

声震天。他们摧毁了犹太店铺和公寓。犹太人遭到殴打和嘲笑。犹太教会

堂、教堂司事及其妻子都遭到攻击。”49在威斯特伐利亚南部小城下马斯贝

格，种族迫害中最为积极的冲锋队突击队由受雇于城中精神病院的医生及

护理人员组成。护理人员帮助捣毁当地犹太教会堂，袭击犹太公民并劫掠

其住宅。0温泉小镇巴特哈尔茨堡的纳粹暴徒逮捕了至少11名男人和多名妇

女。他们被带到当地市政厅，男人们后来被运送到沃尔芬比特尔附近的州

监狱。该市的两名犹太人遭受毒打，不久后死去。可是，当其中一人的遗

孀请求当地新教教会将亡夫埋葬在墓地里时，教区拒绝这么做——市长的

话令教会惊恐，他声称无法保证冲锋队和党卫队不会掘墓移走尸骨。1个

人记录非常详尽的维克托·卢策对当夜事件的描述非常简洁，没有任何悔

意，也没有同情受害人的迹象：“对拉特在巴黎遭到谋杀的报复——关闭犹

太商户，推倒犹太教会堂。”2

以上例子取自一个较大的城市和多个地方城镇，不仅证明了全德国的

冲锋队在这些事件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而且清楚地说明了冲锋队队员的

反犹太暴力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正式的国策。冲锋队为纳粹国家提供了

一支“奇袭队”,可以迅速动员，在实施暴力活动上经验老到。但是，与

1933—1935年的冲锋队不同，1938年的它是一个由纳粹党控制、遵守纪律

的组织，尊重纳粹政权设定的行动范围。反过来，纳粹领导层也确保激进

分子对个人利益的渴望得到满足。大区领袖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声称，

维也纳种族迫害没收的犹太人房产向党员们提供了2200套住房。奥地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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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为了准备未来的军事对抗，1939年4月2日星期日，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的冲锋队队
员，由一名骑单车的冲锋队男子陪同，穿过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街区。几个衣冠楚楚的
路人正在现场观看。男人裤子上固定的数字，显示他们各自的冲锋队单位，表明这是首
都不同冲锋队单位之间的一种竞争。

都的纳粹党下多瑙河大街分部利用这一机会，为党部提供了新家具和打字

机，这些东西据说是从一位犹太股票经纪人那里偷来的。大迫害之后的日

子里，上西里西亚的小学生们吹嘘着父亲参加袭击后带回家的新宝贝。在

魏森堡附近的法兰克尼亚小镇马克特贝洛尔茨海姆，一名冲锋队队员甚

至在1938年11月10日下午组织了一场拍卖会，兜售犹太家庭和犹太社区的

财物。”

然而，如果认为集体参与这些反犹太袭击就表示一致赞成——换言

之，冲锋队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已经渗透到大部分德国人的思想意识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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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水晶之夜”这样的残酷迫害得到广泛接受——那就错了。“我们是

正直的德国人，还是暴徒?”一名被激怒的德国妇女在日记中质问道。5?事

件发生后两周，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写信给母亲，表达了许多人心中

所想、却鲜少公开说出的意见：“前两周我们整个德国经历的，是很长一段

时间内最为可耻、可怖的事件。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在引发的许多后

果中，有一个就是⋯⋯第一次出现了普遍的羞耻和愤慨。”“但是，看到这里

表达的义愤——即便是真诚的——人们不禁感到好奇，里特尔对几个月和

几年前发生的反犹太暴力活动作何解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水晶之夜”

明显是此类事件中最为过分的，可在许多方面上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事件。

它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与众不同，但作恶者的理由和暴力活动的方式并不奇

特。不过，在为里特尔及其德国同胞辩护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一点，就连

许多冲锋队队员也不一定将自己的组织与对犹太人的袭击联系在一起。尽

管冲锋队传播纳粹政权痴迷的反犹太意识形态和宣传，但从这一时期冲锋

队队员的个人言论和日记上看，并不是所有队员都将这种意识形态转化为

实际行动。

对德国社会的渗透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有一些冲锋队队员对该组织的评论留存至今，

其中之一是威廉·霍森费尔德，这位乡村教师后来成为陆军军官，近年

来，他因为帮助了波兰犹太音乐家、作曲家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而广为

人知，这一事迹出现在罗曼·波兰斯基2002年执导的电影《钢琴家》中，

成为不朽的传奇。霍森费尔德在国防军服役期间帮助华沙占领区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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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兰平民，被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奖，而在本

书中，他早期作为冲锋队中队长(相当于技术军士长)的评论特别有趣。

霍森费尔德是严守教规的天主教徒，1933年4月15日加入冲锋队。整

个30年代，他都生活在黑森州富尔达市附近的小村塔劳。这一地区多为乡

村，居民非常虔诚，也很贫穷，与大城市相去甚远，后者拥有主要由无产

阶级组成的冲锋队突击队，常被历史学家作为整个组织的代表。霍森费尔

德为冲锋队的同志情谊和准军事体育文化所吸引，这使他想起了青少年时

代参加的“候鸟运动”,他也很快被提升为规模较小的塔劳冲锋队组织的领

导人。?61936年1月19日，霍森费尔德热情地写道：“穿上冲锋队的制服，

一个男人就不再是自由人了，他代表着更大的集体。””从当时的日记和随

笔可以看出，他最初也有着纳粹“革命”后传遍德国的兴奋情绪，享受着

自己作为冲锋队中队长参加的活动，这种状态至少延续到1936年，从那之

后，他的日记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怀疑的评论。他的文字中没有出现恩斯

特·罗姆被杀以及对冲锋队的冲击，也没有出现冲锋队的反犹太活动，即便

在1938年也是如此。8相反，霍森费尔德反复提到的是冲锋队的体育竞赛?、当

地的宣传游行和纽伦堡的“党代会”(霍森费尔德于1936年和1938年参会),

以及和同僚共度的社交晚会。0

对事件的这种选择特别引人注目，因为霍森费尔德在其他方面都是第

三帝国初期社会转变的敏锐观察者。他的评论说明，人们应该认真对待冲

锋队在这段时期的体育和社会活动，不要将其贬损为次要的外围行动。对

于霍森费尔德这样婚姻幸福、有5个孩子的男子，乡间的“冲锋队社团”不

是建立在与政治对手的血腥冲突，或者对犹太人的袭击基础上的。他对将

冲锋队作为职业提升手段的行为也不感兴趣，而是像布莱辛一样，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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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一个“老男孩社交网”。而冲锋队为霍森费尔德提供了新颖、受欢迎的

男性社交方式，这种社交建立在“武装国家”的旧观念，以及“人必须锻

炼身体”的现代理念之上。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正是用相同的手段，

吸引大量基督教执事加入。6事实证明，冲锋队对乡村教师霍森费尔德的吸

引力有三个方面：给予他行使权力和发展领导技巧的机会，为他提供了社

会认同，并使他能积极、安全地参与纳粹的“德国觉醒”计划。

分析冲锋队对德国各协会组织(尤其是小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就可

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吸引力并不仅限于霍森费尔德。20世纪30年代，德国

小城镇和乡村很受欢迎的两种活动越来越受到冲锋队控制，就说明了这种

影响：射击协会和马术俱乐部。迪兰·赖利最近阐明，法西斯统治在相当

程度上依赖于对传统协会组织的渗透，但与对其他欧洲法西斯或半法西斯

政权(如西班牙)的研究不同，对第三帝国初期的研究却没有得出这样的

看法。°2不过，这一视角对冲锋队的历史研究很有启发。如上所述，冲锋队

对德国乡村地区的“征服”早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取得成功。在这一策

略的基础上，第三帝国早年的冲锋队将政治野心与小城镇的社交活动熔于

一炉，持续甚至强化了确立不可或缺地位的努力。

冲锋队的策略取得最大成功的活动领域是吸收德国射击协会。射击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域，魏玛共和国初期，射击俱乐

部开始迅速增加，成员范围拓展到中产阶级和中低阶层。1920年引入的小

口径射击很快大受欢迎，仅仅5年以后，它就成为了德国最流行体育运动的

第三位，大约有50万人参加各种俱乐部和联盟。3即使在纳粹党崛起及掌权

之前，参加这种射击俱乐部也不是与政治毫无瓜葛的爱好。射击协会的成

员身份基于某种特定的男子气概，将保护自己、家人和祖国作为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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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因此它们和更受欢迎的“老兵协会”一样，都倾向于支持国家甚至民族

主义情绪。?德国各省“神枪手节”的组织者们公开表示，支持将俱乐部中

获得的射击技能与更大的民族使命联系在一起，使德国人民能够摆脱《凡

尔赛和约》的“锁链”,一雪他们遭受的民族耻辱。许多人将射击协会的会

员资格当成服兵役的替代形式。5

20世纪30年代起，尽管20年代以来在各种中产阶级射击协会中占有很

大比重的“钢盔团”对将其拖入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企图一笑置之，上述

意识形态倾向仍然有助于德国射击协会与冲锋队之间的合作。不过，总体

来说，纳粹掌权之后形成的德国政治新局面，强化了纳粹当与数百万积极

参与中产阶级社交组织的德国人之间的“相互友好关系”。从1933年起，德

国俱乐部的600万会员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转入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

年团等民族社会主义组织，而射击协会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和实力，直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67然而，各射击协会的联合组织“德国射击联合会”

于1937年开始正式将来自“帝国战争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和德国劳工阵

线(DAF)的代表整合到其成员中。随着德国(男性)公民生活的广泛军

事化，射击协会发行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它们对德国全面“重整

军备”终极目标的贡献，这一目标指的是将公民社会转化成能够参与(防

御性)战役和军事冲突的社会。8这种辞藻本质上与冲锋队无异。

因此，冲锋队的组织能力和声誉如果得到充分巩固，企图迫使德国射

击协会的密集网络接受其基本意识形态观念、参与类似活动也就不足为奇

了。到1938年，冲锋队已经垄断了“体育训练和提升自卫能力”。与专门关

心一流体育运动的德意志帝国体育运动联盟不同，冲锋队管理群众体育，

组织民族社会主义者搏击大会。这些场合不是用来促进极少数精英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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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优异成绩的，但参与体育和准军事训练(如投掷手榴弹)的队伍表现

出众。德国男性公民整体健康、熟练使用各种武器是活动的第一要务。9因

此，从1938年开始，德国射击联合会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特

纳正式接掌，原主席降为副职。作为见面礼，也预见到来自各地射击协会

的批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强调，它将投入可观的精力和资金，拓展射击

运动。70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并没有多少不满的俱乐部成员提出抗议；将冲

锋队控制俱乐部斥为“海盗行为”的批评出现于1945年之后，因此并不可

靠。”到1938年底，德国各地射击协会以“我们为阿道夫·希特勒及更伟大

的德国战斗和射击!”的口号庆祝新年。2

德国马术俱乐部内部也能看到类似的发展。马术在德国社会的精英地

位更胜于射击。但是，即便在纳粹夺权之前，冲锋队也已经建立了地方冲

锋队“骑兵突击队”(SA-Reitersturme),最初是为了争取地方高官和德国

乡村具有影响力的农民，以及部分城市机构。3然而，随着纳粹大权在握，

冲锋队开始推广骑术，将其作为一项帮助德国男性训练作战技能的社会活

动。这里引用冲锋队的一种典型说辞：“骑马就是不断地战斗，不断肯定个

人对成功的渴望。”74正如历史学家内莱·法嫩布鲁克最近在一项开创性研

究中所阐述的，冲锋队在20世纪30年代极力扩充其“骑兵突击队”,以至于

到1938年全德国有不少于101个冲锋队“骑兵旗队”。冲锋队队员称赞马术为

“完美的军事体育”,是训练男性体能及品质的理想机会。75

冲锋队争取相当一部分德国骑手的企图，与冲锋队和国防军的类似策

略形成了竞争。但是，冲锋队最终拥有最广泛的号召力和组织影响力。761936

年3月，与德意志射击联盟有同等地位的民族社会主义骑兵军团(NSRK)

建立之后，该组织正式管理所有立志成为骑手者的训练，以及“全德国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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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冲锋队提倡骑马，认为那是一项特别具有“男子气概”的运动，它可以
为未来的军事行动训练德国人。这张照片描绘了三名褐衫军成员在梅克伦堡的老莫德勒
茨从马上跳下来，这是强制性“骑马测试”的一部分。

的骑手”(据该组织的声明)。”与其他运动类似，冲锋队里的马术运动并不

强调少数精英骑手的杰出表现，而是在工作中展示真正的“冲锋队精神”。

因此，团体竞赛比单独骑手更受重视。冲锋队将其马术竞赛视为利用乡村

青少年对骑术的兴趣宣传自己的手段，同时将其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象

征——通过共同努力、坚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打破阶级界限。78

1938年底，冲锋队和各射击协会、马术俱乐部和常规体育俱乐部的合

作正式确立。高级冲锋队将领控制了这三个领域：体育联盟组织德国体育

运动联盟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冯·恰莫尔·温德·奥斯滕负责

227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他在冲锋队全国领袖办公室管理搏击运动);民族社会主义骑兵军团由

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卡尔·里茨曼负责(他是冲锋队全国领袖办公室的

马术与驾驶训练负责人);德国射击联合会由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

斯·于特纳管理(他在OSAF是管理总部负责人)。79管理上的重叠表明，

冲锋队已经成功地融入德国公民生活中与其新任务(监督德国男性的准军

事训练)相关的分支。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强迫性合作，

更恰当地说，是纳粹党与现有中产阶级圈子及各个协会之间友好关系的巩

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自发参与，政治隶属过程不可能如此顺利。80

尽管德国各省的地方性活动表面上仍继续以传统方式进行，但冲锋队

对中产阶级社会生活重要分支的政治监管和渗透产生了持续的效果。最明

显的变化是，一些地方显要人物此时穿上了纳粹制服，但是他们除了发表

一些无人在意的欢迎词之外，对整个进程并没有直接干预。不过，这一评

估低估了已发生政治变动的重要性，以及冲锋队等纳粹组织的持续影响，

转瞬之间，它们的成员就可以从快乐的俱乐部伙伴变成拥有警察职权的政

府监察人员。8而且，冲锋队对领主地位的追求，很快就促使他们利用已经

渗透、十分密集的协会及俱乐部网络，推动战备。82

然而，并不是所有冲锋队队员都赞成这种新的行动方案。对于许多人

来说，冲锋队新角色的长期依据无法替代过去的活动，而正是那些活动，

有力地将对意识形态对手的政治暴力与流行的男性社交方式结合在一起。

这些人仍然希望作为政治激进分子，而不是自我满足的市井之徒。83与此对

应，威廉·霍森费尔德在1937年和1938年对冲锋队的评论也不那么充满热

情了，他在1937年4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冲锋队的任务：又只有少数人

参加。大部分人都找了借口，但还有一些人应该出现。他们对冲锋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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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缺乏理解，只有在需要解决真正的问题时，你才能明白这一点。”8?可

是，令人满意的任务仍然少之又少。作为替代，1938年9月，当地冲锋队领

导人开会讨论令人兴奋的“收集废金属”8?活动。霍森费尔德本人对冲锋队

的使命越来越没有把握。1938年6月，他失望地写道，他刚刚在附近的富尔

达市参加了“冲锋队体育节",却发现这项活动仍然令人气恼：“我越来越

意识到(冲锋队)毫无意义。”86不过，霍森费尔德仍然积极执行冲锋队的

任务，直到1939年应征入伍。随着战争开始，对于其他有冲锋队背景的士

兵来说，在组织中执勤也同样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40年6月6日，法学家

弗里茨·奥托·博米格写信告诉妻子，他是如何想象两人的周末：“当然，

那里没有周日上午的冲锋队任务⋯⋯,如果在我回家的第一个星期天，就

6点起床去冲锋队，我可不愿意体会你的反应!”8从博米格的言语中可以看

出，战前他经常在周末到冲锋队执勤。信中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妻子

认为他一有机会就可能重拾旧习惯。一年多以后，1941年8月24日，博米格

确实写了一封信给妻子，说他正在准备一封寄给原冲锋队突击队的信。88随

着战争的持续，霍森费尔德和博米格都疏离了冲锋队及其理念。霍森费尔

德对战争期间冲锋队在华沙占领区行为的少数评论基本都是负面的。对他

来说，这个组织现在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还反复评论冲锋队队员

的暴力行动。8霍森费尔德兴味索然地告诉妻子，在1943年9月华沙举行的

“冲锋队体育竞赛”上：“一大堆废话，没有什么成就。主要的事情就是宣

传。一天都在下雨。”90

霍森费尔德的态度很典型，反映了许多最初欢迎冲锋队宣传、却对

1934年后的发展感到失望的人的心情。但是，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冲锋队在

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并没有衰退，而是更加重要了。后一类冲锋队队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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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出生于德意志帝国境外。对他们来说，参加冲锋队提供了财务和政治上的

好处，一旦德国扩张政策实施，这些好处就能够兑现。下文我将详细介绍所

谓的“奥地利军团”,然后转向苏台德和梅梅尔地区新建的冲锋队组织。

奥地利军团

从20世纪20年代初纳粹党及冲锋队成立以来，德国和奥地利民族社会

主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已经确立并得以维持。虽然在20年代，德国冲

锋队队员通常得益于奥地利兄弟在意识形态和武器上的帮助——特别是

在1923年未遂的“希特勒叛乱”后，许多高层纳粹分子在奥地利寻求庇

护——但十年之后，这种关系已经逆转。现在，德意志帝国里的冲锋队可

以帮助奥地利同志，特别是在维也纳当局于1933年6月19日取缔包括冲锋队

在内的所有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之后。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及其继任者库

尔特·舒施尼格的奥地利法西斯政权积极迫害寻求结束奥地利独立国家地

位、与第三帝国联盟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在1934年7月奥地利希特勒

主义者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之后。2尽管奥地利冲锋队在组织上相当薄弱，

但从1926年起，担任奥地利冲锋队(“Hitlerbewegung",意为“希特勒运

动”)领袖的教师赫尔曼·雷施尼计划率领来自施蒂利亚州和德国的冲锋队

队员向维也纳进军。1934年6月，奥地利冲锋队领导层甚至决定派两名杀手

刺杀陶尔斐斯，但最终实施谋杀的是党卫队员奥托·普洛奈陶。93

从民族社会主义者控制德国时起，奥地利当局就害怕第三帝国在冲锋

队引导下发动军事入侵。94他们主要担心在德国的一万四千多名奥地利政治

流亡者，这些人自称“军团士兵”或者“奥地利军团”成员，正式编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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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队第8(奥地利)高级地区总队。9根据奥地利政府的说法，该军团拥有

1500辆汽车，因此可以在24小时内抵达德奥边境。6流亡德国的这些奥地

利冲锋队队员最初集中在巴伐利亚多地的几个兵营里(莱希费尔德、巴特

艾布灵、赖谢斯博伊恩、埃格马廷、沃勒绍夫等)。后来，他们以“西北救

济机构”的化名活动，迁移到更北面的几个地方(其中包括博霍尔特、多

尔斯滕和利普施塔特),远离德奥边境。这些人参加建筑工作，接受德国冲

锋队、巴伐利亚警察和德国国防军的准军事训练。他们还向奥地利偷运武

器、爆炸物和宣传材料，造成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只要罗姆治下的德国冲

锋队继续为其“民族武装”地位而战，奥地利军团就是对奥地利主权的一

个严重威胁。”

从第三帝国的角度，它对“奥地利军团”的财政(1935年共约2400万

马克)及政治支持成败参半。98军团成员们缺乏纪律性和教养，因而不止一

次地发生引起德国民众注意的负面事件。尤其是他们在德国民众传统上虔

诚信教的地区开展野蛮的反天主教煽动，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感。例如，

1935年8月，奥地利军团成员在巴特艾布灵乘坐卡车驶过街道，展示画有耶

稣会教士形象及《圣经》文字“让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标语牌。标语牌上

还用黄色文字写着“S175”,暗指身穿神职人员长袍的同性恋虐童犯这一刻

板印象。”在外交层面，德国的财政支持人所共知，国际上将其视为国家支

持的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了与奥地利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之间的紧张

局势。不过，虽然组织上和军事上均有不足，奥地利军团在1938年之前仍

然是纳粹政权的一项政治武器。100

“长刀之夜”后冲锋队失去了影响力，奥地利军团成员奉命将其武

器——至少10300支步枪、340挺机枪——交给国防军。10奥地利方面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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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减轻，以至于当局更愿意将数千名奥地利冲锋队队员逃往德国解释成

“年轻人可以原谅的过失”,而不是有意的恐怖活动。从截获的信件和其他

抄没文件中，舒施尼格政府不仅深知奥地利军团不像最初想的那么危险，

而且还知道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有限。相当数量的纳粹激进分子返回奥地利

(1936年7月至1937年11月，人数超过2500人)时，奥地利当局进一步将其

诠释为，许多人离开祖国不仅是因为政治“煽动”,还出于“年少无知和渴

望冒险”。102尽管奥地利纳粹在该国官僚机关内部同情者那里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好处，但要组织非法政治活动，仍然需要煞费苦心地谋划。冲锋队采

取的措施之一是在处理党务的电话上采用暗号。这种暗号通常依靠一种简

单的语言，根据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命名冲锋队各单位：“儿子”是冲锋队

小队的代号，“叔叔”代表冲锋队突击队，“父亲”代表冲锋队旗队。冲锋队

单位的编号被对应城区的名称所代替。例如，如果纳粹分子提到“来自席

津的父亲”,实际上指的就是冲锋队维也纳地区总队第4旗队。有趣的是，冲

锋队作为一个整体时，则被冠以女性称呼“姐姐”。103

然而，当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的行动于1938年3月真正实施时，奥

地利军团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决定性的步骤已经在谈判和幕后的外交

斡旋中进行。德国于1938年3月12日出动超过5万名士兵和警察实施军事入

侵，确认此前在谈判桌上取得的成果。当奥地利军团最终于1938年3月30

日—4月2日返乡时，他们并不是凯旋的解放战士，而是不请自来的征服

者。最起码，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在奥地利的受欢迎程度相当有限。

许多奥地利国家机构甚至纳粹机构在接受前“军团士兵”入列时都非常不

情愿，因为后者很快就得到了懒惰、傲慢的坏名声。14就连奥地利纳粹党最

初也担心，多达9000名军团成员的出现将会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可能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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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前几年的积怨。105许多军团成员确实参加了反犹太袭击，而且自1933年

起，对未来职业发展(特别是在奥地利官僚机构中)的承诺促使军团成员

保持了对纳粹党事业的忠诚。106此时(1938年),他们要求并接受了相当程

度的“补偿”,从许多发生在“奥斯特马克”的“雅利安化”行动中得益，

成功地向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就业。有形的经济补偿包括一辆中等轿车

(斯泰尔XII)、一套家具甚至一所完整的牙医诊所。1071938年和1939年，对

奥地利冲锋队中前军团成员的援助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资深队员都对普

遍的“任人唯亲”现象十分反感。德奥合并后几周，这些成员开始利用所谓

“真正的同志情谊”,为过去几年的非法行动披上浪漫的外衣，这种做法与

1933年的德国很类似。108

1938年10月31日，德奥合并半年之后，奥地利军团正式消亡。此时，

大部分前军团成员已经从这场政治突变中广泛受益。其他一些人的“补

偿”和职业提升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于第二年再次试图利用犹太公司

和财产的“雅利安化”,或者潜行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109可是，这

些“老战士”最终至少在一个方面承认了失败。1941年，纳粹当局断然拒

绝接受以1933—1938年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务作为兵役的替代形式。1奥

地利军团在德奥合并之前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冲锋队在德国向中东欧

扩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才刚刚开始。

在苏台德和梅梅尔地区的活动

对奥地利的成功兼并敲响了警钟：德国将进一步吞并与其接壤、居住

着较多德意志族人的地区。在当政的头几年完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巩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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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纳粹党企图实现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扩张帝

国，直到所有定居于邻国的德意志族人都能享有德国公民身份的好处。但

是，在1848—1849年的革命中，民主的德国极具吸引力，许多中东欧民众

自愿成为德国人。与当时民族主义者的愿景不同，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

种企图将会在邻国中激起强烈反对，特别是许多邻国都是一战之后建立

的，是政治舞台的新来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德国民族主义者越来越认

同一种观点：这些地区的“民族斗争”必须依靠武力实施，而不是凭借承

诺和说服。"

苏台德地区历史上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一部分，1918年哈布斯堡

王朝灭亡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成为了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

中心地带。这里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最初与各德国青年运动联盟和组织紧

密相连。"2在言辞和行动上，纳粹党都特别注意这个人口稠密的德国边境地

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该党官员就企图从邻近的萨克森州入手，在捷

克斯洛伐克境内建立冲锋队基层组织。苏台德地区的德国纳粹积极分子最

初将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理解为民族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将他们在该地

区的政治活动与“青年联盟”的“边疆之旅”相提并论，后者是魏玛共和国

时期组织的活动，旨在提升德国青少年对所谓“德国在中东欧文明使命”

的认识。这些积极分子认为，由于德国在一战之后囿于“狭窄的边境”,应

该抓住这个合适的时机，向民族精英们灌输对东欧少数德意志族人根深蒂

固的责任感，让他们为在将来的“民族斗争”中起主导作用做好准备。"希

特勒青年团“边疆办公室”领导人鲁道夫·施密特是这些活动的关键人物之

一，其频频为苏台德德意志族青少年组织“政治教育旅行”。此类旅行延伸

到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匈牙利、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参与者常常身着纳

234



第6章 冲锋队在1934-1939年的改革

粹褐衫，或者至少在背包里携带纳粹装备。4

随着纳粹夺取德国政权，该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族人之间的关系变得

更为复杂。尽管官方加以约束，纳粹的宣传，以及第三帝国对德意志民族

主义组织(如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前身、康拉德·亨莱因领导的苏台德德意

志族家园阵线)的秘密财政支持，都促使双方表达爱国情绪。"1933年和

1934年，来自邻近萨克森州的德国冲锋队不止一次接到请求，安排非法的

边境巡逻部队定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声称当地政府试图镇压德意志

族人的“解放运动”。反过来，身着冲锋队或者党卫队制服的德国人也越来

越可能遭到边境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警察的逮捕。6虽然双方热情高涨，但在

第三帝国初期，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官方政策仍然是审

慎克制的——有时与该地区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思想

得到日益迈向沙文主义的德意志人体育协会的大力宣传，从1938年5月起，

苏台德德意志人志愿护卫队(Freiwilliger Schutzdienst,FS)也积极推行，

该组织是非官方的冲锋队，有15000人之众。17

德国成功兼并奥地利之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期望着类

似的发展，并为此积极准备。德国公开呼吁节制的做法与其真实政策相

悖——后者的目标是激化该地区的民族矛盾，为德国最终的军事干预寻找

合理借口。1938年9月初，该地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和

炸弹袭击。18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反应是动用警察和司法机关。成功镇压

9月上旬的苏台德德意志族人暴乱之后，数万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越境逃

往德国。1?仅在萨克森自由州，就至少有19个苏台德德意志族政治难民的

营地。

9月18日，作为对这些发展的直接反应，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发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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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组成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120大约同一时候，萨克森州冲锋队立刻

在难民中发起招募计划，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和准军事训练，希望此后将

其整合到常规冲锋队里。9月19日，萨克森州冲锋队的一份内部报告声称，

该组织已经登记了大约5000名苏台德德意志族难民，为其提供乐字臂章和

徽章，营地的许多人以“令人动容的自豪感”佩戴这些纳粹标志。几天以

后，冲锋队争取到的苏台德德意志族人总数翻了一番。这些人组成了未来

苏台德冲锋队的核心，按照其来源地分组。不过，这份报告警告道，由于

武器装备“全然不足”,他们不能用于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21938年9月

29—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至少暂时达成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目标，德国

得到了垂涎已久的苏台德地区。随后，此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非法准军事

活动变成了国家支持的政治行动。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存续了4周，总兵

力达到4万人，他们至少杀死了110人，将约2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公民驱赶到

德国领土上，并导致约20万捷克人、德意志族人和犹太人离开该地区。'22

德国于1938年10月初占领苏台德之后，在前几个月准备工作基础上，

该地区很快成立了冲锋队正规部队。许多“志愿护卫队”和苏台德德意志

族自由军团(10月9日正式解散)成员渴望着加入冲锋队和党卫队等纳粹组

织，以至于新成立的冲锋队奥西希旗队于1938年12月“因为组织原因”暂

时禁止招收新成员。23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从旧帝国派出

不少于600名冲锋队领导人前往该地区。这些人主要担任核心管理职务，而

冲锋队各个突击队和旗队则交由苏台德冲锋队队员们管理。124在许多情况

下，后者就是前德意志人体育协会领导人。12?11月9日的“大迫害”期间，

新成立的苏台德冲锋队起到了和德国其他地方同级单位一样的作用，唯一

不同的是，不仅当地犹太人遭到袭击，非犹太裔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批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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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德意志族人也未能幸免。该地区冲锋队的战斗口号是“首先打击犹太

人，然后是捷克人!”。126

苏台德冲锋队领导人弗朗茨·迈是一位很有魅力、信奉天主教的农

民，他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萨克森边境附近的瓦恩斯多夫乡村地区。迈于

1938年10月15日被任命为冲锋队地区总队长，此时他在支持德意志族人

“解放”的政治活动中已经有多年经验。他还曾在正式就任冲锋队职务之

前的几周担任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第4大队指挥官。127“迈对边境地

区的斗争驾轻就熟，知道如何运用人所共知的充沛精力和明确目标，恰

如其分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亨莱因这样评论道，1941年11月，他在

写给冲锋队参谋长卢策的一封信里还曾说，迈将成为他所在大区“最可

靠、真正受欢迎的德意志族领导人之一”,试图为他的前得力干将争取缓

服兵役。128

在德国领土扩张的背景下，冲锋队竭力保持确定传统结构的做法行之

有效。冲锋队在前几年对苏台德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持续支持得到了回

报，当该组织在旧帝国中苦苦挣扎、力图定义其未来角色时，在原捷克斯

洛伐克德意志族人中却受到了真诚的欢迎。1940年1月，冲锋队苏台德地

区总队人数将近129000人，占整个“苏台德大区”总人口的4.4相比之

下，同时期在冲锋队服役的德国人口仅占约1苏台德冲锋队成为了当时

最为强大的地区总队。129

梅梅尔地区(立陶宛称“克莱佩达地区”,德国东普鲁士省北部的一小

块领土)也有类似的发展，但规模远小于苏台德。这一地区居民多数为德

意志族人，作为战后中东欧重整的一部分，1919年从德国分离。30战争刚结

束的几年，该地区暂时由法国管理，1923年成为了立陶宛的一个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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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台德地区的埃格尔市，今天的海布市，一群冲锋队队员在游行，当地居民向他们致
敬。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10月初的“解放庆典”,当时德国军队，包括冲锋队组织，
占领了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量当地德意志族的年轻人加入新成立的冲锋队
苏台德地区分队。

此后数年，倡导与德国紧密合作的当地政治运动和媒体经常遭到压制。131

1935年到1938年间，随着德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一边境地区

德意志族人的命运又一次成为急迫的政治议题。立陶宛政府警惕地观察着

第三帝国日益增强的野心，以及对梅梅尔地区“回归”要求的强化。他们

担心，该地区可能步萨尔区的后尘，后者在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一次公投

之后重新加入德国。132立陶宛夹在更大、更强的国家之间，尤其是要面对

德国与波兰的领土声索，该国政府最终同意与柏林进行秘密谈判。《慕尼

黑协定》签署、德国吞并苏台德之后，立陶宛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的措

238



第6章 冲锋队在1934-1939年的改革

施，推出自己的绥靖政策，以避免类似命运。1938年11月1日，立陶宛解除

了梅梅尔的紧急状态，从而允许德意志民族主义组织在该地区合法活动。13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12月11日，德意志族联合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以87??

票率的绝对优势获胜。3?六天以后，希特勒秘密通知梅梅尔德意志民族主义

领袖恩斯特·诺伊曼，他打算在1939年春季吞并这一地区。135

诺伊曼生于1888年，他在这一地区所起的作用正如苏台德的康拉

德·亨莱因。他原是1919年波罗的海地区“自由军团”战士，也是一

名专业兽医，于1933年创立了梅梅尔社会主义人民党(Sozialistische

Volksgemeinschaft des Memelgebietes e.V., SoVOG)。这是该地区的第二个

民族社会主义政党，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那里就有一个纳粹党的秘密

基层组织。36最早的这些民族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组成了梅梅尔基督教社

会主义党(Christliche Sozial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des Memelgebiets

e.V.,CSA)的核心。该党于1933年5月正式成立，由新教牧师特奥多

尔·冯·萨斯男爵领导。不过，德国纳粹党很快就得出结论，由于CSA成

员的“伪革命”行事方式和“明显的浅薄”,有必要为其寻找一个民族社

会主义替代品。37因此，柏林政府支持诺伊曼和他的竞争组织SOVOG。

此后几年，诺伊曼变成了“所有渴望结束外国统治的人们希望的火焰”,

这一怀着爱国热忱做出的评价来自1955年联邦德国出版的一本德意志族流

亡者杂志，与梅梅尔“激战年代”的说辞相互呼应。138此类颂扬之词是以

诺伊曼在20世纪30年代梅梅尔德意志族人中得到的广泛支持为基础的，

但却模糊了战后不太受欢迎的其他特征：CSA和SOvOG这两个党派都公

开宣示反犹太立场，并与德国纳粹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39双方都很快

建立了由18—36岁的青年男子组成的准军事组织，CSA称之为“突击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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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SK),而SOVOG则称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en)。历史学家马

丁·布罗萨特将这些组织描述为“介于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之间的某种

组织”。40据立陶宛当局称，两个准军事组织与德国冲锋队都有紧密联系，

尤其是来自近邻东普鲁士省的冲锋队各单位。1934年，该省的冲锋队第1高级

地区总队(或称奥斯兰高级地区总队)估计有不少于8个旅队，总人数达到17

万人。这些旅队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配备重机枪等武器，据说是为德国在不

久的将来占领梅梅尔做准备。4这些指控得到大量警察档案的支持，科夫诺①

的立陶宛高级军事法庭于1935年据此裁定诺伊曼、冯·萨斯和一百多名德意

志民族主义者犯有叛国罪，判处他们很长的刑期。142作为上面提到的缓和政

策的一部分，诺伊曼于1938年得到赦免，立即回到了原来的政治活动中。

虽然希特勒建议诺伊曼不要引发任何外交危机，但后者于1938年底再

次开始建立冲锋队单位。这些单位此时正式定名为“保安部队”。1939年1月

底，它们据称由12个单位组成，总人数为2500人。143不过，其他信息来源称，

这些单位只有500人。14诺伊曼希望所有18岁以上的梅梅尔德意志族人都加入这

些新部队，他将其定义为“充满民族社会主义精神的军团”,由积极服务于民族

与祖国的战士组成。145他宣称，梅梅尔冲锋队最终应该由大约2万名18—50岁

的男子组成，鉴于该地区居民不足2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期望。146

新的冲锋队补充了原有的梅梅尔德意志族安全部队，后者是诺伊曼几周

前为“保护”12月大选公信力而重组的。安全部队由诺伊曼亲自指挥，其

本意是作为精锐部队，成员年龄均在30岁以下，根据同时代的信息来源，

①今立陶宛考纳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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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队“严格按照纳粹的方式组织”,而梅梅尔冲锋队明显不是那样的专门组

织。147最初，该组织成员负责在这一地区传播纳粹意识形态。148与1933—1934

年采取的策略相似，一旦德国国防军与立陶宛军队发生军事对抗，这两个组

织应该随时提供支持。纳粹东普鲁士大区领袖埃里希·科赫是诺伊曼在当地

的竞争对手，他甚至准备在这些冲锋队部队的帮助下“解放”梅梅尔。149不

过，这类战斗并没有发生。1939年3月22日，希特勒与立陶宛达成正式协议，

将梅梅尔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在协议的第4条中，两国宣布互不侵犯，也

不支持第三方对其中一国的进攻。15°诺伊曼和科赫在短暂的过渡期内实施监

管，直到1939年5月1日德国法律在梅梅尔生效，此时，原“保安部队”立即

加入对应的冲锋队奥斯兰地区总队，党卫队则接管了原“安全部队”。15

外围组织的崛起

本章已经阐述过，1934年到二战开始之间，冲锋队经历了艰苦的内部

改革和追寻新意义的过程。正如前文所强调的，1934年初的冲锋队成员

中，一半以上在此后的岁月里离开了队伍。退出的决定反映了政治对手胜

利后冲锋队地位和重要性的下降，但也是失业率下降、年轻人结婚建立家

庭的机会增加的结果。然而，这种发展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即便在旧帝

国冲锋队苦苦挽留其成员的时期，仍有超过100万德国男性忠诚于冲锋队及

其政治计划。整个20世纪30年代，反犹太袭击是冲锋队常规的活动领域。

这些袭击可以通过共同实施暴力形成集体，本身就是“激战年代”确立的

联合行动模式的延续。与此同时，德国(以及后来的“大帝国”)犹太人受

到的法律保护日益减少，冲锋队得以用盗窃而来的赃物充实自己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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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冲锋队队员确实是先行者，他们“开创”的做法，在后来欧

洲犹太人被驱逐和杀害的时期成为了德国及其他地区的常见现象。152

1937—1938年，内部整肃过程结束，冲锋队大体上完成了重组。13此

时，它成功地开始渗透到德国公民生活的许多领域，正如本章介绍的德国射

击协会和马术俱乐部。每周只有一两天身穿褐衫、追求常规职业和居家生活的

纳粹官员逐步取代“冷酷无情”的积极分子，他们缺乏1934年之前冲锋队普通

成员特有的竞争关系。但是，即便这些冲锋队队员比之前更受尊敬，他们仍是

具有行动力的人，自诩为纳粹价值观卫士，临时充当辅警的角色。20世纪30年

代末，观察家已经感受到，冲锋队内部的纪律和献身精神达到了新的水平。154

提升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士气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边境地区(以及后来并入的领

土)复兴的准军事活动。不管在苏台德还是梅梅尔——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和

立陶宛管理德意志族人口可观的地区——当地德意志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都

在政治局势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整合到冲锋队中。与1934年后在威望和打击能

力上都饱受重创的德国心脏地带冲锋队截然相反，这些冲锋队新单位吸引了

许多人，主要原因是它们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复杂的手段，让人们可以证明自

己对新国家的忠诚，而又无须放弃现有的社交网。正如一战之后中欧地区普

遍存在的情况，这些德国边境地区成为了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招募收效甚丰

的场所。而且，这些地区的政权珍视冲锋队仍能执行的准军事任务。

此后数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越来越多地利用1938—1939年的经验，

继续在中东欧建立新的冲锋队单位，这些单位从德意志族人中大量招募人

员，行使更多的军事和警察职能。此外，它还为德国确立并以军事力量主

宰欧洲的时期制订了远景计划。冲锋队领导层意识到，不仅帝国的未来由

东部地区决定，褐衫军的未来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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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没有什么领域比殖民更适合成为浪漫幻想的落

脚点。

——社会民主党在流亡中的报告，1935年

关于“东部总体规划”的重要研究在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同

样，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在中东欧的扩张政策，以及它们的学术和

知识先驱，也已经做了详细的分析。2可是，尽管冲锋队在“罗姆清洗”之

后数年不仅成为德国境内纳粹政权的稳定助力，还为1935年起德国扩张政

策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却鲜少被放到这一背景中研究。这一时期，纳

粹党的总体目标是争取在海外生活的德意志族人，在吸收兼并他们居住的

边境领土之后，使其真正成为民族的一分子。这方面可以从词义的转变明

显地看出。直到20世纪初，海外德意志族人被称为“Auslandsdeutsche”,

字面意思是“在外国生活的德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纳粹开始将其称为

“Volksdeutsche”(德意志族人)。3冲锋队觉得有义务积极参与这种“德国

化”进程，主要是因为该进程提供了从相互竞争的各种民族社会主义组织

中重新夺取失去权力的机会。因此，冲锋队提出了自己的“欧洲东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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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路，包括鼓励冲锋队队员从旧帝国移居新占领和吞并的领土，特别

是瓦尔特大区和波兰总督府辖区，并在那里建立主要由“德意志族人”组

成的冲锋队新单位。

本章分为4个部分。在第1部分中，我将详细介绍冲锋队对30年代殖民

运动的贡献，这项运动最初主要是为对党忠诚者建设新的村庄和城区，然

后将德国原有边境内的居民迁往那里，以刺激落后地区的农业与经济，

特别是北部和东部省份。?在第2部分中，我将集中介绍1938—1943年所谓

“(冲锋队)总参谋部新农民安置及种族事务专员”的工作。这些工作的

结果和冲锋队的最终失败将在第3部分做认真的评估。在最后一部分，我将

引用当前对二战前不久和战争期间德国殖民政策的最新研究，讨论自己的

发现。虽然冲锋队最初对“德国化”政策的野心落空(主要是因为希姆莱

所辖党卫队的权力，以及缺乏合格的冲锋队队员),但这些工作仍然为战争

期间“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及实际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殖民活动

20世纪30年代中期“长刀之夜”之后不久，冲锋队对德国殖民运动的

兴趣加强，这绝非巧合。该组织试图开拓新的行动领域，使队员们保持忙

碌状态，帮助其领导层在巩固后的第三帝国谋取重要地位，因此开始参与

殖民运动。早在1933年6月，纳粹政府就在其《德国农民新构成法案》中

宣布，重新安置是国家的当务之急。?纳粹党及其辅助组织——最重要的就

是冲锋队——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系统地接触德国农村人口，试图利用

他们对移居城市者日增引发的“耕地危机”的高度不满。德国多地的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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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成功地利用这种高度不满，自称是决心保护德国各省习惯及价值观的政

党，他们将这种观念美化为“德意志民族的血源”。6

起初，冲锋队涉及的殖民运动仅限于德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例如，该

组织鼓励下萨克森州的普通队员作为“由西向东的移居者”,迁移到人口较

为稀少的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但是，没过多久，冲锋队就拓展了工作

范围，为即将占领和并入的实际边境外地区制订殖民计划。8从1937年起，

在冲锋队所在的每个地区，都至少启动了一个大规模殖民计划。这些殖民

计划的资金部分来自所谓的“国家感恩奉献”——冲锋队在希特勒生日组

织的年度全民募捐活动，旨在帮助有功的冲锋队队员、残疾退伍军人和生

活在“自有土地”上的大家族。?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为这些计划提供的支持

相对有限，只有225000马克。

这些殖民行动的规模参差不齐，目标是靠近不来梅的奥斯特霍尔茨、

普法尔茨多夫沼泽以及紧邻东弗里西兰城市奥里希的佩特库姆附近。其他

冲锋队定居点建于不伦瑞克以北、维托斯托克/诺伊马克、巴伐利亚城市

罗森海姆、图林根州耶拿，以及靠近上西里西亚格莱维茨(今波兰格利维

采)的艾兴坎普。°后来，上述最后一个定居点改名为“格劳本施塔特”

(意为“信仰之地”),成为了冲锋队的模范定居点，其部分目的是建立一个

“民族防波堤”,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抑制“波兰人的扩张欲望”。虽然二战的

爆发使原定计划不能完全实现，但这个定居点的大部分建筑物可能已经完

成，可以为2000人提供住处。

格劳本施塔特有两个中心：带塔楼(作为青年旅社)的体育场，以及

包围在一个礼堂、一所学校和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驻地之中的市集广

场。此外，还有一个射击场和一个防空洞。规划中有一个用于准军事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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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田径场，但从未完成。"格劳本施塔特建筑群的设想说明，冲锋队的

“德国化政策”必须放在对德国男性实施入伍前训练的背景下看待，训练

活动在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紧密配合下进行。这种准军事教育包括体

育锻炼和射击课等实用训练科目，但也有“政治教育”。12它不仅针对旧帝

国的男性，后来还面向被占领土冲锋队内的德意志族人，对于前者来说，

纳粹宣传不断告诉他们，同种族人组成的定居点应该被看成“实现政权经

济、国内及种族目标的先决条件”3。1937年起的区域性计划目标是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不少于2500个定居点，大部分用于容纳小型单一家庭住房。?每

所房子预计有3个或4个房间，占地至少60平方米，此外还有1000—1500平方

米的园地，主要用于种植蔬菜，养殖小型家禽家畜。与建于原林地之上的格

劳本施塔特不同，这些中小型定居点中大部分是所谓的“城郊定居点”,靠近

现有的建设项目。它们占地较小，不适合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1?

根据1934年的一项规定，只有已婚或订婚且拥有“必要的良好遗传因

子”的男性候选人才能在这些殖民地定居。当有关当局意识到相对小的房

屋无法应对纳粹政权强调的人口繁衍时，稍微增大了居住空间，以容纳有

许多孩子的家庭。6总体上，当局对这些定居点社会形态的想象是具备竞争

特性、种族纯净且致力于纳粹计划。但是，与“建设民族共同体”的高调

相反，他们却有意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授予定居者不同数量的土地。这

种不公平待遇的理由是激化新定居者之中的竞争，帮助发展政治与经济领

导人。”纳粹党将殖民计划指为该党兑现社会承诺的证据。然而，与1933—

1939年建立的共计22000个定居点相比，冲锋队建设的区区2500个定居点只

是一小部分，更不用说与魏玛时代建立的57457个(其中7500个在易北河以

东)相比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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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粹“内部殖民”工作的范围有限，但它们很快被看成更具野心

的海外殖民计划的预备阶段。?与第三帝国的社会生活现实(特别是农民与

产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因而使农作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2°,官方对定居点的论述是“血与土”。根据纳粹的宣传，冲

锋队和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是第三帝国农民的合法组织。由于冲锋队队员

的意愿、意识形态训练和战斗力，他们被视为理想的“德国农业创新者”。

第三帝国初期，纳粹政权就已经将该党忠诚积极分子的迁居作为实现政治

一致民族共同体的工具之一。即便这种人口迁移最初仅限于旧帝国中的德

国人，实行的规模也很有限，但它在二战开始之前很久就展现了创立和重

组现有“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说明了纳粹的政治路线。20世纪30年代

末，纳粹宣传者通常不会公开论述德国农业严重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因

此，往往不合格的冲锋队队员也被说服参加农业劳动，这纯粹是出于现实

的原因。21相反，帝国食品与农业部长里夏德·瓦尔特·达雷等纳粹高官在

1938年的《冲锋队领袖》杂志上发表特约文章，称农民和(政治)战士应

该携手参加“德意志-条顿民族的生存之战”。22

这些陈述显著地偏离了冲锋队队员常见的“街头战士”形象，这种形

象在那段时期仍然普遍存在于纳粹宣传之中。“激战年代”冲锋队的本质

是好斗、坚定的年轻人和“同志”,23是党指挥下纪律严明的部队，在受到一

切挑衅时都更愿意用拳头做出反应，而“冲锋队农民”则被描述为正处盛

年的精壮男子，但首先是负责任的一家之主，是德意志种族的捍卫者。以

前都市丛林的鲁莽青年已经成长为辛勤工作、自力更生的人，是珍爱并耕

作德意志土地的榜样，他们坚守纳粹政权的价值观和思想，与此同时积极

地与纳粹视为“白领娘娘腔”的现象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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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说辞的另一个基础，是从1936年起至少一部分冲锋队最高领导

层痴迷的想法：通过促进冲锋队队员定居东欧(久经战斗考验的纳粹分子

们的“生存空间”)成为农场主和农业工作者，使冲锋队回到政治舞台。到

目前为止的历史研究强调，随着1935年国防军的建立，纳粹德国的内部殖

民化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国防军想要的不是农夫，而是保卫德国疆域的士

兵。24不过，下文我将论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重新开发很快夺取

的“生存空间”的准备阶段，这些早期民族社会主义殖民计划在政治上仍

很重要。仔细审视1938—1943年冲锋队参谋部新农民安置专员及其继任者

的计划，就能明白这一点。

齐格弗里德·卡舍与冲锋队强化的殖民计划

这一时期冲锋队“德国化”计划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人是冲锋队全国副

总指挥齐格弗里德·卡舍。2?卡舍生于1903年6月18日，与许多坚定的纳粹

积极分子同属所谓的“战争中的年青一代”。一战期间，他在久负盛名的柏

林-里希特费尔德军校受训，很年轻就参加了柏林和波罗的海地区“自由

军团”的战斗。20世纪20年代初，卡舍加入了波美拉尼亚的“联合工作服

务队”,后来还参加过银行业、玻璃工业及纺织品贸易工作。1926年，卡舍

加入纳粹党，在冲锋队开始了辉煌的职业生涯。1928年，年仅25岁的他被

任命为奥斯特马克大区副领袖(基地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两年以后，他

成为国会议员。1934年，卡舍侥幸地躲过了“长刀之夜”,并于1936年11月

9日被提升为冲锋队下萨克森州地区总队长。一年以后，冲锋队参谋长维克

托·卢策任命他为总部在汉堡的冲锋队汉莎地区总队长。最后，卡舍以冲

248



第7章 街头战士变身农民?冲锋队与东欧“德国化”

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的身份，在1941年4月17日成为首任德国驻萨格勒布(德

称阿格拉姆)公使。26

根据卡舍本人的叙述，他和达雷于1936年初就开始谈论可能的农业定

居点。两年以后的1938年9月，冲锋队、帝国食品部和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

达成协议27,卢策正式任命卡舍为“冲锋队参谋部新农民安置与种族事务

专员”。上任之后，卡舍取代了曾负责该组织殖民事务的冲锋队全国副总指

挥、冲锋队全国财政局长格奥尔格·马佩斯。28从他亲笔起草的详细指导

方针和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位新专员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新任务。在这

Dirg ji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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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定居点计划规模有限，但有利于纳粹的宣传。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或1938年的
罗森海姆-喀斯特瑙，描绘了工人在一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的指导下，将一车挖出
来的土卸到翻斗车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一旁观看。横幅意为“该公司免费为冲锋队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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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明信片大约在1940年由汉诺威的格拉夫舍·昆斯法拉科·H.卢科夫公司发行，包括
九张在哈茨山附近的巴德萨尔茨吉特市庆祝纳粹定居举措的照片。随着1937年帝国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和赫尔曼·戈林炼铁厂的建立，这里成为德意志帝国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地
区之一。“冲锋队定居点”的街道是以纳粹运动的“烈士”(霍斯特·韦塞尔，迪特里

希·埃卡特)命名，而附近定居点的街道则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机飞行员的名字，
如恩斯特·乌德特和奥斯瓦尔德·伯尔克。

些重要文件中，首要的是1938年9月8日的“冲锋队参与新德国农民队伍指

南”,规定第三帝国新定居点(位于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东部)

的农民应该根据资历和“遗传价值”选择。但是有必要强调，这些指导方

针的本意仍然是专门用于德国境内定居点的。冲锋队应该提供全部新农业

移民的30以便保证新农村社区的“政治-意识形态坚定性”。卡舍要求

德国现有的16个冲锋队地区总队与所在地区“殖民机构”紧密联系，确定

队伍中的潜在定居者。这些地区总队被要求在专门的“红皮书”上列出所

有对殖民计划感兴趣的队员。29然而，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颁发的“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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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证明潜在定居者(及其家人)的种族、心理和生理素质，拥有这

一证件才可能参与殖民。申请许可证者必须年满25岁、已婚且属于“雅利

安人后裔”。30一旦满足了这些条件，冲锋队旗队负责根据申请人在冲锋队

的服务情况、个人和职业状况、健康状况、性格及知识能力和成绩，对其

做出评判。最后，每名候选人将得到一个总体得分，从1级(“非常适合安

置”)到4级(“不合格”)不等。3'从1941年起保留下来的申请人名单中可以

看出，只有少数人得到高分。大部分申请人得到的是2级(“较适合”)或者

3级(“适合”)。卡舍估计，为了得到新农场，冲锋队定居者需要大约9000马

克，超出“国家感恩奉献”筹款额的一半。32

按照从19世纪下半叶起普鲁士边境地区殖民的传统，这些定居点是按

照德意志族人抵御邻近斯拉夫族人的堡垒来规划的，许多德国“边疆地

区”思想家将后者视为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3德国于1939年进攻波兰

之前不久，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代表卡舍处理殖民问题的冲锋队区队长乌

多·冯·阿尔文斯莱本声称，从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军事征服以来，“国防

农民”负责确保德国在东欧的影响。他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我们用刀剑赢

得的，需要用犁去守卫。”34这种论调绝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创造。正如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迪克曼所论述的，一战期间的德国扩张计划已经要

求从立陶宛驱逐波兰、俄罗斯和犹太人，并要求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德意

志族“农民自卫队”,作为防御壁垒。3对于德国空间规划专家来说，一战期

间的东欧成为了一个试验场，他们可以测试越来越极端的定居计划和殖民

幻想。二十年以后，民族社会主义政治家和专家很高兴地利用了这些试验

性工作。36

不过，1938年起的冲锋队定居计划还包含了纪律成分，这应该对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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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点的当地居民产生内部影响。新定居者中包含很高比例的冲锋队队员，

本意是确保新定居点内部政治统一，纳粹及其意识形态占有主导地位。积

极招募冲锋队队员定居德国边境地区的工作始于1939年3月卡舍及其手下对

冲锋队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这些努力的高潮是在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

福举行、为期四天的工作会议，以及5月初在上西里西亚村庄施洛豪的实地

考察。除了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代表之外，参与者包括各冲锋队地区总队

“农业定居点”代表。37

尽管许多前冲锋队招募人员被抽调到军队而使工作大受影响，但1939

年秋季德国国防军对波兰的军事胜利仍使冲锋队殖民倡议重获新生。卡舍

不顾这些实际困难，将战争看成冲锋队殖民计划东扩的机会。早在1938年

11月8日，他就在一封密信中知会卢策和冲锋队领导人，由于德国新取得的

领土，冲锋队新农民的安置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卡舍无视海因里希·希姆

莱1939年10月7日被任命为“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帝国专员”这一事实，38坚

持认为冲锋队“大规模参与德国化”项目仍然是很可取的。因此，他敦促

其他冲锋队领导人从队伍中找出更多潜在的农民，目标是将其安置到这些

新领土中，罔顾“所有可能产生的压抑和与其故土的纽带”。39

1939年12月8日的通知说明了殖民行动的下一步计划，冲锋队的新定居

点最初应该集中于并入德国西里西亚大区的上西里西亚地区。在西里西亚

州长和布雷斯劳“西里西亚地产公司”的合作下，上西里西亚被兼并地区

的农田拨出供“立即移民”。4°此前波兰人拥有的农场(大小通常为约20英

亩)将遭到征用。然后，这些小块的波兰地产合并成3000—4000个较大的

农场，面积至少为60英亩。如果以上数字正确，就说明德国获得军事胜利

之后，占据的上西里西亚原属波兰部分的农场数量大约有15000个。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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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采取了与1938年截然不同的路线，通知潜在定居者不再需要为东移

动用个人资产：“农场将随库存物资一起移交。”但是，在所有权最终转让之

前，德国新农民必须在两年的准备期中表现出运营这种农场的能力。4由于

大部分冲锋队队员此时已经被抽调到国防军，领导层反复强调，拿起武器

的人绝不能因为无法立即得到安置而在殖民进程中处于劣势。他们提醒队

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波兰殖民区足以容纳所有有志者。42

虽然有这些保证，自战端开启时起，被隔离在冲锋队之外的农民就开

始直接接洽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他们将该机构看成是原波兰土地的管理

者。这些人绕过冲锋队令卡舍感到沮丧，他向同僚们发出警告，必须将此

作为冲锋队组织弱点的证据。43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仍然继续存在。两年以

后(1941年),卡舍声称已经和“德意志族人福利总局”接触，确保为该组

织工作的约700名冲锋队队员得到照顾。在过去的两年里，冲锋队最高指挥

部对这些冲锋队队员没有任何直接影响。44保存下来的档案表明，虽有这些

不足，冲锋队仍然不懈努力，保持对殖民事务的决定性影响，主要是为了

创造该组织未来发展的可靠权力根基。451939年秋季，由于新占领地区的常

规冲锋队单位建设受到限制，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新的冲锋队单位最初

没有加入帝国冲锋队；而且，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没有向与新地区相邻的冲

锋队地区总队(即冲锋队奥斯特马克、奥斯兰、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总

队)提供额外的财政手段，扩展其行动区域。46

在实践中，冲锋队计划在战争结束时至少有5000名该组织定居者做好

准备，迁移到定居点。候选人将根据冲锋队与达雷的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

联合制定的政治与种族条件挑选，并在3所专门设计的冲锋队殖民学校接

受教育，这几所学校位于“并入的东部领土”内的冲锋队地产上。47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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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卡舍声称，他已多次会见希姆莱及其代表，讨论合适地产的所有权转

让事宜。他还宣称，已经和利茨曼施塔特(原罗兹)的“并入东部领土公

共用地管理总局”举行了会谈。48卡舍说，这些会谈的成果是一项共识：冲

锋队将在战争结束时得到“克罗希涅维采地产”的50年租约。大区领袖阿

图尔·格赖泽尔在1940年夏季甚至更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他通知冲锋

队，这块地产将在战后最终交到纳粹党手里，据说是出于法律的原因。4克

罗希涅维采位于瓦尔特兰帝国大区库特诺市附近、华沙以西100公里左右，

原属一个波兰贵族家庭所有。随着这一地产的转移，冲锋队还将成为建于

其上的布沃涅城堡的业主。5°此时，卡舍对“古特·弗赖胡芬”也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那是拉维奇乡村地区一块相当大的县属地产。5

新建冲锋队训练学校的计划表明，冲锋队将为新定居者和冲锋队领导

人提供两周的课程，旨在“帮助他们准备特殊的种族任务”:“与外国和劣

等种族的影响做斗争，我们必须教育每个德意志族同胞，让他们意识到自

己的遗传价值⋯⋯即便是个人也必须知道，这不是私事，而是关系到民族

生死存亡问题的大事。”这样，新定居点的冲锋队农民不仅被看成耕种者的

模范，还是政权的某种警察部队。5

尽管卡舍反复命令新的冲锋队农民为“使收复的领土永远属于德国”

这一历史使命做出贡献，3但愿意离开德国心脏地带前往东欧新占领土的人

数令人十分失望。到1940年6月20日的最后期限，只有1045名冲锋队队员在

殖民计划上登记，与估计的数字(5万名具有耕种所需实践经验的队员)形

成鲜明的对照。54应该承认，到1941年4月30日，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

2150人，但仍然远低于冲锋队领导层的期望。”然而，卡舍将这个数字归咎

于与战争相关的实际问题。1941年，他仍然声称冲锋队将轻松地提供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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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45000人——不需要从遣返回国的德意志族人中抽调人手，这些人从

战争开始就大量迁居德国领土。这一评论是对希姆莱的痛击，从“长刀

之夜”起，卡舍对他就保持厌恶的态度。希姆莱同样不喜欢自己的竞争对

手。即使到了卡舍被任命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离开“适用”冲锋队殖

民政策的领域之后，两人的关系仍然恶劣。5”7

根据卡舍的报告和1941年下半年的多份月度注册表格，对潜在冲锋队

定居者的地理分布进行仔细研究，就可以看出大部分对移民感兴趣的人居

住在德意志帝国的北部和东部，这些边疆地区的“国防农民”思想建立在

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传统之上。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冲锋队组织的招

募工作最为成功，各提供了超过300名迁居候选人，此后是冲锋队诺德马克

地区总队(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提供了240名候选人。相比之

下，来自黑森、巴伐利亚州奥斯特马克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冲锋队组织分别

只提供了12、7和3名候选人。8面对这些数字时，很难不将卡舍武断的评论

看作一种有意的乐观说法，脱离了战时德国社会的实际。

尽管招募中存在实际问题、卡舍过分强调自己的成就，但他的报告说

明，冲锋队继续追求自己的“德国化”策略。随着二战的爆发，冲锋队最

高指挥部不顾希特勒于1939年10月任命希姆莱为“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帝国

专员”这一事实，强化了殖民计划。元首的命令明确指出，新的帝国专员

将负责“通过迁居配置新的德国定居区，特别是安置从海外回国的德国人

和德意志族人。”5因此，实施“德国化”政策的职责已经分裂了。党卫队负

责安置“回家”的德国人，6而冲锋队声称有权负责出身旧帝国的德国农民

的再安置。直到1941年1月，卡舍仍坚持冲锋队与党卫队之间的这种职责划

分。他不仅表示冲锋队不会受雇于“由党卫队提供民族社会主义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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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点，而且指出“必须强调的是，德国东部的安全保障仰赖用自己的双

手工作、扎根于土地的德国农民。监视大群外国农民的德国统治阶级(卡

舍在此用批评的口吻，暗指有影响力的普鲁士大地主传统)是不可能完成

这项任务的”。这种区别说明，冲锋队“自豪地工作”的旧思想与新的“种

族与文化优势”地缘概念结合得多么紧密。卡舍假定，新的德国统治阶级

将是有民族意识的“男性”工人，其特性正如恩斯特·荣格早在1932年就

已写下的那样：自愿遵守纪律、蔑视享乐且具有战争精神。62

然而，希姆莱在1936年研究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计划时，就已经

对民族和种族问题有着浓厚兴趣，随着1939年的任命，他成为了卡舍和达

雷的直接竞争对手。3这些人所行使的职权分布极不平均。到1939年，身为

党卫队帝国领袖以及德国警察总监的希姆莱已经是第三帝国最有权力的人

之一。他的党卫队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后犯下累累罪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

纳粹领导人中的地位。4相反，卡舍只能依靠明显弱小得多的冲锋队、帝国

营养等级管理局和几位支持他的有影响的纳粹人物(如帝国部长阿尔弗雷

德·罗森贝格和外交部的马丁·路德)。在实施竞争性的政治理念上，卡

舍确实缺乏挑战希姆莱的能力。例如，当希姆莱倡导，为特别有种族价值

的德国家庭，在东部被占领土上建立更大的农场和国有地产——与卡舍更

具平等主义愿景的计划直接相悖——这位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所能做的，

只是坚持从冲锋队行列中招募一些这种“大地主”。这只是希姆莱1939年底

到1941年初成功地在“德国化”政策领域边缘化冲锋队的一个例子。除了

冲锋队内部的招募问题之外，这种削弱也是1938年及战争初期草拟的殖民

计划未能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冲锋队的规划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战

争刚结束的时期，对实际权力分配的问题不置可否。67

256



第7章 街头战士变身农民?冲锋队与东欧“德国化”

卡舍于1941年4月接任德国驻克罗地亚独立国公使一职，卢策在将近

一年里没有任命正式的继任者，间接承认了与希姆莱角力的失败。最后，

1942年2月，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卢伊肯被任命为“冲锋队及冲

锋队防卫队中分管新农民安置及种族事务的参谋长”。与年轻、有活力的卡

舍不同，卢伊肯时年56岁，这位冲锋队官僚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与希姆莱对

抗。8此时，除了记录队伍中的潜在定居者之外，冲锋队放弃了任何直接

涉及殖民计划的工作。1942年春季，就在卢伊肯就任之后几周，《军绿色

冲锋队》月刊发表了一篇宣传文章，向对殖民计划感兴趣的读者介绍“新

农民许可证”的申领条件和程序。卡舍于1938年实施的资格管理规定仍然

有效，但与申请过程直接相关的唯一机构是帝国营养等级管理局的地方分

支——“农民联合会”,该机构处理文书工作，组织申请人及妻子的体检，

检查他们的血统证明文件，并从当地党部和警察局获得他们的相关信息。

农民联合会甚至被要求对申请人进行未事先通知的家访。在对这些过程的

概述中，一次都没有提到冲锋队组织；很明显，已经不再需要它对申请人

的政治适当性和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做出评判了。9

虽然如此，冲锋队仍然继续殖民宣传、登记潜在的冲锋队农民，直到

1943年初，此时的候选人数量已经从1942年4月1日的1196人上升到1943年1

月1日的2555人。现存的档案中没有解释为何卢伊肯的任期开始时只有略超

过1000名候选人，而卡舍在1941年4月30日却指出申请人总数是2150人。很有

可能，某些原来的申请人在此期间已经成功安置，而其他人则于1939—1942

年死在战场上。卢伊肯的新数量包括一切可能的定居者，不管是对旧帝国

境内移民感兴趣，还是渴望被安置在新的“德国东部”的人。后者有1304

人，占1941年1月1日总登记人数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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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卢伊肯的角度出发，这些数字反映出：1942年间，冲锋队与帝

国营养等级管理局紧密协作，组织了强化宣传活动，试图激起德国人对耕

种和农村生活的欲望。围绕“冲锋队定居者讲述他们的生活”“定居点中

的冲锋队同志情谊：来自邻居的帮助”组织了各种报告会，采用了生活

改革运动的说辞：“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自由呼

吸、成长。””此时，有一小部分定居者已经从冲锋队行列进入东欧农舍。

不过，同年8月，卢策禁止所有从旧帝国向“德国东部”迁移新农民的行

动。在剩下的战争岁月中，只有战争老兵和海外的德意志族人才被安置到

那里。”

根据1943年1月的内部统计，冲锋队一共只向定居点迁移了422名申请

人。这一数字指的是1939—1942年底送出的全部冲锋队队员，还是从卢伊

肯上任之后迁居的，目前尚不明确，其中包括内部移民还是只包含德国新

领土的殖民人数，也不得而知。但即便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在东部地区

定居的冲锋队农民总数似乎也可能不超过三位数。1943年2月16日，也就是

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后两周，卢策解除了卢伊肯的职务，没有指

定继任者。3

农民与意识形态支持者

尽管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冲锋队对纳粹殖民政策

并非可有可无，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即便在卡舍就任克罗地亚公使之

后，他仍然是希特勒“莫斯科帝国专员”新职务的首选，这一职务预计将

在德国战胜苏联(据称“迫在眉睫”)之后设立。?身为帝国东部占领区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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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请求为这项工作选派一名绝对“无情的人”,并推

荐了卡舍。”在这个职务上，卡舍最初的主要任务将是猛烈压制共产党人一

切可能的抵抗形式。如果国防军成功地击败并占领苏联，卡舍作为冲锋队

在殖民和种族问题上的专家，将在东欧(甚至更广大地区)“德国化”政策

的实施中起到积极、有影响力的作用。76

无论如何，卡舍的野心都只是幻想。1941年6月，汉堡的教育学教授

古斯塔夫·多伊希勒(他本人就是狂热的冲锋队队员)应卡舍的要求，草

拟了一份有关“冲锋队殖民突击队(或称K-突击队)必要性及任务”的报

告。”按照多伊希勒的说法，冲锋队“K-突击队”将集合具有非洲殖民经

历的老一代德国人，以及抱有“走进殖民地”志向的新一代褐衫军。K-突

击队中较老的成员将为年轻人提供“德国殖民政策的精神”,多伊希勒称，

这是一种“正确判断殖民事务”和拓展“对付原住民的基本技能”所必需

的政治态度。78这份草案从未产生任何政治意义，尤其因为卡舍就任德国

驻克罗地亚公使。但是，直到1944年，卡舍仍然坚称，冲锋队已经做好准

备，为德国战后殖民提供必要的“人才”。他确信，第三帝国的社会及政治

秩序，以及置身其中、能够调动数百万人的冲锋队组织，将成为战后整个

欧洲的榜样。

其次，卡舍领导下的冲锋队殖民计划和活动也值得承认，因为与后来的

党卫队殖民政策对比，可以揭示出一些重要的延续性。虽然随着1939—1942

年纳粹夺取大片领土，需要的德国移民数量大增，但党卫队坚持迁移旧帝

国的德国人，与此前冲锋队的意见非常相似。而且，党卫队也苦于相同的

问题。在1941年春季的《东部总体规划》准备工作期间，柏林的党卫队帝

国领袖规划总部称，新占领和兼并的东欧领土上，需要约20万个家庭组成

259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的农民大军。79为了实现这些地区中有35??口参加农业工作的目标，规划

人员计算出，共需要146万名德国出生的农业工作者。80这些新农民应该提

供“整个德意志民族建设的基础”。与许多被党卫队描述为“政治保守、心

胸狭窄”的旧帝国农民不同，新农民应该代表着一种新类型，完全了解自

身的民族与种族任务。党卫队声称，新征服东部领土上的德国农民必须自

视为“攻击中”的真正政治战士。8

上述设想反映的不是德国占领区的现实，最初的特征是，来自加利西

亚、沃里尼亚、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族人未经协调地迁居

这些领地。82不过，生活在1937年的德意志帝国边境以内的德国人对向东永

久性移民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希姆莱承认，到1942年6月止，党卫队只

收到4500份来自德国心脏地带的殖民申请。其中的三分之二是上年夏季德

国进攻苏联之后提交的。8自1941年起，德国与荷兰宣传机构以荷兰农民为

目标，试图由此增加“日耳曼国防农民”的数量，希姆莱赞扬这些人“从

种族上说非常宝贵”,但这一举措最多只能算是短暂的成功。1941—1944年

间，有5000名荷兰定居者迁往“德国东部”,其中许多人只在那里停留了很

短的时间。荷兰“向东欧征调农民委员会”于1942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哀

叹，东部的荷兰农民往往教育水平低下，并蔑称其为职业知识奇缺、领导

技能不足的“一群冒险者”。84

上述数字和评论，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看待冲锋队在自身队伍中招募时

遭到的失败。很明显，申请人数量相对低的原因并不仅是冲锋队的组织不

力，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无论二战之前和之中纳粹如何大肆宣传，只

有少数生活在旧帝国的德国人对永久离开家乡、在东欧成为新型的“国防

农民”有兴趣。每个有点历史政治知识的人都知道，曾有许多民族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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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展开过激烈的竞争，20世纪40年代，那里充斥着过度的暴力。可

以这么说，早先相对失败的“内部殖民”在这些地区以更大的规模重复。

理论和实践并不一致。

毫无疑问，数百万德国人以士兵、警察、官员、教师、护士和辅助人

员的身份，参与了具有种族主义动机的行动，试图征服东欧的大部分领

土，并在那里烧杀抢掠。8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投身于实现民族社会主

义战后“德国东部”的愿景，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对个人有深远的影响。

农民更是如此，他们通常与家族的土地紧密相连。许多真正移居东部的人

是年轻的未婚男性，因此对改变和刺激持相对开放的态度，而纳粹宣传所

针对的冲锋队队员是已为人夫、人父的中年男子，在许多情况下，这一群

体成员已经决定了在哪里、和谁一起生活，也决定了谋生的方法。对这些

人来说，可能的失败经济风险巨大，尤其是许多人缺乏必要的金融和社会

资本，一旦失去收入和住宅，很难迅速恢复。

上述观察证实了一个假设：纳粹政权试图通过夺取新的“生存空间”

和那里的新定居点，满足德国农民的期望和要求。86党卫队制订了范围广

大的殖民计划，打算在1942年为多达22万个旧帝国农民家庭提供移民机

会，实际执行将需要国家投入巨大的力量。87然而，对于希特勒这样的一

战老兵来说，“大后方”的社会与政治抗议是挥之不去的忧虑，必须不惜

一切代价避免。因此，当时的流行词“东部狂热”描述的现象仅限于少数

人，特别是规划专家和年轻未婚的“冒险家”,这些人希望为东部的“德

意志使命”做贡献。相反，来自旧帝国的农民厌倦了“农业生产战役”,

在可用劳力不足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对此事的反应远没有那么热心。冲锋

队和党卫队领导人常常保证“在前线作战的德国士兵绝不会”因为回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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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而无法从新殖民项目中得益，但在这种背景下，此类说辞没有多少现实

意义。88

为东欧“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出贡献

事实证明，在东部占领区务农只对少数德国人有吸引力。因此，党卫

队旅队长赫伯特·巴克等再安置专家早在1942年7月就承认，应该将“欧洲

占领区的新德国农民大军”看成长期项目，不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完成。8这

种看法与冲锋队的宣传一致，后者持续做出断言，冲锋队作为“大德意志

帝国”的“模范战士”,他们在战后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持久的殖

民行动”中的和平使者。90

冲锋队的“德国化”政策远不只是民族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模糊印记，

原因有三。首先，冲锋队的计划——从时间和内容上——形成了德国营养

等级管理局早期的“内部殖民”项目和此后党卫队更激进的“德国化”项

目之间的纽带。因此，实施这些项目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为第三帝国的

“种族动员”做出了贡献：增强了冲锋队队员的“种族意识”,强化了(想

象中的)“与土地之间的纽带”。92这样，他们将德国传统的“国防殖民地”

论调和民族社会主义新种族分类融合在一起。

其次，冲锋队的“德国化”计划在该组织于战争最后几年开展的活动

中仍然很重要。尽管原定计划从未投入广泛试验，但它们的原则仍然影响

着冲锋队自己的设想。因此，殖民计划成为了冲锋队后期倡议及活动的范

例，这些活动围绕纪律与整合两极，目标是为按照种族主义路线建立“民

族共同体”做出贡献。所以，卡舍将引导和“管理”德国同胞作为冲锋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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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倡议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将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于东欧占领区的具体计

划早在1938年就已经制订，它是一个更大规模进程的重要元素：在不久的

将来，把为种族与政治一致的“民族共同体”打造的“期望空间”转变为

“经验空间”。9?卡舍在1941年坦承，冲锋队在民族定居点问题上几乎没有任

何实践经验，荒谬的是，尽管该组织实际上已经被希姆莱和党卫队取代，

但上述弱点却增强了该组织维持未来预期的能力。

最后，冲锋队“德国化”政策必须放在德国人民“战前训练”的背

景下观察，此类训练是在与国防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紧密协作下进行

的。冲锋队的准军事教育包括实际演练(如体育锻炼和射击课程),也

包含“政治教育”。96这种多层次训练不仅针对生活在旧帝国的冲锋队队

员，坚称以种族为基础的定居点是“实现政权经济、国内及种族目标的

先决条件”,9”而且也为在东欧的德国殖民企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98在

这一方面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确定“德意志族人”在冲锋队内的

重要性，特别是波兰总督府辖区的情况。下一章将更全面地分析总督府

辖区冲锋队的形成，这些单位始建于1942年4月，部分吸收了之前建立

的“边境卫队”。"这样，我们才能将冲锋队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

历史连接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早期，初生的冲锋队(和其他

准军事组织一样)是为了保护生活在帝国境内德国人民的合法利益这一

理念就已经十分盛行。10十年之后，随着德国殖民运动的兴起，这一理

念变得更为极端，殖民运动试图沿着种族和政治路线，强化现有的德国

“内部殖民”。到20世纪40年代，重点已经从内部殖民转向外部殖民，

目标是征服东欧的德国“新领土”。"民族共同体”被理解成“防卫共同

体”,殖民活动的实施被推迟到和平时期。1尽管如此，种族优越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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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冲锋队所谓的“殖民使命”继续激励着该组织开展“防御活动”,对

抗日益增加的“游击队袭击”,直到二战的最后阶段。虽然冲锋队在东欧

的实际殖民行动遭到失败，但这场运动的种族、纪律及自卫概念促进了

德国占领区“民族共同体”的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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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元首最忠诚的追随者，我们冲锋队队员一生中只知道

两件事：忠于元首直到最后一息；在日常生活中(必要时在战斗

中)保持狂热。

——威廉·舍普曼，1944年

冲锋队在二战中的作用尚未经过详细研究。2不过，有些历史学家长

期认为，冲锋队队员在前二十年实施的暴力活动，必然影响国防军、帝国

保安处别动队、辅警部队以及党卫队的作战方式，原因并不仅仅是许多冲

锋队队员此时已经被调入国防军。显然，褐衫军作为群众组织和准军事部

队，在战争中并没有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但意识形态可靠、惯于身体暴

力的冲锋队队员却发挥了这种作用。这一论点与米夏埃尔·曼不谋而合，

他评论道，虽然冲锋队作为一个组织，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后第二次

“靠边站”,但“许多核心成员转调到其他杀人机构”。考虑到当时的形势，

参战似乎是积累了许多暴力活动经验的“老战士”合乎逻辑的下一步。3冲

锋队最高指挥部宣传人员很早就认识到这种联系。冲锋队一级突击队中队

长威廉·雷姆原是新教牧师、中学教师，20世纪30年代是“德意志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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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DC)领袖，他于1941年声称，“德国国防军独一无二的胜利”至少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冲锋队的行动准备、牺牲意愿、同志情谊和团队精神。4

本章试图研究冲锋队个人训练水平、纳粹意识形态、个人承诺以及策

略性战争努力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我们还将评估战争时期冲锋队在民

族社会主义群众组织框架下的重要性。冲锋队的绝大部分年轻成员被抽调

到国防军，因此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但是，与人们常常认识的不同，冲锋

队并没有沉沦到被人遗忘的地步，而是企图抓住一切机会和二战开始时占

领的领土，拓展其活动范围，不管是在交战期间还是在想象的战后时期都

是如此。直到1944年3月，冲锋队高级领导人还在瓦尔特大区的波森召开

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正如官方议程所表明的，他们不仅讨论了眼前

的问题，还参加了关于常规历史与政治问题的讲座，包括“罗马帝国统治

形式”“蒙古人的统治”“大英帝国的基础”以及“金元帝国主义”。授课者

中有两位显赫的党卫队官员：主讲英国问题的党卫队区队长弗朗茨·西克

斯，以及主讲德国在东欧使命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戈特洛布·贝格尔。

1943年8月接替维克托·卢策及过渡领导人马克斯·于特纳任冲锋队总参谋

长的威廉·舍普曼发表了关于“帝国是一种政治使命”的演讲。会议的高

潮是冲锋队领导人们在城里的一次聚会，以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发表

的关于“德意志帝国”的演讲。6虽然这些主题都显得欢欣鼓舞，但参会者

得到的建议是带上食物券，并被警告除了少数精心选择、有专门保卫措施

的场所之外，不要频繁前往餐厅和酒吧。”关于帝国统治问题、题材广泛的

讲座与该地区内的日常安全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说明纳粹领导人一直

保持着浮夸的野心，却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了。也许在今天看来

有些荒诞，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却又一次强有力地说明，冲锋队再次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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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三帝国最后阶段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下文将说明原因。

冲锋队与国防军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防军与冲锋队之间的关系大大改善。1934年摊

牌之后双方的互不信任和敌视当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随着时间

的流逝及1935—1939年间第三帝国的领土扩张，至少可以建立一种工作关

系。与国防军竞争日益激烈的是希姆莱的党卫队，而不是“驯服”的冲锋

队。冲锋队指挥官们不再具有强烈的自信和远大的政治野心；相反，服从

于希特勒的意志和国防军成为了普遍的态度。冲锋队作为准军事组织低调

回归，以及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先秘密进行、后正式展开的行动增强

了他们的士气，但这一刺激是通过完全符合希特勒和军队目标的行动实现

的，不再反映1934年前的“社会革命”倾向。

由于德意志帝国的扩张和战争准备，冲锋队的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末

得到了提升。政治复兴的顶点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颁布的法令，将德国男

性的从军前训练和意识形态训练交给冲锋队负责。所有18—21岁、满足常规

兵役条件的德国男性此时都有赢得“冲锋队军事徽章”的“道德义务”,这

种徽章原称“冲锋队体育徽章”,从1933年起颁发，但从1935年起才开始授

予未加入冲锋队的人士。8获得这一徽章的准备性训练由冲锋队掌握，他们

奉命建立所谓的“冲锋队防卫队”。冲锋队防卫队成员从全职的冲锋队教官

那里接受常规意识形态及身体训练，这项任务为教官提供了工作保证。°根

据1939年夏季的计划，冲锋队完成这项任务需要2万个固定职位，这将使当

时冲锋队全职领导人的数量(6000人)增加不止一倍。1°新工作的资金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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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每月向冲锋队拨款1170万马克。"

因为战端开启，人员的大规模扩充未能实现。不过，1940年夏季，冲

锋队最高指挥部吹嘘，将近13000个冲锋队突击队参与了防卫队的训练，

该部队此时有约200万人。'2这个数字对于1940年来说可能太高，但如果说

1939—1942年有超过200万人成功地参与为期三个月的冲锋队训练课程，似

乎是可信的。3纳粹党的目标是通过这一项目，增强德国男性的战斗力，同

时监视和训诫他们。马克斯·卢伊肯在1939年上半年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冲

锋队将领们，“血与土、民族与领土、民族性与民族空间”是民族社会主义

军事教育的要点。4这样，纳粹就能牢牢掌握超出希特勒青年团年龄范围而

未到服役年龄的德国男性。除了这一群体之外，冲锋队防卫队还打算将所有

预备役人员和已经成功服完兵役的士兵包含在内。”这一组织框架结合了全面

控制和持续的教化，成为纳粹“极权主义”野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希

特勒1938年12月2日在赖兴贝格所说的，绝不让德国人重新获得自由。16

维克托·卢策的个人笔记提供了希特勒1939年1月19日所颁布法令成因

的相关背景信息，这一法令十分重要，但往往为人们低估。卢策记录道，

希特勒曾在1938年11月9日之后将其召到上萨尔茨堡山，参加“关于统帅堂

的辩论",在一次个人谈话中，他要求卢策与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

希奇讨论未来从军前后教育规定。希特勒要求卢策和冯·布劳希奇草拟一

份报告，为新的制度框架提供基础。双方都深知，这一法令将部分地重新

定义他们的相互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卢策声称与冯·布劳希奇、弗

朗茨·哈尔德、戈林和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

还表示，自己的副手、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托·赫尔佐格对这些协商施

加了决定性的影响。18达成一致并得到希特勒确认之后，卢策满腔热情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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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终于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党政工作向一项伟

大的任务迈出了第一步，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这是德国未来最基本的先

决条件之一。通过此举，政治战士将和军中的士兵形成紧密的纽带、战备

工作将与军事实力密不可分，我党也将与国防军建立联系。”19不过，卢策在

欢呼之后承认，1939年1月19日法令颁布后，竞争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立即

企图阻止对冲锋队的重新评价，尤其是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和民族社会

主义汽车军团(NSKK)。20

这一法令以及卢策在接下来几个月发布的后续规章表明，该项工作的

目标就是使国防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完全服从于“元首”。因此，冲锋队

试图有组织地加强刚获得的权力，其结果就是1939年6月1日成立的冲锋队

军队事务部，该部门由后来的第195步兵团团长格奥尔格·冯·诺伊富维尔

领导。2这样，1939年的冲锋队有了新的目标，一旦实施，就能使其成为很

大一部分德国男性的重要组织。军事历史学家曼弗雷德·梅赛施密特正确

地将这一发展称为对冲锋队1934年耻辱的“某种补偿”。22

但是，冲锋队的满足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冲锋队军队事务部成立后

仅仅几周，二战就爆发了，形势因此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并再一次给冲

锋队造成了不利的局面。仅在1939年8月和9月，就有467000名队员(占总

数的32???抽调到国防军。到1940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741208(占有能

力冲锋队队员总数的53???23结果是，德意志帝国内的冲锋队不总是能履行

其常规勤务。而且，冲锋队队员一旦被征调，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就丧失了

控制权，因为服役期间，他们与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正式联系将中断。24诺伊

富维尔本人也被抽调到前线，1941年11月3日在莫斯科战役中多处受伤后身

亡。2?尽管如此，卢策和其他冲锋队高级将领仍然将1939年1月关于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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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队的法令看作进一步成长的出发点。

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在这几个月里情绪高涨，这可以从马克斯·于特纳

1941年4月写的一封长信中明显看出。于特纳此时负责冲锋队内的“领导力

教育”,他在这封信中声称，近年来已经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与情感防

御共同体”,这首先要归功于冲锋队的教育工作。于特纳断言，在战场上和

大后方都可以找到这个群体，并总结道，冲锋队未来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个

“德国男性防御共同体”的安全，确保将其延续到后代。他反复强调，这

个团体只包含男性，并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纳粹德国目前男性与女性角

色的分配可能仍是德国人生活的永久特征。26

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终极目标是在战后由德国统治的中欧确立主要政

治及社会力量的地位，这一更具“乌托邦”性质的目标基于所谓的男性美

德，如行动准备、准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坚定性。配合这些野心，冲锋队

计划在战争爆发后于法西斯欧洲发动一场宣传攻势。它的情报与宣传部门

“侦察勤务”于1939年11月印制了有关“冲锋队历史”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

语宣传册。根据与出版社的合同，制作并分发的数量达到惊人的85万册。

不过，这些小册子从未送达受众群体，因为德国外交部语言服务司认为小

册子翻译质量极低，纳粹政权最终阻止了分发工作。27

这些变故当然令卢策和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感到不安，但与该组织战争

时期面临的主要障碍——不断丧失人力——相比，它们只能算是小问题。

到1941年初，70??冲锋队普通队员和超过80??高级官员已被送往前线

作战。28人员枯竭决定性地削弱了帝国内的冲锋队，但同时充实了国防军。

军队不仅吞没了原冲锋队队员，而且令他们变得不显眼了。29历史学家克里

斯托弗·拉斯以第253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步兵师为例所做的研究表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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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师的士兵中，曾参加过一个或多个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人略多于三分之

一。仔细观察发现，其中绝大多数(85.6???是“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冲

锋队(或两者皆是)成员，而归属党卫队及纳粹党的士兵比例分别不超过

4.9?3.7??该师的士兵中，13.7??冲锋队成员，18.9??原希特勒青年

团成员。30拉斯还分析了归属与年龄段的相关性，区分出三个群体：1910年

前出生者、1910—1915年出生者和1916年后出生者。在第一个群体中，只

有11.6??是某个纳粹组织成员。不出所料，这些“老战士”大部分是冲锋

队、党卫队和纳粹党成员。在第二个群体中，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开始

占据主导地位，38.6??人是一个或多个纳粹组织成员。第三个群体由最年

轻的士兵组成，希特勒青年团占主导地位，62??人归属一个或者多个纳粹

组织。31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国防军士兵中，占多数的并不是经过意识形态训

练的“老战士”,而是生于20世纪10年代的年青一代，他们通常在1933年或

之后、18岁左右时加入冲锋队。这些“战后年青一代”在魏玛共和国末期

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因此接受的是纳粹政权的“教育”,他们绝大多数没有

亲身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政治斗争，而此类事件在纳粹宣

传中往往被美化。在归属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国防军士兵中，这些“第二

代”冲锋队队员占据数量上的主导地位，因而较少受到冲锋队“辉煌”岁

月的影响，他们经历的是冲锋队向从军前训练组织和政治受控的社会福利

机构“混血儿”转变的时代。32

从技术上讲，上述发现并不代表所有国防军部队。但是，第253步兵师

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国防军部队，在西线和东线都曾经战斗过。3根据拉

斯的证据，谈论二战中原冲锋队转调来的士兵时，区分两个群体是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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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一小部分“老战士”,以及远多于此的年轻士兵，后者的青少年时代

恰逢第三帝国建立，这些人在与字旗下接受教育，强调的是准军事训练和

个性的淬炼，减少知识方面的学习，以及服从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接受纳

粹的特权。由于1935年恢复征兵制度，相当一部分年轻士兵在战前就已经

在国防军中服役。

两个群体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强烈地表明不能在冲锋队1933年之前

的暴力活动和二战之中的暴力活动之间划上一条直线。在由年纪较长的冲

锋队积极分子组成的“雇佣军”中，当然有许多延续性，但在他们的冲锋

队年轻“同志”中并不存在这种延续性。要理解后者的动机和行为，研究

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在冲锋队里所受的教育如何转化成战争中的军事行

动，将会得到很多成果。在对这一主题的讨论中，我将分析个人加入冲锋

队的动机、冲锋队“统帅堂”旗队的行动，以及冲锋队宣传在战争最后几

年内的效果。

战争的开始

二战初期，冲锋队渴望加强与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治下军队之间

的合作。这是自然的行为，因为1939年1月19日的法令要求德国男性交替参

加冲锋队防卫队和常规兵役，自然而然地使国防军和冲锋队相互接近。不

管相互之间有何保留，这种新联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双方都有利。3?陆军

从冲锋队的装备、后勤辅助及训练有素的人员中获益，而冲锋队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军队新伙伴的尊敬。1937年和1938年，冲锋队在梅梅尔、

奥地利和苏台德招募了大量人员，已经提升了该组织的威望。1939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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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冲锋队队员将战争爆发视为证明自身价值的新机遇。因此，在军事行动

前几个月，许多激进分子渴望在正规军部队中服役。1939年9月15日(德

国进攻波兰之后两周),冲锋队汉堡地区总队的一份报告称，其成员中已有

35??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急切盼望着尽早加入国防军：“所有队员都骄

傲地听到东部闪电战的消息，但他们也害怕自己来得太迟。冲锋队各级领

导人特别痛苦，因为他们确知，以后站在他们面前的队伍是由一群拥有前

线经历的队员组成的。”

想要理解这种可感知问题的普遍性，代际方法是很实用的。前面已经

提到，与已经拿起武器的冲锋队队员不同，许多高级冲锋队领导人属于

“战争中的年青一代”——他们在一战中太过年轻而未能参战，在20世纪

20年代的危机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这些人此时担心自己又处于

“错误”的年龄——这一次是年纪太大而无法加入正规军，从而只能在一

场被视为决定全球意识形态的战争中沦为不情愿的旁观者。36积极参与战争

能够成就这些人的政治野心，是一个时期的准军事训练和持续多年忍受不

确定职业前景之后“自然而然”的下一步。3因此，随着战争爆发，冲锋队

最高指挥部开始对国防军施加压力，要求为突击队长以上级别的全职冲锋

队领导人提供更多的从军机会。他们提醒军队，在1939年1月19日法令之后

的协商中，双方已经同意为冲锋队骨干开设特殊的军官课程。尽管由于战

争开始，继续这些课程已经不可行，但对德国境内的冲锋队领导人给予优

待也是令人期待的。38

1940年1月29日，布劳希奇积极回应了这些要求。他下令，立即召集

尚未被征调的冲锋队高级领导人，已在军种服役的将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

上，他们证明自己胜任以后将被提升为军官。而且，他明确表示，冲锋队

273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领导人不应该被用在辅助职位(如打字员、驾驶员或者电话接线员)——

这是战争前几个月的常见做法。39这些任务可能与冲锋队领导人的技能相

符，但被安排在那里对他们来说往往是种耻辱。士兵康拉德·贾劳施在日

记中描述了一名年已四旬、来自马格德堡的冲锋队旗队长对这些新命令的

反应。贾劳施写道，这名候补军官“是一个踏踏实实地管理党组织的人，

他不缺乏知识，至少在某些领域。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但是与这

里的文化和知识传统格格不入”。4国防军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里遵守优待

冲锋队领导人的命令不得而知。事实是，许多前冲锋队队员的兵役记录没

有关于准军事背景的任何信息，说明尽管有着相反的说辞，但国防军并不

太看重冲锋队提供的训练。4

战争刚刚开始，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就开始强调冲锋队在1939年和1940

年初对德国战备工作的贡献。但泽自由市的“解放”是常被提起的例子。

从1939年6月起，但泽冲锋队第6旅队的第5、14和128旗队为该地区“加强

边境控制部队”提供人力，这支部队正式承担预防波兰人攻击的任务。上述

单位配备机枪和手榴弹，这些武器在接下来几周该地区的零星交火中派上

了用场，冲突中至少有一名波兰士兵和一名冲锋队队员丧生。1939年9月1

日前夕，熟悉边境情况的边控部队成员整合到国防军中，冲锋队但泽突击

大队转为几个完整的国防军联队，此后参与了对但泽以南小镇德绍(今波

兰特切夫)的进攻。但泽的海上冲锋队为夺取维斯特布拉德和哥丁根(格

丁尼亚)做出了贡献。4210月15日，职业军人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埃伯

哈特率领的埃伯哈特地区总队(或称埃伯哈特旅)改编为第60步兵师，这

支部队由但泽警察、冲锋队队员、“保安团”以及志愿者组成。43纳粹宣传当

然夸大了这些组织的参与度，但促使他们融入正规军的，很有可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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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进攻波兰的3000名该城及邻近地区激进分子接受的准军事训练。44

1939年8月25日，在更南面的地区，“老战士”们和新加入的波兰附近地

区德意志族人组成了一支1600人的冲锋队部队。从9月1日起，这些人身着

便服渗透到波兰领土，根据报道，他们阻止了对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内重要

企业的破坏。按照一份未公开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文件的说法，来自格莱

维茨(今波兰格利维采)的第22旗队和来自拉蒂博尔(今波兰拉齐布日)

的第62旗队在这些任务中遭受严重伤亡。45战争的前几周里，身穿制服的

冲锋队队员开始在多个新占领的波兰城市里建立德意志族人“本土保安部

队”,试图复制1938年在苏台德首创的成功范例。按照预期，这些部队未来

将成为组建当地纳粹党分支机构的基础。4不久之后，冲锋队设立了一个名

为“德意志族部队组织专员”的正式职位，冲锋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施罗德

走马上任。47很快，这些德意志族人部队被称作“德意志族自卫队”,党卫队

控制了这个准军事组织，但其成员似乎成为了该地区后来的冲锋队单位的

核心。他们与安全警察的“别动队”紧密合作，仅在1939年就于原波兰领

土内杀害了4万多人。48

冲锋队还参与了德军对波兰南部边境的攻击。1939年秋季和冬季，来

自苏台德地区的一支冲锋队部队在前苏台德德意志族体育运动领导人利

奥·本达克领导下，负责为国防军运送武器、保护军需品运输，以及“行

动区域的清理和保安”——这一任务包括修建和管理战俘营。4熟悉外语的

冲锋队队员——特别是来自多语言边境地区的人——审问俘虏，将重要信

息传达给军队指挥官。这些任务并不限于战争初期。1941年，冲锋队最高

指挥部吹嘘，至少有18个冲锋队地区总队参与了所在区域的战俘运送及看

守任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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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出版的《苏台德冲锋队在波兰》一书图文并茂，是冲锋队最

高指挥部恢复对该组织正确评价的举措之一，它提供了与波兰南部冲锋队

行动有关的更多信息——既有事实，又介绍了所涉冲锋队队员们的心态。5

苏台德冲锋队领导人弗朗茨·迈在序言中生动地写道，1939年秋季越过波

兰-斯洛伐克边境的冲锋队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尚未被国防军接纳的志愿

者。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据说对被用于组织和后勤工作“心存感激”。52“齐

普斯边防团”在德军最高统帅部(OKW)的请求下以一个“营”的身份参

加了为时8周的行动，而另一支部队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接受训练。这本

书以奉承的口气叙述了冲锋队在波兰的成就，从与斯洛伐克军队联合行动

保卫边境开始，止于1939年10月卢策对斯皮什的访问——这是斯洛伐克北

部的小片地区，从19世纪起成为相对小的德意志族群居住区，那里的居民

通常被称为“喀尔巴阡德意志人”。

《苏台德冲锋队在波兰》描述的大部分活动表明，该组织跟随国防军

部队，但并没有在前线参加真正的战斗。不过，有些内容清楚地展现了冲

锋队对村庄和小城镇“清理”行动的暴力特性——冲锋队反复卷入与“波

兰及犹太人狙击手”的夜战中，据说，后者在夜幕掩护下劫掠营地、杀害

德军士兵。不出意外，冲锋队迅速定位并“消灭”了这些敌人。在该书的

同一页里有房屋燃烧的照片，生动地加强了冲锋队是一支危险而坚定的部

队的印象。即便从第三帝国的标准看，这本书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也十分浓

烈。典型的冲锋队队员形象是勤劳、整洁，“总是做好准备帮助他人”,与

“肮脏的犹太人”形成鲜明对照。两幅据称为犹太男性形象的照片使用了

如下的题注：“然而，冲锋队的帮助并不能愈合几代犹太剥削者造成的创

伤。”对于该地区后方的冲锋队在1939年秋季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对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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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虐待和杀戮，截至目前的历史研究并没有进行分析。但是，这本宣传书

籍突出所谓的“犹太威胁”,以及1939年初起喀尔巴阡德意志族“自卫队”

(FS)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都是反映真实行动的生动例子。54

冲锋队对非犹太裔波兰人的态度也表现出了简单二元论世界观的特

点。在1940年的政治日记中，冲锋队参谋长卢策甚至为对波兰平民的过度

报复行为辩护，认为对这种暴力行为的批准只要不被诠释为“杀人许可”,

就是合理的。他写道：“最终决定为一名德国人报仇时需要(处决)10名、

100名、1000名还是1万名波兰人的，是国家、政治局势和未来的必要性。

但是，绝不允许将敌人或者战败者当成随意捕杀的猎物，交给个人、小群

体或者组织。一个手里有枪的人，在任何自己喜欢的时候成为‘生死的主

宰',是不能接受的。”鉴于德军残忍的战争罪行在这一阶段已经造成超过

1万名平民死亡，5卢策在自己笔下倡导更谨慎的行动方针。然而，他的态

度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提醒，而非直接批评。卢策更偏向于将波兰人赶

出德国占领区，而不是非法杀害他们，因为“一家人被灭门不可能不引起

其他人的注意。同一家庭、村庄、邻居和家族中总会有人留下来⋯⋯,这

些人将成为更为可怕的指控者、更恶毒的煽动者和更不愿意宽恕的嗜血复

仇者”。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卢策还天真地补充道：“我确信，元首绝不会同

意这种做法，因为那不是德国人的行事方式!”57

冲锋队“统帅堂”旗队

冲锋队还直接参加了二战中的作战部队，但在国防军的指挥下行动。

早在1935年10月，冲锋队成立了以“参谋长护卫旗队”为名的精锐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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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是成为与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同等的部队。8最先进入

“参谋长护卫旗队”的是未被吸收进常规警察部队的原冲锋队“战地猎兵

军团”成员，以及之前驻扎在冲锋队“福利营”的冲锋队队员。5根据1936

年4月的招募方针，只有未婚、失业(或者工资微薄)、年纪在18—25岁且

“种族纯粹”的男性才能加入。戴眼镜者被排除在外，不具备“一般拼写

能力”的人也不能入列。0“护卫旗队”成员用于正式典礼及检阅，并担任

重要标志性场所(如希特勒在柏林的新帝国总理府)的警卫。1936年9月11

日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集会上，希特勒为这支部队授名“冲锋队统帅堂

旗队",暗指慕尼黑市中心早期纳粹“殉道者”的核心场所。到1936年底，

“统帅堂”旗队包含6个突击大队，分别驻扎在柏林附近的古特费尔德、埃

尔丁、哈廷根、菲希滕海恩、什切青和斯图加特。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

第7个突击大队在维也纳-卡尔滕洛伊盖本成立，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

后，在布拉格又组建了第8个突击大队。6

1937年1月12日，赫尔曼·戈林接受了统帅堂旗队“荣誉指挥官”的头

衔，作为他44岁生日的礼物。2这对卢策是又一次的羞辱，他深知戈林在

“长刀之夜”的核心作用。3虽然这支新部队只有不到2000人，分散于德

国各地，因而对冲锋队失败的“民族武装”计划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但

“统帅堂”旗队在第三帝国余下的时日里成为了冲锋队的旗舰团体。只有

这支精英部队的成员得到允许，佩戴象征着“冲锋队精神”与军事技能融

为一体的冲锋队徽标。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眼中，“统帅堂”代表着魏玛时

代的纳粹准军事组织成功转变为与正规部队携手工作、为德国人民的心灵

和脑海注入“军事意志”的军事组织。在“统帅堂”服役是自愿的，但从

1938年10月27日起被承认为等同于常规兵役。现在，选择加入冲锋队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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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的人必须在该组织服役至少三年。统帅堂也吸引了许多人，因为旗

队成员很有希望在退役后得到冲锋队的全职工作。6因此，这是一支具有威

望的精锐部队，加入它意味着拥有终生服务的权利。

1938年6月20日，戈林以帝国航空部长的身份，正式将“统帅堂”旗队

调入德国空军，这一调动持续到1939年3月31日。在此期间，“统帅堂”成为

隶属于第7航空师的一个独立团，尽管它接受的是步兵团的训练。6因此，

该团于1938年10月参与占领苏台德的行动，1939年3月参与肢解捷克斯洛

伐克的残留部分，是一种虚假的“火之洗礼”。根据维克托·卢策的个人笔

记，他本人曾在1938年10月驾驶一架容克52型飞机，加入160架同型飞机组

成的机队，从布雷斯劳起飞向南越过捷克斯洛伐克领空。然而，9月29—30

日的《慕尼黑协定》已经划定了两国边界，与敌方的激烈遭遇战并未发生，

“统帅堂”参与苏台德地区“解放”的行动比预期的更平静。卢策几近失

望地写道：“没有伤亡，只有7架飞机的起落架受损。”6

1939年间，“统帅堂”旗队分裂成多个部分，这一发展使冲锋队最高指

挥部拥有一支可完全支配武装部队的希望成为泡影，也使其指挥官、冲锋

队全国副总指挥埃里希·赖曼“彻底陷入痛苦和沮丧之中”。671939年第一

季度，他的大部分手下(约1200名冲锋队队员)已经正式整合到第7航空师

的常规空军和伞兵部队中，不受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控制。8但是，这些冲

锋队队员继续在冲锋队宣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对新部队的贡献确实很

大。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于1941年声称，1940年部署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伞兵

中，90??自冲锋队。°后来，具有“统帅堂”背景的伞兵们参加了希腊和

意大利南部的作战。7°由此可以推断，德国伞兵部队的“团队精神”至少有

一部分基于“冲锋队心态”及其特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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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期间，“统帅堂”旗队中只有较小一部分起到原来的作

用——作为德国和德占区的警卫部队。波兰总督府辖区内的“统帅堂”成

员还和党卫队及警察部队一起用于“特殊目的”。"从1940年底起，华沙城内

大约有50名来自“统帅堂”的人员负责在总督府华沙地区长官总部布吕尔

宫以及其他公共建筑设岗。7作为自封的“优等民族”代表，他们充当警察

部队的角色，向平民索要钱财，并至少一次以袭击宫殿为借口，杀死了一

名波兰男子、强奸两名妇女。他们的行为甚至超越了德国占领军的极端种

族主义标准，以至于在1943年5月，华沙德国特别法庭判处13名“统帅堂”

成员有期徒刑，另一名成员甚至被处以极刑。74法官加重判罚，因为案件中

的罪行是这些士兵身着精锐部队制服、在波兰民众眼前犯下的。但是，法

官们也找到了减轻罪责的情节，他们的理由是，这13名被告全是据称道德

标准低于(帝国)德国人规范的“德意志裔”,本身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调整

到更高的德国道德水平。7

1939年秋季，“统帅堂”的第三部分人员组成了第271步兵团3营，该团

最初是第93步兵师仅有的两个团之一。76这个摩托化掷弹兵团由职业军人奥

古斯特·拉本指挥。”与伞兵们类似，该团士兵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宣传

中也被美化成冲锋队价值观的象征，代表着冲锋队战争精神与德国陆军光

荣传统的成功结合。78第271团在1940年作为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西线

的战斗，为德军在洛林南部巴斯特-马林塔尔突破马其诺防线做出了贡献。

在法国取得胜利之后，该团从1940年8月起放假，直到1941年2月。重新集

合后，赫伯特·伯梅接任该团团长，他是当时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少数德

国军人之一。伯梅是早期纳粹积极分子，1930年加入冲锋队和纳粹党，后

任冲锋队西里西亚地区总队属下的区队长，1937年加入国防军。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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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3日，宣誓就职的冲锋队“统帅堂”旗队新兵，地点未知。

随着1941年夏季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第271步兵团被部署在东北前

线，参加了列宁格勒包围战。80纳粹宣传赞扬该团的战绩是“东线冲锋队精

神”的范例。意识形态是该团自我意象的关键部分，这可以从沃尔科夫河

之战中阵亡士兵被授予“霍斯特-韦塞尔连少尉”荣誉称号看出。81942年

8月9日，整个团都得到了此前仅用于3营的“统帅堂”称号。821943年5月4

日，该团最终加入第60(摩托化)步兵师，该师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后损失

惨重、急需新鲜血液，从那时起，该师被称为“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83

除了形成互联网讨论核心的几位幸存士兵及军事爱好者的记忆，对统

帅堂步兵的情况知之甚少，战争期间，冲锋队宣传将这些士兵美化为国防

军中冲锋队队员的典范。遗留下来的原德国军队人事档案和部队名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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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DEDLioilg

ZUM WEHR IN DER

an3o.enaoedioision
FELDHERRNHALLE

Meldungen bei der SA-Standarte,Feldherrnhalle",Berlin NW7
Hermann-G?ring-St:.29,und bei allen SA-Dienststellen des Reiches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冲锋队宣传部门试图吸引年轻人加入“统帅堂”。这场
战争把行进中的冲锋队变成了强大的坦克部队，把男孩变成了男人——就像维
尔纳·冯·阿克斯特-霍伊特拉斯1944年10月创作的征兵海报表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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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的“德意志办事处”(原称“国防军问讯处”),但是这个国营机构

授权调阅原第271团3营人事档案的条件是隐去士兵们的名字。不幸的是，

保存下来的个人文件数量很少。不过，根据这些材料，至少足以对“统帅

堂”的社会构成和加入动机做出假设性的结论。我的研究集中在该营营部

和第9、10两个连。1939年11月，这两个连兵力各在165人到180人之间，营

部有91人。

根据保存下来的人员名单，第271团3营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年轻人，绝

大多数出生于1914年之后。关于他们加入冲锋队日期的信息很少提供，但

很明显，自称为“老战士”(1933年之前有过冲锋队经历者)的人在该营

仅占很小一部分。相反，该团普通官兵在1939年底的年龄在19岁到23岁之

间，与其他国防军部队类似。来自下莱茵州瓦尔苏姆市的卡尔·A的个人档

案在许多方面都是第271团士兵的典型。这名生于1920年的已婚店主于1938

年初加入冲锋队，就在他18岁生日前后。841938年6月到1939年3月31日作

为德国空军常规人员服役之后，卡尔·A在“统帅堂”旗队服役直到1939

年9月9日调入第271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参与了该团在法国及苏联

(1941年夏季起)的战斗，得到了许多荣誉，曾获颁步兵突击徽章、二级

铁十字勋章和东线冬季战役奖章。1942年11月1日，他加入“统帅堂”掷弹

兵团，1943年9月1日被提升为士官。1943年新年前夜，卡尔·A受了重伤，

但似乎很快就返回前线。于“1944年6月24日到7月7日之间”在明斯克附近

的莫吉廖夫地区失踪，当时，国防军已经停止提供东线官兵的确切死亡地

点和日期了。85

来自多特蒙德的赫伯特·M是经过正规训练的砖瓦工，他生于1920年12

月，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加入冲锋队，距离他18岁生日还有数周。他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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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帅堂第1突击大队队员，后来调到驻布拉格的第5突击大队，1939年秋

季调入第271团3营9连。赫伯特·M参与了对法和对苏战役，1942年4月19日

在东线斯帕斯卡亚-波利斯特附近为炮火所伤。可能是因为永久性的创伤，

他于1943年3月被豁免在前线服务，送回“统帅堂”旗队维也纳突击大队。

他此后一年生活的有关信息无从得知。1944年4月26日，赫伯特·M死于布

拉格-罗伊特(布拉格克尔奇区)预备役部队医院里。在妻子的请求下，他

的遗骸被送到杜塞尔多夫下葬。86

最后一个例子是库尔特·M,他于1938年加入时，是“统帅堂”最年轻

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他出生在慕尼黑的一个中下层家庭，在一所中学里

就学四年之后转入一家商业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三年。1935年，库尔特加

入希特勒青年团，1938年进入冲锋队序列。他自愿加入“统帅堂”是因为

戈林之下德国空军的威望，1938年，他被编入慕尼黑附近埃尔丁的第4突击

大队。不过，他“因病”未能成为伞兵，而是在1939年9月9日加入了第271

团。尽管上级对其褒贬不一，库尔特·M进步神速，1941年8月9日被推荐参

加一个军官培训课程。87他的一位上级在1941年的推荐信中将这位年轻人描

绘成冲锋队战士的模范：“知识水平一般，思考不多但清晰，身材修长，非

常健康且坚韧⋯⋯在战斗中，M表现得冷血且无畏，凭借个人的榜样，他率

领的队伍即便在敌军的极端行动下也从未失去控制。”尽管有这样的特质，

后晋升为军士长的库尔特·M在1944年4月仍然活着。88

从技术意义上说，这三个案例当然不能代表第271团的全体成员，但现

有数据强烈表明，他们的个人情况是该团普通士兵的典型。在“统帅堂”

的士兵中，工人阶级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年轻人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这支

精锐部队，吸引他们的是戈林治下德国空军的威望，以及避开常规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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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锋队军事部门经历稳定职业生涯的前景。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年轻人将统帅堂看成与其意识形态偏向相符的升迁之路。8

不过，至少在加入“统帅堂”之前，这些年轻人的冲锋队经历很有

限。对他们来说，冲锋队对“激战年代”的典型叙述是另一代人的故事。

与先驱者相比，新一代冲锋队队员成长于民族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规

范的政治气候里；因此，他们不代表对立面，而是新的主流。许多人似乎

将在“统帅堂”服役视为纳粹政权内的常规职业道路——这一结论得到了

如下事实的支持：“统帅堂”里的很多冲锋队队员已经结婚，但他们年纪尚

轻且往往没有受过完整的职业训练。最后，“统帅堂”成员不是从某个特定

地区抽调的，而是来自大德意志帝国各地，包括吞并的领土。至少在这个

方面，他们是德国男性居民的代表。

共产党的宣传

作为对1941年夏季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一反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宣传

人员决定启动面向特定听众的德语广播节目。“暴风雄鹰”节目意在吸引德

国青少年，而“冲锋队队员汉斯·韦伯”节目则用于影响普通民族社会主义

者。1942年，两个节目都属于苏联的“德国人民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是流

亡中的德国共产党的非官方电台。9°记者弗里茨·埃彭贝克扮演变节的冲锋

队队员汉斯·韦伯，他在战争后期成为“自由德国”节目的副主编。这个

每天20分钟的广播节目造成的影响无法评估，因为在德国的许多地方根本

无法听到它。但是，节目创立者对其功效深信不疑，他们很快为韦伯增加

了一名伙伴——名叫马克斯·施罗德的冲锋队同僚，由记者马克斯·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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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配音。这部反纳粹戏剧的基础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共产党的策略：通过

倒戈的“冲锋队刊物”对该组织实施渗透。这些作品用简单的流行语写就，

有时候以虚构对话的形式，试图强调冲锋队社会革命口号与纳粹党机构的

“出卖行为”之间的反差，诱使心怀不满的“老战士”站到对立面。新电

台节目还受到了英国秘密电台“古斯塔夫·齐格弗里德·艾因斯”(GS1)

的影响，这个电台由一位匿名的“大佬”发声，抨击纳粹党和共产党人。

按照埃彭贝克战后的回忆，与英国人的广播节目不同，德国共产党的节目本

意是“少一点粗俗和淫秽”,尤其是因为苏联的严格审查。"从今天我们所知

的纳粹幽默感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当时的德国人更喜欢天真、

温和的调侃，而不是直截了当、咄咄逼人地指出觉得荒唐或可耻的事实。93

“冲锋队队员汉斯·韦伯”的关键使命是，以人口稠密的鲁尔工业区

方言，联系普通纳粹分子，后来又补充了流行的柏林方言。节目中的两个

冲锋队角色都以人们熟知的“坚定但有限度”的纳粹分子为模板，通过对

纳粹官员风流韵事和普遍腐败的评论，揭露了第三帝国的缺陷。他们一再

强调纳粹党宣传与德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9?特别令人难忘的情节据说基

于截获的德军信件，这些信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来自威斯特伐利亚某

城镇的纳粹党官员与一名少女发生性关系，以及一位德国母亲请求在武装

党卫军服役的父亲“寄来孩子们的衣服",并附注道：“我不在乎衣服是不是

沾上了血，我会把它洗掉的。”9这些例子表明，对性变态的指控仍然是反

法西斯宣传的常见特征。共产党人将民族社会主义者描述为性虐待者，与

纳粹政权道貌岸然的宣传形成强烈的反差。

从本书的角度出发，引人注目的是，流亡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余部——

他们的队伍在前几年的斯大林肃反中已遭到严重破坏——仍然相信，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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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1928—1934年间共产主义运动失去的大量工人阶级拉回己方阵营。?正

如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帝国初年所做的，引发纳粹队伍中的混乱和不满似乎

仍是合理的策略。尽管大部分冲锋队队员已经被抽调到军队里，但他们仍

很重要。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将其视为维护纳粹国家秩序的关键群体，还认

为他们是可以重新教育的。几年以后，共产党在德国苏占区(1949年起的

东德)的策略与此保持一致。司法机关至少在战后的头几年对冲锋队采取

严厉的立场，但它也致力于将底层纳粹分子教化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97

总督府辖区、保护国和斯洛文尼亚的辅警

德国在1939年的军事胜利是后续分裂原波兰领土的先决条件。该国的

西部被吞并、加入“大德意志帝国”,东部则成为苏联领土。不过，波兰

心脏地带(包括首都华沙和克拉科夫)变成了称作“波兰总督府”的德国

占领区。虽然法学家、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弗兰克统治这块波兰被

占领土，但冲锋队队员最初并没有在此发挥作用。与之前奥地利、苏台德

和梅梅尔的成功事例不同，波兰总督府辖区内的纳粹政权无法动员大量德

意志族人加入新建的冲锋队。冲锋队在此前为德国占领上述地区铺平了道

路，而在波兰总督府中，情况正相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冲锋队努力保

持军事占领确立的现状。

1939年10月30日，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特纳发布了关于

“在原属波兰的德国领土内建立冲锋队”的命令，要求冲锋队奥斯兰、奥

特马克和西里西亚地区总队联合负责在邻区建立冲锋队“基层组织”。然

而，除了最基本的小队、中队和突击队之外，没有创建任何常规的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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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制服和资金也暂时未能提供。98几周后，随着波兰德占区边界

的重新划定，在该地区组建冲锋队的职责分配给了冲锋队奥斯兰和西里西

亚地区总队，双方各负责同名的“大区”。此外，还建立了总部设于但泽

(负责但泽-西普鲁士)的“魏克塞尔”地区总队和波森的“瓦尔特”(负

责瓦尔特大区)地区总队。”早在1939年11月，冲锋队就开始在罗兹和比利

茨①招募人员，“成果斐然”。1001940年1月22日，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因里

希·哈克尔升任瓦尔特地区总队领导人，根据冲锋队的统计，这支部队在

1940年3月人数超过1万人，1941年夏季达到25000人以上。0大部分队员都

是战争爆发前已经居住于此，或者从东面的沃里尼亚、加利西亚和比萨拉

比亚迁居而来的所谓“德意志裔”。102这些冲锋队新单位的领导人最初往往

来自旧帝国，但也有许多是波罗的海德意志族人，他们很快就发现，手下

相当一部分“长着德国面孔的粗人”不会讲德语。103因此，他们为瓦尔特大

区的冲锋队队员组织了德语和历史课程——这一事实说明，冲锋队在相当

程度上“制造”了德国人。104

哈克尔是一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分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纳粹大区

领袖阿图尔·格赖泽尔紧密合作。10s不过，哈克尔野心极大，1941年9月请

求调往更东面的地区，最好是高加索。他请调的动机是“冲锋队的战斗自

然要以统治俄国而告终。冲锋队精神要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就要求冲锋

队队员率先抵达东部”。16这种推理说明，“为狂热而逃避现实”的支持者们

很大程度上将其野心建立在某种语言基础上，此种语言不仅包含着纳粹早

①今波兰别尔斯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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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敌人的刻板印象，也包含着殖民主义幻想。107

1940年2月，在德累斯顿的冲锋队帝国学校里，为生活在这些新冲锋队

组织辖区的德意志族人开办了首次冲锋队领导力培训课程。维克托·卢策

在日记中写道：“比我预想的要好⋯⋯在种族和身体上也是如此。”108一年以

后，1941年2月初，冲锋队瓦尔特地区总队下辖两个旅队，分别驻扎在波森

和里茨曼斯塔特(罗兹),而冲锋队魏克塞尔地区总队有4个旅队，其总部分

别在但泽、埃尔宾、布隆贝格和托伦。109与此同时，保护国(前捷克斯洛伐

克未被兼并的德国占领区)也建立了分散的冲锋队组织。

根据纳粹刊物的记载，科尼格因霍夫(拉贝河畔皇宫镇)、科尼格格拉

茨(赫拉德茨-克拉洛夫)、皮尔森(比尔森)、布伦(布尔诺)和布拉格都

有冲锋队突击队甚至旗队。关于这些单位的可靠信息很少，但其中绝大多

数成员似乎都是来自各自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它们至少部分由来自德国的

冲锋队职业领导人指挥，此外还接受国防军的训练。和其他中东欧德占区

一样，冲锋队在那里的成员中培养“德国民族性”,这些人往往执行辅警的

任务。0

波兰总督府辖区的情况与此不同。该地区在1941年春季之前没有建立

正规的冲锋队单位，但是冲锋队领导人受邀参加了1940年10月26日总督府

成立一周年的庆典。"然而，此时在总督府辖区的所有冲锋队领导人都是派

往东部执行行政与军事任务的德国公民。他们在正式场合里穿着冲锋队制

服，佩戴各自家乡的标志，却没有组织成当地的新单位。改变这种状态的

第一次尝试发生在1941年秋季，当时纳粹党允许在克拉科夫组建一个冲锋

队荣誉突击队，用于检阅和典礼。1"2可是，此后的几个月里，由于该地区的

“安全问题”加剧，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主要是越来越多的镇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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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毫无人性的德国殖民统治所致。仅在1942年中，德国当局就在总督府

辖区内处决了至少17386名所谓的“匪徒”。"3由于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生活条

件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绝望驱使下的武装抵抗倍增。11?为了稳固统治，汉

斯·弗兰克和不断与之竞争总督府辖区权力的希姆莱试图达成协议，建立

所谓的“机动护卫队”,该组织结合了德意志族民兵、社区监视组织和辅助

警察部队的角色，由党卫队官员训练，某种程度上是1939年建立的冲锋队

防卫队的新版本。"这些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此时弗兰克深知卢策和冲锋队

最高指挥部渴望一个增强其重要性和影响的机会，于是请求冲锋队代替党

卫队在该地区的作用。1941年10月底，此前曾受雇于慕尼黑冲锋队帝国领

导力学校的冲锋队旗队长库尔特·佩尔茨抵达克拉科夫，组织“机动护卫

队”。6从12月17日起，总督府辖区所有17岁以上的德意志族人都要登记加

入这些单位。17

果不其然，希姆莱和党卫队非常愤怒。他们担心冲锋队利用在新的

“机动护卫队”里的影响力，建立供专制的弗兰克支配的冲锋队部队。

1942年2月3日，希姆莱下令组建与之竞争的新单位——党卫队东部特别突

击大队。8几周以后，3月20日，卢策做出反应，批准在总督府辖区建立相

应的冲锋队地区总队，以领导机动护卫队。佩尔茨估计“经历初期的困难

之后”,总督府辖区的冲锋队人员将多达5万，后来他又将这个数字缩减到

22000。"?弗兰克于4月16日最终颁布法令，为总督府辖区组建一个新的冲

锋队单位——冲锋队驻总督府部队。'2冲锋队将负责原冲锋队“机动护卫

队”的“登记、训练和指挥”,后者从此时起改称“冲锋队机动部队”。弗兰

克此前曾是冲锋队名誉全国副总指挥，由他本人正式指挥总督府辖区的冲

锋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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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内部文档所说明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确信，这一步骤“目前为

止”将取得比一支准军事防卫部队更大的成果。由于该地区的每一个德国

人(从国籍和血统上都是这样定义的)必须在这些新单位中服务，而这些

人之前并不是另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积极成员，因此他们希望为“对

东部殖民有极大好处的政治教育”制订全面的计划。'22早在1942年6月19

日，冲锋队机动部队在华沙就有8000人，在拉多姆有12000人。123三个月以

后，总督府辖区已经有11个冲锋队旗队，超过200个突击队。12?详细的成员

名单似乎没有保留下来，但即使是很保守的估计，1942年底在这些冲锋队

机动部队里至少有3万—4万名“德意志族人”。

令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失望的是，冲锋队只能组织和训练这些人员，而

将其投入行动的决定由党卫队和常规警察做出。12?不过，随着总督府辖区的

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党卫队明显减少了将冲锋队在该地区军事影响力限

制在最低水平的努力。1261943年春季，新的冲锋队地区总队已经参加了对总

督府辖区德意志族定居者的“检查”。127与此同时，汉斯·弗兰克抱怨道，

总督府辖区居民达到1650万人，仅有11000名警察加以监督，他只能确保克

拉科夫、华沙和一些较小城市的公共秩序。128在这种背景下，从德意志族

人中招募的冲锋队队员变得不可或缺，1943年12月，一位冲锋队领导人吹

嘘，该组织“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总督府辖区的政治生活”。129此时，“全副武

装”的整个冲锋队建制执行着常规警察的任务。130

该地区冲锋队领袖佩尔茨此时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德国占领军的习

惯。1938年，他在冲锋队的上级认为他是“很有能力的冲锋队领导人”,

但注意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种“软弱性”且沉默寡言。相反，1944年他的一

名下属向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投诉佩尔茨在克拉科夫奢华的生活方式。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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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佩尔茨要求为妻子和自己提供额外的食物定量券，将手下派往城里的

黑市购买稀罕的物品。对于这些指控，佩尔茨敷衍地为自己辩护，坚称自

己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以拥有社会义务的德国官僚的标准生活。3对冲锋

队领导人掠夺占领区的指控实际上从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出现。例如，埃里

希·莱曼于1939年12月准备从波兰回国，车里装满了为妻子和冲锋队及国

防军同僚家属带的包裹。132就连慕尼黑的冲锋队最高指挥部也从这些赃物中

得益，接受了2万米的波兰制服用布。133

随着冲锋队越来越多地参与德军在总督府辖区内的“治安行动”,该组

织成员也日益成为波兰抵抗战士的目标。冲锋队区队长佩尔茨在1943年成

为了一次未遂炸弹攻击的目标。同年7月15日，波兰抵抗组织“人民近卫

军”的一个小组向在华沙行进的冲锋队队列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数人

重伤。作为报复，德国当局处决了约130人。134一年以后，1944年8月华沙

起义爆发时，该城冲锋队积极参与镇压行动，遭受惨重损失。35此时，汉

斯·弗兰克将总督府的冲锋队称作“德意志战斗民族的突击手”,超越了通

常的纳粹用词。从1943年起，总督府辖区的冲锋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控

制当地居民、稳固德国统治的疯狂行动，具体的举措包括强征劳工参加防

务工作、惩罚性远征，以及现存文件中难觅踪迹、数目不详的局部暴力事

件。136这些最初的后来者(与瓦尔特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建立的冲锋队正

规部队相比)转变成了更残酷的德国占领区政权的先锋。

这种发展并不是总督府辖区所独有的。1941年4月17日—5月15日，由

奥地利居民和布科维纳地区难民组成的冲锋队武装部队在施蒂利亚和卡尼

奥拉展开行动，这两个地区是德国军队在1941年4月初占领的。137与战争前

几周在波兰西部发生的情况一样，紧随参加巴尔干战役的国防军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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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的冲锋队秘密部队(兵力为3500—4500

人)。一份代表冲锋队撰写的报告委婉地说道，冲锋队队员在“解放的南

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地区”维持秩序。他们保护重要的公共设施，并“清

理游牧区”。冲锋队随行记者写道，这些任务都迅速、残酷地完成了。138不

过，这篇文章从未发表——可能是因为言辞太直接，表明帝国边境地区的

冲锋队已经转化成武装政治警察，以及与战争有很深牵连的作战部队。与

官方媒体的约束截然相反，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1941年5月的一份出版

物公开吹嘘冲锋队在比施蒂利亚更远的“解放后的低地实施特别行动”。虽

然大部分部署在那里的队员用于保护工厂和“常规治安任务”,但有600人被

派往波霍列山脉，清理“法国游击队”和零散“塞尔维亚部队”活动的区

域。这一行动由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长瓦尔特·尼贝指挥，由“未经

公布的冲锋队单位”实施。139

从1941年夏初起，这些任务由新组建的冲锋队“防卫队”接管，接受

“施蒂利亚祖国联盟”和“克恩滕民族联盟”指挥，建立后两个组织的目

的是作为纳粹地方分支机构。一年以后，1942年夏季，纳粹周刊《观察家

画报》以“边境巡逻队打击匪帮”为题刊登了一张照片，表现了上卡尼奥拉

新边境地区武装“防卫队”在冲锋队领导下，成功地与“布尔什维克暴民-

煽动者”及原南斯拉夫军队士兵组成的零散群体作战。140与总督府辖区的

发展类似，冲锋队苏德马克地区总队也在确保南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治

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行动包括打击声称的和真正的游击队。不过，

冲锋队防卫队的正式任务不是通过与游击队战斗平定南施蒂利亚和卡尼奥

拉，而是为其成员提供“民族社会主义教育”,包括准军事训练，这与1939

年起冲锋队的常规使命相符。在冲锋队防卫队里服役被视为“向其成员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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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回归德意志民族的道路”的主要手段。14与“大德意志帝国”的其他兼并

或者占领区一样，和地方治安同时进行的，是“德国化”被认为种族上足

够纯净的当地居民。142

但是，“施蒂利亚祖国联盟”“克恩滕民族联盟”与冲锋队防卫队协同进

行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相反，纳粹统治仅仅一年就完全改变了当地

居民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设立的德国组织残暴、腐败。143由于情况变得非

常严重，克恩滕民族联盟下辖的冲锋队防卫队于1942年10月解散，替代它

的是新组建的冲锋队上克莱因旗队，到1943年1月只有1000人加入。44从秋季

起，持续的反“游击队”行动越来越多地由党卫队旗队长汉斯·布兰德率

领的所谓党卫军“喀斯特猎手”部队实施，手段极端残暴。145党卫队又一次

最终超越了冲锋队。

大后方

并不是所有冲锋队队员都在国防军服役，或者进入占领区的单位中。

特别是那些年纪太大而无法进入现役的人，他们转而承担当局宣传人员所

称的“大后方”的辅助任务。这些任务很分散，从战争开始就立即启动

了。例如，大汉堡地区的冲锋队从1939年9月起负责空袭警报任务，将近

500名冲锋队队员忙于此事。冲锋队队员还被大批征召用于支持大汉堡地区

“粮食配给辅助组织”的工作(600人),修建该地区的防空壕(400人)。146

这些工作当然不如前线的任务有声望，但随着战争进行，它们对于维护第

三帝国的公共秩序越来越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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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1943年7月和8月，盟军在“蛾摩拉行动”①中对汉堡发动

大规模空袭，上述准备工作取得了成果。此次空袭摧毁了该城的大部分地

区，造成约37000人死亡。147至少在德国学术界中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之一

古斯塔夫·多伊希勒看来，冲锋队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多伊希勒从1934

年起就是坚定的冲锋队队员，情绪高昂地赞扬了褐衫军在轰炸期间的紧急

救援工作。他声称，当地各冲锋队单位在无法得到集中指挥的情况下，展

示了引人注目的自我组织能力。他和同事们不得不为数十万因轰炸无家可

归的人提供补给、救助伤者并找到死者，这是极端困难的任务。冲锋队还

确保危房的安全，组织疏散无家可归者，扑灭全城燃烧的大火。多伊希勒

说，由于许多冲锋队队员本身也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完成这些任务就显得

更了不起了。他甚至坚称，在这种危机时刻，冲锋队是提供帮助和安慰的

主力：“冲锋队队员所到之处，都立即引起民族同胞的注意和尊敬⋯⋯人们

对他们无限信任。冲锋队队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就是民族同胞面对

冲锋队时的信念。”148

冲锋队成员对该组织不加鉴别的美化当然是夸大其词，但也有几分真

实之处。从战争开始起，冲锋队参加的一系列活动虽不能总是满足其自尊

心，但确实对纳粹宣传的“保卫大后方”做出了贡献。除了被抽调到冲锋

队“关怀服务”帮助从军同事的人员之外，其他人一再响应号召献血、帮

助运送伤兵。到1941年，一些冲锋队组织甚至出资为在军队医院里治疗的

①蛾摩拉是《圣经》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城中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导致城
市被上帝毁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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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购买香烟、书籍、报纸，或者作为他们的零用钱。149冲锋队各单位还帮

助修建高射炮掩体和德国西部边境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协助德国农民收

割，帮助安置“回乡”的德意志族人，防止森林火灾，担任“辅助警员”

以支持常规边防警察(就像他们在1933—1934年所做的那样)。150特别重

要的一项任务是看管越来越多在德国工厂和田野上工作的外国强制劳工。

1944年8月，德国国内的外国人数量已经攀升到近80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强制劳工。为了保持对这么多外国人的控制，纳粹政权依赖100多万德

国人，这些人以辅警或者农村-城市卫队成员的身份，负责阻止逃跑和不符

合种族主义原则的亲密关系，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保持公众的斗志。5

农村卫队和城市卫队在希姆莱的控制之下，鉴于党卫队自1934年起对

冲锋队施加的压力，冲锋队最高指挥部自然担心这些新机构将大量招募冲

锋队人员。因此，1942年4月，冲锋队领导层请求至少将其领导人排除在招

募工作之外。否则，冲锋队的“群众工作”有完全停滞的危险。冲锋队最高

指挥部不愿意将“大后方”残存的最后一部分骨干交给希姆莱。这次，他

们赢得了与德国警察总监的拉锯战，后者于1942年6月答应了上述请求。152

战争后期，由于德国城市日益遭到破坏，冲锋队队员奉命收集被炸毁

房屋中仍然可用的残余物品，例如炉灶和浴缸，供需要者使用。153他们还经

常执行灯火管制，并与民族社会主义人民福利(NSV)组织协同，在寒冷

季节为需要的平民提供煤炭。1s?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冲锋队还

在这方面严格约束外国人和德国居民。多伊希勒在上面提到的汉堡报告中

也没有忘记提起，冲锋队的任务中还包括“暗中观察可疑人物”155——这一

描述适用于各国强制劳工以及普通德国平民。

尽管任务多种多样，许多冲锋队的长期成员仍抱怨自己的贡献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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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承认。例如，冲锋队突击队长弗里茨·汉克是“霍斯特·韦塞尔之家”

冲锋队档案馆的雇员，并兼任“防空队员”,他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作为一

名坚定的纳粹分子，自己没有被用在合适的地方：“至少，德国同胞现在看

到我们这些‘老粗人'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不幸的是，我们在前线不

再受欢迎了，可是，我们应该拥有参加与布尔什维克最后一战的权利，我

们是最早的战士，却不得不待在这里收拾屋子!!!”1s?与之类似，冲锋队

队员、慕尼黑H.特劳特摄影公司老板维克托·霍尔舍于1942年6月给冲锋队

最高指挥部写了一封长达6页、措辞激烈的信，抱怨自己的处境。他声称，

许多普通队员认为，战争时期在冲锋队服役令人极端不满。霍尔舍的手下

大部分年龄在28—40岁，意识形态坚定且经验丰富，渴望着为德国的“最

后胜利”做出积极贡献——但是，他们只能困在一个聚会团体里，所做的

不过是定时在一家旅馆里举行敷衍了事的社交聚会。霍尔舍大声疾呼：“任

何积极分子都受不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过着这种生活!”在他看来，

冲锋队就像是一个老兵协会，而不是战略上十分重要的现代化党组织。因

此，刚加入冲锋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候补公务员，他们必须加入至少一个党

组织。这些人最多是成为正式的“成员”,但不保证会成为坚定、积极的

“真正冲锋队队员”。霍尔舍总结道：不可否认的是，冲锋队是唯一没有履

行其战略任务的重要党组织。57

来自冲锋队积极分子的这些批评触动了组织内部的神经。尽管如此，

区分冲锋队在旧帝国中的活动和在新占领区的任务仍是很重要的。战争的前

几年，德国心脏地带的冲锋队组织人数大大减少，确实经常缺乏目标和积极

性，但在遥远的东面和南面却不是如此，冲锋队在那些地区不仅站住了脚，

而且早早地成为了德国战争努力的一部分。这段时期希姆莱继续严密监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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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活动，并十分注意有关卢策及继任者舍普曼加强冲锋队重要性的消

息，这正说明了冲锋队继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随着战争进入白热化，德国

城市和工厂遭到的轰炸成倍增加，旧帝国的冲锋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任务。

由于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前线作战，冲锋队能够聚集、训练和使用老少德国男

性，并控制平民日益焦虑的情绪，这种能力成为了国家战备的关键要素。

从慕尼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新职责也有着性别特征。汉斯·施蓬

霍尔茨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担任宣传人员，他

于1942年9月撰写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妇女对该城最近遭受盟军轰炸的言论

引起了当局的担心。具体的情况是，她们公开推测，德意志帝国先向盟国

发动进攻，因此官方宣传中对空袭的义愤缺乏根据。更有甚者，其中一些

人甚至将大量平民因爆炸死亡或者无家可归归咎于“上帝的审判”,原因是

德国“强迫犹太人出境，使其陷入悲惨境地”。为了阻止此类讨论，施蓬霍

尔茨建议派遣冲锋队领导人着便衣进入商店，“确定(钉住)一些个案”。158

文中使用的动词在德语中是一种性暗示，这可能是个巧合，但即便如此，

他确定这些问题与女性有关并明确地建议由男性加以干预，仍是值得注意

的。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很清晰：当女性面对恐怖的空袭变得软弱时，意志

坚强的男性有权力惩罚她们，以儆效尤。1?9在战时的社会中，冲锋队作为道

德警察和“民族共同体卫士”,不仅以外国人及已经宣布的“社会外来者”

为目标，也针对纳粹德国的普通“民族同胞”。

战斗到最后一人

从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危机时起，冲锋队就致力于为普通队员寻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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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933年之前，纳粹也试图渗透到当时牢牢掌握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

手中的工会组织，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民族社会主义工厂基层组

织”(NSBO)。实际上，冲锋队和NSBO之间的关系不无紧张，特别是NSBO

比前者更成功地为其成员提供工作时。160如前所述，冲锋队当时开始组织所

谓的“福利营”,这是容纳失业冲锋队队员的临时工作营地。营地里的人们

组成了供纳粹党及国家支配的廉价劳工储备，主要用于基础建设工作，例

如修建新道路。与此同时，这些福利营也是控制居民，将普通激进分子中

持续高涨的不满情绪和暴力活动向生产性劳动方向疏导的举措。161

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得以恢复，大部分“福利营”关闭。不

过，其中一些(如洛克施泰特营地——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霍亨洛

克施泰特)改造为所谓的冲锋队“职业训练营”,后来又改称“冲锋队职

业学校”。162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冲锋队队员在这里进行一两年的常规工作

培训。这些营地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人培养成“熟练

工人",拥有这种官方承认的专业能力，就可以得到比非熟练工人更高的

薪资。职业训练营培养锁匠、机械工程师、造船工人、精密机械技师、铜

匠、镀锌钢加工人员和电焊工。6作为回报，当地的公司应要求向其捐助训

练设备，帮助学校改进设施。164

洛克施泰特营地的冲锋队职业学校最初很受欢迎，1938年迎来了一干

多名受训者。165当时，1/4的学徒工年纪在30岁以上。换言之，与“福利

营”的传统一样，“职业学校”初期关注的是有资格的“老战士”,但接下来

几年里，学校越来越成功地吸引了年轻德国男性，他们对“激战年代”只

是道听途说。166越来越多的候选人来自德国边境贫穷地区。1938年，洛克施

泰特迎来了第一批苏台德失业冲锋队队员，1939年接收了数百名上西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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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冲锋队队员。67战争期间，学校接收来自上西里西亚原属波兰的部分、梅

梅尔以及立陶宛德占区的学徒，这些学生有的只有15岁。168

类似的冲锋队职业学校都以这个成功的模板为基础。到1941年，有四

所以所在地区命名的冲锋队职业学校：前面提到的洛克施泰特营地“诺德

马克”学校；奥尔登堡附近韦斯特施泰德的“北海”学校；东普鲁士首府

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附近康蒂嫩的“奥斯兰”学校(后改名

“坦嫩贝格”);以及舒立茨(今波兰库亚维地区索莱茨，比得哥什附近的

一个小镇)的“魏克塞尔学校”。169战争期间，德国海军最高统帅部为这四

所学校的修建和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1701941年7月起，这些学校由慕尼黑

的冲锋队领导机关管理，并得到了冲锋队职业学校财团的紧密协作，后者

由德国北部和东部的多家公司组成，领导人是原潜艇指挥官、德意志造船

厂(基尔)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海因里希·米登多夫。17米登多夫

代表的公司活跃于造船业中，它们得益于巡洋舰与潜艇需求的增加，但因

征兵而缺乏合格的工人。172而且，体能要求较高的造船工业无法吸引很多受

教育程度高的工人，因此他们将目标定在年纪很轻的工人，以及“年纪较

大、因为某种不幸而无法学到手艺的德国男子”。面对人手短缺问题，造船

业与冲锋队合作，认定后者能够说服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不

过，米登多夫在正式场合坚称，他代表的公司目标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

雇用一切可用的人”,而是培训最好的人——“政治和个人素质都合格的冲

锋队队员”。173

大部分情况下，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的人从德国就业中心被直接送来。

冲锋队成员身份不是入学的正式要求，但每个有上进心的人都必须表示在

此后加入冲锋队的意愿。1?4由于实际和意识形态原因，学校明确禁止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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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入学。17首先，农业部门需要这些人，尤其是战争期间；其次，纳

粹不希望造成农村人口的进一步流失，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土地”

上的实际工作对身体健康和道德都很重要。冲锋队实际上很难将“政治教

育”作为学校课程的关键部分。176而且，即便他们提供免费教育、住宿、工

作服和少部分薪水，也难以填满这些学校的5500个位置。7许多入学者没有

待多久就被学校当局送回家乡，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冲锋队为这些决定辩

护，称没有一家公司有兴趣雇用罹患结核病、有心脏问题或者意志薄弱的

工人——这凸显了战争年代这些职业学校学员的社会构成。据冲锋队最高

指挥部称，就业中心应为这个问题负责，因为它们送来的是德国本已不多

的男子中可疑的人选。178

1942年夏季，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开始意识到，米登多夫只有在德国工

业界急需工人时才与冲锋队合作。由于苏联战役前景乐观，可以得到新的

苏联和波兰强制劳工，米登多夫对在非熟练工人职业训练中加入冲锋队意

识形态教育的热情大打折扣。1942年7月，他力促慕尼黑的冲锋队领导层接

受苏联“民工”进入洛克施泰特学校，最大限度地增加造船工人。179而冲锋

队强烈反对这些计划，辩称该组织的活动首先是为了惠及德国工人和民族

共同体，而不是富裕的实业家。如果接受苏联人，他们的营房必须用3.5米

高的栅栏与其他区域分开。180负责该学校的冲锋队旅队长赫伯特·默克尔抱

怨道，此时米登多夫露出了“极端无情的经理”的面目。谈到社会问题时，

米登多夫“像新生儿一样无动于衷”。这不仅证明，资深的冲锋队积极分子

又一次痛苦地面对工业需求重于意识形态的现实，181也揭露了1933年之前纳

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残余。这方面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施蒂里亚

总督兼大区领袖齐格弗里德·乌伊贝尔赖特尔的一份声明。他在1941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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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冲锋队队员的讲话中宣称，一旦战争结束，冲锋队队员们应该“再次

接过革命旗帜”,将“大德意志”变成“地球上最伟大的福利国家”。182

由于需要职业和意识形态训练的德国冲锋队队员日益稀少，默克尔得

出结论，冲锋队职业学校(从1942年11月起称冲锋队“工作营”)之所以

存在，仅仅是因为一个参战国的战略需要。183虽然诺德马克工作营运作到

战争结束，但这些学校/营地存在的条件已经变成不远的将来——德国军

事胜利之后的和平环境下。默克尔承认，德国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组建“尽

可能好的国防军”。然而战争过后，军队士兵将被新的榜样所代替：“劳动战

士”。在默克尔看来，冲锋队将得到征召，塑造这种新型德国熟练工人——

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技能水平，从意识形态和身体上训练他们。一旦培训

合格，这些德国工人最终可以成为“新夺取空间的守卫者”。184

这种设想与冲锋队的“国防农民”(来自德国“新东部”,上一章已做

过分析)思想惊人的一致。1940—1944年，旧帝国许多地区的冲锋队活动

因为缺乏人手和“崇高使命感”而减少，但冲锋队领导层通过勾画战后的

“宏伟蓝图”,弥补暂时的失落。在他们想象的新德国社会里，即便传统的

“民间”职业活动(如耕种和工厂工作)也将以军人般的信念进行。字面

意义上的和平(没有战争和暴力对抗)不再可能存在。正如纳粹“运动”

初期的冲锋队队员需要暴力冲突证明其决心和社会价值，二战后的德国

“民族共同体”被想象为一个始终受到外界敌人威胁的群体。因此，德国

男性在整个成人生涯里有两个紧密联系的职业身份——公民身份和军人身

份。简而言之，未来的所有德国男性在其整个成人生涯中都应该是意识形

态坚定的冲锋队队员，或者冲锋队军事人员，随时做好战争动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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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失败

与上述雄心大志截然相反的是，1943年到1945年之间，冲锋队的情况

显得毫无希望。密集的活动并不能弥补缺乏声望、资源和前途的问题。到

1943年秋季，就连以乐观著称的冲锋队参谋长威廉·舍普曼也不得不承

认，该组织的情况很危险。1943年10月6日于波森召开的纳粹全国领袖与大

区领袖会议上，他发表了长篇讲话，说明不应该以直接成果(或者缺乏成

果)评判他的组织，而应该考虑长期影响。这次讲话的基调是辩护。185舍普

曼反复强调，冲锋队是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工具。186因此，他渴望改善与其

他党组织的关系，尤其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与希姆莱直接对话时，

舍普曼似乎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和武装党卫军的显要地位，至少在战争

时期是如此。他明确表示，不会追求“武装冲锋队”的计划，尽管他声称

希姆莱曾同意建立这样一个仅由冲锋队队员组成的武装组织。按照这一计

划，冲锋队作战单位以“统帅堂”旗队为模板，但由国防军指挥、作为武

装党卫军的补充，不过该单位从未建立。希姆莱不太可能打算组建这样的

部队，做出这样的承诺仅仅是为了向新任冲锋队参谋长示好，确保后者的

服从。冲锋队和党卫队于1944年达成协议，允许冲锋队队员自愿加入党卫

队第18“霍斯特·韦塞尔”志愿装甲掷弹兵师，目的与此相同。187

但是，从1943年起军事形势显著恶化，面对各种困难，冲锋队的相对

重要性加强了。第三帝国终结之前，准军事行动主义再次成为冲锋队实践

的常规特征。由于战线迅速靠近并渗透到德意志帝国领土，残余的褐衫

军——1944年时人数大约为50万188——被动员起来，“从内部”组织和协调

国防工作。现在，“民族共同体”的敌人面对的将是冲锋队的“革命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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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宣传显得欢欣鼓舞：“我们又生活在激战年代了。”189因此，冲锋

队——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等纳粹组织——于1944年再度诉诸街头游行，目

的是公开展示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的大无畏精神”。持批评态度的一位观察

家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游行“在这个特定时刻很受欢迎”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们可以“在前线传来可怕的消息时提供某种安全感”。190

1944年和1945年初，纳粹领导层命令冲锋队对抗军事上的敌人，同时

挽救国民迅速恶化的士气，不仅使用言辞和游行，还要使用力量。1944年9

月26日，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被任命为德国“人民冲锋队”射击训练总监。191

希姆莱和舍普曼之间力量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仍在延续。身为预备役部队指

挥官的希姆莱决定“人民冲锋队”的作战任务，而舍普曼的职责只是训练

那些年纪太大或太小而无法参加国防军的人，并为其提供装备。192除了出

任人民冲锋队教官或者指挥官的冲锋队领导人之外，普通冲锋队队员还为

许多人民冲锋队单位提供核心。193例如，奥地利冲锋队上多瑙河第94旅队领

导人指挥了作战部队的组建，其中的人员从奥地利民防组织“地方自卫队”

中招募。纳粹激进分子奉命组织和管理这些“最后的征召人员”,他们应该

为这些人提供“清晰的政治态度”“军事专业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军需品的

使用。194

在这些情况下，冲锋队提供的训练无法达到高标准，不过纳粹政权的

宣传自然做出相反的论断。195舍普曼承诺，人民冲锋队将得到有效的训练，

有能力阻止对帝国领土的任何“急迫威胁”。他指出，此时被征召的人当

中，许多都曾在前几年接受过冲锋队防卫队的训练。而且，新的训练组织

方式不像前几年那么正规，相对简短的课程目的是“唤醒”人们“对射击

的兴趣”,以便“最大限度地提升火力”。196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权力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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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dse

1935年8月18日星期日，在鲁尔区雷克林豪森街道上，冲锋队成员站在卡车上准备进行
宣传旅行。横幅写着：“了解犹太人就了解了魔鬼!”和“资产阶级说：⋯⋯‘经济就

是一切'。”中间的海报描绘了一名冲锋队队员用乐字记号击打两个漫画手法描绘的犹
太人的脑袋，他们身上生出看上去很有攻击性的蛇。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
起，蛇旁边的锤子和镰刀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混合了反共产主义的暴力宣传口号是20世

纪30年代冲锋队的典型作品。

从逐渐瓦解的冲锋队转移到人民冲锋队地方部队手中。197尽管组织不力，冲

锋队仍然持续提供了许多企图保护第三帝国及其社会制度的狂热“信徒”,

直到纳粹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天。

1944年12月初，舍普曼向冲锋队领导层分发了最高指挥部对“全面战

争”努力的指令，从中可以洞察后期冲锋队积极分子的心态和自我认知。

舍普曼解释道，这项工作的终极目标是“狂热化”冲锋队队员，达到“无

条件献身”于民族共同体、全面抵抗敌人的程度。因此，冲锋队队员受到

鼓励，在工作场合和公众面前穿着制服。198舍普曼做了一个大胆的历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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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将1944年底德国所处的形势与19世纪初全欧洲爆发的自由战争相提并

论。正如前人在一百多年前所做的那样，他认为种族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是

德国解放的先决条件之一。99舍普曼宣称，“寻求统治世界的国际犹太人集

团”应为战争负责。他重复了纳粹早年在慕尼黑的论调，并加入了末世威

胁：战败的德国未来将毫无希望，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家庭将被拆散，引

入奴工制度，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犹太“亚人类”将摧毁德国文化和

语言。20简而言之，帝国的遭遇将如同前几年它的东部邻国——舍普曼当然

没有明确这一逻辑联系，但他和其他许多人肯定都知道。201

这种危言耸听的宣传不仅是当前军事形势的结果。从1941年7月德国

发动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时起，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极端思

想——结合在“犹太布尔什维克”一词中——再次成为冲锋队意识形态的

关键要素。202冲锋队杂志开始反复发表摘抄的士兵来信，将苏联是“工人

的天堂”一说斥为最大的谎言。写信者宣称，他们亲眼看到的情况比预想

的要糟糕得多。德国“民族共同体”只接受以对族群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差

异，而根据这些陈述，苏联社会存在着极端的社会差异，这是犹太布尔什

维克的“阴谋”造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无情地统治俄国人民。普通苏联平

民让士兵们联想起动物——没有前途或者希望，受到犹太人的盘剥：“现

在，犹太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国家和人民昂起了头。”203

随着战争进程的转变，这种说辞与其说是改造东欧的号召，不如说是

动员帝国疆域内残存的德国人的一种手段。为了避免苏联红军取得战争胜

利这一最坏情况，冲锋队队员接到命令，以极端的警惕性保护国家安全。

隐藏的敌人可能无处不在，褐衫军尤其要睁大眼睛，注意所有“外族”。舍

普曼认为，最终战役将带来极端的权力。他宣称，无须受限于法律或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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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冲锋队队员始终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一切有损于心理战线的东西

(流言-失败主义思想)。如果必要，他们会像激战年代中那样自助。正如

那个时候，我们将用自己的拳头摧垮抵抗”。204

这些号召的效力难以估量。不过，即便到了1944年底，大部分德国居

民厌倦了战争，只有部分人受到宣传的影响，但许多冲锋队队员在战争最

后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表明，至少他们将这些号召牢记在心。20正如之前在

总督府辖区所做的那样，地方冲锋队领导人此时越来越多地在德国全境执

行治安任务。有些时候，他们甚至带头实施自发的报复性犯罪，例如，盟

军猛烈轰炸工业城市吕瑟尔斯海姆之后，一群愤怒的德国暴徒于1944年8月

26日折磨并杀害了多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对战俘们一顿毒打之后，当地

纳粹党官员、冲锋队领导人约瑟夫·哈特根拔出自己的左轮手枪，射杀了

至少四名飞行员。次日，哈特根身着褐衫军制服参加了这些美军士兵的葬

礼，试图将暴行和自己的谋杀行为伪装成合理的自卫。206根据类似的逻辑，

德国农村的冲锋队队员继续维持着纳粹政权确立的种族边界。20世纪30年

代中期，他们以所谓的“种族亵渎”为由公开羞辱一方为犹太人的异族通

婚者，而在此时，他们同样对德国人与强制劳工之间的性关系施以严惩，

尤其在后者为斯拉夫人后裔的情况下。当时的冲锋队宣传称波兰人和其他

东欧民族成员“野蛮且阴险”,必须加以监督，尤其是在乡村地带，据说那

里的“混血”危险性很高。207当地冲锋队搜索这类情侣，往往以殴打告终。

最极端的情况下，此类事件上升为真正的私刑，时至今日，20世纪40年代

成长于乡村的德国老人都铭记在心。例如，在威斯特伐利亚州小城黑尔福

德郊区，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协同党卫队，将至少一名男性波兰劳工吊

死在一片小果园的树上。他们还强迫该地区的其他强制劳工观看处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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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并威胁道，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就会有相同的命运。208

随着地方权力机构的瓦解，纳粹政权最后几周里美化的“德意志战斗

精神”消失得无影无踪。仍然身穿纳粹制服的人此时注意到，一般公众的

敌意日益加深。209由于盟军空袭的危险增大，慕尼黑的冲锋队总部迁移到由

冲锋队高原地区总队管理的训练学校，也就是在巴伐利亚首府以南约50公

里的阿尔卑斯山脉施利尔湖畔。21°从1938年起，这一设施用于教育冲锋队地

方领导层，1944年春季成为冲锋队临时总部。2"但是，舍普曼及其家人直到

1945年才迁移到这里。212此时，他在那里已经无事可做。他抵达之前的几

周，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因为缺乏有效运转的机构，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仍

生活在德国的数十万冲锋队队员了。

相反，由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组成、自称地方领导的临时小组不断

涌现。一些冲锋队队员仍然觉得有义务以暴力手段捍卫“民族共同体”。他

们的激进行动直接指向盟军部队、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和德国“失败主义

者”,但主要的受害者是后两个群体的成员。根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瓦格

纳的最新研究，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杀害了数百

名德国平民。213同一时期，遭到杀害的犹太人及东欧强制劳工数量高达25万

人。214对于1945年3月和4月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遭到屠杀的匈牙利犹太

劳工，历史学家做了特别深入的研究。施蒂里亚当地的“人民冲锋队”奉

召监督这些“死亡行军”,从艾森埃尔茨调来的、由150名“可靠的”冲锋队

队员组成的一个“政治连”得到命令，“杀死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这些冲锋

队队员仅在1945年4月7日就射杀了150—200人。21?事实证明，战争最后几个

月匆忙拼凑的一些纳粹“自由军团”对德国平民造成的威胁比对盟军士兵

还大。绍尔兰自由军团的一个特别“杀人小组”由冲锋队弗里德里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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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冲锋队领导人不仅发出鼓舞士气的口号，
而且还参加了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实际训练。这张照片描绘了冲锋队最后一任
参谋长威廉·舍普曼(最右)和国家劳役团的劳工总负责人威廉·德克尔(左二),他
们正在视察国家劳役团为在“统帅堂”登记的年轻志愿者设立的训练部门。

格尔指挥，搜捕逃兵和持异议者并杀死至少5人：两名所谓的逃兵、一名男

性平民、一名女性平民和一名矿长，最后一位受害者的罪名是：在锡根附

近的维德瑙，他管理的矿坑顶上插着白旗。2161945年4月，德国西南部称为

“阿道夫·希特勒冲锋队自由军团”的一个小组被派到慕尼黑，镇压一次

反纳粹运动。还有一支冲锋队特遣队在巴伐利亚行动，由冲锋队旅队长汉

斯·措贝尔莱恩指挥，这位作家和狂热的纳粹主义者率领手下，于1945年4

月28日和29日在工人阶级小镇彭茨贝格(慕尼黑以南50公里)杀害了10名

平民，为了和平地向美军投降，当地行政长官已经被迫辞职。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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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大部分地方，“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标语一夜之间就换成了

“尽可能保护自己!”。当地方媒体传播盟军部队抵达该地区的消息，纳粹

地方当局通常隐藏起来，普通民族社会主义者清理标记、旗帜和纳粹党的

徽章。施利尔湖区民众于1945年5月5日袭击了最后留存下来的冲锋队总部，

根据该镇牧师的证词，他们“野蛮而疯狂”地销毁或者偷走了2000件冲锋队

外套、多部收音机、衣服和家具，这些东西都是“最高质量的”。劫掠者甚

至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起自杀的一名“纳粹分子”和一名妇女，但没有人

试图安葬他们。28这段时间，《我的奋斗》从德国的书架上消失了，和其他

纳粹纪念物一起被藏了起来，直到儿孙们清理父辈和祖父辈的房间时(有些

情况相隔了几十年)才发现。显眼的纳粹意识形态标志(如冲锋队的褐衫)

通常不在这些迟来的“发现”之列。一位来自赫克斯特市的证人回忆，1945

年4月，人们发现数十件冲锋队制服漂浮在附近的威悉河上。21?在很多情况

下，丢弃的不仅仅是衣服，连原主人的纳粹身份似乎也被洗掉了。正如本书

最后几章将要分析的，原冲锋队队员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

程——从许多方面上看，也是最为模糊不清并长期延续的过程。

日常的狂热

1939—1945年，纳粹主义“民族共同体”计划的特性出现了变化。

1941年之前，由于最初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纳粹政权在确保战争机器需求

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关注“大后方”德国人的物资充足和士气。但是，随

着德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霸权的日益削弱，该政权的专制特性明显增强。

此时，民族共同体被想象为一个注定要英勇地参加规模为史无前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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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战”的群体。220与此种总体发展相符的是，在这些战役进行的地区，

冲锋队“贪婪机构”的重要性增强了。1939—1942年，战役的重点主要是

兼并地区和占领区，新冲锋队单位的组建为德国人和德意志族提供了门槛

很低的机会，以证明其对政权的忠诚。从1942年起，这些地区越来越不稳

定，冲锋队单位也成为了德国人维持公共秩序举措的一部分。

当战线不断逼近并最终越过旧帝国边境时，纳粹政权企图在德国心脏

地区重复占领区的经验。可是，那一代德国人此时已经30岁左右了，曾经

为纳粹崛起和巩固政权做出决定性贡献的人都已经在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

服役。纳粹政权被迫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组织民防、维持统治。尚未

被征调的冲锋队领导人(许多是“老战士”)自然成了组织最后防线的人

选，但是194—1945年冲锋队最高指挥部动员和训练队员的能力已严重受

损。即便如此，地方冲锋队领导人拥有意识形态狂热和战斗精神，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了战争最后阶段该组织能力上的不足。避免纳粹政权从内部崩

溃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个别冲锋队队员在农村和城镇里的纪律处分权，而不

是整个组织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地方上的积极分子仍然有能力动员和

威胁厌战的民众。背水一战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再次诉诸极端暴力。“地方

清算团体”杀害有意将权力移交给盟军的文官，以及“死亡营”里的原集

中营囚犯。22事实证明，冲锋队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训练都有着致命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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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冲锋队外交官与东南欧的大屠杀

控制是对我们统治下的人们的服务：在我们的领导可以想象

的范围中，有什么权力大过对民族间根本生活问题以及德国千年

历史考验的成就的这种态度?

——一位冲锋队分队长对德国东欧“使命”的总结，1941年7月

1941年7月20日晚上，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坐

在柏林市中心著名的凯撒霍夫酒店房间里，思索着当天发生的事件。2他刚

刚从家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贝克勒曾任该市的警察局长)抵达柏林，短

暂停留后将前往索菲亚。三天之前，贝克勒被任命为新任德国驻保加利亚

公使，任期三年。贝克勒乘坐的火车当天停在马格德堡中心车站时，他听

到了前往东线的国防军士兵们的谈话，与这些人不同，39岁的他对战争充

满乐观情绪。他在酒店信纸上写道：“真正令人烦恼的是，大部分人都没有

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多么重要，这是一个人们以令人吃惊的愉快方式

确保民族未来的时代。”然而，他的心情很复杂。他觉得疲劳，需要改变：

“没有一位战士能应付这么高的强度!”3

贝克勒是五位从1940年起成为德意志帝国驻西南欧大使的冲锋队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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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按照较早的德国地缘政治规划，纳粹政权认为这一地区是“补充空

间”,将为大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努力提供自然资源、食品和人力。从军事角

度看，与该地区国家紧密结盟、避免在另一条战线上开战是明智之举。4除

了贝克勒之外，还有其他几个人被选中，代表德国在这个经济与政治接近

的“非正式帝国”中的利益：曼弗雷德·冯·基林格、汉斯·埃拉德·卢

丁、齐格弗里德·卡舍和迪特里希·冯·雅戈。卢丁原是冲锋队西南地区

总队的领导人，于1940年12月被派到斯洛伐克的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

发。与此同时，冯·基林格被派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他此前曾负

责外交部的招募部门，并作为卢丁的前任在布拉迪斯拉发服务了几个月。

两人均于1941年1月报到。几个月之后，经过8周的“试用期”,原冲锋队殖

民专家卡舍被任命为公使，入主克罗地亚阿格拉姆/萨格勒布新建的德国

大使馆。最后，原柏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领袖迪特里希·冯·雅戈于1941

年接任德国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大使，大约同一时候，贝克勒赴保加

利亚履新。?

本章旨在解释，这五名冲锋队将领为何在这个特定历史时刻就任德国

驻东南欧公使，以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展现了冲锋队特有的外交风格。我

们将特别严格地审视他们在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历史学

家对这五个国家的大屠杀研究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那些具有冲锋队背

景的德国外交官所起的作用却几乎未被触及。下文的分析将阐明，每个冲

锋队外交官都积极参与德国对其东南欧盟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我还将讨

论，幸存下来的家人恢复公众对这些外交官记忆的尝试为何遭到失败，并

解释冲锋队外交官为何能在1945年后外交部的“记忆政治”中保有特殊的

地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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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里的冲锋队队员

从冲锋队进入外交生涯的五名将领都是功勋卓著的“老战士”。1934年

夏季的“长刀之夜”在这些冲锋队将领心上留下了伤痕——冯·基林格、

卡舍、贝克勒和卢丁都是侥幸逃过一死——但是向纳粹党和希特勒保证了

他们的忠诚，希特勒希望他们在三条战线上维护自己的利益：排除外交部

中经过职业训练的外交官们可能带来的阻力，“元首”对这些人怀有疑虑

(总体上毫无必要);压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对国

防军来说，军事需要最终要比意识形态立场更重要；控制党卫队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7然而，任命冲锋队外交官并非没有风险。尽管他们都坚持民

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缺乏相应的外交训练。他们在外交部中成为了

一个独特的群体，支持他们的只有少数冲锋队同僚和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

者，如1943年失宠之前的“外交部全能之神”、副部长马丁·路德。至少有

一些职业外交官对来自冲锋队的同事持怀疑态度，这在贝克勒的一则日记

中显露无遗。他抵达索菲亚之后几天，一名助手告诉他，柏林外交部的许

多官员对冲锋队新任外交官大肆批评，认为他们是“野蛮的集中营官员”,

手里掌握着“个人集中营”。9

与这种看法正相反，贝克勒曾在20世纪20年代学习经济学、哲学和法

律，自认为是一名具有文化兴趣和品位的政治领袖。°他将在索菲亚的业余

时间用于铜版雕刻以及短篇小说和诗歌创作。"他唯一出版的作品叙述了

20世纪20年代在南美的冒险经历，所用笔名很有启发：Edelmann——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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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人”。这个笔名肯定也会令贝克勒于1935年迎娶的女人感到高兴，

她就是女演员西尔克·埃德尔曼。2与只想取得崇高社会地位的贝克勒不

同，冯·雅戈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并怀着敬意将家族价值观与纳粹意识

形态融为一体。二战开始时，他在一封信中提醒5岁的儿子牢记这个家族

“光荣、忠诚、骑士精神和英勇的传统”,同时要求儿子不能成为“道德上

的懦夫”,至死坚信“民族社会主义思想”。13

东南欧的这一组冲锋队外交官以比其他人年长许多的曼弗雷

德·冯·基林格为首，他是原海军中尉、“自由军团”领导人，以及极右翼

准军事组织“维京联盟”领导成员，该组织曾于1921年参与了谋杀曾任德

国财政部部长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的行动。冯·基林格于1928年加入

冲锋队，1933年5月任萨克森州总理，1937—1939年任德国驻旧金山领事。

1939年和1940年，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两次派他游历巴尔

干半岛，收集德国机构及组织(如大使馆、帝国保安部——党卫队安全部

门等)活动的有关信息。1?因此，1940年7月被任命为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

时，冯·基林格已经是东南欧的“专家”了。1?

这五位在该地区活动的冲锋队外交官从参加20世纪20年代的准军事活

动起就相互熟识，后来又多次在纳粹党集会、冲锋队会议及培训课程中相

遇。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老男孩联谊网”,冲锋队“激战年代”的共同

过去以及对二战后德国统治欧洲“光明未来”的想象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

起。6他们的信件和个人文件表明，他们对“冲锋队同志”的信任胜过了在

外交领域受过专业训练的同事。这些纽带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的家人一

起度假，这种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1945年之后。1?至少在任期的开始阶段，

贝克勒和卡舍——他们的个人文件得以保存——急于了解同事们的看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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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18他们似乎都理解，自己的新职务虽然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进步，但

只是暂时的。

然而，这些人对新任务的满意度大相径庭。1941年10月4日，贝克勒写

道，卡舍最近告诉他，关于自己(卡舍)将被派往莫斯科的流言是真的。19根

据贝克勒的说法，这一安排是党内摩擦的结果：最近就任东部占领区部长

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迫切要求这么做，令冯·里宾特洛甫十分反感。20

虽然卡舍——我们已经知道，他对东欧殖民化和“德国化”保持着浓厚的

兴趣——似乎很喜欢在克罗地亚的新职务，但他的大部分同事都不太适应

充满代表性任务和社交聚会的生活。迪特里希·冯·雅戈对被召到外交部

门“深感不快”,很显然，当“同志”们正在前线作战，自己却在出席会议

和典礼，这令他抱怨不已。21有流言称，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汉斯·卢丁

在休假时加入东线的德国军队，但这一说法无法验证，似乎不太可能是真

实的。"

幕后的斗争

在战争的头几年，这些来自“决不妥协的一代”、赞美坚强德意志战士

理想并坚信身体暴力与言辞力量的人就被任命为外交官，对个中原因有多

种推测。23现存的文件表明，这些任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但对这一决策

的关键人物和总体策略没有详述。将冲锋队高级将领提升到大使职位的原

因之一当然是抵消日益强大的党卫队及帝国保安部的影响。党卫队总部负

责人戈特洛布·贝格尔于1941年4月17日写给希姆莱的信中抱怨，外交部

内部进行着一场名副其实的“反党卫队之战”,并确定副部长路德是主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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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贝格尔声称，路德单单任命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到东南欧任职，试图

“证明他对党的忠诚”并“确保自己得到冲锋队的强力保护，从而拉拢国

防军”。24贝格尔还称，根据“可靠来源”的消息，冯·雅戈准备到布达佩

斯赴任，卡舍前往阿格拉姆/萨格勒布，贝克勒前往索菲亚。事实证明这

些预测都是正确的。唯一的例外是从1939年起任外交部文化司司长的弗里

茨·冯·特瓦多夫斯基，他原定前往贝尔格莱德，但最后却于1943年成为

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25

9天以后(1941年4月26日),贝格尔给希姆莱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包含

了关于冲锋队将领任命的更多情况。贝格尔报告，希特勒最近和冲锋队参

谋长卢策商讨了一个多小时，此后卢策和冯·里宾特洛甫发表了90分钟的

讲话。26会谈期间，卢策据说向冯·里宾特洛甫提供了最好的人手，向他保

证一旦任命下达，冲锋队领导层将放弃对外交部的一切直接干预。2?从卢策

的角度，这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引领冲锋队重回战时政治前列的举措，

这是走了“后门”。卢策的动机是重申冲锋队领导人在东欧殖民化和“德国

化”上的重要作用，与希姆莱的党卫队抗衡。28冲锋队插手“他的”事务惹

恼了党卫队帝国领袖。1943年初，他在提到卡舍的名字时大发脾气，将其

斥为自己意欲“粉碎”的“帝国敌人”。29

这些文件还表明，任命冲锋队将领为外交官必须放在二战期间德国外

交政策激进化，以及实施所谓“东部总体规划”的背景之下观察。希特

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威廉·特尔于1941年7月16日在“元首”总

部开会，这次会议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洞察这些任命的政治动机以及所包

含的问题。30希特勒解释道，对东欧的处理方法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切割这

块巨大的蛋糕，以便首先控制它；其次，管理它；最后，开发它”。3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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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领土应该并入德国、谁管理国防军暂时占领的地区，都制订了详细的

计划。罗森贝格支持卢策任命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为“帝国专员”或行政长官

的思路。除了上面提到的名字之外，与会者讨论了以下安排的可能性：威

廉·舍普曼前往基辅；阿尔诺·曼泰、海因里希·本内克和卡尔·西格蒙

德·里茨曼前往爱沙尼亚；奥托-海因里希·德雷克斯勒赴拉脱维亚。32而

且，罗森贝格告诉希特勒，他已经接到冯·里宾特洛甫的来信，要求外交

部积极参与讨论中的领土上的工作。不过，罗森贝格有不同的看法，认为

“新占领区的内部组织与外交部无关”。根据会议记录，希特勒“绝对”同

意这一观点，也没有对任用冲锋队领导人担任外交官发表任何反对意见。33

1941年，布达佩斯的奥托博士撰写了一篇短文并寄到冲锋队最高指挥

部发表，其中包含了有关冲锋队将领被任命为外交官的进一步信息。这篇

文章题为“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和外交官”,首先将最近冲锋队将领任职外

交部门的举措称作19世纪下半叶奥托·冯·俾斯麦开始采用的一项政策的

最后一步。奥托博士认为，基于“各民族的真正民族社会主义者”相互尊

重对方“民族社会主义者身份”这一假设，冲锋队将领出任外交官是典型

变革的明确迹象。从现在开始，外交官不再按照国家利益行事，而是努力

增进各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在有许多德国盟友的东南欧，已经开始了一

项进程，西方的模板将被“对生活的现实理解”所代替，根据这一思想，

人民的合法权益将比领土和国家主权的法律声索更为重要：“内阁所采用的

反动、狡猾外交手段将被消灭。人民和他们委派的政治战士将实行清晰、

诚实和宽容的外交政策，作为俾斯麦遗产的忠实代理人，服务于各国人民

与欧洲命运的关键需求。”3?东南欧各国政府将这一推论视为承诺还是威胁

很难确定。柏林外交部对后者十分担忧，阻止了这篇文章的发表，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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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管它的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但公开讨论其中提出的论点“暂时”不

符合德国的利益，尤其是意大利盟友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受欢迎的后果。35

驻东南欧冲锋队外交官的角色就在这种环境下开始形成。不能将他们

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公使，而是指定的德国行政长官或者未来的“帝国专

员”,只是因为外交考虑暂时利用大使的正式身份。6希特勒明确表示，虽然

目前最好是营造一种仅仅临时行使托管权的印象，但德国“绝不会撤出”

东欧占领区。37在这个背景下，贝克勒、卢丁、冯·基林格和冯·雅戈的

简历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密切注意：他们都曾在第三帝国警察部队中担任要

职。贝克勒曾在1933年9月到1939年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警察局长，1939年

秋季德国占领波兰罗兹之后任该市临时警察负责人；卢丁是1933年2月和3

月卡尔斯鲁厄的代理警察局长；冯·基林格和冯·雅戈分别是萨克森州和

符腾堡州的“帝国专员”。38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们都曾通过威胁和监禁纳

粹党的政治对手，为第三帝国的建立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他们还共谋监

禁和杀害所谓的第三帝国“敌人”,并掩盖这些罪行。3

换言之，这些冲锋队将领可能不是现有最好的外交官，但他们是经验

丰富、意识形态忠诚的激进分子，惯于将暴力作为政治与个人手段。他们

的高光时刻尚未到来，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预计

将统治东南欧的大片土地，帮助确立德国在巴尔干半岛和斯洛伐克、匈牙

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的霸权。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持续，他们的主

要任务是与现存政府密切协作，推进希特勒的计划，确保国防军的需求不

会优先于纳粹政权的长期政治目标。

虽然这些冲锋队外交官在日常政治活动中影响力有限，但一些例外值

得注意。关于他们的影响力，最突出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例子是为屠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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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助力。尽管党卫队、帝国保安部、警察和国防军部队组织了对犹太

人的放逐和屠杀(往往与地方力量合作),但冲锋队外交官通过胁迫当地政

府与柏林合作，积极支持大屠杀。按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些公使是“经验

丰富的专家”,他希望他们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其辖区有效处理“犹太人

问题”的努力。40不过，这些人的“成就”因所在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差别巨

大。下一小节旨在阐述这些冲锋队外交官在东南欧犹太人大屠杀中发挥的

作用，关于该地区欧洲犹太人屠杀问题有许多优秀、详细的文献，但常常

忽略这一主题。4

组织斯洛伐克大屠杀

斯洛伐克的任务相对简单，冯·基林格在1940年下半年出任驻该国公

使，1941年1月起由卢丁接任。虽然最近的研究认为，1939年3月14日宣布

脱离捷克独立之后，斯洛伐克追求一种比之前所称更加独立于第三帝国的

政策，42必须强调的是，新成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与德国有着极其紧密的联

系，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依赖于后者。然而，另一点也非常重要：冯·基

林格的任命下达之前，斯洛伐克就已经实施了从政治、经济和法律上边缘

化其犹太人口的法律。43因此，两位公使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这些“本国制造

的反犹太政策”,为纳粹政权的终极目标牟利。4?对于1941年和1942年参与两

国高层会谈的人来说，这一目标显然是臭名昭著的“最终解决方案”—

杀害所有欧洲犹太人。45

要理解卢丁在布拉迪斯拉发扮演的角色，就需要了解斯洛伐克关于

“犹太人问题”政策的一些背景信息，尤其是因为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与斯

320



第9章 冲锋队外交官与东南欧的大屠杀

洛伐克政府紧密合作。直到相对晚的时候(1942年夏季起),斯洛伐克政

府才远离纳粹屠杀该国全体犹太人的企图，但到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犹太

人都已经遭到放逐和杀害，他们的财产被国家没收或被洗劫。原斯洛伐克

国家元首、天主教教士转变而来的政治家约瑟夫·季索在战后为自己辩护

道，斯洛伐克政府1938年秋季“试图解决犹太人问题”,以避免德国的占

领。46与该国外交部长沃伊捷赫·图卡、内政部长兼赫林卡卫队领袖亚历山

大·马赫监禁和流放数千名(男性)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极端法西斯行径截

然不同的是，季索声称支持更为“保守”的解决方案，减小犹太人对斯洛

伐克经济的影响(缩小到整体经济的4与其人口比例相符),而不是将其

完全逐出公共生活。471939年2月，斯洛伐克政府颁布以非斯洛伐克籍犹太

人为目标的反犹太法规之后，季索向一名犹太电信机构记者保证，斯洛伐

克政府支持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48

然而，随着战争开始，移民不再是个可行的选择，法律上对斯洛伐克

犹太人的排斥和驱逐以及对其财产的掠夺愈演愈烈，季索政府在许多情况

下纵容甚至鼓励这种做法，与德奥合并之后发生的情况类似：犹太人的私

有财产、银行账户和企业受到严格监管或者被课以重税。1940年8月中央经

济办公室(CEO)成立之后，犹太企业日益“斯洛伐克化”,到1941年底，

84??犹太企业遭到清算。犹太人被迫从1941年9月22日起佩戴“大卫星”,

迅速陷入贫困。49这一政治边缘化和社会排斥进程导致对犹太人的各种攻

击，从勒索、洗劫到殴打甚至直接杀害。1940年的一次此类事件中，多名

犹太老人被迫离开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养老院，被运送到原帕特罗布卡弹

药工厂的营房中活埋，施暴者后来还纵火焚毁了那里。5

1941年，卢丁与斯洛伐克政府高级代表(尤其是季索与图卡)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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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会谈变得密集。12月4日，卢丁最终向柏林报告，斯洛伐克政府“原

则上同意将斯洛伐克籍犹太人从帝国内部驱逐到东部隔都”。51942年1月20

日，臭名昭著的“万塞会议”①在柏林召开，此后不久，对斯洛伐克犹太人

的袭击和驱逐行动开始了。1942年2月底，斯洛伐克政府同意——但协议的

细节仍不完全明确——开始将其犹太人口驱逐到波兰德占区，据称他们将

在那里成为强制劳工。这些驱逐行动部分由赫林卡卫队与喀尔巴阡德意志

族人志愿自卫队(FS,后称党卫队志愿兵团)协作监督。2斯洛伐克政府同

意为每个犹太人向德意志帝国支付5000克朗(500马克)的“职业再培训”

费用，作为回报，德国让斯洛伐克自由掠夺犹太人的财产。3德国与斯洛伐

克的联手正如卢丁1942年4月所言：“德国并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斯洛伐克政

府就同意从该国驱逐所有犹太人。尽管斯洛伐克主教加以干预，总统仍然

私下同意了驱逐行动。”54

1942年4月—10月，至少有5800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被驱逐，其中大部

分在波兰德占区因为虐待、饥饿、劳累过度或者直接处决而身亡，多数葬

身于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马伊达内克死亡营。”与战后的证词正相反，

卢丁既没有批评这些驱逐行动，对其最终目的也并非一无所知。1942年6月

26日，他向柏林报告，虽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行动”已经“走到了

尽头”,但他建议“百分之百地解决犹太人问题”。56面对梵蒂冈的抗议以及

斯洛伐克民众日益升高的不安情绪，季索于1942年底最终停止流放行动。

①又称万湖会议，纳粹德国官员在柏林万湖区一座别墅开会，讨论落实对犹
太人的大屠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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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流放者将被“煮成肥皂”的流言已经传遍斯洛伐克全境。”第二波驱

逐行动直到1944年9月德国占领斯洛伐克之后才开始，这一次组织和实施者

是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阿洛伊斯·布伦纳，他在人称“犹太顾问”的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调到匈牙利德占区后接手。58

卢丁参与了1944年的驱逐行动，这从他在外交部的人事档案中可以明显看

出。外交部发出的一封电报提到，卢丁与党卫队旅队长埃德蒙·维森迈尔

(从3月起任驻匈牙利全权代表)安排于7月底或8月初在布达佩斯会晤，正

式“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处理”。°按照目前的估计，从斯洛伐克驱逐的犹太人

总数至少为7万人，被杀害者估计为65000人(如果包括斯洛伐克占据的匈

牙利领土，则为11万人)。6

德国官员和斯洛伐克政府之间的重要“连接环节”之一是绰号“斯洛

伐克亨莱因”的工程师、记者和政治家弗朗茨·卡尔马森，他是喀尔巴阡

德意志人党的创立者及领袖，从1935年起还兼任斯洛伐克地区政府的德国

事务部长。6220世纪40年代初，卡尔马森自称“斯洛伐克德意志族人领袖”。

他还是志愿自卫队(FS)的指挥官，该组织是苏台德德意志族人自由军团

斯洛伐克分支的继承者，后者为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参见第6章)做

出了很大贡献。FS效仿德国冲锋队及党卫队，只因为斯洛伐克的独立国家

地位才没有正式加入冲锋队，这一点与“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及

梅梅尔地区的同类组织相同。不过，在宣传书籍《苏台德冲锋队在波兰》

中，这两个词语几乎是互换使用的，他们的行动纲领也相同。63卡尔马森

于1939年5月17日晋升名誉冲锋队区队长，1941年1月30日晋升冲锋队旅队

长，1944年11月9日又升任地区总队长。?简言之，在一个冲锋队由于政治

原因只能以FS形式存在的轴心国中，他成了一名名誉冲锋队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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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方面，维斯利策尼、布伦纳和卡尔马森是敦促季索对犹太人采

取更极端措施的核心人物。不过，正如卡尔马森1942年7月29日写给希姆

莱的信所阐明的，他们鼓励的恐怖行动也针对某些德意志族人。在这封信

中，卡尔马森感谢希姆莱“再一次慷慨地提供帮助，允许我们迁移反社会

分子”。这种“帮助”指的是驱逐将近700名德意志族人——卡尔马森称其

为“酒鬼”和“蠢货”——到邻近的奥地利(此时被称为大德意志帝国的

奥斯特马克地区)。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这些流放者大部分被施以“安

乐死”。据卡尔马森说，喀尔巴阡德意志人将这一举措赞为宝贵的“社会救

济，德国大使馆也强烈支持”。身为公使的卢丁与卡尔马森关系亲密，根据

后者战后的证词，“两人讨论了所有相关政治问题”。他们似乎确定了某种职

责划分：卡尔马森与党卫队保持一致，对斯洛伐克政府内部的领导人物施

加压力，而卢丁的任务是从外交层面上敦促季索服从希特勒的要求。6卢丁

1942年5月1日给斯洛伐克内政部的一份照会明确地向斯洛伐克政府保证，

德意志帝国原则上将不会遣返目前为止驱逐到德占区的斯洛伐克犹太人。68

此时，双方都已经确知上述声明的实际意义。卡尔马森的司机曾于1942年7

月随同老板访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战后坦言：“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

的人们都会被杀。”69

同一模式的各种花样

冲锋队外交官与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协商

在许多方面上都类似于斯洛伐克，但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别。对这些谈判产

生最长久影响的是德国驻克罗地亚独立国(NDH)公使齐格弗里德·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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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怀有同情的希特勒支持下，这位德国驻萨格

勒布大使在1941—1945年的克罗地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影响乌

斯塔沙政权使其与德国战争目标达成一致，而且加速了克罗地亚犹太人的

监禁、流放和处决。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布称卡舍是一个“在困难局势

中有效捍卫德国利益的人”。70卡舍与乌斯塔沙政权领导人物保持着亲密的个

人关系，并始终坚定支持克罗地亚自治，事实证明，1942—1944年间这一

立场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最终帮助他赢得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萨格勒布

德国外交官中的堂吉诃德”。7

乌斯塔沙政权确立之后，立即推出反犹太法律，开始了一项拘禁犹太

人的计划。由于这些拘留营的条件十分恶劣，超过半数的克罗地亚犹太人

在NDH成立后的12个月里死去，避免了德国大使或者党卫队“犹太专家”

的干预。"2对克罗地亚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是一项更大规模的再安置与种族

清洗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主要针对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但也延

伸到人数少得多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在1941年6月4日与德国驻萨格勒布

大使馆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德国与克罗地亚当局讨论了这一政策框架，此

时卡舍刚到这里不到三个月。74将犹太人驱逐到克罗地亚集中营的行动多数

在当年秋季进行，克罗地亚当局此时已经正式提出请求，后续将该国犹太

人流放到德意志帝国。7但是，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反对这一解决方

案，原因是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实际细节尚未完全确定，或者说，

由于克罗地亚集中营死亡率如此之高，他们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实施代价高

昂的驱逐行动。6

1942年，意大利公开为逃往莫斯塔和杜布罗夫尼克的4000—5000名犹

太人提供保护，局面出现了变化。”作为反应，卡舍与党卫队和柏林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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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齐格弗里德·卡舍(右，身着制服)以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的身
份，成为德国驻克罗地亚公使，在今天的萨格勒布(德称阿格拉姆)机场与克
罗地亚将军伊万·佩尔切维奇(左，身着便服)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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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合作，不顾可能与意大利发生的冲突，推进克罗地亚全境犹太人的驱

逐行动。1942年8月—1943年5月，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联合将数千名克罗

地亚犹太人流放到奥斯维辛。781942年10月，克罗地亚同意为每位被驱逐的

犹太人向德国支付30马克，这比斯洛伐克的价格便宜得多。当地政府至少

将部分资金转给了犹太社区，但同时从对其财物的洗劫中获益。7随着意大

利在1943年9月宣布投降，之前受到保护的克罗地亚犹太人也被包含在驱逐

行动中。1944年4月，卡舍通知外交部，克罗地亚已经完全“清除”了犹太

人，只有少数例外。80据目前的估计，有3万名克罗地亚犹太人成为大屠杀

的受害者，其中半数在亚塞诺瓦茨、其他营地或者当场被杀，另一半死于

奥斯维辛。81

与卢丁及卡舍对所在国家的影响不同，贝克勒和冯·基林格对保加利

亚及罗马尼亚政治的影响较为有限。冯·基林格于1941年1月24日抵达布加

勒斯特，希特勒向他下达了清晰的指令，避免第三帝国与扬·安东内斯库

元帅的政权之间关系进一步紧张。82几天之前，安东内斯库强力镇压了试

图颠覆政府的反犹太军团运动(称为“铁卫团”)。因为“铁卫团”成员得

到了党卫队和帝国保安部的支持，新大使从一开始就遭到怀疑和提防。83

冯·基林格在后续几年里都未能充分了解罗马尼亚的复杂政治框架，他的

罗马尼亚对手和德国外交部都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从个人角度，冯·基

林格也从不喜欢新的周边环境，他公开称罗马尼亚是个“破烂国家”,1941

年10月，他抱怨道，罗马尼亚首都在自己眼中是“绝对的屠宰场”,最好放

火将其烧毁。84他宁愿逃到首都以北150公里的喀尔巴阡山，花上几天甚至

几周时间穿行山林，带上步枪和一瓶白兰地捕猎棕熊。8不过，至少就大屠

杀而言，更为合格的外交官能否满足德国人的更多需求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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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邻的德国东欧盟友一样，在罗马尼亚处理“犹太人问题”是一件复杂

的事情，涉及外交、内政、经济、道德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因素——战争

进程。

冯·基林格在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年还比较顺利——至少从他的角度来

看是如此。他不熟悉外交惯例，也不愿意全盘接受，表面上也接受安东内

斯库的意见，直到1944年8月，米哈伊国王解除元帅的职务，罗马尼亚新

政府倒戈支持盟国。86冯·基林格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犹太人问题”。1940

年6月——正式被任命为公使的前几个月——冯·基林格第一次访问罗马

尼亚，会见了当时的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头子米哈伊尔·莫卢佐夫。两人讨

论了“犹太人问题”,冯·基林格建议莫卢佐夫邀请合格的德国专家到罗马

尼亚，与该国领袖商讨具体事宜。87半年以后，1941年4月，希姆莱所辖帝

国中央安全局的法律专家、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古斯塔夫·里希特抵

达布加勒斯特。此后几年，里希特正式以“布加勒斯特公使馆犹太事务顾

问”的身份活动。与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一样，里希特与一位“犹太事务

政府全权代表”谈判，罗马尼亚方面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拉杜·莱卡。88从

冯·基林格递交柏林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定期告知这些谈判的进展。1941

年11月13日，他写信给德国外交部称，罗马尼亚已经同意驱逐生活在德国

或者德占区、拥有罗马尼亚公民身份的犹太人。89

最初，罗马尼亚政府也愿意牺牲“非罗马尼亚籍”犹太人，这些人生

活在刚成为该国一部分的地区。1940年6月，罗马尼亚吞并了北布科维纳地

区，一年以后的1941年7月，又在德国军队支持下从苏联手中重夺比萨拉比

亚。罗马尼亚当局将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视为向苏联出卖罗马尼亚

利益的叛国者。9以创建种族一致的“大罗马尼亚”为目标，罗马尼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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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正规部队及当地民兵杀害这些地区的犹太人，或者将其驱逐到乌克兰

南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小块地带(称为特兰斯尼斯特利亚)。1941年夏季到

1944年3月间，有13万—1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该地区，他们大部分死于集

体枪杀、疾病(如斑疹伤寒)或者饥饿。'到1943年12月，这些犹太人中只

有5万人仍然存活。二战期间，在罗马尼亚和特兰斯尼斯特利亚遭到杀害的

犹太人总数估计为25万—41万人。92

1942年，德国当局敦促罗马尼亚政府同意扩大驱逐该国犹太人的计

划，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1942年8月28日，冯·基林格通知德国外交部，

尚未达成任何确切协议，9此后几个月情况也没有改变。安东内斯库明显在

拖延时间，他继续会谈，并向德国人保证赞同其立场，但没有为全面实施

大屠杀采取多少具体的步骤。9?当1942—1943年安东内斯库政权企图将特兰

斯尼斯特利亚剩余的8万犹太人“出卖”给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德国外交部

要求冯·基林格干预，因为这些计划“代表着某种局部解决方案，这在德

国政府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根本路线框架内是不可接受的”95——简言之，

这不符合“最终解决方案”96。然而，安东内斯库在1942年秋季已经决定

“不按照罗森贝格博士的信条为德国人实施反犹太改革⋯⋯我们必须实施

创造性而非煽动性的反犹太改革”。”由于罗马尼亚对德国战争努力的战略重

要性，对安东内斯库政权施加更大压力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冯·基林格

要求进一步驱逐行动的努力最终于1943年中停止。98

与罗马尼亚的冯·基林格一样，驻保加利亚公使贝克勒尽管在外交使

命开始时将自己描绘成一名强人，但试图全面消灭犹太人时仍只取得了有

限的“成功”。他在日记里坦承，得到任命时的任务是“终结保加利亚的独

立国家地位”。9在1941年7月26日的一次私下会晤中，这位“强硬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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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使”敦促保加利亚国王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保加利亚的塞尔维亚游击

队。贝克勒声称，应该“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些“流寇”。00几周以后，德

国公使要求对游击队攻击保加利亚的一支德国守备部队实施严厉报复——

具体地说，就是枪杀100名保加利亚犹太人。这种过分的要求在保加利亚当

局中引发普遍愤慨，遭到了拒绝。101

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全面实施，贝克勒的任务更加复杂，这是因为

二战开始之前，反犹太主义并不是保加利亚政治的重要元素。不过，在

1940—1942年，以首相博格丹·菲洛夫为首的保加利亚政府向德国做出让

步，换取领土以及与轴心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密切盟友关系。1021941年，

保加利亚推出了反犹太法律，包括强征男性犹太劳工，同时开始没收犹太

人的财产。103和半年前的斯洛伐克政府一样，保加利亚政府于1942年7月最

终同意驱逐德国和德占区的该国犹太人。1041942年秋季，德国外交部加强

了驱逐保加利亚国土上5万名犹太人的努力，这些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1??

1942年10月9日在柏林与副部长路德进行的为时三个小时的会谈中，贝克勒

得到了相关的指令。回到索菲亚之后，贝克勒与菲洛夫讨论了这个问题，

后者原则上同意德国人的倡议，但辩称保加利亚的建筑工作需要1万名犹太

强制劳工。他还通知贝克勒，他的政府认为德国人对驱逐行动的要价——

每名犹太人250马克——“太高了”。105

尽管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但在1942年底，德国人认为大规模驱逐行动

的基础已经具备。0因此，1943年1月，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党卫队一级突击

队中队长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抵达索菲亚，他带来了自己的上级、党卫队

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指令——驱逐尽可能多的保加利亚犹

太人。107丹内克尔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保加利亚允许在1942年3月2—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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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两个地区从1941年起成为保加利亚的一部分)驱逐

11343名犹太人，108但阻止了对保加利亚心脏地带犹太人的驱逐。10这一妥

协的原因有三。首先，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一样，从1942年起，犹太人

大屠杀的细节在保加利亚广为人知，震惊了该国政府并引发保加利亚民众

的抗议。其次，保加利亚政府正确地将1943年2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

败视为战争的转折点。因此，他们认为考虑其他选择、不在战争罪行记录

上采取妥协立场是明智的。第三个原因纯粹是经济上的：驱逐行动将使保

加利亚失去进一步盘剥和掠夺“他们的”犹太人的机会。

1943年4月到夏季之前，贝克勒和丹内克尔反复讨论进一步驱逐的最佳

时机。1但是在7月份，贝克勒意识到“目前坚持驱逐(保加利亚心脏地带

的犹太人)没有任何意义”。尽管如此，他希望在德国“明显”取得军事成

功时能够恢复驱逐行动，1944年初他仍认为这是现实的想法。"同年9月被

苏军俘虏并接受审问时，贝克勒以实现了对马其顿和色雷斯犹太人的驱逐

为傲。12他在利茨曼施塔特(原罗兹)时撰写的一份简短报告最能表现其极

端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报告中他以最为明显的偏向，对比了德国占领波兰

之后的重建工作和该市犹太人居住区的传统生活，对他来说，后者是“最

令人厌恶的东欧犹太人圈子中最肮脏的地方”。报告中充斥着各种反犹太主

义的陈词滥调。他厌恶“身披肮脏长袍”、留着长胡须的正统犹太教徒，以

及“无礼的”犹太女人，他沉迷于“犹太污垢”的想法中。13

贝克勒的日记现保存于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中，其中也透露了他的

自我意象和对外交使命的诠释。虽然他仍然觉得自己与冲锋队黑森地区总

队的部下紧密相连(1942年时非常不愿意交出指挥权),但作为指挥官，他

自视为“代表全部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人。11?贝克勒在保加利亚不太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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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即便在德意志族人中也是如此。他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孤独感，有些

时候揭示了中年危机的迹象。"想起德国冲锋队时，他变得多愁善感、思乡

心切，但他安慰自己：比起德国士兵和后方饱受盟军对德国城市轰炸之苦

的平民，他的日子好过多了。"不过，索菲亚城里盛传，当保加利亚首都第

一次遭到盟军轰炸时，贝克勒的妻子这样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也有

一些工作要做了。”7

我们最后要提到的，是德国驻匈牙利公使迪特里希·冯·雅戈扮演的

角色，但这并不说明他最不重要。冯·雅戈仅比冯·基林格小四岁，在

1941年6月底加入德国外交部之前，两人有着类似的职业经历。他以海军中

尉(后升任上尉)的职衔参加了一战，1919年加入海上埃尔哈特旅，参加

了1920年的卡普政变。大约同一时期，他加入纳粹党，1921—1923年担任

初创的符腾堡冲锋队督察。20年代末纳粹党复兴时，冯·雅戈重新加入，

在冲锋队里开始了一段春风得意的职业生涯，1934—1939年领导冲锋队柏

林-勃兰登堡地区总队。随着二战开始，他回到军队，在国防军中作战两年

后被任命为外交官。118

可是，与冯·基林格一样，冯·雅戈也难以达到新职务的要求。在接

受任命之前，匈牙利和该国政治对他来说是“未知领域”,对平民生活根深

蒂固的蔑视也无助于他的工作热情。"9作为公使，冯·雅戈的主要任务是为

武装党卫军招募匈牙利德意志族人，监视巴尔干军事局势，尤其是可能的

盟国入侵，以及处理“犹太问题”。120然而，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

早在1938年就推行反犹太立法，坚称上述最后一项任务纯属匈牙利内政。

与前面讨论过的其他国家不同，在“犹太人问题”上，冯·雅戈和德国外

交部最初对匈牙利施加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这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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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让匈牙利方面有更多的时间“准备”暂时搁置的“最终解决方案”。

121942年8月，匈牙利驻柏林大使就注意到，德国人已经向他言明，“犹太人

问题”必须立即解决。1943年秋季，随着党卫队旅队长埃德蒙·维森迈尔

首次正式访问匈牙利，德国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强，维森迈尔后来成为了驻

该国的全权代表。2与此同时，匈牙利犹太人被迫成为强制劳工，但尚未遭

到驱逐。123因此，1944年3月，匈牙利仍有762000名犹太人，仅在布达佩斯

就有15万人。24

从遗留的档案中，很难评估冯·雅戈在匈牙利实施德国“犹太政策”

中的作用。卢丁和卡舍的最明显特征是“有个人议事日程的外交官-政治

家”,与他们相比，冯·雅戈躲在幕后，更多的是观察家而不是外交家。

1942年10月17日，他通过匈牙利外交部长吉齐·耶诺向总理卡洛伊·米克

洛什传达了德国对“犹太人问题根本解决方案”的要求。'2?因此，他肯定知

道纳粹当局的终极目标，但他的政治报告中没有任何个人意见，无法确定

是否有为此“事业”献身的强烈意愿。无论如何，冯·雅戈于10月底和11

月中旬向外交部报告，他不认为匈牙利人会接受德国的要求。126第二年，外

交部和帝国中央安全局慢慢对冯·雅戈失去信心，确知他没有能力将德国

的意志强加于匈牙利，他们认为，德军与斯大林格勒遭受失败后，红军步

步进逼，匈牙利成为了越来越大的问题。

1944年3月19日，相对平静的局势彻底改变了，德军占领了匈牙利。由

于不再需要一位正式大使，冯·雅戈被解除了职务，维森迈尔接管他的工

作，成为大德意志帝国驻匈牙利全权代表。'27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新成

立的萨拉希政权在箭十字民兵支持和艾希曼及维森迈尔授意下，高效地强

制集中并驱逐了大部分余下的匈牙利犹太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128仅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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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到7月8日这段时间里，就有437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

营，其中大部分刚抵达就遭到杀害。原有的762000名匈牙利犹太人中，只

有255500人活到匈牙利法西斯政权倒台。129

1944年5月8日，冯·雅戈被正式召回柏林，6月1日，他前往外交部报

到但没有得到新职务。9月，他返回了适合自己的领域——军界，指挥上

西里西亚“人民冲锋队”的一个营。他的家人搬到瓦尔特大区格罗斯蒙兴

(今波兰克维尔茨附近的姆尼奇)的一所豪宅。1301945年1月，冯·雅戈和

他的部下用“铁拳”反坦克武器击毁了4辆苏联坦克，这一战绩为他赢得了

荣耀，1945年1月21日国防军报告中提及了此事。3然而，在这次行动中，

冯·雅戈的头部被爆炸坦克飞溅的碎片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德累斯

顿及莱比锡的医院中养伤数周之后，他于1945年3月最后一次与家人团聚。此

后不久，德国外交部派他作为信使前往意大利加尔达湖畔的法萨诺村，那里

是二战最后阶段意大利德国占领军的行政中心。132他这次旅行肩负的使命不

得而知。途中，冯·雅戈在梅拉诺投宿于德国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全权

代表鲁道夫·拉恩家中，1945年4月26日，他在抵达那里不久后自杀。133

冲锋队外交官产生的影响

总体上，几位冲锋队外交官1941年到1944年之间在东南欧的活动轨迹

惊人地相似。这些人的使命开始时，恰逢出使国“犹太人问题处理”激进

化，其高潮是1941年夏季做出的向“最终解决方案”迈进的决策。13?冲锋

队外交官不是这一政策的幕后推手，但他们往往秘密、独立地实施它。除

了犹太人大屠杀之外，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限，尤其是1943年以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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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们是外交领域的新手，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也不熟知所在地区的特

殊性。对他们是否适合复杂的使命存在普遍的怀疑，甚至在德国领导层中

也是如此。战后，鲁道夫·拉恩评论道，他一直认为，“让政治上十分天真

的冲锋队领导人穿上外交官的制服，相信外交政策可以用纳粹党那一套实

施”不是个好主意。135第一次听到卡舍奉命出使萨格勒布时，奥地利将军

埃德蒙·格莱泽·冯·霍斯特瑙辛辣地评论道：“他至少应该能在地图上找

到克罗地亚。”13但即便是身为这位德国公使死敌的冯·霍斯特瑙后来也承

认，卡舍“远强于”他最初的想象。137

经过对五名驻东南欧冲锋队外交官作用的比较分析，确实说明需要做

出客观的评价。138尽管他们都各有缺点，但最终的失败既源于其个人性格

特征，也同样源于他们不同寻常的地位。他们既不是具有广泛权力的帝国

专员，也不是习惯于与自治政府打交道的普通外交官。鉴于1941—1944年

东南欧政治局势的多变性，人们可能会对冲锋队外交官们(至少贝克勒和

卡舍)对所在地区特殊性进行的大量研究感到吃惊。身为资深的冲锋队队

员，这五名冲锋队外交官都支持所在国家的法西斯右翼准军事组织。31939

年秋季，冲锋队参谋长卢策首度以纳粹党官员身份访问了季索治下的斯洛

伐克，与卡尔马森一同前往安德烈·赫林卡(斯洛伐克法西斯民兵组织

“赫林卡卫队”的名称即来源于此人)的陵墓敬献花圈。140“赫林卡卫队”

和冲锋队都有强烈的反犹太主义信念，后来，卢丁在与斯洛伐克同行谈判

时，都会强调新斯洛伐克与褐衫军的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的“自然纽带”。但

是，正因为这种支持，他没有注意到斯洛伐克人民党内部日益增长的怀疑

及反德情绪，1943年，这一错误遭到了德国帝国保安部的严厉批评。对于

帝国保安部来说，此时的季索及其追随者正在玩弄两面手法。14冯·雅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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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也倡导与法西斯箭十字运动密切合作，但受到了德国外交部的约

束。因此，即便在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当中，他也得不到承认。142在巴尔

干地区，卡舍于1943年底更多地表达了对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信

心，而不是暴力镇压。他认为，极端措施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是合理的，但只

有通过尊重民族习惯及人民福利的合作政策，才能实现与乌斯塔沙及其他该

地区民主主义者的持久结盟。43最后，保加利亚首相博格丹·菲洛夫批评贝

克勒对该国“右翼极端分子过于友好”,是一个“极具局限性的人”。144

冲锋队外交官留任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容易得出结论，德国的东南欧

政策适得其反；至少，即便是最初支持德国进攻的民族主义圈子和组织都

因此而与之疏远。外交官们倡导一种替代政策：至少给予这些组织部分自

主权，希望这样的权力划分最终能加强德国与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

纽带。随着战争的进展，这种立场越来越显得天真，因为从1943年起，德

国外交政策日益受到对东南欧盟友经济及人力盘剥的驱使，并最终担忧自

己的生存。145由于卷入旨在将冯·里宾特洛甫赶下台的失败政变，马丁·路

德于1943年2月10被捕146,冲锋队失去了柏林的进一步支持。到1944年，他们

已经陷入了一场必败之战，完全无视该地区政治局面的根本变化。1944年10

月27日，一名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奥地利公务员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抱怨卢丁

在外交上的错误，信中以极端讽刺的口吻直击要害：“在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匈牙利事件之后——你们还有更多这样的‘专家'吗?”147

为名誉而战

到1944年秋季，德国外交实际上已经终止，冲锋队公使们“德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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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欧”的梦想也化为了泡影。1944年8月23日，冯·基林格和手下的使

馆人员实际上成了罗马尼亚人的俘虏，被囚禁在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大使馆

内。一周以后，1944年8月31日，苏联红军抵达罗马尼亚首都。9月2日，

德国外交官被转移到以罗马尼亚民族英雄“勇敢的米哈伊”名字命名的学

校。同日，冯·基林格先射杀了曾与其私通的女秘书黑尔佳·彼得森，然

后自杀。148如前所述，冯·雅戈于1945年4月26日在梅拉诺自杀，距离二战

结束仅有几天。三周以后，美军拘捕了卢丁，在巴伐利亚纳滕堡集中营关

押之后，于1946年10月5日将其移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卢丁在布拉迪

斯拉发面临审判，被判处死刑，于1947年12月3日被处决。149六个月之前，

1947年6月17日，卡舍被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法院宣判死刑，次日被绞死。

150只有贝克勒在战争刚结束时得以幸存，1944年9月底，他于保加利亚-土

耳其边境被苏联红军抓获，带到了莫斯科。?1955年，他被苏联释放，回

到西德，据说还接受了6000马克的损害赔偿。但是，1951年他的妻子自杀

的消息传来，与此同时，她所居住的原“雅利安化”别墅被成功索回，给

他回归的喜悦蒙上了阴影。有人试图追究他作为原警察局长参与20世纪30

年代迫害德国反对派人士的责任，不过没有取得成果，法兰克福检察院于

1957年结束了这一案件。此后，总检察官弗里茨·鲍尔试图以屠杀保加利

亚犹太人相关的罪名指控贝克勒。1959年9月，贝克勒遭到逮捕，但主审

直到1967年11月才开始。152由于他“健康状况不佳”,诉讼于1968年夏季结

束。1976年4月3日，贝克勒以自由之身死去。153

在战后的德国，这些冲锋队外交官的家人因其丈夫、兄弟或父亲卷入

犹太人大屠杀而备受折磨。1??玛尔特·卢丁大受好评的纪录片《我所知的

两三件事》以情感的共鸣和典范式的明晰手法，讲述了父亲的生与死给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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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家庭成员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S?汉斯·卢丁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在

德国西南部冲锋队成员中很受欢迎，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但也卷入了对数

万名犹太人的驱逐行动，而且他深知这些人注定将会被杀害。他的孩子们

竭力在历史证据和私人的回忆中寻找平衡，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1?恩

斯特·冯·萨洛蒙在1951年的畅销小说《问卷调查》中对卢丁的美化，深

深地影响着家人的回忆。冯·萨洛蒙于1945年在美军设于纳滕堡的战俘营

中首度遇见卢丁，后来赞颂他是“战俘营中最好的人”,是正派人的典范。

有一次，萨洛蒙甚至称他为“战俘营中的基督”—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

是认真的。157卢丁的遗孀和几位儿女很愿意采用萨洛蒙笔下的文学形象，

来描述丈夫和父亲的个性。玛尔特·卢丁称，萨洛蒙的小说是一本“道德

指南”和“安慰书”,使他们回忆起汉斯·卢丁时，将其当成一位道德上胜

人一筹的人，尽管以战犯身份接受审判并被处决，但他仍是民族的楷模和

殉道者。1?当有人日后问及父亲的个性时，迪特里希·冯·雅戈的儿子亨宁

援引了一些私信，以非常类似的语言描述他的父亲为“政治上的理想主义

者，对政治发展天真而相对有些顽固，但同时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原则指导

下的正派人，在战争末期，他当然也对纳粹政权的罪恶有所怀疑”。1?按照

这种说法，冯·雅戈在1945年自杀似乎不是逃避政治责任，而是与其道德

及贵族荣誉感相符的勇敢之举。

卢丁一家以有争议的态度接受了他们的过去，这在德国公众中广为人

知，但卡舍一家的类似进程却仍属私密。德国外交部的文件表明，幸存的

家庭成员难以接受卡舍的罪行，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前外交官都得

以留任，即便是被盟国判处徒刑，也很快获释并重新得到公众的尊重。16从

1954年起，卡舍的家人请求西德当局帮助，证明南斯拉夫当局判处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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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死刑有违国际法。卡舍的一位兄弟写信给德国司法部，声称这位前公使

是清白的，被处决只是“因为塞尔维亚人渴望报复”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组

织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这些罪行得到了德国的纵容和支持。6提出上

述请求的动机之一是，战犯家庭无法为其遗孀或儿女申请津贴。62尽管巴伐

利亚去纳粹化法院最初裁决卡舍属于“重罪犯”——后果是他的一半财产

可能被国家没收，幸存的家人不能要求国家津贴——但后续的上诉取得了

成功，从1954年起，这个家庭每月得到津贴。163可是，1968年，当新任外

交部长威利·布兰特准备正式访问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时，卡舍一家再次

企图获得他们所称的“道德正义”。在写给布兰特的私信中，卡舍的一位兄

弟敦促外交部长代表他们交涉，威胁将南斯拉夫告上海牙国际法庭，要求

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供赔偿。而且，他提醒布兰特，外交部有

责任照顾原职员及其家人，并尖锐地指出，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的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本人曾为第三帝国的外交部工作，因此

“应该认识我的兄弟”。164卡舍的兄弟还直指布兰特，因为“在这一代人

中，首次由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外交部长”,正义应该最终取得胜利。165

不过，当此“缓和”时期，显然没有必要为了这件小事冒犯重要的战略合

作伙伴铁托，特别是，原公使卡舍属于职业外交官希望远离的纳粹大使群

体——现在，这不仅出于私人原因，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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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无罪”:二战后冲锋队在德国的遗产

许多人不喜欢忆起纳粹的过去。另一些人则不喜欢有人为此

提醒他们：他们就是津津有味地回忆的那些人!

——广播电视记者汉斯·罗森塔尔，1983年!

1945年5月8日停战之后，市民们慢慢地返回柏林，此时这座城市成了

一片废墟，人们苦于饥饿和疾病。“柏林人”已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四百

多万减少到不足三百万，许多人身心受创。作家鲁道夫·迪岑(人们更熟

悉他的笔名“汉斯·法拉达”)是较早返回首都的人之一。战争年代，他搬

出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在德国北部乡村以一种“内在放逐”的方式幸存了

下来。然而，法拉达却在1945年返回柏林，带着某种狂热，于1946年秋季

的几周内写下最后一部小说，不久便去世了，终年53岁。2

近年来，这部名为《柏林孤影》的小说得以重印，深受全球读者好

评，它以文学的形式，描述了从1941年到第三帝国终结之间德国社会的全

貌。它以动人的笔触，证明了作者面对普遍的破坏和绝望时深深的伤感与

愤怒，他讲述的是一个忠于事实、扣人心弦的故事，同时也描绘了战争刚

结束时人们的心态。这部作品总体上没有失实的描写，而在接下来的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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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对纳粹统治下生活的大部分描述很快就充斥着这种对事实的扭曲。

3书中揭示了那段时期，冲锋队、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纳粹组织的制

服在何种程度上主宰着德国首都街头。冲锋队领导人远不是纳粹国家的装

饰品，他们被描绘成强大、危险的纳粹极端分子，能够在工厂会议上威胁

“普通”德国工人，将人们送往集中营，并使警察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

法拉达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纳粹制服的“信号效应”,同时借用了当时流行

的借口，将“雅利安”和“非雅利安”德国人引为第三帝国的第一批受害

者。在他对20世纪40年代初柏林的描写中，大部分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犹

太人)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监狱中，被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纳粹党官员

看管和折磨。法拉达在这方面的诠释是战后德国人的典型倾向，首先集中

于他们自己的苦难，强调纳粹国家的“恐怖政权”特性，德国人在战争中

丧失的生命以及1944—1948年德国人遭到的放逐。反过来，吉卜赛人、非

德国籍犹太人、多达800万强制劳工的命运以及德国在欧洲屠杀的数百万平

民就大体上都被忽视，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法拉达去世之后，许多德国人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冲锋队代表着民

族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它象征着暴力、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对作为纳粹

主义特征的“民族共同体”之外的“外来者”毫无热情。但是，许多人很

快根据历史事件做出了重要的区分。他们声称，冲锋队在1934年夏季之前

曾是强大的准军事组织，但在此后数年已经成为人数虽多、政治与社会影

响力却很薄弱的组织：一个“全面依附于纳粹党的组织”或者“无足轻重

的喝啤酒者联盟”。这种理解在此后数十年里主导着有关冲锋队的学术研

究。例如，1967年，为1964年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而写的四份专家意见

以“党卫队国家剖析”的书名出版',它们的本意是为法官提供纳粹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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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帝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可靠概述。在这部作品中，冲锋队只被顺带提

及，仅引用了它在1933—1934年纳粹掌权和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恐怖活动中

所承担的角色。8

下文中，我将分析1945年后的德国，冲锋队“是处于政治外围的暴力

组织”这一形象是如何形成的。首先我将论证，1945—1946年的纽伦堡国

际军事法庭(IMT)不仅是分析法律实践与编史学之间关联的典型案例，而

且它对冲锋队的指控为后续评估定下了基调。然后，我将在第二和第三节

讨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个案例，阐述对冲锋队及其罪行的低估，

是如何使法学家、原冲锋队旗队长汉斯·格梅林(1954—1975年的图宾根

市市长)以及历史学家、原冲锋队大学办公室负责人海因里希·本内克的

职业生涯得以延续。在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我将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

起，对德国纳粹的学术与非学术研究重点是如何从政治转向社会，对冲锋

队的历史造成不同的影响。虽然许多地方与区域研究强调中低层冲锋队队

员实施的极端暴力活动(尤其在1933年),但冲锋队作为一个具有政治野心

和影响力的群众组织却缓慢而稳定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21世纪的德国，

“冲锋队方法”仍然被当作一个政治斗争的术语，但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历

史背景。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冲锋队

即便人们不同意罗伯特·肯普纳的早期评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IMT)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研讨会”,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研究

已经确认，这次审判“带有训诫目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与被告量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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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教训。°因此，接受纽伦堡审判的纳粹组织特别重要，审判结果有可

能对原组织成员的生活造成深远影响，其中冲锋队有着数百万成员。由于

IMT是第一个接受冲锋队1934年前后身份鲜明差异的法律权威组织，它不

仅为后续的刑事诉讼、也为此后历史学家的分析指明了方向。从这方面来

说，纽伦堡审判确实书写了历史——其影响是持久的。

除了第三帝国的主要政治家、军事指挥官和商业领袖(如24名被告之

中的赫尔曼·戈林、鲁道夫·赫斯、卡尔·邓尼茨和亚尔马·沙赫特①)

之外，纳粹国家最重要的一些镇压和恐怖组织(如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冲

锋队)也在纽伦堡面临审判。如果满足如下条件，这些组织就将被宣布为

“犯罪组织”:(1)为其成员提供犯下“反和平罪行”的框架，(2)对

“战争罪行”负有责任，(3)参与“反人类罪行”。IMT章程第6条将“反

和平罪行”定义为“计划、准备、开始和发动侵略战争，或者违反国际条

约、协议或保证的战争，或者参与计划或共谋前述任何一种行为”。同一条

款规定，战争罪行包括“为了强制劳工或者在占领区内以任何其他目的杀

害、虐待或驱逐平民，杀害或虐待战俘及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共

或私人财物，肆意破坏城市、城镇或村庄，或者无法用军事必要性解释的

破坏行为”。这一列表并不具备排他性，但在相当程度上为后续的诉讼定下

了基调。最后，“反人类罪行”是IMT首次采用的法律分类，其技术可行性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加入了对任何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或驱逐及其

①亚尔马·沙赫特博士(1877—1970),德国经济学家、银行家、自由主义政治家，
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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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残忍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否违反“罪行所发生国家的国内法”。10

宣布冲锋队为“犯罪组织”将对此后数年纳粹罪犯的司法诉讼造成直

接后果。在战后的德国，IMT关于冲锋队成员身份的裁定就足以成为法律惩

罚的理由，法庭无须证明特定被告的单独罪状。可以理解，这样的裁决对

于数百万原激进分子是最糟糕的情况。"有一万多人为纽伦堡冲锋队辩护团

队提供了书面供词，他们充其量只承认了一些冲锋队队员的行为并不总是

恰当，但否认冲锋队作为组织的一切罪责。'2有如此多的人做证，说明纳粹

在第三帝国时期建立的网络在战后仍然有效运作，也说明对冲锋队宽泛定

罪已经激起了成千上万原冲锋队队员及其家人的强烈批评。

在这些通常带有道歉口吻的文件中，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马克斯·于

特纳1946年1月撰写的一份详细备忘录是典型的例子，当时他被美军关押

在斯图加特附近科恩韦斯特海姆的75号拘留营。131943年5月2日—8月8日

之间的冲锋队临时领导人中有两人幸存，于特纳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这份

备忘录，1945年10月，他在拘留营中的报纸上看到了纽伦堡审判的相关报

道，“作为唯一力所能及的冲锋队代表”,立即与IMT取得了联系。由于法庭

不太关注他最初的信件，在辩护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鼓励下，他于

1946年1月开始撰写冲锋队和本人的辩护词。1?于特纳将近100页的辩护词有

些几乎称得上滑稽，特别是提到冲锋队对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的态度时。根

据他的说法，他和卢策都从未下令迫害犹太人，集中营里这些群体成员遭

到折磨和屠杀的新闻，他也是从盟军那里得知的。于特纳写道，任何相信

正义的理智之人都会赞颂冲锋队的高尚动机。?

对冲锋队的预审于1945年12月18日下午开始，这一天是审讯的第22

天。案件的主公诉人是美国法学家罗伯特·G.斯托里，他和9名同事一起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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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证据，决定诉讼的顺序。6斯托里在指控中首先定义了冲锋队的目标和范

围，但并非没有遇到困难。按照他的说法，冲锋队

是一个适用于多种图谋和目的的机构，它在这场阴谋中的作

用不断变化——在不同阶段始终因应着阴谋的进展，走向其最终

目标：废除《凡尔赛和约》,夺取其他民族与国家的领土。如果

我们将这场阴谋看成由各个部分形成的拼图，就会发现代表冲锋

队的那一块拼图是整个图形呈现和发展所必需的重要链条。

这里的“阴谋”一词指的是纳粹推翻魏玛民主国家，代之以法西斯独

裁制度的企图，其目标是通过进攻和占领其他国家，将德国转变成一个欧

洲帝国。斯托里说，冲锋队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成员“狂热坚持纳粹阴谋家

构思的哲学与意识形态”。?这种共同信念很容易证明，但要将对冲锋队总体

特性的这种模糊评价与可由法律惩处的特定罪行联系起来，就难得多了。

斯托里声称，1934—1939年，“冲锋队从零散的街头流氓团伙，发展成

组织严密、具有凝聚力的单位，按照军事标准组织并进行军事训练，行使

军队职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激进、军事化和好战的精神及哲学”。18他

补充道，从1934年起，每年都有多达25000名军官和军士在25所冲锋队学校

及三所冲锋队帝国领袖学校受训。但有些矛盾的是，斯托里还声称，冲锋

队在1934年恩斯特·罗姆被杀之后“重要性开始迅速下降”。20尽管有这些不

一致之处，斯托里对后期冲锋队的指控似乎理由充分。作为冲锋队“曾在

侵略战争的最初步骤中充当打击力量”的证据，斯托里指出了该组织在德

国吞并奥地利和占领苏台德行动中的作用。21他认为，在这两次行动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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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队不仅提供后勤援助，还有数千名战士组成了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

和奥地利军团的“骨干”。2斯托里引用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舍伦贝格的证

词称23,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44年起),冲锋队接管了多项“之前仅委

托给党卫队、安全警察和军队的职能”,包括守卫集中营和战俘营，管理德

国和占领区的强制劳工。4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证据证明，作为个体的冲

锋队成员和这个组织“实际上都是一场阴谋的同谋和参与者，这场阴谋设

想并涉及反和平、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行。”25

在另一边，纽伦堡的冲锋队辩护团队由三方组成：格奥尔格·伯姆律

师和他的团队，以及两名挑选出来的大律师：马丁·勒夫勒博士和特奥多

尔·克勒菲施博士。26克勒菲施从魏玛时代末期就很受尊敬，但这位来自科

隆的刑事辩护律师只在该地区知名，历史研究人员直到最近才得到了他的

个人文件。27这些文件中有与他在IMT之前律师生涯相关的档案，可以凭借

它们对辩护团队采取的策略进行详细分析。克勒菲施在法庭上没有发言，

只在1946年8月15日提交了“书面讲话”,部分原因是冲锋队辩护律师之间的

紧张关系。28

克勒菲施的工作集中在原属“钢盔团”和“前线士兵同盟”的冲锋队

队员。如前所述，钢盔团与冲锋队的关系最初很紧张，尤其是因为双方存

在“代沟”,在那之后，双方的关系也一直很复杂。简言之，冲锋队吸引年

轻人，钢盔团吸引的则是他们的父辈。29在1946年8月28日冲锋队辩护律师

们的最终陈词中，格奥尔格·伯姆强调了这种划分，以及纳粹党与钢盔团

意识形态上的(所谓)明显差异：“冲锋队内有大量钢盔团成员，他们因共

同的理想而团结在一起，对当时发生的事件持有最大的怀疑。”3正如这一

陈述所表明的，辩护团队的整体策略是利用冲锋队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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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该组织形式在1921—1945年至少两度发生很大变化的事实，辩称宣布一

个原成员数量达450万人的群众组织为“犯罪”集团是很不公平的，在法律

上也不合理。3勒夫勒指出，这样的宣示也不符合美国占领区的非纳粹化

法，根据这一法律，所有突击队长以下级别的冲锋队队员都不被视为必须

惩罚的对象。勒夫勒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犯罪组织”的一些前成员最

近刚刚被选为社区议员。32

这种辩护策略取得了成功。1946年2月28日，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

克逊要求豁免所有不是常规冲锋队成员的冲锋队体育徽章佩戴者，以及冲

锋队控制的本土防卫部队人员及冲锋队预备队成员。33此时，他只要求将冲

锋队的主体作为惩罚对象。然而，勒夫勒在3月1日的庭审中声称，对冲锋

队的刑事诉讼仍然影响每一个“从1921年建立到1945年解散的24年间(也

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曾属于冲锋队的人，即便他们所在的时间

很短”。34不出所料，勒夫勒尽其所能地贬低冲锋队在战争年代的重要性：

不能以违反战争法律与惯例的罪名指控冲锋队。公诉人确实

提交了一份供词，称冲锋队也参与了集中营及战俘营的守卫和强

制劳工的监督工作；但根据公诉人的描述，这种情况直到1944年

才在当时肆虐的全面战争框架内发生，而且也没有人指控冲锋队

的这一活动涉及任何过度行为或者虐待⋯⋯公诉人指控冲锋队的

少数反人类罪行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由个别成员犯

下的，绝对不能与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反人类罪行相提并论。35

为了打动法庭，勒夫勒甚至提供了无人能够证实的数字，声称所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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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队队员中，曾参与应该受到惩罚的个人行动者最多只占2而其他98%

的人“手很干净”。他还辩称，绝大多数原冲锋队队员都矢口否认他们的领

袖曾下令实施犯罪行为。3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萦绕在这些论断背后的，

是对德国人“集体罪行”激烈而往往包含怨恨的公开辩论。37

纽伦堡的法官于1946年9月30日通过了他们的裁决，将1934年夏季之

前与之后的冲锋队区分开来。对于前一时期的冲锋队，他们确定，尽管冲

锋队队员犯下了罪行，但这些罪行仅限于德国国内，不符合该法庭所制定

罪行类别的条件。至于后一时期的冲锋队，法官们试图协调公诉人与辩护

人观点上的冲突。他们裁定，“孤立的冲锋队单位参与了导致侵略战争的

行动，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从而确认了公诉人的论据。作为证据，法

官明确引用了奥地利的占领、冲锋队对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组建的贡

献，以及冲锋队苏台德地区总队和但泽、波兹南、西里西亚及波罗的海国家

的冲锋队单位运送及看管战俘的事实。38法官们还提到了冲锋队在1938年11月

9日参与反犹太大迫害，以及对维尔纽斯及考纳斯犹太人聚居区中犹太人的

“虐待”。39

不过，法庭也同样和辩方达成一致，接受了1934年大清洗后“冲锋队

沦落为不重要的纳粹追随者组织”这一主张。正是这个结论使法官们最终

做出了无罪裁决：“尽管在具体事例中，一些冲锋队单位被用于实施战争和

反人类罪行，但不能说它的成员普遍参与其中，甚至不能说都了解这些犯

罪行为。因此，法庭不会将冲锋队宣布为章程第9款意义上的犯罪组织。”40

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德国内阁和“总参谋部及最高统帅部”,而党卫队、帝

国保安部、盖世太保和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的某些组织被裁定为有罪。大部

分德国人保持沉默，即便他们质疑法庭的合法性，但也赞成这一裁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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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因为它符合一小部分纳粹领导人淡化其参与第三帝国罪行(通常是自

愿的)事实的流行趋势。4

克勒菲施将纽伦堡法官对冲锋队的相对仁慈归功于自己的辩护策略，

这种策略将冲锋队描述为高度复杂、但最终没有权势的官僚机构，许多德

国人只是偶然地短期加入其中。42IMT裁决后不久，在1945年11月5日的一封

信中，克勒菲施声称原“钢盔团”成员加入冲锋队，某种程度上使整个组

织免予惩罚：“整个冲锋队没有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它吸收大

量钢盔团成员的结果。后者的行为已经证明是没有瑕疵的。如果一个组织

包含了许多无可指责的成员，就不可能给整个组织打上有罪的标签。”43

这一陈述可能是自我吹嘘，但很难忽视的是，纽伦堡的无罪判决为此

后数十年原冲锋队队员的审判(至少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开创了一个

先例。西德法院对单独冲锋队队员的定罪仍然限于该组织1933年、1934年

和“水晶之夜”中的行为。褐衫军袭击“公开”、高度可见的特性此时适得

其反，因为即便事情过去了15—20年，但往往能够细致地重现。?而在苏联

占领区，苏联及后来的东德当局对起诉冲锋队针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政

党的罪行特别感兴趣，这一点也毫不令人吃惊。45不过，即便在苏联占领

区，20世纪50年代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基确立之后，惩罚纳粹罪行的司

法行动(其本意是为了帮助新政治秩序合法化)也显著减少，这与西德的

“超越历史”进程惊人地同步。46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如果原冲锋队队员

同意为新建的国家安全部充当间谍，甚至连原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冲锋队看

守的刑期都可以暂缓执行。471950年，汉娜·阿伦特在访问祖国之后评论

道，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已成为这个国家“服从文化”的受害者，因此乐于

寻求庇护。48数百万原冲锋队队员不再承认，他们过去曾以“民族共同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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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的身份，(通常是自愿地)投身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4而且，1949

年12月31日颁布的西德《免予处罚法》赦免了刑期低于6个月的罪犯，实际

上使大部分冲锋队罪犯免予监禁。50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起，原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也可以不受骚扰地生

活，只有少数引人注目、但极不令人满意的例外，如阿道夫-海因茨·贝克

勒。1总体来说，战后初期的判决往往暂缓执行，刑期也大大缩短。在这方

面，末任冲锋队参谋长威廉·舍普曼的案子很有启发性。1950年，多特蒙

德的一个陪审法庭从轻判处舍普曼入狱9个月——不是因为他在冲锋队的领

导角色，而是因为1933年以多特蒙德警察局长的身份卷入纳粹暴力夺取权

力。2然而，舍普曼于1952年被德国吕内堡法院成功地“非纳粹化”,他对此

裁决提出上诉，最终于1954年获释。”两年后，他被选为下萨克森州吉夫霍

恩副市长，1970年去世。

原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纳粹外交官迪特里希·冯·雅戈死后被称作

“次要罪犯”而“非纳粹化”,进一步说明了战后诉讼的总体倾向。弗赖堡

地方非纳粹化法庭于1950年2月13日裁决，冯·雅戈没有卷入纳粹的宣传工

作，并且“以理想主义和正派的精神”任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普鲁士州

议员、大使和国会议员。因此，法庭认为他的多数行为情有可原。5?由于雅

戈的妻子与7个子女生活拮据，法官的裁决似乎更多是为了创造法律条件，

允许他的遗孀接受养老金，而不是描述死者的现实形象。

1945年之后很长时间，纳粹政权词汇表中的关键词仍持续使用，证明

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对道德与社会行为的持续影响。按照历史学家伯

恩哈德·戈托的说法，在纳粹政权最终失败之后的岁月里，其地方与国家

级别原领导人积极且常常成功地致力于“发明一种‘正派的民族社会主

352



第10章“无罪”:二战后冲锋队在德国的遗产

义'”——去除对犹太人的迫害及第三帝国种族与灭绝特性的“纯净”

版本。作为替代，这种思想的支持者强调该政权的社会目标和成就。”奥

托·施特拉塞尔于1949年企图以“德国复兴联盟”的化名重建其“黑色阵

线”,就符合这种模式。?其他原纳粹分子坚持其好斗的言辞。例如，原汉

堡大学教育学教授、冲锋队队员古斯塔夫·多伊希勒就是如此，他喜欢身

着褐衫授课，并美化冲锋队在后方的服务。1952年，他成为“非纳粹化受

害者联合会”汉堡分会领导人之一。多伊希勒将汉堡的非纳粹化进程描述

为“残酷无情”和“无边仇恨”之举，为其火上浇油的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报复执念”。7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此前对积极参与迫害及驱逐犹太人(这些行

动在官方文件中往往被委婉地称为“再安置”)的定罪不再能够阻止个人完

全融入战后德国社会。这种设想与十年前纳粹政权的语言保持着引人注目

的连续性，往往暴露了使用者的本意——他们敦促公众摆脱过去的负担，

结束德国历史的上一篇章。巴伐利亚州特罗伊希林根市议会1956年以罕见

的明晰语言解释道，曾参与“反犹太种族迫害”并因此在战后几年失去原

有地位的前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原有的权利，所以对原民族社会

主义者持严厉态度不再具有正当的理由了。58

冲锋队队员是“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

法学家汉斯·格梅林于1953年当选家乡符腾堡州图宾根市市长，战后

他的职业生涯引人注目，也成为了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重新融入社会这

一总体趋势的生动事例。格梅林出生于城内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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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曾在埃伯哈特·卡尔大学学习法律，野心勃勃的他于1931年12月12日

加入钢盔团，1933年初进入冲锋队。此后数年，他在该组织符腾堡分支机

构担任多个不同的领导职务，同时追逐其职业目标。据格梅林在1939年的

叙述，他曾担任冲锋队4个不同突击队(13/216、56/125、2/180和1/119)的

领导人，1938年11月9日晋升为冲锋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格梅林于1937年

5月1日准入禁令解除后加入纳粹党，次年担任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

(活跃于1938年9月19日到10月15日)的“汉斯·卢丁”连连长。通过这一

军事考验之后，时任冲锋队西南地区总队领导人的汉斯·卢丁为格梅林提

供了冲锋队旗队长的全职工作。最初，这位有天赋的年轻法学家更愿意进

入帝国司法部，但由于国家司法机关与冲锋队之间的妥协，他于1939年5

月获得了国家法官的终身职级，帝国司法部准许他请假两年，继续在冲锋

队的生涯。9在国防军服役至1940年底之后，格梅林追随他的导师和朋友卢

丁，于1941年1月进入外交部。两人于同年4月抵达布拉迪斯拉发。°

格梅林在斯洛伐克首都的办公室紧邻他的上司，他也和臭名昭著的

“民族组织领袖”弗朗茨·卡尔马森成为了朋友。格梅林的名字缩写出现

在多份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官方文件上，可以确认他熟知对斯洛伐克

犹太人的驱逐行动。1944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纳粹党领导会议

上，格梅林发表演讲，直率地承认“雅利安化”政策很好地服务了帝国的

利益。他补充道，尽管有上述事实，但在斯洛伐克留下一些犹太人对德国

是有帮助的，因为只要斯洛伐克人仍然能够掠夺犹太人，那么即便苏联红

军步步进逼，他们也不太可能背弃自己的保护国。2不过，同年晚些时候

(1944年11月),希姆莱要求对德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

免去格梅林的职务。他认为，在位四年之后，格梅林正在变成“半个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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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原冲锋队旗队长、外交官汉斯·格梅林在家乡图宾根竞选市长的
选举海报。虽然官方口号写道“汉斯·格梅林适合图宾根”,但抗议者补充
道：“当他最终成为市长/他正好可以炫耀/头上戴着‘钢盔’面对所有的风
暴!啁啁啾啾!”经过一场有争议但最终成功的竞选，格梅林成为当地政治
中无可争议的强人，在位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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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克人”。3党卫队帝国领袖担心，随着苏联红军的进攻变得越来越不可阻

挡，卢丁和格梅林与当地法西斯分子的良好关系，已使他们对后者倒戈的

风险视而不见。

1945—1948年，格梅林在美军和法军的拘留营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

1948年7月，他在图宾根被归入“次要罪犯”(第3类)。4法院判处他这一

类型的最低刑罚：两年缓刑，在此期间禁止他参与政治活动。尽管做出如

此裁决，非纳粹化委员会称格梅林具有“毫无瑕疵、清白的特质”。法官

承认，他曾是一名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但“并不狂热”,在第三帝国时

期，他认为通过“积极的工作”,纳粹党将回到“温和、理性的立场”。六

年以后，格梅林企图阐述的正是这一点。

在图宾根市长竞选演讲(全文刊登于1954年10月2日的当地报纸《施瓦

比亚日报》)中，格梅林承诺，他将坦然面对纳粹的过去。鉴于该市选民

无论如何都会知晓，格梅林选择了某种先发制人的辩护，公开谈论自己担

任冲锋队领导人和纳粹外交官时的情况，但声称不能将第三帝国时的这些

职务看作某人当时立场和实际行为的明确标志。格梅林说，在他年轻的时

候，没有任何政党能够代替纳粹。后来，“当这艘船行将沉没”(即德国将要

输掉战争),他和绝大多数德国同胞没有选择离开祖国——这一说法露骨地

指责那些1933年到1945年之间由于政治原因离开德国的人。格梅林宣称，

战争时期他饱受内部冲突之苦，但坚称每当既能服从命令、又能凭良心行

事时，他总是帮助那些自己所珍视的人和向自己请求帮助的人。他向听众

们保证，宽容始终是他私人及职业行为的准则。67

更具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代精神特点的，是格梅林当选之后的论战。

这场争执始于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教授格哈德·埃贝林在《施瓦比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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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发表的公开抗议信。埃贝林哀叹，格梅林的当选表明大部分选民不

关心新市长的纳粹背景——也许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为格梅林投票恰恰是

因为这个因素。埃贝林将这次选举称为“重新纳粹化”的警示，认为战争

的结束并不代表真正战胜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8作为反应，接下来几

天的报纸专栏上被抗议的风暴淹没了。发表的信件中大部分支持新市长。

其中许多人呼吁基督徒保持宽容的态度，这些作者宣称，格梅林这样的人

已经成功地非纳粹化，作为合格人选的他们不应该因为年轻时的理想主义

思想而终生背上罪责。埃贝林的同事E.亨尼希教授甚至赞颂格梅林具有真

正领袖的人格，曾受到大部分普通冲锋队队员的钦敬。他将批评格梅林纳

粹经历的人描述为“战后精神失常者",要求尽快结束这种“非纳粹化法庭

的集体裁决”。9其他许多来信者则抱怨埃贝林教授的“傲慢态度”,这证明

了即便在一座古老的大学城里，纳粹年代的反智主义也能够延续。

冲锋队在这一辩论中被反复作为一个参考点。一名作者说，一位演说

家在党的集会上向听众说出“我亲爱的原冲锋队队员同志们”后，演讲就

被阻止了；而另一位作者则向埃贝林保证，德国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一件

浸透鲜血的褐衫”了。据后一位作者说，他曾在16岁时穿上了一件这样的

衬衫，但此后用它换来了义肢——暗指在战争中负伤。70大部分为格梅林

辩护的作者落款使用真名，而站在埃贝林一边的人则更多是匿名的。一位

女性作者觉得图宾根的狂热气氛带来了莫大的威胁，明确要求仅使用她的

姓名首字母，她宣称：“我已经看到和听到易怒而粗野的格梅林先生支持

者们!”

1962年，格梅林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再度参选，以94??压倒性得票率

(只有51.7??人参加投票)获胜，此后，极受欢迎的他在位二十年。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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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地政坛的卓越人物，尤其在法国与德国的和解进程中出力甚多。"对他

的支持者而言，他的战后生涯标志着西德成功地从纳粹独裁国家转变为西

方式民主国家。”据格梅林的女儿、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赫塔·道布勒-格梅

林(1998—2002年的德国司法部长)说，汉斯·格梅林在战后全身心地投

入重建民主制德国的工作中，为过去的纳粹生涯赎罪，但他仍继续与“老

同志们”见面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这是经常在我们家庭引起激烈争论的

一点”,道布勒-格梅林回忆道，但她也强调，父亲最初不愿意接受家庭内

部的这种批评，不过最终选择了面对。74然而，值得留意的是，汉斯·格梅

林的战后生涯成为可能，是如下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他将20世纪

30年代在冲锋队的活动洗白为“参加了某种体育俱乐部”;其次，他粉饰

了自己在斯洛伐克担任德国外交官时的行为；最后，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符腾堡的政治环境仍然对纳粹“民族共同体”愿景怀有很高的敬

意——人们认为，这一愿景因为纳粹机关受到权力诱惑而被歪曲。

残缺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也开始助力“冲锋队在政治上相对无能”的

叙述。1933—1934年冲锋队大学办公室领导人海因里希·本内克博士在这

方面尤为重要。7”这位原冲锋队高级领导人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声名显

赫的慕尼黑当代研究所(IfZ)任助理研究员，这个机构于1949年建立，原

名“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时代历史研究所”。7现存的IfZ与本内克之间的通信

从1958年开始，止于20世纪60年代末。双方都从合作、交换文件、专业意

见和金钱上得益。本内克准备有关冲锋队历史的笔记和简短的披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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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手稿和书籍提供意见，并采访原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最常使用的是一

组IfZ提供的问题。”有时，研究所会向他提供一定数额的酬金：最初，他接

受50—200马克的报酬78,但最终双方签署一份合同，保证本内克在1963年7

月1日—12月31日对原纳粹分子的采访将得到3600马克。79

本内克成为IfZ常规雇员的企图没有成功。80不过，他与该机构的合作

不仅为其提供了采访纳粹高层人士的经济手段，还帮助他在20世纪60年代

成为冲锋队相关领域受人尊敬的学者。根据他担任冲锋队领导人二十年所

取得的内幕，结合调阅IfZ提供的未公开文件的权利，本内克完成了两本专

著:1962年出版的《希特勒与冲锋队》和1964年出版的《国防军与“罗姆

叛乱”》。8这两本书集中讲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罗姆清洗”之间的冲

锋队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是该领域德语书籍中的标杆。1963年

初，他还撰写了一份关于1918—1923年冲锋队历史的手稿，后被IfZ购得，

但从未出版。82他受德国联邦档案馆委托撰写的另一份手稿直到2012年才发

表。83本内克深知，这些书籍仅涉及冲锋队存在的中期，完全忽略了1934年

之后的时期。8?尽管如此，凭借研究员的声望，1967—1972年，本内克应邀

在慕尼黑政治学院教授有关魏玛共和国政治史的各种课程。85

在著作中，本内克采用传统的政治史手法，专注于纳粹领导人的小圈

子，淡化1933年1月30日前后暴力活动的程度。尽管出版社声称，关于冲锋

队的首部著作“本意不是辩护”,而是出于作者“对真理的热爱”,但对它进

行批判性阅读可以看出，本内克竭尽全力将希特勒与冲锋队区分开来。关

于该组织早年在慕尼黑的活动，他将冲锋队描述为拜埃尔哈特和罗姆所赐

而建立的“自卫联盟”,弱化了纳粹党和希特勒对其组建所起的作用。86从这

方面看，书名应该翻译成“希特勒与冲锋队”,而不是“希特勒的冲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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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克始终对冲锋队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思想和1932年夏季展开的纳粹恐

怖活动轻描淡写，对他而言，那只是对“左派在选举前的恐怖活动”的一

种反应。87讨论纳粹领导层对波滕帕谋杀案的强烈支持时(其高潮是希特

勒承诺对罪犯“无保留忠诚”的电报),本内克强调这些行为的意图首先是

向冯·帕彭宣战。他甚至宣称，不仅希特勒，“可能还有许多当时的报纸读

者”认为，与同时在另一座西里西亚城市布里格因卷入1932年7月10日奥劳

政治冲突而受审的“帝国战旗”组织成员相比，涉及波滕帕谋杀案的民族

社会主义者遭到更严厉判决的事实令人难堪。本内克并没有说明，奥劳案

件得到轻判，部分原因是这一罪行发生在对政治恐怖行为的紧急法令生效

之前数周。8魏玛时代末期对比两种罪行的逻辑，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本内克

在战后德国的政治思维。89

尽管如此，本内克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视为对该领域的

重要贡献，不仅因为其深入的见解，还因为图书市场上缺乏替代品。°事

后看来，本内克关于冲锋队的历史著作说明了一个普遍问题，它困扰着IfZ

为刚刚过去的年代书写“可观”和纯“事实”历史的努力。正如历史学家

尼古拉斯·贝尔格等批评者所言，过分强调“第一手资料”必然依赖代表

纳粹观点的官方文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按照该政权指明的路径叙述历

史——本内克的著作更是如此，作者诠释的正是自己代表的历史。”

记忆的政治

正如二战后德国公众对冲锋队的认知和记忆所表现的，最新的历史学

研究在解决同时代人公开辩论方面能力有限。"2从经过学术训练的本内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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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罗姆谋杀案》(1984年出版，曾在很有影响力的《明镜周刊》上

连载)的作者、记者海因里希·赫内，历史学家们仍对冲锋队在20世纪20

年代和30年代初的政治作用感兴趣。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德国

人更倾向于回忆褐衫军的公众形象、行军、争斗和恐怖行为，以及在社区

中的地位。大部分普通人与党卫队、帝国保安部或者盖世太保没有紧密的

联系，这些组织应为纳粹政权的罪行负主要责任，而冲锋队队员是熟悉的

人物——邻居、同事、野心勃勃的教师，或者在较为不幸的情况下，是名

声不佳的乡村后进者，仅仅因为他的制服，在人生当中得到唯一的机会，

可以蔑视和主宰其他人。

绝大多数原纳粹积极分子得以在战后享受德国“经济奇迹”的成果。

1945年之前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网往往留存到战后，特别是在乡村和小城市

里。德国射击协会、马术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许多情况下在20世纪30

年代就并入冲锋队或者归其管理——继续运作，在意味深长的沉默中无视

或者略过第三帝国的十二年。当德国男人讲述过去的纳粹故事时，通常讲

的是二战中的岁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当时都应征入伍，为祖国而战，并

作为所谓“干净的国防军”一员承受苦难，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坚称作为一

名褐衫军成员、自愿为纳粹计划出力要好得多。94由于许多普通冲锋队队员

所受教育程度一般，回忆年轻时政治积极行为的详细自传极其罕见。战后

西德的武装党卫军老兵定期举行吸引数千人参加的“同袍聚会”,而冲锋队

没有建立任何老兵组织。9?作为一个不仅为纳粹恐怖统治做出贡献，还影响

着数百万德国男性及其家庭的组织，冲锋队缓慢而稳步地从公众记忆里消

失了。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原冲锋队队员甚至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地方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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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成功地开启记者、政治家、环境保护活动家等第二职业生涯，也就不

足为奇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冲锋队资深宣传者、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汉

斯·施蓬霍尔茨，前几章中我们曾引用了他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

冲锋队的著作。他曾在巴伐利亚保守报纸《水星》担任记者多年，还在巴

伐利亚党中度过了一段政治生涯。施蓬霍尔茨以重要的保守主义者身份而

在该地区享有盛名，创立了埃伯斯巴赫森林保护协会，这是一个环境保护主

义组织，在阻止巴伐利亚州政府批准于慕尼黑以东大片林地中建设欧洲原

子能研究组织(CERN)场所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施蓬霍尔茨在20世纪60

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中的措辞说明，有些时候“民族共同体”与“权益保护

组织”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这位原冲锋队宣传者此时敦促：“自然保护组

织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9因为所做的贡献，他于1973年获得了巴伐利亚

环境保护奖，同时获奖的还有著名的行为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

伦茨。98施蓬霍尔茨还于1980年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该地区的两条

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然而，直到2015年底，他的维基百科词条仍没有提

供1945年之后的详细职业经历，将其去世日期列为“不详”。"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在英国“历史作坊”运动和瑞典作家斯文·林

德奎斯特的激励下，“日常历史”在西德占据了主导地位，林德奎斯特曾令

人难忘地宣告：“在你站立的地方挖掘!”行动小组此时开始了关于第三帝

国时期当地历史的工作，寻找原纳粹关系网的根源，确定它们的主要参与

者。100这些小组成员找到原冲锋队监狱和早期集中营，记录成为纳粹恐怖

行动受害人的普通男女的经历。经过长时间的拖延，一些暴力行动历史遗

迹被改造成博物馆，如冲锋队宪兵在柏林佩普将军大街设立的监狱于2013

年向公众开放。该地区居民早就知道自家地下室过去的用途，三十多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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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它才以博物馆的形式成为了冲锋队暴力行动的纪念物。101相形之下，

该城的东部早在1945年就为1933年6月“科佩尼克血腥一周”举行了纪念活

动。此后数十年，原东德花费了可观的精力反思纳粹恐怖统治，但也因此

塑造了符合其反法西斯建国神话的记忆。和佩普将军大街的原冲锋队监狱

一样，柏林科佩尼克区今天也建立了一所小型博物馆，纪念纳粹早期的恐

怖行动。102

与本内克将冲锋队队员描绘为“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相反，主流

观点越来越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无赖、蠢笨的恶棍，或者身穿制服、在酒

谷Ⅱ
口

民主德国漫画家利奥·哈斯在1957年的漫画中描绘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部长格哈
德·施罗德身着冲锋队制服，为康拉德·阿登纳总理保守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选
举之路保驾护航”。1933年，施罗德——当时是波恩的初级律师——申请加入冲锋队。
在漫画中，他在深渊旁边放置路标，划出一条狭窄的道路，这些路标上写着“禁止民主
组织”“禁止DFD(东德民主妇女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7年禁止)”和“禁止
KPD(德国共产党，1956年在西德被取缔)”。这幅漫画说明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普遍
指责，即西方的民主政府本质上是伪装的前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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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影响下变成“兼职流氓”的市井之徒。鉴于这种发展，在两个德国中，

出于政治目的谴责组织和个人时总是将其与冲锋队相比，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比较的调子和特性。第一个例子是，在冷战白热

化的气氛下，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1957年1月于国会发表

演讲，为自己不向波鸿市大剧院在巴黎上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名剧作

《三便士歌剧》提供财政支持辩护，他的论据是，这位剧作家“晚期的歌

词”只能与冲锋队“吟游诗人”霍斯特·韦塞尔相提并论。当然，至少从

艺术的角度看，这种对比是很荒谬的。布伦塔诺故意将矛头指向身为政治

家的布莱希特，后者战后接受了东柏林的号召，至少在西德方面看来，此

人支持共产党统治者以换取个人特权。103布伦塔诺的对比还有可能是反驳东

德方面言论的一次笨拙尝试，后者自称“更好的德国”,披露了多名西德高

官的纳粹背景。104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1968年西柏林街头、演讲厅

和报社的情绪越来越高涨，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行的畅销反共小报《图片

报》将抗议学生斥为“新褐衫军”:“他们肯定看到了血。他们挥舞红旗，

相信红旗。这就是有趣的结局⋯⋯和民主的宽容。我们反对冲锋队的方

法。”10s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特奥多尔·W.阿多诺加入了这种批评，但是出于

完全不同的知识与个人层面。这位具有德国-犹太人血统的前移民对20世纪

60年代末西德大学喧嚣的“座谈会”感到震惊。他认为大部分激进学生不

是新政治先锋队的成员，而是“穿着牛仔裤的冲锋队队员”。16政治科学家

恩斯特·弗伦克尔曾在《双重国家》(1941年)中对民族社会主义做了开

创性的分析，他也同样警告左翼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必须放弃“与冲锋

队袭击小组完全相同的手法”。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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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学术界有时候也呼应这种看法，指责1968年时较激进抗议者的

“纳粹流氓行为”,这一罪名特指这些学生经常向不喜欢的教授大喊大叫，

阻止其讲话。18反过来，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们也用类似的隐喻谴责施普

林格出版社的“新闻迫害”。109在他们眼中，这些记者的工作就是有意激起

身体暴力。学生们将施普林格视为意在西德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镇压

行动的基石。对立双方的共同之处就是用纳粹的过去诋毁政敌。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政治斗争仍然带有两次大战之间的痕迹。

过去十年左右，记起冲锋队的人自然而然地减少了。但是，褐衫军仍

是德国公众辩论的一个参考点，特别是有关政治行为和暴力犯罪的讨论。

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刚刚统一时最为明显，当时整个国家都爆发了排

外骚乱。恶名最著的事件是1992年8月原东德最大城市之一罗斯托克公寓区

利希滕哈根发生的袭击，以及1992年11月和1993年5月在西德城市莫尔恩及

索林根发生的纵火案(分别造成3人和5人死亡)。自由民主党政治家、联邦

外交事务专员科尔内利娅·施马尔茨-雅各布森当时对这些暴力活动的评

论，说明至少在较老的德国人心中，纳粹时代的记忆仍然清晰：“人们遭到

猎杀，就像身处冲锋队为害最烈的时期。”1这种对比明显不恰当，因为20

世纪90年代的排外暴乱与第三帝国时期不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相反，

作恶者将自己的暴行理解成对政治体制失望的信号，他们之所以高呼过分

的民族主义口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面对迅速变化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时

的绝望。

2015年秋季起，德国再度爆发了政治与种族暴力。尽管有此发展，作

为20世纪德国最具争议的政治流行语，“冲锋队”正在失去其效力。右翼极

端分子重新建立冲锋队，作为爱国情操及政治激进主义典范的企图已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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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似乎也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成功。"同时，冲锋队史是一个真正

的历史话题，但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活动。民族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德国此

后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当然应该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功的故

事，但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许多年轻人追寻某种精神领域、民族或者社会

的愿景，期望这种愿景能够为其提供生命的意义和世界上的一席之地，他

们继续受到身体暴力的吸引。通过许多年轻公民不具备的手段满足消费及

肉体欲望，如果一个社会对此大加赞颂，只会招致批评与暴力——它们将

成为表达失望与无助的途径。纳粹冲锋队在1921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提

供了一个深刻的例子，它告诉人们，年轻人的渴望、政治利用、军国主义

倾向和社会堕落结合在一起，会爆发出多么可怕的力量。虽然这是历史上

的一个特例，但并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区所独有的。基于暴力动员和训

练整合的政治制度仍然普遍存在；倡导更和平、更人性的社群共存方式以

战胜此类制度，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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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2年，冲锋队就已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对象，一位德国

博士向莱比锡大学种族与人类学学院提交了有关的专题论文，并为后者所

接受，就说明了这一点。论文作者是25岁的学生及冲锋队队员彼得·萨克

塞，他是厄尔士山区迪特斯巴赫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为了这篇论文，

1932年11月到1933年2月，萨克塞拍摄了莱比锡冲锋队第106、107旗队中

300名队员的照片，并对他们进行了人体测量。他的发现——莱比锡冲锋队

队员平均身高为171厘米，平均体重64公斤，头骨大多呈“短圆形”——只

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奇怪状态的例证，因为它只

能说明，莱比锡冲锋队队员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

但是，人们不应该轻易地排斥这些研究。它们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

实施，并从1933年起得到了公共基金的支持，这凸显了20世纪30年代意识

形态偏好、政治活动和种族优越论“科学”主张之间的密切联系。至少，

那些论文中裸身拍照的典型技工、簿记员和建筑工人乐于承担德国男性种

族优势的代表。但更重要的是，几年以后，文中表达的心态最终对纳粹官

僚机构在东欧安置冲锋队队员的行动造成了显著影响。在第三帝国内部，

人种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尽管在意识形态中非常重要，但并不是种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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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为重要的标准。历史学家格哈德·沃尔夫最近在二战期间波兰西部德

占区“德意志族人名单”的相关论证中阐述了这一点。2纳粹分子当然是种

族主义者，也都深信斯拉夫人和“闪米特人”的“遗传劣势”,但纳粹运动

对大部分德国人口的吸引力在于其明显的唯意志论特征。在以种族定义的

“民族共同体”内部，个人奉献和意识形态信念是所谓的“种族优越性”

的标志。这种理解不仅有利于希特勒和戈培尔这种可以代表理想“雅利安

人”的纳粹领袖，还将褐衫军普通成员提升到“种族精英”的地位，他们

被号召起来，根据纳粹理想改造德国社会，领导民族走向光明的未来。3

本书前几章已经分析了1921年到1945年之间冲锋队的起源、成长和衰

落。期间发生的故事充满了矛盾：很高的期望和持续的死亡，个人赋权与

集体动员，顺应与服从的压力，自私与同志情谊，极端暴力与令人厌烦的

事情。此前的冲锋队历史没有全面地理解这些矛盾。因为它们通常仅集中

于冲锋队存在的一个时期，主要对该组织为纳粹掌权(而不是政权的巩

固)所做的贡献感兴趣，主流的第三帝国历史则倾向于贬低冲锋队的重要

性。因此，最近关于纳粹社会唯意志论与胁迫性元素或者纳粹政权殖民野

心的著作往往完全不提及冲锋队。为了指出这一空白并提出填补的方法，

我将总结自己分析的主要成果，讨论它们对新颖、全面的民族社会主义史

的更广泛作用。

1.正如本书最初几章所详细阐述的，第一支民族社会主义冲锋队于

1920—1921年在慕尼黑成立，1923年“希特勒叛乱”时成长为规模可观的

地方势力。早期的冲锋队是20世纪20年代初典型的党派保卫部队，同时具

有“自卫联盟”和政治恐怖组织的元素。这支无足轻重的新生力量的社会

构成中，工人阶级并不像通常声称的那么多。相反，学生和中产阶级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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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队员中占有相当比重，他们与一小部分退役职业军人一起，在领导阶层

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第一支冲锋队牢牢扎根于巴伐利亚，但随着邻近各

州(如符腾堡和图林根)基层组织网络缓慢发展，主要积极分子(例如莫

里斯、海内斯、克林奇和戈林)来源于德国北部和东部。从一开始，反犹

太主义就成了早期冲锋队意识形态信念及暴力活动的关键元素。尽管参与

反犹太暴力活动的可能性对追求刺激和目标的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但许

多保守派政治家与巴伐利亚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都不重视这些年轻人的“过

度行为",而是强调冲锋队作为抵御共产党人威胁和德国社会内部和平主

义倾向堡垒的重要性。因此，冲锋队从一战之后德国社会内部的裂缝中得

益，同时又助长了裂缝的加深，不过，他们的力量微不足道，无法挑战既

有秩序，更不用说动摇国家了。

2.1923年的未遂政变之后，国家当局禁止冲锋队活动。虽然许多地方

基层组织以化名存活下来，保持着与恩斯特·罗姆的新组织“前线联盟”

的松散联系，但缺乏协调，在很多情况下发展成由地方纳粹官员支配的私

人武装。在这种背景下，冲锋队参谋长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于

1926年发起的内部改革可以看成是集中权力的一种尝试。它们为冲锋队

1928—1930年的成长和全国性突破提供了组织基础。普费弗·冯·萨洛蒙

按照德国军队的模板打造褐衫军，使该组织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并建

立了照顾受伤战士的体系。正是这个组织框架，使冲锋队能够应付20世纪

20年代末起的大规模扩编。复兴的冲锋队宣扬一种新型的大众政治学，要

求以绝对忠诚和高度的个人及财务投入，换取政治倾向、工作机会和男性

社交的各种途径。事实证明，这些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更具诱惑力，此时

许多男性自觉无法保持某种生活方式，支撑传统的男性地位。冲锋队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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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习惯及其形象和仪式，是这段时期该组织吸引力的关键。这种吸引

力不是来自复杂的理论，而是群体及自我赋权的感觉。这种动态并没有被

人们忽视，基督教会的一个重要流派试图将此能量“输送”到新的“民族

使命”或基督教复兴中，同时又对冲锋队的过度暴力行为深感遗憾。德国

国防军同样开始与冲锋队接触，希望将其作为缺乏义务兵役制时的新兵储

备。两个组织在边境地区的合作特别密切。

3.20世纪30年代初，冲锋队从零散的小群体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

织，像社会运动一样动员追随者，却又以紧密的等级结构运行，吸引了数

十万人，这既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与奥地利充满生气和暴力的文化”的

结果，也是其中的关键元素之一。4虽然冲锋队最初只是一种城市现象，但

在20世纪30年代初，它已经扩张到德国乡村，促进了农村的“纳粹化”,这

也是纳粹党夺取政权的一个关键步骤。30年代初，德国全境的政治冲突越

来越呈现出暴力特性，使冲锋队变得更加受欢迎，不仅是因为这种环境使

冲锋队队员可以“在战斗中”证明自己，还削弱了一般公众对国家垄断暴

力行动的信心，在迅速增长的纳粹同情者眼中，这也证明了接受纳粹“自

助”是合理的。尽管实际情况正相反，但冲锋队坚称自己的行动是纯防御

性的，接受这一观点的法官和警察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成为政治冲突受

害者的纳粹分子确实为数众多，但这也是该党蓄谋已久的一项策略的结

果，这一策略就是在夺权的道路上牺牲其普通成员的生命。

最终，冲锋队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唤起的希望和情感。冲锋队

的组织原则鼓励建立牢固的纽带，为领导人提供自尊和影响力，为普通队

员提供想象中的社会力量。无论对这一时期的焦虑与恐惧，以及冲锋队的

社会错位及领导问题有何评论，我们都必须强调，在队员眼中，冲锋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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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普遍存在的(民主)代表权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而又

似乎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在个人期望与民族团结似乎越来越相互排斥的一

个时代，冲锋队“行动共同体”给人们一种印象，他们为现代社会的这一

根本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正如以前的历史学家有时声称的那样，纳粹积

极分子希望，可以在不放弃传统自由思想(通过教育与经济独立获得自决

的权利)的情况下，支持一种“专注于集体、消灭小我”的“极权主义”

意识形态。相反，有些荒谬的是，大规模参与冲锋队等准军事政治运动，

被视为重申男性地位的一种手段，即便这些人缺乏金融资产、家庭地位或

者特殊专业及知识技能。参加准军事组织并没有被人们看作以个人身份换

取新集体身份的途径。冲锋队等群众组织内的法西斯积极分子没有将自己

当成个人，而是某种人格的代表。第三帝国初期，冲锋队在男学生中大受

欢迎，说明“冲锋队队员是失败者”的常见印象只涵盖该组织追随者中的

一部分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是如此。在物质条件困苦、民怨沸腾的时

代中成长，加上年轻人理想主义与自尊，促成了灵与肉的这种不同寻常的

联系。冲锋队队员确实自愿服从于救世主式的“元首”及其地方代理人，

但他们期待着可观的回报。他们献身于冲锋队，不仅为自己提供了日常生

活的方向和灵魂救赎的感觉，还赋予了领导人的权力，使他们自视为民族

共同体的卫士，神圣民族的化身。?正是这种可憎的自命不凡，导致同时代

的许多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满怀厌恶，不愿将目光投向冲锋队及其狂暴

的意识形态。

4.有些违反常识的是，冲锋队的影响力在1933年达到高潮，却也成了

衰退的开端。从20世纪30年代起，社会动乱和该组织“社会主义”派系中

(盘踞于德国北部与东部的工业城市)的失望情绪逐渐成为迫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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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纳粹党对此却没有全心全意地解决。相反，人们一直断言，希特勒担任

总理将解决所有问题，这使许多普通队员怀有极高的期望。加上经历过多

年不确定与危险局面之后的复仇渴望，这些期望转变为1933年春季的极端

暴力行为。除了管理1933年关押约8万人的临时集中营之外，冲锋队还参与

了标志性的公开羞辱活动，受害人(绝大部分为男性)被“女性化”,以强

调褐衫军自身的(超)男性身份。犹太人特别容易成为羞辱活动的目标，

即便没有遭到囚禁和拷问的人，也在当年3月与4月的全国性抵制活动中遭

受苦难。尽管德国司法机关中的一些无名英雄试图(大部分都是徒劳)至

少惩罚最为令人发指的罪行，但由于冲锋队领导人被任命为许多德国城市

和地区的警察局长，使该组织实际上免予诉讼。

为纳粹掌权干了“脏活”的冲锋队队员们期待着接受物质与象征意义

的奖赏，也确实有数十万人从旨在为失业队员提供工作的特别行动中获

益，或者至少在六十多座冲锋队“辅助营”中得到庇护和少量薪金。任命

冲锋队队员为辅警是特别有效的举措，这一方案将政治和就业策略融合在

一起。但是，罗姆任命冲锋队“特别代表”以控制和影响德国官僚机构，

对纳粹“革命”期间政治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企图很快失败了，原因既

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实际因素。不过，他成功地向组织输送了数百万马

克，至少在巴伐利亚成为了有影响的人物，通过密集的盟友关系网左右着

地区政局。1933—1934年，全国冲锋队至少从政府得到7200万马克，其中

大部分下放到地方分支机构。

5.纳粹掌权后的数年，该党的吸引力超越了意识形态信仰。纳粹德国

的社会融合必须当成“舞台化”(由该党协调的)群体经历及日常实践之间

互动的产物来分析，这种融合为个人提供了情感归属感，以及追求其个人

372



结语：冲锋队与民族社会主义

目标的可能性。我对冲锋队历史的叙述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的分析角度，并

研究其相互关系，更好地解释民族社会主义的暴力动员与个人吸引力。特

别是1933—1934年，冲锋队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一，他们为数百万德国人

提供了加入纳粹阵营、从新的政治及工作机遇中获益的机会。其二，他们

激进地实施纳粹政权的分离主义政策，促进实现“反犹太虚构共识”,也

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赞成纳粹反犹太政策，第三帝国的人际沟通越来越

假定大部分德国人理所当然地支持这种思想。

虽然冲锋队在20世纪40年代继续发挥上述作用，但随着1934年夏季

“长刀之夜”事件的发生，通过在该组织服务取得个人进步的希望，以及

根据“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原则改革该国经济及社会的更高期望，突然之

间烟消云散。这一事件之后，整个冲锋队内部的训练整合变得比大规模政

治动员更为重要，特别是在纳粹政权采取其他高压政策的时候。加入许多

纳粹组织中的一个，不再能保证属于“民族共同体”,而是陷入了一种永远

不确定的状态。“民族同志”不得不从事表现对纳粹事业持续献身的社会

活动，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对于许多冲锋队队员来说，当政治对手失败

之后，这一点变得很困难，因为他们过去表现自己的手段——街头争斗、

暴力活动或者滥饮及象征性占领公共空间等“男性”社交形式——越来越

显得不足。

1934年罗姆及其追随者被杀，以及对反纳粹“新保守派”人士的清

算，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三帝国的历史。由此开始，纳粹政权利用之前反法

西斯左派为打击民族社会主义声誉而培养的“同性恋偏见”,污蔑冲锋队领

导层在道德上存在问题。与此同时，它积极迎合普通冲锋队队员对秩序、

“清洁”及“民族主义”道德的渴望。无论对敌对友，纳粹独裁政权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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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表示，它既不尊重法律界定，也不尊重过去的政治规范。

6.1934年之后继续参与冲锋队活动的人是非常多元化的群体，由来自

各行各业的人组成。其中的“老战士”多数属于工人阶级，由于意识形态

信念的原因，加上缺乏职业与社会替代物，他们仍然忠诚于冲锋队。此

外，还有一些中产阶级成员，将冲锋队视为向政权表示忠诚的手段，这样

他们就无须放弃射击与马术等爱好——那正是二战之间德国中产阶级男性

社交的重要领域。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精锐部队“统帅堂”的

中下阶层及工人阶级青年则是有意选择军人生涯，接受该组织的意识形

态倾向。最后，许多1938年后德国吞并及占领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加入了新

建的冲锋队单位，他们将成员身份视为参与新政权并从中受益的机会。不

过，随着战争的继续，冲锋队越来越多地承担警察的任务，帮助维持公共

秩序，在冲锋队及其下属“防卫队”中服务从自愿奉献变成了一项义务。

7.尽管从1934年起，冲锋队无法参与上层决策，但在纳粹政权余下的

岁月中，它仍然是日常生活中强加纳粹意志的主要力量。他们是“暴力压

制的工具”,自始至终“保护”德意志族群免遭“敌人”的侵害，8还参与维

护纳粹占领及吞并地区和旧帝国后方地区的公共秩序。虽然从1939年秋季

起，一百多万名冲锋队成员中的大部分都被抽调到国防军，使该组织元气

大伤，但它仍继续向政权提供多种服务，直到1945年。这些服务不限于准

军事教育和意识形态训练，还包括运送与看守监狱和集中营的犯人、看管

强制劳工、提供在战线后秘密行动的准军事战斗部队，以及更“民用”风

格的任务——德国城市遭空袭后组织清理作业，为伤兵及家人提供帮助。

为了保护心目中的“精神与情感防御共同体”,许多冲锋队队员继续参与可

怕的暴力活动，直到第三帝国的最后几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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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世纪30年代，纳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为冲锋队提供了夺

回过去势力及影响力的新机遇。冲锋队扩大并协调与德国射击和马术俱乐

部一起进行的准军事活动，促进德国男性平民生活的军事化，于占领苏台

德及梅梅尔之前为国防军实施辅助任务，并为苏台德德意志族自由军团提

供了许多领导人。成功占领之后，它又帮助许多被占地区德意志族人与纳

粹党取得联系。从1936年起，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甚至制订计划，意欲将其

成员训练成有遗传价值的“武装农民”,定居德国边境地区、吞并或占领

地区，通过耕地生子“捍卫”德意志民族。可是，1939年10月，海因里

希·希姆莱就任“强化德国民族性帝国专员”,严重阻碍了冲锋队的计划。

虽然野心勃勃的招募行动目标从未实现，整个计划于1943年初最终搁置，

但他们建设了典范性的“农业定居点”,设立德意志族冲锋队定居者训练学

校，至少有数百名冲锋队队员成功地在东部德占区落脚。

9.在南面的德国仆从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克

罗地亚，五名冲锋队高级将领于1940年底到1941年出任德国公使。战争余

下的几年中，这些外交官试图在任职的国家推动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及

文化利益。虽然这些“老战士”没有表现出独特的冲锋队外交风格，但他

们使整个冲锋队相信，在巴尔干建立“身穿各种颜色衬衫的国际法西斯部

队”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随着战争的推进，这种想法越来越显得天

真，尤其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后，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开始为第三帝

国失去军事控制权后的时期做准备。最晚到1944年，冲锋队外交官已面临

必败之局。

10.以前的冲锋队历史叙述了1934年后的衰落与失败，但却遗漏了该组

织历史的这些重要方面。正如本书所述，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之一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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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说法遵循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为辩护策略提出的论据，在接下来

的二十年中，正是这些论据帮助前冲锋队队员淡化自己过去的经历。尽管

对民族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研究都已经大大拓展和改善了，仍然没有人就

战后对冲锋队的印象提出质疑。本书试图挑战这种既有的论述，遵循对第

三帝国大众号召力的最新研究，这些研究强调，纳粹的“民族共同体”被

广泛看作一个“道德共同体”或者“共同道德承诺及共同利益的准宗教团

体”。"本书努力地在现代德国史的更大框架内，重新校准纳粹运动政治积极

分子所处的位置，笔者认为，虽然人们对冲锋队队员是无赖和政治恶棍的

普遍印象没有错误，但它只涵盖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而系统性地忽略了

影响冲锋队号召力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不管是从纳粹

党积极分子，还是从未必接受纳粹政权暴力策略却珍视其社会目标的德国

大众角度，在想象的种族边界里坚持反资本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冲锋队都将

权力赋予了数百万普通德国人，让他们从事“自己的政治活动”。它使这些

人从物质上丰富自己，同时与阶级优越感做斗争，最为重要的是，使他们

自视为民族共同体的宝贵一员。1934年夏季之后，这种赋权感继续存在了

很长时间，并从1945年后直到今日，一直影响着许多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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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Michael A.Hartenstein,Neue Dorflandschaften:Nationalsozialistische Siedlungsplanung in

den 'eingegliederten Ostgebieten'1939 bis 1944(Berlin:Dr.Koster,1998);Isabel Heinemann, Rasse,

Siedlung., deutsches Blut':Das Rasse-und Siedlungshauptamt der SS und die rassenpolitische Neuordnung
Europas(Gottingen:Wallstein,2003);Isabel Heinemann and Patrick Wagner(eds),Wissenschaft-Planung

-Vertreibung:Neuordnungskonzepte und Umsiedlungspolitik im 20.Jahrhundert(Stuttgart:Steiner,2006);

Markus Leniger,Nationalsozialistische 'Volkstumsarbeit' und Umsiedlungspolitik 1933-1945:Von der
Minderheitenbetreuung zur Siedlerauslese(Berlin:Frank & Timme,2006);Gerhard Wolf,Ideologie und

Herrschaftsrationalitat:Nationalsozialistische Germanisierungspolitik in Polen(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2012).

103.Christian Gerlach, Extremely Violent Societies:Mass Violence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Jorg Baberowski,Verbrannte Erde: Stalins Herrschaft

der Gewalt(Munich:Beck,2012);Donald Bloxham and Dirk A.Mos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ocide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Arjun Appadurai,Fear of Small Numbers: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Anger (Durham,NC,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104.参见：Georg Elwert, 'Gewaltm?rkte: Beobachtungen zur Zweckrationalit?t der Gewalt',in

Soziologie der Gewalt, ed. Trutz von Trotha(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 1997),pp.86-101,esp.pp.

87-91.

105.Jan Philipp Reemtsma,'Gewalt als attraktive Lebensform betrachtet',Mitelweg 3624:4(2015),
pp.4-16,here pp.12-14.
106.关于“以暴力为乐”,参见兰德尔·柯林斯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著作：Randall Collins,

Violence:A Micro-Sociological Theory(Princeton,NJ,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
242-281.
107. Karl Marx,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vol.1(Berlin: Dietz,1983),p.

779;Friedrich Engels,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in Marx-Engels-Werke,
vol.20(Berlin:Dietz,1962),pp.1-303, here p.171; both as quoted in Felix 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version 1.0,Docupedia-Zeitgeschichte,8 November 2014, http://docupedia.de/zg/
Gewalt_und_Gewaltforschung,p.7.
108. Reemtsma, 'Gewalt als attraktive Lebensform betrachtet',pp. 12-14.另见如下创新研究：

Collins,Violence;Peter Imbusch, Moderne und Gewalt:Zivilisationstheorerische Perspektiven aufdas 20.
Jahrhundert(Wiesbaden:VS Verlag,2005); Hans Joas,War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2003);

Sofsky,Traktat uber die Gewalt; Heinrich Popitz, Ph?nomene der Macht,2nd edn(Tübingen:Siebeck,

1992),esp.pp.43-78.
109.关于“动员”成为第三帝国社会动态研究关键概念的说明，参见：Oliver

Werner,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eine Einfuhrung', in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Institutionen und Regionen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und der Verwaltung
des 'Dritten Reiches'1936 bis 1945,ed.Oliver Werner(Paderborn:Schoningh,2013),pp.9-26;
Jürgen John,'Mobilisierung als Charakteristikum des NS-Systems?",in Werner,Mobilisierung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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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sozialismus,pp.29-57.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纪律”的重要性，可参见：Ulrich Brockling,
Disziplin: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milit?rischer Gehorsamsproduktion(Munich: Fink,1997),pp.241-271.

110.关于暴力史这一蓬勃发展领域的最新调查文章，参见：Schnell,'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Jan C. Behrends, 'Gewalt und Staatlichkeit im 20.Jahrhundert: Einige Tendenzen
zeithistorischer Forschung',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58(2013),pp.39-58; Elissa Mailander,'Geschich

tswissenschaft',in Gewalt: Ein interdisziplin?res Handbuch, ed.Christian Gudehus and Michaela Christ
(Stuttgart and Weimar:Metzler,2013),pp. 323-231;Maike Christadler,'Gewal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Positionen der Forschung',Gesnerus 64(2007),pp.231-245.

111.Emst Nolte,Der Europ?ische Birgerkrieg 1917-1945: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Frankfurt am Main:Propyl?en,1987); Enzo Traverso,Im Bann der Gewalt: Der Europ?ische Birgerkrieg

(Munich:Siedler,2007).

112. Michael Mann, Fasc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quotation on p.353.

From the recent literature,see António Costa Pinto and Aristotle Kallis(eds), Rethinking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urop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4);António Costa Pinto(ed.), Rethinking
the Nature of Fascis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1);Roger Griffin,

Modernism and Fascism:The Sense ofa Beginning under Mussolini and Hitle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同时参见Ernst Nolte的前沿研究：Three Faces of Fascism:Action Francaise,Italian

Fascism,National Socialism(New York: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6).

113.Chris Millington and Kevin Passmore(eds),Political Violence and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1918-1940(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5);Donald Bloxham and Robert Gerwarth(eds),

Political Viol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Enzo

Traverso,L'histoire comme champ de bataille:Interpréter les violences du XXe siècle(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2012);Alf Ludtke and Bernd Weisbrod(eds),No Man's Land of Violence: Extreme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Go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2006); Bernd Weisbrod,'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3(1992),pp.391-404.

114.对这场辩论的批判性与对照性总结，参见：Geoff Eley,Nazism as Fascism:Violence,

Ideology, and the Ground of Consent in Germany 1930-1945(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3),

pp.198-225;Jurgen Kocka,'Nach dem Ende des Sonderweges.Zur Tragfahigkeit eines Konzepts',in Die
Bielefelder Sozialgeschichte:Klassische Texte zu einem geschichtswissenschaflichen Programm und seinen
Kontroversen,ed.Bettina Hitzer and Thomas Welskopp(Bielefeld:transcript,2010),pp.263-275.

115.参见弗里德兰德的精炼分析：Saul Friedlander,pars pro toto,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2

vols(New York:HarperCollins,1997/2007).

116.安德烈亚斯·维尔纳最先提出类似的分类：Andreas Wermer,SA und NSDAP:'Wehrverband,

Parteitruppe'oder 'Revolutionsarme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SA und der NSDAP1920-1933,
diss.,Friedrich Alexander Universit?t zu Erlangen-Nürnberg,1964.这本书仍然是冲锋队早期组织史的

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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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赖夏特在他的著作中说明了自己的方法论：'Praxeologie und Faschismus',pp. 129-135.

118.同上，P.136,141;Reichardt,Faschistische Kampfbinde,pp.22-26。挑战赖夏特的观点

时，我依靠的是沙茨基等人提出的基于实践的理论方法：Theodore R.Schatzki,Social Practices: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oci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idem,'Practice Mind-ed Orders',in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ed.Theodore R.

Schatzki,Karin Knorr Cetina,and Eike von Savign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1),pp.42-55.

119.Gertrud Nunner-Winkler, 'Oberlegungen zum Gewaltbegriff',in Gewalt: Entwicklungen,

Strukturen,Analyseprobleme, ed. Wilhelm Heitmeyer and Hans-Georg Soeffner(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04),pp.21-61, here pp.21-24;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pp.1-3,with further

references.20世纪20年代街头暴力活动中所涉及形式的详细讨论，参见：Dirk Schumann,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Kampfum die Sra?e wnd Furcht vor dem Birgerkrieg(Essen:

Klartext,2001),pp.15-22.

120.这些暴力形式的其他概念及问题，参见：Trutz von Trotha,'Zur Soziologie der Gewalt',

in idem(ed.),Soziologie der Gewalt(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97),pp.9-56;Schnell, 'Gewalt

und Gewaltforschung',pp.1-4;Raphael van Riel, 'Gedanken zum Gewaltbegriff: Drei Perspektiven',
IPW-Working Paper no.5,Hamburg University,2005,https://www.wiso.uni-hamburg.de/fileadmin/sowi/
akuf/Text_2010/Gewalt-Riel-2005.pdf;Imbusch,Moderne und Gewalt,pp.20-35;Pierre Bourdieu,

Grundlagen einer Theorie der symbolischen Gewal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3).

121.“旁观者”的概念最近受到了批评。我们在这里用这个词代表置身某个特殊场合，但自

认为没有积极参与的人，他们既不是作恶者，也不是受害人。这种定义并不意味着对“旁观主义”

的影响做出任何陈述。关于“旁观者”概念的批判性观点，参见2015年9月24-26日在阿姆斯特丹举

行的“探索分类学的局限：大屠杀历史中的“旁观者”会议的投稿。

122.正如汉斯-格尔德·雅施克和马丁·洛伊佩丁格所述，纳粹的“审美占有”和“身

体暴力”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参见：Hans-Gerd Jaschke and Martin Loiperdinger, 'Gewalt
und NSDAP vor 1933:Asthetische Okkupation und physischer Terror',in Faszination der Gewalt:

Politische Strategie wnd Alltagserfahrung, ed.Reiner Steinweg(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3)

pp.123-155,here pp. 132-133,146-147.See also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milieus: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ngriff auf die proletarischen Wohnquartiere und die
Reaktionen in den sozialistischen Vereinen (Bonn:Dietz,1997),pp.312-335; Gerhard Paul,Aufstand
der Bilder: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Bonn:Dietz,1990),pp.133-142;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inde,pp.101-119.据此，我不同意迪尔克·舒曼的观点，他的研究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

但没有注意暴力行动的这种“结构”特征，是基本方法论选择的结果。参见：Schumann,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pp.15-16.

123.关于包含身体暴力及心理暴力形式的这一概念，参见：Popiz,Ph?nomene der Macht,pp.43-47.

124. Thomas Kühne, Belonging and Genocide:Hitler's Community,1918-1945(New Haven,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屈内的论点引起了反对。特别是，他强调纳粹团体形成中的

种族灭绝特征，被指为夸大其词；参见于尔根·马托伊斯在《美国历史评论》117:2(2012)期上

389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的评论。但是，屈内并不是唯一看到这种联系的人。例如，军事社会学家安东尼·金同样强调基于

归属感和同志情谊的纽带是作战中良好表现的关键条件：Anthony King,The Combat Soldier:Infantry

Tactics and Cohesion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pp.7-23.
125.Jorg Baberowski, 'Einleitung: Ermoglichungsr?ume exzessiver Gewalt',in Gewaltr?ume:

Soziale Ordnungen im Ausnahmezustand, ed.Jorg Baberowski and Gabriele Metzler(Frankfurt am Main:

Campus,2012),pp.7-27,esp.pp.25-27.

126.Jan Philipp Reemtsma,'T?tungslegitimationen:Die m?rderische Allianz von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in Bruchlinien:Tendenzen der Holocaustforschung, ed.Gertrud Koch(Cologne: B?hlau,1999)

pp.85-103,here p.99.
127.然而，最近几个月发表的两部重要研究著作总结了早期冲锋队集中营的暴力活动：

Nikolaus Wachsmann,KL: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London:Little,Brown,2015),here

pp.23-78;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
128.Sara Ahmed,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

David Schoenbaum在这一领域的前沿研究同样富于启发：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Class and Status

in Nazi Germany 1933-1939(New York and London:Norton,1980 [1966])

129.参见最近的分析：Thomas Rohkramer,Die fatale Attra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Zur Popularit?t eines Unrechtsregimes (Paderborn:Schoningh,2013),pp.27-56,178-217; Thomas

Mergel, 'Führer,Volksgemeinschaft und Maschine:Politische Erwartungsstruktur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1918-1936',in Politische Kulurgeschich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1918-1939, ed.Wolfgang Hardtwig(G?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2005),pp.91-127;Michael

Wildt,'Volksgemeinschaft und Führererwar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Politische Kultur und
Medienwirklichkeiten in den 1920er Jahren,ed.Ute Daniel,Inge Marszolek, Wolfram Pyta,and Thomas
Welskopp(Munich:Oldenbourg,2010),pp.181-204;Wolfgang Hardtwig, 'Volksgemeinschaft im

Ubergang:Von der Demokratie zum rassistischen Fuhrerstaat',in Gemeinschafisdenken in Europa: Das
Gesellschafiskonzept 'Volksheim' im Vergleich 1900-1938, ed.Detlef Lehnert(Cologne:B?hlau,2013),

pp.227-253.
130.并不是只有纳粹党和其他法西斯及民族主义极端政党如此行事。在一篇极富教益的文

章中，历史学家莫里茨·弗尔默认为，不应该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强人领袖”思潮视为“民

主制危机”的征兆，因为许多温和派和左翼政治家也赞成高度个性化的领导艺术。参见：Moritz

Follmer,'Führung und Demokratie in Europa',in Normalit?t und Fragilit?t:Demokratie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ed.Tim B.Muller and Adam Tooze(Hamburg:Hamburger Edition,2015),pp.177-197.

131.关于1918年后德国领导阶层理想的“民主”特征，参见：Wildt, "Volksgemeinschaft und

Fuhrererwar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pp.196-198.正如克里斯蒂娜·本宁豪斯等人所强调的那
样，这些在自称“年轻一代”的知识领袖中大受欢迎的概念几乎专指男性。这也就是我在上面的

句子中只使用男性形式的原因。参见：Christina Benninghaus, 'Das Geschlecht der Generation:Zum

Zusammenhang von Generationalitat und Mannlichkeit um 1930',in Generationen:Zur Relevanz e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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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senschafilichen Grundbegrifs, ed.Ulrike Jureit and Michael Wildt(Hamburg: Hamburger Edition,

2005),pp.127-158.事实上，中上阶层占据了冲锋队大部分的领导职务，伤害了来自较低阶层的队
员；参见：Muhlberger, Hitler's Followers,p.165;与汉堡有关的情况参见：Wackerfuss, Stormtrooper

Families,pp.48-49.
132.这个例子取自：Felix R?mer,Kameraden:Die Wehrmacht von innen (Munich:Piper,2012),

pp.85-6.亚历山大·W·霍尔肯斯关于二战德国战俘政治态度的最新研究确认了“民族共同体”
思想的感召力——这与对该党及其下属人员(包括冲锋队)常见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参

见：Alexander W.Hoerkens,Unter Nazis? Die NS-Ideologie in den abgeh?rten Gespr?chen deutscher

Kriegsgefangener von 1939 bis 1945(Berlin: Be,bra,2014),pp.308-312,336.
133.这方面也可参见：Malte Thieβen,'Schone Zeiten? Erinnerungen an die 'Volksgemeinschaft"

nach 1945',in Volksgemeinschaft:Neue Forschumgen zur Geselscha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d. Bajohr
and Wildt,pp.165-187.

第1章
1.在如下书籍中引用：Othmar Plockinger,Unter Soldaten und Agitatoren:Hitlers pragende Jahre

im deutschen Milit?r 1918-1920(Paderborn:Schoningh,2013),p.5.

2.参见如下最新作品：Robert Gerwarth,'The Central European Counter-Revolution: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Germany,Austria and Hungary after the Great War',Past and Present 200(2008),pp.175-

209,here p.177;idem, 'Rechte Gewaltgemeinschaften und die Stad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Berlin
Wien und Budapest im Schatten von Kriegsniederlage und Revolution',in Kollektive Gewalt in der Stadt:
Europa 1890-1939, ed. Friedrich Lenger(Munich:Oldenbourg,2013),pp.103-121;Béla Bodó,'Heroes

or Thieves?Nepotism,Clientage and Paramilitary Violence in Hungary,1919-1921,Centre. Journ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entral Europe in the I9th and 20th Centuries 1(2015),pp.66-114.

3.关于德国，参见格哈德·克鲁梅希编辑的稿件：Gerhard Krumeich(ed.),Nationalsozialismus
und Erster Weltkrieg(Essen:Klartext,2010).从欧洲的角度，可以参见：Angelo Ventrone,Fascism and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War',in The Legacies of Two World Wars:European Socie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Lothar Kettenacker and Torsten Riotte(New York:Berghahn,2011),pp.90-119; Michael
Mann,Fascist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31-91.

4.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可以参见：Kathleen Canning, 'Claiming Citizenship: Suffrage and
Subjectivity in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in Weimar Publics/Weimar Subjects: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Germany in the 1920s,ed.Kathleen Canning,Kerstin Barndt,and Kristin McGuire(New

York and London:Berghahn,2010),pp.116-137;Julia Sneeringer,Winning Women's Votes: Propaganda

and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Matthew Stibbe,'Anti-Feminism,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Right,1914-1920:A Reappraisal',

German History 20:2(2002),pp.185-210.

5.J?rn Leonhard, 'Means of Propaganda,Tools of Loyalty?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in the First

World War',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istory of Concepts:Commun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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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Conceptualizing Communication',Bielefeld University,28-30 August 2014.
6.关于两战之间德国政治的语言与形式，参见：Thomas Mergel, Parlamentarische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Politische Kommunikation,symbolische Politik und Offentlichkeit im Reichstag
(Düseldorf: Droste,2002); Kirsten Heinsohn, Konservative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1912-1933:

Demokratisierung und Partizipation in geschlechterhistorischer Perspektive(Düsseldorf:Droste,2010).

7.关于早期国防军与秘密准军事部队(所谓“黑色国防军”),参见：Bergien,Die

bellizistische Republik,pp.107-30;Francis L. Carsten,Reichswehr und Politik(Cologne:Kiepenheuer

and Witsch,1964),pp.168-173;Franz von Gaertner,Die Reichsweh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rlebte

Geschichte (Darmstadt:Fundus,1969),pp.129-135.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黑色国防军”这

一极具争议话题的偏袒看法，参见：Bruno Ernst Buchrucker,Im Schatten Seeckt's:Die Geschichte

der 'Schwarzen Reichswehr'(Berlin:Kampf-Verlag,1928); Friedrich Wilhelm von Oerzen,Die

Deutschen Freikorps 1918-1923(Munich: Bruckmann,1938),pp.462-473;对20世纪20年代的批判性

意见，参见：Emil Julis Gumbel,Verschw?rer (Vienna:Malick,1924),pp.100-117.
8.历史学家彼得·凯勒最近提出，以“自由军团”作为在德国政府许可下行动、但不是国

防军正式部队的准军事单位的统称，大体上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一个传统。与“自由军

团”相比，凯勒更偏向于“政府部队"。参见：Peter Keller, 'Die Wehrmachr der Deutschen Republik

ist die Reichswehr':Die deutsche Armee 1918-1921(Paderborn:Sch?ningh,2014),pp.81-101.See

also Sprenger, Landsknechte;Perry Biddiscombe,'The End of the Freebooter Tradition:The Forgotten
Freikorps Movement of 1944/45',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2:1(1999),pp.53-90,here p.58;Kai Uwe

Tapken,Die Reichswehr in Bayern von 1919 bis 1924(Hamburg:Kova?,2002),p.115;Schulze,Freikorps
und Republik,pp.35-47.

9.Richard Bessel,'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Von den
Freikorps zur SA',in Milit?r und Militar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Beitr?ge ein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an der Hochschule der Bundeswehr Hamburg am 5.und 6.Mai 1977,ed. Klaus-Jürgen Müller and
Eckardt Opitz(Düseldorf: Droste,1978),pp.193-222, here pp.200-203.

10.Jan-Philipp Pomplun,Freikorps als personelle und organisatorische Keimzell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al-und politik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am Beispiel suddeutscher
Einheiten',speech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Wegbereit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ersonen,
Organisationen,Netzwerke des volkisch-antisemitischen Aktivismus 1919-1933',Gelsenkirchen,30
September-2 October 2013.根据蓬普隆的说法，原“自由军团”成员中，1?来加入党卫队，17%
成为纳粹党员。过去强调自由军团部队与纳粹党成员延续性的主流看法参见：Robert G.L.Waite,

Vanguard of Nazism: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hwar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Bernhard Sauer,'Freikorps and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Zeitschrift fir

Geschichtswissenschafi 56:1(2008),pp.5-29,here p.29;Bessel,Militarismus im innenpolitisch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p.202.
11.1920年3月未遂的“卡普政变”之后，赫尔曼·埃尔哈特将其部队从柏林转移到慕尼黑，

巴伐利亚当局欢迎他和手下的到来。此后，他以“巴伐利亚森林与木材公司”为伪装，建立了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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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季创立于图林根，原名“保护东部边境的巴伐利亚自由军团”。它参与了1919年5月推翻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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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ervatismus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Bayern nach 1918(Berlin and Zurich:Gehlen,1969),pp.53-

56,159-64;Reinhold Friedrich,Spu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bayerischen Oberland: Schliersee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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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Pridham,Hitler's Rise to Power,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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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Bosch,Das konservative Milieu,p.119.
168.Pridham,Hitler's Rise to Power,p.131.
169.Pyta,Dorfgemeinschaft und Parteipolitik 1918-1933,pp.324-329.

170.Hans-Helmuth Krenzlin,Das NSKK:Wesen,Aufgaben und Aufbau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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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RGVA,Osobyi Archives,Fond 720,Opis 1,no.47,pp. 143-153, here pp.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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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对这一主题的更详细分析，参见：Daniel Siemens, 'Gegen den"gesinnungsschw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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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关于冯·奥伯尼茨，参见：Utho Grieser, Himmlers Mann in Nürnberg. Der Fall Benno

Martin:Eine Studie zur Struktur des Driten Reiches in der 'Sradt der Reichsparteitage'(Nure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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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多名冲锋队领导人(包括纽伦堡的威廉·施特格曼)在1932年底之前倡导，如果兴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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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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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Berkeley,CA,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Daniel Siemens,'Kuhle

Romantiker:Zum Geschichtsverst?ndnis der “jungen Generation"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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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Frank Bajohr,'Unser Hotel ist judenfrer': Bader-Antisemitismus im 19.und 20.Jahrhu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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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in Postwar Europe, ed.David A.Messenger and Katrin Paehler(Lexington,KY: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2015),pp.57-82, here pp.60-61.强调图宾根大学对纳粹运动普遍同情，同时指

出很长一段时间内纳粹组织在那里招募并不比其他地方容易的客观评价，参见：Hans-Joachim

Lang, 'Die Universitat Tubing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in Forschung-Lehre-Unrecht: Die
Universit?t Tübing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Ermst Seidl(Tübingen:MUT,2015),pp.33-49.

32.领导这些学生的，是年轻的特奥多尔·埃申堡旗下的“德国艺术高校联盟”。参见：

Benigna Schonhagen, 'Stadt und Universitat Tübingen in der NS-Zeit',in Die Universit?t Tübing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 Urban Wiesing et al.(Stuttgart: Steiner,2010),pp.731-758, here p.743;Uwe

Dietrich Adam, 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Die Universit?t Tubingen im Dritten Reich(Tübingen:

Mohr,1977),p.22;Trauthig,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p.64.关于贡贝尔，参见：Christian

Jansen,Emil Julius Gumbel:Portr?t eines Zivilisten(Heidelberg:Wunderhorn,1991).

33.Adam,Hochschul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pp.22-23.但是，冲锋队最初不允许组建真正的

学生“突击队”,因为这被视为与该党打破阶级界限的“人民共同体”理想相悖的新型精英主义思

想。1932年，随着新的“学生联盟组织”的建立，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该组织试图强化德国大学

的准军事训练。参见：BArch Berlin,NS 23/510:Transcript of the Munich police's Lagebericht from 20

October 1932.

34.根据纳粹自己的统计，1929年初就有48名冲锋队领导人和600-700名普通队员是民

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参见：Schirach,Wille und We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es(Munich:NSDAP,1929),p.11.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明显分歧。米夏埃

尔·卡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尽管纳粹宣传中“头脑与手”(即学生和工人)的联盟占据重要

地位，但冲锋队的学生激进活动仍很有限。卡特尔宣称，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中，成为冲锋

队员的不足40??然而，考虑到1928年起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在许多德国大学中的重要性，这算

不算一个小数目似乎颇具争议；Michael Kater,S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1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Hamburg:

Hoffmann& Campe,1975),pp.186-197。与卡特尔相反，特奥多尔·盖格尔确定，中产阶级男青
年(特别是学生)是“民族主义激进活动的支柱”;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p.115。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兴起以及与冲锋队的关系，也可参见：Giles,Shudent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pp.44-100;Michael Gruttner,Sudenten im Driten Reich(Paderborn:

Schoningh,1995),pp.19-61;Schon,Die Entste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Hessen,pp.104-116.

35.这种推理的一个例子，参见：LArch Freiburg,F179/4 Nr.110,pp.15-22, here p.19:

Offenburg regional court,Record of interrogation of Hans Ulrich Klintzsch,16 September 1921.
具有较自由倾向的学生同样强调，他们感受到组成“民族共同体”的号召；参见：Fritz

Sohlmann,'Akademiker und Volksgemeinschaft. Die Aufgabe einer studentischen Selbstverwaltung',Der
Jungdeutsche,27June 1929,in GStA PK,I. HA,Rep.77,titl.4043,no.160,p.90.
36.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720,Opis 1, no.47,pp.372-437,here p.374:Werner von Fichte

Typescript of a booklet on the SA,untitled and undated,sixty-five pages.
37.关于这种发展以及在德国青年运动内的地位，参见最新出版的如下著作：Ah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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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ndische Jugend,and Barbara Stambolis(ed.),Die Jugendbewegung und ihre Wirkungen: Pr?gungen,
Vernetzungen,gesellschafiliche Einflussnahmen (Gottingen:V&R unipress,2015).青年运动与纳粹党轨
迹重合的例子，参见：BArch Berlin,NS 26/370: Letter from Rudolf Schmidt,'Anschriften Egerland",

undated.

38.这方面有启发意义的是冲锋队突击队长霍斯特·韦塞尔的旅行报告，他于1927年骑自行车

从柏林前往纽伦堡参见纳粹党集会。报告中对德国风景与人民政治意愿的描写交织在一起。参见：

Gailus and Siemens(eds),'Hass und Begeisterung bilden Spalier',pp.157-183.

39.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720,Opis 1,no.47,pp.372-437, here pp.374-375:Werner von
Fichte,Typescript of a booklet on the SA.
40. Stefan Vogt, 'Strange Encounters:Social Democracy and Radical Nationalism in Weimar

German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5:2(2010),pp.253-281;idem,National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Demokratie:Die sozialdemokratische Junge Rechte 1978-1945(Bonn:Dietz,2006).
41.Carl Mierendorff, 'Republik',i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38:2,1932,p.793,as quoted in Vogt,

National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Demokratie,p.222.
42.阿尔弗雷德·韦伯在Das Ende der Demokratie? Ein Vortrag(Berlin:Junker &

Dünnhaupt,1931),P.23中满怀赞许地使用了“集权主义民主制”一词。还可参见：Carl

Mierendorff, 'Wahlreform, die Losung der jungen Generation',Neue Bl?tter füir den Sozialismus 1(1930),

pp.342-349.最详尽且最具影响力的宣言是：Edgar J.Jung,Die Herrschaft der Minderwertigen: Ihr

Zerfall und ihre Abl?sung durch ein Neues Reich (Berlin:Verlag Deutsche Rundschau,1930);以及理

想主义色彩没那么浓的：Ernst Jünger,Der Arbeiter:Herrschaft und Gestalt (Hamburg: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1932)。

43.August Rathmann, 'Neuer Anfang sozialdemokratischer Politik?',Neue Bl?tter für den
Sozialismus 1(1930),pp.388-395, here p.390.几年之后，流亡的德国法学家卡尔·勒文施泰因采用了

类似的措辞，称“过去令人激动的早期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已经无法复活。现在，人们不想为自由而

死。”Karl Loewenstein,'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3(1937),pp.417-432, here p.428。

44.更多详细讨论参见：Elizabeth Harvey,'The Cult of Youth',in A Companion to Europe 1900

1945,ed. Gordon Martel(Malden,MA,and Oxford:Blackwell,2006),pp.66-81,esp.pp.75-78;Kater,
Hitler Youth,p.10.
45. Kater,Hitler Youth,p.382.

46.StA München,Pol.Dir.6803: Transcript of a blank form of an SA declaration of engagement
(Verpflichtungsschein).

47.Wackerfuss,Stormtrooper Families,pp.190-191.See also Reichardt,Faschistische Kampfbinde,
pp.673-679.纳粹宣传同样强调女性对于冲锋队的重要性。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法兰克福警

察局长阿道夫-海因茨·贝克勒在1940年赞颂了女性对冲锋队的贡献，特别是她们在“激战时

代”广泛传播纳粹思想的积极作用，以及危机时刻对丈夫及伙伴们的安慰。参见：Adolf-Heinz

Beckerle,'Unsere Frauen',Die SA1:34(1940),p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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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StA München,Pol.Dir. 6805: Paragraph 6 of the Satzung der Sturmabtei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17 September 1926,modified on 31 May 1927.
49.BayHStAIV, Bestand Stahlhelm,no.97: Stahlhelm-Führerspiegel(draft from September 1931),

paragraph XIV.
50.类似的结论参见：Eley,Nazism as Fascism,pp.92-93.到1930年，“妇女部”不再受冲锋队

控制。参见：RGVA,Osobyi Archives,Fond 720,Opis 1,no.47,pp.143-153,here p.143:Memorandum

of the Baden police,Die SA und SS der NSDAP,Karlsruhe,15May 1931。
51.也可参见：Axel Fehlhaber,Detlef Garz, and Sandra Kirsch,'"Wie ich Nationalsozialistin

wurde"-Erste Annaherungen an eine Typologie weiblichen Engagements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 auf Basis der Abel-Collection',sozialersinn 8:2(2007),pp.357-383.

52.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Stanford, CA(HILA), Theodore Fred Abel Papers,Box

1,no.F44: Hilde Boehm-Stoltz,Warum und wie ich zum Nationalsozialismus kam(1933).到1932年，

伯姆-施托尔茨已经在纳粹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参见：Stoltz, 'Die Nationalsozialistin und die

Familie',Volkischer Beobachter,20 January 1932,引自：Leila J.Rupp,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1939-194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32.

53.HILA,Theodore Fred Abel Papers, Box 1, no.F36: Hertha von Reuβ,'Wie ich zur NSDAP

kam'(1933).
54.同上：Box 1, no.F41:Marlene Heder,'Wie es kam,daβ wir zwei Schwestern mit 19 und 20

Jahren schon zu den alten oder wenigstens alteren Ka?mpfern der Bewegung gch?ren'(1933).

55.也可参见：Lara Hensch:'"Wir aber sind mitten im Kampf aufgewachsen"-Erster Weltkrieg
und "Kampfzeit"in Selbstdarstellungen früher SA-Manner',in Birgerkriegsarmee,ed.Müller and

Zilkenat,pp.331-353.
56.在这个方面，约阿希姆·C·哈伯伦近来试图确认女性是魏玛街头政治暴力中的主要角

色，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他为女性共产党人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并不能证明女性民族社

会主义者同样积极。参见：Joachim C. Haberlen,'"Weiter haben sich zwei Frauenpersonen besonders

hervorgetan":Zur Rolle von Frauen in der Straβenpolitik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L'Homme:

Europ?ische Zeitschrift für feminist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23:1(2012),pp.91-105.关于共产党内

部性别比例不平衡的情况，参见：Sewell,'Bolshevizing Communist Women'.

57.关于1933年之前女性加入纳粹党的动机，也可参见：Marit A.Berntson and Brian
Ault, 'Gender and Nazism:Women Joiners of the Pre-1933 Nazi Par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9:9(1998),pp.1,193-1,218;Boak, 'Mobilising Women for Hitler'.

58.Lore Snyckers, 'Wie SA-Frauen',Die SA1:34(1940),p.7.关于她丈夫的传略，参见：'SA-
Sturmbannführer Dr. Hans Snyckers', Die SA2:9(1941),p.12.汉斯·施尼克斯此后成为布拉迪斯拉

发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Frank-Rutger Hausmann,Auch im Krieg schweigen die Musen nicht':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lichen Institute im Zweiten Weltkrieg(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1)

p.322.
59.Hattenhorst,Magdeburg 1933,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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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Riccardo Bavaj,Die Ambivalenz der Modern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Bilanz der

Forschung(Munich:Oldenbourg,2003.关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女性学生数量的增加，参

见：Grüttner,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pp.119-126;关于女性在第三帝国的(职业)发展

空间，参见：Kirsten Heinsohn,Barbara Vogel,and Ulrike Weckel(eds),Zwischen Karriere und

Verfolgung:Handlungsspielr?ume von Frau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Campus,1997);对性别与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概述，参见：Matthew Stibbe, 'In and Beyond

the Racial State:Gend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1933-1955',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13:2(2012),

pp. 159-178;Johanna Gehmacher and Gabriella Hauch (eds), Frauen-und Geschlechter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Fragestellungen,Perspektiven,neue Forschungen(Innsbruck:Studien Verlag,2007).

61.Schweyer,Politische Geheimverb?nde,p.108.
62. Hermann Schützinger, Birgerkrieg(Leipzig:Oldenburg,1924),pp.56,59.See also BArch

Berlin, R1501/20234:'Auch ein Reichsbannerfuhrer:Aus der Vergangenheit des Herrn Schützinger',
Berliner Borsenzeitung,1 May 1932.
63.关于这一时期的各种青年政治组织，参见：Wolfgang Krabbe,Die gescheiterte Zukunft der

Ersten Republik: Jugendorganisationen birgerlicher Parteien im Weimarer Staat(1918-1933)(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1995); Irmtraud G?tz von Olenhusen, 'Die Krise der jungen Generation und der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Analyse der Jugendorganisationen der Weimarer Zeit',Jahrbuch

des Archivs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2(1980),pp.53-86.

64.进一步的介绍参见：Jan Plamper,Geschichte und Gefihl: Grundlagen der Emotionsgeschichte

(Munich: Siedler,2012).

65.这方面的先驱是：Wolfgang Schieder(ed.),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Deutschland und

Italien im Vergleich,2nd edn(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3).

66.贝伦特的传记参见：Katja Windisch,Gestalten sozialen Wandels:Die Entwicklungssoziologie

RichardF. Behrendts(Bern:Lang,2005),pp.19-31.

67. Richard F.Behrendt,Politischer Aktivismus:Ein Versuch zur Soziologie wnd Psychologie der
Politik (Leipzig:Hirschfeld,1932).对这本书的更详细分析，参见：Daniel Siemens, 'Politische Gewalt

als emotionale Befriedigung',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13:1(2016),

pp.172-178.
68.格奥尔格·卢卡茨在他的Die Theorie des Romans(Berlin:Cassirer,1920)中首次使用了·精神

无家可归”一词。

69.Behrendt,Politischer Aktivismus,pp.57-61.
70.与这些意见相符的，是教师、知识分子格哈德·尼贝尔的回忆录，他是一位激进的社

会主义者，1932年底“心满意足”地参与了多次与意识形态敌人的冲突：(Nebel,Alles Gefihl ist

leiblich',p.130)。

71.这是赫尔曼·施马伦巴赫 'Die soziologische Kategorie des Bundes'〔Die Dioskuren:Jahrbuch

fir Geisteswissenschaften 1(1922),pp.35-105〕中提出的主要思路。这篇论文对贝伦特的作品影响很
大。关于施马伦巴赫的概念，还可参见：Reichardt, 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pp.39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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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Behrendt,Politischer Aktivismus,pp.62,80-81,96-103,106。与贝伦特无关，托马斯·洛
克雷默最近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Rohkr?mer,Die fatale Attrakt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p.
148-149.
73.Ludwig Hollander,'Klarheit,Arbeit,Mut!,CV-Zeitung,19 September 1930,p.1.

74.“情感共同体”的概念参见：Barbara H.Rosenwein, 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p. 1-31;and,recently,idem, Generations of

Feelings:A History of Emotions,600-1700(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4-6.

关于情感与情绪之间区别及两者社会相关性的最新辩论，参见：Edward J.Lawler,'An 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2(2001),pp.321-352;Anna M. Parkinson,An

Emotional State: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Postwar West German Culture(Ann Arbor, 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5),pp.10-24.

75.Joachim Raschke,Soziale Bewegungen:Ein historisch-systematischer Grundri?,2nd edn
(Frankfurt am Main:Campus,1988),p.77.

76.同上，pp.54,305-307。

77.Reichardt,Faschistische Kampfbünde,p.32.
78.同上。

79.“联盟”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词在语义上也紧密相连，因为意大利语中的法西斯来源

于“fascio”一词，意为“束”或者“群”。同上，P.390。

80.Hans-Ulrich Wehl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Bewegung, Führerherrschaft, Verbrechen

(Munich: Beck,2009);Arif Dirlik,'Mao Zedong: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in 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Ordinary Men and Women, ed.Jan Willem Stutje(New York:Berghahn,2012),pp.117-137; Richard R.

Fagan,'Charismatic Author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Fidel Castro,Part 1',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8:2(1965),pp.275-284.

81.Thomas Welskopp, 'Incendiary Personalities:Uncommon Comments on Charisma in Social
Movements',in Stutje,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pp.164-179,here pp.164,169.
82. Welskopp, Incendiary Personalities',p.165.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哲学家赫尔穆特·普

莱斯纳就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他的Grenzen der Gemeinschaft: Eine Kritik des sozialen

Radik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02[1924]),pp.43-48。

83.StA München,Pol.Dir.6803:Guideline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stormtrooper unit,16 May 1922.

84.StA München,Pol.Dir.6805:OSAF,Decree no.2.See also Noakes,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p.182.
85.BArch Berlin,R9361/I, no.16746:Letter from Otto Herzog to the Reichsuschla,26 August 1932.

86.Welskopp, 'Incendiary Personalities',p.171.
87.Gehrig,Im Diens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olkstumspolitik in Lothringen,p.33.See also

Reichardt,Faschistische Kampfbunde,pp.418-421,468-474;Wacherfuss,Stormtrooper Families,pp.164-187
88.RGVA,Osobyi Archives,Fond 720,Opis 1,no.44,p.2:'Eine Dankespflicht',Der 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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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zialist,17 May 1930.
89.同上：Fond 720,Opis 1,no.44,p.9: Extract from the 'Mitteilungen des Landeskriminalamts

(IA)Berlin',15 November 1930.

90.同上：p.18:'SA-Befehl Nr.6',Volkischer Beobachter,6 May 1931.

91.同上：p.22: Proclamation of the NSDAPLeipzig(typescript),April 1931.
92.其中一位女性是玛丽·冯·特罗塔，她经常在波美拉尼亚格罗斯莫伦(今波兰梅尔诺)

的海滩度假别墅接待冲锋队员。冲锋队员给她写的一些信件收藏在柏林的德国联邦档案馆：BArch

Berlin,NS 26/326。

93.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720,Opis 1,no.44,p.26: Ermst Rohm,Order from 12 March
1931.
94.StA München,Pol.Dir.6805:OSAF, Erlaβ Nr.2.共产党人采用非常类似的策略；参见：

BArch Berlin,NS 23/431:Typescript of 'Communist Fighting Principles'(1931/1932).

95.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p.115.
96.此前的两年，冲锋队的所有装备都必须从慕尼黑的所谓冲锋队“经济基地”订购，该基地

由纳粹党员罗滕贝格管理。参见：StA München,Pol.Dir.6805: Extract from the Lagebericht of Berlin

Police,no.128,20 February 1929.

97.StA München,Pol.Dir.6805: Extracts from the Lagebericht of Munich Police,no.77,7May 1929.
98.BArch Berlin,NS 26/372:Letter from the Danzig HJ to Rudolf Schmidt,31 August 1930.
99.早期冲锋队电影明显利用了这一方面，特别是1933年的SA.Mann Brand。

100.他正式加入的日期为1931年4月1日，编号为508889。参见：Elisabeth Timm,Hugo

Ferdinand Boss(1895-1948) und die Firma Hugo Boss: Eine Dokumentation(Metzingen:1999),http://

www.metzingen-zwangsarbeit.de/hugo_boss.pdf,p.4.
101.除非另做说明，本段的所有信息取自：Roman Koster, Hugo Boss,1924-1945: Die

Geschichte einer Kleiderfabrik zwischen Weimarer Republik und Drittem Reich'(Munich: Beck,2011),

pp.24-33.
102.根据1942年的一次调查，德国纺织工业的大约半数是犹太人所有的。四年之后，这些公

司只占该行业的不到1?oster,Hugo Boss,p.39.

103.Irene Guenther,Nazi Chic? Fashioning Women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4).

104.Timm,Hugo Ferdinand Boss,p.31;Koster,Hugo Boss,p.30.

105.Petra Br?utigam, Mittelstandische Unternehm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Wirtschafiliche
Entwicklungen und soziale Verhaltensweisen in der Schuh-und Lederindustrie Badens und Württembergs
(Munich:Oldenbourg,1997),pp. 147-150.

106.早在1924年，共产党日报《红旗》刊登了“阶级斗争”牌香烟的广告，并承诺共产党自

卫组织“红色助手”将从每月销售额中得到“一定比例”。遗憾的是，关于这项短命的商业政治

融合努力没有进一步的信息。1924年11月2日第147期《红旗》上刊登的这则广告在下列书籍中重

现：Gert-Joachim Glaessner,Detlef Lehnert,and Klaus Suhl(eds), Studien zur Arbeiterbewegung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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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eiterkultur in Berlin(Berlin:Colloquium Verlag,1989),p.11.

107.Sandra Schünemann, 'Bilderwelten,Markengesichter und Marktgesetze:Werbung und
Produktpolitik der Reemtsma Cigarettenfabriken zwischen 1920 und 1960°,in Wirtschaft-Kultur-

Geschichte:Positionen und Perspektiven,ed.Susanne Hilger and Achim Landwehr (Stuttgart: Steiner,

2011),pp.111-132, here pp.116-118,123-124.

108.同上，P.118。

109.这种情绪在汉斯·法拉达1932年的小说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Kleiner Mann, was un?,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Little Man,What Now?(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33).
110.Schünemann,'Bilderwelten',pp. 119-121.
111. Holger Starke, 'Dampfschokolade,Neumünchner Bier und allerfeinster Korn', in Dresdner

Geschichtsbuch,ed.Stadtmuseum Dresden(Altenburg:DZA-Verlag,1995),pp.119-150,here pp.137-142.

112.Thomas Grosche,'Arthur Dressler: Die Firma Sturm-Zigaretten für die SA',in Braune
Karrieren:Dresdner T?ter und Akteur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d.Christine Piper,Mike Schmeitzner,
and Gerhard Nader (Dresden:Sandstein,2012),pp. 193-199,here p.193; Erik Lindner,Die Reemtsmas:

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Unternehmerfamilie(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2007),pp.69-70;

Grant,Stormtroopers and the Crisis in the Nazi Movement,pp.99-106.
113.冲锋队参与商业活动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它的财政无法独立于纳粹党。每个冲锋队员都应

该加入纳粹党并支付党费，纳粹党用一部分党费支持冲锋队的财政。参见：Lindner,Die Reemtsmas,

p.70.
114.Grosche,'Dressler',p.193.贝滕豪森在之前数十年通过生意兴隆的连锁车站书店致富，

这个连锁企业是在前哈布斯堡王朝和德意志帝国之下运营的。鉴于纳粹党在1929-1930年的边缘化

地位，他的债务似乎很高且危机重重。但是，这在以后得到了多种形式的回报：贝滕豪森的公司是

第三帝国报纸与杂志的主要分销商，纳粹甚至委托他组织波兰被占领土的图书销售行业。参见：

Christine Haug,Reisen und Lesen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Die Geschichte des Bahnhofs-und
Verkehrsbuchhandels in Deutschland von seinen Anfāngen um 1850 bis zu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esbaden:Harrassowitz,2007),pp.155-157.

115.Grosche,'Dressler',pp.193-194.
116.Lindner,Die Reemtsmas,p.70.
117.Grosche, 'Dressler',pp.194-196.
118.Lindner,Die Reemtsmas,p.70.
119.同上，pp.78,81。

120.参见1932年夏季和秋季写给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多份地区报告：BArch Berlin,NS 23/474.

121.BArch Berlin, NS 23/474,p.105,070:Report of the SA-Gruppe West,21 September 1932;

ibid.,p.105,188:Report of the SA-Untergruppe Oberschlesien,22 September 1932.
122.BArch Berlin, NS 23/474,p.105,178: Letter from the Gruppenfuhrer of the SA-Gruppe

Schlesien to OSAF,22 September 1932.
123.GStA PK,XX. HA,Rep.240 B31 c,pp.191-201,here p.191:Typescript of 'Wie kam es 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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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 1.August 1932?'.
124.这个公司的品牌实际上由格拉的马哈勒西香烟公司(由保罗·罗特尔领导)制造，名为

“施皮尔曼”(3.33芬尼)、“突击队”(4芬尼)、“中队”(5芬尼)和“新战场”(6芬尼)。参
见：BArch Berlin,NS 23/474,p.105,144:Letter from SA-Standartenfuhrer Heinrich Lowenstein,Kassel,
to Sturmbann I-V/83,14July 1932;ibid.,p.105,151:Letter from NSDAP Gera,20 May 1932.

125.BArch Berlin,NS 23/474,p.105,174:Letter from SA-Mittelschlesien Süd to OSAF,26
September 1932.
126.Grosche, 'Dressler',p.194.
127.Thomas Grosche,Die Zigarettenindustrie in Dresden-Von den Anfang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MA diss.(unpublished),TU Dresden,2009,pp.71-72.我很感谢托马斯·格罗舍提供给我一
本他的著作。

128.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 Dresden,Chronik,http://www.dresden.ihk.de/150jahre/ chronik.
html.

129.Lindner,Die Reemtsmas,pp.91-92.
130.同上，pp.72-141,特别是pp.88-90。

131.同上，pp.92,114-19。根据纳粹党的信息来源，仅1932年，最大的德国香烟制造商就在

党报及杂志的广告上投资了300万马克；BArch Berlin,NS 23/474,p.105,123:Letter from the Fuhrer of
the SA-Gruppe Franken,W.Stegmann.
132.更多的参考信息见：Grosche,Die Zigarettenindustrie,pp.76-77.
133.Grosche, 'Dressler',p.198
134.Schunemann, 'Bilderwelten',p.125.
135.关于基督教会与纳粹冲锋队之间的关系，参见：Bergen,Twisted Cross,in particular pp.

70-81;Gailus,Protestant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Steigmann-Gall, The Holy Reich;Klauspeter
Reumann(ed.),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Kirchenkampfes in den

evangelischen Landeskirchen Schleswig-Holsteins(Neumūnster:Karl Wachholtz,1988);Siemens,The

Making ofa Nazi Hero,pp.126-127.
136.GStA PK,I. HA,Rep.77,titl.4043,no.423,p.79: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Notation

from 20 August 1931(signed Dr Graser).

137.参见他1932年4月写给东普鲁士大区领袖科赫的冗长投诉信：GStA PK,XX. HA,Rep.240

B27 d+e,pp.168-177.关于纳粹对中央党的“极度仇视”,参见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p.112;关于争取天主教选民的问题，参见：Falter,Hitlers Wahler,pp.177-188.

138.根据历史学家里夏德·施泰格曼-加尔的说法，1930年，德国的18000名新教牧师中，只

有大约120人是纳粹党员。但他提出，支持者的数量肯定高得多，特别是因为教会“劝阻他们的教

士正式加入任何政党”;Steigmann-Gall,Holy Reich,p.76.

139.本段的所有事实和引用取自特劳蒂希关于符腾堡新教的杰出研究著作：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pp.55-67.贝内迪克特·布伦纳最近阐述，这种宗教战争的“男性”辞藻甚

至在1945年后的二十年里充斥于新教神学家的自传中；Benedikt Brunner, 'Geschlechter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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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Kirchenkampf:Konstruktion von Gender in der autobiographischen Verarbeitung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n 'sichtbar unsichtbar:Geschlechterwissen in(auto-) biographischen Texten',ed.

Maria Heidegger et al.(Bielefeld:transcript,2015),pp.103-117.

140.教区长恩斯特·希曼诺夫斯基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后来将姓氏改成了比贝尔施泰因。

在管辖的巴特塞格贝格教区，他在整个冲锋队单位面前举行教堂礼拜活动，并在这些场合穿上褐

衫。他甚至向不顺应其观点的其他牧师施加压力，派遣冲锋队员干扰他们的活动。参见：Stephan

Linck,"Eine morderische Karriere: de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Theologe Emst Szymanowski/Biberstein',
in Manfred Gailus and Clemens Vollnhals(eds),Für ein artgem??es Christentum der Tat:Volkische Theologie

im 'Driten Reich'(Gottingen:V&R unipress,2016),pp.239-259, here pp.244,246.

141.Heinrich Rendtorff,'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Das evangelische Hamburg 25(1931),

pp.166-7(first published in Mecklenburgische Zeitng,23 April 1931).
142. Trauthig,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pp.60-61.乌尔姆是20世纪德国新教的核心人

物。关于二战后他对盟国“去纳粹化”进程的强烈反对，参见他的Memorandum by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Germany on the Question of War Crimes Trials before American Military Courts (Waiblingen-

Stuttgart:Stürner,1949);Jon David K.Wyneken,'Memory as Diplomatic Leverage:Evangelical Bishop

Theophil Wurm and War Crimes Trials,1948-1952',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19:2(2006),pp.368-388.

143.Manfred Gailus,'1933 als protestantisches Erlebnis: emphatische Selbsttransformation und
Spaltung',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9:4(2003),pp.481-511.

144.Kurt Hutten,Nationalsozialismus und Christentum(Stuttgart:Evangelischer Volksbund,1932),

p.31.关于1930-1934年新教对纳粹的普遍欢迎态度，也可参见：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isgeschichte,Vierter Band: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i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Munich: Beck,2003),pp.797-804.

145.Hansjorg Buss,'"Für arteigene Frommigkeit-über alle Konfessionen und Dogmen hinweg".
Gerhard Meyer und der Bund für Deutsche Kirche',in Gailus and Vollnhals(eds),Für ein artgema?es

Christentum der Tat,pp.119-133,here pp.121,124.
146.Ralf Czubatynski, 'Domprediger Ernst Martin(1885-1974)im Spannungsfeld von Politik

und Kirchenpolitik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n Sachsen-Anhalt:
Beitr?ge zur Kultur und Landesgeschichte 15(Halle:Mitteldeutscher Verlag,1999),pp.101-124,here pp.

112-113;Hattenhorst, Magdeburg 1933,pp.120-123.
147.Czubatynski,'Domprediger Ernst Martin',pp.114-123.
148.Franz Tügel,"Kirch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Das evangelische Hamburg 26(1932),pp.

52-56,here pp.53-54.
149.Wackerfuss,Stormtrooper Families,pp.26-32,220-223.
150.Stehn,Uber die politische Betatigung der Pastoren',Das evangelische Hamburg 25(1931),p.

357.
151.符腾堡新教教会于1932年9月29日暂时禁止牧师参加政治党派活动；Trauthig,Im Kampf

um Glauben und Kirche,p.58。1932年11月，这家自由主义媒体报道，作为对这些命令的反应，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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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已经要求德国的每个冲锋队区队任命一名“冲锋队牧师”,以供奉党旗，为冲锋队员提供教牧关

怀。报纸报道，这些牧师必须是党员，由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分子、前新教牧师路德维希·明希迈尔

管理，此人从1930年起成为了纳粹国会议员。不过，两周之后，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否认了这

些传言。随着不久之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党不再需要依靠专门挑选的牧师了。尽管有一些

正直的反对者，但当地教士此时都很高兴地为纳粹党提供服务——这也是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前几年

里引起许多新教牧师共鸣的另一个标志。参见：'Pfarrer als Sturmbannfuhrer',Vossische Zeitung,4

November 1932,p.2;Kater,'Ansatz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SA',p.807.On Münchmeyer,see Gerhard
Lindemann, 'Typisch jüdisch':Die Stellung der Ev-luth. Landeskirche Hannovers zu Antijudaismus.

Judenfeindschaft und Antisemitismus 1919-1949(Berlin:Duncker &Humblot,1998),pp.136-220.
152.在慕尼黑以南的集镇霍尔茨基兴，当地教士报告，他的信徒中百分之八十都是民族社会

主义者；Pridham,Hitler's Rise to Power,p.157。
153.同上，P.168。

154.同上，pp.166-169,177。

155.Hastings,Catholicism and the Roots ofNazism,pp.107-142,168-170.See also idem, 'How
"Catholic"Was the Early Nazi Movement? Religion, Race,and Culture in Munich,1919-1924',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6:3(2003),pp.383-433; Thomas Forstner,'Braune Priester-Katholische Geistliche
im Spannungsfeld von Katholiz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in T?ter und Komplizen in Theologie und

Kirchen 1933-1945,ed.Manfred Gailus,2nd edn(Gottingen:Wallstein,2015),pp.113-139.
156.Pridham,Hitler's Rise to Power,pp.164-165.
157.4月28日，冲锋队参谋长罗姆也出现在教堂里，他至少遇见主教两次。参见：Faulhaber-

Edition,Critical Online Edition of the Diaries of Michael Kardinal von Faulhaber(1911-1952):http://

p.faulhaber-edition.de/exist/apps/faulhaber/dokument.html?collid=1933&sortby=year&doctype=bb&docid
no=BB_06393_0542r;http://p.faulhaber-edition.de/exist/apps/faulhaber/dokument.html?collid=1933&sort

by=year&doctype=bb&docidno=BB_09263_0030s.
158.GStA PK,I. HA,Rep.77 titl 4043,no.311, pp.275-285: Hans Georg Hofmann(ed.),

Pflichtenlehre des Snurm-Abteilungsmannes (SA-Katechismus)(Dieβen:Huber,undated [1934]),p.10.
159.Werner Betcke(ed.),Der kleine Katechismus Dr:Martin Luthers fir den braunen Mann

(Gütersloh: Bertelsmann,1934),pp.4,24.
160.克林奇的父亲、牧师约翰内斯·保罗·克林奇死于1920年9月11日，终年59岁。霍斯

特·韦塞尔的父亲、牧师路德维希·韦塞尔死于1922年5月9日，终年42岁；Stadt Lubbenau,Letter to

the author from 8May 2015;Siemens,Making ofa Nazi Hero,p.27.
161.Walsdorff, 'Hans Ulrich Klintzsch',p.1,257;LKA Stuttgart,A127,no.1293(personnel file of

Hans Ulrich Klintzsch).他被符腾堡路德派福音教会任命，部分资金来自美国路德派福音教会的捐

赠。克林奇于1952年退出了“问答者”的工作，得到了官方的退休金，他于1959年8月17日死于柏

林。

162.埃米尔·莫里斯1934年6月3日写给盖托夫牧师的信，引用于：Sigmund,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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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安德鲁·瓦克尔富斯在他的汉堡冲锋队案例研究中同样强调了宗教信仰对理解冲锋队心

态的重要性。参见：Wackerfuss,Stormtrooper Families,pp.218-223.

164.StA München, Pol. Dir.6804:Police report from the NSDAP's Christmas Party in the

Bürgerbraukeller,18 December 1922.在这一场合，著名的巴伐利亚幽默作家魏斯·费尔道也为该事
件名声大噪起了作用。

165.同上。

166.Joseph Berchtold,'Auferstehung',SA.-Mann,March 1929,引自：StA München,Pol. Dir.

6805: Extracts from Munich's Police Lagebericht,no.77,7 May 1929.贝希托尔德的传记参见：Hein,

Elite fir Volk und Führer?,pp.42-43,69-70.
167.参见：Jurgen W. Falter,'The Young Membership of the NSDAP between 1925 and 1933:

A Demographic and Social Profile',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Supplement 25(2013),pp.260-279,
here pp.271-272;Jorg Thierfelder and Eberhard Rohm, 'Die evangelischen Landeskirchen von Baden
und Württemberg in der Spat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zu Beginn des Dritten Reiches',in Die
Machtergreifung in Sudwestdeutschland,ed.Thomas Schnabel,pp.219-256,here p.229.
168.Otto Wagener,Hitler:Memoirs ofa Confidant, ed. Henry Ashby Turner(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9-21,as cited in Steigmann-Gall,Holy Reich,p.66.

169.同上。

170.参见：Charlotte Tacke,Denkmal im sozialen Raum:Nationale Symbole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m 19.Jahrhundert(Go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5);Rudy Koshar,From

Momuments to Traces:Arifacts of German Memory,1870-1990(Berkeley,CA:University of Berkeley

Press,2000),pp.35-40.
171.20世纪上半叶，“强身派基督教”在美国和西欧同样很流行。德国支持者通常将这种思

想称为“基督教信仰德国化”。参见：Clifford Puttney,Muscular Christianity:Manhood and Sports

in Protestant America,1880-1920(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Arthur Bonus,Von

Stocker zu Naumann: Ein Wort zur Germanisierung des Christentums(Heilbronn:Salzer,1896);Rainer

Lachele,'Protestantismus und v8lkische Religio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in Handbuch zur'Volkischen
Bewegung'1871-1918,ed. Uwe Puschner,Walter Schmitz,and Justus H. Ulbricht (Munich:Saur,

1999),pp.149-163.这些思想甚至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中形成共鸣；参见：

Forstner, 'Braune Priester',pp.131-133.新教牧师古斯塔夫·冯·博德尔施文格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案

例，他以类似的论据招募冲锋队的新教神学学生，参与他在比勒菲尔德附近丁内的定居项目。参

见：Ulrich Rottsch?fer,'Gustav von Bodelschwingh und die Gründung des Sammelvikariats in Dünne',

Jahrbuch fùr Westfalische Kirchengeschichte 89(1995),pp.216-247, here pp.223-231.我很感谢唐格明

德的约翰内斯·吕贝克指引我阅读这篇文章。

172.参见如下书籍中的有益资料：Matthew Feldman and Marius Turda(eds), Clerical Fascism in

Interwar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173.最新的文献参见：Dylan Riley,The Civic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Europe:Italy,Spain,and

Romania,1870-1945(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以及Alejandro Quiro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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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iguel Angel des Arco(eds),Right-Wing Spain in the Civil War Era:Soldiers of God and Apostles of
the Fatherland,1914-1945(London:Continuum,2012)

174.Rory Yeomans, 'Militant Women, Warrior Men and Revolutionary Personae:The New Ustasha
Man and Woman in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Croatia,1941-1945',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83:4(2005),pp.685-732,here p.705.

175.引自：Stephen Fischer-Galati(ed.),Man,State,and Society in East European History(London:

Pall Mall,1970),p.330.对罗马尼亚及克罗地亚法西斯运动中宗教成分的对比调查，参见拉杜·哈拉

尔德·迪努的优秀研究著作：Radu Harald Dinu,Faschismus,Religion und Gewalt in Sudosteuropa:Die

Legion Erzengel Michael und die Ustasa im historischen Vergleich (Wiesbaden:Harrassowitz,2013),pp.

204-252.
176. Hofmann,Pfichtenlehre des Srurm-Abteilungsmannes,p.11.不管是否有这些承诺，纳粹政权

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很复杂。

177.Bergen,Twisted Cross,p.71.
178.版画家施瓦茨科普夫1893年4月11日生于波恩，20世纪10年代受教于杜塞尔多夫实用美术

学校，1933年任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授。1937年，他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讲师联盟领导人，

并被选为马尔卡斯滕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任职到1945年)。1956年他再次成为该联合会主席。施瓦

茨科普夫于1963年5月31日在杜塞尔多夫去世。关于他的传记和作品，参见Dietrich Grünewald,'Der

Totentanz bei Rethel, Ile und Schwarzkopf',Deutsche Comicforschung 5(2009),pp.21-32, here pp.
30-32;Sabine Schroyen,Bild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instlervereins Malkasten in Disseldorf. Kinstler
und ihre Werke in den Sammlungen (Düsseldorf: Grupello,2001),pp.34-36,316-318.
179.参见冲锋队最高指挥部的重建：...wurde die SA eingesetzt:Politische Soldaten erzahlen von

wenig beachteten Frontabschnitten unserer Zeit(Munich: Eher,1938),pp.43,55,91.

180.详见：Grünewald, 'Der Totentanz bei Rethel';Alfred Rethel,Auch ein Todtentanz, 11th edn

(Leipzig,Schlicke,1879); Hans Jurgen Imiela,'Alfred Rethel und der Tod',in Der Tod in Dichtung,

Philosophie und Kunst,2nd edn, ed.Hans Helmut Jansen(Darmstadt:Steinkopff,1989),pp.371-379.
181.Grünewald, 'Der Totentanz bei Rethel',p.27.

182.Der Kampf der SA:Eine Bildfolge nach 6 Holzschnitten von Prof.Richard Schwarzkopf
(advertising brochure),in LArch Ludwigsburg,PL 505 Bu 12.生命战胜死神的早期版本参见：

Grünewald,'Der Totentanz bei Rethel',p.32.
183.除了《德意志受难记》之外，该系列还被称为《冲锋队的战斗》和《冲锋队的死之

舞》;Schroyen,Bild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instlervereins Malkasten,p.35.

184. Fest, 'Emst Rohm und die verlorene Generation',p.190.
185.同上，pp.191,193。

186.Emre Sencer,Fear and Loathing in Berlin:German Military Culture at the Turn of the 1930s',
German Studies Review 37:1(2014),pp.19-39,here p.22.实际上，战争的最后两年，这种权威开始

销蚀。

187.Horst von Metzsch,'Nie wieder ein solches Jahrzehnt!',Milit?r-Wochenblatt,4 July 1929,引

434



注 释

自：Sencer,'Fear and Loathing in Berlin',p.23.

188.1928年之前，国防军与纳粹党的关系很疏远——部分是1923年11月未遂政变之后双方长

期相互敌对的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魏玛民主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得以巩固。1928年12月5

日，希特勒甚至正式禁止该党成员加入国防军，从而间接地承认军队“高于政治”的自我意象。

参见：Peter Bucher,Der Reichswehrprozeβ:Der Hochverrat der Ulmer Reichswehrofiziere 1929/30,

Militargeschichtliche Studien 4(Boppard am Rhein: Boldt,1967),p.9.

189.Bucher,Der Reichswehrprozeβ,p.11.

190.Timothy S. Brown, 'Richard Scheringer, the KPD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Nation in

Germany, 1922-1969°,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4:3(2005),pp. 317-346, here pp.323-325;

Bucher,Der Reichswehrprozeβ,pp.110-113.
191.Sencer, 'Fear and Loathing in Berlin',p.25.
192.卢丁传记以及后来职业生涯的详细讨论，参见下面的注释和第10章。

193.Bucher,Der Reichswehrprozeβ,p.130;Brown,'Richard Scheringer',pp.323,337.
194. Ernst Niekisch, 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Revolution?rs. Erster Band:Gewagtes Leben

1889-1945(Cologne:Wissenschaft und Politik,1974),p.185.

195. Eckart Kehr,'Zur Soziologie der Reichswehr',Neue Blatter fir den Sozialismus 1(1930),pp.

156-164,here p.163.
196.关于德国贵族与冲锋队的复杂关系，参见：Malinowski and Reichardt, 'Die Reihen fest

geschlossen?'.
197.Peter Hoffmann, Claus Schenk Grafvon Stauffenberg und seine Brider(Stuttgart:DVA,1992),

p.101.关于“格奥尔格圈子”以及格奥尔格的“秘密德国”思想，参见：Thomas Karlauf,Stefan

George:Die Entdeckung des Charisma(Munich:Blessing,2007); Robert E.Norton, Secret Germany.

Literary Modernism and Visual Culture:Stefan George and His Circl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

198.Hoffmann,Claus Schenk Grafvon Stauffenberg,p.103.埃伯哈特·泽勒在他的施陶芬贝格传

记中同样提到这个人对舍林格尔、卢丁和温特的同情，但坚称这种同情不应该看成是对纳粹党的政

治背书。参见：Eberhard Zeller,Oberst Claus Graf Stauffenberg: Ein Lebensbild(Paderborn:Schoningh,

2008[1994]),p.25.

199.Hans Roschmann, Erinnerungen eines 'K?mpferischen Schwaben'(Uberlingen:self-published,

undated [1985]),pp.37-38.

200.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720,Opis 1,no.47,p.201:Rohm,SABE(SA-Befehl) from

13 January 1931.关于国防军与冲锋队在边防工作上的合作，参见：IfZ Archive,ED 414, vol.

181:'Stabschef R?hm im Kieler Hitler-Prozeβ',Hamburger Tageblat,11 July 1932,p.12.
201.详见：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720,Opis 1,no.47,pp.352-362:'Material zur Frage der

Militarisierung der SA',September 1931.
202.GStA PK,I. HA,Rep.77 titl.4043,no.311,pp.25-26:Report from the Berlin Police President

to the Regierungsprasident in Düsseldorf,4 February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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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1. Ermst R?hm,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ters (1928),翻译并引用于：R?hm,The Memoirs

of Ernst Rohm,p.237.
2. Erich Koch-Weser, 'Der deutsche Mensch',Vossische Zeitung, 1 February 1933(morning

edition),pp.1-2.
3.Gustave Le Bon,Psychologie des foules (Paris:F.Alcan,1895);英语版本参见：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London:Unwin,1897).

4.科赫-韦泽的宣言之后多年，英国历史学家以很类似的论据解释德国人的心理。1941年，

刘易斯·B·纳米尔写道：“正是因为德国人缺乏道德上的勇气、自信和独立，使他们通过国家

与民族寻求安全感、自我肯定和至高权力，这也使他们超越感觉与理智的一切极限来美化这些

概念。”Lewis B.Namier,'Both Slaves and Masters',Time & Tide,5 July 1941,引自：Jorg Sp?ter,

Vansittart:Britische Debatten über Deutsche und Nazis 1902-1945(G?ttingen:Wallstein,2003),p.220.

5.这一主题的文献很详尽。最新的出版物可参见：Wachsmann,KL,pp.23-78;Irene Mayer-

von G?tz,Terror im Zentrum der Macht: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Berlin:Metropol,
2008);以及Nikolaus Wachsmann and Sybille Steinbacher(eds),Die Linke im Visier:Zur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Gottingen:Wallstein,2014);Hordler(ed.),SA-Terror als Herrschafssicherung.

1933年政治史的概述参见：Andreas Wirsching(ed.),Das Jahr 1933: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 (Gottingen:Wallstein,2009); Richard Bessel,'The Nazi

Capture of Powe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2(2004),pp.169-188:以及如下注释中提到的

文献。

6.Elias Canetti,Crowds and Power(New York:Noonday Press,1998),p.17.

7.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720,Opis 1, no.43,p.80: Letter from the Bavar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Adolf Wagner, to the Reich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26 April 1933(typescript);BArch Berlin,

R1501/20234:'Reichsbanner nun auch in Sachsen verboten',Der Montag, 13March 1933.

8.GSt PK,I.HA,Rep.77, titl.4043,no.14,pp.2-3:SA-Gruppenfuhrer Schlesien(Edmund

Heines),Gruppenbefehl no.32, Breslau,24 April 1933,and draft of a telegram from the Prussian Minister

President sent to all SA,SS, and Stahlhelm formations in East Prussia,Silesia,and the Grenzmark, undated;
German Foreign Ministry,Political Archives(PAAA),R 99246,p.90:Order of Ernst Rohm on matters

of 'Auslandsdeutsche'in the SA,27November 1933.
9.Klaus Schwabe and Rolf Reichardt(eds),Gerhard Ritter:Ein politischer Historiker in seinen

Briefen(Boppard am Rhein:Boldt,1984),p.66.

10.Alexander Mitscherlich, Ein Leben fir die Psychoanalyse:Anmerkungen zu meiner Zeit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80),p.111, as quoted in Tobias Freimüller,'Verdrangung und Bewaltigung:

Alexander Mitscherlich und die NS-Vergangenheit',in Freimüller(ed.),Psychoanalyse und Protest:Alexander

Mitscherlich und die Achtundsechziger'(Gottingen:Wallstein,2008),pp.118-132,here p.121.

11.引自：Fritzsche,Turbulent World of Franz Goll,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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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姆没有批准这些要求，因为他认为这是在冲锋队保护伞下牟取私利的企图。参见：

BArch Berlin,NS 23/510:Oberster SA-Fuhrer,Circular Letter on 'Sondergliederungen',5 July 1933.

13.BArch Berlin,NS 1/388,pp. 126-128, here p.126: Letter from Elfriede Conti to Martin
Bormann,3 March 1933.

14.LArch Berlin,A Rep.003-04-01,p.101: Letter from Karl Enst to the Staatskommissar of the
capital city of Berlin(Julius Lippert),26 July 1933.
15.Detlev Humann,'"Alte K?mpfer"in der neuen Zeit:Die sonderbare Arbeitsvermittlung fur NS-

Parteig?nger nach 1933',Vierteljahrschrift fir Sozial-und Wirtschafisgeschichte 98:2(2011),pp.173-194,

here pp.174-175.
16.同上，pp.176-177。
17.同上，pp.178-183。

18.Ulrich Klein, 'SA-Terror und Bevolkerung in Wuppertal 1933/34°,in Detlev Peukert

and Jurgen Reulecke(eds),Die Reihen fast geschlossen: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s Alltags unterm
Nationalsozialismus(Wuppertal:Peter Hammer,1986),pp.45-61,here p.56.

19.Christian Meyer, Semantiken des Privaten in autobiographischen Deutun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9/1940,PhD diss.,Bielefeld University,2015,pp.154-157.
20.根据官方报告，1934年春季，冲锋队失业率已经下降了80??例如，可参见：

Humann,'"Alte Kampfer"in der neuen Zeit',pp.185-186,192.西南部的情况较不乐观，因为那里

只有三分之一的失业“老战士”在1933年底找到了工作；Gunter Mai,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Zum Verhaltnis von Arbeiterschaft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Vierteljahrshefte fir Zeitgeschichte 31:4(1981),pp.573-613,here p.601.
21.Humann,'"Alte Kampfer"in der neuen Zeit',p.185.
22.弗兰克·巴约尔将纳粹党称为“有组织自怜”的党派；参见：Frank Bajohr,Parveni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Zeit(Frankfurt am Main:Fischer,2001),pp.13,22-24.

23.关于冲锋队福利营及其资金筹措，参见：Detlev Humann, 'Verwahranstalten mit

Fantasiegehaltern?: Die Hilfswerklager der SA für arbeitslose "alte Kampfer",Vierteljahrschrift fir
Sozial-und Wirtschafisgeschichte 97:4(2010),pp.425-436; Fischer,Stormtroopers,pp.130-3.24.Peter
Schyga, Goslar 1918-1945:Von der nationalen Stadt zur Reichsbauernstad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ielefeld:Verlag für Regionalgeschichte,1999),p.137.

25.“奥地利军团”的冲锋队员在这方面尤其声名狼藉；参见：Schafranek,Soldner fur
den Anschluss',pp.174-205;Humann,'Verwahranstalten mit Fantasiegehaltern?',p.426,n.4.
26.广告原件包含在BArch Berlin,NS 23/204中。

27.BArch Berlin,NS 23/204: Letter from Müller to Rudolf Hess,23April 1934.

28.关于冲锋队领导层与“普通”冲锋队员的社会鸿沟，参见：Kater,'Ansatz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SA'.第三帝国的普遍腐败参见：Bajohr,Parvenis und Profiteure,其中pp.17-34与冲

锋队有关。

29. Fritz Tobias,Der Reichstagsbrand: Legende und Wirklichkeit(Rastatt:Grote,1962);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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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msen,'Der Reichstagsbrand und seine politischen Folgen',Vierteljahrshefie fir Zeitgeschichte 12:4
(1964),pp.351-413.

30.Hett,Burning the Reichstag,pp.318-323.黑特的书是有关所谓“国会纵火案”的最新书

籍，20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对此案件的争论特别激烈。对托拜厄斯/莫姆森派系的关键干预，

参见：Hans Schneider(ed.),Neues vom Reichstagsbrand? Eine Dokumentation(Berlin:BWV,2004);

Alexander Bahar and Wilfried Kugel,Der Reichstagsbrand:Wie Geschichte gemacht wird(Berlin: edition

q,2001);Jürgen Schmadeke,Alexander Bahar,and Wilfried Kugel, 'Der Reichstagsbrand in neuem L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3(1999),pp.603-651.正如预料的那样，黑特的著作激起了持“单一罪

犯”论点者的辩论；参见Richard J.Evans,'The Conspiracists',London Literary Review of Books 36:9

(2014),pp.3-9;也可参见黑特和埃文斯后续的回应，均在《伦敦文学书籍评论》36:11(2014)上

发表。

31.H?berlen, Vertrauen und Politik, p.186; Hermann Weber,'Zum Verhaltnis von Komintern,
Sowjetstaat und KPD',in Hermann Weber,Jakov Drabkin,and Bernhard H. Bayerlein(eds),Deutschland,
Russland, Komintern I:Uberblicke,Analysen, Diskussionen.Neue Perspektiven auf die Geschichte der
KPD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1918-1943)(Berlin:de Gruyter,2014),pp.9-139,here p.

102, with further references.
32.特别可怕的案例可参见：GSt PK,XX.HA,Rep.240 B29 a-g,p.153: Letter from Fr?uling

Itzig,the daughter of a Jewish cattle dealer, to Hermann Goring,15 March 1933.关于反犹太抵制行

动，参见：Hannah Ahlheim, Deutsche, kauft nicht bei Juden!'Antisemitismus und politischer Boykott in

Deutschland 1924 bis 1935,2nd edn(G?tingen:Wallstein,2012),pp.241-262;Christoph KreutzMuller,

Ausverkauf: Die Vernichtung der jidischen Gewerbetarigkeit in Berlin 1930-1945(Berlin:Metropol,2012),

pp.123-145,219-238.
33.BArch Berlin,NS 23/409:'Schacht Issues Debt Warning',Evening Sun(New York),7 April

1933.
34.Johannes Tuchel, Organisationsgeschichte der "fruhen"Konzentrationslager',in 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estel(eds),Instrumentarium der Macht: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7

(Berlin:Metropol,2003),pp.9-26,here p. 11;Karin Orth,Das System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Eine politische Organisationsgeschichte(Hamburg:Hamburger Edition,1999),p.23;

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p.68.逮捕行动的高潮出现在1933年春季。仅当年2月到4月之间，就

有45000人被监禁。

35.不同类型早期集中营的概述参见：Tuchel,Organisationsgeschichte der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pp.13-15;Jan Erik Schulte,Das KZ-System in der Region:Konzentrationslager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in his(ed.),Konzentrationslager im Rheinland und in

Westfalen 1933-1945:Zentrale Steuerung und regionale Initiative(Paderborn:Schoningh,2005),pp.xi-

xli.关于达豪作为“模范营”的重要性，参见：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pp.133-135; and

Christopher Dillon,Dachau and the SS:A Schooling in Viol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36.Irene von G?tz, 'Die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in Birgerkriegsarmee, ed.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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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Zilkenat,pp.131-146, here p.132.
37.冲锋队在柏林暴力活动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所谓的“科佩尼克杀人周”(也称“科佩尼克血

腥一周”)。1933年6月21日到26日，冲锋队逮捕了500人，并杀死其中的至少23人。参见：Stefan

Hordler,'Ideologie,Machtinzenierung und Exzess:Taten und Tater der Kopenicker Blutwoche',in Stefan
H?rder(ed.),SA-Terror als Herrschafssicherung,ed.Hordler,pp.83-104.关于莱茵兰地区和威斯特伐利

亚早期集中营的局部知识，也可参见：Schulte,'Das KZ-System in der Region',p.xxiii.

38.例如，采石工胡戈·拉彭赫纳的案例，他从冲锋队波尔茨监狱获释后上吊自杀；BArch

Berlin,NS 23/889:Report from the Oberstaatsanwalt Cologne to the Prussian Minister of Justice,13
December 1933.

39.Irene von G?tz, 'Die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1933: Entfesselter SA-
Terror in der Reichshauptstadt',in Die Linke im Visier:Zur Errichtung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ed.
Nikolaus Wachsmann and Sybille Steinbacher(G?ttingen:Wallstein,2014),pp.70-83,here p.73.

40.Sascha Münzel and Eckart Sch?rle,Erfurt Feldstraβe:Ein frühes Lag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rfurt: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Thüringen,2012),p.50.

41.Julia Pietsch, 'Stigmatisierung von Juden in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n: Die "Judenkompanie"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Oranienburg 1933/34',in Marco Brenneisen et al.(eds),Stigmatisierung-

Marginalisierung-Verfolgung:Beitr?ge des 19.Workshops zur Geschichte und Ged?chtnis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Berlin:Metropol,2015),pp.99-120, here pp.109-113;

Veronika Springmann,Gunst und Gewalt: Sport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n,diss.,Carl

von Ossietzky University of Oldenburg,2015;Will Greif [Peter Blachstein],'Juden',Freies Deutschland,

6 April 1939, as reprinted in Peter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Zeugnisse zum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urg Hohnstein,ed.Norbert Haase and Mike Schmeizner(Dresden:Stiftung

S?chsische Gedenkstatten zur Erinnerung an die Opfer politischer Gewaltherrschaft,2005),pp.126-128.

42.Gebhard Aders, 'Terror gegen Andersdenkende:Das SA-Lager am Hochkreuz in Koln-Porz',
in Instrumentarium der Macht: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1937,ed.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estel(Berlin:Metropol,2003),pp.179-188,here p.184.

43.Norbert Haase,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Hohnstein 1933/34 und seine Uberlieferung in der

deutschen Emigration',in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pp.8-22, here p.15; Mike
Schmeizner,'Diktaturerfahrung und politische Konsequenz:Zur Biographie des deutsch-judischen
Sozialisten Peter Blachstein,1911-1977',in ibid.,pp.23-55,here p.33.
44.1939年之前，女性在第三帝国所有囚犯中的比例从未超过10??参见：Jane

Caplan, 'Gend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in Jane Caplan and Nikolaus Wachsmann(eds),

Concentration Camps in Nazi Germany:The New Hist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0),pp.
82-107,here p.83;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p.7.
45.Haberlen,Vertrauen und Politik,p.186.
46.另见卡普兰的开创性文章：“Gend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特别是pp.86-95。

47.分析1938年11月9日之后被拘禁在德国的犹太人所采用的策略时，基姆·温施曼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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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类似的效应，布里安·费尔特曼最近确认了德国战俘在一战之中与之后的相似过程。参

见：Kim Wünschmann, 'Die 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deutsch-jüdischer M?nner nach dem
Novemberpogrom 1938:Geschlechtergeschichtliche Uberlegungen zu m?nnlichem Selbstverstandnis und
Rollenbild',in Susanne Heim, Beate Meyer,and Francis R.Nicosia(eds),'Wer bleibt, opfert seine Jahre,

vielleicht sein Leben':Deutsche Juden 1938-1941(Gottingen:Wallstein,2010),pp.39-58;Brian K.
Feltman,The Stigma ofSurrender:German Prisoners, British Captors,and Manhood in the Great War and
Beyond(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5).
48.Pietsch, 'Stigmatisierung von Juden in frühen Konzentrationslagern';Kim

Wünschmann, 'Cementing the Enemy Category:Arrest and Imprisonment of German Jews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8/9°,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5:3(2010),pp.576-600;Jurgen
Matth?us,'Verfolgung,Ausbeutung,Vermichtung:Judische Haflinge im System der Konzentrationslager',

in Gunter Morsch and Susanne zur Nieden(eds),Jidische H?filinge im Konzentrationslager Sachsenhausen

1936-1945(Berlin:Hentrich,2004),pp.64-89;Caplan,'Gend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p.87.关
于沃尔齐格的犹太福利院，参见：Claudia Prestel,Jugend in Not: Fürsorgeerziehung in deutsch-
jüdischer Gesellschaft (1901-1933)(Cologne:Bohlau,2003),pp.313-340,冲锋队1933年3月发动的袭

击及其后果参见pp.336-337;另见犹太中央联盟的详细报告，英语版本见于：Jurgen Matthaus and

Mark Roseman,Jewish Responses to Persecution,vol.1:1933-1938(Lanham,MD:AltaMira,2010),pp.
75-77.
49.Gerhart Seger,Oranienburg:Erster authentischer Bericht eines aus dem Konzentrationslager

Geflüchteten,mit einem Geleitwort von Heinrich Mann(Karlsbad:Graphia,1934),重印于：Irene A.
Diekmann and Klaus Wettig(eds),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m Jahre

1933:Gerhart Seger; Reichstagsabgeordneter der SPD;Max Abraham, Prediger aus Rathenow(Potsdam:

Verlag für Berlin-Brandenburg,2003),pp.15-89.几个月以后，野心勃勃的奥拉宁堡集中营指挥

官维尔纳·沙弗尔以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Das Anti-Braunbuch über das erste deutsche

Konzentrationslager(Berlin: Buch-und Tiefdruck-Gesellschaft, 1934)一书回应。参见保罗·穆尔的文

章：Paul Moore,'"The Truth abou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Werner Schafer's Anti-Brown Book and

the Transnational Debate on Early Nazi Terror',in German History 34(2016),advanced access,published

3October 2016.
50.Diekmann and Wettig,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pp.62-65, here p.64.塞格尔对看守

的负面描述至少帮助他保持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关于这种心理应对机制，另见：Wünschmann, 'Die

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deutsch-judischer Manner nach dem Novemberpogrom 1938°,pp.49-50.

51.Diekmann and Wettig,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p.65.
52.Will Greif,'Handwerker',Freies Deutschland,27 April 1939,as reprinted in Blachstein, 'I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pp.132-134.
53.Diekmann and Wettig, Konzentrationslager Oramienburg,pp.64-65;Will Greif,'Rekruten',

Freies Deutschland,23 March 1939,as reprinted in Blachstein, Tn uns lebt die Fahne der Freiheit',pp.
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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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Günter Morsch and Agnes Ohm(eds),Terror in der Provinz Brandenburg: Frü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33/34(Berlin:Metropol,2014),p.70;Haase,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Hohnstein
1933/34',pp.13-14.

55.Volker Bendig, 'Unter Regie der SA:Das Konzentrationslager B?rnicke und das Nebenlager
Meissnershof im Osthavelland',in Instrumentarium der Macht,ed. Wolfgang Benz and Barbara Diestel,
pp.97-101.
56. Eike Wolgast, 'Die Studierenden',in Wolfgang U. Eckart,Volker Sellin,and Eike Wolgast(eds),

Die Universit?t Heidelber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Heidelberg:Springer,2006),pp.57-94,here p.60;

Axel W. Bauer, Karin Langsch,and Wolfgang U.Eckart, Die Universitatsklinik und Poliklinik fur Mund-,
Zahn-und Kiefernkrankheiten',in ibid.,pp.1,031-1,041, here pp.1,033-1,034.
57.Julia Deinert,Die 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t Rostock im Dritten Reich,PhD diss.,Universit?t

Rostock,2010,pp.72-73.冲锋队公开展示其俘虏的其他例子参见：Wünschmann, Before Auschwitz,

pp.32-34.
58.Volker Friedrich Drecktrah, 'Die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der Marine-SA

Cuxhaven von 1933 und deren Ahndung nach 1945',in Alfred Gottwaldt et al.(eds),NS-Gewaltherrschaft:

Beitr?ge zu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und juristischen Aufarbeitung(Berlin:Hentrich,2005),pp. 118-134,

here pp.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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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起，根恩巴赫在帝国保安总部担任领导职务，是帝国保安部驻德占荷兰的代表。1944年1月

25日，他死于车祸。参见：Volker Bendig and Jurgen Kühnert,'Die Munchner Bücherverbrennung vom

10 Mai 1933 und der NS-Studentenfuhrer Karl Gengenbach',in Christine Haug and Lothar Poethe(eds)

Leipziger Jahrbuch zur Buchgeschichte 18(Wiesbaden:Harrassowitz,2009),pp. 347-364,esp.pp.349,
358-364;Wildt,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pp.88,380-391,511, and passim.
159.BayHStA,StK,no.7350:Letter from the leader of the SA University Office in Munich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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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Hermann Esser,24 January 1934,and further correspondence in file.
160.简单的介绍参见：Monika Marose,Unter der Tarnkappe: Felix Hartlaub: Eine Biographie

(Berlin:Transit,2005).

161.费利克斯·哈特劳布1934年4月29日写给父亲的信，引自：Felix Hartlaub,Aus Hit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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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年3月写给父亲的信另见：Erna Krauss and G.F.Hartlaub(eds),Felix Hartlaub in seinen Briefen

(Tübingen: Rainer Wunderlich Verlag,1958),p.134.

162.Grüttner,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pp.25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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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对这首歌不同变种的详细分析，参见：Michael Kohlstruck and Simone Scheffler,'Das

"Heckerlied"und seine antisemitische Variante:Zur Geschichte und Bedeutungswandel eines Liedes',in
Michael Kohlstruck and Andreas Klarner(eds),Ausschluss und Feindschaft: Srudien zu Antisemitismus und

Rechtsextremismus (Berlin:Metropol,2011),pp.135-158.

165.BayHStA,MK 11247: Letter from the General Vicar of the Archdiocese of Munich and Freising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9 June 1934; Letter from the SA-Sturmfuhrer Springer
to the Directorate of the Bavarian Academy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Brewing Trade in Weihenstephan,4

June 1934.See also Joh?nn Neuhausler,Kreuz und Hakenkreuz:Der Kampf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gen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d der kirchliche Widerstand: Erster Teil(Munich:Verlag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Bayerns,1946),pp.316-317.

166.BArch Berlin,NS 23/1239: Letter from SA-Gruppenfuhrer W.C.Meyer to SA-Brigadefuh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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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BayHStA,MK 11247: Letter from the SA University Office Munich to the Bavar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 June 1934.

168.同上：Letter from the SA-Hochschulamt Munich to the Reichs SA-Hochschulamt,31 August

1934.
169.参见：Sopade,Deutschland-Berichte,vol.2(1935),p.704,and vol.3(1936),p.214.

170.这方面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天才法学家恩斯特·福斯特霍夫，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公开
转向民族社会主义，于1933年和1935年分别得到了法兰克福和汉堡大学的教授职务。参见：Florian

Meinel,Der Jurist in der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i: Ernst Forsthoff und seine Zeit(Berlin:Akademie,

2011),pp.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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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üsseldorf:Droste,2001),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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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代替者”替换。GSt PK,XX.HA,Rep.240 A1 a-e,p.77:Secret Decree of Martin Bormann(no.

104/38),27July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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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t Rostock,pp.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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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renden der Universit?t Rostock,p.74,n.48.
181.Morsch and Ohm,Terror in der Provinz Brandenburg,p.40.
182.Klein, 'SA-Terror und Bevolkerung in Wuppertal',p.59.
183. Fischer,Stormtroopers,p.111.书中关于“冲锋队及其财政来源和福利援助”(pp.110-

142)的章节详细分析了1935年为止冲锋队的财政状况。

184.同上，pp.11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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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同上：Letter from the Reich Treasurer Schwarz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ich Court of Auditors,

23July 1934.

189.同上：Letter from the Reich Treasurer Schwarz to the Reich Ministry of Finance,8 August
1934.

190.BArch Berlin,SA 400003178(Personal SA File of Erich Reimann):Letter from Lutze to the
Reich Treasurer of the SA(Georg Mappes),4 November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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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BArch Koblenz,ZSG 158/40,p.8:Bandekow,"Uber steuerliche Korruptionsf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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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ollid=1933&sortby-year&doctype-bb&docidno=BB_09263_0040s.
197. Fest, 'Rohm',p.204.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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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cock, The Purge of the SA Reconsidered:“An Old Putschist Trick'?,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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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Grund der zwei verschiedenen erotischen Anziehungsgesetze und der bisexuellen Grundeinstellung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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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折磨，但他成为了弗里德里希·拉楚魏特的同性恋游说组织“人权联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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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姆和他的追随者很快风闻这些计划。1934年5月16日，罗姆在写给冲锋队领导人的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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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所指的明显是国防军的活动；HA-Spiegel, 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hne,no.42:Typescript of

Rohm's letter from 16 May 1934.
15.“卑贱者统治”也是埃德加·J·荣格代表作的书名，该书于1927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

版做了修订和扩充。

16.关于这一组织及其活动，参见奥尔特的论文 Der Amtssitz der Opposition?'。另见即将出版

的如下书籍：Roshan Magub,ALife Cut Short-Edgar Julius Jung(1894-1934):A Political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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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A-Spiegel,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ohne,no.42: Minutes of the meeting in the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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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Spiegel,Personal Papers of Heinz Hohne,no.121:Confidential report of U.S. ambass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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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对相关文献中立场的最新总结，参见：Hancock, "Purge of the SA Reconsidered'.

22.Kurt Gossweiler,Die Rohm-Aff?re:Hintergrinde-Zusammenh?nge-Auswirkungen(Cologne:
Pahl-Rugenstein,1983[1963]), here 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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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96-116;Max Gallo,The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Hitler's Purge of Roehm and the SA.Brown Shirts
(Godalming and Surrey: Fontana,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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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同上，P.65。7月1日夜间到2日凌晨，卢策任命埃里希·赖曼为自己的副官，赖曼后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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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同上，P.75。

49.BArch Berlin,NS 23/98:Remarks on the speech of the SA Reich Treasurer,13 September 1940.

50.Kasche,'Bericht über die Arbeiten in der SA',p.75.布沃涅城堡是后来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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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atz'(topic 3:'Jeder SA-Mann ein fanatischer Trager des auβersten und totalen Widerstandswillens'),

6 December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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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ktor Lutze,pp.126-127.格奥尔格·冯·诺伊富维尔生于1883年10月27日，出身于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参谋部的成员，后率领一支自由军团部队并

加入钢盔团，1933年5月1日成为纳粹党员。诺伊富维尔是赖歇瑙的门徒，冲锋队最初对他极端怀

疑，认为他是为个人利益而及时倒戈的旧精英代表人物。详细的传记参见他的冲锋队文件：BArch

Berlin,SA 400002962(Neufville,Georg von),以及：Tobias Picard,'Neufville,Familie de',in Wolf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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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idmark 18/19(November/December 1941); 'Streiflichter aus

dem Sowjetparadies',SA in Feldgrau: Feldpostbriefe der SA-Gruppe Sidmark 20/21(January/February

1942).即便那些不支持如此廉价纳粹宣传的军人(如教师康拉德·贾劳施)也坚称“俄国人”和

“布尔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贾劳施称，普通苏联民众“仍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布尔

什维克分子”和“犹太分子”必须无情根除。参见：Jarausch and Arnold, 'Das stille Sterben',pp.
330-331,335.
204.BArch Berlin,NS 23/515:Wilhelm Schepmann,'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ur den totalen

Einsatz',6 December 1944,including topic 3,'Jeder SA-Mann ein fanatischer Trager des auβ ersten und

totalen Widerstandswillens'.
205.关于1944-1945年普遍的厌战情绪，参见：Keller,Volksgemeinschaft am Ende; Kershaw,

The End.关于疯狂的纳粹分子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实施的暴力行动，参见：Wagner,'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ampfer"', and Jens-Christian Wagner,'Kriegsende und Befreiung 1945in Niedersachsen',in
his(ed.)70 Tage Gewalt, Mord, Befreiung:Das Kriegsende 1945 in Niedersachsen(Gottingen:Wallstein,

2015),pp.6-12.
206.Patricia Heberer,'The American Military Commission Trials of 1945',in Nathan Stoltzfus and

Henry Friedlander(eds),Nazi Crimes and the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
43-62,here pp.46-48.关于冲锋队员实施的私刑另见：Overy,Bombing War,pp.480-481.

207.BArch Berlin, NS 23/515:Wilhelm Schepmann,'Weltanschauliche Ausrichtung für den totalen
Einsatz',6 December 1944,here topic 5, 'Verhalten gegenüber Fremdvolkischen'.
208. Heide Nowitzki,Wer waren die Zwangsarbeiter in der Herforder Landwirtschaft 1939-1945?

Eine exemplarische Untersuchung,unpublished MA thesis,Bielefeld University,2016,pp.30,42-43.
209.Wagner,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mpfer"',p.38
210.不无讽刺的是，1946-1947年，数百名犹太难民临时住在这一建筑物中。参见：

Schliersee-Judisches DP-Lager',http://www.after-the-shoah.org/index.php?id=25&tx_aftertheshoah_

aftertheshoah[object]=160&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action]-show&tx_aftertheshoah_aftertheshoah
[controller]=Object&cHash=209684030cd2f4f5f097c0aa9c4098f4.

211.这个冲锋队学校的详情参见：Friedrich,Spu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m bayerischen

Oberland,pp.56-71.
212.1945年2月之前，舍普曼和他的家人住在德累斯顿。“因为轰炸而无家可归”之后，他们

搬到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4月初抵达施利尔湖；IfZ Archive,ED 467,vol.51,p.5。
213.Wagner, 'Die letzte Schlacht der "alten Kampfer"',p.27.
214.Jens-Christian Wagner,'Kriegsende und Befreiung 1945in Niedersachsen',p.7.
215.Daniel Blatman,The Death Marches:The Final Phase of Nazi Genocide(Cambridge and

London: Belknap,2011),pp.228-233; Eleonore Lappin-Eppel, 'Die Todesmarsche ungarischer Judi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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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Juden durch die Steiermark',in Heimo Halbrainer,Gerald Lamprecht,and Ursula Mindler(eds),NS-

Herrschaft in der Steiermark: Positionen und Diskurse(Vienna:Bohlau,2012),pp.385-410, here pp.

401-410;idem,Ungarisch-jüdische Zwangsarbeiter und Zwangsarbeiterinnen in Osterreich 1944/45:

Arbeitseinsatz-Todesm?rsche-Folgen(Wien:Lit,2010).

216.Biddiscombe,'End of the Freebooter Tradition',pp.70-71.自由军团在绍尔兰地区军事行动

的详情(包括对平民实施的暴力行动)参见：Timm, Freikorps 'Sauerland im Deutschen Volkssturm,

pp.49-69.
217.Biddiscombe,'End of the Freebooter Tradition',pp.71-72.这一夜的死亡总人数为16人。关

于“彭茨贝格杀人夜”及其背景，另见：Tenfelde, Proletarische Provinz,pp.369-382.

218.引自：Friedrich,Spur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70.

219.引自：Mathias Brüggemann,'In der Weser schwammen SA-Uniformen',Neue Westfalische,

6 April 2015,http://www.nw.de/lokal/kreis_hoexter/hoexter/ hoexter/20424355_In-der-Weser-
schwammen-SA-Uniformen.html.
220.类似的想法参见托马斯·屈内2015年6月在汉诺威“‘民族共同体’所在的地方”大会上

的发言，这里引用的话根据如下著作：Johannes Hürter and Matthias Uhl, 'Hitler in Vinnica: Ein neues

Dokument zur Krise im September 1942',Vierteljahrshefte fir Zeitgeschichte 63:4(2015),pp.581-639,

here p.598.
221.Blatman,The Death Marches,p.419.

第9章

1.SA-Rottenfihrer Schwalke,"Wir sind das ordnende unter den Volkern',Die SA 2:28(1941)(11
July),pp.1-2.
2.这个饭店位于威廉广场，也曾是希特勒1933年之前数年选择的柏林居住地。

3.PAAA,Gesandtschaft Sofia,vol.59/2(Personal Notes of the Ambassador Adolf-Heinz Beckerle I:

20 July 1941-16 February 1943),pp.1-2(entry from 20 July 1941).

4.Klaus Th?rner, Der ganze Sidosten ist unser Hinterland:Deutsche Südosteuropapl?ne von 1840
bis 1945,university diss.,University of Oldenburg,2000,pp.421-425,447,496-497,http://oops.uni-

oldenburg.de/409/1/442.pdf.
5.这些人的传略参见如下著作的对应条目：Auswartiges Amt (ed.),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s deutschen Ausw?rtigen Dienstes (Paderborn:Schoningh,2000-8),vol.1,pp.88-89(Beckerle);vol.

2,pp.414-415(von Jagow);vol.2,p.480(Kasche);vol.2,p.532(von Killinger);vol.3,p.131(Ludin).
关于贝克勒，另见：Susanne Meinl,'Adolf Heinz Beckerle, Frankfurter SA-Fuhrer,Polizeipr?sident

und Diplomat', http://www.fimhist.de/ffm33-45/portal01/mite.php?transfer-t_ak_beckerle_01.对具有冲
锋队背景的德国公使的总体介绍参见：Eckart Conze et al.,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Munich:Blessing,2010),pp.165-166;Sebastian

Weitkamp,'Kooperativt?ter-die Beteiligung des Auswartigen Amtes an der NS-Gewaltpolitik jenseits
der "Endlosung"',in Hürter and Mayer,Das Ausw?rtige Amt und die NS-Diktatur, pp.197-217, here pp.

492



注 释

213-215;Browning,'Unterstaatssekretar Martin Luther',pp.327-328;Weinke,Die Verfolgung von NS-
Tatern,pp.258-286.
6.最近对1945年前后德国外交持续性和变化的最新争议，参见：Conze,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Martin Sabrow and Christian Mentel(eds),Das Ausw?rtige Amt und seine umstrittene

Vergangenheit: Eine deutsche Debatte(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2013); Johannes Hürter and Michael

Mayer(eds),Das Ausw?rtige Amt in der NS-Diktatur(Berlin:De Gruyter Oldenbourg,2014); Thomas W.

Maulucci, German Diplomats and the Myth of the Two Foreign Offices',in David Mesenger and Katrin
Paehler(eds),A Nazi Past: Recasting German Identity in Postwar Europe(Lexington, KY: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2015),pp.139-167.这四本著作中对冲锋队外交官都仅在少数脚注中提及。

7.这方面值得牢记的是，对希特勒和他那一代人来说，一战期间两名最高军事指挥官保

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确立的军事独裁制度形成了他们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因素。希特

勒一贯试图避免可能导致军队获得更大独立性、损害纳粹意识形态目标的局面。

8.PAAA,Gesandtschaft Sofia,vol.59/2,p.98(entry from 13 November 1941).路德在1942年被

提升为冲锋队旅队长。关于路德及其在外交部的核心作用，参见：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A Study ofReferat DII of Abteilung Deutschland 1940-1943
(New York:Holmes &Meier,1978);idem, Unterstatssekretar Martin Luther';Hans-Jürgen Doscher,

Das Auswārtige Amt im Driten Reich:Diplomatie im Schatten der 'Endlosung'(Berlin:Siedler,1987),pp.

205-207;idem, 'Martin Luther-Aufstieg und Fall eines Unterstaatssekret?rs',in Ronald Smelser, Enrico
Syring,and Rainer Zitelmann(eds),Die braune Elite Il(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3),pp.179-192.

9.PAAA,Gesandtschaft Sofia,vol.59/2,p.9(entry from 27 July 1941).对早期职业外交官对“纳粹党雇

佣兵”的批评，另见：Maulucci,'German Diplomats and the Myth of the Two Foreign Offices',p.146.

10.战后，贝克勒强调其家庭、宗教及爱国背景，参见：Weinke,Die Verfolgung von NS-T?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p.264.
11.例如，可参见他在1942年1月25日、2月5日和1943年3月6日的日记：PAAA,Gesandtschaft

Sofia,vol.59/2,pp. 143 and 150;idem,vol.59/3(Personal Notes of the Ambassador Adolf-Heinz

Beckerle I:17 February 1943-9 August 1944),p.9.与之类似齐格弗里德·卡舍有一个金色笔记本，记
录了他的格言和思想，涵盖了1938-1944年；PAAA,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vol.24。

12.Heinz Edelmann [Adolf-Heinz Beckerle], Wir wollten arbeiten: Erlebnisse deutscher

Auswanderer in Sidamerika(Frankfurt am Main:Diesterweg,1942).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人命运的故事，

同时描绘了同时代的总体政治发展：主角在收到希特勒出狱的消息时决定返回德国。

13.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4.这些旅程中，陪伴冯·基林格的是后来成为对手的埃德蒙·维森迈尔及冲锋队同僚威

利·勒德尔，勒德尔后来成了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和布加勒斯特的左右手，还在罗马尼亚建立了“德

国信息服务三处”分支机构，该机构是冯·里宾特洛甫在外交部内的个人情报机构。参见：Igor-

Philip Matid, Edmund Veesenmayer:Agent und Diploma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xpansionspolitik
(Munich:Oldenbourg,2002),pp.91-94;Khristoforov,Oberfurer SA Villi Redel,pp.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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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严格地说，冯·基林格只是部分属于因为政治原因而在1940-1941年得到任命的冲锋

队外交官，他似乎已经是个隐退者，是一位需要合适职务以便远离政治的资深纳粹党领导人。

冯·基林格生于1886年，因此比其他冲锋队将领的平均年龄大15岁。他在魏玛时代出版的书证明

了唯利是图的本性；参见：Manfred von Killinger, Ernstes und Heiteres aus dem Putschleben (Berlin:

Vormarsch,1928);idem,Die SA in Wort und Bild(Leipzig: Kittler,1933)。冯·基林格20世纪30年代

在萨克森的政治生涯详见：Andreas Wagner,Mutschmann gegen von Killinger: Konfliklinien zwischen

Gauleiter und SA-Fuhrer wahrend des Aufstiegs der NSDAP und der 'Machtergreifung' im Freistaat
Sachsen (Beucha:Sax,2001);关于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参见博特·瓦夫齐内克详尽但过分同情的描

述：Bert Wawrzinek,Manfred von Killinger(1886-1944):Ein politischer Soldat zwischen Freikorps und

Ausw?rtigem Amt(Preusiβch Oldendorf: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2003).

16.因此，他们组成了特殊的“精英网络”,鲁迪格·哈赫特曼最近将其称为“纳粹体系的润

滑油”。参见：Rüdiger Hachtmann,"Allerorten Mobilisierung? Vorschlage,wie mit Schlagworten in de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NS-Diktatur umzugehen ist',in Oliver Werner(ed.), Mobilisier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Institutionen und Regionen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und der Verwaltung
des 'Dritten Reiches'1936 bis 1945(Paderborn:Sch?ningh,2013),pp.69-85, here pp.79-83.

17.亨宁·冯·雅戈回忆了他们一家与卡舍一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前往施蒂利亚旅游，以及二

战后与卢丁的孩子们共度的家庭假日。埃拉·卢丁是他的教母，他还记得卡舍的遗孀后来多次造访

冯·雅戈一家在康斯坦茨湖(博登湖)畔丁格尔斯多夫的住宅。

18.参见通信集：PAAA,Personal Papers of Siegfried Kasche,vol.3.

19.另见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凯特尔元帅1941年7月16日在元首办公室举行的会议的备

忘录：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ed.),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1937-1945),vol.13:The War Years,June 23-December I1,1941(Washington,DC:U.S. Gove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pp.149-156,here p.154.

20.PAAA, Gesandtschaft Sofia,vol.59/2,p.69(entry from 4 October 1941).根据罗森贝格的日
记，他最初曾推荐东普鲁士大区领袖埃里希·科赫担任这一职务。参见：Matth?us and Bajohr(eds),

Alfred Rosenberg: Die Tagebücher,pp.397-399(entry from 20 July 1941).罗森贝格与卡舍于9月底在

“首次未来俄罗斯帝国专员辖区说明会”上见面。同上，P.424。

21.PAAA,Gesandtschaft Sofia,vol.59/2,p.73(entry from 10 October 1941).相反，冯·雅戈的儿
子亨宁·冯·雅戈生于1934年，在他的回忆中，匈牙利的岁月对父母来说是“快乐时光”。然而，

因为德国大使的许多社会义务，他和他的兄弟姐妹“经常找不到父母”,主要由家庭女教师抚养；

亨宁·冯·雅戈2015年4月5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2.同上。

23.参见：Michael Wildt,An Uncompromising Generation:The Nazi Leadership ofthe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Madison,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0)(首个德语版本标题为：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Das Fu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Hamburg:Hamburger Edition,2002).

24.BArch Berlin,NS 19/2798,pp.1-3: Letter from SS-Brigadeführer Gottlob Berger to

Himmler,17 April 1941.这一点另见：Doscher,Das Ausw?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pp.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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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ing,'Unterstaatssekretar Martin Luther',p.327.
25.战后，弗里茨·冯·特瓦多夫斯基于1950年被任命为联邦新闻办公室副主任，1952-1955

年任驻墨西哥大使。这方面值得一看的是特瓦多夫斯基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书籍，当时他年已80岁：

Fritz von Twardowsky,Anf?nge der deutschen Kulturpolitik im Ausland(Bonn: Inter Nationes,1970).
26.国防军将领、前奥地利副总理及驻克罗地亚独立国全权代表埃德蒙·冯·霍斯特瑙确认了

这一信息。根据冯·霍斯特瑙的说法，卢策曾向冯·里宾特洛甫抱怨，只有党卫队人员被外交部
录用。此后，冯·里宾特洛甫同意任命4名高级冲锋队员作为公使。参见：Horstenau,Ein General

im Zwielicht,vol.3,p.91.关于霍斯特瑙，另见：Georg Christoph Berger Waldenegg,'"From My

Point of View,I Never Ceased Being a Good Austrian":The Ideology and Career of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in Martyn Rady and Rebecca Haynes(eds),In the Shadow of Hitler:Personalities of the Righ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London:I.B.Tauris,2011),pp.313-328.

27.BArch Berlin,NS 19/3872,pp.1-2:Letter from SS-Brigadefuhrer Gottlob Berger to Himmler,

26 April 1941.
28.详细分析参见第7章。

29.Horstenau,Ein General im Zwielicht,vol.3,pp.188-189.原纳粹党驻奥地利“全国督察”特奥
多尔·哈比希特确认了这一看法。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希姆莱和罗森贝格有一次“公开冲突”,

因为后者“偏向”冲锋队(BArch-Milit?rarchiv,Freiburg im Breisgau,MSg 2/12955, Diary of Theodor
Habicht,entry from 7 July 1941)。感谢费利克斯·罗默为我提供了哈比希特日记的摘要。关于

罗森贝格与冲锋队持续的紧密关系，另见：RGVA,Osobyi Archives, Fond 1212,Opis 2,no.17,pp.

47-50:Protocol of a meeting between SA-Obergruppenfuhrer Luyken and Dr Stellrecht in the Dienststelle
Reichsleiter Rosenberg,19July 1943.
30.这一备忘录(Nuremberg document 221-L)的英语翻译版由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全文印

刷：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ies D, vol.13,

pp.149-156.
31.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凯特尔在元首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

P.150。
32.舍普曼与本内克的传记参见前几章提供的信息。关于曼泰的情况参见：Joachim Lilla,

Martin Doring,and Andreas Schulz(eds),Statisten in Uniform:Die Mitglieder des Reichstags 1933-

1945: Ein biographisches Handbuch:Unter Einbeziehung der v?lkischen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ichstagsabgeordneten ab Mai 1924(Disseldorf: Droste,2004),p.399.关于德雷克斯勒，参见：Sven
Jüngerkes,'Bürokratie als Stabilisierungs-und Destabilisierungsmechanismus:Das “Reichskommissariat fur
das Ostland"1941-1944',in Sven Reichardt and Wolfgang Seibel(eds),Der prek?re Siaat: Herrschen und

Verwalte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Campus,2010),pp.275-298,here p.279.

33.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凯特尔在元首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

P.153。
34. BArch Berlin,NS 23/166:Dr Otto, 'SA-Obergruppenfuhrer und Diplomat'(autumn 1941).

马克·马佐韦尔最近提出，应该将纳粹的欧洲“民族共同体”看成是克服国联在少数民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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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国家主权上制约的有意尝试，这一思路比通常声称的更深植于国际化的传统思想；Mark

Mazow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Order',Bulletin of the GHI 50(2012),pp.
9-26。
35.BArch Berlin, NS 23/166:Letter from SA-Gruppenfuhrer Thomas Girgensohn to OSAF

Schriftum,10 November 1941.
36.冯·霍斯特瑙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将卡舍出任驻克罗地亚公使视为“克罗地亚帝国专员”

的预兆。参见：Horstenau,Ein General im Zwielicht,vol.3,p.90.
37.1941年7月16日希特勒、罗森贝格、戈林和陆军元帅凯特尔在元首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

P.150。

38.关于冯·雅戈1933年春季的活动，参见：HStA Stuttgart(Hauptstatsarchiv Stuttgart),E 130
b Bu1859.
39.关于冯·雅戈任符腾堡“帝国专员”的情况，参见：Jill Stephenson,Hitler's Home Front:

Wirttemberg under the Nazis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2006),pp.42-43;Hachmann,'Der

"Degen"',pp.277-279.关于贝克勒任警察局长的情况，参见：Meinl,"Adolf Heinz Beckerle'.
40.引自：von Horstenau,Ein General im Zwielicht,vol.3,p.90.

41.除了如下划时代研究之外(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London:W.
H.Allen,1961];Saul Friedl?nder,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vol.1:The Years of Persecution,1933-

1939 [New York: HarperCollins,1997],vol.2: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07];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Piper,1998]),著名的例外包括马丁·迪安等人的对比研究：Martin

Dean, Robbing the Jews: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the Holocaust,7933-1945(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Christopher Browning, Die Endlosung'und das

Ausw?rtige Amt:Das Referat DⅢ der Abteilung Deutschland 1940-1943(Darmstadt:Wissenschafliche

Buchgesellschaft,2010)[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uard Niznansky, 'The Discussions of Nazi Germany on the Deportation ofJews in 1942-The Examples
of Slovakia,Rumania and Hungary',in Historicky casopis 59(2011),Supplement,pp. 111-136.另见

马克斯·明茨现已被人遗忘的开创性专题，其中说明了德国对东欧盟国政策的法律后果：Die

Verantwortlichkeit fur die Judenverfolgungen im Ausland wahre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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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克罗地亚加盟共和国法庭的判决并不重要。外交部通知卡舍的家人，在这些案件中，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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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战后德国这一方面的总体评估，参见：Norbert Frei,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 The Politics of Ammesty and Integr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德语首版

名为：Vergangenheitspolitik:Die Anfā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Munich: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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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fZ Archive, ZS 251/l:Max Jüttner,'Fuhrung,Aufgaben und Tatigkeit der SA und Nurnberger

Proz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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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Justice,17 August 1956.在这个案子中，市议会要求宽大处理1933-1934年担任特罗伊希
林根市长的安德烈亚斯·亨特纳。1950年，他因参与“特洛伊希林根反犹太族群迫害”被判处入狱

3年半。

59.关于格梅林所受的教育，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职业和政治生涯，参见他的冲锋队文件：

BArch Berlin,SA 4000001096;以及他在德国司法部的人事文件：BArch Berlin, R/3001/57470 and

57471。

60.BArch Berlin,R/3001/57470,p.41:Letter from the Reich Minister of Justice to the Foreign

Office,23 April 1941.1944年，格梅林赞扬他的上司是“不凡之士”;IfZ Archiv,MA 650,pp.4995-

5000,here p.4999:SD note on Gmelin's lecture at a party leadership meeting in Vienna,14 January 1944.
关于卢丁和格梅林的关系，另见：Tonsmeyer,Das Drite Reich und die Slowakei,pp.89-90.据格梅林

的女儿说，她父亲战后“照顾”卢丁的遗孀埃拉及其儿女们；赫塔·道布勒-格梅林博士2015年2月

26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61.马尔堡的尼克拉斯·克拉温克尔提供的信息，他目前正在埃卡特·康策指导下撰写关于格

梅林的博士论文。我还要感谢克拉温克尔提供格梅林去纳粹化文件的副本。

62.IfZ Archiv,MA 650,pp.4995-5000, here p.4,999:SD note on Gmelin's lecture at a party

leadership meeting in Vienna,14 January 1944.

63.BArch Berlin,R9354/601:Letter from R.Brandt to SS-Standartenführer Leg. Rat Wagner in the
Foreign Office,4 December 1944.
64.这些营地最终并没有“再教育”原纳粹领导人，而是为他们重现过去提供了“回音

室”,有关它们的生活条件，参见：Christof Strauβ,'Zwischen Apathie und Selbstrechtfertigung: Die

Internierung NS-belasteter Personen in Wurttemberg-Baden',in Paul Hoser and Reinhard Baumann(eds),

Kriegsende und Neubeginn: Die Besatzungszeit im schwabisch-alemannischen Raum(Konstanz:UKV,

2003),pp.287-313.

65.LArch Sigmaringen,W013T2,Nr.2108/068:Verdict against Hans Gmelin,13July 1948.

66.二战后的德国政界经常表达这种论调。最著名的案例是总理威利·勃兰特，他曾是一名年

轻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流亡瑞典和挪威，后来却面对“不是爱国者”的指责而不得

不自辩。参见：Mergel,Propaganda nach Hitler,pp.217-218

67.StA Tübingen(Stadtarchiv Tübingen),ZGS-1:Hans Gmelin, election speech from 24 September

1954,Schw?bisches Tagblatt,2 October 1954.
68.Gerhard Ebeling,'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n Schwabisches Tagblatt,27 October

1954.
69.'Thema des Tages: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n Schwabisches Tagblatt,28 October

1954.这种指控和停止当时去纳粹化诉讼的要求很常见；参见：Strauβ,'Zwischen Apathie und

Selbstrechtfertigung',pp.310-313.
70.'Fortsetzung der Debatte über "Wiederkeh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Sind wir in Tübingen

schon wieder so weit?'in Schwabisches Tagblat,30 October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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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Die meisten Einsender sagen:Nein',in Schwabisches Tagblatt,2 November 1954.
72.格梅林战后的生涯另见汉斯-约阿希姆·朗很有启发性的叙述：Hans-Joachim Lang, Die

rechte Hand des Botschafters',Schw?bisches Tagblatt,28 April 2005.
73.但是，批评者认为格梅林涉及犹太大屠杀，应该阻止他贴上“荣誉市民”的标—

1975年图宾根市议会授予他这一称号。参见：Gerlind Strasdeit, 'Stellungnahme für die Fraktion DIE

LINKE in Tubingen',18 December 2014,http://www.die-linke-bw.de/nc/magazin/aus_den_kreis_und_
ortsverbaenden/detail/zurueck/magazin/artikel/solange-hans-gmelin-ehrenbuerger-von-tuebingen-ist-
bleibt-die-scheefstrassen-umbenennung-ein-ink.
74.赫塔·道布勒-格梅林博士2015年2月26日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75.关于本内克在冲锋队中的活动，参见本书第4章，以及：Peschel,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pp.7-22。德累斯顿理工大学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院的米凯·施梅茨

纳目前正准备研究本内克的生平，将提供更多他在1945年前后的生活细节。

76.来自Ifz内部档案馆的文件表明，与原高层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重要合作很常见。例如，

包含该机构与本内克来往信件的文件中，也包含了与原党卫队重量级人物维尔纳·贝斯特和戈特

洛布·贝尔格的类似通信，语气极端客气。与IfZ合作的研究人员通常将目标定为从这些人物那里

取得内幕信息，用于重要的历史学术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取得了成功。不过，分析原纳粹分子

是否、何时、为何能将他们对纳粹过去的偏袒观点打上学术成就的印记，似乎也很重要。参见：

Nicolas Berg,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schen Historiker:Erforschung und Erinnerumg(Gottingen:

Wallstein,2003),pp.270-321;Hett,Burning the Reichstag,pp.283-308.关于IfZ的建立，另见：Winfried

Schulz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Munich:Oldenbourg,1989),pp.229-242;John

Gimbel, 'The Origins of the Institut fir Zeitgeschichte:Scholarship, Politics and American Occup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0:3(1964-5),pp.714-731.

77.例如，可以参见本内克与原冲锋队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纳粹作家汉斯·措

贝尔莱恩的谈话：IfZ Archive,ZS 177 and ZS 319。本内克关于冲锋队大学办公室的备忘录参见：IfZ

Archive,ZS 1685-1,pp.21-24。
78.IfZ Archive,ID 200/177:Letter from Anton Hoch to Heinrich Bennecke,25 May 1962;IfZ

Archive,ID 300/23:Internal note by Thilo Vogelsang,17 November 1958.

79.IfZ Archive,ID 200/177:Contract signed by Bennecke and Helmut Krausnick,director of the IfZ,

5July 1963.
80.保存下来的文件没有清晰地解释这一决定，但认定任命原纳粹官员有可能损害机构的声誉

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IfZ Archive,ID 300/23:Internal note of the IfZ,8 May 1963.同样的文件也包

含在：IfZ Archive,ID 103/85,p.127。

81.Heinrich Bennecke,Hitler und die SA(Munich and Vienna:Olzog,1962); idem,Die Reichswehr

und der R?hm-Putsch'(Munich and Vienna:Olzog,1964).《希特勒与冲锋队》出版后，本内克打算

寄给IfZ所长克劳斯尼克一本，并题上“献给克劳斯尼克博士，深深感谢当代研究所的帮助”;IfZ

Archive,ID 300/23:Letter from Bennecke to Thilo Vogelsang,2 November 1962。在写给克劳斯尼克的

一封信中，本内克称他的书“根本就是在研究所里写成的”:IfZ Archive,ID 103/85,p.128: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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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ennecke to Krausnick,25 November 1962。
82.IfZ Archive,ID 200/177:Internal note from the IfZ,13 February 1963.

83.Peschel,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ibernahme',pp.23-77.IfZ文件中包含联邦档案馆
与本内克的一份未签署的合同草案，内容是有关纳粹掌权之前冲锋队在萨克森州活动的研究；IfZ

Archive,ID 200/177。

84.IfZ Archive,ID 300/23:'Entwurf eines Vorworts'.本内克将冲锋队历史分成“4个各不相同的时
期”:1923年之前，1926年到1932年4月，1932年6月到1934年6月30日，以及1934年6月30日之后。

85.Peschel,Die SA in Sachsen vor der 'Machtibernahme',p.21.
86.Bennecke,Hitler und die SA,pp.28-30.
87.同上，P.194。

88.这方面有启发性的著作是：Schmerbach,Der Kampf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pp.118-120。

89.Bennecke,Hitler und die SA,pp.197-200.
90.关于这些相互矛盾的评论参见：Bennecke,Hitler und die SA,PP.78-82.

91.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明晰讨论，参见：Habbo Knoch, 'Review of Nicolas Berg,Der Holocaust

und die westdeutschen Historiker:Erforschung und Erinnerung,H-Soz-Kulr',4 February 2004,http:/

www.hsozkult.de/publicationreview/id/rezbuecher-2433.

92.参见格罗斯-克拉希特著作中的例子：Klaus Groβe-Kracht,Die zankende Zunft: 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Go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5)。

93. Hohne,Mordsache R?hm.
94.关于长期流传的“干净国防军”这一神话，参见：Ben Shepherd,'The Clean Wehrmacht,

the War of Extermination,and Beyond',Historical Journal 52:2(2009),pp.455-473;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Hannes Heer,and Birgit Otte(eds),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Hamburg:Hamburger Edition,1996).

95. Karsten Wilke,Die 'Hilfsgemeinschaft auf Gegenseitigkeit'(HIAG),1950-1990:Veteranen der

Waffen-SS in der Bundesrepublik(Paderborn:Sch?ningh,2011).

96.汉斯·赫尔曼·卡尔·施蓬霍尔茨1902年4月9日生于科尔贝格，一战的最后一年，16岁的

他自愿参加家乡的“青年突击队”。在战俘营身染重病之后卧床两年。施蓬霍尔茨的余生健康状况

一直不佳。1921-1923年，他是“民族主义战士联盟”的成员，1924-1931年归属钢盔团。1931年

7月1日，他在弗拉托夫加入冲锋队，3个月后加入纳粹党。施蓬霍尔茨被豁免了常规冲锋队勤务，但

使用语言非常有效地参加斗争。他不算太成功的小说难以维持生计，于1934年1月15日成为全职的冲

锋队领导人。1937年起，这位五个孩子的父亲住在慕尼黑，成为冲锋队首席宣传者。关于他的小传参

见：BArch Berlin,VBS 264,no.4001006602(Sponholz,Hans) and SA4000003627(Sponholz,Hans)。
97.Hans Sponholz,'Naturschutz in der Defensive',Natur und Landschaft:Zeitschrift fir Freunde

und Schitzer der Deutschen Heimat 41:9(1966),pp. 191-193, here p.193.关于二战后西德环境保护

主义运动中“褐色遗产”的更多信息，参见：Joachim Radkau and Frank Uekotter(eds),Naturschut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Frankfurt am Main:Campus,2003); Franz-Josef Brüggemeier and Jens Ivo

Engels(eds),Natur-und Umweltschutz nach 1945:Konzepte, Konfikte, Kompetenzen (Frankfurt am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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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2005).

98.Michael Secholzer,'Hans Sponholz-von Nazivergangenheit eingeholt',Merkur, 5 October

2013,http://www.merkur.de/lokales/ebersberg/ebersberg/hans-sponholz-nazi-vergangenheit-
eingeholt-3148688.html.关于洛伦茨和国家社会主义参见：Benedikt Foger and Klaus Taschwer(eds)

Die andere Seite des Spiegels: Konrad Lorenz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Vienna:Czernin,2001).

99.'Hans Sponholz',in Wikipedia.org,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s_Sponholz, date accessed:

28 October 2015.

100.典型的陈述和自我批评的反思参见：Hannes Heer and Volker Ullrich(eds),Geschichte

entdecken: Erfahrungen und Projekte der neuen Geschichtsbewegung(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1985) and Alf Lüdtke,Alltagsgeschichte: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

(Frankfurt am Main:Campus,1989); idem,Arbeiten und Dabeisein:Wie Alltagsgeschichte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erkl?rt',in Axel Lubinski(ed.),Historie und Eigen-Sinn: Festschrift fir Jan Peters

zum 65.Geburtstag(Weimar:Bohlau,1997),pp.75-86.

101.这一地点的发现及早期勘测，参见：Kurt Schilde,Rolf Scholz,and Sylvia Walleczek(eds)

SA-Gefāngnis Papestra?e:Spuren und Zeugnisse (Berlin:Overall Verlag,1996).更新的研究参见：Irene

von Gotz and Petra Zwaka(eds),SA-Gefàngnis Papestraβe:Ein frühes Konzentrationslager in Berlin

(Berlin:Metropol,2013).关于柏林纳粹恐怖统治核心反思机构“恐怖地带基金会”的更多信息，参

见：Reinhard Rürup(ed.),10Jahre Topographie des Terrors(Berlin:Topographie des Terrors,1997).

102.“科佩尼克血腥杀人周”的历史梗概参见：Yves Muller,'Vom Traditionskabinett zur

Gedenkstatte Kopenicker Blutwoche',in SA-Terror als Herrschafissicherung, ed.H?rdler,pp.232-245.
103.参见：Stephan Buchloh, Pervers,jugendgefahrdend,staatsfeindlich':Zensur in der Ara Adenauer

als Spiegel des gesellschaflichen Klimas (Frankfurt am Main:Campus,2002),pp.142-145, here p.144.

104.特别参见：Nationalrat der Nationalen Front des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ed.),

Braunbuch: Kriegs-und Naziverbrecher in der Bundesrepublik:Staat,Wirtschaft,Armee, Verwaltung.
Justiz, Wissenschaf(Berlin:Staatsverlag der DDR,1968):1959-1981年有多个书名稍有不同的版本。

105.Der Spiegel,no.34,5May 1968,quoted in Varon,Bringing the War Home,p.39.

106. Lorenz J?ger,Adorno: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Haven,CT,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192.

107.《柏林早邮报》1967年11月11日对恩斯特·弗伦克尔的采访，引自：Thomas Pegelow

Kaplan,'"Den m?rderischen Alltag bei seinem richtigen Namen nennen":Linke Protestbewegungen,
jüdische Remigranten und die Erinnerung an Massenverbrechen in den 1960er Jahren',Zeitschrift fir

Geschichtswissenschafi 62:7/8(2014),pp.600-619,here p.612.反过来，最激进的学生们斥责弗伦克尔

“反动”;同上，以及：Simone Ladwig-Winters,Ernst Fraenkel:Ein politisches Leben(Frankfurt am

Main:Campus,2009),pp.318-325.

108.Uwe Siemon-Netto,"The 68er Regime in Germany',Orbis 48:4(2004),pp.641-656, here p.645.

109.Berliner Exira-Dienst,April 1968,quoted in Varon,Bringing the War Home,p.40.
110.这些事件的总结(包括对施马尔茨-雅各布森著作的引语),参见：Human Rights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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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sinki(ed.), 'Germany for Germans':Xenophobia and Racist Violence in Germany (Helsinki: Human

Rights Watch 1995),http://www.hrw.org/reports/1995/Germany.htm.

111.对当前新纳粹的实际情况概述和历史参考，参见：Alexander H?usler and Jan Schedler(eds),

Autonome Nationalisten:Neonazismus in Bewegung(Wiesbaden:VS Verlag,2011);Uli Jentsch and Frank

Metzger,'Die "Blutzeugen der Bewegung"im Blick des heutigen Neonazismus',in Bürgerkriegsarmee,
ed.Muller and Zilkenat,pp.417-432.

结 语
1.Peter Sachse,SA-M?nner von Leipzig:Ein Beitrag zur Rassenkunde Deutschlands(Leipzig:

Werkgemeinschaft,1934),pp.7-12,21,29,50,55,60.正如萨克塞告诉读者的那样，他的论文导师奥

托·雷歇在1932年春季推荐了这一主题，恰逢当局取缔冲锋队。因此，他破坏了政府削弱冲锋队公

众注意力的企图。雷歇还负责取得纳粹帝国领导办公室的同意，并于1933年设法得到了新任萨克森

州总理、冲锋队全国副总指挥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的赞助。

2.Gerhard Wolf, 'Negotiating Germanness: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isation Policy in the

Wartheland',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forthcoming;idem,Ideologie und Herrschaftsrationalit?t.
3.在这方面，考虑新“德国种族”的早期概念很有启发，这一概念是1932-1934年由冲锋队

员、学者弗里德里希·默肯施拉格和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卡尔·萨勒提出的。两人质疑所谓“纯

粹北欧”人种的优越性，倡导“种族混合”。他们并不觉得德国种族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种

只能通过允许不断变化来维持的脆弱平衡。参见：Cornelia Essner,Die 'Nürnberger Gesetze'oder

Die Verwaltung des Rassenmwahns 1933-1945(Paderborn:Sch?ningh,2002),pp.62-75.感谢柏林的斯特

凡·博贝格指导我查阅这一研究著作。

4.Jonsson, Crowds and Democracy,p.xvi.
5.关于“个性”和“品格”,参见萨斯曼的先锋著作：Warren L. Susman,'"Personality"and the

Making of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in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John Higham

and Paul K.Conki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pp.212-226:关于纳粹“民族共

同体”中个人赋权的重要性，另见：Moritz Follmer,Individuality and Modernity in Berlin: Selfand Sociery

from Weimar to the Wa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esp.pp.105-131.

6.Steuwer,'Was meint und nützt das Sprechen von der "Volksgemeinschaf"?',p.520.
7.Stefan Kühl,Ganz normale Organisationen:Zur Soziologie des Holocaust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2014),pp.102-103.

8.参见：Harold D.Lasswell, 'The Garrison Stat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6:4(1941)4,

pp.455-468,here p.461.
9.参见第8章。

10.Loewenstein,'Militant Democracy',p.418.
11.Pendas,'Explaining the Third Reich',p.595.对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Robert Gellately,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对纳粹“民族共同

体”吸引力的一种较为怀疑的观点参见：Geoff Eley,Nazism as Fascism,pp.13-58,here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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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stormttoopers

德国冲锋队推进了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的夺权行动，从20年代起，

这些也被称作“SA”或者“褐衫军”的“普通人”就在整个德国发动

了一场结构松散、极具威胁的野蛮战役。人们往往认为，冲锋队的故事

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之后就停止了，这一事件中，希特勒下令处

决了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和许多其他冲锋队领导人。但是，这真的是冲

锋队的末日吗?

在这本深入研究的历史著作中，丹尼尔·西门子不仅探索了冲锋队

的起源、崛起和迅速的“斩首行动”,还研究了它在此后的转变：作为

拥有百万之众的纳粹组织，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占区和“犹太人大屠

杀”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西门子描绘了冲锋队成员及受害者的

形象，研究他们所处环境、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

冲锋队对德国公民及德国的总体命运产生了毁灭性影响，本书对此

做了重要同时姗姗来迟的重新评估。

冲锋队的权威研究著作，提供了真正的新观点，整合了人们熟知

的冲锋队暴力活动和该组织1934—1945年的重要历史。简言之，是这

一主题的最佳著作。

——理夏德·贝塞尔，《德国1945》作者

对纳粹德国的大量文献做了杰出的整理与分析，在一丝不苟的研

究基础上，丹尼尔·西门子的著作不仅最为全面，而且是各种语言版

本的希特勒褐衫军历史中最好的一部。

——罗伯特·格瓦特，《希特勒的刽子手》作者

ISBN 978-7-5142-2896-0
上架建议：历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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